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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一起纪念彼得·德鲁克先生



（本文来自德鲁克夫人多丽丝·德鲁克给“第三届德鲁克管理思想研讨会”的祝词，由南京大学张子源老师翻译。）

欢迎各位来南京大学商学院参加“纪念德鲁克诞辰100周年暨德鲁克学术思想研讨会”！非常感谢南京大学商学院主办这次研讨会！我特别要感谢赵曙明院长，他毕业于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求学于德鲁克先生。赵院长今年6月16日应邀出席在韩国首尔举行的“德鲁克百年论坛”，并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德鲁克先生管理思想的一个激情洋溢的报告。我未能出席聆听，深感遗憾，但我在此要向赵院长表达我的谢意，因为人人都说那是一个相当好的报告！

人们经常问我，德鲁克先生如果在世，他会如何评价当前的经济危机？我真希望我能知道答案！德鲁克先生总是宣称他不是一个未来学家，不会预言未来。各位可能都听过他的一句名言：“如果你想了解未来，就必须创造未来。”

他的确说过，美国企业的高管和普通员工之间薪酬的巨大差距令人愤慨，而且也会造成很多问题。他说的员工并不是指那些在生产线上的工人。他坚信，有些企业老板（或高管），并非中层经理，会欺诈和职业犯罪，从而给企业带来麻烦。

此外，德鲁克先生不希望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时出现的那种失控行为再重演，他相信，今天政府和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感以及知识工作者社会的兴起提供了一种机会，使那些未经训练的低层次的体力劳动者得以实现他们能够达到的各种目标。在德鲁克先生看来，这种目标的实现，其意义远远超过金钱或额外津贴。

祝所有参加“纪念德鲁克诞辰100周年暨德鲁克学术思想研讨会”的各位高管、经理人员、老师和同学们好运！希望我们都充分享受这次德鲁克诞辰百年的活动及接下来的岁月带给我们的机遇与挑战！

德鲁克夫人 多丽丝·德鲁克

于美国加州克莱蒙特城

2009年9月9日




在现代管理思想史发展过程中，管理理论总总而生，林林而群，一些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不断涌现，却又昙花一现，只有德鲁克的管理思想传播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也最持久。

2009年是彼得·德鲁克先生诞辰10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在世界管理学领域具有广泛而深远影响的管理学大师，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相继举办了一系列活动，掀起了一股学习和研究德鲁克管理思想的热潮。

本书不仅是为了记念这位著名的管理学大师，传播他的管理理论，宣传他的管理思想，更希望通过对德鲁克管理思想的解读和研究，将其管理思想运用于企业的管理实践中，毕竟“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

本书按照德鲁克的经典管理思想概要、德鲁克的创新思想与企业家精神、德鲁克的目标管理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德鲁克的管理者自我管理与人本主义管理理论、德鲁克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德鲁克的组织变革与管理理论、德鲁克的其他管理思想等编写顺序，对德鲁克的管理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解读和较为深入的探讨。

本书作者多是我国管理学界的学者，也有来自业界的企业高管，还有一些是曾经在德鲁克先生身边学习和工作过的著名学者，每篇文章都流溢着对德鲁克先生的崇拜之情和尊敬之意。

在本书出版之际，德鲁克先生的遗孀多丽丝·德鲁克女士，还专门发来祝辞，希望和我们一起记念德鲁克先生，表达了对德鲁克先生的怀念之情。


 


德鲁克教授是当代著名的思想家，一代管理学宗师。他特殊的家庭背景、传奇式的经历、渊博的学识及睿智的才思，使其在政治、法律、社会、管理、历史等多个学科领域都留下了精辟的见解和耐人寻味的启示。管理学更是他一生耕耘的主要园地。在此领域，他成就卓著。他是推动管理学发展成为一门严肃科学的先驱，是现代“管理丛林”中经验主义管理思想流派的创立者和代表人物。他的论著被译成3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广为传播，成为全世界管理者、学者奉为圭臬的经典。德鲁克讨厌人们称他为预言家，而自称为旁观者。年轻的时候，他曾尝试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他曾经用经济计量工具分析纽约股市，并且预测纽约股市未来将不断繁荣。但一个月后，纽约股市即发生大崩盘。德鲁克说：“这是我所做的最后一次市场预测。”他说，任何人都无法预测未来，我唯一能做的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就是观察已经发生并对未来可能产生影响的重大事件。他意识到经济学家只对商品的行为有兴趣，而他关心的重点在于人的行为。从表面来看，管理似乎离不开以商品为主的范畴，然而在德鲁克的眼中，“人”才是管理的全部内容。德鲁克具有的强烈的人文关怀，最终导致他决心以管理顾问和管理学家作为终身职业。德鲁克具有的不断学习的精神、广博的知识基础、独特的思维方式，则保证他能够达到常人所不能达到的思想高度。德鲁克坚持每两三年就要学习一门新学科的学习精神，使得他涉猎了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数学、政治理论、历史及哲学等众多知识领域。在此基础上，他运用其独特的思维方式，从社会、历史的高度，冷峻地俯瞰和分析组织及组织管理的变迁。这一独特的视角使其避免了一叶遮目的狭隘，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准确把握和预测组织发展和管理的变化。



德鲁克的管理思想



德鲁克对管理理论的贡献，提出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思想，是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随便列举就有目标管理、自我管理、顾客导向的组织、高层管理团队、效能与效率、时间管理、企业愿景、业绩管理、知识工作者、组织分权、以知识为基础的组织、扁平组织、团队、企业社会责任、后资本主义社会，等等。就连最近流行的平衡计分卡等管理方法也能够从德鲁克的著作中找到影子。毋庸置疑，德鲁克先生是有史以来对管理理论贡献最多的大师。在这里，我只能列举几点做简要介绍。



顾客导向的组织



企业的目的是什么？是盈利能力，还是利润最大化？德鲁克认为，盈利不是企业和企业经营活动的目的，而是企业的一种约束因素。利润是对企业活动的检验。企业的主要职能只有两点：一是营销，创造顾客；二是创新。企业存在的目的不能从自身寻找，只能从外部，从对社会的贡献中寻找，从客户那里寻找。要满足客户的要求，简单的各种生产要素组合是不能创造价值的，只有依靠企业的创新。“我们的事业是什么”是要从营销的角度、从顾客的角度出发，并最终由顾客来定义的。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情况下，都会有不同的答案。因此，必须在特定的条件下确认顾客要什么、想什么、相信什么、期望什么，这些是企业高管必须接受的客观事实，高管必须尽一切努力从顾客那里获得答案，而不是试图猜测顾客的想法。只有这样，企业才能找出“我们的事业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

在企业内部，管理者的任务变成了实现知识员工的工作绩效。例如，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1966)一书中，德鲁克直言不讳地指出：“人们聘用管理者，就是希望他的工作卓有成效。”可以说，《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书正是德鲁克对管理者个人实现卓有成效的论述，而《管理：使命、责任、实务》(1973)一书，则是德鲁克对组织如何实现卓有成效的最好阐释。在德鲁克看来，绩效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基础。只有实现真正的绩效产出，企业才能够维持生存。因此，在德鲁克的管理哲学中，绩效始终是管理应该关注的核心问题。因为，如果没有绩效，管理本身就没有存在的意义。



目标管理和自我控制



德鲁克认为，如果缺乏目标，根本就无从管理，所以，经理人务必要先进行“目标设定”，才能进行“有效管理”和“目标管理”。但是如果要实现“目标管理”，就必须要有“自我控制”，“自我控制”意味着更强烈的工作动机。目标不是命运，它是方向；目标不是命令，它是承诺；目标不是要决定未来，它是要动员企业的资源，创造未来。没有目标就无从管理，管理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目标存在。目标不是一堆数据，而是“明确、简单、清晰，并且可操作的愿景”。然而目标能成为组织的行为，并且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这就需要员工以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并予以有效地自我控制。管理本质上是依据目标、业绩和责任进行的管理。管理者和员工在本质上没有差别，只有责任上的差别。员工的权利不是来自于管理者授权，而是来自所承担的责任。区分高层管理者和基层管理者的唯一维度在于时间。管理者的重要任务就是将员工的目标引向组织目标。管理者需要在现在和未来之间取得平衡。因为管理能力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因而越是高层管理者越是应该集中于组织长远目标。管理者必须在多种目标、现在和未来之间取得平衡。管理是什么？管理是一个有着多重目的机制的活动，即管理企业，管理人员，同时也管理工人和目的。



知识员工管理



德鲁克认为，现代组织中知识工作者数量日益增多，并且知识工作者的成果通常要与其他人的成果结合起来才能够产生效益，因而管理者的作用日益凸显。但是判断管理者的标准并不是下属的多少，而是其成果对公司的影响。德鲁克将那些“对促进机构有效运转负有行动和决策责任的知识工作者”都称为管理者。由于知识工作者难以监督，因而组织效率将取决于组织成员能够对自身进行有效的管理。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德鲁克先生进一步阐述和发展他的思想，提出现代组织管理的核心在于“自我管理”的思想。时至今日，这些思想依然在领导学研究中处于前沿。例如，最近有学者提出内部企业家理论，认为真正有创造力的企业要使得组织内部每个员工都成为企业家。殊不知，这些最新思想在德鲁克先生几十年前的著作中便得以体现。

在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领导学方面的研究还认为有效的管理者是天生的，并试图从管理者的素质角度出发，寻找有效管理者所具有的不同于常人的个人特质。德鲁克先生从他自己的研究和咨询经历出发，认为没有一个有效管理者是天生的，他们之所以有效只是由于在实践中学会了一些有效的管理习惯。德鲁克认为"组织中的管理者通常会遇到四种情况，而自己基本无法控制，然而每种情况都会向他施加压力，将工作推向无效，使机构运作不灵：（1）管理者的时间往往只属于别人，而不属于自己；（2）管理者往往被迫按照老一套方法开展工作；（3）只有当别人使用管理者的贡献时，管理者才具有有效性；（4）管理者身处组织之内，但如果他要有效工作，还必须努力认识组织以外的情况。为应对这些情况，德鲁克认为作为一个有效的管理者，必须在思想上养成如下习惯：（l）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时间；（2）不埋头于工作，注意使自己的努力产生必要的成果，重视对外界的贡献；（3）善于利用自己的长处以及上级、同事和下级的长处；（4）精力集中于少数主要领域；（5）善于做出有效的决策。如今，德鲁克对管理者工作面临现实问题的描述和相关建议，已成为经典，被经常引用。



社会责任



德鲁克对于社会责任的关注，可以说是西方传统社会责任思想的一种体现。也许在德鲁克的著作和文章中，“社会责任”一词与“绩效”一词同样显著，社会责任的观念类似于社会精神在西方人的观念中一样显然。但我们反向思维就会发现，社会责任是绩效的基础。管理之所以必须追求绩效，不仅是因为绩效是组织生存的基础，还因为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正如德鲁克曾指出的：“管理是一项以绩效责任为基础的专业职能。”管理中，组织与员工的双向责任正是德鲁克思想和著作中一个深层次的基础。



我记忆中的德鲁克先生



我们很多人只是从著作中认识了德鲁克先生，并没有见到过他本人，因而想当然认为世界著名的管理大师一定是一个严肃、超然、不食人间烟火的得道高人。在我1981年3月1日出国之前，国内对德鲁克的介绍也不多，因而我对他并没有太多了解。在我到美国加州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读书以后，才认识到原来身边就有如此厉害的人物，从而也渐生敬仰之心。但是当我初次见到先生的时候，顾虑立刻就消除。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身躯高瘦、因年纪大而微微驼背、前额微秃的高贵长者。在一张满布皱纹的脸上，充满了仁慈的笑容。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为了让你接受他的观点，他习惯用很重的口音加强语气。总之，在他身上，你更容易看到一个行为保守、知识渊博、循循善诱的老者形象。他保留了传统欧洲的“旧知识分子”的人文魅力。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德鲁克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就预测到了计算机对管理的重大影响，但是其本人却一直拒绝使用计算机。数十年来，德鲁克一直坚持用一台老式的电动打字机完成了数百万字的著作。我问他：“为什么不换成现代化的计算机？”他说：“我不喜欢用计算机，因为它总让我觉得写文章好像是在咬文嚼字。”一个如此保守的人怎么会提出自我管理、后资本主义社会等激进的管理思想呢？先生生活上的保守与思想上的激进，始终让我们感到匪夷所思。

先生的多产、智慧、洞察很容易让人产生天生英才的感慨，殊不知先生付出的努力远远超过了常人。正是由于先生超乎常人的、对事业的无比热情，对完美的不懈追求，才造就了先生的伟大成就。先生经常对我讲起一件对他的人生影响很大的事情。先生毕生喜欢看歌剧。18岁的一天晚上，他到汉堡歌剧院看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威尔第的歌剧《福斯塔夫》，并且完全被它所折服。但后来，他惊奇地发现，这样一部充满热情、活力四射的轻歌剧竟然是威尔第在80岁时所创作的。当别人问威尔第：“你是19世纪最重要的歌剧家，为什么在如此高龄还要继续从事创作，是不是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威尔第回答道：“我的一生就是作为音乐家为完美而奋斗的一生。完美永远躲着我，我当然有义务去追求完美。”这件事对德鲁克影响很大。他下定决心，无论从事什么行业，无论到了什么年纪，一定要追求完美，决不放弃--即使完美永远躲着我。因此，当有人问德鲁克先生“您认为您哪一本书最好”时，他总是微笑着回答：“下一本。”在长达60几年的职业生涯中，德鲁克总共出版了39本著作，平均每两年就有一本书问市。德鲁克先生在他94岁高龄的时候还完成了最后一部著作。他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30多篇论文，并且有6篇获得了麦肯锡最佳论文奖。这一成果足以令当今最杰出的管理学家叹为观止。德鲁克经常告诫经理人：“一定要知道你自己是如何利用时间的。”他本人就是有效利用时间的典范。在克莱蒙特校园里面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如果你写信邀请德鲁克发表一场演讲或写一篇书评，将会收到他本人寄来的一张明信片，背面写着：非常感激您诚挚的邀请，但我无法做下列各项事情--撰写前言；替手稿或新书写书评；参与专题讨论会；参加委员会或任何形式的会议；回答问卷调查，接受访问；以及上电视或上广播电台。当我问德鲁克，您是如何打发工作以外的休闲时间的？德鲁克先生反问我：什么是休闲时间？德鲁克的高产再次验证，一个再有天赋的人，也需要目标和愿景，也需要对目标的不懈追求。我从德鲁克身上学习到对工作的态度、对人生的追求、对学习的热情，这不仅是一个学者成功的基础，同时也是一个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成功的基础，而这远胜于任何的管理方法和技巧。

2005年夏天我参加完世界管理学大会，转道回母校拜见老师德鲁克先生，先生告诉我，自从2002年癌症动过手术以后，他的身体就远不如从前，但依然在坚持写作和研究。现在想来，写作就如他的生命一样。先生停止写作的一天就是离开我们的一天。20多年前在美国读书期间，我常常聆听德鲁克先生的教诲，多次读过先生的著作，受益良多。而后，每每碰到新问题，我就会温故。令人惊奇的是，随着阅历增长、知识丰富，每每重读，竟然会看出很多以前看不出来的体会。一本优秀的著作就是一座挖不尽的宝藏，可以陪伴一个人的终生。这样的著作一旦诞生，就已经独立于作者、独立于时代，属于每个读者自己。这样的书是永恒的、跨越时空的。

赵曙明博士

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9年9月9日







赵曙明

男，管理学博士，现任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国家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入选国家 “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第二层次）、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江苏省“333工程”首席科学家等，曾获得教育部人文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多项教学科研成果奖，被美国Seton Hill大学授予“工商管理荣誉博士学位”，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校长最高特别奖章等多项荣誉。




杜鹏程

男，现任安徽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目前在南京大学商学院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入选安徽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安徽省高等学校“十五”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并被选拔为安徽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曾获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安徽省省级教学成果奖等。


 


为此段文字写下这个名字似乎有点狂妄，但如果考虑到“三人行必有吾师”的格言、大师行为风范对自己研究与管理实践的影响、大师思想和理论不朽的生命力，忐忑之心稍有安宁。

被称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德鲁克先生虽然于2005年11月11日静静地走了，但他留给人类的管理思想和智慧思考还活着！在他诞辰100周年之际，在这个日益多变和复杂的时代，他似乎以其远见和深邃的思想依然伴我们前行！

这篇短文绝非是大师的思想研究，而是大师思想在自己学习、研究、实践、思考过程中的折射，是过去自己一些思考和文字的整合，是自己可与同行分享的一点点感想。在为德鲁克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而出版的《德鲁克管理思想解读》一书出版之际，我应邀以此文作为《德鲁克管理思想解读》一书的序言。



管理的“师”与“匠”



在中文语境下，“大师”不是对在某一方面小有成就，稍有建树的人的称谓，而是指开宗立派，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人。“大师”最早是指在佛学上有精深造诣或参悟的高僧，后衍生为对和尚的尊称。“大师”也指在艺术上和学术上有显著成绩的人，即对艺术家和学者的尊称，如在绘画艺术领域，自古画家千千万万，但能称上大师的却屈指可数。遗憾的是现代浮躁社会中大师的帽子满天飞，各行各业的“大师”随处可见。小有成就甚至在专业方面略知一二的人，便大大咧咧地以大师自居或被那些为了自己利益或通过提高别人来抬举自己的人谦卑地尊称为大师。

无论关于大师的称谓有多少种或多少争议，但“师”者从其外在表现看一定是开宗立派，在其领域有精深造诣、影响巨大之人；从其内在特质看必然是有思想境界、有大智慧、善于创新的人。其内在表象决定了大师具有人文特质，所以有人讲，科技领域有专家、无大师，大师大都是对人文领域卓越者的称谓。

毋庸置疑，德鲁克是一位咨询大师和管理思想大师，甚至有人称其“大师中的大师”。在我看来，其伟大倒不是他涉猎甚广的知识、博学多闻的独到见解，而是其面对现实，关注实践，不拘一格，大胆思想的理念、态度和思维方式，而这正暗合了管理的基本特征和真谛，也是我们学习和践行管理的基本路线。

与“师”相呼应的是“匠”，一般将具备某些技能，且可以将事情做得很完美、很精致、很周全的称为“匠”，如木匠、铁匠、剃头匠、教书匠、工匠等。大凡“匠”是可以训练出来的，是有程序和技巧可循的，即使那些匠心独具之作，通常也是按作者自己的章法习得的，也是可以传授的，如带徒弟。但“师”者难以训练出来或通过师傅带出来，往往是时代的造化。德鲁克就是历史给人类的馈赠。

比较而言，“匠”可以是心灵手巧、精到、完美；但“师”除了可以具备“匠”的技能外，一定要有思想、灵魂。具体到管理上来说，许多学者可以按国际认可的学术规范，制造大量可以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但若其远离实践，缺乏洞见和深刻的思想，其作品也只能是大量雕虫小技也；有的企业实践家经过长期操练也能驾轻就熟地管理企业，但如其缺乏足够的理论修养和境界，充其量也只能是一个管理的工匠。换句话说，只有理论和技术，可能成为一个管理的技术员；只有经验和技巧，往往是经验主义者。这两者只在“匠”的层次，难以上升到“师”的境界。要想成为管理领域的“师”级人物，学者一定要做“有实践的理论”，实践者一定要做“有理论的实践”！

我很多年前曾做过一个比喻，学术研究就像编篱笆，不少人永远跟在别人后边修补篱笆或编篱笆，这大多属于“匠”；只有很少数人在竖篱笆桩子，这些人不少是“师”。世界当然离不开大量的“匠”，但缺乏“师”，特别是“大师”，我们经常会陷入黑暗或盲目的摸索中。



以大师之道学管理



关于德鲁克，坦率地说，凡熟悉管理的人几乎都耳熟能详；关于大师的理论，我们介绍得再好也不如大师自己的表述。他认为他最重要的贡献是：（1）早在60年前，我就认识到管理已经成为组织社会的基本器官和功能；（2）管理不仅是“企业管理”，而且管理是所有现代社会的管理器官，尽管管理一开始将注意力放在企业；（3）我创建了管理这门学科；（4）我围绕着人与权力、价值观、结构和方式来研究这一学科，尤其是围绕着责任；（5）管理学科是把管理当做一门真正的综合艺术。

研修管理，真正领悟管理理论的真谛，要学会与大师对话和交流。就我个人体会而言，除了大师的思想结晶，我们更应该关注和学习的是大师的人品、思想境界、处世态度，特别是大师观察世界的视角和思维方式。他务实，不爱大师的封号、不爱排场、不享受特权、不爱金钱；他勤奋，真正做到了中国人常说的“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他慈善，将个人绝大部分财富捐赠社会；他智慧，世界无数人、企业、组织、政府部门因他而变得不平凡或更伟大。他的人品和处世态度为我们树立了人生榜样；他思考和研究管理的方式给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管理之道！

可以说，德鲁克的一生就是管理思想的一生，但其思想的动力之源是实践，其伟大成就来自于其面对实践和现实的不断观察，深入企业实际的广泛操练和深刻感悟，以及奠基于其上的科学思考和智慧提升！

德鲁克精辟地认识到：“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权威就是成就。”他还深深地感悟到：“智力、想象力及知识，都是我们重要的资源。但是，资源本身所能达成的是有限的，唯有'有效性'才能将这些资源转化为成果。”而“有效性”实际上是管理各个方面的智慧综合和理性提升！

纵观其思维过程和理论体系，我们不难发现其学说的三大特点：实用性、系统性、前瞻性。而这三个特点也映射出了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的精髓和应追求的方向，是需要我们用心品味，在研究和实践中不断感悟的，只有这样，才可能演绎出像大师那样或大师所期望那样的精彩事业和人生！



我的管理观



我认同和敬重德鲁克，特别是其面对现实、关注实践、不拘一格、理性思维、高度总结、系统前瞻的行为方式。实际上这正体现了管理的基本特征和真谛。

最近，在与另一位以关注实践、不拘一格，甚至反叛的管理大师明茨伯格的交流中，我对其管理知识三角形（科学、艺术、实务）进行了扩充，以我习惯的五角星表达了我对管理知识的认知，即管理涉及五个方面：哲学（智慧）、科学（知识）、艺术（技巧）、实务（经验）和技术（工具），它们分别位于管理五角星的五个角上，而其中心则是领导力（驾驭力）。其中的知识又分为三类：与环境无关的普适知识（context-free knowledge）、与环境有关的知识（context-bounded knowledge）、特定环境下的知识（context-specific knowledge）。

管理智慧依赖于哲学和思想理念上的升华，即管理的哲学在思、在凝练和聚合。科学概括了管理活动的一般规律，通过总结和提炼，将其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上升为知识，而这些知识通过学习可以掌握，所以管理的科学知识可以传递、流动和学习。但由于管理的大部分知识与环境和对象或管理情景（management context）有关，学习和应用时一定要关注与管理情景的适应性，不能简单复制和套用，因而管理需要实务训练和经验积累。艺术则体现了管理中的个性特点，也即面对同样的问题和环境，不同领导者和管理者可以做出不同反应，且这些反应往往没有对错之分，只有适应与否。适应、协调者成功，反之则受挫或失败。艺术很难显性化，所以无法简单学习，常常需要感悟和体味。而实务、手艺需要操练才能习得，强调的是管理的实践性，管理者必须亲临实际才能体验到管理知识的运用技巧和感悟管理的真谛、享受管理知识和艺术融合的快乐。长期的管理研究和实践已经发展出了许多管理的技术和工具，借助之可大大提升管理的能力和效率。从上述管理的知识体系可以看出，管理的知识在学，管理的艺术在琢磨、感悟，管理的经验在操练，管理的技术在运用，而管理哲学在思想和升华，但思想的基础是学习、感悟、操练和运用。

观察丰富多彩的管理实践，不难发现：有的企业家、管理者忙得焦头烂额，被事务困扰得痛苦不堪，结果事业做得还不好；有的企业家、管理者却显得轻松自如、潇洒飘逸、举重若轻，而且事业红红火火、蒸蒸日上。是什么使他们的行为大相径庭，结果天壤之别？一般的回答是能力差异。我不否认人和人之间的能力差别，但更想强调能力背后的领导力或驾驭力，包括价值观、理念、心态、思维方式、方法论、知识和技术的运用能力等，即怎样定位人生？怎样看待管理？怎样面对问题？怎样领导和管理？管理因与人有关，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竞争和博弈的环境下，因而管理永远都是复杂和富于挑战的活动。要做好管理，成为优秀的企业家和管理者，除了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许多素质和技能外，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管理的热情，即首先要热爱管理，将管理视为自己生存和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去体验管理和享受管理。其次，管理永远与问题和挑战相伴。我经常讲，没有一个企业或单位没有问题，管理问题就像海边的礁石，企业运行状况良好时，问题被掩盖了，企业运行状况恶化时，所有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实际上涨潮时最容易解决问题，但此时也最容易忽视问题，等退潮时问题都出来了，解决问题的最好时机也过去了。面对管理问题，高手似乎总能抓住少数几个关键问题，显得举重若轻，大量小问题也会随着大问题的解决而消失。但低手却经常认认真真面对所有问题，深陷问题网中，结果耽误了大事。另外，人生的价值在于不断战胜自我，征服一次管理难题，实际上不仅是人生的一种体验，更是对自己能力的一次检验。若能这样看问题，迎接管理挑战就不再是一种痛苦，而成为一种愉悦和人生享受。因此，从管理现实中我们也能体会到，管理的有效性和真正驾驭需要管理智慧、知识、技巧、经验、工具的综合运用，而其运用水平还取决于管理者的综合驾驭能力。

高水平的管理有点像玩杂技。杂技演员高难度的技艺在常人看来很神奇，但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表演实际上是建立在科学规律和演员根据自身特点和能力对其创造性运用上的。有人还形象地比喻，管理类似下棋，基本的管理知识类似于对弈的基本规则，各种管理技能和成功的管理实践类似于总结出的各种棋谱，而实际的管理则由这些基本规则、各种棋谱演变出更加丰富多彩、变幻莫测的局势，水平接近者的比赛赛前谁也难以确定一定会怎么下或肯定能赢。管理的神奇主要体现在管理者根据自身特点和能力以及其组织和环境的情况对基本管理原理的创造性应用上。

面对管理实践，研究不只是管理专家和管理实践家的专利，管理学家要有更优秀的研究，也必须时刻关注管理实践，进而观察、思考、研究、提炼和升华。高水平的管理学者、专家和实践家，往往是那些具有独特视角和思想的人，他们关注现实，热爱生活，善于高度概括和缜密思考，从而形成自己的思想精华。

我对管理者曾经提出了一个“面对实践，做观察者，更做思考者和研究者”的口号，实际上这不应只是一个口号，而应成为领导和管理人士的一种意识、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行为习惯。意识的确立会使我们自觉地、有意识地关注实践、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将其上升到思维方式，主要是要改变我们许多人容易理论导向、方法导向、经验导向，遇事总是首先考虑理论上是怎么说的，有什么方法，别人或我们过去是怎么做的；而不是问题或现象导向，即根据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和现象具体是什么，然后利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在没有任何框框的情况下进行深入研究，这样思路才会更开阔、更有创造性。所以思维方式的改变更具决定性、更重要。长此以往，就会形成一种良好的行为习惯，问题和现象导向，观察力敏锐，思维系统、敏捷，逻辑严密、形成知识系统。

德鲁克无疑是“面对实践，做观察者，更做思考者、研究者”的杰出典范。实际上赫伯特·西蒙也是这方面的伟大人物之一，他是伟大的管理学家，但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还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创者之一，并因此摘得计算机技术的最高荣誉--图灵奖。他的兴趣还涉及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科学领域，且在这些领域中几乎都有开创性和突破性的成就。放在200年前，成就全能的大师和哲人还有可能，但在20世纪，西蒙的成就应该是奇迹了！他提出了人类有限理性的理论，然而，他自己却努力接近无限理性理想的高度，在决策行为研究领域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如此的成就，得益于他紧扣现实、善于观察、乐于思考的习惯。

良好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不只是大师们的专利，只要我们善于与大师同行，我们每个人均可利用之从工作中，甚至是普通的日常生活中得益！

席酉民博士

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

英国利物浦大学副校长

西安交大管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管理学家》杂志主编




德鲁克先生总是宣称他不是一个未来学家，不会预言未来。他有一句名言：“如果你想了解未来，就必须创造未来。” 希望我们都充分享受这接下来的岁月带给我们的机遇与挑战！

——多丽丝·德鲁克　彼得.德鲁克先生的遗孀

德鲁克运用其独特的思维方式，从社会、历史的高度，冷峻地俯瞰和分析组织及组织管理的变迁。这一独特的视角使其避免了一叶遮目的狭隘，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准确把握和预测组织发展和管理的变化。

——赵曙明

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良好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不只是大师们的专利，只要我们善于与“大师”同行，我们每个人均可利用之从工作中、甚至是普通的日常生活中得益！

——席酉民

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 西安交大管理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在管理思想史中，德鲁克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称。我始终坚信，仍然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德鲁克精神和德鲁克传统，这一精神和传统将会继续为管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罗 珉>

西南财经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所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对德鲁克关于二十一世纪管理者和领导者相关理论的吸收和借鉴，对在当前复杂变化环境下，如何形成现代管理者有效的领导方式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示。

——陈国权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德鲁克先生用毕生的实践履行了其“致力于改善人类生活”的使命，所以我们有很多都成了他的顾客，德鲁克先生的成果也正是来自于他的外部。比使命更加重要的是实践，就像德鲁克先生倾力实践他的使命一样。

——陈春花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本序由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生陈志红翻译。）

身为以彼得·德鲁克命名的学院的院长，我既享受特权，又面临挑战。德鲁克在这里教了35年的书，他的文章在这里收藏，他的遗赠在这里保存。这是一个难得的特权，这是因为像所有德鲁克的弟子一样，我们站在一位极具学识和哲学巨人的肩膀上，正追寻着一位先驱--管理学之父的步伐。吉姆·柯林斯在反思自己的书--《基业长青》和《从优秀到卓越》--所获得的巨大成功时，曾评论说书名或许可以换种简单的说法，就叫做《德鲁克是正确的！》。不管我如何说我的作用微乎其微，都无法表达我这样一个不合格的学生心中无限的惶恐。

作为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的院长，挑战包括维持和复兴一个伟大的学院--彼得·德鲁克和伊藤雅俊管理学院。这是世界上唯一一所以一位思想家和一位实践家而命名的商学院。彼得·德鲁克著有39本著作，撰写文章无数并举办过成千上万场演讲，是一位强有力的、具有开创性思维的领导者。伊藤雅俊是世界上最大的零售企业之一的创始人（日本伊藤洋华堂集团），他是一位将德鲁克的原理付诸实践的成功的企业家。联合思想家和实践家共同命名象征着我们努力在管理学教育方面所起的作用，即理论联系实践，并希望能以此与众不同。德鲁克曾说过，任何一家企业的职责就是不断地创新和开拓市场，通过连续和变化的结合来取得进步。我们不断努力保持一贯以来的最佳状态--讲授以价值为基础的MBA和EMBA课程，明确地激发学生穷其一生不仅追求工作上的成功，而且追求个人和社会的价值。同时我们还开创一些创新模式，例如首创艺术高级管理硕士学位，这是唯一一个由数学学院和管理学院共同颁发的硕士学位。

我们为开设一门新的入门课程--“德鲁克与众不同之处”感到犹为自豪。这门课每位学生都必修，并由核心教员共同授课。这门课提供了后面所有课程的一个整体框架（McGraw-Hill即将用这个标题出版一本书，这本书抓住了这门课的本质）。我们还为新的德鲁克协会所取得的发展欣喜万分。这个协会创办不到3年，已经将其从原先的德鲁克档案馆转变为一个鲜活的纪念馆以及一个思想库和行动研究中心，将德鲁克的管理原理和实践用新的方式带给新的观众。这些新的观众包括25个逐渐形成的德鲁克社团，它们从达拉斯到费城，从中国到印度，从韩国到以色列，从日本到巴西遍及世界各地。德鲁克协会正成为推动全球向卓有成效的管理、有道德感的领导和社会责任而奋斗的中心。现在，随着德鲁克百年诞辰的临近，世界各地都在举行各种活动来称颂彼得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产，并再次肯定他敏锐的洞察力和各种社会良方。

我们所做的工作是微乎其微的，但是许多好心人为保存和重振德鲁克的宝贵财产辛勤劳动着，我相信当德鲁克看到他们辛勤工作背后的精力、创造力和紧迫感时一定会倍感欣慰。我知道当他看到他的生命和遗产得到南京大学商学院的尊敬和称颂时一定会特别高兴，而这些工作都是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赵曙明教授进行的，他是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一位忠诚和尊贵的校友，也是我非常尊敬和欣赏的人。

除了学院的工作以外，挑战还包括为德鲁克的学术遗产进行保存、补充和再利用。全世界大约有12000所商学院、几万名教师和几十万名学生。然而，最近的一些实践却鲜明地提醒我们，世界上的所有社会中的许多组织和它们的领导者都缺乏绩效、效率和正直，并在日益恶化，有的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学术界在指引我们远离灾难，或是提供一个更高的绩效标准，抑或在预测诸如不道德的次贷危机等的后果方面所能给予的学术贡献，可以说是寥若晨星。甚至有些组织控诉学术界分担过失，而这或许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有失公允。糟糕的是，如此多的人没能接受德鲁克的建议，并像医生们就职宣誓那样进行保证：“最重要的重中之重就是不伤害。”

德鲁克曾警告说，一个有责任感的社会是对暴政和无政府状态的唯一有效的解决方法。他视20世纪为荒废的世纪。现在我们又有了一个改善的机会，把我们的时代变成德鲁克世纪吧！对于学术界中的我们，对于那些以领导力为话题著书立说、授业解惑和进行科学研究的人来说，我们必须时刻牢记彼得的深邃智慧、学术勇气和正直人格。我们的任务不单单是记住彼得·德鲁克，还要就组织、领导者和社会共同面对的重大事件进行勇敢的质问。他给我们树立榜样，号召我们像他那样思考，不仅作为领导力的学者和管理学专家，而且还要作为社会生态学家去关注社会的健康，以及如何利用伦理领导力、有效管理和社会责任感的力量让世界成为一个更美好、更宜人、更能持续发展的地方，让世界拥有更多的公正、美丽和机会。时值德鲁克的百岁诞辰，我们举行一系列学术研讨活动，不正是这位伟人召集我们参加的一个高尚集会吗？

Ira Jackson博士

美国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彼得·德鲁克先生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我认为这不仅是因为他在过去几十年中提出了非常多的观点，把管理学变成了一门科学，更重要的是他把管理这个范畴，灌输在整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让社会上的每一个组织，不管是营利性组织、非营利性组织，还是政府组织，都能更有效地提升他们的功能、潜能和责任意识，让整个社会在一个更整合的范畴中可以共融发展。

德鲁克先生有一句名言：“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创造未来。”我们未来的社会将会是什么样的？不同的人、不同的学者都曾有过描述，但是在这个范畴中，彼得·德鲁克先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

首先，我认识德鲁克先生是从组织的功能开始的，因为如果我们真的需要得到一个社会的和谐以及发展，我们需要很多健全的组织出现，每个组织都应该实施它极小、有可能是一到两个非常核心的目的和使命，在得到这个使命的过程中，社会将受到一个好的影响。同时组织也是每个人发展的平台，让个人用他们的天赋和潜能来成为一个又一个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所以如果要创造一个有功能性社会的话，我们需要连同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在每个有功能性的组织当中一起体现出来。管理不仅是在今天，其实明天已经在今天开始，明天的社会需要什么，德鲁克先生在这个范畴中有他很多独特的见解。在未来的社会中，有一个急速发展的人口变化，也就是人口老化的问题，而年轻的一代也在慢慢地相对变少。在很多发达国家都会看到人口老化已经成为一个负面的因素，因为人口老化带来的问题就是退休金、医疗系统等一系列问题。但是我们并没有用积极的态度来看待人口老化的问题。在人口老化过程中，其实中间的很多人都是有经验、有知识的群体，而在我们迈向一个知识型社会的时候，我们需要大量的有知识水平的管理者。那么我们该怎样善用我们这一批相对听起来比较老，但是知识层面又比较广的人呢？

德鲁克先生也预测在未来的20年当中，超过50岁的人有很多已经不一定常规地受聘为雇员，有可能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会在一个临时、兼职、顾问的状态来为组织的生产力做贡献。人与公司的关系已经不单是雇佣的关系，传统雇佣的关系可能也会慢慢被打破，人们将会追求其潜能和能力发展，用比较适合他们自己的发展方法来贡献给组织的使命。传统的聘与被聘的关系，也将会面临一个很大的改变。未来的社会肯定是一个知识型的社会，我们流动着的不但是资金、人才，更重要的是很多知识都在不停地流动和更新。过去，我们学会一件事情，拿到资料的途径有可能和现在有很大的差别，绝大部分的资讯都不一定是从他的上级那儿得到的，他们都是寻找一些公开或者是半公开的途径得到。现在社会上流行的资讯、资料已经非常多，每天都以三倍的量增长并为我们每天的决策提供参考，所以拿到知识、资料就是“王”的年代可能已经过时了。现在重要的是拿到有用的资料后变成自己的知识，并把知识转化成为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行动，这才对我们的工作最有意义。知识是没有边界之分的，我们可以通过创新、实践和利用企业家的精神，把我们的知识变成推动社会、贡献社会的行为。

美国总统奥巴马讲到几个非常重要的字，这几个字就是带给美国人未来快速发展的一些重要的东西，如改革、企业家精神等。因为只有我们才能够珍惜每个改革的机会，以企业家的精神，自己做主把知识变成机会，把机会变成赋予改变我们命运的一种财富，来改变整个国家。所以在新的知识型社会中，我们应当怎样利用知识，如何塑造一个又一个卓有成效的知识工作者，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彼得·德鲁克先生曾经说过，未来的社会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就是如何提升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因为普通的工人式的工作者，其生产力有一个极限，比如说通过不断地改变生产线，他们的效能可以有20%的增长，但是人的体力的增长是有限的，知识层面上的增长是无限的，所以我们如何带动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增长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如果总结德鲁克先生所说的未来的领袖应当是什么样的，大概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那就是需要有眼界和勇气。眼界是让一个领导者可以看见整个世界的能力，这不仅能够从一个范畴看到一个景观，未来的管理者还应当能够看清现在世界上发生在各个角落的事情，然后给予综合的判断，形成自己的看法和目标。

勇气就是当我们面对每件事情的时候，可以非常清晰地做正确的事情，不但要把事情做对，更重要的是要做好。因为做对的事情时我们肯定要放弃一些不重要、没有绩效的方面，尽管有可能是我们非常关爱的、很喜欢的东西，但也要放弃。勇气就是可以把对的事情集中起来做好，所以我希望未来的领袖要有很强的责任心、有宽广的视野、有充满激情的勇气，并在他每天的工作当中释放出来。

未来的组织已经不单是只向股东交待的、一个有短期盈利能力的组织，还应当更加看重怎样保持和平衡短期与长期公司表现绩效的结果，以带动顾客、股东、员工以及整个社会的共同发展，共同创造、设计出一套不同的管理规则，让公司的产品以及服务不仅受到短期绩效的影响，更重要的是长期的稳定和社会的共融。

德鲁克先生提供给我们很多社会、组织以及个人的方针。我希望今天我们可以缔造未来，但是一定要从整个社会的未来、组织的未来还有我们领袖的未来出发。让我们作为今天的管理者远望明天，让我们更有方向、有系统地来学习怎样推动一个新社会、新组织、新领袖的产生，为辉煌的未来做出贡献！

李志刚

光华社会企业集团总裁

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理事长

光华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自我管理”的管理哲学理论，是当代管理学家德鲁克在1954年提出来的，它的出现似乎告诉了我，我未来的成长是怎样的一条路。我从1983年开始接触管理哲学，使我在茫然的工作生涯知道自己的方向。这理论不只影响我处世的思维、不断的求知欲，更告诉我退休生活应如何的充实，使自己能退而不休。同时让我体会到生活在这宇宙的人类都应该了解“自我管理”的重要性，也因此在我的教学过程中将“自我管理”这一理论作为管理学的一个环节，主要让学生们了解“自我管理”的重要性：它不只在管理上起着影响，在生活中其影响更大。

“自我管理”理论主要阐述的是：我的优势是什么；我如何做事；我属于哪里；我能做出什么样的贡献；维系人际关系的责任；你的下半生；并行不悖的事业。



我的优势是什么



在工作中，我主持过无数的面试，而我较喜欢提出的问题是“你能告诉我你的优势是什么吗?”应试者大多数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一问题，因为他们不能理解到自己的优势，只能告诉我他什么都能做（这主要希望能获得工作）。那要怎样知道自己的长处?德鲁克告诉我们一种找出自己优势的方法--“反馈分析”，即在进行一个项目时，先确定你预期的成果，等到项目进行一段时间后，再将预期成果与实际成果做比较，当实际成果大于预期，这便是你的长处；如果实际成果小于预期，则是自己的弱点。



我如何做事



环境、性格、兴趣、教育及文化等，都会影响到每个人待人处世及工作的方法。但人们往往会忘了自己到底是如何做事的。要知道自己擅长的工作方式，不仅能够创造绩效，对组织、对国家做出贡献，同时亦能实现自我成长。

以我而言，当我在做事时，我会考虑到方方面面，即先小心地倾听，再大胆地执行，同时务必进行到底，即使失败也知道所以然。

德鲁克对如何做事这一部分做了两点诠释。第一，要知道自己是属于“阅读型”还是“倾听型”的人。我们要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类型的人。在搜集资料时，阅读或倾听皆是相当重要的手段。阅读型的人擅长透过资料来加以整理和分析，而倾听型的人往往听取他人释放出来的讯息，再进行重点分析，这使得工作上常常有着紧迫的现象。能了解自己用自己擅长的方法做事是非常重要的。第二，我怎样学习。要了解如何做事，那就要知道学习的方式，这比阅读或倾听更为重要。因为每个国家的教育制度都遵循同一个假设，也就是一种学习方式，但这种学习方式并不能适应所有的人。有些人在语文方面学习特强，也有些人在技术方面学习特佳，也可能是两个极瑞。了解自己的情况后需要问自己：“我能与别人融洽地共事吗”，或者“我并不能与他人共事”。也就是说“知道自己在和他人产生互动时，须运用自己擅长的工作方式”。



我的价值观是什么



要自己管好自己，必须知道自己的价值观。每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下都有着自己的价值定位，尤以道德标准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价值体系，在一种组织下它是有效的道德行为，在另一种组织中也是有效的。

组织必须拥有其价值观，个人更要拥有价值观。但要在组织中发挥作用，个人的价值观须和组织的价值观保持一致，即使不能完全一样，至少要能和谐共处，否则不仅会遭受挫折，而且也不能创造出佳绩。

每当情绪低落时，价值观总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尤其在工作上遇到困扰，到底要放弃还是要继续，这时个人的价值观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我32年的工作生涯里，我尝试过8种不同的行业，但几乎都不是所要的行业，原因是其中许多工作的价值观与自己背道而驰。有时在做事与想做事之间做个取舍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



我属于哪里



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在人浮于事的社会里，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地方确实不容易，但自己应有自己的理想、感兴趣的地方，应该学会说“不”。在职业生涯里，要知道自己的优势、做事的方法及自己的价值观，并抓住机遇，坚持这样，成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通过了解自己的位置，即使是普通人，只要努力和有能力胜任工作，就是在其他方面表现一般的人，也能创造出优异的成绩。



我能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常常有人在问：组织能给我什么好处。但没有人告诉组织，他能为组织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在人类历史上，总是主人进行吩咐（如佣人的任务），大多数人只服从命令，按照别人吩咐的内容做事，毫无选择性，预期的结果没有任何的悬念。然而，做自己分内的事，它不是真正的自由，只是得到别人的允许，它不会产生绩效。如果以“我应做出什么样的贡献”为出发点，我们就有绝对自由，这种自由是建立在责任的基础上的。



维系人际关系的责任



人是一种群居动物，维系人际关系是不能缺少的行动，但也有少数人因自己工作的限制须个别地去做工作，但最终进入市场还须维系一定的人际关系，所以无论你从事工业或商业，不管你是老板、员工，还是校长、老师，都须有维系人际关系的责任。

首先，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但每个人的行为举止都必须符合人的举止。这说明他们也有优势，也有工作方式及其价值观。所以，要发挥应有的效率，我们需要了解他人的优势、做事的方式和价值观。

其次，是承担沟通的责任。德鲁克举了一个充满禅意的例子:“即使森林中有许多树木倒下，但若没有人听见，那么声音便不存在。”而所提到的声音即为本质。人往往喜欢听好听的话，只看自己想看的东西，所以要达成良好的沟通，就必须考虑到对方的水平及对方想要听的话，并采用他们能够接收到讯息的方式告诉他们，即如果他们善于阅读，就采用备忘录的方式；如果他们善于倾听，就采用交谈的方式。



我的下半生



这使我想到佛家常谈到的因果关系，若我们在年轻时做好准备，待年长退休时就不怕成为自己或周围所有人的负担。对于大多数的人，在其工作生涯只做一家企业或同一种工作也太漫长了，他们会越做越退步，感到厌烦，失去工作的乐趣。

我解读德鲁克的主张“当壮年时，自己原本的事业己达到顶峰，应考虑朝向第二职业生涯发展，因为第一职业生涯也许并不是你的兴趣，一个人的兴趣绝对可以让自己的第一职业生涯过得更充实，同时也为开创第二职业生涯带来契机”。所以在生活中能否培养自己的兴趣是非常重要的。目前，我凭借年轻所学及累积下来的工作经验，开始我第二职业生涯的挑战，即在佛学院教导“佛教与管理学”及“佛教的人力资源管理”，虽对我而言这是另一种挑战，但我可学佛亦可将自己的长处与大家共享，何乐而不为呢！



并行不悖的事业



“下半生做什么”，就是发展第二职业生涯并行不悖的事业，这也可以说是回馈社会。因下半生并无需为生活忙碌而拼搏，而是应该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余生，所以第二职业生涯是建立并行不悖的事业，它是本职工作以外的兴趣，会给人生带来更大的满足感、成就感。

“自我管理”的管理哲学理论，与其他理论有所不同，它所提到的都是看得见、活生生的，在我们的一生都能受用，若能将它普及化，使大家了解自己的优势，该有着怎样的工作方式，知道自己的价值观也就知道哪里会适合自己，同时在自己本业外可因自己的兴趣建立自己另一项并行不悖的事业，当本业遇到挫折时，第二个职业能够帮助自己从挫折与失败中逃脱出来。

张晋胜

新加坡协和管理与技术学院院长、教授


 


今年是彼得·德鲁克先生诞辰10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在世界管理学领域具有广泛而深远影响的管理学大师，无论是在欧美、亚太等地，还是在中国的管理学界，都相继举办了一系列活动，掀起了一股学习和研究德鲁克管理思想的热潮。

在现代管理思想史发展过程中，管理理论总总而生，林林而群。一些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昙花一现，另一些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又不断涌现，但只有德鲁克的管理思想传播的范围最广，对现代管理思想和现代企业管理实践活动产生的影响最大，也最持久。他一生出版了39部著作，其中包括《管理的实践》、《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管理：使命、责任、实务》等经典名著，仅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就发表了36篇论文，其中有7篇获得了“麦肯锡奖”。这些著作和论文已经被翻译成37种语言，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对现代企业的组织及管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在德鲁克生前，关于他在管理学领域中的地位，学界和业界莫衷一是，关于他的管理思想也受到了来自于包括他的朋友在内的一些人的非议和批判，但在他身后，人们毫不吝啬地将诸如“管理学大师”、“大师中的大师”、“管理艺术大师”、“一代管理学宗师”、“20世纪最重要的管理思想家”、“当代最著名的管理思想家”、“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人”、“现代管理学之父”、“现代管理学的创造者、发明者”等众多的荣誉和赞誉送给了他。是他使管理学成为一门值得深入研习的学科，是他给管理实践提供了一个又一个行动的指南。他就像管理学界的一座灯塔，不仅为我们描绘了管理的未来，还为我们指出了进一步思考和努力的方向。

在德鲁克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我们编写出版《德鲁克管理思想解读》一书，并不仅仅是为了纪念这位著名的管理学大师，传播他的管理理论，宣传他的管理思想，我们更希望通过对德鲁克管理思想的解读和研究，将其管理思想运用于企业的管理实践中，这也许是对他最好的纪念，因为，毕竟“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

《德鲁克管理思想解读》是多位作者研究成果的结晶。本书的作者，多是我国管理学界的学者，也有来自业界的企业高管，还有一些是曾经在德鲁克先生身边学习和工作过的著名学者，每篇文章都流溢着对德鲁克先生的崇拜之情和尊敬之意。

在德鲁克先生诞辰100周年暨德鲁克学术思想研讨会即将开始之前，及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德鲁克先生的遗孀多丽丝·德鲁克女士，还专门发来祝词，希望和我们一起纪念德鲁克先生，表达了对德鲁克先生的怀念之情，和对纪念德鲁克先生诞辰100周年暨德鲁克学术思想研讨会活动及本书出版的赞美之意。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院长Ira Jackson先生，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英国利物浦大学副校长席酉民先生，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理事长、光华社会企业集团总裁李志刚先生，新加坡协和管理与技术学院院长张晋胜先生，还分别为本书的出版写了序言，表达了对德鲁克先生的尊崇和敬意。

本书共分七大部分39章，按照德鲁克的经典管理思想概要、德鲁克的创新思想与企业家精神、德鲁克的目标管理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德鲁克的管理者自我管理与人本主义管理理论、德鲁克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德鲁克的组织变革与管理理论、德鲁克的其他管理思想等编写顺序，对德鲁克的管理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解读和较为深入的探讨。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和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有疏漏和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赵曙明 杜鹏程

2009年9月18日于南京大学


 


（本章作者：赵曙明，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转型经济下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若干问题研究（70732002）”的资助。）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行业开始向专业化和职业化转变。在这个过程中，职业化管理者也渐渐成为管理实践中的普遍现象。然而，职业化管理者的胜任素质研究与测评，并不能很好地满足管理实践的需要。因此，在我国转型经济时期，如何培养卓有成效的职业化管理者，是我国企业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走国际化战略所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章通过综合德鲁克关于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的论述和笔者的前期研究成果，结合我国企业管理实践，就如何培养更多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进行一些思考。



德鲁克对卓有成效管理者的论述



德鲁克在其代表性著作之一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中提出了“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的概念（1966）。在德鲁克看来，管理者必须讲求工作效率，作为管理者，首先必须要按时做完该做的事情，那就是说他必须要有工作效率。德鲁克对效率这一概念进行了区别与传统的分析。传统观点认为，效率是对体力劳动者而言的，在工作中要求以可衡量的标准对其工作产出做出评估。对体力劳动者效率的衡量有明确的数量和质量标准可以操作。然而，德鲁克敏锐地观察到，一些管理者缺乏工作上的高效率。同时德鲁克也指出，知识工作者的工作动力取决于他的工作效益，取决于他在工作中是否能有所成就。此外，就目前而言，知识工作者已经逐渐成为我国企业员工的主体。按照教育部公布的数据，中国2009年高校毕业生总数为559万，其中大学毕业生总数约为529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9)。比照自从2002年时高校扩招的毕业生人数而言，我国企业中无论从技术还是从管理方面，知识工作者已经成为员工主体。因此，如何使这些知识工作者群体变得卓有成效，不管是从理论研究还是从管理实践的角度而言，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针对管理者而言，实现卓有成效的管理，不但能够促进员工的卓有成效，而且能够将自身与员工的卓有成效体现在企业的财务数据上。对于管理者实现卓有成效，德鲁克的相关论述是我们研究的基础。



关于管理者角色的界定



德鲁克（1966）认为知识工作者、经理以及专业人员都称之为“管理者”，由于他们的地位或知识，人们期望他们在工作中能做出对整体效益有深远影响的决策。德鲁克对管理者角色的定位基于对管理的两点认识。（1）责任是工作的基础。他们必须对自己的决策和想法负起责任，必须坚持自己的目标和标准，必须承担起做出贡献的责任。在这点上，知识工作者、经理以及专业人员具有共同的实现卓有成效的特征。（2）相对独立的决策。罗宾斯（Robbins，2004）认为，管理者告诉别人该做什么以及怎么做，非管理者直接从事一项工作和任务，并且没有人向他们报告。西蒙（Simon，1960）曾指出，管理就是决策。区别于罗宾斯对管理者传统角色的定义，德鲁克从西蒙的定义出发，提出知识工作者、经理以及专业人员在工作中都需要对其工作内容做出相对独立的决策，并且必须卓有成效的做出贡献。因此，德鲁克对于管理者角色的界定做出了不同于传统定义的论述。



管理者面对的现实



管理的现实是复杂的，企业经营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环境加剧了管理现实的复杂性。德鲁克（1966）指出，管理者所面临的实际情况是：既要求他称职有效，又让他觉得很难做到这一点，并且深刻地指出了管理者所面临的4种情况：（1）管理者的工作时间往往只属于别人，而不属于自己；（2）管理者往往被迫按照“老一套办法”开展工作，除非他们敢于采取行动来改变他们周围的一切；（3）让管理者丧失工作效率的现实环境是因为他身处机构之内；（4）管理者身处组织之内，受到组织之局限。这4种现实环境是管理者工作的现实，他们无法改变这样的现实环境，因为这其中的每一种环境都是管理工作的条件，所以管理者只能通过提高工作的效率，才能提高其工作的成果。



实现卓有成效



在德鲁克(1966)看来，卓有成效是一种习惯，是一套练习，是可以学到的。德鲁克指出，要实现卓有成效，管理者必须在5个方面有意识地养成习惯：（1）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必须懂得如何有效地利用他们的时间；（2）卓有成效的管理者重视对外界的贡献；（3）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善于利用长处，不仅善于利用他们自己的长处，而且也知道如何利用上司、同事及下属的长处；（4）卓有成效的管理应当知道如何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在一些重要的领域里；（5）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善于做出有效的决策。这5个方面的习惯是管理者实现卓有成效的基础，也是笔者在本文中结合中国企业职业化管理者的素质，进而就如何培养中国企业职业化管理者实现卓有成效的理论基础之一。



中国企业职业化管理者的素质



我国著名的管理学家成思危教授（2008）曾在为笔者的著作《我国管理者职业化胜任素质研究》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职业化是职业群体逐渐符合专业标准，成为专业性职业并获得相应专业地位的动态过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职业开始向专业化过渡，职业化也逐渐成为衡量行业成熟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全球化和国际化的浪潮，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企业管理模式的转变，职业化的经理人正在逐渐成为企业管理运作所不可或缺的专业化人才。近些年来国内各个高校的MBA和EMBA教育的快速发展，正说明了管理者职业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美国学者麦克利兰（McClelland，1973）提出“胜任特征”这一概念。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将不再具体地去分类考察我国企业职业化管理者所具备的多层次的素质水平，而是从其职业化胜任力角度考察其胜任力素质。结合笔者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以调查研究的实证结论对我国企业职业化管理者的胜任素质做出分析。基于此，笔者对管理者胜任素质做出如下定义（赵曙明，2008）：管理者胜任素质是指企业管理者所具有的那些胜任工作任务，并有助于获得较高工作绩效的个体素质或基本特征。通过科学的调查研究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企业职业化管理者的素质主要由以下几方面因素构成：

（1）企业管理者的管理层级、管理岗位、文化水平、性别、年龄，以及管理者所在企业的规模、企业性质、企业所属行业、企业所在地区等，都对管理者的胜任素质有着显著影响（赵曙明，2008）。这些因素对管理者的胜任素质分别产生不同的影响，进而使得不同背景的管理者在胜任素质上存在显著的差异，这就要求在针对不同行业、不同职位、不同企业的管理者的胜任素质进行界定时需要区别对待。

（2）胜任素质对高层、中层、基层管理者的绩效有不同的预测力（赵曙明等，2007）。在笔者的研究中发现，对高层管理者绩效有显著预测力的胜任素质是变革能力、沟通能力、学习能力，其中变革能力的预测力最大；对中层管理者绩效有显著预测力的胜任素质是领导能力、知识应用水平、成就动机、社交能力，其中领导能力的预测力最大；对基层管理者绩效有显著预测力的胜任素质是变革能力。

（3）管理者具有基本的胜任素质特征。周三多教授等（2004）曾指出，不同层次的具体管理业务工作是不同的，但其本质特征则是一样的，即组织和协调他人的劳动。美国心理学家斯班瑟（Spencer，1993）认为，通常人们所接受的胜任素质的定义是指绩效执行者所具备的知识、技能、能力和特质。在此，我们可以将胜任素质的基本特征从以下几个类型进行理解（赵曙明，2008）：（1）任务胜任素质；（2）成效胜任素质；（3）产量胜任素质；（4）知识、技能和态度胜任素质；（5）优秀绩效者的辨别装置；（6）特征集合胜任素质。此外，王烈（2001）指出，企业家的能力结构由创新能力、决策能力、学习能力、人际关系能力、领导能力、组织能力、岗位工作能力、计划能力、控制能力、表达能力组成。

（4）管理者的职业道德素质。中国企业职业化的管理者职业道德标准的研究体系可以分为两类（赵曙明，2008）：（1）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建立的企业经营管理人员道德标准体系；（2）从市场经济存在的伦理基础中演化出的道德准则。巴纳德（Barnard，1938）曾在其著作《经理人员的职能》中，运用相当的篇幅阐述了道德状况、能力和责任感之间的平衡对于管理人员能否胜任其职位的重要性。以职业化管理者所需具备的职业道德素质而言，主要是以道德素质与职业化管理的需要为基础，结合胜任素质的基本特征，既能保证管理者的职业道德素质，又能保证管理者具备完全的胜任素质。

（5）职业化导向的胜任素质。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职业管理者方面的研究才开始受到广泛关注（赵曙明，2006）。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进步和企业管理实践逐渐与国际接轨，职业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职业化管理者的胜任素质应当以职业化发展的需要为导向，对胜任素质的测评应当以行业岗位的不同做出相应的区分。在此，笔者以人力资源经理职业化导向的胜任素质为例（赵曙明，2003）。首先，人力资源经理的职业化基础在于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专业化和技能化。专业知识和技能是人力资源经理职业化的基础，所以在管理者职业化导向的胜任素质专业知识和技能是优先需要考虑的。其次，人力资源经理职业化的核心是市场化。可以说，没有人力资源经理市场，也就没有人力资源经理的职业化。人力资源经理作为管理劳动要素的拥有者，正是通过人力资源经理市场进行交易的。要实行管理者的职业化，其落脚点也就是要建立完善的职业化人力资源管理者市场。只有将人力资源经理工作的专业化和技能化与市场进行合理的匹配，才能在此基础上以职业化为导向确定其胜任素质。



培养卓有成效的中国企业职业化管理者



按照管理通常的定义，管理是一个协调工作活动的过程，以便能够有效率和有效果地同别人一起或通过别人实现组织的目标（Robbins，2004）。罗宾斯对管理的定义从过程的角度很好地指出了管理活动的内容，但是对于如何做到管理者自身和工作的效率，管理研究却鲜有提及。德鲁克（1966）在其著作《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的前言中曾指出：“关于管理方面的著作通常都是谈如何管理别人的，而本书的主题却是关于如何才能使自己成为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所以，卓有成效是我国企业职业化管理者所应关注的关键。管理者只有首先实现自身的效率，才可能成功地管理好别人。

卓有成效是可以学会的（Drucker，1966）。对于使管理者如何变得卓有成效，德鲁克已经在其著作《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中做出了明确的论述。此外，《卓有成效管理者的实践》一书也告诉管理者“如何去做正确的事情，如何将自己培养成一个卓有成效的人、一个卓有成效的知识工作者、一个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赵曙明，2006）。所以在我国转型经济时期，如何培养卓有成效的职业化管理者，是使我国企业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走国际化战略所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此，笔者结合德鲁克对实现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的论述和笔者的前期研究成果，就如何培养卓有成效的中国企业职业化管理者做出如下分析：



学会自我管理



德鲁克（1999）曾指出，知识工作者需要自我管理，而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管理；知识工作者的自我管理能够形成更高的“生产率”；不善于自我管理的知识工作者不会有特殊的贡献。自我管理对于职业化管理者而言也同样重要。对于如何学会自我管理，首先需要的是识别自己的优势所在，而识别优势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反馈分析（Drucker，2005）。此外，德鲁克（2005）还进一步指出：（1）专注于你的长处；（2）努力改善自己的优点；（3）识别你对知识的轻视而导致的无知，并且克服它。在此基础之上，职业化的管理者可以识别出自己的优势，结合职业化的胜任素质，从而更好地实现自我管理。职业化的管理者也只有首先实现了卓有成效的自我管理，才能够在工作上成为卓有成效的管理者。



企业家管理



企业家管理的关键在于形成管理中的企业家精神。现有的企业虽然知道如何管理，但是它们有必要学习如何成为一个企业家，如何去创新（德鲁克，2007）。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创新。对于职业化管理者而言，实践卓有成效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动态复杂的经营环境中，无论企业还是个人，除非具备创新能力，否则很难生存下去。所以，企业家管理正是职业化管理者所应具备的能力。当然，对于不同的管理层级、管理岗位、文化水平、性别、年龄、企业的规模、企业性质、企业所属行业、企业所在地区等而言，企业家管理必须针对不同的要素组合做出相应的调整，但是企业家管理的重要性则是实现各个层级职业化管理者所必须重视的。



实现卓有成效的实践



在此，笔者假定的前提是，职业化管理者其胜任素质已经被证明是具备的。德鲁克（2004）认为，实现卓有成效有八条相关的实践：需要做什么；对企业而言什么是正确的事情；开发行动规划；对决策负责；对沟通负责；关注机会，而不是问题；高效的会议；发自内心的认同并讲出“我们”，而不是“我”。前面两条实践提供给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他们所需要的知识；中间的四条实践帮助他们将这些知识转化为有效的行动；最后两条实践确保整个组织认为其负责和承担责任。胜任素质只是职业化管理者所需具备的任职资格，管理者要变得卓有成效，还必须从实现卓有成效的实践开始学习，在这个过程中结合管理者工作的实践，从而真正的实现卓有成效。



使工作富有效率



职业化管理者追求卓有成效的过程，其目的就在于使工作富有效率。因此，从结果反向思考，那么使工作富有效率的活动就是职业化管理者卓有成效的过程。使工作富有效率要求四种不同的活动（Drucker，1973）：（1）分析，我们必须了解工作所需的各项具体操作与作业，及其次序和要求；（2）综合，必须把各项操作综合成为一个生产流程；（3）必须在生产流程中建立起有关方向、数量和质量、标准和例外情况的控制；（4）必须提供合适的工具。很显然，德鲁克所论述的使工作富有效率的活动与职业化管理者的工作内容具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其指导性意义则是显然的。职业化管理者要使其工作富有效率，首先需要对其工作的内容进行分析，并按照重要性和事情的轻重缓急程度做出合理的排序；其次，综合其工作的各项要素，将工作中的信息流与工作进行匹配；再次，以合适的方式富有效率地完成工作。因此，就职业化管理者实现卓有成效而言，德鲁克所论述的使工作富有效率的活动不但具有指导性的意义，而且可以根据职业化管理者的工作内容进行不同的解读从而实现更好的匹配。



结论



自从德鲁克提出“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这一概念之后，无论是管理研究还是企业的管理实践，都对其做出了更深入的探索。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和《卓有成效管理者的实践》两部著作中，德鲁克对成为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并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学习过程。德鲁克一生致力于从“旁观者”的角度对管理进行深入的探讨，作为管理经验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德鲁克始终认为“管理是一项以绩效责任为基础的专业职能，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Drucker，1954）。所以，对于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的探索，也是德鲁克对以绩效责任为基础的管理实践的更深入的研究。

德鲁克从自己的研究和咨询经历出发，认为没有一个管理者是天生的，他们之所以有效，只是由于在实践中学会了一些有效的管理习惯。但是，职业化管理者的胜任素质是管理者学习有效的管理习惯，成为卓有成效管理者的基础。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对于中国企业职业化管理者的素质的论述，并没有从领导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出发，而是结合笔者的研究成果做出了分析。具体对于本文而言，对于职业化管理者胜任素质的论述，能够更进一步地使得职业化管理者对自身有更清晰的认识，而对自身优势的识别则是实现卓有成效的前提条件。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以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为代表对技术发展的推动与以经济学为代表对资源有效配置的探索，已经从事实上证明了自19世纪50年代到今天人类对于生产率的大幅度提升的成功。但是，对于企业人力资源生产率的开发，则直到近些年才受到应有的重视。本章结合德鲁克对卓有成效管理者的论述就培养卓有成效的中国企业职业化管理者的探索正是对人力资源效率区别于一般人力资源开发方法的探索。

总而言之，正如德鲁克（2005）所说：“我认识许多有效的管理者，他们脾气不同、能力也不同；他们所做的事不同，做事的方法也不同；他们的个性、知识和情趣也各不相同。”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并不是具有类似胜任素质的个体的集合，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卓有成效的。因此，培养卓有成效的中国企业职业化管理者对于我国企业而言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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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管理学术界普遍认为，在过去的20世纪，彼得·德鲁克的研究成果对现代企业的组织及管理产生了重大影响。德鲁克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又善于把深奥的管理学理论用通俗的语言进行表述，这使得他的学术思想广为流传。可以这样说，管理学的20世纪是德鲁克的世纪。从德鲁克诞生的这一天开始，管理学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德鲁克在管理学中的历史地位



在管理思想史中，德鲁克是一个伟大而不朽的名字--只要存在“组织的社会”和管理，德鲁克这几个字就不会黯淡无光。德鲁克在现代管理学研究方面所达到的高度，今天依然令人惊叹不已。按照广为人知的经典表述，德鲁克是大师中的大师，德鲁克的著述则是现代管理学和指导管理实践的“武器库”。的确，离开了德鲁克，不仅现代管理学和管理实践会失去重要的题材资源，甚至我们几乎无法讨论现代管理学和管理实践问题。

德鲁克在总结自己对管理学的贡献时说：“早在60年前，我就认识到管理已经成为组织社会的基本器官和功能；管理不仅是'企业管理'，而且是所有现代社会机构的管理器官，尽管管理一开始将注意力放在企业；我创建了管理这门学科（discipline）；我围绕着人与权力、价值观、结构和方式来研究这一学科；尤其是围绕着责任。管理学是把管理当做一门真正的综合艺术。”

[1]




德鲁克在管理学中的历史地位，企业界和学术界一直是莫衷一是，而有关德鲁克的评价都是基于他们各自不同的角度。德鲁克的逝世，引发了世界各个主要财经类媒体盖棺定论式的评价，将多种荣誉和赞誉给了他。

严格地说，德鲁克并不是“发明管理的人”（2005年11月28日美国《商业周刊》纪念德鲁克封面文章的题目是：“彼得·德鲁克：发明管理的人”（The Man Who Invented Management:Peter Drucker）。这种说法是非常不正确的。严格地说，德鲁克的“论敌”、美国管理学家汤姆·彼德斯在德鲁克逝世后于2005年11月14日发表在《新世界》上的文章Peter F.Drucker:Right man for his/our times提法较准确。彼德斯认为，在德鲁克之前，著名的管理著作只有中国古代伟大军事家孙子的《孙子兵法》、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尼科罗·马基雅维利的《君王论》和科学管理之父的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彼德斯认为，德鲁克的贡献有三个方面：一是发明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现代管理学”；二是使管理作为一种可信赖和具有实践基础的学问与职业；三是第一次提供了可演示和可掌握的解决企业现实问题综合性工具包（comprehensive toolkit-framework）。），因为在德鲁克之前有一位被称为“科学管理之父”的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1915），是泰勒创立了管理学，如果说德鲁克创造了管理学，就等于抹杀了美国管理学会于1936年就存在的事实，等于无视法国企业家、原法国科芒特里-富香博-德卡维尔采矿冶金公司总经理亨利·法约尔（Henri Fayol，1841-1925），美国企业家、原美国新泽西贝尔电话公司总经理切斯特·巴纳德（Chester I.Barnard，1886-1961）等管理学界的先驱们。德鲁克也不是“创立了组织理论的人”，因为在德鲁克之前有亨利·法约尔，美国企业家、原美国通用汽车出口公司的总经理詹姆斯·穆尼（James D.Mooney，1884-1957）和切斯特·巴纳德，是他们创立了古典组织理论，以及卡尔·维克（Karl E.Weick）、赫伯特·亚历山大·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1916-2001）和詹姆斯·马奇（James G.March，1916-）等组织理论学者对现代组织理论做出的重要贡献。德鲁克也不是“人本主义范式的开拓者”，是德鲁克的朋友兼“论敌”的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1908-1970）创立了管理学人本主义范式。如果说德鲁克是现代管理咨询业的缔造者，等于说德鲁克多年的挚友、现代管理咨询之父、麦肯锡咨询公司创始人马文·鲍尔（Marvin Bower，1903-2003）自1933年以来的努力都是白搭。但毫无疑问，德鲁克的工作帮助促进“管理咨询”成为一个行业，并促进大众对管理研究和探讨的理解和尊重。

德鲁克本质上是一个关注“社会实践问题”的管理思想家，如果要说德鲁克在管理学界的历史地位，最恰当的地位非“20世纪最重要的管理思想家”、“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人”、“管理艺术大师”、“现代管理学之父”[2]或“大师中的大师”莫属，是德鲁克使管理学成了一门值得认真研究的学科。管理大师汤姆·彼德斯（2005）说，德鲁克是现代管理学的创造者、发明者。“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没有人知道该如何管理日益复杂、逐渐失控的组织，他给了我们一份管理指南。”

[3]




事实上，在德鲁克涉足之前，其他人也写过管理学方面的一些著述。例如，弗雷德里克·泰勒关于科学管理与效率的著作，切斯特·巴纳德关于组织系统与经理人职责的著作，因霍桑实验而闻名的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乔治·埃尔顿·梅奥（George Elton Mayo，1880-1949）、弗里兹·朱利斯·罗特利斯伯格（Fritz J.Roethlisberger，1898-1974）关于人际关系的著作，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1890-1947）从人性化角度谈管理的著作和玛丽·帕克·福列特（Mary Parker Follet，1868-1933）关于企业是一种崭新社会组织形态的著作。可以这样说，在德鲁克之前，管理只是一些片断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经验和感受，正是德鲁克使管理的经验和感受变成一门学科，德鲁克是第一个把那些零散的思路整理成系统理论的人。

德鲁克在管理学界的历史地位无人可以动摇，这首先在于其公认的原创性。美国当代著名组织行为学家、南加州大学教授、德鲁克多年的挚友沃伦·本尼斯（Bennis，1989）曾经说道：“虽然德鲁克坚决否认是他发明了现代管理学，坚称这种想法实在荒诞不经--他曾经对我说过，'6000年前，基奥普斯金字塔（Cheops）（基奥普斯金字塔坐落埃及首都开罗西部边境的吉萨省吉萨高地上，迄今已有四千五百年历史，属于埃及有史以来第四个皇朝的遗址，是由基奥普斯国王（四世）于公元前2650年修建的，占地面积13费丹（每费丹约合6.3亩）。它现在高度为137米（原高146米）。在修建这座金字塔过程中共用了250万块石砖，如果将这些石砖平铺在地上，大约为230万平方米，是埃及最大的金字塔。）建造者的主管肯定比今天任何一位CEO懂得多'--但是，毫无疑问，他创造了本世纪最重要的管理思想。”

[4]


 著名英国管理学家、人称“商业哲学家”和“欧洲的德鲁克”的查尔斯·汉迪（Handy，1996）在《管理大师指南》（The Handy guide to the gurus of management）一书中这样说道：“凡是现在当红的管理概念，彼得·德鲁克大都早就讨论过了，随你任选一个例子，很可能早在你出生之前德鲁克就已经写过有关那个观念的文章。如果要列出一些管理思想家的名字，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管理大师'，德鲁克必定高居首位。”

[5]


 战略管理学家加里·哈默尔（Gary Hamel）说:“在大多数智力活动中，第一名的座次是很难排定的。但在管理学领域中人们对这一问题却毫无分歧……德鲁克的贡献可谓前无古人。”

[6]




德鲁克的伟大在于他的敏锐洞察力，并善于把深奥的管理理论用通俗的语言进行表述，这使他的学术思想广为流传。《基业长青》（Build to last）一书的作者、美国斯坦福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教授、管理咨询顾问和管理思想家吉姆·科林斯（Collins，1994），在集这位伟人见解之大成的著作《德鲁克日志》（The Daily Drucker）一书的前言中坦言：“我们也发现，我们的研究和德鲁克的著作深深契合，事实上，我们对德鲁克的先见之明深为敬佩。研读他的经典之作，像1946年出版的《公司的概念》、1954年出版的《管理的实践》、1964年出版的《成果管理》，你会深深叹服他遥遥领先今日管理思潮的程度。事实上，在我们做这个研究时，遇到很多深受德鲁克作品影响的公司，惠普、通用电气、宝洁、默克、摩托罗拉和福特只是其中几家而已。”吉姆·科林斯深信，不管周围的世界如何改变，企业组织与管理仍然有恒常不变的根本价值与通则。而“德鲁克最主要的贡献并不单是一种思想，而是一个有着巨大优势的完整作品集：其中的一切几乎都是基本正确的。”

[7]


 《长寿公司》（The Living Company）一书作者、皇家荷兰壳牌集团计划主管阿里·德赫斯（de Geus，1997）说：“如果你问我，德鲁克的观点流传得如何，坦白说，我一直认为他非常超前，因此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要花多久才能赶上他的思想。”[8]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论道：“在一个充斥着自大狂和江湖骗子的行业中，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假如世界上果真有所谓大师中的大师，那个人必定是彼得·德鲁克。”

[9]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德鲁克的著述赢得了许多企业家和经理人的高度评价，在企业界和管理咨询界，德鲁克这个名字就意味着真金白银。英特尔公司创始人安迪·格鲁夫（Andrew S.Grove）毫不掩饰对德鲁克的崇拜之情：“彼得·德鲁克是我心中的英雄。他的著作和思想如此清晰有力，在那些狂热追求时髦思想的管理学术贩子中独树一帜。”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前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也将其重要的企业决策归功于德鲁克，他认为1981年整合通用电气的第一个核心思想--“数一数二”的原则便来自彼得·德鲁克。美国《哈佛商业评论》评论道：“只要一提到彼得·德鲁克的名字，在企业的丛林中就会有无数双耳朵竖起来倾听！”

[10]




德鲁克的创作力之强，令人敬佩不已。在1997年《福布斯》的一篇文章中，《福布斯》杂志社资深编辑罗伯特·伦兹纳和斯蒂芬·约翰逊（Lenzner and Johnson，1997）充满感慨和敬佩之心说道：“尽管他目前已臻87岁高龄，但是他的思想却可能是当今美国人中最年轻，也是最清晰的。”

[11]




2003年11月20日，美国管理协会为了表彰德鲁克在管理实践领域的贡献，特授予德鲁克“领导愿景奖”（Leadership Visionary Award）。美国管理协会主席爱德华·瑞利（Reilly，2003）在颁奖时这样评价：“几乎每一个管理或商业实践领域，无不因彼得·德鲁克敏锐的洞察力，无尽的求知心，他的幽默、睿智和活力而不断得到丰富、扩展和提高。他工作的领域令人惊讶，他的思想冲击力难以估量，他的影响是巨大而普遍的。”“如果我们说管理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那彼得·德鲁克就是无可争议的最伟大的发明家。”

[12]




在我看来，现代管理学的条条道路始于德鲁克，条条道路通往德鲁克。德鲁克管理学著述与现代管理学的每一个方面都连在一起，正如有“欧洲的德鲁克”之称的查尔斯·汉迪（1996）所说：“几乎企业管理理论中的每个细节最后都可以回溯到德鲁克身上。”

[5]






德鲁克是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人



德鲁克巅峰之作是两本同等杰出的巨著：《管理的实践》和《管理：使命、责任、实务》。这是两本全景式的、百科全书式的巨著，且有大量历史方面的展望。正是这两本巨著奠定了德鲁克现代管理学奠基人的地位。

我认为，对现代管理学奠基之作《管理的实践》一书进行评价，可能较好的视角是从现代管理学从什么时候划断的讨论作为起点。在国内外的管理学界，对现代管理学从什么时候算起一直争论较大，主要观点有三种。第一种主张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算，我国学者基本上持这种主张，主要理由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推动了现代管理学的发展，我们只要看一看国内任何一本管理学教科书就知道了。第二种主张是从1958～1963年算起，主要理由就是卡内基-梅隆学派（Carnegie Mellon School）组织理论的出现。这一观点在美国管理学界也有市场，因为正是现代组织理论的出现才使管理学有了坚实的理论根基。我对美国管理思想史学家丹尼尔·雷恩（Daniel A. Wren）博士的《管理思想的演变》

[13]


 一书一直抱有成见，主要原因就是在这本书中竟然忘记了卡内基-梅隆学派的组织理论，甚至连提及都没有。这可能是我本人对赫伯特·亚历山大·西蒙、詹姆斯·马奇和理查德·赛尔特（Richard M. Cyert）的组织行为理论非常喜欢的缘故吧，我在《管理学范式理论研究》一书中就表达过这种观点。第三种主张是从1954年11月6日这一天算起，这一天是管理学划时代的日子，主要理由就是德鲁克《管理的实践》一书问世。美国有相当多的学者持这种主张，基本上形成了管理学界的共识，我本人也持这个观点。

我一直主张《管理的实践》一书是现代管理思想的启蒙书。几乎所有的现代管理思想都来自于这本书，或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踪影。我认为《管理的实践》在概括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方面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它的重要性比其他任何管理学著作都重要。我认为，作为一种实践、一个思考与研究的领域，管理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其根源几乎可以追溯到人类有集体活动之后。但管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开创的年代却是1954年11月6日，德鲁克对管理学的基础原理进行了精确阐释，现代管理学由此诞生。我一直在思索的问题是，为什么国内外的管理学者没有解释20世纪50～80年代是现代管理学高速发展的时代（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现代管理学发展主要依赖于经济学，特别是组织经济学对管理学的渗透）。传统的解释都是因为古典管理学理论和人际关系学说的发展推动了现代管理学的诞生，但我们仔细阅读《管理的实践》，再对照托马斯·库恩（Kuhn，1962）的范式理论，就会发现古典管理学理论和行为科学是管理学发展的一个平台，要突破这个平台，需要大量的范式，或库恩所说的范式的潮涌（the flux of paradigm）

[14]


 ，而德鲁克的《管理的实践》一书就是范式潮涌的体现，后来的管理学家都是在这个潮涌的带动之下发展了现代管理学。

在《管理的实践》1985年版的序言中，德鲁克把这本书称为第一部“将管理学作为一个整体，第一部尝试将管理学描述为一种独特功能、将管理描述为一项特殊工作、将担任经理人描述为一种独特责任”的书。

[15]


 几乎没有人会对这样的评价提出异议。令人诧异的是，这本管理学始创文本到现在还是惊人地贴近时代。在该书的开始部分，德鲁克就高度强调管理的重要性：“在人类社会演进中，管理的出现，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未来西方文明将延续多久，管理就有可能持续扮演主导这个社会制度的角色……管理传达了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信仰……很明显，它是这个社会的主要器官，负有让社会资源充分发挥生产力的重大责任……它反映了当今时代的基本精神……就本质而言，管理是这个社会不可或缺的要素。”德鲁克给予我们的是排山倒海式的震撼：“管理不仅是这个经济体系创造出来的，也是这个经济体系的创造者。”“通过主观意识的行动，管理能够掌握和控制，乃至于改变整个经济环境。”管理不仅受制于“市场力量”，有时也会“主动采取行动，从而创造出市场力量。”

[16]




德鲁克于1973年出版的《管理：使命、责任、实务》一书被许多国家的企业家与学术界奉为“管理学圣经”

[17]


 。《管理：使命、责任、实务》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管理的实践》提出的思想，成了管理学的百科全书。德鲁克说：“本书用洞察力、理性思维、知识与技能来武装经理人，以便使他们更胜任今天和明天的工作。”德鲁克认为，书中所囊括的全部内容都来源于实践，是管理实践中最核心的东西；书中的系统知识、方法和技术是有效的，都已经得到了实践的证明和管理实践者的肯定。德鲁克强调：“将经理人和其他人区分开的最重要职能就是他的教育作用……只有他才被人们要求帮助其他人获得远见和能力，使这些人的表现能够达到高水平。按照最彻底的分析，只有这种远见和道德责任才真正定义了经理人。”

[18]




在《管理：使命、责任、实务》一书中，德鲁克从实践出发，并把管理的本质上升到哲学高度，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及其目标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作为一种“社会器官”、“营利性企业”的目标是“创造顾客”，利润则是经营活动的一种客观条件，而不是其主要动机。德鲁克批评了传统经济学关于企业目标的观点，即利润最大化的学说，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不能用利润来说明和解释企业的目标。同时德鲁克将市场营销和创新定义为实现企业目标的两大重要职能。正是从这样一个高度出发，构建了他有别于任何其他学者的管理系统和理念，即“必须以顾客的价值和顾客的决定为基础，顾客是管理政策和企业战略的出发点”，顾客是决定企业宗旨和使命的唯一出发点。

《管理：使命、责任、实务》一书围绕经营绩效、服务机构的绩效、卓有成效的工作和有所成就的员工、社会影响和社会责任、管理者的工作、管理技能与组织管理、高层管理者的任务与组织、战略与结构等，系统探讨和揭示了企业使命、企业责任、员工责任、员工资产、知识工作者、目标管理、管理分权、组织设计、规模、多国公司、成长和创新型组织等方面的问题。德鲁克认为，经理人最重要的责任在于创造绩效。德鲁克提出了管理的五个基本功能，即经理人需要承担的五项基本责任：确定目标、进行组织、激励和沟通、进行衡量以及培养人才（包括经理人自己）。这五个基本要素形成了每个经理人的工作基础与责任。德鲁克认为：“在每个方面，都必须采取正确的行动以确保正确的精神遍布整个管理组织。”但这需要一种道德力量作为其精神支撑。

[18]






德鲁克的历史性贡献



德鲁克具有揭示组织及其管理问题本质的思维力和一个管理学家的历史责任感，同时有兴趣并有能力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发现关键命题，形成核心概念。这就是通过分析实践问题，发现其背后的东西来揭示组织及其管理的本质，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指明方向。

德鲁克的伟大贡献之一，是把管理确定为一种永恒的人类准则。这一准则曾经造就了中国的万里长城、古埃及的金字塔和古罗马的文明。“管理学是把管理当做一门真正的综合艺术”。这种普遍的职能在每一个国家中，实质上在每一个社会中，都面临着同样的基本任务。德鲁克指出：“管理是任务，管理是纪律，管理也是人。每一次失败都是经理人的失败。进行管理的是人，而不是武力或事实。是经理人的眼光、奉献精神和恰当而诚实的决定或管理不善。”

[18]


 管理是我们的社会机构特别是工商业中领导、指挥和决策的器官，是一种普遍的职能。“管理是一种器官，是赋予机构以生命的、能动的、动态的器官。没有机构（如工商企业），就不会有管理。但是，如果没有管理，那也就只会有一群乌合之众，而不会有一个机构。而机构本身又是社会的一个器官，它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给社会、经济和个人提供所需的成果。可是，器官从来都不是由它们做些什么，更不用说由它们怎么做来确定的。它们是由其贡献来确定的。”“管理是社会机构的器官，变乌合之众为组织，化人们努力为绩效。”

[18]


 经理人必须为他所管理的组织指引方向。他必须深入思考本组织的使命，为其制定目标，为了达到本组织必须做出的成果而组织资源。“管理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价值观和信念系统，它也是某一社会使自己的价值观和信念富有建设性的一种手段。实际上，还可以把管理看成是一种桥梁，连接着正在迅速成为世界性的文明和具有不同传统、价值观、信念和遗产的文化。”

[18]


 德鲁克表达了一种多么伟大的思想，这是自文艺复兴启蒙时代以来我们所听到的最令人振奋的声音。

德鲁克的伟大贡献之二，是他发现了“组织的社会”，指出现代社会是一个组织实体，而非个人构成的社会（Tarrant，1976）

[19]


 。德鲁克在《管理的前沿》中曾经说过：“我对管理的兴趣，并非始于企业……是从我对现代社会的分析以及得出的结论开始的。”

[20]


 他发现，现代社会是一个“组织的社会”，其运行是在“组织实体”之间进行的，而不是在“个人”之间进行的，这就成了“组织是社会的一个器官”的命题。推而广之，现代社会是由各类组织机构组成的，是一个所谓的“机构型社会”。组织机构是由“全体成员”共同构成的，而非由“各种生产资源要素”构成的；组织就是社会中的“一个社区”，组织成员就是社会公民，现代社会是一个所谓的“员工型社会”。“所谓组织，其实是一种工具。通过它，个人及社会成员始终能做出其贡献，始终能够取得其成就。”因此，组织及其管理的职能就是：“将人的力量转化为生产力。”

[18]


 组织作为一种社会实体而出现，可以说是西方世界近代社会史上的头等大事。而所有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都围绕我们想从组织中获得什么，围绕着组织以及它所服务的社会采取何种组织形式才能最好地满足我们的愿望和需求。“这不仅在于'政治家只有一条路可走，即运用政治、经济手段使自由企业经济制度正常运转'”，而且在于“公民首先必须被企业雇用，才能成为真正的公民”，“大型企业必须实现社会的基本承诺和信仰……让社会成员的价值得到体现。”这样，一个公民社会与一个组织的社会的价值链被打通了，公民社会与自由企业社会的坐标被决定性地打通了。

德鲁克第一次将对于一个自由社会的追求，放置在一个根本的市场组织基础上--“组织的社会”。但这个“组织的社会”，不是充斥国有农民、国有工人的国有工厂，而是一个自由企业社会成员。在这里，组织不仅能够在市场竞争中使自己运作和生存，也能使社会正常运作和生存，组织变成了社会的代表性机构，要满足社会基本的信仰和承诺。而“管理”作为并非听从天国教义的现实实践，为“组织的社会”的生存、发展和价值实现，提供前所未有的指导和服务。正如德鲁克在他的《管理的实践》一书中引用英国著名社会福利改革家罗尔·威廉·贝弗里奇爵士（Lord William Henry Beveridge，1879-1963）所说的话：“组织的宗旨就是使一群平凡的人做出不平凡的事。”

[16]




德鲁克的伟大贡献之三，是历史性地考察了经理人的作用。在《管理的实践》一书中，德鲁克大胆宣布，经理人是“工业社会中独特的和领导性的群体。20世纪以来，几乎还没有任何一种新的基本力量、新的领导阶层能够像经理人一样迅速成长。这一阶层一旦崛起，很快成为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16]


 在德鲁克看来，经理人已经成为现代工业文明中的一个新的阶层，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和支配性的力量。德鲁克指出：“在任何事业中，经理人都是一种动态的、能带动组织生命活力的要素。”就像马克思发现工人阶级是推动人类进步的主导力量一样，德鲁克强调：“只要西方文明本身还能够生存下去，那么经理人就始终是基本和支配性的力量。”

[16]


 德鲁克认为，在组织化的社会中，使各个组织以经营活动为出发点，为社会、经济、社区和个人贡献力量，这是经理人肩负的责任。这就要求经理人了解“管理”这门学科，并要求他们真正懂得管理艺术。实际上，经理人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要驾驭组织，使之沿着既定的目标前进。因此，换言之，经理人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要取得经济绩效。在德鲁克看来，经理人的责任是带动整个组织发挥活力，“促使组织整体的绩效，大于各部分绩效加起来的总和”，而要产生这样的结果，唯有靠经理人“塑造出一种合乎道德原则的工作环境”。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经理人必须扮演道德教化者的角色。因此，经理人必须通过严格的考验，让他们心中的野心受到洗涤，使他们更加重视已经拥有的权力，从而成为以“正直性格”领导下属的经理人。与此同时，经理人还肩负着其他职责，包括提高工作的生产效率、帮助员工取得更大的成绩、为社会大众和个人提供高质量的生活保障等。

[18]


 德鲁克指出：“经理人是企业中最昂贵的资源，而且也是折旧最快、最需要经常补充的一种资源。建立一支经理人队伍需要多年的时间和极大的投入，但彻底搞垮它可能不用费多大劲儿。在21世纪，经理人的人数必将不断增加；培养一位经理人所需的投资也必将不断增加。与此同时，企业对其经理人的要求也将不断提高。企业的目标能否达到，取决于经理人管理的好坏，也取决于如何管理经理人。而且，企业对其员工的管理如何，对其工作的管理如何，主要也取决于经理人的管理及如何管理经理人。企业员工的态度所反映的，首先是其管理层的态度。企业员工的态度，正是管理层的能力与结构的一面镜子。员工的工作是否有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被管理的方式。”

德鲁克的伟大贡献之四，是提出了“知识工作者”这个概念，并系统论述了如何对他们进行管理的方法和原则。德鲁克（1959）在1959年出版的《未来的里程碑：关于新的后现代世界的报告》一书中正式发明了“知识工作者”这个词，其含义是指“把自己从学校学到的知识而非体力或体能投入工作，从而得到工资的人。”

[21]


 正如德鲁克所言，由于知识工作者的出现，“传统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工作将可以这样划分：前者是如何正确地做事，后者则为如何做正确的事。”德鲁克着眼于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时段，以广阔的视角极富洞察力地分析了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提出西方发达国家正在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后资本主义社会或知识社会，精辟地论述了伴随知识社会的到来而发生的知识管理革命。德鲁克1988年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的论文《新型组织的出现》（The coming of new organizations）显然是知识管理指南针式的开山之作。德鲁克指出，在经历了管理权与所有权分离、命令--支配型组织之后，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企业将进入新的形态：由专家小组构成的知识型企业。在这样的企业中，管理层级将减少一半，管理人员将减少2/3，工作将由跨部门的专家小组来完成，协调与控制将更多地依赖员工的自律意识。德鲁克认为，新型组织在决策过程、管理结构、工作方式上都将发生巨变，面临一系列新问题。德鲁克敏锐地指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来自于其他知识型的组织或群体，如医院和交响乐队。

[22]




德鲁克留给我们的最后也是他最新的管理思想，是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2004年5~6月号上的《怎样成为卓有成效的经理人》一文中谈到的CEO的职责。在2004年10月1日，德鲁克在美国德鲁克档案馆举办的“智者对话”上再次精辟地阐述了21世纪CEO的职责：“首先要说的是，CEO要承担责任，而不是'权力'。你不能用工作所具有的权力来界定工作，而只能用你对这项工作所产生的结果来界定。CEO要对组织的使命和行动以及价值观和结果负责。最重要的就是结果。有鉴于此，CEO的工作因他们所服务的组织不同而有所不同。CEO是将组织与外界连接在一起的人。组织内部只有成本，结果存在于组织的外部。这意味着CEO应当仔细思考在他们的组织内有什么信息，组织的外部又有什么信息，以及如何组织这些信息。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CEO这样做了。整合组织内外的信息是CEO未来的主要工作之一。同样重要的是，只有CEO才能做的就是决定'我们的事业是什么？我们的事业应当是什么？'更为困难的是决定'我们的事业不应当是什么？'一旦做出了以上的决定，CEO才能决定什么结果对他所服务的组织是有意义的。”

[23]






结束语



在管理思想史中，德鲁克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称。我始终坚信，仍然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德鲁克精神和德鲁克传统，这一精神和传统将会继续为管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正如在马克思之后人们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在哥白尼之后、在弗洛伊德之后，人们分别成了哥白尼主义者、弗洛伊德主义者，管理学也将在德鲁克之后出现德鲁克主义，将有更多的管理学家会成为德鲁克主义者。

德鲁克主义产生的缘由在于，相当多的卓有见识的学者将德鲁克的管理学著述解读成社会实践问题的解决方案，将德鲁克看成是一位对社会实践问题有着特殊且执著关注的管理学家。德鲁克的发现从此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组织及其管理或人性的视角。

德鲁克主义的活力，在于它的历史语境性和灵活性，在于它的革命性和批判精神，而非机械地照搬德鲁克的经典著作。真正的德鲁克主义者总是根据变化了的世界，按照德鲁克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提出新的理论洞见，从而发展德鲁克主义，不断地对德鲁克的经典文本做出富有启发性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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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作者：陈春花，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德鲁克先生有关管理实践的思想给了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引，让管理实践本身具有真实可行的价值。



企业的目的就是创造顾客



从一开始，彼得·德鲁克先生管理思想的核心就是以顾客为中心。在他的第一本管理类书籍《公司的概念》中，他将通用汽车公司的成功归因于董事长阿尔弗雷德·斯隆对于顾客的独特理解而不是他的管理方法。2004年，在他发表于《华尔街日报》上的最后一篇评论文章《CEO的角色》中，德鲁克先生再次提出“一切要从了解顾客开始”。

德鲁克先生在《管理的实践》这本著作中，明确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知道企业是什么，我们必须先了解企业的目的，而企业的目的必须是超越企业本身。事实上，企业是社会一分子，因此企业的目的必须在社会之中。关于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正确而有效的定义：创造顾客。”

[1]


 在德鲁克先生看来，市场不是由上帝、大自然或者经济力量创造的，而是由企业家创造的。企业家必须设法满足顾客的需求。是顾客决定了企业是什么，因为只有当顾客愿意付钱购买商品或者服务的时候，才能把经济资源转化为财富，把物品转化为商品，才会有企业存在的价值。



只能从顾客那里寻找我们事业的答案



德鲁克先生对于企业的目的给出的唯一答案就是“创造顾客”，要了解企业就要了解企业的外部，要了解企业的外部就要从企业的顾客开始，这正是德鲁克先生管理实践的基本逻辑。所以，对于管理的实践，德鲁克先生给出的首要问题就是：“我们的事业是什么？”这是在企业实践的时间坐标上，不论是在今天还是明天，企业都必须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用德鲁克先生的话来讲，这个问题不只在企业初创或深陷泥沼时才需要提及，当企业一帆风顺时，最需要提出这个问题，并且需要深思熟虑，详加研究，因为假如没有及时提出这个问题，可能导致企业快速衰败。“我们的事业是什么”是决定企业成败的最重要的问题，而回答这个问题，只能从顾客那里寻找答案。

企业认为自己的产品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顾客在哪里。企业自身的产品并不会最后影响企业的前途或者成功，而是顾客最后决定企业的前途和成功。顾客对于企业的认同，对于企业产品的认同，却有着“决定性”的作用；顾客对于企业的评价，将决定这家企业是什么样的企业，它的产品如何，以及这家企业是否会兴旺发达。所以德鲁克先生说：“顾客是企业的基石，是企业存活的命脉，只有顾客才能创造就业机会。社会将能创造财富的资源托付给企业，也是为了满足顾客需求。”

德鲁克先生结合《管理的实践》创作的时代背景，通过讲述西尔斯的故事来阐明这一问题，而西尔斯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在不同的时间坐标上恰当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或者说，由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间对合适的顾客做出了合适的事业。西尔斯公司真正成为一家现代企业是从20世纪开始，当时西尔斯公司看到美国农民代表了一个被隔离而独特的市场，于是发明了定期发行内容翔实的邮购目录，推出了“保证质量，否则退款”的政策，这些发明为西尔斯带来了第一阶段发展的成果。西尔斯第二阶段的成果同样得益于顾客需求的敏锐洞察和准确把握。20世纪20年代中期，罗伯特·伍德将军根据农民的变化做出的事业的调整使西尔斯再次获得了成功。从第一阶段的成果到第二阶段的成果，沿着这个思路下去，我们会发现，其实德鲁克先生给出了常胜公司的秘诀，那就是不断地为顾客创造价值。



结果只存在于外部



德鲁克先生也曾告诫我们：“对所有的企业来讲，我们都应该记住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结果只存在于企业的外部。商业经营的目标是让顾客满意；医院的目标是治愈病人；学校的目标是使学生学到一些在10年后参与的工作中能使用到的知识。而在企业的内部，只有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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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顾客是谁？”“顾客购买的是什么？”“在顾客心目中，价值是什么？”这些都是营销战略必须要解答的基本问题。德鲁克先生也曾做出回答：“顾客所购买的并认为有价值的东西，绝不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产品，而始终是'效用'，即一件产品或一项服务可以为该顾客做些什么，带来什么影响。”德鲁克先生很早就已经意识到顾客需要的不是产品而是方案，原因就在于其能够站在企业的外部考虑。德鲁克先生不坚信对产品质量的执著，“制造企业认为质量好的东西并不是奠定领先的基础，无论某个产品的品质看起来有多么好，只有顾客认可的制造企业的想法，它才能带来领先地位。产品的质量对于顾客而言可能完全相对无关紧要，要生产出这种产品，企业很可能要付出艰苦努力，面临各种困难和付出巨大代价，但顾客不会被制造企业遭遇的各种烦恼所打动，他唯一的问题是，而且应该是，它能为我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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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现实中这种对产品质量的执著正是很多企业老板一直在努力做的事情，甚至外部的需要会被某些老板自己的情感所替代，尽管他们也都知道有个名词叫做“顾客导向”，但实践上他们并没有跳出企业内部的限制，因此有些企业的发展与其说是被市场所限，不如说是被自身的思维所限。

德鲁克先生有一句名言：如果你把“功绩”从你的词汇表里抹掉，用“贡献”取而代之，那么你将在经营中获得最佳的成果，贡献能够使你把工作中心放到合适的地方--客户、员工和股东。“贡献外部”是基于正确理解“结果只存在于外部”这一原理而做出的实践。1966年，德鲁克先生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中指出，“重视贡献，才能使管理者的注意力不为其本身的专长所限，不为其本身的技术所限，不为其本身所属的部门所限，才能看到整体的绩效，同时也才能使他更加重视外部世界才是产生成果的地方。因此，他会考虑自己的技能、专长、作用，以及所属的单位与整个组织及组织目标的关系。只有这样，他才会凡事都想到顾客、服务对象和病人。事实上一个组织之所以存在，不论其产品是商品，是政府的服务，还是健康医疗服务，最终目的总是为了顾客，为了服务对象，或为了病人。因此，重视贡献的人，其所作所为可能会与其他人卓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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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如果能够在顾客需要的领域做出独一无二或者数一数二的贡献，收获是随之而来的事情，企业自身的需要必然要通过对于顾客的贡献来获得。此外，价值链成员之间、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而言都是贡献关系，只有他们在实践中做到相互主动贡献，才能保证整个价值系统为顾客做出应有的贡献。



卓有成效的管理



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这本书里，德鲁克先生明确地指出管理者的价值所在。人们非常认同他对于卓有成效的理解和判断。更加重要的是，德鲁克先生让我们知道卓有成效是可以学习的。在这本书里，德鲁克先生告诉我们传统管理者与有效管理者的区别是什么。在德鲁克先生看来，传统管理者的首要特征是专注于烦琐的事务中，因为他们只是关心发生的事务，所以这些管理者所有的时间都在处理别人的事情上，简单地说就是传统管理者的时间属于别人。传统管理者的第二个特征是，身在什么岗位上，就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来看待问题，所以导致部门之间的不合作，导致很多管理者“屁股指挥脑袋”，不知道整个系统所需要的条件是什么。第三个特征是传统管理者只是专注于事物，但是忽略了人的培养。他们总是认为没有人能够成长起来，下属总是不能够很好地完成任务。在观察德鲁克先生所描述的传统管理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大部分的管理者都具有德鲁克先生所描述的传统管理者的特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管理效率不够高的主要原因，所以必须学会做有效的管理。



管理者就是贡献价值



德鲁克先生清晰地告诉我们什么是管理者：“管理者本身的工作绩效依赖于许多人，而他必须对这些人的工作绩效负责。”“管理的主要工作是帮助同事（包括上司与下属）发挥长处并避免用到他们的短处。”这正是管理者的价值所在。如果管理者能够贡献自己的作用，让下属和上司发挥绩效，管理者自身的绩效也就表现出来；如果管理者自己发挥绩效并替代所有的下属或者上司，那么这个管理者就不能够称之为管理者。

关于“管理者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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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鲁克先生曾经做出过这样的描述：

一是承诺目标。对于结果目标的承诺，可以回答做什么以及做到什么程度的问题。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但是我们的管理者并没有这样去做，并没有切实地认为结果目标是一种承诺，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公司的目标是一种形式，而因为管理者对于目标的反应决定了员工承诺的水平，也就进而决定了为了实现目标所投放的所有资源的成效并不理想。所以，如果我们要实现目标，管理者就需要对结果目标有明确的承诺，员工才会达成绩效结果目标以支持总目标的实现。

二是承诺措施。对于执行措施的承诺是回答如何做这个问题。管理者所必须做出的努力就是寻找到实现目标的措施，并使得措施能够贴近员工的实际。如果管理者不研究措施，不能够在方法上和工具上给予员工帮助，管理的结果也不会得到，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所以为达成绩效目标，员工与管理者对完成目标的方法措施达成的共识，并将执行措施作为工作的内容，以确保结果目标的最终达成是至关重要的。

三是承诺合作。对于合作的承诺可以回答与谁做这个问题。管理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合作分工问题，没有分工、合作，其实是没有管理的。为提高团队绩效，高效推进关键措施和结果目标达成，管理者就要与员工交流，确保员工愿意参与和支持承诺。

有了承诺，管理才能够真正具有有效性。《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的发表，让管理进入了真实的境地：解决问题，贡献价值。因为德鲁克先生，管理变得卓有成效；因为德鲁克先生，管理者释放了自己的价值。事实上，德鲁克先生对于管理者成效的解析，体现了管理精髓的痕迹。我们真的很有幸，能够在这些企业实际的运作中寻找到德鲁克先生，因为他的存在，整个管理的课题得以释解。这是管理的精髓，也是企业生命的精髓，真是如痴如醉，流连忘返。



管理必须要有效



管理必须要有效，如果管理实践不能有所作为，将是对实践所调用资源的极大浪费，绩效不存在，管理也就无从谈起。

德鲁克先生曾这样形容管理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是多么无效：“可能没有任何事情比防止尸体腐烂发臭花费更多而且更难了。”这听起来是再显而易见不过的道理。当然没有人会傻到一个劲地去为防止尸体发臭而花费，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很多人意识不到自己在做的事情是腐烂发臭的尸体，所以才会有很多公司浪费了时间、精力和宝贵的资源来防止其尸体腐烂发臭。作为一个旁观者，如果看到对方在做这样的事情，那么你要做的不是告诉对方所谓的放弃原理是什么，这个他和你一样清楚，而是要论证其在做的事情本身是一个“已经发霉的尸体”；而作为当局者，要有意识地提醒自己审视目前所实践的事情是不是一个“已经发霉的尸体”。

企业一定要明确人是用来做事情的，否则，人力就完全沦为企业的成本，而人是资源不是成本是德鲁克先生反复强调的。这并不能责怪被用的人，只能得出用人的管理是无效的结论。管理本身的过程并不程序化，也没有明确的对错之分，只要能达到期望的成果，就是有效的管理。德鲁克先生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中曾经举过这样的例子：一个明星如果能带来高额的票房，即使其脾气暴躁也无关紧要，剧院经理之所以成为经理，恰恰是因为他能容忍明星的暴躁；第一流的教师会不会奉承校长，肯不肯在教务会议上安静而不咆哮，都没有什么关系，校长之所以应聘为校长，就是为了使第一流的教师和学者能够教学有效，所以，即使在其他方面不太愉快，也是值得的。在《非营利组织管理》中，德鲁克先生还举了马歇尔将军和其助理用人争论的例子。当其助理说：“某某上校是我们最好的教官，但是他总是和上司相处不好，他要是去国会作证，只会把事情搞砸，他实在是太粗鲁了。”马歇尔问：“他的任务是什么？不就是去部门当教官吗？只要他是一个一流的教官，就应该重用他，其他的事情我来处理。”就这样，马歇尔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少的食物建立起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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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某些情况下，为了结果，容忍自己惯常无法容忍的行为就是一种有效的管理。德鲁克先生常说，效率是做好事情，效果则是做对事情，务必要把对的事情做好，这就是管理必须有效。



创新精神



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德鲁克先生明确指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零增长'、'美国限制工业化'以及长期的'康德拉杰耶夫经济停滞'之类的说法被人们奉为金科玉律，在美国十分盛行。然而，事实和数据却证明这些观点完全是无稽之谈，真正发生在美国的是完全不同的情况。在这一时期，美国经济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管理型'经济彻底转向了'企业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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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引用德鲁克先生的话，并不是想暗示目前没有任何经济问题或者危机存在，恰恰相反，正是因为知道我们正处在经济危机中，才更能了解德鲁克先生这些观点的深刻含义。正如他在这本书里继续表达的那样：世界经济也是危机重重，快速发展的工业化，也会使得1930年的全球性经济萧条现象可能再度出现，而且时间可能拖得更久。但是，美国为什么可以“将康德拉杰耶夫经济停滞现象视为一种虚幻，而非事实。因为在美国，我们拥有一种崭新的经济，一种企业家经济”。企业家具有的创新精神，创造性地进行资源使用，没有被危机所压抑，这些企业的创新反而使得美国可以在经济危机重重的环境中，保持旺盛的发展。



创新是企业持久生命力的来源



为什么创新会有如此的魅力，因为作为企业的创新精神就是创造顾客的能力，对于企业竞争能力实质的理解可以让我们评判企业的真实能力。企业竞争能力实质上就是指企业配置和使用诸种生产要素的能力。企业竞争能力表现在多个方面，如获取资源的能力、掌握某种重要技术的能力、创造低成本的能力、开拓市场的能力、构建市场营销网络的能力，等等。但对于具体企业来说，并非每种竞争力都同等重要，而只是在研发、设计、制造、营销、服务等其中的某一两个环节上能使企业保持长期竞争优势，获取稳定超额利润的。明显优于且不易被竞争对手模仿的，能够不断提高顾客价值并能使企业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竞争力，才是企业最关键的竞争能力，亦即企业核心竞争能力，也称核心能力。一般认为，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根本特征就是创造顾客的价值，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在顾客价值方面，对顾客所看重的价值--顾客的核心利益能做出关键性的贡献；二是在差异化优势方面，能在竞争中表现出自己的独特之处，其独特之处是顾客的认同，因此这种独特性竞争对手也就难以模仿或要付出巨大成本（包括时间成本）。不断地推出新产品和新服务以满足顾客需求，是企业具有旺盛、持久发展的生命力的根本源泉。

在商业史上，拥有远见的企业家早已提出过零星的创新性思维。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正是企业家创新性思维转化为行动的结果，正如德鲁克先生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所言：本书认为在过去的10～15年间，在美国出现的真正的企业家经济是现代经济和社会史上最具深远意义和最鼓舞人心的事件。这种现象本身引发了德鲁克先生的思考：什么是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何时以及为什么进行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实践？

事实上，商业本身已经进入了一个自我探索、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领域，德鲁克先生提出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是为了探讨他们的行动和行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复杂的理论、严谨的分析不断地启发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辩论和研究，在与人们一样坚信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的前提下，德鲁克先生更注重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实践。“事实上，它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视为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工作的一部分”，这是德鲁克先生的着眼点。



创新就是实践的创新



德鲁克先生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告诉人们：“创新是有目的性的，是一门学科。”所以德鲁克先生首先向人们展示了企业家应该在哪里以及如何寻找创新机遇。随后，又探讨了将创意发展成为可行的事业或服务所须注意的原则和禁忌。在做这部分分析的时候，德鲁克先生认为：创新是企业家特有的工具。他们凭借创新，将变化看成是开创另一个企业或服务的机遇。创新可以成为一门学科，供人学习和实践。企业家必须有目的地寻找创新的来源，寻找预示成功创新机会的变化和征兆。他们还应该了解成功创新的原理，并加以应用。

对于如何成功地培育出企业家精神，是德鲁克先生重点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德鲁克先生从现存企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新企业三个方面来讨论企业家管理。这三类企业也正好涵盖了目前我们能够理解的所有组织机构的特性。现存企业会更多地从商业的角度出发，注重那些与企业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对于社会问题的长期关注，可能会从根本上重新定义“公司”的根本目的。公共服务机构，更多的是从社会问题本身出发，将企业的管理技能运用在社会目标的实现上，它们通常具有更强大的道德力量。最后是新企业，一如其在所有主要的企业家时期所表现的一样，新企业将继续成为创新的主要载体，企业家精神就是创新实践的精神。

如何成功地将一项创新引入市场是企业家战略的核心。德鲁克先生告诫我们：创新是否成功不在于它是否新颖、巧妙或具有科学内涵，而在于它是否能够赢得市场。不具有创新市场的能力就会被远远地抛落在后面，这是人们的共识。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理解，而是在别人已经开始运用全新商业理念的时候，我们却处于被动的状态，因此在判断是否具有创新能力的时候，我们需要看到的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进入市场，所以说企业家战略是创新市场的战略。

创新既是一种精神，同时也是一种行动，我也坚持认为这一点正是德鲁克先生管理实践思想最为精华的地方。创新如果停留在观念、思想和制度上，没有转化为行动和结果，创新就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而企业家的本质就是实践，所以，我们需要安静下来，评判一下我们与德鲁克先生所倡导的创新思想有着多大的差距，或者我们可以对照德鲁克先生的观点想一想：我们是否让创新转化为行动及结果。如果能够真正体会到德鲁克先生管理实践思想的精髓，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进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领袖。



结束语：比使命更重要的是实践



德鲁克先生具有将复杂问题进行有效简化的天赋。吉姆·柯林斯在为《德鲁克先生日志》作序时曾经写道：“德鲁克先生的才能中有一个最耀眼的亮点，那就是面对纷繁芜杂世界中的诸多现象，他能用极具穿透力的片言只语解释清楚，并且揭示出其中的真理。他就仿佛是一位禅宗诗人，能够用寥寥数语道破玄机。我们可以反复品味德鲁克先生的思想，每一次都会有更深的理解。”也的确如此，这些看起来并不复杂的思想精髓使人们的思考得到了巨大的解放，指导企业的实践更加有效，这也是德鲁克先生管理实践思想的价值所在。

一直在思考德鲁克先生思想旺盛的生命力的来源，最后发现其长盛不衰的原因就在于，作为旁观者的德鲁克先生的思考是如此的贴近管理实践的真实情况，以至于后人的所有优秀作品的重要观点几乎都可以从其思想中找到根源。如同赵曙明教授对《管理的实践》的评价：“现代管理学的大厦就建立在这本书所提出的一系列思想的基础上。时下大部分流行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都可以从这本书中找到根源，包括目标管理、参与管理、员工知识管理、客户导向营销、业绩考核、职业生涯管理、事业部制分权管理、企业文化、自我管理团队，甚至最近非常流行的平衡计分卡都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根源。”（引自赵曙明为《管理的实践》所作的序言：“管理学的奠基之作”。）。汤姆·彼得斯也承认，“我们在《追求卓越》中所写的所有内容，在《管理的实践》一书的某个角落都能找到。”

[8]


 而核心竞争力的创始人之一迈克尔·哈默更是说：“我双手颤抖着翻开德鲁克先生的早期作品，因为我害怕发现他在几十年前就预见了我最新的思想。”（引自吴振阳为《德鲁克的最后终告》所作的序。）德鲁克先生的思想可以被不同的个人和组织所接受并且应用于不同的领域，《德鲁克的最后忠告》的作者埃德莎姆在其书中说，即使在育儿这一领域，德鲁克先生的书也能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

[9]


 德鲁克先生用毕生的实践履行了其“致力于改善人类生活”的使命，所以我们有很多都成了他的顾客，德鲁克先生的成果也正是来自于他的外部。比使命更加重要的是实践，就像德鲁克先生倾力实践他的使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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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作者：詹文明，淡江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学系主讲教授“杜老师无知工作室”主持人。）

要研究彼得·德鲁克的管理哲学思想，必须从他的愿景破题，因为他是从社会的全局观和人类的整体观切入的。为了解决社会问题并且满足人类的需要，他以“管理”的专业与工具来体现对社会的愿景：“自由而有功能的社会”（freedom & functioning society）。

德鲁克自诩“社会生态学家”是有其一贯的做法与认知的。他以冷静而孤僻的旁观者身份，加上开明而务实的保守性格，指出了一个可能的最佳方式，并通过“管理的哲学思想”，提出一套“明确、简单、清晰、具体、可操作的经营理论”，以务实为背景，以人性为诉求，更以“有目的、有条理、有系统”来贯彻落实“自由而有功能的社会”目标。



自由的原则



德鲁克所主张的“自由而有功能的社会”中的“自由”（freedom），并不是传统资本主义放任式（laissez faire）的自由，更不是浪漫式的自由，而是“负责的选择”（responsible choice）。也就是说，不仅要为自己的决策和成果负起责任，同时作为企业的成员，也必须对整体的决策和成果负责--就像自己所做的决策一样，不论你赞成与否。它可以作为企业社会的一个原则，让每一位知识员工不逃避决策，为其本身和所在企业以及社会的决策负责，这样的社会便是一个“自由社会”。

从社会层面来看，德鲁克认为，知识员工的“地位与功能”来自于工作本身。为此，企业越是能赋予其知识员工地位和功能，则企业本身越能直接受益，其生产力与获利能力则越高，也就意味着经济实践绩效越好。尤其通过管理的知识与实践，更有助于知识员工地位的提高和功能的发挥。

因此，当知识员工在地位与功能要求得到满足的同时，个人是自由的，企业的运作也是顺畅的。正因为如此，德鲁克特别提出要求：即使是知识员工，也必须要有“经营者的视野”，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工作，在发扬自己长处的同时也能对企业与他人的绩效负责。

所以，要使人人都能成为“自由而有功能的个人”，让各个部门都能成为“自由而有功能的部门”，使各个事业群体都能成为“自由而有功能的事业群体”，让企业成为社会的一种制度，通过这一制度，使整个社会最终实现他的宏伟愿景--“自由而有功能的社会”。

要实现“自由而有功能的社会”必须满足两个要件：其一是赋予每个成员应有的社会地位与功能；其二则是决定性的权力必须合法化。

德鲁克认为，企业融合了经济性、社会性和政治性这三种功能，为发挥其功能，必须要依靠“管理”这个工具。因为企业是社会的支柱，是社会的经济器官，必须以经济功能为优先，既能满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又能实现其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功能。因而，维持企业的有效经营，就必须使企业做到能有效地管理，否则，企业就无法生存，自由社会便成为空谈。

决定性的权力必须合法化，且务必专注于绩效和成果上。只有通过卓有成效的经营与管理，才能使决定性的权力进一步趋向于合法化。

为此，德鲁克的管理思想首先是对“管理”与“经营者”加以定义。窥其全貌，“目标管理”正是贯穿其管理思想的主轴。但是，单以目标为导向的管理，还无法落实为组织（或企业）的行为，必须依靠组织（或企业）中每个成员的自我控制，才能实现其自发性的动机，最终达到个人目标与企业目标，完成企业的社会使命。

“管理”必须由社会环境来定义。在德鲁克《管理的实践》一书中强调，管理有三项功能：管理企业、管理经营者、管理工作与员工。管理企业是以其整体经济绩效为中心，包括策略规划、核心能力、人力资源计划；管理经营者包括目标管理、企业结构和高级主管的培养；管理工作与员工，则强调以知识员工为资源，使他们都能自主地发挥其长才，贡献企业并回报社会。

因此，“管理”的首要功能就是追求企业的绩效，也就是服务的功能，因为在追求绩效的过程中，既能使其权力合法化，又能获得合法性的基础。因为越是以绩效为目标，则越能使其权力在执行中进一步体现出合法性。然而，在社会性功能上，管理的绩效就必须以员工的成就为基础，尤其在追求绩效表现的同时，也发掘了知识员工的潜能和长处。

德鲁克大胆假设每一个人都喜爱表现自我，因为处决一个人并不能使别人产生更大、更强的进步动机，甚至永远无法产生动机。因而目标管理最大的好处可能是让经营者控制自己的绩效，自我控制代表着更强的激励，希望做到最佳，而不是刚好及格就止步不前了。它代表更高的绩效目标和更广的愿景。“控制”是一个模糊的字眼，它代表一种引导自己及其工作的能力，也代表由另一个人支配某一个人。目标管理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让我们以自我控制的管理取代支配性管理。

“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要求的是自我约束，它强迫经营者严格要求自己，它远比口号、技巧，甚至比政策更重要，可以说就是企业的原则。

“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使得经营者以公众为目标，以更严格、更准确、更有效的内在控制取代外部控制；激励经营者采取行动，不是因为某人要求或劝他做什么，而是因为目标任务的需要。他采取行动不是因为默认某人希望如此，而是因为他自己决定要如此，换句话说，他以一个“自由人”来行动。

德鲁克说，“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可以称为一种管理的哲学，它植根于管理团队的特殊需求分析，以及经营团队所面对的阻碍，它依靠人类行动、行为及激励的观念。它适用于每个经营者、经理人，不论他来自哪个阶层或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它适用于任何组织，不论其规模大小；它通过将目标需求转化为个人目的，以确保绩效。

这是负责的自由，也是真正的自由。为此，自由是一种原则，它是不变的，是无法被取代的。它强调个人必须从公司整体的绩效来定位自己的目标，而且上级应将绩效成果反馈给本人，以利其自我改进和加强自我控制。对于知识员工，德鲁克主张要培养负责任的知识员工，必须知人善任，慎重委派职务，提出高标准的绩效要求，并且提供有利于提高自我控制能力的资料与信息，以及培养他们经营者的愿景。这是德鲁克管理哲学思想的第一大特色--自由的原则。



系统的观点



面对企业日常运营出现的问题，要从系统的观点出发。德鲁克认为，唯有决策才能使问题转化为机会，更要着眼于未来，而不仅仅是解决当前出现的问题，因为解决问题不过是恢复以往的平衡罢了。有鉴于此，系统观就是以绩效为核心，以社会为整体，视企业为一个存在于社会的器官（或称有机体），强调功能和任务（或称使命），并且先由超越自身系统的目的来界定管理的功能，或先界定其使命。在讨论具体的企业设计时，也是先定义其功能。德鲁克所主张的管理都是从功能、目标或使命的界定开始，这种做法是以系统思想为基础的，当面对某一具体事物时，都是由其所在的整个系统来定义其功能和角色的。

这种系统的观念大至宇宙，小至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无人能够逃避，也没有任何组织能置身事外。例如地球变暖、温室效应不断扩大，它所造成的后果将无人幸免，因为整个系统已经出现问题，有待人类共同来面对和补救，甚至是抢救，否则灾难会接踵而来，甚至一发不可收拾，这是德鲁克管理哲学思想的第二大特色--系统观。



创新的精神



德鲁克认为，“创新”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宇宙的秩序是创新，而不是按照固定的因果关系来运行，为此，管理的首要功能便是“创新”。他还主张，经营者不只是一个经济的产物，他同时也是一个创造者。

从世界的时空背景构成来看，越来越显示出动态的特征，尤其以网络提速，地理的时间距离大大缩小，产品的生命周期更短，消费模式也发生了剧变，加上不确定的未来，使得企业的经营陷入了空前的紧张与不适应。为此，“创新与创业精神”就成了德鲁克极其重要的概念之一，他于1985年撰写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认为创新管理与创新的企业促使科技产业的兴盛和繁荣，带来了全球性巨大影响，迄今有增无减。

书中指出，创新的七大来源变得可以管理。通过“有目的、有条理、有系统”的管理创新的工作，可以改变企业自身并满足社会之目的。

谈到创新的目标，每个企业可以有三种创新：①产品或服务的创新；②市场、消费者行为和价值的创新；③为制造产品与服务并将它们推出所需的各种技能与活动的创新。简而言之，就是产品创新、社会创新和管理创新。

德鲁克提出的新世界观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就是“有目的而开放的动态系统观”。他强调，这个宇宙是由许许多多有目的的全体--有目的的系统所构成的，当它们在实现各自目的的同时，与其环境是互动的，自身也是开放的。因为这些系统本身也是动态的，面对这个新的世界结构所发生的改变，它们也会在这一过程中改变其自身，为此，它们所呈现的便是“有目的而开放的动态系统观”。

为此，德鲁克的管理使命主张：①实现企业特定的目的与使命；②让工作有生产力，员工有成就感；③管理社会影响和社会责任。同时，经营者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整体和长远的愿景，二是有道德的责任。从这个定义中不难发现，德鲁克管理思想本身就有很强的“开放动态系统观”色彩。

在后资本主义社会来临，人们对社会的认识已发生巨大改变的前提下，新的世界观是以目的、形态和过程为中心的。换言之，是以“有目的的开放动态系统”所构成的世界为核心观念，在这种观念支配下的世界，是以创新为运行的法则与秩序，而新的组织形式则以绩效为核心观念，以知识员工为基本成员。

社会的问题需要管理来解决，因为管理是动态环境的创造者，而创新则是管理的中心课题，也是德鲁克管理哲学思想的特色之一，加上系统观和自由的原则，形成其管理哲学思想的三大特色。

总而言之，德鲁克对商业趋势深邃的洞察力与准确的预测能力以及对人性的理解之透彻，确实有超人的素养，而这些都归功于他早期在政治学与历史学方面所受过的高度专业的训练（他自认为）。然而，或许是父母的刻意安排，家中时常齐聚一代俊彦，就时事、医学、音乐、文学、数学、哲学、戏剧等进行辩论，使他在少不更事时就几乎每周沉浸在智慧的殿堂，吸收到极为珍贵而深奥的知识营养，加上他60年自学不辍，尤其每隔三四年便挑选一个新的领域钻研，以满足他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因此积累了丰硕的知识与过人的智慧，不但造就了自我，同时也改变了这个世界。

1954年11月6日，德鲁克提出“管理学”，从此让世界因管理而改变。这其中包括政治领袖、企业领导者、非营利组织执行官及非政府组织主持人，等等。在成千上万的个案中，我们特别列举三个有效成功的企业案例：通用电气公司的杰克·韦尔奇、三星集团的李健熙和海尔集团的张瑞敏，供大家参考。



案例一：通用电气与韦尔奇



韦尔奇坦承：“我的核心概念也从彼得·德鲁克的见解中得到支持。我从70年代末期开始阅读德鲁克的文章，而在我接任CEO职位之前的过渡时期，通过安迪·琼斯（前任CEO）认识了这位管理大师。如果真要推派一位货真价实的管理哲学家的话，非彼得·德鲁克莫属，在他的管理学著作中，处处蕴藏着独到而珍贵的真知灼见。”

当德鲁克问他：“假如你不是已经在这个领域，现在你还会加入吗？”如果答案为否，“那么你会采取什么行动？”

聪明的韦尔奇立刻在餐桌上勾勒出愿景，分别为核心事业、高科技产业与服务业三个圆圈，这张图表果然一针见血，是传达与落实“第一或第二”的愿景时不可或缺的工具。如果不是，就得采取“整顿、出售或关闭”的战略。他实现了通用电气愿景，成就了不可一世的世界级企业。

领悟到“数字不是愿景，只是一堆结果”，重要的是“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因为它要求的是自律，它强迫经理人按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让他们狂热工作的唯一方法，就是给他们更多的“自由和责任”。这符合德鲁克管理哲学思想之一的“自由的原则”。

为此，他认为一视同仁的人事政策是错误的，而“差异化的人事政策”才是上策。于是他以通用电气的价值观与企业文化作为举才的标准，通过全方位的考核制度形成一套“活力曲线”，选出各部门内最优秀的前20%、不可或缺的70%及垫底的10%，并区分A、B、C级员工，实施奖惩办法：留住A级人才给予加薪、股票期权或晋升，A级人才的调薪幅度必须是B级人才的2～3倍；B级人才则按贡献给予奖励，C级员工则予以除名。由此而引起了内外批判的浪潮，说他残忍、冷酷、无情无义。韦尔奇则反驳道：“把人留在一个无法帮助他成长、茁壮的地方，才是真正无情的假仁慈。”

同时，将学习克罗顿威尔（于2005年已改名为杰克·韦尔奇学院）的高级课程作为对优秀经理人的一项奖励，这是他的主张。

杰克·韦尔奇学院以“智库与核心价值观”为使命。为贯彻这一使命，他率先垂范，从不间断，每个月都在大教室内出现一两次，每次可以长达4小时。在过去的21年内，他曾与18 000名领导者建立直接的面对面沟通，在这期间仅有一次缺席（做心脏手术）。为此，他坦承：“没有任何一项工作比得上培养人才的执著，我期望让员工成为通用电气的核心竞争力，这是彼得·德鲁克的理念。”他甚至说：“通用电气的核心能力并不是制造产品，或是两位数的增长率，通用电气的核心能力是人才开发。归根结底，只有优秀的人才才能创造成果，让他们全部参与才是真正的答案。”

韦尔奇50年的实务经验就是要建立经营团队，为此，他将3/4的时间花在挑选、评估、激励团队上，他担任CEO时，直接下属有256人，每年都得花时间评估他们四次（每季一次），因为他既不会设计，又不会制造，他全要靠他们。这是何等的胸怀，他不是说他们少不了我。

共同的价值观通过规范行为形成自我控制，共同的目标经过发动策略而形成焦点，韦尔奇之所以是韦尔奇，从根本上说是他以“人才开发”为目标，通过一套活力曲线进行全方位的考核制度管理，并以重奖与严惩手段督促其自我控制，这是极为有效的做法，让通用电气成为一家生产人才的工厂。

但人的价值与尊严要通过机会均等来表现，以自己的长处做出百分百的贡献自然无可厚非。但在绩效与尊严之间所采取的平衡，韦尔奇把握的分寸是否过了头呢？

韦尔奇在通用电气的21年中最痛苦的决策，莫过于“接班人”的决定，为此，他列出接班人的条件：①我希望我的接班人是通用电气内部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②我希望消除遴选过程中的政治斗争；③我希望董事会能深入参与该项决策；④我希望接班人的年纪轻一些，至少能做满十年的任期，能够承担其决策--尤其是错误的决策--的长远影响。

对企业来说，接班人顺利而有效地接班，才是“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的极致表现。的确，人固有一死，纵然他有再大的贡献，也因此而有一定的限度；然而一个企业正是克服这一限度的工具。企业不能存在下去，就是失败。为此，接班人的制度是当今任何组织必备而且必做的一项重大决策，尽管它是痛苦的决策。

通用电气最大的贡献不仅是人才的开发，更重要的是培育出6位以上的美国《财富》500强CEO，这是通用电气的重大贡献，也是非凡的绩效表现。



案例二：三星与李健熙



下面再来谈谈三星集团。其中的灵魂人物不说想必大家也知道，就是具有卓绝的领导力与罕见的洞察力的董事长李健熙（现已退居幕后），他从1993年起就主张“新经营”，宣告“除了自己的老婆孩子外，全都要革命”。为此，是年他到美国出差，一进饭店放下行李就不见了踪影。原来他是到附近的百货公司购买日产的“东芝”录像机来拆解。随行的三星电机企划组长李相翊转述了李健熙的一番话：“日本产品的零部件在数量上比起三星要少20%，但售价却高出了许多。所以我们切记：要减少零部件的数量。”最终，三星研发出自己的Minner录像机。

除了技术研发，他还重视产品设计，因为有了先进技术，再加上优秀的设计，行销就成功一大半了。

由于不满现状，他强迫集团内各事业部CEO要不断地思考：“5～10年后，我们要做些什么？”他甚至说：“考虑对公司有利的处理方式，就是组织机构调整,不要顾虑我的感受，要彻底把事业重新改组。”

1995年，李健熙目睹刚上市的三星手机中发现不良产品的报告书，立即下令召回所有产品。15万台手机，或是以旧换新，或是直接退货。回收的产品，召集工厂全体员工，当众全部焚毁，150亿韩元化为灰烬。

虽然不断创新，但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现代集团最终分裂，大宇集团宣布破产。三星也不例外，负债高达170亿美元，濒临破产边缘。李健熙选择了三大核心领域--电子、金融、贸易和服务进行重点发展，对集团内部34个事业部门、52项产品及海外12家亏损的分公司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仅三星电子一家公司就将员工从5.8万人裁到4.2万人，打破韩国企业终身雇用制的常规，将次要业务外包，精简了20个业务门类，使得三星电子从家用电器中心转为先进的电子企业。

不善言辞的李健熙于1993年在美国的一次会议上情绪激动地说：“在美国，一支高尔夫球杆售价150～200美元，是我们三星13英寸彩电的价格。要知道，我们的彩电是由1 000多个零部件制成的，一支好的高尔夫球杆在这里能卖500美元，而我们27英寸的彩电才只能卖400美元，即便如此，我们的产品在这里还是备受冷落，布满灰尘。请问，这样的产品还能贴上Samsung商标摆在货架上吗？”他愤怒了：“这样的生产、这样的经营……你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吗？这是对股东、对18万三星人的欺骗！是对韩国国民和祖国的亵渎！”

1994年他下达了一项特别命令：“无论花多少钱，用什么手段和方法，一定要研制出具有摩托罗拉手机品质的产品来！”此后不久，果然Anycall手机上市。

李健熙在2003年“新经营”企业管理哲学诞生十周年庆祝会上，又为集团的发展描绘了新的蓝图：2010年的营业额要达到2 247亿美元，将三星的品牌价值提高到700亿美元，将世界排名提升为第一名，世界市场占有率第一名，产品研发达到50种。三星的长期目标是要成为“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企业之一”。

达尔文说：“那些能够生存下来的并不是最聪明和最有智慧的，而是那些最善于应变的。”因为“变乃不变之永恒”，古谚：“故善出于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话虽如此，“变”乃内外皆变，内变更要靠人才与勇气。1997年，三星聘请国外顶尖人才成立了未来战略应变小组，该智囊团由25位MBA--均为世界顶尖学府出身的人士所组成。每当三星集团遇到不便向外求助的难题时，该小组立即集思广益，尽快制定相关战略并贯彻实施，直到问题获得圆满解决。

三星的生存法则犹如流传日久、人尽皆知的“鲶鱼和泥鳅”的故事，在三星内部广为传诵：“有一农夫养泥鳅，他做了一个试验，一块稻田里只放泥鳅苗，另一块稻田里除了放泥鳅苗之外，还放进一条鲶鱼。到了秋天收获时赫然发现，那块放鲶鱼的田里泥鳅比另一块田里泥鳅长得更肥更壮。”

这到底是为什么？后来农夫总结说：“泥鳅怕被鲶鱼吃掉，整天战战兢兢，一会儿跳跃，一会儿钻进泥土里，因而练就了强健的体魄。”

就像鲶鱼深怕被螃蟹咬伤或咬死一般，人无天敌斗志顿失，国无敌人易于灭亡，三星更是如此。

德鲁克说：“不创新，毋宁死。”(innovate or die)三星秉持着这种精神，因时而变，因势而变，不断追求创新。就算酒香也怕巷子深，再好的产品、技术、服务、工艺与研发，如果不能求新求变、除旧布新，极易导致自满或安于现状，甚至两者皆是。

这种创新型的管理和创业式的经营，已成为三星企业文化的灵魂，就是以“变”为核心的新经营理念；以人才和技术为基础，创造最佳的产品和服务，为人类社会做出贡献；其企业精神是“与顾客同在，向世界挑战，创造未来”。

三星集团确实体现出德鲁克创新的原则与精神，包括产品与服务的创新，市场、消费者行为和价值的创新，为制造产品与服务并将它们推出所需的各种技能与活动的创新。简而言之还是产品创新、社会创新与管理创新。正因为如此，三星才所以是三星。

三星集团现在是韩国最大的企业,也是韩国唯一进入全球品牌价值前100位的企业。2007年，在韩国国内生产总值中，三星一家就占了1/6，可谓举足轻重。

遗憾的是，虽然三星一路走好，其领导人却晚节不保。2008年4月17日，韩国总统任命的特别检察小组决定，以涉嫌非法积累资金、渎职和违反证券交易法等罪名起诉董事长李健熙和集团其他9名高级管理人员，导致李健熙父子等人于22日宣布辞职，无论是三星集团的发展战略还是国家的名誉都受到严重损害。李健熙自己也向公众道歉“未能遵守诺言”，可见企业家个人诚实正直的品格有多么重要！



案例三：海尔与张瑞敏



最后让我们来谈谈仅用20年时间就步入世界名牌的海尔集团。

与百年老店通用电气和年近70的三星相比，中国的海尔才刚起步。如今已迈进世界的海尔集团，可以说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它的高效与发展道路颇值得我们关注和学习。

海尔集团之于张瑞敏，犹如人的身体之于大脑，是紧密相连的。张瑞敏坦承，20年来深受德鲁克管理思想的启迪和影响，十足成了德鲁克迷。从早期的日清工作法，即“日事日毕、日清日高”，将每项工作的目标落实到每人、每天，形成“事事有人管，人人都管事”的氛围，以建立目标、日清、奖励三者的系统观，进而以系统思想来运营企业。

谁赢得了用户的心，谁就赢得了一切。为迅速创造和满足用户的需求，1998年张瑞敏开始市场链的流程再造，在组织结构上扁平化再扁平，以贯彻企业与市场的零距离要求。在人员的再造上，则是将管理者变成了策略事业单位（SUB），即每位管理者都是一个独立作战的经营实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市场与市场目标，自主制定自己的市场策略，以最快的速度去创造新的市场、新的需求，这就是所谓的“目标为王，人单合一”的机制。

同时进行以市场链为纽带的业务流程再造，并以订单信息流为中心，带动物流、资金流的运作，加速了与用户的零距离、产品零库存和零营运成本的“三个零”目标的实现，就是以信息流作为系统的平台。当然，一套机制的落实与否，关系到人的管理水平、素质高低及执行力的强弱，但有了管理的世界水平再加上信息流的机制，肯定是世界名牌的最佳保障。

海尔在全球建立了10个以上的工业园，拥有中国最大、设备最先进、应用工艺最成熟的家电生产制造基地，建立一支高技术、高品质、高效率的生产队伍，行销全球160多个国家，提供高差异化、高附加价值、低成本的各种家电产品，确已构建模块化的制造系统。

当谈到“企业经营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时，张瑞敏认为：“有人对此的回答是利润，是边际效益的最大化。海尔认为，利润最大化是经营的目标之一，但还不是最终目的。海尔人告诫自己，所有奋斗的最根本目的，就是使人类越来越好地生存与发展，并日臻完善与完美。”

因为当海尔能让人类越来越好地生存和发展，并日臻完善与完美，就是验证了德鲁克的一句名言：“经营企业唯一正确而有效的定义，就是创造顾客。”能做到这一点，利润自然也就唾手而得了。就像海尔研发成功上市的有“不用压缩机的电冰箱”、“不用洗衣粉的洗衣机”、甚至“不用水的洗衣机”，又如在美国成功占领50%以上市场的小型电冰箱，在日本推出专门储存化妆品的电冰箱，等等。

“目标为王，人单合一”的系统机制，其核心思想在于以“贡献”为其最终的价值判断标准，作为奖惩的依据。也就是说，以贡献度作为员工核薪的基准，让“千斤重担人人挑，人人头上有指标”，达到“人人有贡献，贡献人人有”的境界。

通过贡献，员工能发现自己的长处，专注于长处，做出百分百的贡献，使自己因而有价值、有尊严，体现于组织的地位与功能，让自己成为一位既自由又负责任的主人。

重视贡献，企业能发掘自身的优势，专注于优势，做出百分百的贡献。因为社会将财富托付于企业，企业必须承担其社会责任，做出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人类的贡献，使企业经营的权力合法化，形成“以绩效为核心的动态观”，进而使以企业为社会的制度得以实现。

海尔确实让知识员工有充分的自由与自主性，大胆放手去做，而不是坐等上级指示或通知。更重要的是每位员工都能以创新的手法和行动，在有效的系统里做出贡献，这个系统贯穿着供、产、销和人、财、物，由内而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由外而内的“有目的的动态系统”。作为评价绩效和贡献的有效机制，形成了一个符合德鲁克管理思想的动态系统，并以“贡献”为核心价值的取向。作为回报社会的正面行为，真正在实现海尔“创造资源，美誉全球”的崇高理想。

没有思路就没有出路，没有理想就不会有思想。通用电气、三星、海尔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级的企业，不是它们有什么特殊的能耐与超强的能力，有的是一个基本的共同价值观，而这个共同价值观却是恒久不变、历久不衰的核心价值，它是支撑起企业的无形支柱，形成了坚强、巩固的堡垒，就如德鲁克“自由的原则”、“创新创业”、“动态系统观”等核心思想。在这里，虽然通用电气之于自由的原则、三星之于创新与创业以及海尔之于动态系统观来表述，只是为了让大家便于了解。但事实上，三家企业都具备了三大特色，也都体现在员工的生活与工作上，它们都展现出无比的生命力。


 


（本章作者：包玉泽，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武汉大学企业战略管理研究所博士生；谭力文，武汉大学企业战略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林青，武汉大学企业战略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经过整整一个世纪的发展，管理学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庞杂知识体系和众多分支的学科，是人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也为我们展示了其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本质，并且新观念的出现和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给管理实践与研究者造成了极大的困惑。正如在1994年美国《工业周刊》杂志对德鲁克的一篇专访中描述的那样，当代管理学科的下降趋势之一是大多数经理人员一味追捧“新东西”，其他都无所谓。最近热门过的作者，无论他们的主张实际反应如何，常常是热门一两个月，随后便无声无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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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德鲁克却不是这样，他的管理思想不仅充满着时代精神，一经提出便被快速传播，并未被快速遗忘，而且被不断地概念化、理论化、一般化，最后成为经久不衰的经典管理思想，并在管理理论丛林中独树一帜、独具特色，这就使得德鲁克管理思想具有时尚性和经典性双重特征。这里以德鲁克先生的目标管理思想为例，探究其管理思想时尚性和经典性的原因，以帮助我们理解时尚与经典的关系，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德鲁克的管理思想。



德鲁克目标管理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德鲁克的目标管理思想是在总结了福特汽车公司濒临破产的案例，在其1954年出版的《管理的实践》一书中提出来的。尽管康茨（Koontz）等认为，没有一个人可以称得上是强调目标方法的创始人，但是在这些人中，德鲁克强调所有方面影响企业的健康成长的业绩，都必须建立目标而促进目标管理的发展，并规定了一条强调自我控制和自我知道的宗旨

[2]


 。因此，德鲁克的目标管理思想一经提出，很快就发展成为革命性的管理理念，甚至被认为是自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诞生以来最有价值的新思想

[3]


 。

在德鲁克看来，目标管理首先是一种管理思想而不是一种管理技术。作为一种管理思想，德鲁克首先把所有的人看成是有责任感的人，提出了“责任心工人”的概念。这一观点与其之前出版的《公司的概念》一书中阐明的对工业社会近乎理想化的设想是一脉相承的，即要在现代工业社会继续保持个人主义的社会信仰：尊重个人、机会平等、社会和谐

[4]


 ，这是德鲁克管理思想的“人本主义”范式的体现

[5]


 。基于此人性假设，就要求每个员工都必须学会自我控制，在组织内要自治和分权，而防止由于自治和分权而导致放任自流的最好方法就是实行目标管理。因此，目标管理强调以重视成果为基础，以一定时间内每个人所应完成的工作成果为目标，每个人盯着这个目标，自觉地进行工作，而管理人员以目标为中心进行管理。任何一个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着直接而重要影响的领域都需要有目标，管理企业就是平衡各种各样的要求和目标。德鲁克甚至认为必须按照目标管理的逻辑重新阐释各种管理问题。

作为一种管理技术，目标管理被认为是一个全面的管理系统，是建立在目标管理思想基础上的一种管理工作的方法，而不是一种附加的管理职务

[2]


 ，并发展出了一个详细的实施过程。因此，德鲁克的目标管理理论和技术体现了德鲁克管理思想的实践性

[6]


 ，即管理理论及技术根植于实践之中，另一方面又能够回归实践、指导管理者的工作。因此，目标管理在美国、西欧、日本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得到迅速推广。中国在1984年把目标管理作为18种在实践中应用效果好、具有普遍推广价值的现代化管理方法之一，并在国内企业中广泛推行。

总之，德鲁克的目标管理思想不仅在当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被认为是具有哥白尼“日心说”般的突破性效应（Babcock，1981），并已成为当代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时尚性和经典性的双重特点。对这两个特征及成因的剖析，不仅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德鲁克的管理思想，而且也能提高我们对某个管理思想价值的认知和结构因素的识别，增加我们引进和学习国外管理思想过程中的辨别能力，促进我国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水平的发展。



德鲁克目标管理思想的时尚性



毫无疑问，德鲁克的目标管理在管理知识产品市场上是成功的。目标管理是卡森（Carson）等通过检索美国学术和大众出版物、管理咨询公司的活动和《哈佛商业评论》的年刊总结出来的20世纪下半叶流行的16个管理时尚之一

[7]


 。帕斯卡尔（1991）根据各项管理技术在文献中引述的频率，发现目标管理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直到80年代初都是英美两国商业和管理的热点之一。德鲁克本人也被认为是管理史上最受欢迎的管理作者之一，并被纳入到管理思想中的大师流派

[8]


 。新兴的管理时尚理论可以为我们揭示德鲁克目标管理成功的原因。

时尚研究源远流长，多停落在社会心理学和其他大众文化范畴，而在管理学领域中却长期被人们忽视，直到亚伯拉罕森（Abrahamson）

[9]


 把时尚看成是一个中性词汇，并借用该词提出了管理时尚理论，用来解释管理技术的迅速传播和快速被抛弃的现象，并认为管理时尚的产生与传播是对新管理技巧的需求和供给相互作用的结果，它们不断循环，导致管理时尚层出不穷，并根据对管理时尚的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的分析构建了管理时尚的供求理论模型

[9]


 。其中，在管理时尚需求方面，主要从社会心理角度和技术经济角度对产生需求的原因进行了解释

[9]


 。流行的大师思想的成功就在于其思想能够满足管理者的需要

[8]


 ，这也正是德鲁克目标管理思想的时尚性的根本原因。

从社会心理角度分析，德鲁克的目标管理思想及其所体现的人本主义思想顺应了时代的需求。正如美国管理史学家雷恩（Wren）所言：管理思想既是文化环境的一个过程，也是文化环境的产物

[10]


 。而开始于1929年的美国大萧条是一道经济、社会、政治和心理上的分水岭。1929年年底，美国股票市场崩溃，引发了大萧条，其灾难性的影响一直延续到1941年。1934年的美国失业率高达25%，而30年代的经济复苏很不稳定

[11]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使人们心头布满了阴霾，未来是那么无常和不可确定，个人的脆弱无力、孤立无助代替了曾经的乐观和自信，到处都弥漫着不安和恐慌。经济大危机造成了一种“灵魂的混乱”，人们怀抱的凭个人努力出人头地的“美国梦”被打破，企业主和工人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人们在资本主义和新教伦理的个人主义中感到孤独，需要某种比他们自己更大的事物--上帝、国家、公司、工会或其他事物，以便自我得到认同。这些反映到企业中，则是人们很自然寄望在组织里找到心理安慰和生活稳定。面对危机，人们自然而然做出的反应是团结、归属和和睦相处。因此，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的大危机直接起到了为人际关系学说分娩的催生作用。而在调动员工的积极性问题上，人际关系学说的看法是让雇员满意。德鲁克不赞同这种看法，他认为满意感不一定使工人更加积极地工作，因此满意感不会必然带来更好的工作业绩。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文化中已经开始出现了一般的人本主义倾向，且经过60年代的政治动荡，许多美国人退回到了纯净的个人天地

[8]


 。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直接诱发美国人对心理学的兴趣的美国社会动荡到了60年代大大地增加了（Back，1972）。于是，美国公司的组织发展模式顺应了这种变化，其追求的新目标是：满足企业对效率和利润的需要的同时，为个体员工提供个人发展和满足其社会需求的机会，并以此作为鼓励组织自身发展的途径

[8]


 。而德鲁克的目标管理思想一方面注意到了个人责任心和能力的充分发挥，同时实现了个人目标和企业目标的协调，它的广泛流传是顺应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的结果。

从技术经济角度来看，德鲁克的目标管理技术使得组织结构和权力分配清晰明了，便于分权管理的实现，使分权化管理切实可行，满足了管理者对可预见性、可控制性的需要。所谓的可预见性，就是指这些流行的管理思想要能够减少管理者的迷惑和威胁；所谓控制，则是指管理者需要有人向他们指出在环境中哪些因素是关键的因素，以便于管理者采取行动，即获得行动指南。德鲁克的管理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对通用汽车公司管理问题的研究及出版的《公司的概念》一书，这本书分析了大公司的组织结构和领导政策问题，认为分权化是大公司本身和公司内部各个单位实现自治和化解冲突的根本解决方案。其后亨利·福特的集权式管理险些葬送福特汽车公司的现实也坚定了德鲁克的分权思想，而目标管理则为管理者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管理技术。德鲁克强调目标和评估结果时需要界定清楚8个关键领域，并规定了目标管理的原则和过程。德鲁克的目标管理为使用者提供了一种看起来简便易行的方法，可帮助管理者降低管理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正如格林伍德（Greenwood）所总结的，目标管理“是德鲁克把它综合在一起，通过基本的哲学思考，以一种他人可以利用的形式对其进行了阐释和推广。”

[12]


 因此，德鲁克的目标管理能被管理者迅速接受并广为传播。

德鲁克目标管理思想的时尚性还在于成功的市场化策略的推波助澜。一种管理思想能否成功转化为一种管理技术产品，并在社会中广泛传播、形成时尚，不仅在于其能满足管理者社会心理、经济技术的双重需要，还在于推广过程中成功的市场化策略。管理思想不能只停留在意识形态，应最终成为组织形式或指导工作的一套理论与方法，这一过程被称为结构化过程。这一结构化过程包含4个层次：个人理解、个人行动、集体行动和组织行动。与结构化过程相应的技术传达模式则分别是：教学手段、培训项目、组织发展的干预措施和系统整体项目

[13]


 。而目标管理则被作为组织发展的干预措施，被一些管理咨询公司、出版社成功地进行了包装、完成了市场化过程，并取得了成功。

管理技术的时尚性在于其周期性，其生命周期曲线呈现钟形（Brickley, 1997）。管理时尚的衰落可能是该管理技术最终进化为企业日常管理的必要手段而使大家的关注度降低；也可能是在使用后未能达到管理者的期望，暴露出来的问题使得管理者发生了动摇，进而开始寻找新的时尚；也可能是管理者消费心理的变化，等等。而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管理经验开始代替目标管理等成为美国的管理热点，其主要原因是日本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给予美国企业沉重打击，使得美国管理研究者及实践者的主要目光都聚焦于日本企业以及管理杰出的组织的一些做法，企业文化、全面质量管理等概念成为讨论的热点，新的管理时尚产生了

[7, 8]


 。于是，包括福特汽车公司在内的不少美国企业抛弃了目标管理，转而采用基于戴明理论的丰田生产体系。但是，一种思想的真伪是一回事，对它的接受和传播却是另外一回事

[8]


 。德鲁克的目标管理仍被管理学者一般化，成为现代管理学教学的基础内容之一，并仍然为管理实践者所重视，表现出经典性特征。



德鲁克目标管理思想的经典性



在管理思想发展历史中，有的管理思想如同流星一般稍纵即逝，但也有某些流行的管理思想经久不衰，永不褪色地流行着。毋庸置疑，德鲁克的目标管理思想即为后者。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德鲁克目标管理思想的经典性不仅在于其目标管理思想是一种流行的管理技术、管理理论，而在于其目标管理思想体现了完整的德鲁克管理学说体系。根据康茨的管理知识体系是由科学哲学、管理理论和管理技术三个层面构成的观点

[2]


 ，德鲁克的目标管理思想首先体现了其哲学观。德鲁克深受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影响，特别是其代表人物熊彼特的影响，坚持“自由企业社会的启蒙哲学”，基本假设始终如一，即坚持自由企业制度，坚持个人责任、机会均等和社会和谐等基本价值观

[14]


 。因此，德鲁克改变了自泰勒以来的科学管理哲学，极力主张以人本主义为基础，围绕组织中人的发展来构建自己的管理学体系。不论时代怎样变迁，实践中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德鲁克都力图在这些基本假设下确立新的管理原则，在坚持这些基本信仰的前提下使管理实践能够很好地实现管理目标。即使在西方社会经历了从前工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到知识社会等不同的阶段，德鲁克的著作中也先后出现了经济人、工业人、自由和平等的人、知识人等不同概念，但其人本主义追求一直不曾发生任何改变。有调查证实，接受调查的115名管理者认为有价值的管理思想中，80%是关于管理与人的关系的，这表明人是最不可测的，也是管理者工作中最难做的部分

[8]


 。因此，德鲁克的这种哲学追求抓住了组织管理中重要的、持久的东西，并探究了它们在一起发挥作用的机理，所以才能成为经典（Stone,2001）。因此，德鲁克的目标管理思想也是其一以贯之地坚持人本主义追求的体现，是建立在人本主义哲学思想基础之上的分权理论的具体实现。正是由于德鲁克目标管理思想在哲学、管理理论和管理技术等三个层面上的完整性、一体性，才使得其历经时间的考验而成为真正经久不衰的流行的管理思想。

德鲁克目标管理思想的经典性在于其目标管理思想的实践性，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德鲁克管理思想可以归结为一句话：管理是实践。自20世纪30年代初期开始，德鲁克就针对各个时期的基本管理问题不断提出新概念和新思想；另一方面，德鲁克通过管理教育和咨询将其理论运用于实践，致力于为管理者解决实际问题服务。德鲁克的目标管理思想也是来源于实践活动。通用电气公司高级主管哈罗德·斯米迪是德鲁克的朋友，也是目标管理的实践者，德鲁克所做的就是把这一说法概念化，并著文介绍给大众。德鲁克以知识分子的谦逊提到，目标管理并不是新事物，通用电气的斯米迪、通用汽车的艾尔弗雷德·斯隆、杜邦的皮埃尔·杜邦和唐纳森·布朗早就在实践这一方法

[10]


 。德鲁克也强调管理理论的“唯一权威是实践成效”

[15]


 ，努力通过其作品及管理咨询工作去影响管理者，实践其管理思想。通用电气的前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曾在2005年指出，正是与德鲁克的一次简短谈话才促使其重新思考通用电气的战略方案，对业务单元要求要么在市场上数一数二，要么就退出；开始关注员工如何增加价值超越目标，在管理中最大限度地使用目标管理，实践了德鲁克的管理思想；他甚至认为德鲁克的贡献主要在于管理实践领域，是管理实践的宗师

[10]


 。德鲁克对实践的强调弥补了学术研究和管理实践之间的鸿沟，也使其管理思想的理论性与实践性交映生辉，成为不朽的经典。

德鲁克目标管理思想的经典性是德鲁克本人和其他学者的不断一般化、持续完善的结果。德鲁克的目标管理思想提出以后，在管理理论和实践领域都引起了巨大反响。麦格雷戈（1957）批评了传统的绩效考核和激励方法，也认为下属有责任和上级一起为自己设定目标，并按照自我设立的目标来评价业绩，而不是依据个性；赫茨伯格在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也支持了德鲁克的目标管理思想。但是，马斯洛（1968）通过试验批评了德鲁克的有责任心工人的假设，他指出“责任心工人”假设实际上隐含了“每个人都是成熟的人”这样一个心理学命题。马斯洛证明现实生活中只有少数人在心智上符合“成熟”的标准，所以要求每个工人成为“责任心工人”是违背了人的基本特性的。戴明（1988）则指出，德鲁克的目标管理是目标导向，强调业绩和成果，不注重工具，不强调达成结果所采取的手段。设置目标无异于画地为牢，为实现目标管理，必须进行绩效考评、排名，强化控制管理，因此，戴明主张采取过程导向的全面质量管理。这些批评促进了目标管理思想的完善，也厘清了对此思想的误解。在实践中，确立目标的难度、上下级之间协调的困难等也给管理实践者造成了不小的困惑，而一些学者、管理咨询顾问以及实践家则解决了许多具体问题和疑难问题，如Likert、Schleh、Odiorne等人，共同将目标管理理论发展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管理方法。



结语



总之，动态地看，德鲁克目标管理思想的时尚性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管理实践领域中问题的变化，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和一些表面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向我们展示了未来管理技术可能的发展方向，是未来发展的前奏。但是，如果管理时尚缺乏哲学思想指导、理论基础发育不良、缺乏经验支持等（Hart等，1992），则其只会在短时间内一炮走红，又会在一夜之间归于平静，甚至被人遗忘。因此，对管理时尚的正确态度应该如康茨所言：如果把风尚看做是解决积重很深问题的短期方法或是迅速奏效的方法，那么，人们就会对其作用产生疑问。另一方面，如果将这些风尚融入全面管理体系而真正有助于达到最佳管理，那么风尚就会成为有用的方法

[2]


 。而德鲁克目标管理思想的经典性也就在于其能够以管理理论的社会科学特征为基础，从人类实践活动中了解人类群聚建立组织的基本规律和人类管理活动的基本特征，并发展为普适性的理论

[16]


 。

另外，德鲁克目标管理思想的经典性与时尚性也表现出管理学科所具有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相结合的特征。所谓科学性是指管理学科所具有的规律性；所谓艺术性则是对管理实践性的描述，是指在运用管理原理时必须顺应环境的变化。追求管理实践的科学性并不能抹杀管理实践活动的创新性，只有不断地创新才会有理论的不断发展，因此，管理的时尚性会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但是，只有不断进行科学化，探究时尚背后的一般规律，这样才能最终促进人类管理知识水平的提升

[17]


 。



参考文献



[1]Peter F Drucker.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M]．New York:Harper & Row Press，1954.

[2]H Koontz&H Weihrich．Management[M]．Mcgraw-Hill，Inc，1993.

[3]张远凤．管理者的德鲁克[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

[4]Peter F Drucker．The 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M]．New York：Harper&Row Press，1983．

[5]罗珉．德鲁克人本主义范式解读[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7（5）：59-64．

[6]罗珉．论德鲁克实践性管理理论的张力[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7（9）：57-65．

[7]Carson,P,Lanier,P,Carson,K&Guidry,B Clearing a path through the management fashion jungle[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0,43（6）:1143-1158．

[8]Huczynski,A．Management gurus:what makes them and how to become one[M]．International Thomson Business Press,1996．

[9]Abrahamson,E．Management fashion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6，21（1）：254-285．

[10]Daniel A Wren．The evolution of management thought[M]．5th Ed．New York：John Wiley and Sons Inc，2004．

[11]托马斯K麦克劳．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M]．赵文书、肖锁章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12]Ronald G Greenwood．Management by Objectives:As Developed by Peter Drucker,Assisted by Harold Smiddy．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Vol．6,No．2（Apr,1981），pp．225-230.

[13]J P Kotter．What Effective Managers Do．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82（11-12）．pp.156-157.

[14]罗珉．德鲁克管理学坐标探析[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7（4）:1-9.

[15]Peter F Drucker．Management:Tasks,responsibilities,practices[M]．New York：Harper&Row Press，1973.

[16]谭力文．论管理学的普适性及其构建[J]．管理学报,2009（3）:285-290.

[17]谭力文,包玉泽．二十世纪的管理科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本章作者：王埏，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四维-约翰逊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2009年是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诞辰100周年。对于这位开创了管理学的“现代管理之父”来说，我们仅仅是尊重和高山仰止还远远不够，理解、运用这位大师的管理学思想，把握其“活”的灵魂，解决各种现实管理问题，力行最佳管理实践，也许是纪念这位大师的最好方式。

彼得·德鲁克对现代组织的建构和管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一生中写了39本著作，发表了大量文章，但如何才能有效地把握德鲁克的管理学思想？笔者认为，只有首先把握了他的思想核心，由此延展开来，才能真正理解大师的本意，而不至于成为大师话语的传声筒，甚至被大师的既有论述所束缚。

在笔者看来，德鲁克管理学思想的核心在于“实践”。德鲁克在《公司的概念》1983年版跋中写道：“当我们检验管理政策和其他社会规律时，关键不是看它们是对是错，而是要看它们是否有效。我始终认为管理学不是神学的分支，它其实是一门临床型的学科。在医药实践中，对临床医学的检验不在于治疗方法是否'科学'，而在于病人是否康复。在《公司的概念》出版8年以后，当我推出第一本系统的管理学论著时--现在仍然是全世界读得最多的管理学著作--我有意将书命名为《管理的实践》而不是《管理的原理》，虽然我的出版商指出这个书名会严重减少本书被大学列为教科书的可能性。”

[1]


 在他看来，“管理学是一种实践而不是一种科学或一种专业，虽然它包含着两方面的因素。如果试图通过向管理者'颁发许可证'，或把管理工作'专业化'，没有特定学位的人不得从事管理工作，那将会对我们的经济或我们的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

[2]


 在被称为“管理学圣经”的《管理的实践》出版近30年之后，德鲁克仍然坚持将这本系统化的管理学专著定名为《管理的实践》而非《管理的原理》，这就印证了“实践”一词更好地概括了德鲁克的管理学思想，可以称之为德鲁克管理学思想的核心。

尽管德鲁克早在1931年就在法兰克福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并在后来开创了管理学这门崭新学科，但是，他却始终游离在学院式研究的边缘。有研究者发现，“德鲁克逝世以后，在西方媒体有关德鲁克的盖棺定论式的报道中，没有一篇报道将德鲁克称为学者，偶尔有称其为管理思想家的，但更多则是称他为大师或者先见之明者。学者是德鲁克最为不齿甚至憎恨的头衔，这是他和学院派最格格不入的地方，因为他把学者看成是一股学究气，拘谨、过时、细碎，而对实践前沿充耳不闻的人。而管理学者们也当然没有把德鲁克当成学者，称其为自己人。就连德鲁克在纽约大学教书时，也被学者、教授们当成记者看待。[3]他自己说，”我是一个局外人，我是一个独行者。我总是做我自己的工作。"

[3]




正是由于对“实践”截然不同的态度，才将德鲁克与学者们区别开来。正统的学院式学者一般采用严格的假设推理的研究范式，要求在有限的前提假设基础上，建立命题，并进行逻辑推理；然后，将研究结论进行实证，根据实证的结果再次进行上一步的假设推理过程。这种学院式研究的优点在于逻辑严密、易于验证，倾向于发现和解释现象，但缺点在于假设过于严格，与现实脱节，研究结论不利于实践。而德鲁克则强调在混沌复杂和不断变化的社会中迅速找出有效的经验总结，为社会改进服务。德鲁克一直记得熊彼特对他父亲阿道夫·德鲁克说的话：“长久来看，我的著作和思想都算不了什么。理论不值一提，唯一重要的是触动人。我曾经让人省悟过吗? 那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悟性会持久，而理论不会。甚至这种省悟也会退化成几个微小的细节，情况就是如此。几个微小的细节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意义，这才值得一提……一个人如果不能使别人的生活有所不同，那么他的一生也只能算是表现平平而已。”[3]这种价值观使德鲁克不再追求理论的严密、精巧和解释性逻辑，而是期待能够对现实社会有所改进和帮助，这就必然促使他关注现实社会中实践的变化。当他选择关注并建构管理学思想时，也将这种注重实践的价值观引入到他的管理学研究中去。他明确表示：“管理学科是把管理当做一门真正的综合艺术。”[2]“'综合'是因为管理设计基本原理、自我认知、智慧和领导力；'艺术'是因为管理是实践和应用”。

[2]


 这种实践性的哲学态度和价值观，反映在他的管理学思想中，就表现为：他的研究目的是实践性的，他期待他的管理思想能够对社会产生现实的影响和改进，用他的话说，就是要“卓有成效”；他采用的研究话语是常人话语，没有艰涩难懂的学术语言，有利于思想的传播；他的研究方法论是实践的，并由此创立了经验主义管理思想流派。



实践性的研究目的



在《公司的概念》1983年版跋中，德鲁克强调，“《公司的概念》（和我所有的管理学著作）所贯穿的观念：管理首先是实践，虽然与医学一样，它把很多科学研究的方法当做工具使用。”

[1]


 而管理学与医学一样，是一门临床型的学科。对于这种临床型的学科来说，检验的标准不在于其本身方法是否“科学”，而在于结果是否“有效”，一切交由实践去评判。德鲁克在进行管理学研究过程中，始终以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为己任，始终关注研究成果能否对管理实践产生切实有效的作用。如果不能产生实际的效果，他就认为是失败。即使未产生效果不是他的理论造成的，也会使他产生极大挫折。“我一直认为，有经理观念的负责任的员工和自行管理的工厂社区是我最重要和最有创意的思想，也是我所做出的最大贡献。不管这些概念在日本有多大的影响，通用汽车公司及其经理人员拒绝采纳它们，结果使得这些概念对我所在的国家毫无影响，这是我遇到的最大和最让我感到恼怒的失败。”

[1]




德鲁克大部分的管理思想都是针对实际的管理实践的。例如《公司的概念》中的分权管理制度、事业部制度，《管理的实践》提出的管理企业、管理管理者和管理员工及工作的原则方法，《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对于管理者自我管理的原则方法，等等。即使是针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方面的阐述，其目的也是为了社会和企业的改进，以符合某种社会价值观。另外，德鲁克本人的管理学研究经历中，也始终和管理实践前沿紧密联系，长期从事管理咨询工作。

由此可以看出，德鲁克无论是从个人价值观还是从研究偏好，都是把实践放在首位或者核心位置上，并在实践基础上，展开对社会能产生实际影响的学术研究。



实践性的思想话语



德鲁克的文章，特别具有可读性，无论读者是否接触过管理学，对于他的文章都有如获至宝之感。这种如获至宝之感，其实是一种实用性或者有效性的体现，即对读者实用、有效、不艰涩。在《管理的实践》1985年序言中，德鲁克这样写道：“我相信本书之所以如此成功，原因在于内容既无所不包，又写得浅显易懂。每一章都很短，却又完整说明了管理的基本观念。当然，这正符合撰写本书的初衷：我希望提供曾经在客户公司中与我共事过的管理者工作上所必须知道的一切，协助他们为高层管理职位预作准备，同时书中的内容又必须好读而易懂，即使是忙碌的企业人都能在有限时间内抽空读完。我相信，正因为本书能兼顾这两方面的需求，因此尽管本书问世后，30年来出版过的管理书籍如过江之鲫，本书仍然持续畅销，而且无论读者是在政府部门还是在企业中服务，已经担任企业管理者还是有志于管理工作，都把本书当成他们最喜爱的管理书籍。”

[2]




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法学等社会学科中，都充斥着大量的专业术语，其学科体系也是由专业术语及专门的分析方式所建构而成的。因此，这些学科内部形成了一个专业话语圈，如果没有相关的专业背景和基本的学术训练，很难理解他们的学术著作，这样就使得这些学科与社会大众隔离开来，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些学科的思想传播。而德鲁克深切了解沟通方式的重要性，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中，德鲁克特别强调“互相沟通”的重要性，只有实现有效的沟通，才能够实现正确的管理。德鲁克正是考虑了思想的传播有效性和实践方便性，故而选择了常识性话语来作为他的论述风格。通过这种朴实无华的论述方式，他的思想成果很快得到了众多管理者和社会人士的共鸣，并迅速得到了运用和推广。在有的学者看来，“他被世人认知为管理宗师，不仅因为他想得明白，更是因为他讲得清楚！”

[4]




实践性的方法论

在《21世纪的管理挑战》一书中，德鲁克曾明确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管理范式：“无论是在组织内部还是在组织外部，无论是组织能控制的，还是完全不能控制的，只要是那些能够影响组织的绩效和成果的，就是管理的中心和责任。”

[5]


 这个管理范式特别关注于“能够影响组织的绩效和成果的”工具和现象等各方面，将“有效”视为管理的检验标准，充分体现了实践性的方法论。实践性的方法论不拘泥于某些理论的“科学性”和缜密的“逻辑性”，而是将管理实践的实际效果放在第一位，并将管理实践的实际效果作为衡量管理是否有效的唯一标准。

德鲁克反对根据纯理论来设计组织制度，他认为纯理论中的制度是“僵化的、教条主义的、停滞不前的。这样的制度是凭空想象的结果，它脱离了实际经验和实际问题，只能运用行政指令实施管理，因此会引起人们的不满……纯理论制度的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每一个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都会给既定的制度带来挑战，对其基本原则形成冲击--因为无论一种制度有多完美，也无法预见将来可能发生的问题，并事先制定出解决办法。最后，对于一个具体问题，纯理论制度关心的是它的解决办法是否与既定的原则相统一，而不是这种方法是否恰当。纯理论制度为自身的发展设置的障碍，它无力知道具体的管理活动，即一切管理体制的首要任务。”

[1]


 但是，这并不是说管理就是一种“实用主义”，管理有一定的原则或理念作为行为的指导，从而“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而没有指出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1]


 他形象地指出，这些原则和理念“不该成为一成不变的规则，相反，它应该发挥罗盘的作用，引领人们翻越崇山峻岭。虽然实际上的路线要依照自然的山势地形，但是无论你绕了多少弯路，在途中如何迷失了方向，每走一步，罗盘都会显示你和实际的偏差，并最终把你带往目的地。”

[1]


 在他看来，“通用汽车公司的组织本身，它的具体机构、政策和决策都是在处理具体事件、应付具体人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通用汽车公司的组织体制经过了长期的历史发展，所以它实际上的组织形式有很多不符合一般组织原则的例外……逻辑学家和制度制定者都希望组织体制存在逻辑上的连续性，但往往事与愿违。一些理论上可以这样或那样解决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现实中从未得到解决，有的甚至根本不曾出现。换句话说，通用汽车公司是一个运行中的、发展中的人的组织，而不是一个静态的规划蓝图。”

[1]




德鲁克始终坚持实践性的方法论，但这并不表明他反对理论，而是对教条主义始终抱着警惕的态度。他认为，理论始终与现实存在着距离，一个好的理论应当是原则性和理念性的，这些理论，也始终应当用实践的结果进行检验和修正。

总之，实践是彼得·德鲁克管理学思想的核心，他的研究目的、思想话语和研究方法论都带有强烈的实践性。如果只知道实践，而没有必要的理论总结，固然难以成就一名优秀的管理者；但如果只记住了理论，而忽视了实践性的方法论，则可能犯教条主义错误，本末倒置。学习和运用德鲁克的管理学思想，必须要灵活把握德鲁克管理学思想的核心和灵魂--实践，而不能脱离实践去盲目使用他的某些具体化的研究结论。掌握德鲁克的实践性方法论，而不是那些具体的管理方法，才能“无招胜有招”，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最适宜的决策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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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作者：齐经民，燕山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主任、教授。）

在德鲁克诞辰100周年之际，最好的纪念方式就是深入研究和领会他的经典管理思想，学习他的管理探索精神与思想境界，为深入开展管理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活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对德鲁克先生早有耳闻，2008年秋去北溪上课返回途中，在沈阳新华书店购买了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德鲁克的《管理：使命、责任、实务》（使命篇）、《管理：使命、责任、实务》（实务篇）、《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与《下一个社会的管理》等10本系列专著，开始从原著了解德鲁克的管理认识思想。德鲁克的贡献巨大，他为管理学打开了一扇宽敞的大门，开拓了一个广阔的管理研究领域，令人敬仰，在他诞辰10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表达敬意与怀念。）



德鲁克的经典管理思想



德鲁克关于管理的认识思想，是他对管理事业贡献的宝贵精神财富，非常丰富，包括以下诸多方面。



关于管理的重要性



在自然界的人类社会里，管理早就有了。但是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人类生活需要的角度研究认识管理并不多见，而在德鲁克的著述中却显而易见。[1]

管理是新机构的特殊器官，不论这种机构是工商企业还是大学，是医院还是军队，是研究实验室还是政府机关，如果要使这些机构正常运作，就必须进行管理。

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一种新的机构，能够像管理一样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被证实是人类不可或缺的；同时甚至也很少见到有一种新的机构，能够像管理这样在极少反对、极少干扰和极少争论下顺利崛起；而且以前也从没有一种新机构，能够像管理那样如此迅速而成功地席卷全球，并跨越了种族、信仰、语言和传统的界限。

在当今的发达社会里，就算没有贵族、大地主，甚至没有资本家和企业界大亨，也离不开大型机构中管理者的领导，社会要依靠这些管理者的知识、愿景和责任心。可以说，在这个社会里，一切都以管理的使命、责任和实务为中心，管理既是必需品，又是重要贡献，而且也是研究与知识的主题。

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管理是决定性的因素。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快速发展的地方，都特别强调有计划、有目的地培养管理人员与推动管理的发展，可以说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正是管理的结果。



关于管理学的内容及其学科性质



管理学是一门非常复杂的学科，对其性质与内容的界定，是研究和掌握这门学科的一个基本点。德鲁克很早就做了探讨，明确和强调管理学的应用性及其价值。

[1]




管理学是一门学科，有些专门的技巧专属于管理学，而不隶属于任何其他学科，如组织内部的沟通、不确定情况下的决策、作为企业家技巧的战略规划等，具体内容包括制定目标、组织工作、激励和沟通、绩效衡量和培养人才等。

管理学是一种实用学科，而不是一种纯理论学科，就这一点而言，它可同医学、法律学和工程学相比，它所追求的不是知识，而是绩效。



关于管理的本质与任务



德鲁克就管理的本质与任务讲得非常简明深刻。他认为：管理的本质就是使知识转变为生产力，管理的对象是人，管理的任务则是使人类能够扬长避短、共创业绩，

[2]


 并从全球社会需要的视野做了阐释与提示。

[1]




把管理知识与管理能力从发达国家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去的任务，迅速地推动和开发企业家精神和管理能力以便能满足发展中世界期望的任务，依旧是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

由于社会正在迅速成为一个由各种组织构成的社会，包括工商企业在内的所有机构都必须对生活质量承担责任，必须把实现的基本价值和目标作为其持续的正常活动的主要目标，各种机构必须学会使生活质量与其主要任务保持一致，管理的任务就在于使个人的价值观念和渴望的目标转化为组织的动力和绩效。

管理是组织机构的一种器官，无论是企业型的组织机构，还是公开服务型组织机构，这些机构又是构成社会的一种器官。一般来说，这些组织机构的存在，是为了做出某种贡献或从事某种社会功能，如果不是立足于管理绩效的视角以及绩效要求的视角，人们根本无从理解和界定管理，更无法在实践中实施管理，管理的任务就是其存在的原因。



关于管理者



德鲁克非常重视管理人员，对管理者的职责、资格等做了论述和强调，对管理者有较高的要求。

[1]




作为一门特殊的学科，管理有其自己的基本问题、特殊方法和特别关心的领域，那些理解管理学，但并不具备最基础管理技巧和运用管理工具技能的管理人员，应不失为一个有效的管理者，甚至可能是第一流的管理者；相对而言，那些只知道管理技巧和管理手段，但并不理解管理学基本原理的人，却不是一个管理者，最多只能算是一个技术人员。

管理是相对于所有权、地位或权力而独立存在的，它是一种客观的职能，并应以绩效责任为基础，它是职业性的。管理是一种职能、一项要完成的任务，而管理者则是实践这门学科、执行这种职能并完成这种任务的职业人员。

管理者第一位的职责，就是推动他所服务的机构完成其使命和目标，即实现该机构存在的价值，而不论它是商品还是服务、学习或患者护理。但这样的职责还远远不够，每个机构都是为社会存在的，并且存在于社区之中，任何机构都必然会产生各种影响，并进而对自己所产生的影响承担责任。

管理者不能满足自己掌握的机能、工具和技术。如同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在政治和经济上走向多元化一样，在管理上也出现了多元化的倾向，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以及许多其他人，都必须在管理方面互相学习。需要学习如何在一个机构和一种管理中把两种不同需要协调起来，协调超越国界存在的共同世界经济中的管理一致性的需要和文化多样性的需要。

人员的培养还要求管理者具有一种基本的品质，这就是要求管理者要有正直诚实的品质。

[3]






关于管理资源



德鲁克认为，管理者有一种特殊的资源，那就是人员。人员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资源，对人员这种特殊的资源进行经营，始终要培养人才，管理人员是否按正确的方向来培养其下属，是否帮助他们成长并成为更重要和更有价值的人，将直接决定他本人是否得到开发。

[3]




人力资源不同于其他资源，它们具有个性、公民身份，并能够对是否工作以及工作多少或好坏加以控制，这就要求有职责、激励、参与、满足、报酬、领导、地位和职能等。

[1]




智力、想象力及知识，都是重要资源，但是资源本身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只有通过管理者卓有成效的工作，才能将这些资源转化为成果。

[4]






关于多文化管理



德鲁克认为，管理并不与文化无关，它也是自然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管理既要承担社会责任，又植根于文化之中。

[1]




管理也是一种文化、价值观和信念系统，还可以把管理看成是一种桥梁，连接着正在迅速成为世界性的文明和具有不同传统、价值观、信念和遗产的文化，管理必须成为能使文化差异为人类的共同目标服务的一种工具。管理已经日益突破一个国家的文化、法律或主权的范围，而越来越呈现出多国化特征，管理必须使个人、社团和社会的价值观念、渴望的目标和传统更富有生产率，而且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生产率。如果管理不能成功地使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特殊文化遗产发挥作用，那么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就不能实现。

必须把管理视为一种人文艺术，是一种能够进行客观检验和验证的各种发展的概括，同时也是一种信念和经验系统。



关于管理未来



德鲁克十分关注未来的管理，一方面对未来社会发展变化做出预测，一方面做出管理判断。

[1]




可以说，非工商企业的管理，今后将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它们的管理很可能成为管理的中心问题。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公共服务机构在管理方面的匮乏已经成为令人瞩目的缺陷，不论是城市自来水机构，还是大学研究院，都是如此。

可以预言，在20世纪未来的一段时间里，管理口号将是管理热潮过去了，管理绩效的时代来临了。今天的绩效考核等已经成为评估企业管理、政府管理等社会流行的“语言”和管理现象，这正是德鲁克预测的社会的管理绩效的实态。



德鲁克的经典管理认识思想启示与管理新视野



上述仅仅是对德鲁克的管理认识思想的几个方面的简单概括，但所包含的内容并不简单，给人以很多的启示，激发我们进行管理探索与管理创新。



德鲁克的经典管理思想启示



德鲁克一生研究探索管理学问，指导人的管理活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管理思想令人思考，给人的启示很多。



管理探索价值



一般来说，人生总是要从事职业，获得收入，满足生活需要。由于职业特点与从业方式的不同，分为种植、纺织、建筑、商贸等各行各业。从实际情况来看，人们大都在自己的行业领域的小天地里从业经营，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谋求更多的收入与富裕的生活，这是天经地义的。

而从德鲁克的职业人生来看，却不仅如此。他从事管理探索、教育、咨询等，超越了个人、行业、国家与地区，他用关心人类生活的宽阔思域，慈目善心观察人生，以全球管理事业为己任的境界研究探索管理，目的是为了人们生活更好。

他反复指出，各种机构必须学会使生活质量与其主要任务保持一致，强调把管理知识与管理能力从发达国家移植到发展中国家，迅速地推动和开发企业家精神和管理能力以便满足发展中世界期望的任务。这正是德鲁克管理探索价值所在，也是研学德鲁克管理认识思想的应有追求。



管理真谛来源



德鲁克一生著述颇丰，成就卓著，经典管理思想惠及管理学界、企业界等，促进了管理科学的发展与管理实践的进步，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进步做出了贡献。为什么能够在有限的职业生涯中产出丰硕管理思想，取得骄人的业绩？他在著述中给出了答案，这就是从实践研究探索认识管理。

德鲁克善于观察研究社会变化的实际，探索认识管理，如他通过“管理热潮”探索管理职能与管理任务等，实事求是。

存在决定意识，真知来源于实践。这不仅是研究探索认识管理的基本路径或方法，也是脚踏实地的作风，是成就事业、追求卓越的基本保证，很值得学习。



管理能动性掌控



人是高级动物，具有理智和能动性，做什么，不做什么，用什么方式和方法做，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或结果，总是进行思量，做出判断和选择，以达到预期目的，这对于组织以及社会来说极为重要，但做到这一点并不简单，必须进行科学管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要求，是对世事能做出比较准确的预测，在此基础上采取适宜的管理对策，驾驭社会生活，进行管理能动性掌控。

德鲁克不仅善于跟踪实践，从实践提炼总结管理思想精华，也善于放眼实践，分析事实，判断走向，预测未来，并及时提出关注和管理的要点。如他在20世纪70年代预言，在20世纪末的一段时间里，管理绩效时代来临，并指出谋求管理绩效时代的要求方面。作为社会机构中特别是工商企业的领导、指挥和决策的器官，管理是一种一般职能。在每个国家，实质上在每个社会中都面临着同样的基本任务，管理阶层必须为它所管理的机构指引方向，必须深入思考本机构的使命并为之制定目标，必须为实现本机构的贡献配置资源，要负责为本机构的愿景和资源配置提供指引，并使其有利于取得最大成果和做出最大贡献。再如之后的关于“柏林墙将要倒”、“苏联将要解体”等论断。（德鲁克在他预测的“柏林墙倒下”时所注意的不是一些大公司揣测的意义，而是认为公司之间的合作对于企业在跨国界的竞争中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在他预测的“苏联解体”时指出，现在我们必须要关注其资源和经济。）德鲁克总是善于前瞻性地进行管理探索，掌握事实，控制管理。

中国正在进行更加深入和广泛的经济等社会改革与创新发展，探索驾驭其上而因势利导推动其发展的管理，进行管理能动性掌控是必需的，以提高管理效益，避免走弯路与减少社会损失或浪费。



管理新视野



德鲁克认为，管理这个词很难理解，它表明一种职能，又指执行这一职能的人，表明一种社会地位和层级，也指一个研究领域，把管理看成是一种力量、一种职能、一种责任、一门学科，管理是组织机构的一种器官等。[1] 显然，管理是很复杂的，有多种含义，德鲁克为管理探索打开了宽敞的大门，开拓了广阔的管理研究领域。

按照人的管理意志，管理的主旨就是要使人把事情做好，达到预期目的，但促使人把事情做好的因素很多，不仅有人的因素，还有非人的因素。管理不仅来源于人的主观能动性，也来源于外界因素的客观自然性。应学习德鲁克的探索精神，像他那样开拓视野，进一步探索和认识管理。



无人的管理或看不见手的管理



在自然界的人类社会里，存在着某种力量在无形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人类的活动，可称之为“无人的管理”或“看不见手的管理”。

18世纪，英国学者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谈到“看不见的手”的管理，（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27.）当时是指市场经济活动中的经济人理性原则，以及经济人理性原则支配下的理性选择。这种选择逐步形成了市场经济中的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这些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个人自觉地按照市场规律生产经营。

类似于经济领域中的市场规律，人类社会的其他领域中同样存在着“看不见的手”在发挥着不可抗拒的作用。比如我国古代农学家贾思勰在其《齐民要术》一书中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东西方文化发展中心．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之道[M]．北京：人民人民出版社，1999：336.）其中，“天时”和“地利”就是指农作物生产的秩序或规律，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农作物的生长。

其实，在人类社会中，人类活动的背后都隐藏着一种控制力量，规定人的活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种力量主要包括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等，自然规律是大自然存在的法则，是宇宙运行的秩序和规律，在无形之中决定了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物的运行。社会规律则通常表现为社会生存与发展规律等，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东西，它控制着社会的运行与人的生活。

“无人的管理”客观存在，并发挥着不可抗拒的作用，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面临的挑战，应该把它提到我们的认识日程。



管理的来源与实质



人在自然界的人类社会里生活，为满足吃、穿、住、行、娱乐等各方面需要，从事食物、衣物、房屋等各种物资的生产劳作，存在着来自多方面的管理，甚至不管是否意识到，都在发挥作用。管理总是表现为对人类活动的提示与约束，源于自然界，是自然力的作为。

（1）管理源于自然界。管理作为人类认识与实践的结果，源于自然界。人本身就是大自然的产物，大自然造就了人，并给予人类生活的栖息地、资源和环境，使人类得以生息繁衍和发展。人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孕育生成和成长，是自然界的杰作。

同时，大自然还造就和赋予了人的高智性与能动性，使人具有很高的智慧和管理的能力，能够了解、认识包括人自身的自然界，利用知识和经验指导自己的活动，从而在地球星体的自然界里具有主导性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人类主观活动的管理源于客观的自然界。

（2）大自然的管理。大自然不仅造就了具有一定管理能力的人，还通过各种信息指导人的管理活动，它以气温、季节变化、植物生长等自然信息，用风、雨、雷等自然声音，告诉自然界的境况，在自动维护自然生态的同时，指示人类活动，对人类进行管理。

（3）管理的实质。从人类对自己的管理来讲，管理是人的高智性和能动性的体现，是人大脑指挥系统的高级活动，它与人同在。有人的地方就有人的管理活动存在，人们做事总是进行思量、思前想后，做出选择与安排，都是在管理之下进行的，可以说，管理是人机体的机能。管理的实质是人体自然力的作为，是人本质属性的反映。

从大自然的客观管理而言，管理是自然因素对人的生活进行指导的过程，它通过地球等物质及其生态系统生存运行所发出的信息，如气温、季节、风、雨、雷等，作用于人，使人认识和应对，按照大自然表明的常识、秩序、规律做事，这是自然界的理性要求。

从根本说，管理是自然力的作用。自然界用各种“法则”支配和控制着人类的活动，对人类的行为进行管理。而且，是自然力造就了人，给予人自然界和栖息地，赋予人理智和能动性，规范人的活动。因此，管理的实质是自然力的作为。



多重管理论



在自然界的人类社会里生活的人，具有两种角色，既是属于自然界系统的生物，又是属于人类社会系统的成员，存在着多方面、多层次的多重管理。



对管理的新认识



人生活在自然界的人类社会里，每个人都是一个行为主体，既是管理的施予者，又是管理的对象或被管理者，同时人的组合又分别以家庭、企事业等组织单位、行业部门、区域社会的国家、人类的全球社会等多种形式存在，并存在着对应的管理。

管理作为自然界中人类活动的一种现象，是自然界作用于人的结果。自然界赋予人智慧和能动性，使人类能够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追求更好的生活。同时，管理的施予者并非只有社会中的人，还有自然界因素。作为管理对象的“人”也不仅是自我存在的人，还包括以多种形式存在的人。管理无处不有，无时不在。

所谓管理，是多种管理因素促使人对生活进行的谋划安排、行动控制与总结改进的活动。



多种管理因素分为自然界的管理因素、社会的管理因素和个人的管理因素



自然界的管理因素包括气候、动物、水域、环境、生态等；社会的管理因素包括家庭、单位、行业、国家、全球社会以及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等；个人的管理因素包括知识、性格、兴趣、经验、悟性等，可统称为管理方。



这里的“人”既是管理方又是被管理方



作为管理方的“人”包括进行自我管理的个人和处于管理地位的专门管理人员，后者如家长、厂长、县长、校长、院长等；作为被管理方的“人”，即是管理对象，是以不同组织形式存在的具有特定社会角色的人，包括家庭、单位、国家等组织的成员。



“生活”即是人生存与发展所进行的各种活动



包括生产劳作、家务劳作、生育与吃穿住行的消费等；“谋划安排、行动控制与总结改进”，即是驾驭在生产劳作、生活消费活动之上的指挥控制活动。

管理具有特定的内涵，包含管理方与被管理方两个基本方面，管理活动是这二者关联作用的过程，天人合一。



多重管理



从管理因素或管理方的视野考察，存在着多方面、多层次的多重管理，主要可概括为七个方面，即个人管理、家庭管理、单位管理、行会管理、国家管理、全球管理与自然管理，如图7-1所示。




图7-1 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多重管理

注：参见齐经民等编著的《人力资源管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第23页图1-3



个人管理



个人管理，即是个人的自我管理。一般的正常人作为家庭成员、企事业单位成员等都存在自我管理，对自己的活动进行选择并做出计划安排，特别是个体从业人员尤其注重经营算计，进行经营管理。



家庭管理



家庭管理，即是家庭主要成员的管理，作为家人或家庭的成员，要符合家庭的要求与约束。家庭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组织单位，进行生产、生活和消费活动，存在着养育子女、赡养老人以及消费算计等方面的管理。



单位管理



单位管理，就是组织单位对所属人员进行的管理，包括农场、工厂、商店、医院、学校等社会组织的管理。这些组织又可分为企业单位、事业单位和非营利组织，它们分别从事特定的社会事业，为社会提供产品或劳务，并进行各自的管理。



行会管理



行会管理，就是行业协会对所属行业的从业人员以及企事业单位等进行的管理，它是通过提供有关情报、信息、咨询，组织人员培训，进行技术和经验交流，商定行规和行约等进行管理，并开展行业调查研究，提出行业发展规划和建议等进行管理，主要进行引导性的管理。



国家管理



国家管理，主要是国家各种职能机构对所属地区的社会进行的管理，主要包括立法机构制定法律，政府机构通过规划、规章、政策进行管理等。国家管理可细化为许多具体内容，如包括从中央政府到省、地市、县区、乡镇各级政府的管理等。



全球管理



全球管理，就是作为人类社会管理者，为了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对全球的人类社会生活进行的管理，包括对各类国家、各种社会、各个地区的人的活动的管理，如联合国机构对全球社会的经济、政治、教育、卫生、发展等进行的各方面管理。



自然管理



自然管理，就是自然界的自然机制、自然秩序与自然规律对人类的指示、约束与教训，主要是以气温、季节变化、植物生长等自然信息，用光、风、雨、雷、电、雹、灾等自然声音，告诫人类，指示人类的活动，对人进行管理。

上述的个人管理、家庭管理、单位管理、行会管理、国家管理、全球管理与自然管理这七个方面的管理紧密相连，形成了“以人为本”和“以人为核心”的人做事的特定机制与形式的管理体系。其中，人做事包括和涉及多方面的因素，主要有人、环境、场所、器具和材料用品等，人做事的过程是各种因素结合作用的现象。人是能动因素，处于核心和主导地位，物为人所用，事为人所做，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显然，管理的核心和根本是人，从根本上说，管理是对人做事的现象进行的管理。

在自然界的人类社会中，个人属于家庭，并作为职业人属于一定的企事业等组织单位，企事业等组织单位属于一定行业部门，行业部门属于一定的区域社会或国家，国家属于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属于大自然，与之对应的管理活动联系为一体，关联作用。其中，个人管理与家庭管理促进文化传承与生活方式改进，单位管理与行会管理促进事业发展创新，国家管理促进区域社会发展，全球管理促进人类和谐进步，自然管理促进天人合一，这些管理由低到高、由高到低，互相促进，互相作用。这种以自然管理为基础、以个人管理为根本与核心的七个方面的管理环环相关，紧密联系，共同推动人类生活改善、社会和谐与自然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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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见过彼得·德鲁克一次，但是却终生难忘。他不仅是一位管理学“大师”，也是一个优秀的人。在我的博士研究生学习以及作为管理学院的教授工作初期，我一直关注于他的经营洞察力，他对促使企业成功的因素鞭辟入里的分析，以及那些既有效率又有效果的方法。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对彼得学习和研究的兴趣转到了他后半生关于非营利的作品中了。

这里将主要谈谈运用彼得·德鲁克宣扬的社会企业家精神的战略。他的愿景包括寻常的个体和他们的组织能通过社会革新完成“不寻常的事情”。有的时候据说最好的真相和最真实的真相来源于某人切身的经历，当然这似乎只有在某人谈及努力改变世界的时候如此。因此，我会从我自己的生活、我个人的实践谈起，而不是什么抽象的理论或是对他人的观察。但是，我心存谦卑，并且清醒地认识到我们都必须不断学习，不断提问，不断批评我们的工作。

我的讨论集中于我在Marriott学院或其他背景下的商业同事、学生和我自己创办的社会企业。通常这些一开始是作为班级项目，后来逐渐演变成非营利的公司或社会企业。利用大学作为孵化器，我们联合企业，利用有效的企业模型，并开发最佳实践，因此全球的穷人都能自给自足。希望读者能获得有关如何创办自己的社会企业的启示，学会利用人力和金融资本的新资源，开发社会革新，加速它们的发展并改变世界。

在我详细介绍之前，我想引用几句曾为我的工作带来灵感的经典的“德鲁克思想”，我将用几个NGO或NPO的案例来具体说明这些思想的运用。这些案例是行动研究项目，当时动员了管理者和他们的公司，还有管理系的学生、教职工、校友、咨询专家和企业家来致力于解脱人类的苦难。这些案例将表明商业模型能解决全世界的失业问题，并减少贫穷，尤其是在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严重损害的处于社会边缘的人。

我希望这些简短的案例会提出一种从商学院环境中获得领导优势的管理原理和概念，并将其运用到解决现实的社会痼疾中的机制。这些原理和概念需要与来自公司部分的新的愿景、彻底的干预和最佳的实践相结合，这样就能产生创新性的方法来与贫穷作斗争，创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通过这个过程，有利于社会企业家精神能够将企业转化为更加符合伦理和更具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因为它们为社会的无产者服务。同时，NGO们也能获利，如更迅速地扩大规模，联合其他的组织加快它们的工作，并开发出“不同寻常”的解决问题的公司文化。从这样的创新和合作中所获得的协同作用，会给社会企业的组织在设计和战略运用方面产生有变革能力的作用。



案例一：MicroBusiness Mentor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法就是创造它。”——彼得·德鲁克

德鲁克认为我们能通过采取行动改变未来，创立一个更好的社会，但是这一切都取决我们是否这么做。在过去的10年，美国国内就如何应对来自拉丁美洲的贫穷移民人数的急速增加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辩论。我的家乡犹他州离墨西哥很近，那里这样的移民数量是巨大的。许多英裔美国人为这些人的出现深受打击。他们尤其对政府资源的消耗感到不安，例如保健的供给、小孩的教育、失业率以及对这些没有固定工作或纳税的批评。

公众的意见开始分歧，因此我的管理专业的学生和我决定做个实验，创造一个微信贷资源来帮助这些移民创业，学会如何成为企业家，如何注册他们的小企业并交纳税款，从而帮助他们生存。我们的目的就是帮助他们从非正式的经济中摆脱出来，进入到正规正式的系统中去，这样他们就能更加自给自足。在本地进行操作的机制就是通过产生一个以学生为基础的微信贷和培训企业，我们称之为MicroBusiness Mentors.

我们的工作开始于2003年为学习服务的大学实验室。为了更加透明，这里我需要告知读者的是我自始至终扮演了创始人和委员会主席的重要角色。在我的事业生涯里，我一直寻求在我的教学中发展出以行动为基础的学习成分，这样就带来了很多与全球贫困作斗争的战略的设计和执行。MicroBusiness Mentors是在我的社会企业家精神的课程中作为一项班级项目创立起来的，其中一队研究生学生与来自Brigham Young大学的其他学生合作，对犹他州Provo镇中学附近逐渐壮大的拉美社区进行了一次需求评估。

我们发现本地区拉美居民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与其他临近地区不同：一般家庭收入低于20 000美元，较高的暴力犯罪率，较低的高中GPA，更多的公众资助的住房补助，官方的贫困比例范围从52%～84%，在本市的小学中有28%～51%的学生有将英语作为第二外语的需求，并且学生的流动率达到每年50%～64%，这是由于西班牙家庭因无法支付租房支出被迫迁移。

在我们对Provo镇中的拉美家庭进行的调查中发现，48%的人报告称没有存款，71%的人年收入低于30 000美元。当我们询问他们对自己创业是否感兴趣时，81%的人回答是肯定的，同样，78%的人报告说他们对接受商业培训感兴趣。但是令我们感到吃惊的是，只有55%的人对获得贷款表示感兴趣。

因此，我们开始认为传授商业技能可能应该成为我们的第一选择。根据这些数据，MicroBusiness Mentor(MBM)创立，并开始在大学校园附近宣传我们给穷人提供的服务。

我们为MBM项目运作设计了一个四支柱系统：西班牙语言培训、团体支持、导师和贷款。简单地说，培训似乎引起了参加我们调查的78%的成年人的兴趣。因此我们设计了8个模块，每个模块教授8周，每周1次。在这8周中，参加者了解彼此，成立小组进行培训案例学习，分享观点和经历，所有的人最后都会完成自己的小企业创业计划。这种相互支持的系统形成了团结和信任，这对接下来的情况非常重要。

我们的客户移民自南美洲和中美洲的各个国家，西班牙语发音、俚语、风俗习惯、规范和价值观都各不相同，而且对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会有偶尔的反感。在一些情况下，他们的背景中可能包括他们不再享有的中产阶级的舒适。而有几例情况是他们的国家正在由于领土纠纷发动战争、军事冲突或最有可能的就是足球纷争。因此，在他们富有团结精神的群体中，社会资本对他们在MBM中实现自己的小企业变得至关重要，更加重要的是，这对他们在美国社会中的成功也是至关重要。正如我所观察的，这种类型的相互支持成了一个关键要素。

如果小组成员坚持完成8部分的培训，并具有获得500美元贷款的资格，就会举行一次MBM毕业典礼，颁发结业证书和贷款。小组的每个成员将签署一项承诺书保证除了自己的贷款外，还将偿还彼此的贷款，因此这个小组就成了社会担保。这个技术有时被称为“同伴借款”或是“合伙小组贷款”。小组承诺和同伴压力会将借款人违约率降至最低。而且，成员彼此教会按时全额偿付的责任和重要意义。毕业获取第一笔贷款后，MBM的小企业创业者接下来将开始创办他们的小公司，每人都会分配到一名自愿导师，保证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至少每月用西班牙语对他们进行指导。这将持续到个体有资格获得更大的贷款-5 000美元。这时，我们将带他们到正规的银行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的资本来扩大业务。

现在，MBM似乎正在帮助他们自己在就业方面产生相当有希望的结果。成百上千的犹他拉丁美洲人已经获得了指导和培训。那些完成培训的人已经得到贷款，开始了小企业的创业。到目前为止，至少到现在几乎100%的人已经偿还了他们的微信贷债务。现在，MBM正与一家社区行动机构的附属单位-Provo镇的Centro Hispano-进行合作。这样，捐赠者就可以因为提供金融支持而要求减免税收。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吸引了几家社区银行和信用联社的兴趣和金融支持，他们想要为资助这项努力提供帮助。他们似乎意识到营利性的业务不仅可以做好事，而且也能在将来享受到经济利益，因为那时小企业家们从非正式的部门“毕业”出去，所需要的更大的金融服务只有大型的传统的银行才能提供。在这个过程中，MBM会扩大自己的服务和贷款资金给越来越多的贫困家庭。通过MBM的团体产生的社会资本的战略力量在那些来自拉丁美洲的绝望的移民中产生了意义深远的结果。随着这项革新不断地深入开展，我们可能会更加全面地理解德鲁克所说的通过创造新未来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含义。



案例二：Unitus



“你想别人记住你些什么？”——彼得·德鲁克

对于生命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对一个人如何生活、一个人的遗产会是什么的探寻。在德鲁克经典的《管理非营利组织》一书中，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认为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对那些年轻人有着重大个人影响的重要人物，让年轻人不断在人生的各个阶段思考这个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推动着我们的生活，并在我们的一生中指引我们向着更具有意义的目标方向前进。

对于我的一些管理者朋友来说，从他们40岁左右的时候开始直到以后，这个问题就开始引起一些内心的斗争。他们成功富有，拥有佳偶孝子和成功的事业。在我的这些朋友中，其中有一位是美国最大的科技公司之一的高级副总裁，另一位是一家制造公司的CEO，还有一位市东海岸一家大型投资资本公司的管理合伙人，然而他们想知道生命应该还意味着什么。他们每个人都曾读过我的一本书，并开始打电话或是飞到犹他州来讨论，思考着他们如何才能为社会所改变。很长一段时间，几乎都是对话，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些人开始考虑他们想要被怎样地记起。他们意识到他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大宅子、漂亮的汽车和公司的权利。最后经过了一年的辩论、战略的形成和计划，我们组建了一个非政府组织或微金融机构（MFI），名叫Unitus，意思是“联合我们”。

我们决定与其成为又一家NGO，不如做点特别的事情-帮助小型的微金融组织迅速而扎实地发展。作为一家MFI加速器，Unitus的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第一任委员会主席，我建议我们从墨西哥开始，因此我们在Tula建立了一个新组织名叫ProMujer。自此，我们单单在墨西哥就创立了489家墨西哥公共银行，并发放了800万美元。从那里开始，我们去了印度，并发现了一个名叫SKS的小NGO，其增长潜力喜人。我们向它提供资金、培训、专家和新技术，现在她已经成长为一个巨大的成功的组织了。

印度的其他新兴小型MFI也不断创立。得不到银行资助的那些穷人的金融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每个组织都是应运而生。在Unitus，我们逐渐开发出一个模型，加速那些最有希望的组织的发展。它们中有很多由于缺乏充足的资本扩大业务而止步不前。因此，我们筹集了大量的新资金来提升和加深他们的作用，而不是让他们到达了几千小企业家的停滞期，而无法进一步发展。后来我们向东非扩展，现在我们在那里有超过200 000的借款者，在阿根廷我们有20 000左右的借款者，同时扩展到了地球的另一端，例如印度尼西亚。

在短短的几年里，Unitus已经成长为一个重要的全球微金融机构。各大媒体对这群朋友们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如福布斯的财富杂志，商业周刊，华尔街报和伦敦金融时代周刊。我们能体现管理者、学术界和企业家是如何联合起来，设计和发动从商业世界来解决人类苦难的创新性战略。通过集聚资本向小型NGO发放大额贷款，这样他们就能迅速发展。

在过去的10年内，Unitus获得来自Fast Company杂志的多次奖励，这是一种认可，被评为年度社会资本奖。它还获得了比尔·克林顿的全球首创精神奖。Unitus的MFI的合作伙伴还由于他们的卓越管理获得多项奖项。一些职员和委员会成员也由于他们的公正而获得奖赏，一些重要的新基金也得到了杰出个人的支持，例如e-Bay的创始人，Pierre Omidyar,微软的比尔·盖茨以及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

这些Unitus的创始人的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几乎每一个个人也都创立了自己的个人或家庭基金。除了作为Unitus的主要创始人之外，有一个人还为南太平洋岛上运作的其他NGO提供帮助，另一位对自己所在的当地社区为孩子们提供服务的United Way项目提供资金。还有一个人在肯尼亚创立了MFI，现在已经是当地最大的MFI之一。另一位为加纳的小企业家们提供帮助。

尽管在早期起步阶段，他们的公司有时会提供帮助，但是在Unitus的第一年中所产生的1 100万美元几乎都是来自创始人自己的口袋，而不是来自他们的业务，更绝不是来自政府的赠款。这些创办人不仅开发了一个创新性的新战略与人类苦难作斗争，他们还在与全球不公平斗争中运用成功的商业模式变成了冲破公司围墙的推动者和撼动者。也许最重要的是，他们每个人都形成自己独特的终生使命，即由于超越公司底线的某物“而被铭记”。



案例3：HELP国际



管理“涉及人，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成长和发展，社会结构，社区甚至精神层面的东西……”——彼得·德鲁克

德鲁克认为最佳的管理教育必须不只是关心经济和生产力，而是涉及领导者的内心和精神，以及伦理道德事务。HELP的案例表明了“普通人”如何能成就不寻常的事情，正如本文开头所提到的。

这个组织是在1998年年末Mitch飓风在中美洲肆虐后出现的。当时，有20 000人丧生，20 000人失踪，100万人无家可归。在洪都拉斯，全国损失了90%的庄稼，70% 的基础建设被毁，像泛美州的高速公路等大型桥梁和高速公路被彻底损坏，专家宣称洪都拉斯倒退了50年。

当我在电视上看到这场灾难时，我不禁想问：商学院能否处理像这样的社会问题-经济灾难？我们有没有什么能提供的？我们是否与全球灾难有关联？

作为一名教授，我开始挑战自己试图找到答案，来确定我们是否能涉及一些创新性的策略以便能让Marriott学院成为为穷人服务的机构。

我开始招募一些学生，我们发起了一门有关社会企业家精神的选修课程。我们决定准备在学期结束想办法去洪都拉斯，因为它是受灾最严重的国家。我称这种我们开发的教育为“以行动为基础的学习”。我们利用了整个学期和学期结束后的时间来完成了新的社会革新的设计，它需要学生和老师要像同事一样合作。

我们称这个项目为HELP（帮助消灭贫困）。我们项目的成果相当惊人。那年夏天我们在洪都拉斯拥有了46名志愿者，他们是来自BYU、犹他大学以及斯坦福的学生。我们筹集到116 000美元。用这些钱，我们开办了47家公共银行，绝大多数都是由妇女团体构成。我们将她们召集起来，培训她们如何自给自足，如何成为社会企业家，如何成为小企业家。

她们中有很多人失去了丈夫和工作。粗略的说，我们帮助创办了大约800家新的小企业。那些成百上千的工作，平均每家5个人因此受益。这就意味着大约有4 000个家庭成员通过我们开办这些公共银行所能提供的贷款获得了力量。

除了小额贷款，我们的志愿者们在1999年的整个夏天还提供了大约20 000小时的现场社区服务。他们把小孩送到乡村的医疗机构。他们把学校的泥巴铲清并重建校园，抹石灰墙，给受损的结构消毒，给墙撒沙子油漆。其他人重建家园或者指导街上的小孩。还有些人造小菜园，并教各家各户如何成为小菜园专家，这样他们就能生产出够自己食用的有营养的蔬菜。

在学校重新开课后，一些BYU志愿者在学校教书，其他人提供计算机培训技能。我们将来自美国6个州的供应物带到这里，其中包括一些家庭捐赠的新生婴儿和妈妈用品，给一无所有的难民营家庭的卫生用品，为孩子教育用的学校设备和基础材料。我们还用我们带到这个国家的现金购买了额外的物资，这也有利于洪都拉斯的经济。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创办的小组织-洪都拉斯HELP-如今已经成了国际HELP。后来，在2001年萨尔瓦多的两次大地震的毁灭性灾难后，HELP开始与Habitat for Humanity合作。在1999～2009年间，从洪都拉斯到危地马拉、秘鲁、玻利维亚、萨尔瓦多、巴西、乌干达以及斐济，它不断壮大。我们已经有来自BYU和其他大学的超过1 200名学生致力于HELP的工作，为穷人服务，培训小企业家，帮助农民，在孤儿院作志愿工作，在乡村和卫生所进行保健工作，教授小菜园技术，造房子等。这些广泛的工作已经成了做好事和帮助无产者的重大策略。

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曾在HELP的成功中提供帮助：US Synthetics、Decision Wise、Marriott Corporation、RBL咨询公司、沃尔玛、Jet Blue等。正如德鲁克曾经提到的，HELP已经能够“将捐赠者转变为贡献者”，也就是不仅仅提供金钱，还包括培养他们的技能。这些管理者成了顾问，在派遣分队里服务，提供为公共利益服务，并在税收、法律服务和财务方面提供帮助，当然还包括提供现金捐赠。随着时间的推移，HELP和私人部分都学到了核心的一课，那就是如何有效的合作来产生双赢的合作关系。

HELP国际的工作也强化了公众对大学和犹他商学院的看法。在洪都拉斯，联合国、红十字会和美国政府官员，都为那些只想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年轻学生的举动感到吃惊。在HELP工作的8个国家中，已经有许多新闻文章进行了报道，其中包括美国国内。现在，我们已经开始为2010年在卢旺达的启动进行筹划，这个国家在几年前遭受种族灭绝的打击，这次计划是应该国政府官员的要求进行的。

HELP的使命就是给它的志愿者“一次通过为穷人服务而改变一生的经历。”我们开始看到从这个NGO中开始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当他们完成服务并从学校毕业后，这些年轻人创办了自己的小项目，假以时日，这些小项目正式成为新项目，来应对私人部分或政府都不能完全解决的社会问题。



结语



我们已经创造了其他一些同样卓著的社会企业和MFI，它们绝大多数都是创立于盐湖城或是犹他峡谷。根据财富、福布斯和其他杂志，在拥有良好的商业环境、创业才能、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管理良好的州和本地政府以及先导的工作伦理方面，这个州通常名列前茅。我们在生活质量方面也排名在前，并在美国全国范围里拥有最高人均家庭电脑数量。在过去的几年里，大约5 000个新的技术公司落户本地区，涉及的产业包括软件、医疗贷款和因特网业务。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犹他的社会企业在急速增加。例如，在20年前，本州只有两个NGO从事国际人道主义工作。到20世纪90年代末，增加到了大约12家。根据2008年的统计，这个数量达到了200个！德鲁克在哈佛商业评论的经典文章“自我管理”中曾预言这些人的出现，而预计未来社会企业家将成指数级的增长。

就在那片开创性的文章中，德鲁克预测说，由于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知识工作者，他们就有足够的公司经验和充足的收入，并从传统的工作中退休开始一个全新的生活。他们会进入社会部门开始又一个事业阶段。他们会享受比老一代人更健康更长寿的生命，并有丰富的资源来对生活方式和他们的资金做出许多选择。

德鲁克认为这个史无前例的变化会促进自我反省，评估自己的优势以及完成工作的能力。这就需要回答下列问题：“我属于哪里？”“我应该贡献什么？”这会引导许多个体将志愿者或成为非营利组织的雇员作为第二事业，在那里他们能运用自己的教育和成熟来改善社会。

德鲁克认为这些因素将在建立“你的生命的第二部分”的运动中结合起来。（那他对此的建议呢？）他认为我们需要在45岁或50岁之前开始开发这方面的技能和思维。如果不能这么计划和准备，结果就是失败。

因此我想通过对行动的号召来结尾。不论你现在的工作是什么，开始为未来的新事业计划吧！发展新的兴趣，甚至是激情。评估自己的能力并开始在工作之外思考，多了解这个世界，多了解自己。和朋友或家人开始一个小的社区项目来改善自己的居住地，边干边学。事实上，你会渐渐发现你能改变世界。

当你对灵魂深处的新意识越来越理解时，应当考虑如何让这些感觉带来更多的兴旺。发出你内心的声音，拓展你对社区和社会价值的感知，渐渐地你就会开发出一个更大的目的驱动的生活，一个更具意义和真正欢愉的生活。这就是我的经验，也是彼得·德鲁克的承诺。






 


（本章作者：赵向阳，德国吉森大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讲师。）

要想深入地理解德鲁克先生的一些具体管理思想和原则，必须从他的思想根源上去体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德鲁克先生说了什么”的照本宣科，上升到“德鲁克先生为什么有可能这样说”的理论研究，也就是研究他的管理思想的产生过程和动力机制。德鲁克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写了39本专著，几百篇文章，涉及的领域从哲学、宗教、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甚至到日本文化和艺术等。我们不可能在短短的一篇文章里涉及德鲁克先生所有的著作和所有思想的根源，因此本章主要以《创新与企业家精神》

[1]


 为线索，试图探究德鲁克先生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有关的思想根源。笔者认为，德鲁克先生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思想根源至少包括以下五点：第一，德语文化的潜移默化；第二，基督教的精神；第三，社会生态学的宏大视野；第四，熊彼特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传承；第五，管理咨询经验的滋养。



德语文化的潜移默化



很少有学者从跨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德鲁克思想的缘起。事实上，民族文化对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学术问题以及走什么样的学术道路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很多留学海外，或者在国外从事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研究工作的华人学者们，选择的研究课题几乎都与“关系”、“面子”、社会资本和关系网络等有关系。没有一个人能轻易地摆脱民族文化的影响，德鲁克先生也不例外。一个人要么是自己民族文化的“囚徒”，要么是民族文化的叛逆者，很难跳出这两种命运。

进一步讲，甚至一个人名字的起源和含义对他本人的生活道路和职业发展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这听起来好像算命，但是并非那么迷信。德鲁克先生1909年出生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维也纳，属于德语文化世界。熟悉德语的人都知道，Drucker一词在德语中以前指的是“印刷工”，现在广泛地则是指与计算机相连接的“打印机”。Drucker这个姓氏可能起源于15世纪中叶古登堡（Gutenberg）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后产生的一个新的职业：印刷工。德鲁克先生的祖先很可能最早从事的就是这个职业。有趣的是，在德鲁克先生的很多著作中，比如《21世纪管理的挑战》

[2]


 中，都把古登堡发明印刷术当成第三次信息革命（前两次分别是文字的发明，中世纪抄书的修道士，第四次才是计算机和互联网），世人可曾意识到Drucker名字背后的历史意义以及对一个人心理上的影响？

根据近30多年的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比如霍夫斯泰德（Hofstede）的5个维度学说

[3]


 ，以及最新的“全球领导力与组织行为有效性”研究（global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al effectiveness project，GLOBE研究）

[4]


 ，德语文化中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对不确定性的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衡量人们承受风险和非传统行为的程度的文化纬度）。这种民族文化特性表现为两种极端的情况，就好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要么非常严谨、细致、有计划和守纪律；要么比较容易产生非常宏大的、思辨性的理论。前者孕育了德国的精密机械加工、化学工业、汽车制造业，也孕育了纪律严明的德国军队以及马克斯·韦伯所推崇的官僚组织结构和注重实战及技术细节的德国足球等；而后者则产生了如黑格尔、康德、马克思、弗洛伊德一样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这些理论家所构想出来的理论体系都非常宏大，有强烈的道德色彩和绝对化的倾向，因而很难用有限的科学研究或者实践进行证明或者反驳。这也可以看成是对不确定性进行规避的一种反应。显然，德鲁克的所有作品，都潜移默化地受他的德语文化背景的影响。毕竟，他是在这种文化中出生、成长、受教育的，这种血脉中的东西很难摆脱。任何有跨文化工作和生活经验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有趣的是，日本文化在这一点上和德语文化非常相似，在对不确定性规避这个文化维度上得分非常相近

[4]


 。但是又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岛国、狭小、资源短缺），日本文化更多地体现出对不确定性规避的前一种反应。日本很少诞生伟大的哲学家和理论家，但是日本人在对“小而精致”的产品（如SONY的随身听等）的生产上，在对精致的艺术上的追求（如浮世绘、和服、能剧）上举世无双。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许可以理解，为什么德鲁克先生的思想在日本受到那么高的推崇（强调一点，这只是原因之一。也许不能算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但一定是最深层次的原因之一），为什么德鲁克先生对日本文化有那么强烈的认同（他曾经搜集了许多有名的日本艺术品，并在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教了5年的日本艺术）。

对不确定性规避只是德语文化中的一个特性。要想深入了解德鲁克的思想，必须深入理解盘根错节的德语文化的整体。事实上，德鲁克很多著名的招牌管理思想，如目标管理、时间管理、反馈分析等

[5]


 ，都与德语文化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行为有深刻的联系，在类似德国和日本这样的文化中尤其适用。而在中国这种非常讲究变通，讲究人际关系的文化中，要么一开始很难实行，因为要克服文化惰性；要么坚持到底，实行以后就会取得非常显著的成果。比如，海尔的张瑞敏活学活用德鲁克思想推出的“日清”工作法（“日事日毕，日清日高”），就是一个明证。

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生活在德语文化中的人们，虽然对技术创新趋之若鹜，但是很难接受社会创新、经济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根据美国百森商学院和英国伦敦商学院组织的“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6]


 的历年调查，德国的创业率在全世界总是位居后排，这也是为什么自从东西德合并以后，德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内部改革阻力重重的原因之一。看来，德国人尤其需要读一读《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深刻体会德鲁克所说的“创新不是一个技术术语，而是一个经济和社会术语”。



基督教的精神



德鲁克是一个犹太人，而且信奉新教。宗教信仰是他的精神世界的重要支柱，也是他的管理思想的根源之一。阅读德鲁克先生的作品，有时恍如在阅读《圣经》。他的语气中充满了极度的自信，带有像耶稣一样巨大的权柄，尤其惯于使用绝对的字眼，而且很少解释，更不要提文献了。他的言辞中，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和使命感，充满着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他所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建立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

[7]


 。在他看来，管理也好，创新也好，企业家精神也好，都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工具。他对管理者正直和诚实的绝对强调，更是《旧约》中“十诫”的集中体现。他在写作的时候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人”，而像是一个“灵”。

根据杰克·贝蒂《大师的轨迹》

[8]


 的记述，在“路德主义”教派的自由气氛下长大的德鲁克，全家人一向不受宗教教条的约束，已“自由”到圣诞节时仅以一棵圣诞树作为装饰，复活节时仅聆听几首巴赫的清唱剧的地步。后来，年轻的德鲁克在汉堡一家出口贸易公司上班时，无意间读到了克尔凯郭尔所写的《恐惧与战栗》，不禁说道：“我立刻知道，我的人生观改变了。”多年以后，德鲁克撰写了他自认为他最满意的一篇论文，题目是《论不流行的克尔凯郭尔》（The unfashionable Kierkegaard）。在《明日的里程碑》一书的结尾，德鲁克更是清楚地传达了他的宗教情怀：“人类必须重新回到灵魂深处去寻找生存的价值。除非人类能再度坚信，人并不仅仅是一个肉体与精神，也是一个灵魂，一个受造物，人类生存是为了完成造物主的目的，并顺从他的旨意，否则人类将无法在现今这个世界上存活。”

不是基督徒的人，很难理解德鲁克的很多思想；即使明白了，也很难执行，尤其是面临利益诱惑，面临压力的时候。这也就是为什么德鲁克的管理思想要想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宗教信仰传统的国家被真正地接受，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的原因。能接受的都是一些表面上的、技巧性的、器物层面上的东西，属于“术”。至于他的“道”，比如，他关于企业的目的的论述（企业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盈利，也不是为了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是为了创造顾客和满足顾客的需求），对利润的见解（“根本就没有利润这一回事。只有成本，做生意的成本和继续做生意的成本，人工成本与原料成本，资本成本，现在要支付的薪资成本与将来要支付的退休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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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亚当·斯密等假设，人是自利的。人的自利的动机促进了竞争，因而在整体上促进了社会的福祉。而德鲁克则要求，人在客观上要为别人，主观上也要为别人），以及关于领导力的看法（“诚实是最好的领袖魅力”）等，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和文化环境下事实上很难被接受。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状况的转变不可能发生在一代或者两三代中国企业家身上。正如法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纲》中所指出的，民族文化的改变是非常缓慢的，就像大陆板块的漂移一样，需要以世纪作为单位来计算。

至于基督教精神与创新和创业活动之间的关系，虽然在德鲁克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很少述及，但是基督教，或者说以宗教为核心的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很早就有学者在研究。马克斯·韦伯可能是第一个将民族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人。在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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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指出：在中世纪，教徒们为了追求救赎，完全从尘世间隐退，认为这便是达到拯救的唯一途径；而宗教改革之后的“尘世中的禁欲主义者”认为“这个世界便是他们的责任”，因此对他们来说，财富的享受虽然是绝对禁止的，但致力经济活动变成了禁欲者的天职，他们“根据神的召唤，努力工作”。韦伯认为新教伦理（比如，节俭、勤劳、努力工作、精于职业、恪守职业道德等）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除了马克斯·韦伯以外，在过去的100年中，经济学家熊彼特、心理学家麦克利兰等也都分别从民族心理（比如，野蛮的激情、成就动机等）的角度解释了与创新和创业活动之间的关系。笔者最近基于近10年来在跨文化研究（GLOBE研究）和创业研究领域（GEM项目）的一些进展（36个国家和地区，将近10年的创业活动率），运用统计的方法也发现，民族文化中的一些维度（比如，对不确定性的规避、人文关怀等）与一个国家的各种创业活动率有很高的关联（包括早期创业活动、高期望型创业、创新型创业、妇女创业等）。研究也发现，中国的创业活动数量很高，但是创业质量不高（比如，高成长性和高创新性的创业活动）。最近几年来，“山寨”文化和“山寨”产品的流行与泛滥，可以说是对德鲁克先生《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教导的一种肆意违背。

事实上，所有有形的东西都是可以复制的，都是不重要的，都不能构成一个国家和一个组织的核心竞争力，所有看似“虚”的东西都将战胜“实”的东西。组织与组织的竞争最后依靠的是组织文化，国家与国家的竞争中最后的胜利者靠的也是民族文化，是软实力，是思想，是宗教，是国民性。宗教不仅仅影响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也影响着大师们的著作的基本基调。



社会生态学家的宏大视野



一般人都称德鲁克为“管理学之父”、“管理大师”，但是，德鲁克更喜欢自称为“社会生态学家”。在《功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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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序言中他写道：“作为一个作者，我最为人熟知的是管理方面的著作，在美国尤其这样。但是，我最初和最首要的关注并非管理，我对管理的兴趣始自我对社区和社会的研究。”更进一步，他甚至说：“事实上，我更多的著作不是关于管理，而是关于社区、社会和政体。而且在我撰写的15本管理书籍中，只有两本与工商管理有关。”（《成果管理》和《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对德鲁克的著作不熟悉的人，看到这些文字一定会非常惊讶。

事实上，很多人研究管理，只是简单地就管理论管理。而德鲁克先生研究管理，是把社会、组织和个人置于一个大的系统中研究管理，用一种社会生态学家的宏观视野来研究个体、组织、社区和社会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正如韦尔奇所评价的那样：“他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来理清我们社会中人的角色和组织机构的角色”。

德鲁克的这种对社区和社会方面的关注，同样根源于他年轻时在汉堡的阅读经历。在《功能社会》的序言中，他提到，“在那段日子里我读了好几百本书，其中两本永远地改变了我的生活，这两本书分别是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于1790年撰写的《对法国革命的反思》和费迪南德·腾尼斯（Ferdinand Toennies）撰写的德国社会学经典名著《社区与社会》。”伯克的主题思想是：政治学和政治家们在一个动荡时期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找寻持续和改变之间的平衡。这种观点引起了德鲁克强烈的共鸣，并成为德鲁克本人的政治观点、世界观以及后来所有作品的核心。特别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德鲁克深知革命的巨大破坏作用，他希望用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来代替革命。因为相对于“急风骤雨”式的革命来说，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是“微风细雨”，每次只是改变一点点，在变革和持续的平衡中促进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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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腾尼斯对社区和社会的观点也成为德鲁克思想的另一个基本出发点--社区和社会存在的必要性，在社区里个人拥有自己的身份，在社会里个人各有其功能。正是有这样的思想根源，所以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德鲁克不仅讨论了新企业和老企业的创新实践，而且讨论了公共服务机构（如政府、医院、学校、教会以及其他非营利组织等）的创新实践，这在同类讨论创新与创业的书籍中是很少见的。国内研究德鲁克思想的那国毅教授称之为“全方位的创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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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学院派研究管理和组织的人，更多的人研究的视野局限在要么工商企业，要么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很少把社会中的这三种类型的组织（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而德鲁克认为，企业和政府更多地应该向非营利组织学习，把员工当做志愿者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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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有甚者，学院派的管理学家们着眼于技术枝节，只求统计技术上的精湛，不求对社会现象和管理实践的洞察，更谈不上道德上的激励。很多发表在世界最顶尖的管理学期刊上的文章，说白了，只是经过包装的精致化的常识。而为了在如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这样的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一篇文章，学者们一般至少需要花费5年的时间和大量的研究经费。另外，几乎所有的博士论文，都是针对某个非常小的具体问题，提出一些可以检验的研究假设，然后用客观的方法去收集数据，再用统计方法来检验。有时候，你会发现，即使是一些被大家认为是常识的东西，你花了三五年的时间也很难证明；而且，即使证明了，你也感觉对科学和社会没有真正的贡献。

事实上，学院派所遵循的这种研究方法非常保守，而且不适合研究对象，尤其是创业活动。创业活动中的很多非常关键的方面并不在学者的探究范畴之内。比如说，那些极端成功的或者极端失败的案例，因而也是值得特别关注的案例，总是在进入回归分析或者结构方程模型之前就被当成特异值删除掉了，最后得到的结果，只能是最保守的。而且很多创业研究只是局限在某一个分析的层面，比如，创业认知水平、个体水平、组织水平、行业水平、地区水平等，而很少是多层次、跨层次的分析。事实上，在一个较微观的、较低层次上发生的决定论性的过程，在更高层次上看来就是随机过程。毕海德（Bhide）在《新企业的起源和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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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书中引用鲍默尔（Baumol）的观点提出“量子力学中的海森伯格原则（测不准原理）适用于企业家行为”。如果对于某一个企业家行为描述得过于细致，“那么这种行为就不再富有企业家精神”。有些人则认为新企业的业绩依赖于一些无法对其进行系统研究和传授的因素。瑟斯顿（Thurston）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对企业家精神的传授发表了评论，他说在该领域从教10年以后，他发现“商业管理教育对成功创办商业企业，充其量只是一个次要因素”。

德鲁克宏大的社会生态学的视野让他拥有了神奇的远见，经常走在时代的前面。例如，1927年，18岁的他就预言了希特勒的崛起和危害； 1942年他预言了组织型社会的到来，企业团体将变得和国家一样重要；1947年，他写“管理就是领导”；1954年，他告诉出版商“管理需要战略”；1985年他告诉花旗集团主席里思顿“柏林墙将要倒下”；1986年他告诉基辛格说“苏联将要解体”。至于最新一个可以检验的预言是，1999年，也就是在他90岁生日宴会上，他说“10年以后，也就是2009年，通用汽车公司将不在全世界五大汽车厂家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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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是，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救助，通用汽车公司在2008年年底就有可能倒闭。让我们拭目以待，做一个历史的见证人吧！

明茨伯格在《管理者而非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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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书中，分析了三种典型的管理风格：科学、艺术和技巧。他把“科学”管理（也就是学院派的管理教育和管理研究）比喻成土地和爬行动物--科学是如此的理性，只能老老实实地坐在地面上或者一点点地爬行，有执迷不悟的可能。学院派使用的所谓的科学研究方法（以模型、假设检验和统计为核心工具）使得他们过于保守和短视。因为只有当一个现象重复发生的时候，才有了“科学”研究的可能性，而事实上，所有伟大的创新和创业活动，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例外，都是非正常现象，都是奇异值。“科学”抹杀了这种不确定性和偶然性。

在此我要大声呼吁，研究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我们更应该向德鲁克先生学习，采用更加丰富和灵活的方法，采用描述性的方法（descriptive study）而不是验证性的方法（confirmative study）；采用历史的方法，而不是简单的横截面研究（cross sectional study）；更多采用整体观和鸟瞰的视角，而不是分析观和爬行动物的观点。



熊彼特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影响



提起创新，我们当然无法绕过第一位创新理论的大师熊彼特，他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已经成为研究创新和创业的常识。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德鲁克先生完全地继承了熊彼特关于创新的思想，并且在本书中把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这两个术语几乎是在交叉使用。可以说，熊彼特是德鲁克《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第一个直接的思想根源。

事实上，两位创新大师之间有很深的个人渊源：熊彼特和德鲁克都是奥地利人。1883年2月8日，熊彼特出生于奥地利一个叫特热什季的乡间小镇；1909年11月19日，德鲁克出生于奥地利的维也纳。熊彼特曾经是德鲁克父亲阿道夫·德鲁克的学生。在《大师的轨迹》的结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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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地记载了熊彼特对德鲁克深远的影响：“1950年元旦，德鲁克驾车带着父亲阿道夫去拜访熊彼特。那一年是熊彼特在哈佛大学担任教职的最后一年，他的健康状况也在这一年急速恶化（8天以后，他就去世了）。熊彼特与阿道夫两人絮絮叨叨谈论他们年轻时代在维也纳那段令人怀念的时光，也就是那个逐渐消失的'战前'世界……两位老人家那次闲话家常中的一段对话，竟然成为了德鲁克一生非常重要的转折点。熊彼特回答阿道夫的一个问题道:'你知道吗，阿道夫，在我现在这个年龄来看，人们若只晓得我写了几部著作发明了一些理论，我认为是不够的。如果没有能改变人们的生活，你就不能说你已改变了世界。'德鲁克说他'从未忘记那段对话'，而且这句话成为衡量他一生成就的指标。”

至于德鲁克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与著名奥地利经济学派有什么样的思想上的渊源关系, 我们知道，奥地利经济学派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以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作为开山之作。早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门格尔、庞巴维克、米塞斯等，中期的代表人物有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Hayek）等，近期的代表人物有柯兹纳（Kirzner）和当代创业学领域顶尖期刊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的主编温塔卡然曼 （Ventarakarman）等。德鲁克与奥地利经济学派早中期的代表人物之间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和思想传承。我们知道，熊彼特和米塞斯在1905～1906年都经常参加庞巴维克在维也纳举办的讨论课，可以算是同学（参考阿兰·艾伯斯坦的《哈耶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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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米塞斯又是哈耶克的老师，是哈耶克思想发展的“主要领路人”，对他的哲学方法论的影响非常深刻。更为巧合的是，米塞斯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和德鲁克都在纽约大学工作，算是同事，虽然米塞斯觉得德鲁克“离经叛道”，背离了真正的经济学，交往并不是很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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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旁观者》中《赫姆和吉妮亚》一文）。

奥地利经济学派非常重视知识分工和分散的知识（dispersed knowledge）。哈耶克认为知识分立在所有人的心智之中，这些零散的知识不可能被汇集到一个人的头脑中，因而分散的经济秩序比由政府集中控制经济管理和企业决策更有效率。作为这种逻辑的一个自然的延伸，奥地利经济学派非常重视entrepreneurship（国内先前翻译成企业家精神，但是准确地说应该是创业活动）。事实上，在西方的经济学中，只有奥地利经济学派从19世纪70年代诞生起到现在，一直持续关注着创业活动或者企业家精神，而其他的经济学派基本上把创新和创业当成像战争、瘟疫和地震一样的外部变量，认为它们无法进行量化处理，无法写入均衡方程中。

深受奥地利经济学派影响的著名创业学家申恩（Shane）和温塔卡然曼，在2000年的时候发表了一篇创业学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文献《创业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前景》（The Promise of Entrepreneurship as a research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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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图更加清晰地定义创业学的核心问题和边界。他们认为，机遇的识别和开发利用是创业学的核心问题，也是与其他研究领域，比如战略管理等的区分的边界，而这一切和德鲁克先生的思想是一致的。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德鲁克先生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深入地分析创新机遇的7个来源。

不难理解，为什么德鲁克和哈耶克都是“民营化”主张最早的提倡者之一。推崇德鲁克1939年发表的《经济人的终结》的丘吉尔，也非常推崇哈耶克在1944年发表的名著《通向奴役之路》。这两本书在主题上非常相似，都是探讨纳粹主义和欧洲战争的根源问题，而《通向奴役之路》还设想了战后世界的发展方向，其中就包括“民营化”思想的种子。后来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民营化政策都深受哈耶克的影响，撒切尔夫人甚至奉哈耶克为“精神上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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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客观上来讲，德鲁克先生从来不从属于任何一个学派，从来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旁观者，但是他的思想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理清这种学术圈子里的人际关系和思想上的相互影响，特别是把德鲁克的思想放在人类思想发展的整个画面上，更有助于深刻地理解德鲁克的思想。在此我也深切地呼吁，学院派和德鲁克迷们要相互学习对方的长处，而不是相互诋毁。



丰富的管理咨询经验



最后，当然也是最重要的，德鲁克关于“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思想来源于他自己丰富的管理咨询经验。如果说德鲁克的一般管理思想受通用汽车公司和斯隆的管理实践影响很大的话，那么他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思想主要来自于他自己的管理咨询实践。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在纽约大学做管理学教授的时候，就在周末组织关于“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研讨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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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学生中包括银行家、小企业主、医院管理人员、教会的神职人员等。他把学生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上升到理论，然后又用这些理论指导实践，并不断在实践中反复检验和修改。事实上，他的学生中有很多人都创建了创新型的组织，比如爱德华·琼斯证券投资公司、ServiceMaster等都是深受德鲁克影响的组织。德鲁克对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一直持续了35年之久，才于1985年把自己的思想结集出版。西方有一句谚语说“葡萄酒要在地窖中珍藏9年才能饮用”，而《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这瓶美酒在德鲁克先生的地窖中几乎珍藏了4个9年，这是真正的经过了实践和历史检验的真知灼见。

需要说明的是，德鲁克的管理咨询完全不同于公司化运作的管理咨询（如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那种以团队和MBA毕业生为主体，装备了最先进的计算机和PPT版本，建立在详细的访谈和大量的财务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德鲁克的学生威廉·科恩在《跟德鲁克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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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为我们解密了德鲁克的管理咨询方法（比如，著名的杰克·韦尔奇的案例）：从来都是单枪匹马，没有秘书没有团队；通过提问来咨询和启发客户（比如，你的客户是谁？客户没有被满足的需求是什么？如何去满足客户的需求？假如你还没有进入过这个行业，你今天会进入吗？如果答案是不，你将采取什么行动？等等）；德鲁克的咨询重点在于提醒客户该做什么，而不在于告诉客户如何去做；他充分利用“无知”的优势（德鲁克认为，有时候无知胜过经验）。可以这么说，德鲁克充分发挥了他作为一个管理思想家在思维方式上的优势（形而上学），小心翼翼地避开行业知识的陷阱（因为在这一点上，客户所拥有的行业知识和经验总是超过了任何管理咨询顾问），启发顾客找到问题的症结，用自己的“开山刀”解决了问题。可以说，德鲁克就是2 500多年后的苏格拉底重生。



以“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迎接第二次创业浪潮



目前，美国和西欧等发达国家正处于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创业浪潮中，而中国则处于自己历史上的第一次创业浪潮中，同时又要面对来自世界的第二次创业浪潮的挑战。

1996年，德鲁克在接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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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志专访的时候说，从19世纪5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西方经历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创业活动。我们所有的重要的组织机构，包括现在的有限责任公司形式，都是在这个时期所建立并成形的。从这个时期到1914年，人类每隔14个月，就会出现一项重大发明，每种发明都衍生出一种新的产业。比如，英国的威廉·珀金发明了第一种苯胺染料，开启了现代化学工业；德国的沃纳·冯·西门子发明第一个电动马达，开创了电气工业；英国的贝西默发明了炼钢的方法，开创了现代化的钢铁制造业；法国的皮埃尔兄弟创立了莫比里尔信贷公司，开创了现代金融业等。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历史悠久的大公司，比如通用电气、西门子、福特汽车等都是这次创业浪潮的幸存者。

而从1970年前后开始，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进入了第二次创业的浪潮中。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序言“企业家经济”中，德鲁克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其重要的特征就是大量新公司的涌现，以及这些新公司所创造出的新的工作岗位。而与此同时，传统的《财富》500强所雇用的员工数量却在不断地减少。

遗憾的是，中国整个地错过了第一次创业浪潮。当西方社会在进行技术创新和社会创新的时候，我们在经历长达百年的血腥动荡的革命。虽然我们的国门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打开了，但是中国创业大潮真正兴起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正在经历自己历史上的第一次创业浪潮，而同时又要面对来自世界范围的第二次创业浪潮的挑战。错过了这次创业浪潮，当“机遇之窗”关闭的时候，我们将很难建立属于中国的世界级企业。从2008年开始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给了中国企业一个跳跃式发展的可能。现在可以预言，10年以后，当危机过后，在一片狼籍的企业的残骸中中国企业的强者将昂首阔步。

在这种挑战中，中国的企业家要同时学好两门功课：创业和管理。而且在德鲁克先生的眼中，创业和管理本来就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需要更好的融合（参考《21世纪的管理挑战》第1章“管理的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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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企业需要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作为日常管理的常态，以应对变革；而新组织，首先要掌握创业技能和战略，需要从无到有创建一个新的企业，此外还要学会管理，只有这样才能成长和发展。更重要的是，在德鲁克看来，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将更多地出现在公共服务机构领域，如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型创业”（social entrepreneurship）。换言之，整个社会将进入一个企业家社会。在这个企业家社会中，创业者和管理者，知识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首先必须承担起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责任。

生活在变革时代的人们是痛苦的，但也是幸运的，因为这个时代充满了机遇。德鲁克先生说，应对变革的最好办法是创造变革。让我们谨记德鲁克先生的教导，努力实践他的理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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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作者：金泉，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对外贸易学院讲师。）

1953年，彼得·德鲁克在纽约大学开设“企业家精神与创新”课程，在此之后他的同名著作得以问世，并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在书中，德鲁克首次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视为企业需要加以组织、系统化的实务与训练，也将其视为管理者的工作与责任。本章结合德鲁克关于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思想，分析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内涵及其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富含企业家精神的时代：企业家经济的兴起



德鲁克这样描述20世纪美国经济社会出现的变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从“管理型”经济彻底向“企业家”经济的转变，1965～1985年的20年间，16岁以上的美国人增长了2/5，从1.29亿人上升为1.8亿人，同一时期，有工作的美国人口却增长了1/2；1974～1984年10年间，美国经济提供的总就业机会增加了2 400万个。而无论以百分比计算还是以绝对数字来计算，美国在任何其他和平时期都不曾创造出如此众多的新的工作岗位。这一情形与20世纪中叶经济学家们的预测截然不同，当时人们悲观地认为“即使以最快的速度增长，经济也无法为1949～1950年间战后第一个生育高峰期出生的所有达到就业年龄的十七八岁少年提供工作机会”。但是现实的统计却显示，美国不仅容纳了这些青年人，甚至容纳下两倍于这个数字的劳动大军，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大量的已婚妇女也涌入到就业大军中。从就业岗位的构成看，传统的雇用机构--大型企业（如《财富》500强企业）--削减了500万个固定工作，而许许多多的中小型企业提供了超过4 000万个或更多的固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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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把经济的迅猛发展或新经济的发展归结为高科技的力量，德鲁克也承认高科技的重要性，但是他更强调这是“崭新的企业家经济”所带来的影响。德鲁克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这些新增的职位中绝大部分并没有来自于高科技行业，事实上“即使给'高科技'一词最宽松的定义，每100家新企业中也只有一两家与它沾上边”。而“年复一年的《公司》100强企业（德鲁克指出：波士顿出版的《公司》（Inc.）杂志自1982年起每年都列出一份100家发展最快、公开上市，且创立时间大于5～15年间的美国公司排行榜。由于只限于公开上市的公司，因此，排行榜明显地向高科技产业倾斜。）中也只有1/4是高科技企业，其余3/4则大多为'低科技'含量的公司”。对企业投资家的调查也显示，高科技企业也并不是他们投资组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一个最成功企业投资组合中利润最好的投资，“在1981～1983年间，无论营业收入还是盈利能力都发展最快的新公司却是最平庸、科技含量最低的企业--理发连锁店。” 那这些企业增长的推动力是什么呢？德鲁克认为是“新技术”（德鲁克认为有关人类劳动的经验和知识就是技术，而且技术不仅仅就是电子学、遗传学或新设备。），是知识和人类劳动的新应用，而这个新技术就是企业家管理，而高科技却并不是企业家管理的组成部分。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科技含量低的企业能够成功，甚至取得更大的成功，正是因为“有系统的、有目的的、企业家精神的管理”才做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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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管理在新领域的应用，极大改善了各个领域的效率，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促动了企业家精神的兴起。“管理是一种新技术（而不是特定的某个科学或发明），它使美国经济走向了企业家经济，也将使美国进入一个企业家社会。”



企业家精神的本质与特性



法国经济学家萨伊认为，“企业家”是“将经济资源从生产力和产出较低的领域转移到较高的领域”的人。德鲁克指出，自萨伊创造这个术语200 年以来，人们对“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定义一直混淆不清。事实上，在德鲁克看来，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是创新，特别是对管理技术的新运用，而不是什么别的特征。这里结合企业家精神的特性去揭示企业家精神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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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精神与企业特征



首先，不是“所有的新的小型企业都是企业家的，或代表企业家精神”。要符合企业家的内涵特性，这些企业必须具备除了小和新以外的其他特殊个性，重要的是能够创造出新颖而与众不同的事物，包括改变资源利用的方式、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建立新的市场、满足新的需求并改变价值观。例如，德鲁克比较了在郊区新开的一家熟食店和麦当劳，前者因为只是沿袭传统而没有创新就算不上是企业家，更谈不上显示了企业家精神；后者因为应用管理技巧、重新设计了产品制作程序和工具、实现产品标准化，进而建立起新的市场和客户，这都是企业家精神的集中体现。

其次，“不一定要小而新的企业才能成为企业家”。实际上，许多大型的、成熟的旧企业也在实践着企业家精神。规模或者增长都不是与企业家精神密切联系的概念，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可以是小企业也可以是大企业。认为“大企业不进行创新、不具备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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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就是一种误解；认为企业规模大就阻碍了创新，更是错误的观点。大企业的“大”并不是企业缺乏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原因所在，事实上大企业比小企业有更多的创新资源，问题在于成功的现有运作限制了大企业的视野，从而也就限制了大企业的创新活动。

最后，“企业家精神并不仅限于经济性机构中”。德鲁克认为现代大学的创建与发展的历史是企业家精神在非经济性组织中运用的一个非常好的案例。美国南北战争后，通过创新，一批新的美国式大学广泛出现，为美国赢得了学术和研究方面的世界领先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的创新推动了大量“私立”和“大都会”大学（这些大学为有工作基础的人士而不是高中应届生所设计。）的出现，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新增长点。



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家个性



企业家精神不是个性特征，德鲁克说“30年来，我见过许许多多个性、性格各异的人在企业家挑战中表现非常出色”。当然具备面对不确定性的勇气是企业家的一项重要个性，但企业家精神绝不是基于直觉的个性使然，而是建筑于“概念和理论基础”上的产物，是系统分析的结果。支撑企业家精神的理论基础视“变化”为“常规”，企业家的工作就是要标新立异，如同熊彼特所总结的那样，企业家的工作是“创造性破坏”。

在谈到企业家个性特征的时候，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把企业家的个性与“冒险”联系起来，认为有冒险倾向是企业家的典型特征。但是德鲁克认为成功创新者并不是追逐风险的，而是力图将创新的风险降到最低，德鲁克称他们为“保守的创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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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书中德鲁克引用了一位著名且成功的创新者兼企业家的话：“我所知道的所有成功者都有一个共同点，而且只有这样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不是'冒险家'。他们都试图找出所要冒的风险，然后尽量将它们降至最低点。否则就没有人会成功了。”“成功的创新者是保守的”，他们并不追逐“风险”，而是追逐“机遇”。

企业家也不一定是发明家，只是企业家将变化视为正常的、健康的，“通常他们自己并不发动变革，但企业家总是寻找变化，对它做出反应，并将它视为一种机遇加以利用。”因此，企业家不等同于发明家，但却有发现机会的能力，这也是企业家与众不同的能力。



企业家精神与风险



德鲁克认为企业家精神并不是风险最高的领域。在很多人看来，企业家精神必然充满了风险，因为那些引人注目的创新领域，如高科技失败率非常高。但德鲁克指出，企业家的定义是将资源从生产力和产出较低的领域转移到较高的领域，这个过程中必然存在失败的风险，但只要成功，创新的回报足以抵消可能存在的风险。因此，德鲁克认为“从理论上说，企业家精神应该是风险最低的而不是最高的行为”。德鲁克指出所有的经济行为都具有“高风险”的，但如今“吃老本”或者“不创新”比起“创造明天”存在更大风险。因此，如果创新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唯一选择，那么创新或者企业家精神势必成为风险最低而不是最高的行为。

此外，德鲁克认为企业家精神的风险是可以管理的，系统化运作条件下，加上明确的创新目的和有效的管理，即使高科技领域的企业家精神也不一定是高风险的。“企业家精神之所以具有'风险'，主要是因为只有少数几个所谓的企业家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并且，“即使高科技领域的企业家精神也不一定是'高风险'的”。正如德鲁克指出的那样，贝尔实验室和IBM 的高科技创新成功率就比较高，因为它们建立在有目的的创新基础之上，进行了系统化和有效的管理。

[6]






企业家精神与创新



企业家的重要功能就是推陈出新，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本质就是创新，“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特殊手段”。“创新行动赋予资源一种新的能力，使它能够创造财富。事实上，创新本身创造了资源。只有当人类在自然界中发现了某个东西的用途，并赋予它经济价值时，这个东西才成为资源。在此之前，植物只是杂草，矿物只是另一种石头而已。”并且，当我们以更加宽阔的视角去看，在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许多事物都是创新的产物，甚至管理理论本身也是创新的产物。

企业家的目标是创新，而系统化的创新又在于有目的、有组织的选择变化。作为企业家精神核心的创新活动，本身与“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变化提供了人们创造新颖且与众不同的事物的机会”，“系统的创新存在于对这些变化可能提供的经济或社会创新的机遇进行系统的分析”。 德鲁克指出绝大多数成功的创新都是利用变化而达成的，许多创新本身就是重大的变化，如技术创新；但大多数成功的创新却都很平凡，它们只不过利用了变化而已。因此，创新就是要对企业家面对的机遇与变化进行系统的检查。德鲁克非常强调这种系统创新的重要意义，因为与那些“灵光乍现”的创新不同，这种系统的创新更加有效，并且是可以分析、研究和传承的。

关于可以引致创新的重要变化，德鲁克指出了系统创新的七大来源：①意外之事；②不一致之事；③基于程序需要的创新；④每一个人都未注意的工业结构或市场结构的变化；⑤人口统计数据（人口变化）；⑥认知、情绪及意义上的变化；⑦新知识。前四大来源存在于企业内部，而后三种来源则涉及企业或行业外部环境的变化。

[7]






培养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对社会和经济有着重要的意义。企业家精神是需要培养的，也是可以培养的。传统观念认为，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是自然的和自发性的，因此如果一个组织中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未被有效发挥出来，唯一的原因就是企业家精神在企业里受到了遏制；同时，根据“只有少数现有企业具备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过去的学者自然据此得出结论，即现有企业压抑了企业家精神。德鲁克指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企业家精神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自发的'，而是培养出来的”。在德鲁克看来，“任何企业都可获得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但是企业必须有意识地去培养。”

进而，德鲁克提出企业可以实施四项策略来管理和培养企业家精神：①组织必须接受创新，并愿意将变化视为机遇而不是一种威胁；②必须对公司作为企业家和创新者的表现进行系统的评估和评价，同时制定内部学习机制，不断提高表现；③企业家管理要求制定组织结构、任用与管理、报酬和奖励实施办法；④遵守企业家管理中的几个禁忌--不做不该做的事。

[8]






结论



创新的意义早已超越了经济的范畴而扩大到整个人类社会，我们迫切需要大批具备企业家精神的创新者，在纷繁复杂的经济、社会中寻找创新的机会，促进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繁荣。正如德鲁克所说：“我们需要一个企业家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是一种正常、稳定和持续的行为。恰如管理已经成为当代所有机构的特定工具，成为社会进行组织工作的整合工具，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也应该成为社会、经济和组织的维持生命活力的基本行为”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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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经济的深入发展，企业竞争优势及持续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知识与创新。知识共享作为知识管理的关键部分，是一种鼓励组织中知识交换和转移的力量，既能促进并实现知识创新，又能避免重复创造，充分发挥知识的“溢出效应”，进而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与此同时，知识共享与创新密切相关。

[1]


 创新作为一种组织行为，是个人、团队与组织因素的社会化交互过程，而个体创新行为是组织创新的一个出发点

[2]


 ，它主要指新的有用的思想或想法的产生

[2, 3]


 。

人，既是知识的载体，也是知识共享和创新的主体。但另一方面，知识共享活动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拥有知识的人往往不会主动传播知识。企业中那些掌握着独特关键技术的员工为了维护其特殊地位，不会轻易将自己拥有的知识与他人分享，尤其是当他的知识来之不易，并能给他带来利益时更是如此。格兰特（Grant）认为，知识共享已成为组织中知识管理的一大挑战。研究发现：与知识共享的重要性相反，许多组织的知识共享促进方式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在实践中成为难点的知识共享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知识的有效管理。

[4, 5, 6]


 动机因素是知识共享行为的关键。

[7, 8]


 国外现有文献较多从内容型动机理论研究个体知识共享动机或激励

[9, 10, 11]


 ，但也有少量关注知识共享的社会动机研究[

12, 13]


 。在国内，虽然也有极少学者开始研究知识共享动机，

[14]


 但这种研究仍只是从内容型动机理论进行分析。本章针对知识共享行为的复杂性和社会性，力图从不同的动机视角，结合内容型动机理论和社会动机理论较系统地探索知识共享动机的结构维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知识共享动机对创新行为的影响作用。



知识共享动机研究进展



罗宾斯（Robbins，1992）认为，动机是个人与情境互动后的结果，是为组织目标付出努力的意愿，但此种意愿受制于努力能否满足个人的某种需要。斯科特（Scott）和沃克（Walker，1995）认为，动机意味着人们为何做某些事，或是他们为何做出某些行为，它是使人能持续努力的根本原因。

[9]




长期以来，理论学者往往从心理学、管理学等领域研究行为动机激励理论。代表性的内容型动机理论，如马斯洛（1968）的需要层次理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认为只有在前一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上，后一层次的需要才可能被满足，但这种递阶需要层次的观点在后来的实证研究并没有得到充分支持。阿尔德弗（Alderfer，1972）提出的ERG理论，对马斯洛五层次需要理论做了进一步归并和发展，生存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关系需要指要求与人们交往及维持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愿望，包括社交需要和自尊需要；成长需要指要求在事业、工作等方面得到发展的内在愿望，包括自我实现的需要。阿尔德弗认为这三种需要的满足没有先后之分，即较高需要的满足并不一定在较低需要满足的基础上实现。与ERG理论相似，麦克利兰（1987）研究提出另一种三因素需要理论，包括社交需要、成就需要和权力需要，排除了物质和生理的需要，将关系和成长需要进一步分为社交、成就和权力三种需要。赫茨伯格（1966）提出的激励－保健双因素理论，区分了可消除不满意的保健因素（工资、地位、人际关系、公司政策、安全保障等）与能导致满意的激励因素（成就感、责任心、工作的认可、工作的挑战性、提升的机会、成长等），保健因素只是保证人们工作的基本条件，激励因素才能满足人们的成长需要。这些内容型动机理论同样适合应用于研究个体知识共享行为动机，并在知识型员工行为管理实践中得到进一步丰富与拓展。

斯科特和沃克（1995）根据马斯洛理论，指出知识工作者不愿意为了金钱或为改善同事间的关系而分享知识，其知识共享的动机主要来自归属感、自尊与自我实现三个较高的需要层级。

[9]


 换言之，认为知识共享动机不是来自于外在的或有形的方面，而是来自于人感受的内在方面，但由于归属感与自尊都是在一定关系中体现的，自我实现则体现自我成长与发展，因此这三个动机又涉及关系和自我成长两方面。亨德里克（Hendricks，1999）结合双因素理论，研究认为在信息技术条件下，知识员工进行知识共享的动机是成就感、责任心、认同、工作挑战性、成长等因素，而非薪水、地位等保健因素。霍尔（Hall，2001）指出，无形的报酬，如提高声誉及个人满足感，是驱动知识共享的诱因之一。

[10]


 同时，霍尔（2001）与Bartol和Srivastava，2002）认为，有效的奖赏系统，提供有形的报酬给员工（如提高薪资、股票、奖金等），也能鼓励员工将知识共享给同事。

[10, 11]


 Davenport和Prusak （1998）认为：知识共享意味着一种知识市场，知识拥有者分享知识是为了换取某种回报，即互惠、声誉、利他主义。互惠指知识的卖方对买方在以后必要的时候，同样能够伸出援手的期待可能性，可能性越高卖方就越愿意花时间和金钱来与买方分享知识。声誉虽无形却能产生有形的利益，拥有知识分享的声誉，有助于达成互惠行为，知识卖方的名声也能让人成为更有效率的买方或提高晋升的可能性。利他主义虽不求利益回报，却希望自身的知识能够得以传承，当知识拥有者不相信知识共享行为可以获得预期的结果时，这种行为会受到阻碍。这种互惠、声誉、利他主义的动机都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关。

上述对知识共享动机的研究都侧重于内容型动机，即围绕报酬和激励，从有形奖赏到无形奖赏，从外在回报到内在感受，包括经济性动机（直接的或非直接的）、关系性动机和成就或成长性动机等多个方面。

然而，有学者指出：内容型动机理论提供的是鼓励知识交换行为，却未能充分解释知识共享行为。

[12]


 知识共享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它包括知识交换与转移，意味着接受他人知识的同时也把自己的知识提供给他人。Moorman和Miner（1998）认为知识共享是组织中有关不同个体间或不同部门间学习范畴的一种集体信念或行为规则。知识共享在其根本上是一个社会过程。

[8, 12]


 知识存在于组织中的不同层面，包括个体层、团队层和组织层，其中个体知识的共享是形成组织知识的关键。而促使知识提供者与接收者互动的社会情境因素对强化共享动机是必要的。社会动机理论最早源于对同级同事影响力的研究（Green，1991）。产生于人际互动的规范既是一种群体约定，也是一种社会动机机制，能通过认同现有的动机影响机制来间接影响个人动机（Quigley et.al.，2007；Green，1991）。规范代表在社会系统中人对行为等方面认识和判断的一致性。

[15]


 Feldman（1984）认为规范被用于约束组织中重要的行为，当人们认识到特定的行为能够使他们更有效的运作时，他们便会提出并制定相应的规范。

[16]


 因此，规范能促使人的行为使之与群体或组织的期望相一致。已有研究表明：知识共享规范在鼓励知识提供者共享他们的知识方面起着重要作用（Davenport＆Prusak，1998;Jarvenpaa & Leidner，1999）。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在国外现有的相关研究中，既有从传统的内容型动机视角研究知识共享动机，也有开始从社会动机视角研究知识共享动机，但很少结合这两种不同动机视角研究知识共享动机。另一方面，目前国内对知识共享动机的研究文献极少，就极少的相关文献仍是基于内容型动机理论研究信息技术情景下员工的知识共享动机。[14] 由于个体共享知识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不同的个体，其共享知识的动机往往不同，既可能来自于个体对共享的需求或期望，也可能来自于个体所处的群体或组织的规范而形成的动机，为此，本研究将首先结合内容型动机理论和社会动机理论探讨知识共享动机维度构成。



知识共享动机维度建构与检验





预研究



预研究通过以下三步来编制初始问卷，探索知识共享动机的结构模型。

第一步：半结构访谈。其过程是：①基于已有的文献分析，从直接的和间接的经济回报、关系、成长和规范等方面拟定主要的访谈问题，并设计开放性问题；②与被访谈者讨论一般的行为动机类型，知识共享含义，知识共享行为动机及其主要特点；③按拟定的访谈问题询问和追问被访谈者，同时请被访谈者举例说明，并补充提问题。总共访谈8位人员，其中3位人力资源管理经理，2位研发人员，1位技术人员，2位项目主管；来自于6家企业，3家外商独资企业，2家国有企业，1家民营企业。每人访谈时间在45～60分钟之间。

第二步：访谈资料编码和问卷项目拟定。其过程是：①整理访谈资料，抽取促使或影响知识共享行为的内容；②将抽取的内容按照按半结构化的四方面做进一步分类；③对各类出现的内容进行频次统计与分析，对交叉的进行讨论，对相似的进行合并，获得15个知识共享动机；④请3位理论专家及2位资深管理人员对15个项目的合理性、意义的表达进行评阅和修改，去除1个意义表达较笼统易引起歧义的项目，保留14个意义简洁明确的项目，构成初始问卷。

第三步：预试并根据结果确定初始问卷。以上海一所大学的在职MBA学生进行预试，收回有效问卷53份，对这些问卷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项目分析，剔除载荷系数跨因子的项目，最后保留13个项目，作为下一步调查的问卷项目。



数据收集与样本描述



采用预试后的问卷进行大样本问卷调查，以探索和检验知识共享动机结构。问卷变量包括背景变量、自变量和因变量。背景变量主要指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学历等个人信息及所在企业行业特征，自变量指知识共享动机，因变量指紧随其后要研究的知识共享行为与创新行为。自变量和因变量均采用Likert式1～5的等级分值。问卷调查对象是具有大专或以上学历的知识型员工，分布于上海、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深圳等地区的200余家企业。企业的行业包括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科研、食品、纺织、交通运输、电子/半导体和金融等。问卷总共发放600份，返回问卷451份，其中有效问卷419份，实收有效问卷比率为69.8%。在419份有效问卷中，男性62.8%，女性35.7%，未填写的1.5%；年龄在21～25岁3.0%，26～30岁27.6%，31～35岁32.5%，36～45岁29.1%，46岁以上占7.9%；学历为大专的11.3%，本科42.1%，硕士33.7%，博士12.3%，未填写的为0.5%。

由于本研究的数据收集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可能存在影响研究结论的共同方法变异（common method variance）或称同源偏差问题。为此，我们采用Harman单因子测试来检验是否存在可能的共同方法变异问题。如果一个总因子的特征值在变量中占有绝大多数协方差的比率，则表明存在显著的共同方法变异问题。

[17]


 我们对本研究的设计变量的所有项目进行主因子分析，发现有6个因子的特征值都大于1，方差解释率为68.126%，其中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17.497%，没有发现单一的因子，也没有发现哪一个因子的方差比率占绝大多数，因此，在本数据中不太可能存在显著的共同方法问题。

[17]






知识共享动机维度建构



为了探索和建构知识共享动机的结构模型，我们使用SPSS15.0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并采用正交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由于预研究所得的项目数共为13个，按1∶10的研究比例要求，本研究的样本量相对较大（N=419），因此，我们将样本量随机分为两半，一个为探索性分析样本（N=210），一个为随后所做的验证性分析样本（N=209），这样所得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交叉有效性（cross validation）。

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产生4个因子，如表11-1所示。4个因子的特征根和方差解释率的分布都较均匀，且每个因子的特征大于1，总方差解释率达69.254%，每个因子项目的载荷系数都在0.6以上。依据前述的内容型动机理论和社会规范动机理论，对四因素的解释和命名如下：




第一因子包含薪水/奖金和工作的稳定性3个项目，它反映了知识共享者为了物质和安全的需要，这与阿尔德弗（1972）ERG理论中的生存需要内容相符合，因此我们将它命名为生存动机。

第二因子包含成员身份、专长认可、专家地位、声誉和尊重4个项目，它反映了知识共享者为了维持成员身份和积极的人际或社会关系而共享知识，因此我们将它命名为关系动机。

第三因子包含成长与发展、成就感和良好自我感受的3个项目，它反映了知识共享者源自内心的感受，并出于个人发展的意愿，因此我们将它命名为成长动机。

第四因子包含组织成员有责任分享知识、知识是一个公共物品而为人们所共有、知识是属于组织而不是个人所有物的3个项目，它反映了知识共享者出于人际互动的群体或组织约定而共享知识，因此我们将它命名为规范动机。

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我们发现：知识型员工共享知识的动机由四因素构成，分别是生存动机、关系动机、成长动机和规范动机。



知识共享动机维度结构的验证



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使用AMOS7.0软件对知识共享动机结构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为了检验四因素模型是否是最优模型，基于前面的文献分析，我们提出两个备选模型：两因素模型和三因素模型，然后将3个模型进行比较以确定哪一个模型为最优模型。两因素模型是依据内容型动机理论和社会动机理论而提出，由于生存动机、关系动机和成长动机均属于内容型动机理论，而归于一因子，规范动机归于另一因子。三因素模型是对前三者动机稍做归并，由于生存动机和关系动机均属于外在动机，则归于一因子，成长动机则属于内在动机，则归于另一因子。

通过AMOS7.0软件对另一半数据的统计分析，得出知识共享动机三种可能模型的拟合指数，如表11-2所示。在此三个模型中，χ2df（卡方自由度比）的理论期望值为1，越接近1，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越好， χ2/df<3 时表示整体模型拟合良好（Joreskog & Sorbom，1993）；RMSEA（近似误差均方根）以0.05 为良好拟合的门槛，以0.08 为可接受的模型拟合门槛（McDonald & Ho，2002）；其他拟合指数如NFI（规范拟合指数）、NNFI（非规范拟合指数）、GFI（拟合优度指数）、CFI（比较拟合指数）、IFI（差别指数）的值介于0与1之间，数值越大表示模型拟合越理想，一般要求该值在0.90以上。对照这些拟合指数要求，发现知识共享动机的四因素模型为最优模型，其拟合指数均反映该结构模型与实际观察数据吻合得较理想。

此外，对知识共享的四因素进行信度检验，发现四因素的Cronbach 分别为0.661、0.804、0.794和0.836，除了生存动机的信度略低外，其余均大于0.70，且总体Cronbach 系数为0.831，表明知识共享动机四因素的测量信度较好。




最后，我们采用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second-order CFA）进一步检验知识共享动机维度的汇聚效度，以知识共享动机为二阶因子，4个维度为一阶因子。结果表明数据的拟合程度良好（χ2== 1.766，df =1， χ2/df=1.766， RMSEA = 0.044 ，GFI = 0.998，CFI = 0.997，IFI = 0.997，NFI = 0.993，NNFI = 0.982）。同时，作为二阶因子的生存动机、关系动机、成长动机、规范动机因子负荷值都大于0.50，且均达到0.001的显著性水平；一阶因子在二阶因子上的负荷，知识共享的关系动机、成长动机、规范动机的负荷值都大于0.50，且均达到0.001的显著性水平，知识共享生存动机的负荷值略低，为0.21，但也达到了0.001的显著性水平。模型表明，知识共享四维度背后有一个共同的潜变量，即知识共享动机变量。



知识共享动机对创新行为影响的假设与结果检验





研究假设



知识共享与创新密切相关。Nonaka（1998）认为创新的目标是实现新知识或新技术，而已有的知识和技术是创新所需的重要资源，促进知识的共享将有利于创新的实现。

[1]


 Seers（1989）认为高质量的团队成员之间的交换能使个人获得更多的资源，包括共享的知识，并促进个人创新。Ekvall（2000）以企业工程师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项目团队模式使成员聚集在一起共同解决问题，工程师之间知识和信息的交流互动则提高个人创新行为。Pirola-Merlo和Leon Mann（2004）认为，在项目中独立工作的个人可以产生创新行为，同时成员间的互动也可以引发创新行为，如成员间一起分享、扩大、批评/过滤各种想法。这种成员间的互动行为会激励个人产生创新性的想法。与此相似，Shalley（1995）运用实验室研究方法，比较处于独立工作状态和参与合作状态的两类不同个体之间存在个体创新绩效方面的差异，发现团队成员的交流互动会提高个体创新的水平。

[18]


 文献研究表明：知识共享有助于创新行为。结合前面对知识共享动机维度的研究，我们由此进一步提出假设：知识共享动机四维度均对个体创新行为产生积极影响。

假设1：生存动机对个体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2：关系动机对个体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3：成长动机对个体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4：规范动机对个体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研究结果



检验假设的数据源于419份调查问卷。创新行为的测量虽然是自我报告，但在项目设计时分自我评估和主管评估两方面，数据统计时取其两方面的均值。个体创新行为主要指新的有用的思想或想法的产生

[2, 3]


 ，创新行为变量的设计主要参考斯科特和布鲁斯（1994）的研究

[3]


 ，包括提出改进工作的新想法、提出创造性的问题解决方法和发现新的工作方法或技巧或工具的3个项目。每个项目采用1～5的等级，代表创新行为发生的频率程度，1--很低，2--低，3--一般，4--高，5--很高。三个项目的Cronbach 为0.849。

探索并检验多维度的知识共享动机对创新行为的影响是本研究的目标之一。表11-3表示这些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性。为了检验自变量多维度的知识共享动机之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效应，本研究采用方差扩大因子（VIF）进行检验，发现这些相关变量的VIF值都在1.24～2.70之间，表明是可接受的范围（Hair等，1998）。

为了检验假设，对创新行为进行回归分析（如表11-4中的模型1和模型2）。模型1表示当调查对象的人口因素进入时的回归分析结果。整个模型在统计上显著（p<0.001），R2值为0.048，发现学历对创新行为具有积极的显著影响（β = 0.172，p<0.001），这一结果支持了Mumford & Gustafson（1988）认为个人教育水平是创新的重要因素的观点。

[19]


 个体创新行为是始于问题认知，并提出问题解决的想法或方法

[3]


 ，个体学历高低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体对问题的认知或识别，进而影响其创新行为。模型2表示当调查对象的人口因素和知识共享动机同时进入时的回归分析结果。整个模型在统计上显著（p<0.001），R2值为0.230，发现知识共享的关系动机和成长动机对创新行为具有积极的显著影响（β= 0. 243，p<0.001； = 0.244，p<0.001），知识共享者的学历仍对创新行为具有积极的显著影响（β= 0.097，p<0.05）。假设2和3得到支持，而假设1和4则没有得到支持，即知识共享的生存动机和规范动机未对创新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尽管知识共享与创新行为密切相关，但影响知识共享行为的动机却未必一定显著影响创新行为。













结论与讨论





研究结论





知识共享动机的四维度模型



本章以我国知识型员工为研究对象，结合内容型动机理论和社会动机理论，较系统地建构知识共享动机维度模型。这既是本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对个体知识共享动机研究的一个新的尝试。本研究提出知识共享动机的四维度模型，这四个维度分别是生存维度、关系维度、成长维度和规范维度。这一结果表明：知识共享行为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性行为。知识型员工具有专门的知识、技能或技术，他们是知识共享者的典型主体。首先，他们作为现实的普通人，可能会在意在知识共享中得到物质上和工作安全或稳定上的回报。其次，他们又不同于一般的普通人，往往注重在知识共享中获得内在满足感和成长的需要，关注自身价值的实现，同时期望得到社会、组织和他人的认可。最后，知识型员工都隶属于一定的社会、组织或群体，知识共享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进行的活动，因此，如果一个组织或群体形成知识共享规范，组织或群体规范会形成一种群体约定的动力而影响个体成员的知识共享。



知识共享的关系动机和成长动机显著影响创新行为



在知识共享动机四维度模型的基础上，本研究假设并实证检验这些动机维度对个体创新行为的影响。知识共享会导致组织的过程创新（Law et al.，2008），同时也促进个体创新[19]。研究结果显示不是每一种动机维度都显著影响个体创新行为。实证研究表明：知识共享的关系动机和成长动机对个体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生存动机、规范动机则没有显著影响。在动机激励理论中，关系动机和成长动机都属于人的较高层次动机，且属于非物质性动机。在知识传递和交流中，满足个体专长或专家地位的认可、让个体得到赞誉和尊重、维持其成员身份，并让个体获得成就感、得到成长和发展、产生良好的自我感受，既能促使个体与他人分享知识，又能促使个体创新行为。生存动机却反映知识共享者的物质性和安全性动机，会显著影响知识共享行为，却不能显著影响创新行为。此外，产生于人际互动的规范动机虽不属于个人内在的需求，但由于知识共享行为是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中发生的个体行为，因此，知识共享规范会促使成员共享知识，成员会认为共享知识是作为组织的一员所应该做的，但却不能显著正向影响创新行为。换言之，规范作为一种社会动机机制未显著影响创新行为。



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理论贡献



首先，本研究结合内容型动机理论和社会动机理论研究知识共享动机维度结构，进一步拓展知识共享动机的研究视野。传统的内容型动机理论更倾向于鼓励知识交换行为，却未能充分解释知识共享行为，即接受他人知识的同时也把自己的知识提供给他人的一个互动过程。而社会动机理论则弥补了内容型动机理论在知识共享行为动机研究中的不足。知识共享行为并不是单纯的个体行为，而是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发生的个体行为，具有特定的人际性与社会性。产生于人际互动的规范会显著影响或强化知识共享行为。本研究基于内容型动机理论提出的知识共享的生存动机、关系动机、成长动机，及基于社会动机理论提出的知识共享的规范动机，它们共同组成的知识共享动机四维度模型，既推进了知识共享理论的研究，也丰富了个体行为动机的理论内涵。

其次，本研究假设并实证检验知识共享动机对创新行为的影响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知识管理与创新管理相结合进行研究的一次有益探索。以往研究表明：知识共享与创新行为密切相关。但本研究发现：并非每一种知识共享动机都显著影响创新行为。基于社会动机理论提出的知识共享规范动机未显著影响创新行为，基于内容型动机理论提出的知识共享的三个维度中，也只有属于较高层次动机的关系动机和成长动机显著影响创新行为。研究结果表明：知识共享行为动机机理与创新行为动机机理既有差异，又有共同之处。这一研究发现为个体层面的知识和创新相整合的管理提供理论支持。



实践启示



在实践中，本研究具有以下几点启示：

首先，企业在促使员工知识共享的管理活动中，既要重视针对个体特点的动机因素，特别是重视激发知识共享者的关系动机和成长动机，充分认可知识共享者的专长或专家地位，给予充分的尊重和赞誉，鼓励在知识共享中相互学习，相互尊重，不断成长和发展，鼓励知识共享者不断实现其自身价值；同时也要重视在组织内建立知识共享规范，强化知识是一个公共物品、知识是组织共有属性，使组织成员认识到与他人共享知识是组织成员的责任。知识共享规范将对成员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和行为调节力，从而促使组织成员与他人共享知识。

其次，知识共享与创新密切相关。

[1]


 通过知识和知识共享获得企业竞争优势，而创新对企业长期发展则至关重要。组织创新往往来自于员工个体的创造性思想或想法，即员工个体创新行为。

[20]


 个体创造性思想或想法的产生离不开个体间的知识共享和学习。因此，随着竞争的日益加剧和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将知识管理与创新管理相融合则变得极为迫切和重要。本研究结果为如何融合知识共享与个体创新行为管理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研究结果表明：属于高层次的内容动机，即知识共享的关系动机和成长动机对创新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属于低层次的内容动机，即知识共享的生存动机未对个体创新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属于社会动机的规范动机也未对个体创新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企业应特别重视激发知识共享者的关系动机和成长动机，以增强员工个体间的知识传递和交流，同时又增强员工的创新行为。



局限性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章对知识共享的社会动机研究只是局限于规范动机，而未涉及其他类型的社会动机，如人际间的信任动机等，在以后研究中，应对知识共享的社会动机做进一步的内含扩展研究。其次，本研究对创新行为变量的测量是采用自我报告形式，虽然项目分为自我评估和主管评估两个方面，可能会降低一定程度的主观性，但仍然可能存在同源偏差问题，以后的研究应尽可能采用不同源收集的数据，创新行为的测量可采用主管评估的数据。最后，样本数据的收集主要来自于我国沿海地区，没有涵盖到中西部地区，具有一定的地域局限性，这可能会影响本研究的生态效度。上述不足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努力避免。



参考文献



[1]Nonaka，I，Konno，N.The Concept of“Ba”:Building a Foundation for Knowledge Creation [J].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1998，40:1-15.

[2]Amabile，T M.A Model of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in Organizations[M].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1988，10:123-167.

[3]Scott，S G，Bruce，R A.Determinants of Innovative Behavior:A Path Model of Individual Innovation in the Workplace[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4，37（3）:580-607.

[4]Babcock，P.Shedding light on knowledge management[J].HR Magazine，2004，5:46-50.

[5]Cabrera，A，Cabrera，E F.Knowledge-sharing dilemmas[J].Organization Studies，2002，5:687-710.

[6]Szulanski，G，Szulanski.Exploring internal stickiness:Impediments to the transfer of best practice within the firm[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6:27-43.

[7]Argote，L，Ingram P.Knowledge transfer:A basis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firms[J].Organizatia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2000，5:150-169.

[8]Alavi，M，Leidner，D E.Review: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s:Conceptual Foundations and Research Issues[J].MIS Quarterly，2001，25（1）:107-136.

[9]Stott，K，Walker，A.Teams Teambuilding:the manager's complete guide to teams in organizations[M].New York:Prentice Hall，1995.

[10]Hall，H.Input-friendliness:Motivating knowledge sharing across intranets[J].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2001，27（3）:139-146.

[11]Bartol，K M，Srivastava，A.Encouraging knowledge sharing:The role of organizational reward systems[J].Journal of Leadership&Organizational Studies，2002，9（1）：64-77.

[12]Brown，D.Learning and communities-of-practice:Toward a unified view of working，leaning，and innovation[J].Organization Science，1991，21：40-57.

[13]Quigley，N R，Tesluk，P，Locke，E，Bartol，K.A multilevel investigation of motivation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knowledge sharing and performance[J].Organizational Science，2007，18（1）：71-88.

[14]李涛，谢伟，徐彦武.基于信息技术的组织内知识共享动机的研究[J].情报学报，2004，3:275-281.

[15]Coleman，J L，Jr.Comparison of depositional elements of an ancient and a “modern”submarine fan complex:Early Pennsylvanian Jackfork and Late Pleistocene Mississippi fans（abs.）[M].AAPG Bulletin，1990，74：631.

[16]Feldman，D.The development and enforcement of group norm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4，9：47-53.

[17]Podsakoff，P，Organ，D.Self-reports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problems and prospects[J].Journal of Management，1986，12（4）:531-544.

[18]Shalley，C E.Effects of co-action，expected evaluation，and goal setting on creativity and productivity[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5，38:483-503.

[19]Mumford，G.Creativity Syndrome:Integration，application，and innovation[J].Psychological Bulletion，1988，103：27-43.

[20]George，J M，Zhou，J.When openness to experience and conscientiousness are related to creative behavior:an interactional approach[J].Th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01，86（3）：513-524.


 


（本章作者：杨晶照，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师；杨东涛，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曹亚东，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转型经济下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若干问题研究”的资助，项目批准号：70732002。）

德鲁克对创新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他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视为一种实践，指能为客户创造出新价值，如推出一种新产品、新服务或新流程，满足客户未被满足的需求或潜在的需求。德鲁克进一步指出，创新是有目的性的，是可以学会的。很多研究表明，员工参与创新可以帮助企业长久发展，为企业提供前进动力，Trudy

[1]


 等认为，员工的创造性潜能是企业潜在的资源，如能得到开发利用，将其转化为员工的创新行为，将会极大地提升企业的竞争能力。Hinton

[2]


 在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就发现，员工的创造性才能不一定会在工作场所发挥出来，从具有创造性才能到创造性才能的实现，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

那么，工作场所的员工为什么会选择创新？他们参与创新的内在动力是什么？什么因素可以激发员工创新？对此问题，中外研究者从各个角度做了分析，如从代理理论出发，认为员工是创新的代理人；从权力理论出发，认为员工参与创新是为了获得权力；从社会网络出发，员工创新是社会网络中的一部分；从员工的特性出发，如对员工认知方式、个体特质以及智力因素进行研究；也有从环境的影响因素出发，对创新实现问题做出回答；从员工参与创新的心理因素出发，对相关的干预因素和情景因素进行研究。

本章重点探究员工参与创新的心理过程。因现有的文献对员工的创新的心理过程研究往往只是关注某一方面，没有进行系统地描述，探索了员工创新的角色认同与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并就对相关影响因素做了实证考察，作者对文献中关于员工创新的心理研究加以分析并整合，总结出员工创新的心理过程的三个方面：创新角色的自我认同、创新意愿和创新自我效能感。



员工的创新



creativity一词，多译为创造、创造力、创造活动，它是一个复合概念，不易精确界定。Guilford

[3]


 认为，具有创造性的人能产生新的创意，并能接受不同寻常的方式；相似地，Lubart

[4]


 等将创新定义为是能用新的（原创性的、出乎预料的）和适当的（有用的、能满足任务需要的）方法完成工作的能力；Barron and Harrington

[5]


 用新奇、原创和深远来定义创新；Martindale

[6]


 认为创新必须是原创的、具有一定用途并对环境有用或者能适应环境。所有这些有关创新的定义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强调原创性和适当性，要使新奇的看上去熟悉，使熟悉的看上去新奇。

因此，员工创新是个体在工作场所中发挥自身创造性，积极参与创新的过程，Amabile以及Woodman

[7]


 等认为，员工创新是指员工为组织的发展和任务的完成，利用现有条件，所产生的新的、有用的产品、创意和流程。这样的创新定义，焦点在于产品、创意和流程，强调在组织内，利用组织的资源，形成新奇、具有原创性和有用的最终成果。这样的定义强调创新在组织中的价值，即产生的新的、合适的创意是为了提高组织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和组织的有效性。Sternberg

[8]


 认为员工创新是一种过程产生的结果，不一定非要有什么具体的表象，强调过程和最终的结果，这样的分类虽然有用，却导致两个问题：首先，过程只能通过回忆加以印证；其次，研究重点往往只关注成功了的创新，容易忽略失败了的创新。针对这两点，Kerrie

[9]


 提出，创新是个体对创新活动的实施与参与。这样对员工创新的定义却回到了原点：员工为什么要参与创新，其动因是什么。

Deci and Ryan

[10]


 认为行为受自我选择和外部任务要求的影响，而且行为的决定更多地是一个自我管理、自我决定的过程，比如员工可以决定自己是否要创新，他内心的动力驱使他去创新并期望获得成功。很多文献对这种内心的动力与相关的环境因素做了研究，但往往只注重某单一心理因素的研究，各种关于员工参与创新的心理分析散见于文献中。作者经过对前人研究的分析，归纳、总结出员工参与创新的心理逻辑过程。首先，从角色认同理论和自我概念理论出发，员工认为自己是组织创新中的一员，应该参与创新，即创新的角色认同（creative role identity），对创新角色认同的员工，认识到机会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往往自觉推进创新行为的实现。其次是员工自己本身有创新的意愿，想要参与创新，愿意参与创新，即创新心理的第二个维度：创新意愿（creative intention）。这样，员工才能自觉地、自发地在工作中捕捉到思想的闪光点，抓住创新的机会。最后，员工内心应对创新成功有着坚定的信念，克服过程中的困难，支撑其完成创新的全过程，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创新的自我效能感（creative self-efficacy）。这三个方面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创新心理过程：因为“我是”创新的员工，所以“我愿”参与创新，并且“我能”创新成功。三者任意缺少一个，都不能形成对创新的完整心理支持过程，并有可能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实现。员工创新心理过程如图12-1所示。




图12-1 员工创新心理过程图



创新的角色认同：“我是”



员工的创新角色认同，是自我概念理论和角色认同理论在研究工作场所中创新行为的具体运用。从角色认同理论来说，自我角色认同是对自我的一种评价观点，对自我特殊角色的认定和理解，是个体所感知的在他人面前的表现，以及个体对自我在他人面前表现的一种判断

[11]


 。员工这种自我形象的建立有助于组织中创新的实现，个体对创新的自我形象判断越强，参与创新积极性越高。前人大量的研究也证明，创新性人才的自我角色认同对创新有着重要的影响。

按照心理学解释，个体如何看待自身以及个体想让他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的行动

[12]


 。一种特殊的角色认同有助于个体员工进行特定的活动

[13]


 ，他们可以根据对自己的角色认同来做出各种价值判断

[14]


 ，并进行不同的活动

[15]


 ，当一种特殊的角色与个体的感知或者认同紧密联系时，个体的行为就会根据角色的要求来调整，从而获得对角色的进一步认同

[16]


 。也就是说，个体的角色认同激励角色任务的完成，个体的角色认同度越集中，则他越愿意完成与角色相匹配的相应的角色任务，工作绩效较高。因此，员工的创新自我角色认同能帮助员工对自我参与创新有明确的认识，并通过不断地参与创新来强化这种角色的认同。

同时，角色认同对行为的刺激作用与环境相关，如果情景中设定了相关的角色，并可以从情景中得到对角色行为的支持，人们才愿意修正自我的角色想法和角色行为，如果情境中并不认同某一个角色，也不认为与角色相关的行为对组织有价值，个体不能从角色的认同中得到应有的保护和承诺，则角色的认同者就会感到威胁，感到行为无意义，这样个体将可能会避免完成相应的角色任务。也就是说，员工的角色认同需要得到有益的正反馈，才能得到强化。员工只有预期其创新行为能得到相关人士和部门的认可，才会积极参与创新，如果他发现其创新行为可能得到负面的反应，就可能避免参与创新。Burke

[17]


 等通过研究自我认同与工作场所创新的相关关系，解释了员工个体的自我形象、自我认同对创新的影响。Petkus

[18]


 等的研究进一步发现自我概念的角色认同与员工创新行为的相关性。Tierney和Farmer对员工创造力及创新角色的认同做了研究，探索了员工创新的角色认同与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并就对相关影响因素做了实证考察

[19]


 。他们发现员工的创新角色认同与员工创新绩效密切相关，受到可感知的组织创新价值观影响，组织存在创新的价值观，对创新的认可度高及创新氛围较好的话，则员工的创新角色认同强，创新绩效佳；否则，反之。同时，员工创新的角色认同本身受到同事对其创新角色的认可程度、员工自已对过去创新行为的认知和评价以及支持创新的文化价值观的影响。

总之，研究中以员工角色认同为单因子，验证了员工创新角色认同与创新行为的正向联系，

[20,21]


 而对员工创新这样一个具有复杂性维度的概念来说，这并不能完全描述员工创新心理的全过程及创新的实现机制，因为还有其他方面的影响。



创新意愿：“我愿”



行为规划理论指出，感知到行为可控制性和行为的主观意愿是决定人类行为的两个关键因素

[22]


 。主观意愿实际上就是个体对行动的原则、态度和可控性的主观表达；感知到行为可控制性指个体认为任务可以完成的控制度，通过特殊激励可以指向特定行为的程度，这将在后面“创新自我效能感”中说明。

Jin Nam Choi将创新意愿定义为在一定情境下，个体愿意进行创新的动机与创新愿望的强度

[23]


 ，即为了完成特定的任务，人们愿意尝试的愿望以及做出努力的强度。如果员工进行创新的动机强烈，则他会克服困难，实现创新的愿望；否则，如果员工只是认为创新是工作中可有可无的举措，甚至到时愿意按部就班地工作，没有丝毫创新的意愿，则不会有创新行为的产生。

在不同的情境下，员工会表现出不同的创新意愿。Jin Nam Choi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创新意愿受到个人和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员工个人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员工个人的创新潜质、个性、创新的能力和内在的激励；环境因素主要有领导的支持和开放的团队环境。



创新自我效能感：“我能”



根据Ajzen的行为规划理论，可感知的行为控制（如效能感）是人类行为的动因之一，他所指的行为的可控制性也指感知到的完成行为的难易程度，可以说是员工对创新成功的信心，如果员工对创新成功抱有坚定的信念，则他认为创新行为更可控，愿意参与创新。Tierney与Farmer也指出，创新的产生需要内在的支持力量，用来激励个人坚持行动的意向，并转化为从事创意工作的自信心，当个人对创新活动怀有较高的信念时，会促使他乐于从事创新活动；而当个人对创新的产出预期较低时，则会对创新行为抗拒，出现较差的创新行为。这种对自身完成任务能力与信心的综合性评价，就是个体的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Bandura最早于1977年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它是指“个体对自己具有组织和执行达到特定成就的能力的信念”

[24]


 ，是人们对自身完成某项任务或工作行为能力的信念，它涉及的不仅仅是能力本身，而是自己能否利用所拥有的能力去完成工作行为的自信程度，是个体对自己能力的一种主观感受，而不是能力本身。它特别强调人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它是社会认知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中的核心概念，直接影响人们的思维、动机与行为，对个体具有行为选择、努力程度及坚持性、应对方式及情绪反应、预测绩效和应对行为等方面的作用。Tierney与Farmer

[25]


 将自我效能感与Amabile的创造力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创新效能感”（creative self-efficacy）概念，指个人对于所从事的特定任务是否具有产生创新行为的能力与信心的评价，反映创新活动中的个人对自己表现出的自我信念或期望，是产生创新绩效能力的信念。当个人从事创新活动遇到困难时，创新效能感能够形成使个人持续努力，达成目标的内在动力机制。

影响创新自我效能感的两大因素是结果预期（response-outcome expectancy）与效能预期（efficacy expectancy）。结果预期是指个人对某一行为会导致某一结果的期望，譬如因表现出优异的创新行为而得到期待的社会赞赏、奖品和自我满足等，是一种个人对结果的期望；而效能预期则是指个人对本身能否完成某一行为的能力的期望，例如，个人有信心可以完成某项创新。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个人的行为反应受到个人的信念、行为和环境三者相互作用的影响，自我效能感在三者的互动过程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Bandura认为，自我效能感会影响个人对任务的选择、努力、坚持度等行为；社会认知论则指出，社会、环境等因素会对个人效能感产生影响，为了提高自我效能感的预测效果，须针对特定任务领域进行研究

[26]


 。创新效能感也是自我效能感在特殊领域的应用，Tierney和Farmer等国外一些学者针对创新效能感在工作场所的应用做了一些开创性研究，他们从个体工作相关的知识、与工作相关的自我效能感、监督者行为和工作复杂程度4个维度，针对584名蓝领工作和158名高新技术行业的白领人员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创新效能感不仅与创新活动正向相关，而且对个人的创新行为及表现有良好的预测效果。国内针对创新效能感的研究多集中在教育领域，如研究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等

[27]


 ，所开发量表也多针对学习者

[28]


 ，国内学者尚无针对中国员工的创新效能感的研究。



影响员工创新心理因素分析



由上分析，员工参与创新的心理过程不是由某一个单一的心理决定的，它是一个复合的过程，针对每一个心理过程的影响因素也各不相同。通过对文献的总结，我们可将影响员工创新的心理因素主要分为两大类：个性特质等个体因素与环境形成的外部因素，详见表12-1员工创新心理的影响因素汇总表。




综合对单个心理的影响因素，影响员工创新心理过程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个体因素





个体所掌握的知识



员工个体所掌握的知识和知识结构对创新心理过程产生积极的影响。个体掌握知识及知识结构一般可以通过教育年限来衡量，也可以参照由组织发起的培训项目。个体拥有所从事工作的丰富的知识，不仅可以用相关的知识想出新的办法解决问题，而且在平时的日常工作中，容易运用所掌握的知识对工作流程、产品提出改进意见，形成创新绩效。如果员工的知识结构多维，可以帮助其产生新的创意，随着创新成功的次数增多，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增强，创新角色认同得到强化，进一步产生创新的意愿。



完成本职工作的能力



从员工创新定义可知，创新针对的是某一领域，创新的绩效评定应由同行业人士评价。只有能胜任本职工作，在本职工作熟练的基础上，才可能产生进一步改进的想法，或者从另外的角度，提出全新的颠覆性创意。Tierney等的实证研究认为，对工作的驾轻就熟，使员工的工作自我效能感（员工对完成工作的自信心）增强，从而增强创新自我效能感，对创新心理过程产生积极影响。



个体特质



并不是每个员工都能创新，创新的心理受到个体自身条件的限制，研究发现主要是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29]


 ：员工的个性特质、对过去行为的认知态度、创新的能力和自我激励的强度。员工的个性较为死板，那么很难形成创新的角色自我认同，不容易建立创新的自我想象（self-image），创新意愿与创新自我效能感将无从谈起。员工个性中如对过去行为的认知是抱有乐观的态度，无论过去的创新成功与否，他都会有积极评价，这对创新的心理过程具有促进作用。员工对自我激励越正向，积极向上的动力就越强，那么由此会激励自我努力参与创新，对创新意愿的影响就越大。因此，创新心理的激发更要因人而异。



外部因素





民族文化及组织创新价值观的影响



创新心理受文化和组织文化的双重影响，民族文化中对创新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员工创新的心理过程，但是可以在组织中建立有别于民族文化的组织文化，形成鼓励创新的微观氛围。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工作中倾向于四平八稳，不求无功，但求无过的心理往往占上风，创新时总是瞻前顾后，不利于创新心理的建立。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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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研究认为，中国文化中由于人情面子的作用，创新角色认同容易受周围人的影响。因此，如果在微观层次的组织文化中，大力弘扬创新的价值观，员工也会因为面子而积极地确立自己的创新角色，参与到创新中。Tierney等研究了在美国工作的我国台湾员工后认为，员工所处的文化对员工创新影响更大，如在美国工作的台湾员工，更易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组织的创新价值观也对员工创新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即使民族文化与创新冲突，组织也可以通过建立与民族文化相异的组织文化，形成小环境，对员工创新心理产生直接影响。



领导支持



大量的研究证明，对员工创新的心理影响最为深远的是组织内领导对创新的支持，领导的支持是创新心理形成与巩固的关键变量，对员工的创新心理过程起到强化作用。领导对创新的支持表现在从内心真的支持创新，对大的原则和方向的把握，推动员工对创新角色的认同，激发其创新的意愿，帮助员工树立创新的自信心，提高其创新的自我效能感，而不只是喊喊口号。在具体做法上，领导的支持不是对具体工作细节插手，而是通过资源的调配向创新行为倾斜；赏识创新行为，从精神上到物质上对员工的创新行为，而不仅仅是创新的结果进行奖励；在员工创新失败时，表现出宽容的态度。



团队环境



Jin等的研究表明，员工所处的小团队的氛围，直接影响着员工创新的心理，开放、宽松的团队，员工想要创新时，不会畏首畏尾，可以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产生思想的碰撞，容易激发员工创新的干劲。有研究表明，在宽松的团队氛围中，头脑风暴法较有效。同时，在一个相对开放的团队中，员工容易感受到同事彼此的支持，对创新相互支持与理解，能够强化创新的心理。



工作复杂程度



相对复杂的工作有利于员工发挥创造性，优化员工创新的心理过程。克里斯·阿吉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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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个性与组织》中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员工长期从事相对简单的工作后，对工作的态度近乎麻木，在工作中将自己等同于一个机械手，或者采取离职这样极端的办法。Tierney等人的研究也发现，从事简单工作的工人，工作时间越长，创新自我效能感越低，创新绩效越差；反之，从事相对复杂工作的白领，工作时间的长短与创新的自我效能感和创新绩效呈成正比。



结论



本章结合社会认知理论、自我概念理论、自我认同理论和行为规划理论，总结出员工参与创新的三个心理过程：组织成员创新角色认同、创新意愿和创新自我效能感。从自我概念理论来看，组织成员创新的角色认同和创新自我效能感共同形成员工的创新的自我概念；从行为规划理论来看，组织成员的创新意愿和创新自我效能感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决定起着关键的作用，因此组织成员创新角色认同、创新意愿和创新自我效能感实际上构成了员工参与创新的心理支撑，它们遵循着“我是、我愿、我能”的内在逻辑，共同促进员工创新绩效的实现。

组织只有明确员工的心理过程，才能从员工创新心理过程出发，采取相应的对策对员工的创新进行激发。首先，要明确组织中是什么类型的员工易参与创新，强化他们对自己创新角色的认同感。同时，找出员工参与创新的动机及影响因素，对其创新意愿进行正向引导，对其参与创新的效果积极反馈。在员工参与创新过程中，领导应通过各种手段推进创新，对员工创新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时解决，并用成功的创新经验帮助员工树立起创新的自信，增强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

本章最后引用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创新不是对原有的一切'斩草除根'，而是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这次推出一个新产品，下次推出一项新政策……其次，创新并没有事先规划，而是专注于每个机会和各种需求；创新是试验性的，如果没有产生预期的和所需的结果，就会很快消失。因此，创新务实而不教条，脚踏实地而不好高骛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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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作者：吴慈生，合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系主任、教授，企业管理研究所所长。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7BJL052）、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006KJ065A)的资助。）

德鲁克认为，未来的组织将是以信息或知识为基础的，革新旧的组织理论并进行知识创新是管理人的最大难题和挑战。德鲁克在他的巅峰之作《管理：使命、责任、实务》（1973年）中就有一章专门论及“创新的组织”。他认为，创新已不仅是一个科学技术的名词，同时也是经济和社会的名词，因为“组织的核心竞争力各不相同，可以说，它们就是组织人格的一部分。但是，任何一个组织--不光是企业--都必须拥有同样的一项核心竞争力：创新”。德鲁克站在知识社会的门槛里为人类拨开了知识管理的迷雾。

企业并购作为一种管理创新模式，对企业获得经济效益，扩大市场份额，实现多元化经营，谋求协同效应，实现合理避税，买壳上市等起到了重要作用。历史上全球共掀起过5次企业并购浪潮。亚洲自1998年起，企业并购数量和交易价值开始显著增加。在我国，继1984年第一起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并购案后，企业并购已成为我国企业快速扩张的重要方式。据研究，在我国投资的100多家大型跨国公司中，进行国内企业并购的约占95%以上，进行跨国企业并购的约占70%以上。美国经济学家施蒂托勒曾对企业并购进行过以下评论：“几乎没有一家美国的大公司不是通过某种形式，某种程度的兼并或合并成长起来的，几乎没有一家大公司是主要靠内部扩张成长起来的。”但是，企业并购中往往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并购失败或没有实现并购目标。麦肯锡公司研究了1990～1995年的150起并购交易，个案金额均超过5亿美元，交易发生3年后，股票价值与行业指数对比发现，30%的交易严重损害了股东的利益，20%损害了部分股东的利益，仅有33%创造了少量回报，有17%创造了大量回报。一项针对中国企业并购的研究表明，中国大部分企业并购失败的原因是，并购后管理不善，优秀人才流失，组织结构变革失效，导致成本过高等。重新审视企业并购活动，通过德鲁克的知识管理思想来分析以上现象仍会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感受大师的远见卓识。从中外企业并购失败的案例来看，导致并购失败的原因实质上是企业在并购交易过程中，忽视了对企业“知识”的识别、集成与创新。



企业并购中的知识资本与知识流动模式





企业并购中的知识资本





企业并购



并购（mergers &acquisitions），按其英文的字面意思可以翻译为兼并与收购。兼并是指两个以上的企业或公司通过法定程序归并为一个企业或公司的法律行为。准确地说，它有新设兼并和吸收兼并两种形式。前者是指有关的两个公司合为一个公司，两个原公司的注册都被注销，各自原有的独立法人地位消失，合并后的新公司重新注册，出现一个新的法人。后者是指一方吸纳另一方，合并后吸收方的法人地位不变，被吸收方的注册被注销，其法人地位消失。收购的含义是指收购方获得被收购公司的控股权。



知识资本及其结构



经济学的资本概念主要指企业的总财富或总资产，而资产又分成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即厂房设备等，是企业在经营中长期使用的资产，包括土地、房屋、各种设备；流动资产是现金以及将在企业的正常经营周期或一年内变换为现金或耗尽的资产。因此资本一般称之为物质资本或资金形态的资本。

知识之所以能成为资本，是因为知识具有资本的相同特征和功能，并成为企业经营资本的核心要素。它作为一种全新而重要的资本形态，西方资本理论对其有不同的解释，尽管对于知识资本的表述存在差异，但都认为，知识资本是以企业员工的知识和技能、组织制度、顾客的价值等作为资本的内容，即知识资本由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结构性资本（Structural capital）和顾客资本（Customer capital）三部分组成，简称H-S-C结构，如图13-1。




图13-1 知识资本结构图



企业并购中的知识流动模式



德鲁克认为作为未来行动基础的信息或知识,既是公司新的整合系统，同时也是它的有机连接。从以上知识资本的内涵来看，企业并购目的实质上就是企业为了保持或提高自己将来的盈利水平而通过从外部兼并来获得自身发展所需要的知识资本。由于并购方式不同，一般分为横向并购、纵向并购和混合并购，因此，企业并购中知识资本的形态、流动方式也不同。



横向并购中知识资本的流动模式



横向并购中，兼并企业和目标企业处于同一行业之中，知识资本的相似程度较大。它们生产相同的产品或服务，具有相似的技术，采取相近的管理手段与组织结构，拥有类似的顾客。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兼并容易实现人力资本、结构资本、顾客资本的共享、学习和转移，兼并企业可能出于三种动机来选择目标企业，最终达到提高盈利水平的目的。横向并购中知识资本的流动模式如图13-2所示。




图13-2　横向并购中知识资本的流动模式

（1）加强型。目标企业是自己的竞争对手，拥有与自己不相上下的知识资本存量，通过并购可以实现知识资本的共享，达到强强联合的目的。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高科技产业。因为在这类企业中，技术开发是决定企业发展的关键。如果完全靠自主开发创新技术，一方面有一定的风险，另一方面效率不高。并购后双方技术共享，实力加强，技术开发的效率提高。

（2）互补型。目标企业拥有自己相对较缺乏的知识资本，如优秀的人才、特殊的知识产权、良好的营销网络、稳定的客户关系等。这种情况下的并购，并购企业可以在较短时间内使知识资本得到增强。

一个比较经典的案例就是2006年的海信收购科龙事件。科龙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制冷家电企业集团之一，尤其是其冰箱产业稳居一线品牌。另外其空调销量也排在第四位。相比之下，海信的产能规模与技术实力应该是在其下，海信的品牌知名度也不如科龙。在这种情况下，海信收购科龙就获得了科龙在白色家电领域的优秀技术以及品牌影响力，使其在白色家电的扩张道路上顺利多了。更重要的一点还有，海信在华南市场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表现却相当平淡。而科龙在华南的营销网络已相当完善，收购完成后海信可以利用科龙的营销网络进一步抢占华南市场。另外科龙被收购后，保持其原有品牌不变，只是成为了海信的下属品牌之一，这样海信的整体品牌价值将会大大增加。

（3）转移型。如果并购企业拥有较强的管理能力，它可能会并购一家管理不善的弱势目标企业，然后把自己较强的管理能力转移到目标企业，提高目标企业的收益。

纵向并购中知识资本的流动模式

纵向并购中，企业一般意在靠近供应商或者最终用户，以降低成本，提高顾客满意度。在这种并购方式下，兼并企业一般是出于以下两种目的选择目标企业，知识资本流动模式如图13-3所示。




图13-3 纵向并购中知识资本的流动模式

（1）便利的供应源。与供应商的良好供应关系是一种重要的无形资产，它可以降低风险，减少交易成本，缩短供货时间等。若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来并购后向企业，可以提高并购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企业效益。

（2）完善的营销网络。目标企业拥有完善的营销网络与营销人才。通过并购，并购企业借助于目标公司的已有营销经验和营销渠道，可以增加其顾客关系资本，提高市场竞争力。



混合并购中知识资本的流动模式



混合并购中双方企业处于不同产业部门、不同市场，并且这些产业部门之间不具有一定的生产技术联系。双方企业的管理模式、营销理念、盈利方式、产品营销周期等具有较大差异性。这种类型的并购一般是出于企业多元化经营战略，以实现增加回报、降低风险的目的。这种并购一般在两种情况下发生，其知识资本流动模式如图13-4所示。




图13-4　混合并购中知识资本的流动模式

（1）进入高盈利水平的行业。企业不满足于现有行业的盈利水平，于是把目光转向更有利可图的其他产业。如电广传媒在2003年10月以3.2亿元自有资金收购其控股大股东湖南广播电视产业中心所持有的深圳市荣涵投资有限公司96.97%的股权，成为荣涵投资的第一大股东。这次并购使电广传媒的业务范围拓展到了房地产业这一在当时具有惊人利润的行业。

（2）并购管理模式、营销理念、盈利方式、产品营销周期等具有较大差异性的企业。如一些风险较大的企业可以并购稳定型企业，一些产品具有周期性的企业可以并购产品具有相反周期性的企业。不管是出于哪种情况，这类并购发生时，目标企业的知识资本与兼并企业是否具有相融性，是其并购成功的关键。如果目标企业的行业专属管理能力、专属的人力资本较强，更容易吸引并购公司的眼球，并且并购公司的一些知识资本会不会与目标公司发生冲突，也是影响并购动机的重要因素。



企业并购后的知识创新管理



正如前述，企业并购的动因实质上是获取知识资本的过程，但是简单地并购目标企业并不能实现知识资本的增值，因为在其并购过程中，目标企业的选择、知识资本的评估，特别是并购后如何对知识资本进行集成和创新是企业并购成功的核心。



目标企业的选择



目标企业如果选择错误，整个并购活动将是一场灾难，因此目标企业的选择首先要详细分析自己的知识资本，明确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其次，并购方应明确自己的并购动因，以此为出发点寻找那些知识资本的存量能够满足自己要求的目标企业。最后，在初步选定目标企业的基础上，要深入目标企业调研，详细了解其经营获利情况，并要精确分析目标企业的人才结构、管理模式、组织结构、企业文化等知识资本，比较其与本企业知识资本是否具有互补性或可转移性，是否容易融合，会不会发生冲突等问题。



目标企业的知识资本价值评估



并购价格的确定是影响并购能否成功的关键一步。即使目标企业知识资本的隐性价值对并购方来说很高，如果并购溢价太高，也会对并购后的企业形成负担，阻碍其发展，不利于知识资本价值的释放与增值。因此要采取合适的手段，对目标企业知识资本合理评估。



并购后知识资本的集成创新



并购只是一种手段，并购后双方知识资本的集成及价值创造才是目的。知识资本的集成包括知识资本在双方企业的转移、互补、替代、学习、冲突的消除以及创新。并购完成后，并购方应对并购后企业知识资本进行研究，识别出其所拥有的知识资本的特点及内在关联性，分辨出这些知识资本有哪些是需要发扬的，哪些是需要集成的，那些是需要摒弃的。针对企业并购后的知识资本集成问题，本章将其抽象为图13-5所示的机制。




图13-5　并购后企业知识资本集成创新

并购后知识资本的集成创新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人力资本投资



一切经济活动的进行，归根到底是靠人去实施的。如果不能完成人力资源的整合，并购后的企业是无法运营的。在人力资本的协同问题上，首先要稳定人心，尽快让并购后的企业稳定下来。其次要分析哪些人才的流失会给企业带来较大的损失，确保可以留住这些人才，尤其是要密切关注原目标企业的特有人才。其次，要促进人才之间的交流、沟通与相互学习。最后，要重新合理搭配人才，以在互补及学习的基础上达到创新，充分发挥人才资本的超额价值创造作用。



结构资本的集成创新



企业并购后要尽快形成有序统一的组织结构及管理制度体系，以实现企业的稳定经营。结构资本的协同要以形成一个开放的、高效的自组织结构系统为目标。要在充分吸收、整合双方的优秀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尽快实现管理规范化和管理创新。对于那些组织完善、业绩优良、财务状况良好的企业,并购方可以在不改变其管理制度的前提下,进行适当的调整，以便保持制度的稳定性、连续性和进步性。对于原经营状况较糟糕的企业，并购方可以把自己的结构资本转移过去，并在结合原目标企业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集成创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企业文化的协同。不同的企业最大的差别之处就在于企业文化的差异，这也是并购后知识资本增值最关键的地方之一。并购后企业要密切关注对于两种不同企业文化的理解以及它们之间的融合。两个各具特色的文化融合在一起，既可能产生巨大的协同作用，也可能产生冲突。一个较为有效的方法就是并购后的企业CIS系统的导入，实现并购后企业文化的统一传播和延伸，且要尽量通过培养团队精神和优化组织文化创造知识资本的共享氛围。



顾客资本的协同



顾客资本是企业与外部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关系的价值，它能够更直接地影响企业价值的实现。顾客资本的积累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其中营销网络的整合和品牌的整合是最为重要的。在营销网络的整合方面，如果一个既定规模的营销队伍能够服务于更多类别的产品，并购后并不需要维持与并购前同样规模的管理设施和营销队伍。若是横向并购，两家企业中拥有较完善营销网络的一家企业的营销队伍就有能力服务于并购后的两条路线，这使得并购后企业以更低的成本获得其原本可能的收入。这其中需要注意的就是，要判断哪些营销资源可以共享，哪些营销资源需要转移。在品牌整合方面，首先要做的就是区分哪些品牌是核心品牌，哪些品牌是具有潜力的，哪些品牌是弱势品牌。对于核心品牌要加大投入和宣传力度，依托并购后更具有优势的知识资本，增加其市场占有率。对于具有潜力的品牌可以考虑产品再定位，尝试重新树立品牌形象。但品牌的更换需要慎重，因为它可能导致积累多年的顾客忠诚度和品牌效应等的消失。对于一些长期处于亏损地位的弱势品牌，则可以考虑放弃，以便把更多精力和资源放在其核心业务上。



结论与启示



从德鲁克知识管理理论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研究结论和启示。

（1）企业并购的动因实质上是企业获取知识资本的过程，知识资本概念的引入将使企业并购中的动机更加具有资本属性；通过外部扩张的手段来获取企业业务发展中所需要的能力和知识，并最终形成能为企业创造价值的资源，是基于知识资本并购中的核心问题。

（2）企业并购中知识资本的流动和存量变化具有不同的类型。根据传统的分类，企业并购可以分为横向并购、纵向并购和混合并购。三种不同的并购类型，其并购过程中知识资本的流动模式是不同的。

（3）企业并购是企业实施企业战略和全球经济中资源再分配的重要手段，而知识资本正成为最重要的资源。无论是何种类型的并购，从知识管理的角度来看，企业并购中要做出一系列决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但形式化的并购并不能实现知识资本的增值。在并购过程中，目标企业的选择、知识资本的评估，特别是并购后如何对知识资本进行集成创新是企业并购能否成功的关键。

知识社会和知识管理是“业已出现的未来”，知识虽不是社会唯一的资源，但肯定是一种最主要的资源。受其影响，管理的理论、重心、方法和模式等都在经历着新的变革，提高知识的生产率和效益这一崭新的课题摆在了管理者的面前。从今天看来，这一前提无疑是贴近现实的，说明德鲁克始终追随并站在管理学的前沿，追求着管理学的新境界，再一次推动了管理者的思想革新。德鲁克作为现代管理理论的奠基人、“当代不朽的管理大师”，他近二三十年的著述虽然写于不同年代，涉及不同的管理问题，但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知识社会的组织和管理是什么？《彼得·杜拉克论管理》（英文版，哈佛商学院出版社，1998年）一书选编了他在《哈佛商业评论》上近二三十年来发表的优秀论文，集中体现了德鲁克的知识管理理论思想，其中《新型组织的到来》一文，又被哈佛选编《知识管理》一书并收录为该书的第一篇文章。企业并购活动从一个侧面突出反映与证实了德鲁克在知识管理研究上的杰出贡献和开拓性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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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作者：高先锋，安徽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研究生；杜鹏程，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安徽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赵曙明，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转型经济下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若干问题研究”（70732002）、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自主创新背景下的科技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研究”（2007GXQ4D159）、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提高安徽自主创新能力研究”（AHSK07-08D29）的资助。）

近些年来，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传统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面临着新的挑战，世界各国都在对传统的管理思想与管理实践进行着总结和反思，这无疑也给管理学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创新空间，管理学界因此也变得异常活跃，新的管理思想、新的管理方法层出不穷，新的管理理论、新的管理学流派不断涌现，新的“管理大师”也随之像新星一样闪亮升起，随之又像流星一样黯然退场，但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德鲁克先生一直被尊为“大师中的大师”，其管理思想就像一颗恒星一样永远放射出耀眼的光芒。这不仅因为他是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人、目标管理的创建者，还因为他所倡导和主张的以人为本的管理体系、以道德为中心的管理价值观、以自我控制为主的管理目标论、以实践为核心的管理本质论、以高层战略管理为中心的战略管理观，以及他在市场、战略、变革、创新、知识管理等方面的真知灼见，一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管理学者和实践者，也让诸多管理大师和成功企业家从中大受裨益。这些富有智慧和远见的管理思想，无论是对管理学界，还是对企业界；无论是对“第五项修炼的倡导者”彼得·圣吉，还是对被誉为“领导力大师”的约翰·科特、被誉为“市场营销之父”的菲利浦·科特勒；无论是对英特尔公司的总裁安迪·格鲁夫、微软的董事长比尔·盖茨、通用电气的CEO杰克·韦尔奇，还是对《财富》500强中的许许多多的管理者，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就是在中国，也有无数的企业和企业家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实践着德鲁克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思想。

德鲁克先生在长达6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辛勤耕耘，著述颇丰，从《经济人的末日》到《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共出版了39部著作，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本新著问市。虽然其中很少有就创新问题进行专门的著述，但他极具创新智慧的创新思想和对创新问题所做的精辟论述，多处体现在他的其他著述中。在当前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时代背景下，学习和研究德鲁克的创新思想，对我国企业如何进行自主创新，加强创新管理，增强创新能力，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关于创新的含义



经济学家熊彼特1912年在《创新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创新理论”。他把经济发展的实质和根本现象归结为创新，用经济学的术语阐释创新，指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之中。他认为“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

[1]


 在管理学的古典时期，法约尔就把创新看做管理的基本原则，这就是首创精神。法约尔认为，全体人员的首创精神对于企业来说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在其他情况一样的情况下，一个能够发挥下属人员首创精神的领导要比不能这样做的领导高明得多。

[2]




在德鲁克看来，创新就是赋予资源以新的创造财富的能力。他强调指出，创新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概念，而是一个经济和社会术语，是当社会、经济及技术方面发生变化时，对于这种变化所带来的机会的系统运用。德鲁克还指出，创新是个系统工程，系统的创新存在于有目的、有组织地寻找变化中，存在于对这些变化本身可能提供的经济或者社会创新的机遇进行系统化的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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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存在于任何组织中，它是组织的一项基本功能，是管理者的一项重要职责，是一项有规律可循的实务工作。创新不需要天才，但需要训练；它不需要灵光乍现，但需要原则。它包括有系统地放弃昨天；有系统地寻求新机会；自觉自愿地以企业家精神来组织企业活动，以开创新企业为目标；自觉地在现存的管理结构之外，独立地建立一个开创性的冒险事业；自愿更新统计口径，以适应创新管理，并为创新者制定合适的补偿政策。



关于创新的表现形式



德鲁克认为，创新不一定必须与技术有关，甚至根本就不需要一个“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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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创新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概念，还是一个经济和社会术语。也就是说，创新不仅仅是技术方面的创新，不仅包含技术创新，还包括管理创新和社会创新。



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就是在自然界中为某种自然物找到新的应用，并赋予其新的经济价值。提到技术创新，人们很自然地想到高新技术的创新。20世纪以来的经济发展，多归功于高新技术的开发及其对产业的渗透。但高新技术的开发是一个艰巨的工程，需要很长时间的技术创新才能获得回报。当然高新技术的创新一旦成功，就可以名利双收，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长期以来，技术的发展一直遵循着某种特定的规律，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时滞大约是30～40年，20世纪70年代以前运用的技术其实很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开始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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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在电子工业，电子科学的基础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打下了，由于技术的变化周期很长，每一代人都以为自己处在前所未有的技术创新时期。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技术发展处在一个持续期，它只是在世界范围内的渗透和扩散而不是持续的创新。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持续期才结束，世界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技术革命时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德鲁克才认为高科技创新的“时间跨度大、风险高、成功几率小”，所以我们不应该刻意规划，也不应该把资源倾斜到“自主创新”这一方面。但他也指出，一旦高科技创新成功就可以名利双收，所以政府要引导的话就要出台一些政策，去鼓励形成一个“创业型经济”。创业型经济是刀，高科技创新是刃，没有刀当然就没有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企业也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这就要求企业必须依靠自主创新，拥有独创的科技产品，这样才能参与竞争并在竞争中取胜，走出单纯依靠引进和模仿外国的先进产品和技术的发展阶段。

因为在德鲁克看来，创新的范围绝不仅仅是技术创新，由服务、管理和客户需求所产生的模式创新常常会带来企业更大的发展，所以我们要追求实效，还需要进行管理创新、市场创新和社会创新。这也是德鲁克讨论最多的，他在创新方面提供给我们的主要还是管理和社会方面的创新思想。虽然高科技创新是我们最想要的一种创新，因为它会产生很先进的生产力，但同时也带有很大的风险，几十年的科研和资源投入不一定会有回报，资源投入的机会成本很大。我们最急需的应该是具有较低技术含量的，甚至没有科技含量的社会创新和市场创新，它比起高科技创新，更容易发现，且周期短、效益大。



管理创新



管理的创新就是制造产品与服务，并且将它们推出上市所需要的各种技能与活动的创新。例如，麦当劳的创始人雷·克罗克起初推销奶昔制造机给汉堡贩卖店，他注意到其中有一个客户购买数倍于其店址与规模正常需要的机器。他对这种现象加以调研，发现有个老年人通过将快餐作业加以系统化的创新，改变了快餐业的运营方式。于是，克罗克买下了他的设备，在原始拥有者的创意基础之上附加了“高效、公平”的文化色彩，将它推向全世界，构建成一个如今拥有数百亿美元财富的公司帝国。麦当劳并没有发明任何东西，任何一家美国的高级餐厅早就开始供应它的最终产品了。但是，克罗克通过思考顾客所重视的价值，使产品标准化、规格化，设计流程与操作工具，以及分析工作流程与结果并设定标准，并依据该标准培训员工，不但大幅提高了“资源的产出”，而且开创了一个新市场和新顾客阶层，这就是管理创新。

管理就是组织为了达到个人无法完成的目标，通过各项职能活动，合理分配、协调相关资源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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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产品的制造流程、组织管理、营销等方面进行管理创新，可以高效地完成组织的目标。但是进行管理创新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首先应该是观念上的改变，然后是创新，最后是对管理创新的认同和巩固。管理创新要有目的、有系统、有层次的进行，才会获得期望的效果，否则也可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甚至是很严重的后果。



社会创新



社会创新是市场、消费者行为和价值的创新，它改变更多的是一种观念。收割机的发明者之一麦考密在发明了收割机后并不能实现收割机的销售，虽然农民很渴望获得它们，但是他们却没有足够的钱来购买。麦考密就发明了分期付款制度，这种制度使得农民可以以未来的收入购买收割机，不必靠过去的储蓄来购买，从而农民获得了“购买力”，麦考密的收割机也能实现销售，获得“价值”。麦考密认为管理的特殊任务在于“创造顾客”，德鲁克也认为管理的两个任务就是营销和创新。麦考密就是发明了现代营销的基本工具，市场研究与市场分析、定位的观念、现代定价政策、以服务为商品的推销员、为顾客提供零件和服务、分期付款的观念。分期付款是市场、消费者行为和价值的创新，是社会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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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创新的机遇与原则



德鲁克指出，系统化的创新存在于对创新机遇的寻找，企业家只有对七大创新机遇的来源进行系统化的分析，才能发现创新机会。并且指出，创新并不是随意的创作，创新要取得成功，必须要遵循一些原则。



积极寻求创新机遇，进行系统化的创新



组织进行创新是为了应对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与不确定性。这种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与不确定性为我们提供了创新的机会，因此，创新是个系统工程，系统化的创新存在于有目的、有组织的寻找变化中，存在于对这些变化、对经济和社会创新的机遇进行系统的分析中。德鲁克指出，系统化的创新是指寻找创新机遇的七大来源：意料之外的事件；不协调的事件；基于程序需要的创新；每个人都未曾注意到的产业结构或者市场结构的变化；人口统计数据；认知、意义及情绪上的变化。这七大来源的界限相当模糊，彼此有重叠的部分，就像七扇位于同一建筑物不同方向上的窗口，每一扇所展现的某些景致，也可以从临近窗口看到，但是，每一扇窗口的中心所呈现的景色却是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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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七个来源每一个都有自己独特的属性，所以没有哪一个会比另一个更具生产力。对这七种来源的讨论顺序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它们是按可靠性和可预测性的递减顺序依次排列的。要对根本变化的征兆进行分析，来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一般来说，意外的事件所产生的创新，从新企业的创立到可预见的结果为止，所需时间最短，最容易成功。

在上述七个来源中，前四大来源应该建立在管理者对企业内部的细微的观察上，需要管理者把创新观念变成一种习惯，这样才能发现创新机遇。机会总留给有准备的、能看到机遇的人，没有对管理实践的批判性的思考，即使机遇出现在眼前，我们也不会看到，它需要管理层超强的判断力。为了抓住机遇，要把企业运营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异常和变化进行上报，引起管理层的注意并进行系统的分析。后三大创新机遇来源于企业的外部，它要求管理者要有宽阔的视野，不仅要注意企业内部的变化，也要注意企业外部的变化，因为企业是经济社会的一部分，它离不开外部环境，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外部环境的微小变化可能就预示着企业未来的管理和战略方面的调整。



创新需要遵循一些原则



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指出，目标明确的创新源于周密的分析、严密的系统以及辛勤的工作，这是创新实践的全部内容。与其他领域一样，想成为一个杰出的创新实践者，只有经过某种训练，并将它完全掌握后创新才会有效，这就是代表创新训练核心的创新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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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目标、有系统的创新来源于对机遇的分析，而对机遇的分析则来源于对创新来源的彻底清醒的思考，它需要创新者多听、多问，才能对创新机遇有客观的了解。创新要简单明了，目标明确，始于细微之处，努力做好具体的事情；它要求一次只做一件事情，最好从小规模开始。一项成功创新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取得领导地位，否则它就不可能有足够的创新性，因而也就不可能有所建树。

在德鲁克看来，创新要想达到一定的规模和地位必须不能太专业化，它必须使得普通人也能进行创新；并且创新不能太多样化，它必须围绕一个核心来运作，集中一切所需资源蓄势待发。我们也不能对未来创新，一项创新可能会产生很长时间的影响，对未来的创新可能长时间不会获得回报，所以我们要对现在进行创新。

德鲁克还指出，创新要求创新者把创新当成一种工作，创新需要才干、独创性和个人风格，当所有这些都具备时创新就变为辛苦、有目标的工作，它需要专注。并且只有创新机遇和管理者的个人优势相吻合时，管理者才会投入百分之百的精力，持之以恒，从而获得成功。它也要以市场为中心，创新是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双重结果，否则创新就不会转化为价值，是徒劳的。创新者只有时刻谨记管理所要遵循的原则，才会使创新活动避免较高的风险，向着目标持续稳定的前进。



关于创新管理



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企业要发展就必须努力变革，要直面市场，主动求变，以变制变，在变中求发展。但是也要进行创新管理，这样才能稳定发展，在变化与发展中寻求平衡，以稳健的方式推动企业持续创新，把握好创新的时机，做变革的领导者和主动者。企业要创新，就必须了解成功创新的条件、创新的方法，同时也要对创新活动进行管理，建立适宜于创新的政策并对组织结构进行适当的调整，对创新绩效进行衡量，对创新过程进行控制，这样才能使创新活动以低风险获得成功。



创新对企业家政策和实践的要求



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就创新对企业家政策和实践活动提出了要求。德鲁克认为，企业家是创新的领导者，要使组织接受创新、需要创新、达成创新、致力于创新，就必须制定合适的创新政策。很多企业把创新看做是违反规律的事情，所以首先要改变企业员工的观念。现有的产品、服务、市场、分销渠道、程序、技术、技术的繁荣和生命周期都是非常有限的，因此要让组织中的人意识到创新是使企业长青的最好方法，是让企业的管理者不只是盯着企业的已有事物，而要寻求新事物，并且使创新对管理者有吸引力且使他感到有利可图。同时，企业要制定系统的放弃政策，凡是废弃的、过时的、没有生产力的以及错误的和误导性的工作均应放弃。企业每隔几年就要对业务进行全面的审查，发现那些应该被放弃的工作和业务。在这个过程中，企业要问自己如果当初没有进入这个市场、这个渠道，现在我们还会进入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就要停止这种活动，至少是减少资源在这种活动中的投入，确保资源使用在高效率的地方，使它逐步退出。创新活动还要求企业把高效者解放出来，迎接新的挑战。企业家只有知道放弃是公司的政策，才会积极地寻求创新。要界定和详尽说明创新的重要性及时间期限并制定目标明确的创新计划，因为创新不是无目的的，它是有目的、有计划的，而且这种创新必须和企业的优势相适应，否则创新不一定会取得很好的效果，甚至是徒劳无功。企业可以运用X光透视法来对企业进行全面的检查和分析，这种检查和分析可以为企业提供所需的信息，使企业确定自己需要多少创新，以及创新的领域和创新的时限。它可以提供一项产品的生命周期，什么时候开始老化和退化，速度有多快，什么时候会过时；它还可以显示无论是在市场占有、销售和盈利方面，公司的预期目标和实际差距的大小。组织必须加倍投入来弥补这个差距，要在老产品淘汰之前及时填补，防止最有一分钟故障和最后一分钟延误。企业X光透视还可以检查现有企业及其产品、服务、市场和技术。创新差距和创新需求的确定，经这些综合考虑就能制定出一个有明确目标和有期限性的企业家计划。实际上它就是迫使我们将资源配置给现有企业能产生结果的地方；它使我们能够认识到未来企业生产新产品、提供新服务和建立新市场究竟需要多少资源，使我们的意图转化为创新绩效。

企业的管理层要把目光放在寻找机遇上，企业家不能只关注那些没达到预算目标、绩效不达标以及有问题的项目，那样机会就会悄悄溜走。当然，企业要关注这些问题，但要更加注意各种新的机遇。要像关注问题项目那样关注所有好于预期、预算或计划的领域。如果企业对此视而不见，那么企业就不会成为企业家企业，也就不会发现创新机遇。



创新对组织结构性的要求



传统的组织员工认为组织应该是稳定的，把变革看成是可怕的事情，而创新活动是与这种观念冲突的，所以要想使创新活动获得成功，必须构建一种结构，进而使公司的员工具有企业家精神。

[10]


 因此，必须以企业家精神为中心设计各层的关系，使传统的部门和创新部门分开，并采取不同的政策，这样才不会阻碍创新活动的进行。

首先，要将全新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项目与旧的、已有的企业分开组织，并且由高层管理者直接负责。由于新项目开始总是看起来微不足道、前途未卜，所以现有企业管理人员可能不会重视它的发展。现有企业总是想方设法扩展、改进及适应现有的新事物，而忽视创新，认为创新属于其他的部门，所以创新工作要由高层管理者直接负责，担任企业家和创新者的身份。他必须是有权威和有威信的，负责分析应当放弃的业务，负责企业X光透视法，以及负责设立创新目标，从而弥补现有产品和服务的发展潜力与公司生存和发展所需做出的努力之间的差距。另外，他还要负责创新机遇的系统分析和分析组织内部产生的创新与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想法，这样，新项目才会不受外部的影响，专门从事创新项目的发展。

其次，对新产业的评估不能使用传统的投资回报的分析法。在产品没有上市前，要对创新项目在很多领域内制定不同的政策、规则和衡量方法。例如如何设置养老金计划问题，让创新部门的人员参与将来的利润分红，而不是在研究期间就开始把它们列入养老金计划。这样，创新项目可以避免过重的负担，从而轻松地进行创新项目。

在创新部门的员工报酬方面，要在创新员工原有报酬的基础上给予适当的奖励，而不是靠创新工作的成效来计算薪酬。创新工作由于风险大，可能很长时间不会有回报，所以靠创新工作本身的回报来计算薪酬可能会影响创新人员工作的积极性。当项目成功时，可以给项目的高层管理者丰厚的报酬或者利润分红；当然，如果创新失败，公司就不必兑现任何承诺。负责创新工作的人是要冒风险的，所以如果创新失败，他们应该有回到其原有的工作职位，而不应该因为失败而受到惩罚，这样才能使员工积极的进行创新活动，而不至避而远之。

最后，要明确负责创新的个人或者小组的责任。无论创新的责任是落在首席执行官的身上还是落在另一高管的身上或者是单独的机构，无论是全职还是诸多职责中的一部分，它都应该作为单独的职责，作为高层管理者的职责来对待和认识。这项职责就是对创新机遇进行有系统、有目的地寻找。



创新对绩效衡量的要求



德鲁克认为，对于一个拥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而言，必须对创新绩效进行衡量，并以此作为自身行为的依据。

[11]


 像衡量其他业务一样，企业只有对创新绩效进行评估后，企业家精神才能化为行动，使企业创新活动朝着目标前进。即使一般的企业现在还没有评估创新绩效这一项，但是也要在控制体制中设立一些指标对创新活动进行衡量，或至少是定性的衡量。

首先，在每个创新项目中，要建立起成果和预期目标进行比较的反馈系统。这一反馈系统可以显示出创新计划与实际努力的品质和可靠性。采取这一步骤的首要目的就是找出我们做得较好的领域，因为人们往往对自己的出色表现而不自知。另一目的就是找出限制我们优势的因素。只有获得这些反馈信息，才能预测创新工作可能会遇到什么麻烦，哪些迹象是我们能够有把握确定的，哪些看似麻烦，实际上创新进展很顺利，只是会耗费多一些时间，这样才会对创新进程有十分清晰的认识，减少创新的风险。其次，就是每隔几年要将创新努力汇总，进行系统的评估分析，它可以告诉企业家在后一阶段哪些创新努力要加以支持和推动，哪些努力开启了新机遇的大门，哪些创新努力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应该采取什么措施，现在是该加倍某些创新努力还是放弃某些创新努力，只有系统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后，才能进行有目的、有方向的创新活动，才不会产生无效努力。企业家必须根据公司的创新目标、绩效，公司在市场中的位置以及它作为一个企业的整体表现，来对公司的整体创新表现进行评估。这种评估可以使创新活动不会脱离市场的需求，使企业家看到市场的前景，从而对创新活动进行判断，进行有计划地放弃过时的、没有生产力的以及错误的和误导性的工作，有系统地开拓新的领域，使企业不会被动地接受市场的变化，而是引领变革，成为标准的制定者，能够始终处于领先地位。



启示



德鲁克的创新思想给予我们很多重要的启示。他视创新为企业永葆青春的良策，组织所处的环境时刻在变化着，环境的变化必然导致人们的认识、价值观和需求的变化，组织只有时刻进行创新机遇的系统化的寻找，走在变革的前面领导变革才不会被市场所淘汰。德鲁克是一位终其一生都在关注一个转变的社会形态中个人、组织与社会如何相互协调的“社会生态学家”。

[12]


 德鲁克的创新思想就是产生于对事物的动态的观察，对企业所处环境系统思考的结果，他认为管理者不仅要对企业内部进行关注，而且要关注企业之外，关注社会，认为企业是社会的器官，它要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变化。



创新首先是观念上的创新，需要对未来进行管理



创新主要是思想的创新、观念的转变。我们要改变传统的思想观念，把变化当做一种常态，使企业成为企业家企业，成为学习型组织。江淮汽车董事长左延安说，江淮汽车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学习和系统性的创新力，向一切可以学习的人学习，向一切可以学习的事学习，并在学习中不断地提升自我。江淮汽车通过组织学习，学会了通过本质看问题，学会了系统性的思考，提升了系统创新、战略决策和资源整合能力。他们还致力于打造高素质的经营管理团队和员工队伍，为客户提供更好的产品、更好的服务和更高的价值。

创新就是有系统地放弃，放弃那些效率低下和未来前景不好的业务；要对未来进行管理，把资源集中在未来市场需求的领域。江淮汽车以前是做卡车业务的，现在逐步转型到轿车业务，有人说这是左延安想实现他的轿车梦。左延安自己却说，我并不是要完成什么梦想，而是看到由于市场需求和产品性质的影响，卡车业务发展的前景已经不大了，我们如果只是一直做卡车，当遇到瓶颈问题时，就只有关闭了，所以要转型为轿车业务。这是左延安的战略抉择，正如德鲁克所说，战略有利于组织有目的地抓住一切有利机会。

[13]


 我们无法左右变革，我们只有走在变革的前面，江淮汽车就是有系统地放弃和走在变革之前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创新不能一劳永逸，需要进行持续的创新活动



创新对企业的发展所起的强大作用，已经不容置疑。但是，任何创新都不是一劳永逸的，创新应该是一个持续的、动态的过程。创新行为本身就意味着所有现存的事物正在老化，现存的产品与服务、渠道与网络、技术与流程迟早会走向衰亡。

[14]


 每一项老的创新都会被新的创新所覆盖。例如，古时候我们用马来传送信件，并且建立驿站来更换马匹，以节约时间。但是后来发明了电报，它可以说是信息的革命，相对于用马来传送信件所用的时间可以忽略不计。即使是这种创新也不能产生永久的价值，它又被后来的电话机所取代，而电话机将会被现代的手机所取代。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那就是新的、先进的事物将取代旧的、落后的事物。所以，组织要进行持续的创新活动，把创新当做一种长期的、永久性的工作。如果组织只停留在已有的创新成果上，迟早会被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所淘汰。



创新是一种文化和习惯，需要营造创新的氛围



企业文化极大地影响企业的发展，组织要把创新当成一种习惯、一种文化。创新是企业文化的精髓，是企业长盛不衰的法宝。

[15]


 如果企业的创新活动只是突发的想法或者是组织意识到应该进行创新才进行创新的话，那么它也只不过推迟一点被市场淘汰而已，那些具有创新文化的企业最终成为胜利者占领市场。当然这种创新文化的培养是在企业长期的创新活动中形成的，它不只是满足于制定创新政策，这种习惯应该是深刻地烙印于员工脑海中的潜意识，它的形成需要培养，需要时间，也需要组织政策和创新的文化氛围。



把创新看做是企业的一项业务，需要对创新进行目标管理



虽然创新活动是一种试错，没有计划，但是也可以对它进行目标管理，这种目标可以不是一种量化的概念，但是可以对创新设定一些进程任务，从而提高创新效率。德鲁克创造了目标管理理论，它也适合于创新过程的管理，可以先对创新设置一些目标，在创新过程中进行控制，利用创新要遵守的原则来分析创新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要把创新活动当做企业的一项业务，在企业中形成创新习惯，同时也要对它加以控制和规范，使创新朝着预期的目标前进。在创新过程中也可能会产生意外的成功，这些都需要创新人员对创新过程的细致观察以及系统的思考。



创新是构建企业家社会的标志，需要全社会的参与



德鲁克说，真正的创新就是引入一种新的要素去实现产品的价值，这个要素在哪个国家其实无所谓，把它拿进来，引入到自己的经济里面，那就是创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复苏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创造性模仿是很好的企业家战略，我们国家的经济大发展很多归功于引进吸收再创新的策略。我国要想在科技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必须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光靠引进别人的技术只能跟在别人的后面，所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作为国家战略提出来的，是一种面对未来的管理。

德鲁克指出要构建一个企业家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无论是营利性组织还是非营利性组织，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学校或者服务机构，都要进行系统化的创新。创新是企业家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可以完成“革命”所无法达到的结果。我国现在正处在一个转型期，要加强组织的创新，要解放思想，要对所有的组织进行改革，而不是局部的改革。创新不是个体的创新，而是集体的创新，在国家层面上也是一样。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关系错综复杂，只有进行全面的管理，才能更加快速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形成创新的氛围，使每个人都认识到创新是必然的，不创新就会落后，并且要制定一些激励创新的政策，使各个部门的领导敢于改革，而不是维持现状。



结语



虽然从对德鲁克的创新思想中我们了解了一些关于创新的原则和寻找机遇的来源，但这些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问题的方法。他的本意不是让我们照方取药，而是让我们学会怎么来分析这些问题；他只是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但没有告诉我们该怎么走。毕竟，管理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艺术，但也是一种实践活动，具体的方法、政策和制度是要结合企业具体的实际来确定的。正如德鲁克自己所言，假如你要从我这里得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你可能搞错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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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管理概念是由彼得·德鲁克最早明确提出来的。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目标管理制度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尽管国内外对目标管理的定义和具体实施的方法不完全相同，但其实质都是强调根据目标进行管理，即围绕确定目标和以实现目标为中心，开展一系列管理活动。

美国总统在将年度“总统自由勋章”授予彼得·德鲁克时曾说过，目标管理是德鲁克的三大贡献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目标管理是德鲁克提出的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概念（许一，2006）。我们也可以说，目标管理是德鲁克提出的在管理学术界及管理实务界产生了最大争议的概念之一。



目标管理理论及其争论



“所谓目标管理，就是管理目标，也是依据目标进行的管理。”这是德鲁克在1954年的《管理的实践》一书中第一次提出目标管理概念时所做的定义。之后的几十年，管理学研究者及管理实践者都对这个看似简单的理论注入了极大的热情，该理论引起的争论也是一直不断。但不可否认的是，该理论的提出为管理理论界与实务界提供了进行管理研究与现实管理的新视角。

目标管理理论提出以后，学者与管理实践者从多个角度提出了对它的理解，并对其适用性及合理性给予了评论，而且与其他理论类似的是，对该理论的理解与评价也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观点。



不同的目标管理内涵界定



美国管理学家George S.Odiorne（1979）发展和完善了德鲁克目标管理的思想，他认为的目标管理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组织的上级管理人员和下级管理人员共同确定组织的目标，根据对每一个人所预期的结果来规定他们的主要责任范围，并且利用这些指标来指导他们所管部门的活动和评价每个成员做出的贡献”。

[1]


 与奥迪内的观点类似，Jong S.Jun（1976）认为，目标管理是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组织中的大目标（goal）和小目标（objectives）经由组织成员的参与而设定。其基本理念来自于参与管理，而参与管理则是一种过程，员工在其应负的责任内获得较多的自我控制和决定权。

[2]




将目标管理看做是一种管理过程的学者还有中国台湾的许道然（1998）。他总结原有的研究，提出了目标管理的三个方面的内涵与特征：目标管理是一套整体的、有系统的管理过程；目标管理对人性的看法是趋向于正面的；目标管理是结果取向的。

[3]




与前几位学者将目标管理看成是一种过程有所不同，台湾学者吴定（1991）将目标管理看做一种强调“参与管理”的管理哲学。

[4]


 他进而提出，目标管理是由机关上下级人员讨论确定工作人员之工作目标，并进行自我控制与自我评价，以激励工作人员增进工作效能的一种计划与考核管理方法。

这种“管理哲学”观点也被其他学者所认可。吕文腾（2004）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管理哲学的说法，但在他提到的对目标管理内涵的认识中，却明确体现了管理哲学观点。

[5]


 他认为目标管理强调了几个方面，一是共同认识与相互了解；二是团结意识整合团队观念；三是以民主方式推动实行。并引用陈照仁（1999）的观点，列举了目标管理几个方面的理论基础：第一，以人员为中心，以人性为本位，不同于以工作为中心，以技术为本位的传统管理方法；第二，将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组织意识与个人意识结合为一体；第三，目标管理主旨在使用激励法则与民主参与精神，振作士气、提高效能；第四，以民主替代集权，以沟通代替命令；第五，目标考核采用自我控制及自我指导的方式，培养员工的自尊、自重、自立、自强、自动自发、积极奋斗的事业精神。

持管理方法观点的还有国内学者许一（2006），他认为目标管理是德鲁克提出的一种为了使管理能够真正达到预期效果并实现企业目标而在企业管理过程中采用的以自我控制为主导思想、以结果为导向的过程激励管理方法。

[6]


 许一还总结了目标管理的几个主要特征：其一，目标管理运用了行为科学理论；其二，目标管理的中心思想是引导管理者从重视流程、管理制度等细节问题转为重视组织的目标；其三，目标管理强调高层、中层、基层管理者职责的不同；其四，目标管理既来源于组织管理理论，又推动了组织管理理论的发展。国内学者李睿（2006）在回顾了德鲁克目标管理理论的理论渊源后，通过对比，提出其相比于以前相关理论的特殊之处。

[7]


 李睿认为，德鲁克构建的目标管理理论是以“目标”为中心的一种系统的管理体系，具有完整性和系统性；这种理论打破了管理学界一贯把目标作为计划一部分的传统看法，把目标管理作为一种管理哲学，作为行动的先导，而不是行动的一部分，并把目标作为管理的核心。这是德鲁克与前人最根本性的不同之所在。

除了上文提到的“管理过程论”、“管理哲学论”和“管理方法论”，还有“管理活动（实践）论”。如国内学者赵永贤（2006）认为，所谓目标管理，就是围绕制定目标和实现目标而展开的一系列管理活动。

[8]


 目标管理是一个由各种要素组合起来的综合体，它包括目标的设定与分解、目标执行与监控、目标评估与反馈等基本步骤，其中又贯穿着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激励等活动。由此可见，目标管理的管理活动论，与前文的管理过程观点非常类似。

无论是管理过程论、管理哲学论、管理方法论，还是管理活动论，都体现了学者对目标管理概念的差异化理解及该概念在演进中所产生的歧义。这种不同的理解甚至会演变成对其内涵或外延的相反看法。如吕文腾（2004）及陈照仁（1999）认为目标管理是“以人员为中心，以人性为本位”

[9]


 ，而赵永贤（2006）则认为，“（政府）目标管理是一种以事为核心、将事和人相结合的管理方法”

[10]


 。以上种种观点的存在，既说明了目标管理在管理学理论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又告诉了我们一个无奈的现实--尽管自德鲁克提出目标管理概念至今已经有半个世纪的时间，但对其内涵与外延的理解仍有分歧。既然对其根本的含义的看法都无法统一，围绕目标管理及其应用产生那么多的争论也就不足为怪了。



关于目标管理的争论



目标管理理论自提出之后，不仅伴随着对其含义的不同理解与解读，还伴随着学界及管理实践界的或褒或贬的评价，由此引发的争论一直未曾间断。

美国旧金山大学商学院教授Babcock（1981）对目标管理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这一概念具有哥白尼“日心说”般的突破性作用，“德鲁克注重管理行为的结果而不是对行为的监控，这是一个重大贡献。因为它把管理的整个重点从工作努力--即输入，转移到生产率--即输出上来”。

[11]


 另一位美国学者Buskirk（1976）认为，目标管理是划时代的思想革命，“德鲁克重视管理行为的结果，而非监督活动本身，对经理人把管理中心从工作过程转移到产出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12]




许道然（1998）从组织和个人两个层次总结了目标管理的优点。

[13]


 在组织层面，他认为目标管理有助于明确组织的目标、强化组织的规划能力、促进组织的分权、促进组织的沟通并提高组织的士气；在个人层面，目标管理则可以激励员工的工作动力、培养主管人才、启发员工自动自发的精神以及激发员工的潜能。李睿（2006）在回顾了目标管理的理论来源之后，认为德鲁克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目标管理理论具有“科学性、完整性和实用性”。

[14]




伴随目标管理理论的除了高度的赞扬，还有尖锐的批评。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亚伯拉罕H.马斯洛是其中一个重要人物。他从目标管理理论的人性假设入手，对其提出了批评。认为目标管理基于“有责任心的工人”的假设，实际上隐含了“每个人都是成熟的人”这样一个心理学命题。马斯洛证明现实生活中只有少数人在心智上符合“成熟”的标准，所以要求每个工人成为“有责任心的工人”是违背人的基本特性的。

[15]




美国心理学家Levinson（1970）则从目标管理的具体操作的角度提出批评。他认为目标管理过分强调客观性和量化指标，忽视了人性因素的作用。“公司在设定目标时从不考虑个人的需求和愿望，它没有意识到如果组织的目标只是一些强制性的选择，而与人们心中的梦想、愿望及个人抱负无关的话，那么这些目标就不会对个人产生强大的激励作用。”

[16]




美国质量管理专家戴明（1988）的过程管理思想与目标管理表面上看起来有着截然相反的主张与内容，因此戴明对于目标管理持很大的怀疑态度。他认为目标管理以目标为导向，而不是以过程为导向，仅注重结果，而不注重过程，与他倡导的过程管理观念有很多冲突的地方。戴明把德鲁克的目标称为“定额”。他批评说：“定额是改进质量与提升生产力的一大障碍。我还没有见过任何一家公司在确定定额时，会同时建立一套帮助员工改善工作方法的系统。”

[17]


 可见戴明的批评也是从目标管理操作的角度进行的。

从众多学者对目标管理的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现实--针对一个目标管理理论，竟然会产生那么多不同的理解与评论。这些评论要么是自说自话，选取了目标管理的不同角度，要么是从同一个角度上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在许道然（1998）等学者眼中可以“启发员工自动自发的精神以及激发员工的潜能”的目标管理，到了Levinson（1970）那里却成了“过分强调客观性和量化指标，忽视了人性因素的作用”。

既然是同一个理论，为何会在不同的人那里得到截然相反的评价？到底是目标管理理论的支持者错了还是批评者错了？抑或是德鲁克本人错了？从德鲁克提出目标管理概念之日起，该理论受到了怎样的误解？如何产生了歧义？就这些问题，时至今日我们可能仍然无法给出一个让所有人都接受的对其内涵的界定，但本章希望通过对比有关目标管理的不同观点并回归到德鲁克的原始文本，廓清其本质，理出一个理解目标管理的新思路。



目标管理理论的辨析



目标管理是德鲁克被其他管理学家误解最深的管理概念之一（许一，2006）。既然被误解，我们就有必要回顾德鲁克本人对于这一概念的原始陈述。

在1954年的那本经典的《管理的实践》一书中，德鲁克提到，“关于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正确而有效的定义：创造顾客。”在回答“我们的事业是什么”这一问题时，他还认为“我们的事业是什么并非由生产者决定，而是由消费者来决定”。[18]这样的阐述为后文的目标管理理论的提出定下了基调，即所谓的目标是以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根本目的为指向的，而非简单的短期绩效考核与评估。

德鲁克以一个古老的故事来说明目标管理到底是什么以及不是什么。在这个故事中，有人问三个石匠在做什么，第一个石匠说：“我在混口饭吃。”第二个石匠一边敲打石块一边说：“我在做全国最好的石匠活。”第三个石匠眼中带着想象的光辉仰望天空说：“我在建造一所大教堂。”德鲁克从目标管理的视角，指出只有第三个石匠才是真正的管理者。第一个石匠知道他要从工作中得到什么并设法得到它。他很可能会“正当地工作，以便得到公平的报酬”，但他不是而且永远不会是一位管理者。成问题的是第二个石匠。事实上，技艺是极为重要的。在企业中应该鼓励人发挥技艺，但技艺始终应该同整体的需要相联系。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德鲁克对第二个石匠的评价，他提出的“技艺始终应该同整体的需要相联系”就可以澄清很多对目标管理的误解--目标首先应该是整体的目标。无论是绩效考核还是分目标的达成，若是违反了总体目标，则分目标完成得多么出色也无法得到高的评价。正如德鲁克所说，“企业绩效要求的是每一项工作必须以达到企业整体目标为目标，尤其是每一位管理者都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在追求企业整体的成功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德鲁克目标管理虽然更重视结果而非过程，但并不是如戴明所说的仅仅是“定额”，而是强调了企业在发展中面临的整体取向。我们认为，无论是德鲁克的目标管理还是戴明的过程管理，都不可能独立存在，两者也不是水火不相容的。企业总体目标分解实现的过程需要过程管理，而戴明式的过程管理也需要以企业的目标为依据。

细究德鲁克与戴明的管理思想，两者在管理的理念上并没有本质的对立，他们都是想从管理中剔除“监督式管理”，建立一种非独裁的，能够充分发挥员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工作环境和管理方式。

[19]


 如果不去深入理解两位管理大师的思想本质，而将其中一人的观点作为攻击另一方观点的工具，是对两位管理思想家的严重误读。

对于只注重工作结果而不重视人性方面的指责，对德鲁克目标管理显然是不公平的。因为德鲁克在提出目标管理之初就提到，“企业需要的管理原则是：能让个人充分发挥特长，凝聚共同的愿景和一致的努力方向，建立团队合作，调和个人目标和共同福祉的原则。”“目标从一开始就应该强调团队合作和团队成果。”在阐述目标管理内容的时候，德鲁克还对“压力管理”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实行压力管理，压力消失三周后事情将退回到原来的状态。归根结底，压力不是完成目标的办法。”“靠压力进行管理，无疑是一种困惑的标志，它是对无能的一种承认，它是管理层不懂得怎样计划的标志。”对于这个方面，其他学者也替德鲁克进行了解释与澄清。英国学者Gratton（2000）认为，“尽管目前目标管理或许更多是受数据驱使,这并非德鲁克当初想看到的。”

[20]


 美国管理学家斯蒂芬F.罗宾斯则认为:“（目标管理）实际上，首先是由彼得·德鲁克作为一种运用目标激励而不是控制人的方法提出的”。

[21]




关于目标管理的人性假设，确实如马斯洛所说，是基于“有责任心的工人”的假设。麦克雷戈（Douglas M.McGregor）在1960年提出了人性假设的X理论与Y理论。X理论假定人是好逸恶劳、不喜欢工作的，需要进行严格监督才能迫使他们工作；而Y理论刚好相反，对人性持性善的观点。Y理论的假定包括几个方面：一般人并非天性就厌恶工作；人们具有实现目标的自我控制能力；人们对目标的承诺乃报酬和成就联结的函数；一般人懂得去接受职责；大多数人拥有丰富的想象力、智能和创造力，以解决组织中的问题；一般人所具有的潜在能力并未充分运用（许道然，1998）。

[22]


 由此可见，根据德鲁克所提出的目标管理对人性的要求，只有符合Y理论假设的人才能实现目标管理参与、自我控制及重视总体目标的要求。这种人性假设虽然不见得适用于所有企业内部人员，但却有它的现实意义。而且，在新的经济形势下，企业越来越多的知识型人才的出现，也为目标管理的这种人性假设提供了现实条件，即在正在到来的知识型社会里，目标管理会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

基于对持批判态度的观点的分析，我们认为，以往针对德鲁克及目标管理理论的批评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对目标管理含义理解的错位。将德鲁克强调的总体目标、重视参与与自我控制的目标管理理解为简单的绩效考核或是压力式管理，而置德鲁克对过分注重分解目标及压力管理的批评于不顾。如，认为“目标管理太强调个人目标，而忽视了团体目标与整个团队的需求。”

[23]


 （许道然，1998）从德鲁克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与他的观点恰恰相反。其次是批判对象的错位。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将并非德鲁克的观点，甚至不是目标管理内容的观点作为批判对象；二是将后人对目标管理的阐述与理解作为德鲁克的观点来进行批判；三是将目标管理实施中的不当做法作为目标管理本身的错误进行批判，如对过于强调短期目标的批评、对于员工参与的可能性的批评等。

[24]


 （许道然，1998）这些被批判的观点或者与德鲁克的观点（如强调长短期目标的平衡）相悖，或者并不属于目标管理理论本身，它们的缺陷也就无法作为批评目标管理的依据。

当然，在对德鲁克目标管理的批评中，也不乏建设性的建议，为目标管理理论的完善做出了贡献。（许道然，1998）如其他理论一样，目标管理理论也有缺陷与局限性（如具体操作中的量化问题、与环境的适应性问题等），但对于这种理论中固有的局限，我们应该予以发展与完善，而不是完全否定。

不同人可能会对目标管理有不同的理解，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管理制度、一种管理方法或者是一个管理过程。但对比各种支持与批评的观点，总结德鲁克初始的论述，我们认为，要更好地理解目标管理，避免错位的批评，需要从形而上的视野去把握，把它看成是一种管理哲学。在德鲁克的阐述中，目标管理包含着几个方面的核心思想。首先是整体目标的思想，任何分目标都要为整体目标服务。其次是目标制定时的员工参与思想，保证制定的目标更具有合理性与可操作性。再次是目标实施中的自我控制思想，给予员工充分的信任与授权，让员工在实现目标过程中自我控制而非加以外部控制。最后是不同目标之间的平衡的思想，德鲁克在提出目标管理概念时强调了取得短期与长期目标的平衡及不同目标之间的平衡的重要性。



目标管理理论与中国企业绩效提升



20世纪80年代，因为美国企业受到采用戴明的过程管理模式的日本企业的挑战，引起美国企业界及学者对目标管理体系的质疑。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企业采用了引进的目标管理模式却取得了成功。基于此，有中国学者就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有利于目标管理发挥作用”的观点，甚至认为“目标管理不但在中国生根发芽，而且还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式目标管理”。

[25]




众所周知，目标管理概念及理论的产生并非来自于理论的推导，而是来自于德鲁克对美国企业管理实践的总结。一个在西方背景下产生的具有极强的实践性的理论，真的适合在一个具有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东方国家运用吗？是否真的存在所谓的“中国式目标管理”？

美国学者Rodgers和Hunter（1991，1992）与Poister和Streib（1995）针对采用目标管理的西方企业的实证研究都证实了目标管理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率。

[26]


 相对于美国学者的研究，并没有针对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证明目标管理对于中国企业绩效的提升效用到底有多大。而且，对于中国特别是中国企业来说，20世纪80年代是个特殊的变革时期，在没有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很难证明企业成功就是由目标管理决定的。所以，目标管理更适用于中国而不适用于美国的论点无从验证，也就无法以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基因更有利于目标管理的依据。

在经济全球化及企业国际化成为常态的今天，从普遍性与特殊性两个角度同时考虑目标管理对中国企业的作用更具有现实价值。首先承认目标管理具有普适的价值，中国企业也与其他国家的企业具有很多的共同特点，目标管理无论是对于中国企业还是其他国家的企业产生的作用具有共性。在此基础上，再去讨论中国企业的特殊性并考虑目标管理对中国企业的特殊作用才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我们认为，研究目标管理对中国企业的作用，需要充分理解目标管理的内涵与特性。如上文总结的德鲁克强调的重视整体目标、员工参与、自我控制及目标的平衡。在目标管理实践中体现出这几个方面的特性，是构建真正的目标管理体系及提升企业的绩效的必要条件，如图15-1所示。




图15-1 目标管理与企业绩效关系框架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目标管理的上述特性可能会产生几个方面的效应。首先，就目标管理强调整体性目标方面而言，在学者的论述中，普遍认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具有明显的整体思维特征。

[27,28]


 这种整体思维，强调“天人合一”、“天人相与”或“天人感应”。

[29]


 就目标管理的这个方面来说，善于进行整体性、系统性思考的中国人更容易做到，也就更容易借助目标管理的这个特性提升中国企业的业绩。其次，在员工参与及自我控制方面。因为中国传统中强调等级差别的观念（如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

[30,31]


 ，重视上级对下级的管理与控制，且中国传统文化属于高权力距离文化

[32]


 ，导致中国人的参与意识及能力偏低，自我控制的意识与能力也偏低。这两个方面的特性对于中国企业绩效较难产生正面的效果。再次，在目标管理对不同目标平衡的强调方面。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中庸之道”，重视万事万物的平衡与和谐

[33]


 ，重视朴素辩证的思想

[34]


 ，所以这一特性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会提升目标管理的效果并给企业带来正向的影响。尽管有上述分析，但本文认为，不论是中国企业还是非中国企业，只要正确认识了目标管理的特性，做好目标管理的关注整体目标、员工参与、自我控制与目标平衡等几个方面，就能够最大程度发挥目标管理对于提升企业绩效的作用。



结语



目标管理理论提出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既为企业业绩的提升做出了贡献，又出现过阻碍企业发展的现象；既有对它由衷的赞美，又有无情的挞伐；既有对该理论的阐述与发展，又有各种各样的误解。对目标管理概念与理论产生的各种争论，往往起因于对其内涵理解的不够深入或是对其定位的不清晰。所以，重新解读德鲁克的原初表达与论述非常必要。在解读中，我们提炼出了目标管理的几个特性：重视整体目标、重视员工参与、重视自我控制与重视目标平衡。只有充分理解了目标管理的几大特性并遵循各个特性的要求，才能够最大限度发挥目标管理的积极作用。这一点，不论是对于中国企业还是对于外国企业，都是如此。

本章对于目标管理理论只是做了粗略的梳理与提炼，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应该更注重从实证的角度去验证目标管理的现实作用机制，并就此提出更具有针对性与现实意义的对策建议。

注：本文引用的德鲁克观点，除注明外，皆出自彼得·德鲁克．管理的实践[M]．齐若兰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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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目标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s，MBO）是德鲁克所发明的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概念，并已成为现代管理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理人必须实施目标管理，这是德鲁克给经理人的忠告。



目标管理理论概述



德鲁克（1954）对目标管理这一概念做了精辟的解释：“所谓目标管理，就是管理目标，也是依据目标进行的管理。”德鲁克认为，任何企业必须形成一个真正的整体。企业每个成员所做的贡献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必须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做贡献。他们的努力必须全都朝着同一方向，他们的贡献都必须融成一体，产生出一种整体的业绩--没有隔阂，没有冲突，没有不必要的重复劳动。目标管理的精髓是需要共同的责任感，依靠团队合作。

德鲁克（1954）认为，目标管理一方面强调管理的目标导向，“每个职务都要朝着整个企业的目标，才能有所成就。特别是，每个经理人员必须以整个企业的成功为中心。经理人员预期取得的成就必须朝着企业成就目标的方向。他的成果由他对企业成就所做的贡献来衡量。”另一方面，德鲁克强调目标管理的内部控制，即在管理中员工的自我控制，德鲁克指出：“（目标管理）能让追求共同福祉成为每位经理人的目标，以更严格、更精确和更有效的内部控制取代外部控制。”（1954）

我们发现，真正的目标管理应该是寻求企业目标与个人目标的结合点，而一旦找到了这样一个目标，员工就被自我激励和自我管理。由此可以说，真正的目标管理就是自我管理，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知识工作者都是“经理人”。德鲁克所言就是目标管理的基本理论依据，虽然这里讲的是企业，但适用于一切社会组织。在《不连续的时代：变迁时代的指南》（The age of discontinuity:Guidelines to our changing society）一书中，德鲁克（1969）强调：“对于每一个组织而言，其目标界定越明确，它的生命力就越强；组织的绩效评价标准和尺度越多，它的行动就越有效能；组织越是严格地将权威性置于绩效的判定基础之上，它就越具有合法性。”“我们通过组织的成果来认识组织”--这或许可以称得上新型组织化多元社会的基本准则。

[1]




美国管理心理学家道格拉斯M.麦格雷戈（Douglas M.McGregor，1957）表达了与德鲁克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要求经理人员对下属的个人价值做出评论，这是对上帝的嘲弄，只有在预定的目标基础上进行评论，才能刺激下属的积极性。

[2]


 麦格雷戈的Y理论主张“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融合”，这样，企业信念通过有效的经营机制，转化为员工的信念；企业借助于经常性的创新试验，培植员工的敬业精神。麦格雷戈认为，基于Y理论假设的管理就应该是“一个创造机会、发掘潜力、消除障碍、鼓励成长、提供指导的过程，这就是彼得·德鲁克所谓的'目标管理'。”

[3]


 麦格雷戈强调，应当利用目标管理来帮助绩效评估（performance appraisal）。

目标管理的鲜明特点是运用了行为科学理论。麦格雷戈（1957）认为，目标管理试图将管理的重点从寻找弱点转移到绩效分析（performance analysis）上来，以区分人的能力和潜力。他相信，要实现这种转移，首先要使下属在重要任务目标上与上司的认识一致；然后，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个体需要开发短期绩效目标和行为方案，从而可以自我衡量绩效。下属可以和监督人员讨论他们的自我评估结果，开发一套新的目标和方案。这种方式的重点在于共同的理解和取得绩效，监督人员的角色从评判者变成了协助者，从而减少了角色冲突和混沌的局面。其次，目标管理减少了角色的混淆，它使得目标设定实现更多的参与和互动，增加责任之间的沟通，保证个体和组织目标的清晰和实现。

[2]




德鲁克在他的研究中并不轻易应用“哲学”这个词，这个词太大了。但目标管理和自我控制却可以恰当地叫做一种管理哲学。德鲁克（1954）认为：“目标管理和自我控制是唯一能够做到这点的管理原则。”目标管理把客观的需要转化成为个人的目标，通过自我控制（self-control）取得成就，这是真正的自由。在我们看来，这个“哲学”来自著名宗教改革家、德国威丁堡大学圣经科教授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的一句名言：“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抱着希望而做的”，走向成功的过程就是一个自我激励的过程。作为一个虔诚路德派教徒的德鲁克认为，许多人都希望证明自己是有价值的，基督教文明最美好的结果，就是它所造就的美好人生。

德鲁克认为：“目标管理的主要贡献在于，我们能够以自我控制的管理方式来取代强制式的管理。”英国管理学家约翰·威廉汉伯（John William Humble，1970）认为，目标管理乃是一种强调参与式管理的管理制度。

[4]


 目标管理可以把客观需要转化成为个人的目标，通过自我控制取得成就。这是真正的自由。目标管理的最大好处在于它使经理人员能够控制自己的成绩。这种自我控制可成为更强烈的动力，推动他尽自己最大力量把工作做好。在目标管理体系中，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比较实际结果和目标来评估自己的绩效，以便做进一步改善，这就是自我控制的原则。美国旧金山大学商学院教授里查德D.巴柯克（Richard D.Babcock，1981）指出，目标管理这一概念具有伟大的波兰天文学家、日心说的创立者、近代天文学的奠基人尼古拉·哥白尼“日心说”般的突破性效应：“德鲁克注重管理行为的结果而不是对行为的监控，这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因为它把管理的整个重点从工作努力--即输入，转移到生产率--即输出上来。”

[5]


 美国南卫理公会大学（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商学院教授里查德·霍巴特·巴斯柯克（Richard Hobart Buskirk，1976）认为，目标管理是划时代的思想革命，“德鲁克重视管理行为的结果，而非监督活动本身，对日后经理人把管理中心从努力工作转移至生产力（产出）方面，有极大的贡献。”

[6]


 《大师的轨迹：探索德鲁克的世界》一书的作者杰克·贝蒂（1998）指出：“从根本上讲，目标管理的一个重要假设是把经理的工作由监控下属变成给下属设定客观的标准和目标，让他们靠自己的积极性去完成。这些共同的衡量标准，反过来又使得被管理的经理用目标和自我控制来管理。”

[7]




美国旧金山大学商学院教授乔治S.奥迪内（George S.Odiorne，1984）认为，目标管理的优点在于实行“参与式管理”，经过上下结合的方式反复协商、综合平衡定下来的目标更具有动员性和激励性，有利于目标的实现。

[8]


 密执安大学教授兰西斯·利克特（Rensis Likert，1961）在《管理新模式》一书中认为，“群体参与式”的管理方式是最有效的参与性方式。采取这种方式的主管人员对下属在一切事务上都抱有充分的信心和信任，总是从下属获取设想和意见，并且积极地加以采纳；对于确定目标和评价实现目标所取得的进展方面，组织群体参与其事，在此基础上给予物质奖赏；更多地从事上下级之间与同事之间的沟通；鼓励各级组织做出决策，或者本人作为群体成员同下属一起工作。利克特认为，只有参与式的民主领导才能实现真正有效的领导，才能正确地为组织设定目标和有效地达到目标。

[9]




我们认为，目标管理是德鲁克提出的一种为了使管理能够真正达到预期的效果及实现企业目标而在企业管理过程中采用的一种以自我控制为主导思想，结果导向、过程激励的管理方法。在我们看来，目标管理所包含的后现代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参与式管理和自我控制。而这两个方面都涉及对人这个主体的独特看法，这与后现代管理学有密切的关系。



参与式管理的“主体离心化”辨析



“主体离心化”是后现代管理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与后结构主义思潮中主体离心化思想在理论上是相呼应的。在主体离心化问题上，无论是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1908-）关于“人文科学的最终目的不是去构成人，而是去分解人”的论述，后现代思想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关于人已消失的论断，文学评论家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对作者之死问题所做的讨论，还是后现代解构主义哲学家雅克·德里达（Derrida，1930-2004）关于“人的目标就是人的终结”的论述，在分析手法上基本是相同的，即都是通过话语或语言分析，强调结构的自主性，从而宣告了主体（人）不再处于中心地位。在后现代管理学家看来，相对于主体来说，无论是“他者”还是无意识，其实都代表着一种他性。主张他性的根本或绝对地位，同时也就意味着主体已经不占据中心位置了。

我们发现，目标管理的主体，既不是传统管理理论所说的管理者，也不是组织的员工。有人认为德鲁克的目标管理中没有主体，福柯（1994）就此说道：“我实际上认为不存在一种主宰性的、奠基性的主体，一种我们在哪儿都可以找到的普遍形式的主体。我非常怀疑这样一种主体观念，甚至对它充满敌意。相反地，我认为，主体是通过种种被奴役的实践构成的，或者以一种更自主的方式，就像在古代那样，通过种种解放和自由的实践被构成的。”

[10]


 德鲁克的目标管理所主张的是，参与式管理可以让居于现代性之核心地位的被动的、受支配的主体从中心偏离，因为传统管理学意义上的主体概念弱化了个体生存，以普遍性压制了个体性。只有这样，才能让“别一种我们”、让“他者”恢复其地位。这与福柯所谓的主体离心概念是一致的。德鲁克强调的参与式管理并不打算重复后现代哲学“主体死了”（man is dead）这一空洞的口号，而是在目标管理理论中包含着一种新的人学倾向：剥去知识对个体的遮蔽，并因此回归个体的自我生存。这意味着德鲁克对参与者实践经验和自我关怀的强调。

目标管理隐含地告诉我们，现代性意义上的管理主体并不是原创性的，它只是一种功能。管理理论应该揭示它是在什么情况下、以什么方式进入话语秩序的，它在其间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遵循什么样的话语规则，发挥什么样的功能。因此，管理的主体没有被完全抛在一边，而是被重新加以审视：“主体及其种种替代者必须被剥夺其创造性角色，并且作为话语的一种复杂而可变的功能加以分析。”（Foucault，1977:137）

我们认为，我们应当重视的是目标管理中关于主体离心作用所创造出来的相对主义张力。参与式管理采用了后现代主义的重要行为标准：它可以用来调查所有形式的以工作为基础的身份识别，也可以用来调查主观性是如何在广泛的范围内形成并千变万化的。参与式管理描述了管理变革如何在特定的情况下发生并使员工在日常工作中“建立起”认同感，它强调优秀的企业典范是如何通过全体员工的参与的形象重构过程并模糊了管理者与一般员工之间的界线。参与式管理强调了管理者与一般员工都是自治的、有责任感的、精明的个体，他们都在一个组织内主宰了管理的世界，通过自我克制的行为来追求其个人成长目标。可以这样说，一个活跃的、富有“创新精神的”员工被放在了组织及其管理世界的道德中心位置。在这个组织及其管理世界里，什么是“优秀的”、“卓越的”，或者说是“有道德的”、“有责任心的”，是由员工的需要、愿望和对“员工参与”的渴望所决定的。因此，组织文化就是一种员工参与的文化，管理当局的一切决定必须迎合员工个人的偏好。参与式管理所揭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这是组织内生的，而非是全部由外部环境所左右的。所以，当外部环境变动时，组织虽然会做出调整，但整个组织结构的调整却是经由各个要素间不断互动的过程所达成的结果。

我们发现，参与式管理是将组织视为话语（discourse that occurs in organizations）来进行分析的。参与式管理并非单指要研究组织中所产生的话语（discourse），更重要的含义是把组织视为是其成员的话语所建构出来的（Mumby & Clair，1997）

[11]


 。这种组织话语是通过参与式管理使其成员借以共创组织真实、结构以及认知框架的主要途径。对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福柯来说，真实是一种“真理游戏”（games of truth），真实的建构必须经由语言话语。然而，这样的过程，必然是有一个说者或有权力运用语言文字的人，相对的会有听者或是受话的对象。这种过程，由于必然牵涉到彼此在社会文化中的阶级地位和角色扮演，以及谁有权说，和说什么的话语架构（discursive formation）。因此，永远蕴涵着一种权力关系，而这也说明什么是知识、谁能够论述知识，以及通过知识是如何看待个体的知识系统也都与权力有关。可以这样说，话语概念其实是策略性的（the tactical use of the concept of discourse）（Cousins &Hussain，1984），因此话语与话语架构必须从社会、历史、文化以及组织资源的角度去审视其是如何与认知系统的架构连结的，以及它是如何建构出真实与权力的。

在我们看来，目标管理探讨的既不是目标管理以“主体离心化”来确保结构的客观性和意义的确定性，也不是后现代哲学以“主体不存在了”来为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提供的辩护。我们要说的是，目标管理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有着一种人本主义的情怀，依然关注个体生存。德鲁克似乎要建立某种新的生存哲学主张，这种新的生存哲学与后现代哲学的主体离心化的方法论立场并不矛盾。德鲁克用“主体不存在了”来说明单个的认识者不是管理自治意义的源泉，也不是管理学分析的重点。相反，人们通过参与者使用的语言以及社会互动来形成并宣传参与式管理的论断，之后，人们就可以用这样的论断来理解组织及其管理的世界。因此，组织中的个人是由一连串历史和社会偶然性论段组成的：在个人学习宣扬某种论断的同时，这种参与式管理的论断重构了个人的经验和他们对自己的认识。结果是，目标管理将优秀的管理，对人性、效率和效能的追求和一系列组织变革联系在一起，表明科层制度不再是组织唯一的基本形式与价值模式，而是一种功能紊乱的源泉。而参与式管理把组织员工视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个体，目标管理可以使组织员工对自己的身份具有一种特殊的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可以由他在权力关系中的定位来调整、构造和决定。参与式管理在员工组织生活的各个方面提醒员工，他们需要自我改变，要“建立自身的资源，而不是依赖别人的资源”（Du Gay，1996）

[12]


 。参与式管理迫使员工通过培养主动性、冒险精神、凡事依靠自己以及为自己和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能力等品质，来实现优秀的管理，对人性、效率和效能的追求和一系列组织变革。

在后现代组织理论看来，参与式管理中的管理者与一般员工既是演员又是观众。参与式管理说明了组织及其管理世界是不能用外在性的眼光来进行研究的，不能被一群旁观者来描述，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种关系论的视角。这种关系论视角使我们由此而摆脱了传统组织理论那种认定组织的管理者是“绝对主体”的观念，也使管理者成为了一个参与者的观察者，使其具有了内在性的眼光。

事实上，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理解德鲁克有关“人”或“主体”问题的立场：从方法论上讲，德鲁克拒绝接受强调先验意识的现象学方法，提出了主体终结的“参与式管理”论断；从主要工作来看，德鲁克致力于揭示管理主体的真相：不存在所谓的我思或者先验的自我，管理主体实际上是现代性进程中的构成物--知识主体、权力主体是通过掩饰个体的身体经验而得以诞生的；从最终目的来说，德鲁克似乎要提供某种替代性的选择：超越现代性，向关注原始身体经验的个体，即自我关怀的伦理主体回归。这实际上说明，德鲁克要揭示人在现代性进程中作为大我（理性主体）的工具性地位，确立自我关怀的小我（身体经验）的审美生存形象。



自我控制的后现代思维



自我控制关心的不是控制或不控制，不是加重或减轻控制，而是关心如何控制、如何更有效地控制，关心的是控制的方法和策略。这里，自我控制具有18世纪英国哲学家、古典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家杰里米·边沁（18世纪90年代，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发起了倡议建造样板监狱的运动，即看守室在监狱中间的“全景敞视塔”，边沁希望“它能使无赖者变得诚实，懒惰者变得勤劳”。然而这一计划在当时的英国一直未被采纳，直到19世纪初期才在俄国圣彼得堡初次建立。）和后现代哲学家福柯（福柯在其《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参考边沁的著作，引用了边沁的有特定结构的、被称为“全景敞视塔”的监狱模型，作为一种有效的监督技术的例子。边沁的“全景敞视塔”构造原理是这样的：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 望塔。 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各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然后，在中心 望塔安排一名监督者，在每个囚室里关进一人。通过逆光效果，人们可以从 望塔与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观察四周囚室里被囚禁的人。充分的光线和监督者的注视可以有效地捕捉囚禁者。“全景敞视塔”的可见性就是一个捕捉器，囚禁者能被观看，但他不能观看。在福柯眼里，全景敞视建筑“是一种被还原到理想形态的权力示意图”。参见：MichelFoucault.Discipline and Punish. Harmondsworth: Penguin，1979，205-230.）的“全景敞视塔”（panopticon）的作用。

后现代管理研究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马克A.科瓦列斯基（Mark A.Covaleski，1998）等人对六大会计师事务所实施目标管理的情况进行了考察。科瓦列斯基等人认为，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可以塑造专业人士的身份特性，并将他们转化为具有自律精神的组织成员。这些组织成员的工作目标、语言和生活模式都反映了他们所在组织的战略和企业家精神。科瓦列斯基等人提出目标管理就是一种“规训技术”，它在组织中不断地复制专业人士的身份特性。就像“全景敞视塔”里的人们一样，目标管理将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人员置于自我计算和自我控制的管制之下，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个体都认为他相对平等，共同遵守由目标管理传达的组织目标。

[13]




福柯更为关注现代惩罚制度。这种制度的原则是：只对犯暴力罪行的人施以痛苦，对其他人仅仅实施监禁。身体仍然是权力实施的对象，但不再让它撕裂，而应当让它温驯。其主要手段就是规训（discipline）。法语discipline一词，译成中文有纪律、惩戒、学科、训练、教育等含义。从总体上看，就是要按照某种规矩、遵循某种规则并达到某种效果。从根本上说，规训是一种矫正行为的训练艺术，其目的要让普遍理性原则在个体身上体现出来。它不是采取暴烈的方式，而是以简单温和的方式进行，透过比较精明的自我算计，在不知不觉中取得持久的效果：既把个体作为权力实施的对象，又把个体作为实施的工具。福柯认为，规训主要是透过身体的空间定位、活动的节奏控制、训练的有效组织、力量的合理构成等技巧来达到如此效果的。较之从前的惩罚方式，监狱毫无疑问地使惩罚走向了宽松。关于身体经验的知识，对身体经验的控制构成政治策略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围绕着身体，主要是个人身体的新的权力技术。不再是施以酷刑，而是通过某些技巧来安排和组织这些个人身体和行为的空间分布。通过对身体和行为的矫正训练，人们试图增强他们有用而顺从的力量。福柯强调：“规训……是权力的个体化技巧。规训在我看来就是如何监视某人，如何控制他的举止、他的行为、他的态度，如何强化他的成绩、增加他的能力，如何将他安置在他最有用之地。”

[10]


 规训针对个体的身体，它造成这样一种效果：越有用，越顺从；越顺从，越有用。它既增加身体的力量，又控制这些同样的力量。

[14]


 或者说，“既增强服从者的力量，又增强使之服从者的力量与效率。”

[15]




传统管理学强调，组织需要通过员工培训和采用强制性措施来获得所谓的温驯有用的身体，这实际上就是使个体成为丧失了个体经验的唯灵化的主体，成为打上了普遍理性烙印的理性主体。而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则强调，要控制员工个体的力量，这只能是转化，而非强制。强制只会使员工个体变成为无用之物。这种转化却可能成为一种更有效的控制，更经济的控制。而转化的前提条件是要赋予员工进行自我管理的权力。科瓦列斯基（et al.，1998）指出：“这里，权力的实施依靠的是文件，这种无形资源使得大多数主体处于透明的状态。广义地说，书面报告、文件、记分和符号是将主体客观性、个人化、可视性和规范性的媒介……在'检验'中，组织通过规定规范和举例说明'评判'人们的活动是否符合规范……专家或者专业人士所做的是专业判断，他们的行为是客观公正的，因此他们就被看做是规范的代表人物。”

[13]


 这说明，组织不仅仅是人群的组合，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特殊的人群组合具有组织过程的特定组织模式的一些特征。表达这种组织模式的手段是组织的各种“文本”，文本就是组织各种关系的约定，文本就是组织成员之间非线性的互相关联和各种临界阈限。组织文本是组织根本特征之一，它包括组织章程、工作条例、雇佣合同、职位表述、组织名称、组织决定乃至组织的物质空间等。组织文本产生于人际互动的活动，代表了组织成员行为自下而上的涌现，而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指定。同样，组织文本的应用也离不开人，然而一旦形成，文本便可独立存在，成为跨时空的组织标识。组织一般不会因为人员的流动而轻易消亡，因为组织文本使组织成员关于组织秩序、目标、行为准则的共识得到不断地延续（Taylor，Cooren，Giroux and Robichaud，1996）。

[16]




科瓦列斯基（et al.，1998）发现，自我控制是一种关于专业人士自治的管理方式，这实质上提高了人们抵抗“企业的无性繁殖”压力的能力。事实上，在目标管理过程中，监督者和他们的被保护者同时受控于目标管理实践过程，这就使得目标管理成为一种限制原始纪律实践的权力/知识形式。因此，“当组织向被保护者宣扬目标管理时，尽管监督者曾经非常反对目标管理，他们也会立即发表声明支持目标管理，承认这种管理方法的合法性。”

[13]




在我们看来，自我控制是一种“自我管理的技术”，它主要依赖于福柯所说的“声明”（1986），这与迪卡尔所说的忏悔相似。声明是指员工个体在自我揭露和自我检讨的过程中，“组织鼓励个人进行自我变革，这些变革会得到专家分类法、评价和语言的帮助”（Covaleski et al.，1998）

[13]


 。这样，组织的需要就变成了员工个人的需要。而专家作为监督者就是一个真实的仲裁者，他们为被保护者提供自我评价的语言；同时他们也是治疗者，通过标准化评估和纠正指导所有的补救行为。这样，“自我控制促进了被保护者的主观化，将他们从作为'专业人士'的共事者转变为作为'商人'的共事者。”（Covaleski et al.，1998）

[13]




我们认为，自我控制说明组织本身就是一个“心理囚室”（the psychic prisons），其本意是认为组织是各种关系约定的总和（Morgan，1986）。

[17]


 所谓的“心理囚室”是指组织中各种已经约定的关系制约了我们看什么、怎样思考及其做什么的无意识的假设（Bolman and Deal，1984）。这样，组织中的心理契约、势力范围、影响力、指挥链、习惯与传统等，都是组织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在这一体系中，权力得以分配，影响力得以施展，决策得以产生。

从某种意义上说，摩根（Morgan）的“心理囚室”的隐喻使我们意识到，人被陷入那种并非完全是由我们所创造或我们所能控制的现实之中，人成为组织中的一员（即社会化），是人的价值观内化过程（internalization）的结果。在这种已经约定的关系中，人不知不觉地融入了一个特定的社会组织结构里，并认为这种特定的社会组织结构是自然的和不可或缺的。教育管理学家福斯特（Foster，1986）认为，至于这种特定的社会组织结构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而不是那个样子的，哪些人从中获得了利益，似乎都不是重要的问题。

[18]




我们认为，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的最重要意义在于，说明现代企业和其他组织是一个规训规训（discipline）的组织。这样的组织“使身体运作的微妙控制成为可能的，使身体的种种力量永久服从的，并施于这些力量一种温驯而有用关系的方法就是我们所谓的规训。”

[14]


 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仍然是关于身体的一种权力技术，它只不过是以往的惩罚方式的精致化和发展，只不过表明了权力机制的更细微的存在方式，“权力触及个体的细胞，通达他们的身体，并将寓于他们的姿势、他们的态度、他们的话语、他们的培训、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19]


 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通过一系列规训技巧，使人在常规与反常经验的分化中把他人造就成了权力关系中的主体，一个温驯有用的个体。

在这里，我们终于明白了德鲁克关于主体的独特看法：主体就是自觉服从的个体，这就是组织公民概念的实质。现代企业组织的一切控制机构都与边沁的“全景敞视塔”没有什么实质的不同，它们的基本假定是人具有可塑性。于是，管理就是要通过教育、训练和改造来造就温驯而有用的身体。而目标管理、自我控制与传统管理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涉及知识对身体经验的遮蔽，对身体经验的控制可以由消灭传统管理的暴力强制转变为改造个体，在人的身体上体现了组织目标与需要和个人目标与需要的完美结合。



结语



我们认为，德鲁克的目标管理对后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至少产生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1）管理主体的离心化问题。在目标管理中，权力被解释为一种主体，但同时又是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因此，权力与知识密切相关：它们来自于对方，两者不可分离。从这个意义上说，员工个体与组织集体都是具有社会性的行为主体，他们通过这种权力，可以实施这种自我控制的权力；通过这种权力，可以进行自我分类，获得知识，并将自己转变为自律的主体。但他们并不绝对的拥有这种权力，因为权力来自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两方，而非单方。因此，德鲁克反对将权力看成“零和的和消极的权力--即那种认为权力就是A让B去做后者本来不会去做的事的传统观点。”（Townley，1994）

[20]




（2）尽管主体的离心化具有确定性倾向，但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抵抗和颠覆某种管理论断的可能性。这是由于人们在组织生活中会遇到各种不同的管理论断，并受到相互冲突要求的限制，因此人们在组织中的身份也会发生变化，这就为抵抗某些管理论断创造了条件。

（3）德鲁克的权力观与批判理论学家不同。目标管理中的权力不是以科层结构为基础的霸权，而是通过塑造员工的认知模式和偏好来模糊雇佣关系的系统化模式。目标管理最令人着迷之处在于，通过帮助人们意识到组织生活中存在多种选择，赋予了人们挑战自我和抵制传统管理关于管理权威论的能力，使组织基层员工学会发出原来受到压抑的自己的声音。

在后现代管理研究者看来，管理实践者与理论研究者对目标管理理论不断提高的重视程度并不是由于认识论研究的结果，而是由于目标管理可以被看成是社会-语言构成的产物，因为目标管理所强调的参与式管理和自我控制打破了管理者的管理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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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德鲁克1999年就曾经说过：“20世纪最宝贵的资产是工厂的设备，21世纪组织里最宝贵的资源则是知识工作者”

[1]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社会，知识工作者越来越被企业所重视，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源泉。在中国，80后开始走上工作岗位，并逐渐成为知识工作者的核心力量。但是由于这一新生代员工成长环境的特殊性，使得他们的某些个性与现有的管理方式相冲突，中国需要寻找新的符合新生代员工特点的管理模式。对于符合新生代员工特点的管理方式的探究，国内外相关研究还不多，其中伍晓奕（2007）对新生代员工具有的特点做过研究，并针对这些特点提出了一些管理对策。

[2]


 金秋平（2007）也从结构、制度、文化、领导者等角度对新生代员工管理模式进行过思考。

[3]


 但是现有的研究没有给出系统的管理方式供实践运用。本章认为，目标管理具有的目标统一性和自我控制性特征正好符合新生代员工职业定位模糊和自我发展需要的特征。在中国新的社会环境下，重新界定目标管理的使用对象和条件，给企业提供一个具体而系统的管理模式，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新生代员工管理的难题





新生代员工的特点



新生代员工是指在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从业人群，常被媒体统称为80后一代人。

[3]


 在中国，80后逐渐走上工作岗位，开始职业生涯，由于他们拥有较高的专业技能，对于IT、金融、咨询等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行业，新生代员工的知识技能和创新能力是企业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他们正逐渐成为企业的中流砥柱。

[2]


 但是由于80后生长环境的特殊性，使得这些新生代员工体现出一些有别于出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员工的独特特征，而这些特征与现有的管理方式相冲突，正对中国企业的管理方式造成新的挑战。21世纪是知识型经济时代，知识型工作者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源泉，如何提高知识型工作者的工作效率成为企业成功的关键。中国的社会现状是，80后所拥有的丰富的知识和专业化技能，决定了他们会逐渐成为知识型员工的核心力量。

[4]


 这些新生代员工身上兼具了知识型员工和80后的特征，为了更好地管理，我们需要了解这些特征。



新生代员工往往职业定位模糊



80后是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的第一代，他们多数是家里的小皇帝、小公主，一切需要家庭安排得很周全，特殊的家庭环境使得他们失去很多自主决策的机会，以至很多人失去了自主决策的能力，这在工作上的表现就是职业定位模糊。很多80后抱怨说，他们进入企业后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该干什么，往往是领导让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工作缺乏目标。



新生代员工具有强烈的个性



独身子女的生长环境让他们更加以自我为中心，喜欢有个性，对权威也具有自己的看法。“他们不会因为职务而尊重自己的上司或公司的前辈，甚至有时会蔑视权威。”

[2]


 他们崇尚知识，往往认为科学就是一切；他们也崇尚自我，往往认为自己才是对的，这在工作上表现为按自己的方式工作，不服从领导，缺乏合作意识，缺乏团队精神。



新生代员工追求自我发展



新生代员工由于受到的教育水平高，自主意识强，追求更多的是自我成就的心理需求，他们更加重视个人成长和自我实现，因此他们追求更加自主的管理方式，希望变外部控制为自我控制。



新生代员工通常不喜欢循规蹈矩的工作方式



他们不喜欢定期的领导汇报，拘于形式的规章制度使得他们为应付这个形式而无暇真正的工作，注重过程的管理方式只会让他们失去当初的目标，他们更喜欢目标导向而不是过程导向的管理方式。

新生代员工的这些特点是有别于出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员工，但管理80后员工的领导者却多数还是这些员工，他们用传统的一般的管理方式去管理新生代员工必然会产生冲突。很多人认为新生代员工这些特征必然会对中国企业的管理方式造成新的挑战，产生“管理代沟”，甚至带来“革命性影响”。



一般管理方式对新生代员工“失灵”的原因



一般管理方式之所以对新生代员工“失灵”，是因为一般的管理方式与新生代员工的特征不匹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一般管理方式强调利润最大化，不注重员工的个人发展。企业对各个部门考核的主要指标就是利润，而企业追逐利润最大化，势必会减少一些短期会降低利润指标但长期对企业有益的投资，如员工培训、职业生涯规划等。同时，为了达到利润最大化，员工必须放弃创新、学习的机会而无法达到个人的发展。这些与新生代员工追求自我发展的目标相冲突。

其次，一般管理方式强调外部控制和指导，它主要依靠惩罚和鞭策给员工实施压力，以期其完成工作，这与新生代员工追求崇尚个性、不喜欢循规蹈矩的工作方式的特征相冲突。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员工习惯于听从别人安排，而80后喜欢自己安排，他们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自我实现的欲望，他们更期望自我控制式的管理方式。

再次，一般管理方式强调过程控制，强调程序、规则，往往在关注过程中失去了目标方向。过多的规则、程序使得员工为应付这些程序而无暇真正地工作，过度的重视过程会使人忽视最终的目标。而一般管理方式条条框框的束缚与新生代员工的个性与自我也不匹配，新生代员工更加注重结果，而实现它的过程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新生代员工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宽松的过程更能够激发他们的创新思想。

最后，一般管理方式中管理者充当的角色多是发号施令，告诉下属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再监督他们完成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员工缺少自主决策选择的机会，这与新生代员工追求自我发展的个性相冲突。这种管理方式一方面不利于员工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领导花大部分精力于部署下属的工作，无暇进行战略性思考，而且也不利于企业管理者的培养。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一般管理理论的很多特点与新生代员工的个性不匹配，这样就会产生管理矛盾。新生代员工的管理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成为管理者研究的新对象。从新生代员工的特点出发，他们需要的应该是目标导向性强，而外部控制性弱的管理方式。



目标管理与新生代员工的管理





德鲁克与目标管理



1954年，管理大师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目标管理”的概念，随后在《管理：使命、责任、实务》一书中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述。目标管理是德鲁克提出的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概念，并已成为当代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标管理是德鲁克所有管理思想中最为人熟知的管理方法和工具，在世界各地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德鲁克认为，“企业的目的和任务必须转化为目标。企业如果无总目标及与总目标相一致的分目标，来指导职工的生产和管理活动，则企业规模越大、人员越多，发生内耗和浪费的可能性越大”。

[5]


 企业中的每个成员都有着不同的贡献，但所有的贡献都必须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员工不是有了工作才有目标，而是相反，有了目标才能确定每个人的工作。所以，“企业的使命、任务都必须转化为目标”。

[5]


 而管理人员需要与员工一起将目标进行有效的分解，转变成各部门以及各个人的分目标，这样，“所有人的努力就会朝着一个方向，他们的贡献就会互相加强形成一个整体--没有缺口、没有摩擦、没有不必要的重复劳动。”

[6]




总结德鲁克对目标管理的阐述，我们可以把目标管理的要点概括为以下三点：①企业必须具备统一的目标，这是目标管理的前提也是核心；②企业需要把这个统一的目标进行层层分解，这个过程是团队合作的过程，由上司和下属共同协商制定；③自我控制的原则，即员工自己评估绩效并根据反馈进行改进，这个过程是自我管理的过程。目标管理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相信人的积极性和能力，德鲁克假设“人是愿意承担责任、愿意做出贡献和愿意有所成就的”。

[6]


 企业各级领导者对下属人员的领导，不是简单地依靠行政命令强迫他们去干，而是运用激励理论，引导员工自己制定工作目标，自主进行自我控制，自觉采取措施完成目标，自动进行自我评价。从根本上讲，目标管理把经理人的工作由控制下属变成与下属一起设定客观标准和目标，让他们靠自己的积极性去完成。这些共同认可的衡量标准，促使被管理的经理人用目标和自我控制来管理，也就是说，自我评估，而不是由外人来评估和控制。



目标管理的特点与新生代员工的特点相匹配



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一书中指出，“企业需要的管理原则是：能让个人充分发挥特长，凝聚共同的愿景和意志的努力方向，建立团队合作，调和个人目标和共同福祉的原则。”

[5]


 采用一般的管理方式去管理新生代员工，使得新生代员工无法发挥他们具有创造性和追求自我发展的特点，也无法把企业的目标与员工个人的目标凝合起来以实现个人和企业的共同发展。通过对目标管理方式的介绍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目标管理具备的目标统一性和自我控制性特征与新生代员工职业定位模糊、追求自我发展等特征是相匹配的，把目标管理应用在对新生代员工的管理上，符合德鲁克所说的管理原则。

首先，目标管理的目标统一性，解决了新生代员工职业定位模糊的问题。目标管理的目标统一性使得企业有了统一的奋斗目标，管理者把这个目标经过层层分解，让每个员工了解到自己对企业目标的贡献在哪，让他们清楚自己该干什么，明确的自己的职业定位。此外，目标分解的过程也是管理者帮助员工寻找职业定位的过程，员工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与领导协商讨论，可以逐渐形成自己的职业观念，增强决策的能力。目标制定的过程也是团队工作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有利于新生代员工团队意识的培养，让他们意识到企业目标这座大厦的实现需要整个企业的所有人的共同努力，需要整个团队的相互配合。

其次，目标管理的自我控制的特征与新生代员工追求个性与自我发展的特点相匹配。目标管理的假设是相信员工是愿意承担责任、愿意做出贡献和愿意有所成就的。在目标管理中管理者对下属的管理方式更加开放，他们通过引导让下属自己制定目标，再通过激励让下属通过自我控制的方式实现目标。在这个过程中管理者不是耳提面命，而只是充当指导者的角色，这样员工将有更多的空间进行自我管理，自我创造，实现自我发展的需求。

再次，目标管理首先注重的是目标，而不拘泥于实现目标过程的规则、制度。领导带领下属制定目标，而具体的工作方法由下属自己决定，领导者不是告诉员工该怎么做，而只是扮演教导者的角色，这样给新生代员工更多的空间去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同时也符合他们不喜欢循规蹈矩的工作风格。

最后，目标管理有利于员工的自我发展。目标管理的整个过程，从目标制定到定期的反馈，再到总体性的绩效评估，每一个过程都需要员工的高度参与，在这个过程中员工通过自我管理、自我控制去完成目标，无疑是员工的管理、技术、沟通等能力的一个很好的培养过程，有利于员工的自我发展。惠普中国区总裁孙振耀在谈论惠普的目标管理法时说过：“我们制定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销售目标，而具体的工作方法由我自己决定，经理不直接干涉……经理不是告诉我应该怎么做，而是扮演教导者的角色……我开始领悟销售技巧，培养独立判断的能力，这种自我学习的效果，远远好过耳提面命的指导。”

[7]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社会，知识型人才将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德鲁克在《21世纪的管理挑战》中说过，“组织最有价值的资产将是知识工作者及其生产率”。

[1]


 在中国，80后开始走上工作岗位，并将逐渐成为知识型员工的核心成员。高效率地利用新生代员工，提高其生产率，对于企业尤为重要。目标管理符合中国的管理实践，目标管理的特点和新生代员工的特点相匹配，能够促进新生代员工潜力的充分发挥，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



新生代员工的目标管理





目标管理的使用误区



目标管理所具有的优点，在实践中也是它的难点，如目标制定和绩效考核既是目标管理的核心，同时也是目标管理的难点，许多企业在实践目标管理中都出现过很多问题。20世纪80年代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曾一度制定了全美国最有雄心的目标绩效考核激励奖罚制度，以发放贷款的数额决定贷款员的表现，表现最佳者可获得超过中等表现者50%收入的奖励，结果却以大批坏账而收场。同一时期，纽约交通警察局有一段时间持续出现错误和非法逮捕事件，无辜的人被指控犯有重罪，其中绝大多数是黑人和墨西哥裔。事件曝光以后发现一个分局的4名警察要对这些错误和非法逮捕事件负主要责任，这4名警察全部被停职，并接受审查。奇怪的是，调查结果显示：这4名警察是该分局表现最佳的警察，而这个分局实行的目标管理是，警察的工作成绩、表彰、提升是靠逮捕数量，尤其是由重罪和性骚扰罪逮捕数量决定的。

从以上两个事例我们可以看出问题所在，他们对目标的设定和考核方法都出了问题。美国银行的事例中，以发放贷款数额作为目标考核的指标本身就不是科学的目标管理，因为美国银行的企业目标不是做全球最大的债主，这是目标在制定的过程中出现了错误，或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同样问题出现在纽约交通警察局事例中。

目标管理在实践中往往被机械地运用。老板为下属设立目标，如果他完成了目标，就会获得奖赏；如果失败，就会被解雇。而这个目标往往又只关注短期利润，这样容易造成员工以牺牲企业长期利润的手段去完成这个短期的目标。因此，在实践中目标管理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需要注意一下几点。



短期利润不是目标管理所追求的



目标管理中目标的始点是企业的使命、愿景、整体目标，然后经过具体量化分解到各执行部门，所以，目标管理中无论目标分解到何处，都应以企业长期利益为指导。



考核是目标管理的必要过程



只有通过定期的考核，管理者才能了解到目标进展状况及有没有出现误差。目标管理中利润不是考核的唯一指标，有效的管理者应该制定多方面的考核指标以保证考核的科学性和公正性。德鲁克在《管理：使命、责任、实务》中指出，“如果过度强调投资报酬率或当前利润，就会对分权企业的管理人员产生误导，使其忽视未来”，

[6]


 所以企业的考核指标应该体现发展性和长期性。



目标管理的精髓是需要共同的责任感，它依靠的是团队合作



从目标的制定到目标的执行，都需要团队的协作。在目标管理中，老板要时刻问自己，我是否给予了下属最合适的任务，是否给予其充足的引导、帮助和鼓励，是否让他的潜力得到充分的发挥。下属也要时刻思考，我的工作是否和目标相一致，同伴需要我给予什么样的支持，我是否需要和上司沟通出现的问题，等等。目标管理强调的是团队目标，而不是个人目标的实现。



制定的目标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环境的变化而动态变化的



目标管理是一种开明和民主的管理方式。不断对目标提出质疑，从根本上说是试图把握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目标管理正是把这种不断变化的需求体现到每个员工的具体工作中。



目标管理是建立在对人性的假设之上的



德鲁克假设人们是愿意承担责任、愿意做出贡献和愿意有所成就的。目标管理是德鲁克建立在对人性的假设之上的，他相信人有成长和发展需要，体现他对人的无限潜力的追求。目标管理理论代表了德鲁克先生以人为中心的管理理论，也是一直以来欧洲人文主义思想在现代管理学中的集中体现。

对于新生代员工进行目标管理时既要注意以上问题，同时针对新生代员工的特征，管理者还需注意以下几点：

（1）新生代员工步入职场的早期，由于缺乏自主决策的能力和追求自我发展的愿望，管理者需要在目标制定时与其探讨制定个人目标，在目标实施的过程中要逐步引导，及时反馈信息，引导他们通过自我控制、自我管理来实现目标。对于新生代员工，管理者需要更多的耐心和培养精神。

（2）新生代员工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很强的学习能力，管理者要充分利用他们的这些优点，在目标制定时结合他们的这些特长制定有利于发挥其特长的目标，这样既有利于企业目标的实现，也有利于员工的自我发展。

（3）新生代员工崇尚自我，富有激情，勇于挑战。他们自信，喜欢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这要求管理者在目标制定时给他们安排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既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又不至于打击他们的自信心。

（4）新生代员工更多的是关注自我，而团队意识往往不强，不善于沟通，这就要求管理者多进行引导，在制定和执行目标的过程中，时刻以团队为单位，让他们体会到任务的完成需要团队的协作沟通，再出色的个体也不能单独完成任务，培养他们的团队意识。

总之，管理者对新生代员工采取目标管理时，要充分利用他们的优点，培养他们正确的工作价值观，尽量避免新生代员工的某些个性与企业发生冲突。



如何对新生代员工采用目标管理



对新生代进行目标管理时要遵循一定的步骤，同时也有许多注意事项。目标管理的实施不仅是有前提条件的，而且在实施的过程中也需要加以管理。目标管理的基本流程如下：



目标管理的前提是对人性的假设



德鲁克对人性的假设符合麦格雷戈的Y理论，即人们愿意承担责任、愿意做出贡献和愿意有所成就。而实践告诉我们，知识越多的员工，成就欲望越强烈，越渴望采取自我控制式的管理方式。对于新生代员工实施目标管理时，要先考察员工的特征，并不是所有的新生代员工都适合采用目标管理，只有符合德鲁克对人性假设的员工才更适合成为目标管理的对象。



当确定目标管理的管理对象后，企业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制定目标



设定目标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目标是清晰的、可量化的，这是为了方便考核和目标执行者的反馈。其次，目标要难度适宜，不能过难也不能过易。目标过难会打击执行者的信心，使目标难于实现；过易则不利于新生代员工的自我发展，也不利于企业绩效的持续提升。再次，目标要具有关联性和阶段性。任何团队和个人的目标都不能孤立于组织的目标之外，都需要为组织整体目标服务，这是个人和团队目标实现的前提；组织目标也要保证团队和个人目标的实现，这是个人和团队工作的动力。此外，一个长期目标要分解成几个阶段性目标，这样容易发现问题也便于及时改正和考核。最后，目标要具有弹性。企业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时刻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这就要求在环境发生变化时目标依旧是有效的，这样可以降低风险。



管理目标



目标制定之后不能放任其发展，而是要对其进行严格的管理，定期检查、反馈、纠正，这是目标成功实现的必要条件。管理目标首先需要有严谨、客观的数据采集系统，这是科学考核的前提。如果目标管理不配以科学的考核体系，必将难以实施下去。其次是定期对目标进展情况进行检查和分析。这需要管理者、执行者和团队一起合作，分析现状和预期目标的差距，找到弥补差距的方法，使工作走上正轨。此时，管理者要针对检查的结果对员工的工作进行总结和指导，而不是批评或耳提面命。最后，在目标终止后，进行总结性的评价。如果目标出色完成，给予奖励，并将成功的经验与团队进行分享；如果失败，分析失败的原因，并与团队分享经验。此时，管理者要鼓励员工克服困难，而不是批评。



在已完成的原目标基础上，制定新的目标，进行新一轮的管理





结论



目标管理是德鲁克经典的管理思想，经典的管理思想在任何时代都具有指导意义。在新的时期，面对知识型经济和中国新生代逐步走上工作岗位的管理实践，目标管理仍然符合我们的管理需要。新生代员工强烈的自我中心和自我发展意识的特点，需要目标管理和自我控制的管理方式，这样既能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又能实现企业的整体目标。中国现阶段的现实是，80后日益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他们追求自我，但又缺乏清晰的职业定位，目标管理既能为其提供清晰的职业目标，同时自我控制的管理方式也能够满足其自我实现的目标，所以新时期需要目标管理。针对中国新生代员工，目标管理的实践具有新的特点，目标管理的特点与新生代员工特点的匹配性，使得新生代员工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优点，实现企业与员工的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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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作者：张远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我们早已将马斯洛与需要层次论等同起来，如同将德鲁克与目标管理等同起来一样。就和人们误会了戴明对德鲁克的看法一样，人们往往也只看到了马斯洛对目标管理思想的批评。其实，如果对他们的思想进行仔细研究，不难看出马斯洛借着分析目标管理背后所隐含的人性假设，阐述了他的进步管理思想。



目标管理及其基本假设：“责任心工人”





目标管理



自从德鲁克1954年在《管理的实践》中提出目标管理思想以来，目标管理已经在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得到广泛应用。目标管理是德鲁克发明的诸多概念中最为深入人心的一个，几乎成为德鲁克的代名词。但时至今日，许多人对目标管理仍抱有许多迷信或偏见。迷信者将其奉为灵丹妙药，偏见者贬斥其为遗毒祸害。

那么，目标管理究竟是什么？在德鲁克看来，目标管理首先是一种管理思想而不是一种管理技术。目标管理思想与德鲁克对工业社会的设想是一脉相承的。在《公司的概念》里，德鲁克已经阐明了自己近乎乌托邦的理想：通过尊重个人，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机会，构建一个和谐的工业社会。这个美好的社会如何实现呢？德鲁克设想通过工业民主来实现，也就是通过参与管理，使人们在工作中分享权力、分担责任来实现。德鲁克认为承担责任不是负担而是社会对每个公民的内在要求，每个人首先必须是这个社会所需要的人，每个人必须通过承担责任才能获得尊严和地位。这一原则应用于现代企业，要求管理人员必须学会自我控制，工人必须成为责任心工人，从而使得每一个自我管理的组织单元成为自治单位，现代企业成为自治机构，唯其如此，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体系才能正常运转。那么，如何使得自治与分权不会成为放任自流的代名词呢？显然某种形成秩序的力量必须足够强大，否则组织难免分崩离析。这个力量就是--目标管理。目标管理强调以重视成果为基础，以一定时间里每个人所应完成的工作成果为目标，每个人盯着这个目标，自觉地进行工作，而管理人员以目标为中心进行管理。任何一个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着直接而重要影响的领域都需要有目标，管理企业就是平衡各种各样的要求和目标。

目标管理其次才是一种管理技术，它要求变革传统的管理实践，采用新的管理手段。为了控制自己的表现，管理人员不仅必须知道自己的目标，还必须能够根据目标衡量业绩和成就。虽然不同企业的业务千差万别，但无论什么企业，无论企业的规模及所处的发展阶段如何，需要设定目标的领域是相同的，有8个领域需要制定业绩和成果目标，那就是：市场地位、创新、生产率、实物和金融资源、利润、管理人员的表现和培养、工人的表现和态度及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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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地说，企业对前5个领域都没有什么异议，但对后3个领域的态度却不完全一致。经济学家和会计师会觉得这些领域不切实际，因为这些领域不是与他们所熟悉的货币和金钱打交道，而是与价值和原则打交道。显然，价值与原则是难以确认和计量的，这与经济学家和会计师对量化和精确度量的追求有很大差异。然而，德鲁克指出，正因为如此，这些领域才成为企业管理的核心领域。如果这些因素是无形的，那么管理人员的任务就是采取行动使它们变得明晰可见，使这些领域像货币和金钱一样，成为有形的、实际的，并且确实是可以衡量的。在这3个领域中，管理人员的管理是目标管理的关键控制点。管理人员不但是企业的基本资源，并且是最稀有、最昂贵的资源，对管理人员的管理决定了企业的目标能否实现，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对工人和工作的管理。因此，对管理人员的有效管理是实现企业目标的根本保证。德鲁克后来在《成果管理》一书中对如何以成果为中心实施目标管理做了更为深入的分析。



责任心工人



因为分权原则在解决美国企业核心管理层与分部的关系以及公司与经销商的关系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德鲁克希望能够将这个原则运用到解决公司与工人的关系中去。为解决这个问题，德鲁克在《公司的概念》中提出了自治工厂社区（self-governing plant community）和责任心工人（responsible workers）两个概念。德鲁克主张通过为工人提供培训，让工人有能力对自己的工作承担自我指导和自我控制的责任，成为所谓的责任心工人。德鲁克认为只有让工人对自己的工作负起责任，他们才能体会到工作的意义，这样做不仅可以消除工人与管理层的对立和矛盾，而且能激发起工人对工作的热情，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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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所说的“责任心工人”，是指愿意对工作承担责任，并从完成具有挑战性的业绩目标获得成就感和满意感的工人。德鲁克认为，有效的管理应该以此为出发点，他还提出了加强责任心的4种办法：慎重安排工作；制定较高的有挑战性的工作绩效标准；向工人提供自我控制所需要的信息；为工人提供参与的机会，让他们学会从管理者的角度看问题。

根据目标管理理论，在适当条件下，工人也可以和管理者一样将工作本身视为目的，就像那个卖油翁一样，能从完美工作所带来的愉悦感中受到激励。目标分解到哪里，相应的责任与权力就下放到哪里，人们可以参与目标的制定，控制工作的进程，看到工作的成果，得到明确的评价，获得工作带来的成就感。如此，目标管理的最大优点便体现出来，它使管理人员自我控制自己的行为和表现，使管理人员通过自我控制进行管理取代通过统治进行管理。理想的状况是每个人都能够指着企业的最终业绩说：这一部分是我的贡献。

德鲁克的这些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思想，激发了许多管理学者在这个领域进行深度探索。德鲁克的这些思想还与马斯洛的进步管理理论不谋而合，实际上是将企业看成每个人追求自我实现的场所。



进步管理所要求的人性



马斯洛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物。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读到德鲁克的《管理的实践》（1954）和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的《企业中的人》（1960）之后，他猛然意识到心理学在工业领域的广阔前景。马斯洛将自己阅读这些著作引发的一些思考以笔记的形式写下来，并于1961年出版了《马斯洛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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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洛发现，“德鲁克得出的关于人类天性直觉的结论，与第三思潮的心理学家们得出的结论非常相似”，因此马斯洛把德鲁克等人的理论称为进步管理政策。马斯洛认为，从这些文献来看，管理已经处在其最先进的形式，而且踏上了进步和协同的方向。马斯洛还认识到，工业领域不仅是心理学的应用领域，更为重要的是，工业领域还将是心理学的重要知识来源。德鲁克等人的研究表明，工业领域的经验将改变心理学的面貌。因为，在工业时代，工作对于个人发展的重要性超过了家庭甚至超过了学校。

马斯洛运用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知识来分析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中提出的理论。马斯洛对德鲁克的“责任心工人”很感兴趣，他花费一年时间在南加州的一个小公司里对责任心工人理论进行了实验检验，结果失败了。马斯洛对失败原因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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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为目标管理概念中隐含了这样的认识：人类存在着对责任感和成就感的普遍需要，人们愿意承担因自己掌握工作进程而负有的责任，渴望因达成目标产生的成就感而受到激励。马斯洛认为德鲁克培养工人对工作的责任心固然没错，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只有少数较为成熟的、较为健康的人才能算得上是德鲁克所说的“责任心工人”。这种人并不常见，这种人是从特定的一类人中挑选出来的。责任心工人和自治工厂社区制度的建立需要强有力的管理、坚定的目标和标准以及非常高的自我约束力。马斯洛进一步指出，个性的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不能牺牲个人特性去迁就社会特性，不能将管理制度建立在“每个人都是具有责任心的人”这种假设基础之上，它不能赋予所有的工人不应承担也不能承担的心理压力。马斯洛还批评说，只有足够强壮的人才有责任心和成就感的需求，那些软弱的不健全的人往往不愿意承担责任，不能做到自律，即使是足够强健的人，他们也需要指令和指导带来的安全感。

马斯洛指出：如果我们有一些进化良好的人类，并且很急切地要求成长，那么在这样的地方，德鲁克的管理原理好像很不错，但这只能是在人类发展的最高层次才有效。不同的管理原则适用于不同动机水平的人，在动机层次中的低水平，并没有对这些管理原则的很大需求。马斯洛认为，德鲁克、麦格雷戈、阿吉里斯，甚至也包括戴明等人所倡导的进步管理政策，包含了他们自己始料未及的复杂前提和假设，马斯洛条分缕析一共列举了足足36条。这些理论隐含的假定是：每个人都值得信任；每个人都热爱工作，认为工作是有意义的，工作的意义超过报酬和升迁奖惩；每个人在心理和智力上是足够健全、完善的；每个人都追求自我实现，并且指向积极的目标，等等。这些假设都与Y理论对人性的看法相符合。马斯洛批评德鲁克对邪恶、软弱、恶劣动机的无知和忽视。德鲁克自己处于高层次的动机水平上，超越了生理和安全需求，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但是德鲁克以己度人，将自己投射到他人身上，以为所有其他人都和自己一样。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建立在这种想法基础上的管理理论是有局限的。马斯洛的结论是，世界上有许多人，特别是在美国之外，他们生存处境恶劣，处于较低的需求层次上，根本不适用德鲁克的管理原则。

马斯洛的理论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在德鲁克等人主张的进步管理不适用的地方，人们的行为动机处于低水平。在马斯洛看来，和其他国家相比，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人更具备形成高层次动机的条件，因此，是实施进步管理的时候了。尽管马斯洛反复举出印第安黑脚族的例子，证明在弱势文明中也存在实践进步管理的可能。但总的来说，马斯洛认为美国黑人、墨西哥人等处于较低层次动机水平上，因而尚未具备实施进步管理的条件。这无异于是说，在不够发达、管理不善的社会，其成员在动机水平上也居于劣等。这是一个会让很多人感到羞辱和不安的结论，这是一种管理进化论，将管理的进步程度与人性的进化程度联系起来，以文明的发达程度解释人性进化达到的高度。从历史来看，尽管更为文明的种族可能被蛮族消灭，但更好的文明却会留传。希腊和罗马都被在进化意义上不如它的蛮族所灭亡了，但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的光芒至今依然照耀西方文明的进程。马斯洛经常用来举例的印第安黑脚族，尽管欧洲人几乎将其消灭殆尽，但马斯洛还想从他们与美国式民主截然不同的文明中汲取灵感为其所用。他认为，在发达社会，自我实现的时代已经来临，这就是数字化的时代、知识社会时代，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人类的潜力将会成为几乎各个行业，每个组织竞争优势的首要来源。



马斯洛与德鲁克：分歧还是共识



德鲁克非常清楚马斯洛的评价，也非常欣赏马斯洛的见解，德鲁克在《马斯洛论管理》新版扉页上写的一句话可以证明这一点：这是马斯洛最重要和最永恒的著作，它的思想对我有持久深远的影响。戴明到晚年也发现了心理学的价值，在他的渊博知识体系中将心理学作为一个组成部分，也将学习理论结合到质量管理体系中来。但是德鲁克并没有像戴明那样强调心理学的重要性，只是说，管理者需要了解一些心理学知识，但是不必成为心理学家，正如医生要懂得正确使用化验报告，却不必成为化验师一样。马斯洛不无遗憾地猜想，也许德鲁克很快看了一眼那种被称为科学心理学的东西，发现自己对用猴子小鸡之类动物做实验的研究方法以及对条件反射之类的理论不太感兴趣，然后很快地放弃了它。马斯洛的意思是说，如果德鲁克更多地了解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话，也许会更感兴趣一些。

马斯洛晚年致力于倡导Y理论，虽然他早期对Y理论的实验并没有成功，但他仍然认为Y理论大大超越了X理论而不仅是X理论的一个替代品，人们必须用不同的安全和肯定感替代X理论的依赖性的安全感。马斯洛证明Y理论不像许多人理解的那样是放任和无限制的自由，如果是这样的话，人们除了成就感和迷惑之外将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也没有控制。在马斯洛看来，Y理论不是放纵也不是悉心照料，它是一个严厉的任务管理者，Y理论必须实现X理论已经实现的并且做得更好，否则将是难以承受的负担。

[5]


 德鲁克对Y理论提出了不同看法。德鲁克认为马斯洛等支持Y理论的心理学家实际上是以说服代替命令，通过心理操纵来控制，是心理学的X理论。这种新X理论抛弃了人是懒惰的假设，取而代之以这样的假定：除了管理者是健康的正确的之外，其他人都是脆弱的愚蠢的。对于这种难以掌握的心理学工具，德鲁克的看法十分明确：管理者不需要成为心理学家，因为管理者必须关注行动和成果，而不是注重情绪和内省。管理者必须坚信确实有一些人是渴望成就的，但同时必须给另一些人以X理论的安全感，给他们以指导和照顾。

马斯洛和德鲁克都同意，管理有两个方面的目的：一是提供产品和服务；二是造就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以最简单的方式来说，对人类劳动生活的管理和他们谋生方式进行合适的管理，可以改善他们并改善整个世界。工业不仅发展了生产力，而且将会影响生活于其中的人类的发展倾向。在马斯洛看来，如果美国人能够变成比俄罗斯人更好的人种，美国人会有更多人爱，更受人尊敬，更受人信任，那么这就是美国人最终获得成功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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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作者：李祥，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顾建平，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在职博士后。）

德鲁克在国际管理学界享有盛誉，他是现代管理学的开创人，其研究涉及的领域远远超出了管理学，其管理理论是一个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在内的宏大体系。本章对德鲁克管理思想中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及评述，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



以责任为基础的组织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出



德鲁克认为，任何一个组织都不只是为了自身，而是为了社会而存在，企业也不例外。在《公司的概念》一书中，德鲁克（1946）首次提出了“组织”的概念，认为现代公司不仅是一个赚钱盈利的组织，还应该是满足社会经济需求的社会组织

[1]


 。同样在《功能社会》一书中，德鲁克认为组织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是为了适应社会的某种需要，根据专门的目的建立起来的，可以说“每个组织都是为了执行一项社会任务的社会器官”

[2]


 。而在《管理：使命、责任、实务》一书中，德鲁克认为企业组织也像其他任何组织一样，都不可能只是为了组织自身，而是为了社会而存在的

[3]


 。

在德鲁克看来，组织与社会的关系应该是统一的有机整体，现代组织必须在社会中运行，同时运行的成果也体现在社会中；但是组织又不能使自己淹没在社会中，或者完全隶属于社会。德鲁克认为，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一个组织社会，社会的所有功能都由其中的组织完成，各种组织同时存在，互相合作，除了在物质上相互依赖以外，越来越多的组织会相互雇佣对方的服务，每个组织也越来越多地任用其他组织为代理来完成自己的任务[2]。

在被认为是管理学开山之作的《管理的实践》一书中，德鲁克率先提出“企业的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这一概念（详见北京光华管理研修中心那国毅为《管理的实践》（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写的序：“管理学：德鲁克留给人类的伟大遗产”，pXVI。），德鲁克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的市场地位、获利能力等一样，是企业设定绩效和成果目标的8个关键领域之一，企业组织的管理实践必须同时考虑企业的成果和绩效、企业内部的组织以及外在的社会即企业的社会责任

[5]


 。

任何组织为了履行自己的特殊使命就必定会对其内部成员、社区、自然环境乃至社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正是基于对组织及其与所处社会间关系的认识，德鲁克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认为企业组织的社会责任即指“每一个组织必须承担的所有与其有关的员工、环境、顾客和其他与组织有关联的人和事的全部责任”

[2]


 。德鲁克认为，要从根本上变革以权力为基础的传统政治和社会理论，需要建立起以责任为基础的组织。他说：“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政治和社会理论，注重点是权力。然而责任须是贯穿和组织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则。组织社会、知识社会，要求以责任为基础的组织。”而在《大变革时代的管理》一书中，德鲁克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企业对其所涉及的“无论是谁和无论什么东西”产生的影响所应承担起的全部责任

[6]


 。

总结德鲁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可以看出：

德鲁克认为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来自于企业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员工、股东、顾客、其他组织、社区以及政府等，除此之外企业还应承担其经营活动中，例如资源的使用、产品的生产等所产生的影响所涉及的责任。

德鲁克认为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并非只是企业宣传自己的一种口号，而是企业经营活动中所应关注的实实在在的目标，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就像企业获得自己的市场地位、提高自己的盈利能力一样，是企业组织孜孜以求的目的。



德鲁克对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经典表述



本章对德鲁克各时期著作中涉及“企业组织”、“企业社会责任”的阐述进行了总结与归纳，具体见表19-1。




资料来源：由作者对彼得·德鲁克各时期的经典著作进行整理而得。

①由于德鲁克在其一些著作中并没有明确使用企业组织、企业社会责任等概念阐述其管理思想，因而为了研究的方便，本章统一用“企业组织”、“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归纳与总结。

从表19-1可以看出，德鲁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主要在于：①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广泛性，即对“无论是谁和无论什么东西产生的影响所承担的全部责任”；②强调企业履行经济责任的重要性，“避免亏损、创造利润、补偿成本”；③强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最有效途径就是“满足社会的需求”，将社会的问题看成是企业发展的机会；④强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限度，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时应专注于企业特定的工作，做企业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广泛性



德鲁克在《大变革时代的管理》、《功能社会》两本著作中都谈到企业应对其经营活动过程中涉及的“无论是谁和无论什么东西”所造成的影响承担责任，所以企业的社会责任不能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关心社会公益事业、参加慈善活动等，企业社会责任应分为内部社会责任和外部社会责任两个部分。

企业内部的社会责任涉及企业对人才、资本、资源的使用、产品的生产、股东投资的回报等。从企业的投入产出看，德鲁克认为企业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等）与成果（有形的产品、无形的服务等）都是存在于企业的外部而不是内部，企业的资源取自企业外部的社会，企业的成果“并不依赖企业内部的任何人，也不依赖企业控制之内的任何事物”，而是由顾客的需求所决定的

[7]


 。这就要求企业应当有效地使用各种资源，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企业产出的产品或服务应当是货真价实并且能够满足顾客的需求的。

企业外部的社会责任则涉及企业对其顾客及其他相关企业组织利益的关心、对所处环境的保护、对社会需求的满足及社会进步的推动以及配合国家战略的实施等。企业的经营活动应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履行自己的法律责任；企业还应当积极关心社会公益事业、参加慈善活动以履行自己的慈善责任；最后，企业在其经营活动过程中还应当遵守相关的社会道德规范，履行自己的伦理责任。



关于企业经济责任的重要性



从企业的经营活动看，企业应当完善自己的经营业绩，获得足够的利润，能够支付经营的成本、满足股东投资要求的回报。德鲁克驳斥了米尔顿·弗里德曼关于企业的自身利益和公共福利是两个完全分立的部分的立场，认为企业的首要社会责任就是创造足够多的利润。因为“如果这个责任承担不起来，就无法承担其他社会责任……在任何方面都不可能是好邻居、好雇主，或具有社会责任感”[8]。在德鲁克看来，企业获得利润与承担社会责任并无冲突，企业获得足够收益以便与其经营过程中的实际成本相抵（“经营的成本只有这种所谓的收益能够与之相抵”）是企业的一种经济和社会责任，一个企业如果不能获得“足以与实际资本成本、明日风险和明日的工人和退休者的需求相抵的收益”，将会被“从社会中撕裂出去”

[9]


 。

Geva（2008）将企业社会责任要素构成模式分为三类，即金字塔模式、交互圆环模式和同心轴模式。金字塔模式认为社会责任是企业的外部限制条件，各种社会责任（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慈善责任）依重要性的不同而成层级排列，企业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是经济责任，其他责任建立在经济责任之上。交互圆环模式则认为，企业几种社会责任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各种社会责任之间不存在顺序的重要性。同心轴模式则认为经济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其他社会责任处于核心经济责任的外围，企业各种经济责任之间并不存在层级关系

[10]


 。

现在看来，德鲁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应是属于同心轴模式，企业以履行获取利润、避免亏损的经济责任为社会责任的核心

[11]


 ，同时履行其他各种社会责任，以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为目标。



关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最有效途径



德鲁克（1986）在《管理的前沿》一书中提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最需要、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学会怎样将发达社会所面临的主要社会挑战，转变成新兴的、有利可图的企业机会”

[8]


 。这就对企业切实地承担社会责任指明了方向。对于那些认为承担社会责任是宏大的目标、是宣传企业的口号的企业来说，真正履行企业对社会应尽的义务、承担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其实很简单，即将社会的需要、社会的问题视为企业发展的机会同时也是企业发展的动力，从而通过满足社会的需要、解决社会的问题来实现企业自身的发展，最终很好地履行企业对社会的义务，承担企业应该承担的责任。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限度



德鲁克在其很多著作中都提到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限度问题。例如，1973年，德鲁克在《管理：使命、责任、实务》一书中指出，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时，应仔细考虑其社会责任的限度，做社会需求而企业又能做的事，绝不“知其害而为之”

[3]


 。而在《功能社会》中，德鲁克认为“当组织关注它们自己力不能及的'社会问题'时，它们的行为是'不负社会责任的'。当它们由于专注于它们自己的特定工作而满足了社会需求时，它们的行为便是'负社会责任的'。当它们把公众的需求转变为它们自己的创业成就时，它们的行为是最负责任的”

[2]


 。这就是说对于现代企业组织来说，是否承担社会责任并没有什么值得争论的，关键在于如何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范围。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应当始终专注于企业自身的本职工作，同时还应衡量企业能力的大小，做企业能做而社会又确实需要的事情。



德鲁克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管理启示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仅能为企业赢得更好的声誉，得到人民大众及全社会的认可，得到社会公众的支持和称赞，而且也可以在市场中更好地体现企业的文化取向和价值观念，从而为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营造更好的社会氛围

[12]


 。德鲁克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管理思想，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有如下启示。



树立责任意识，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德鲁克认为组织社会要求的是“以责任为基础”的组织

[13]


 。当前我国企业在管理实践中，应当在企业内部所有成员中树立责任意识，各级管理人员应当具有有效使用各种人力、物质资源的责任意识，员工则应具有完成好本职工作的责任意识，这样就能保证企业可以很好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中的经济责任。同时，企业还不能只把员工当做雇员或者“吃粮食的机器”，而应充分履行企业的伦理责任，在实现组织目标的同时，努力帮助员工实现其个人的目标，并帮助员工提升个人的能力。另外，企业组织中的所有成员尤其是高层管理者应当树立积极的社会责任意识，时刻牢记企业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积极关心社会公益事业，参加各种慈善活动，履行好企业的慈善责任。



明确责任范围，专注力所能及之事



德鲁克认为，如果组织关注它们自己力不能及的“社会问题”时，它们的行为是“不负社会责任”的；当组织专注于自己的特定工作而满足社会的需求时，它们的行为便是“负社会责任”的；只有当组织把公众的需求转变为组织的创业成就时，它们的行为才是“最负责任”的

[2]


 。这就要求企业不仅应正确地做事，更重要的是做正确的事。具体来讲，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应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范围，专注于本企业的特定工作，做企业力所能及而社会又确实需要的事情，从而尽力满足社会及顾客的需求，解决社会的问题，推动社会的进步。



摆正责任心态，绝不盲目跟随攀比



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中，还应当摆正自己的责任心态，不能只是因为在乎一些所谓的“面子”、“名誉”等，而盲目地与其他企业组织、非营利组织等互相攀比；也不能不顾企业自身的能力和特点而随意地跟随其他企业组织或者非营利组织承担社会责任。总之，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中，首先应履行好自己的经济责任，企业应获取足够的利润来补偿经营活动的成本，从而使得企业能够一直存活下去；其次，企业还应当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范围，在专注于企业本职工作的同时，解决社会的问题，满足社会的需求；最后，企业还应摆正自己承担社会责任的心态，做企业力所能及之事。



完善外部环境，促进社会和谐进步



作为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企业组织，应积极承担各种社会责任，从而实现企业内部、企业与所处社区、企业与其所处环境、企业与整个社会和谐相处，这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显得尤为重要。



强化责任意识，引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为了更好地引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应当在全社会强化社会责任意识。社会要加强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舆论宣传，增强企业所有者、管理者的社会责任意识。要使企业明白，社会需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而企业通过积极主动的承担社会责任，从而树立起良好的公众形象，成为获得社会广泛认同的、值得信赖的企业，将最终有利于提高企业自身的市场竞争力。这样，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不仅对社会有利，对企业本身也是有益的。



完善激励机制，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国家应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创造良好的氛围和条件，完善对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激励机制。一方面，树立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为典范，并在其经营活动过程中给予适当的政策优惠，使企业感受到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的发展本身也是有利的，从而吸引、促进企业持续地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对于没有尽自己所能履行社会义务甚至故意逃避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则给予相应的处罚。



健全规章制度，保障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一方面，政府应加快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有关法律法规建设步伐，使得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变得规范化，从而使得企业履行社会义务，承当社会责任变得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政府还应完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各项监督机制，使得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活动变得透明，最终使得社会公众便于监督企业履行社会义务的过程。另一方面，权责总是对等的，没有无责任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责任。企业有承担社会责任的义务，也还应当有相应的权利。企业有权根据本企业的实际情况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而不能进行社会责任乱摊派，企业还应有权对其承担社会责任的效果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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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指出：“在知识经济中，成功属于那些善于自我管理的人。”德鲁克的一生见证了他善于自我管理，而且自我管理也成就了“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他的一生就是自我管理的成功典范，他从1966年首次出版《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到逝世，一直倡导自我管理，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自我管理观点。同时，他一生又坚持实践自我管理，历时70多年，为世人树立了自我管理的楷模。从他的伟大生涯中我们深深地感悟到：德鲁克不仅是自我管理思想的倡导者，而且也是一位自我管理的杰出实践者，他的成功生涯来源于自我管理。



自我管理思想的倡导者



在管理学界，德鲁克自我管理思想的发展集中体现在他的三部著作中。1966年出版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是管理学界对于自我管理系统研究的最早论著。德鲁克在该书中主要从有效性是可以学会的、掌握自己的时间、我能贡献什么、发挥人之所长、重要的事先做、决策的诸要素和有效的决策等七个方面论述了有效管理者的自我管理。在1999年5月出版的《21世纪的管理挑战》一书中，德鲁克在第6章专门论述了有关自我管理的5个问题：①我是谁，我的长处何在，我做事的方法是什么；②我归属何处；③我的贡献是什么；④对关系负责；⑤管理下半生等。在2003年出版的中文版《个人的管理》一书中，德鲁克重点论述了知识工作者的自我管理问题。这三部著作是自我管理研究的经典之作，它们从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初，时间跨度为40多年，集中反映了德鲁克自我管理思想的发展历程。

在这三部著作中，德鲁克的自我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



每个人都应该进行自我管理



德鲁克认为不仅经理必须管理自我，一般员工也需要自我管理，即每一个人实际都是管理者。这种自我管理，既有能运用于具体情境的实践方法，也有关于贯穿整个人生的生涯管理内涵。因而，它具有人本管理的意义，而且自我管理、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又共同构成了以自我管理为基础和途径的完整过程。

[1]






自我管理是人本主义的体现



德鲁克的自我管理思想从4个方面体现了人本主义特点：①目的性，即通过自我管理实现个人的生命意义和全面发展；②主体性，通过反省和自我评价唤起个人的主体意识并调动个人的自主性、积极性和独创性；③责任性，个人的选择是以自己的职责义务和对社会价值的认同为基础的；④有效性，有效的自我管理使管理个体能最大可能地激发和利用自己的潜力和优势，寻求全面的自我发展。



自我管理是自我实现的途径



人的真正存在不在于他是某种既成的固定东西，而在于他要不断地实现他要成为的某种东西，并不断更新自己，使自己成为想要成为的那种人，这种自我追求，只有在个体的自我管理中才有可能实现。德鲁克的自我管理思想将管理的含义从组织层面扩展到个人，并强调自我管理在个体发展和自我完善中的决定性意义，因此，他的自我管理思想是对人本管理思想的突破。



自我管理的主要内容



在上述三部著作中，德鲁克阐述的自我管理主要内容有：（运用反馈分析法）了解自身的长处、自己应该贡献什么（即优势何在）、懂得自己该如何表现（即如何学习并体现效能）、了解自己的价值观念、了解自己的归属（和人生目标）、对关系负责（并知晓如何与人交往）、管理自己的下半生（和职业生涯）、时间管理和创新管理等9个方面。

[2]






（运用反馈分析法）了解自身的长处



在知识经济中，成功属于那些了解其自身的人--了解自身的长处、自身的价值观念，以及自身如何表现得最佳。发现自身长处的唯一途径是进行反馈分析。每当你做出一个重大决定或者采取一项重大行动时，先写下预期将发生什么，9～12个月后，将实际结果与你的预期进行比较。只要持之以恒，这种简单的方法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或许两三年）向你显示出你的长处和短处。反馈分析法给你行动上的启示是：首先，专注于你的长处；其次，不断改善你的长处，获得新技能；第三，发现你在知识上的愚昧无知，并加以克服，而不是自欺欺人；第四，纠正你的缺乏礼貌和妨碍你的效能和业绩的坏习惯。



自己应该贡献什么（即优势何在）



回答这个问题，必须知晓以下要素，即形势需要什么？鉴于自己的长处，表现方式和价值观念是什么？怎样才能对需要做的事做出最大贡献？最后，为了发挥优势，必须实现什么结果？由此得出的行动方针将是：做什么，在何处以及如何开始做，确立什么目标和最后期限。



懂得自己该如何表现（即如何学习并体现效能）



这里应该了解的第一个要点是，你是一个照本宣科者，还是一个善于倾听者。第二个要点是，了解自己应该如何进行学习，并以自己擅长的方式进行学习。另外，了解自己是一个与人共事者还是独来独往者。试图改变自己是不大可能获得成功的，应该努力改善自己的学习和表现方式。



了解自己的价值观念



这不是一个道德准则问题，而是一个“镜像检验”问题，即每天早晨你在镜子中希望看到什么类型的人。你的价值观念与一个组织的价值观念相冲突，那么你在这个组织中工作，要么遭受挫折，要么碌碌无为。在一个人的价值观念与其长处之间存在冲突时，价值观念则是最终的检验标准。



了解自己的归属



这实质上是对自我人生目标的管理。成功的事业不仅仅是靠计划实现的，一旦人们对机会有所准备，成功的事业就开始了发展，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长处、自己的工作方法和自己的价值观念。知道一个人的归属是什么，这能使一个普通人变成一个成绩出众的人。



对关系负责（并知晓如何与人交往）



为了取得成效，你必须了解同事的长处、表现方式和价值观念，因为每个人都以他自己的方式进行工作。然后你必须对沟通负责，与同事进行充分的沟通。今天的组织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的。



管理自己的下半生（和职业生涯）



当你已工作20年或25年的时候，你可能正感到厌烦，面临中年危机。其实你仍可能面对另外20～25年的工作，这是你开创第二事业的好时机。发展第二种兴趣取向不仅是一种爱好，而且能为你提供成为领导者、受人尊敬和获得成功的机会。



时间管理



德鲁克认为，时间管理就是“做正确的事”（to get the right things done），并且“正确地做事”（to do things right）。这种时间的管理，也体现了一个人的效能管理。“不能管理时间，便什么也不能管理”。“要说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与其他人有所不同的话，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对自己的时间十分爱惜。”“时间是最紧缺的资源，若不将时间管理好，要想管理好其他别的事情，那只是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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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管理



“在人类众多的活动中，唯一一条永恒的规律就是变化。因此，只满足于今天的企业，在变幻不定的明天就会感到难以生存下去。”德鲁克的结论是：“不创新，就灭亡”。在《个人的管理》一书中，德鲁克还论述了成功创新的三个条件和五要三不原则。

[4]


 具体为：三个条件是：①创新需要知识、劳动和独创性三者结合；②要依靠自己的长处；③必须始终紧贴市场和瞄准市场。五要原则是：①要从分析机会开始，找寻“创新机会来源”；②要走出去，多看、多问、多听；③创新要简单，用途专一，才富有成效；④开始规模要小，盯住一个特定目标，不要声势浩大；⑤创新目标求得领先，不求大。

[5]


 三不原则是：①不自作聪明；②不要四面出击，一心多用；③不要为未来而创新，而要为现在创新。



自我管理的杰出实践者



德鲁克不仅仅是从思想和理论上倡导自我管理，而且他一生一直坚持实践自我管理，他以几十年的自我管理成功实践为世人树立了楷模。



管理从自己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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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因为战争和童年的记忆，使德鲁克逐渐认识到组织与自我管理的价值。一战结束后的1919～1920年的那个严冬，正是整个世界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的过程中，德鲁克第一次发现了组织的力量。当时，美国总统胡佛推动成立的救济组织每天为欧洲许多学校免费提供一顿午餐，在整个欧洲大陆，包括德鲁克在内的数百万饥饿孩童的性命，都是被这个组织救活的。透过这一组织所发挥出来的巨大作用，让他认识到人类创造力发挥的真正根源。在那段日子里，德鲁克也从小学四年级老师艾尔莎小姐那儿学会了对自己学习过程的绩效管理。艾尔莎小姐发给他一本笔记簿，要求他把一周内自己想要学会的东西记下来，到周末时再与实际学习成果作对比。这一从自己的学习开始的自我管理过程，最后成为德鲁克终身倡导的自我管理。他认为，每个人都是管理者，管理的本质就是自我管理。



对人生目标与价值观的追寻



13岁时，一位讲授宗教课的老师给德鲁克上了一堂令他终身受益的课。当时，老师要求每个学生说出希望将来过世后最令后人怀念的是哪一点，课堂上稚气未脱的孩子们自然答不上来。老师笑着说道：“我并没有期待你们能答复这个问题。但如果你们到了50岁时仍然没有答案，就表示你们白活了。”从那一天起，德鲁克经常想起这个关乎人一生生存意义的严肃课题，并穷其毕生之力寻找合适的答案。他说：“我经常询问自己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会引导我不断作自我更新，因为，这样会强迫我把自己看成另外一个人，也就是我能'变成'的那个人。”

“凭什么不被世人忘记”，一直是德鲁克追寻的人生目标。1950年德鲁克和他的父亲一起去拜访熊彼特，熊彼特告诉他:“仅凭著作和理论不足以流芳百世，除非能改变人们的生活。”这句话后来成了德鲁克衡量自己一生成败的基本标准，使他坚定地选择以实践为基础，研究管理对社会、组织和个人三者之间合理链接的作用，以促进社会、经济、组织和个人的合理健康发展。

价值观是自我管理中最后必须回答的问题。人生的价值观是指导人们做出正确选择的最终检验标准。对于人生价值观念的追求，德鲁克回忆说，“一个人的长处与自己取得绩效的方式之间很少会发生冲突，两者一般为互补关系。不过，一个人的价值观与自己的长处有时会发生冲突。一个人做得好，甚至很好，成就显赫的方面有可能不符合他的价值体系；在他看来，这可能不是在做贡献，所献身的领域也不是他所希望的。许多年以前，我也必须在自己擅长与成功的方面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做出取舍。20世纪30年代中期，我在伦敦作为年轻的投资银行家干得极其出色。这份工作显然适合我的长处。但是，我并不认为自己当一名普通的资产管理人是在做贡献。我明白自己的价值观，而且无意成为公墓里的首富。在当时的大萧条时期，我既缺钱又没有工作，前途渺茫。换句话说，价值观是并且应该是最终的检验标准。”



开放性的职业规划



德鲁克认为，一个人能够并且应该确定自己的职业归宿，或更确切地说，应该有能力决定自己的职业归宿。一个知道自己不可能在大型组织里真正取得成就的人，当有人向他建议在大型组织任职时，应该学会说“不”。一个知道自己不适合担负决策责任的人，当有人向他推荐决策职务时，也应该学会说“不”。成功的职业生涯不是死板的计划。只有善于捕捉机会的人才会有成功的职业生涯，因为他们了解自己的长处、适合自己的工作方法和自己的价值观。德鲁克在那种变动不定的环境中，当过出口商行的实习生、报社记者、保险公司的证券分析员、银行经济师，更担任过大学管理学教授和大公司的管理顾问。他的职业生涯跨越了75年。从表面看来，他似乎非常主动地迎接生活的各种挑战，但德鲁克自己的总结却不是这样:“在我早期的学徒生涯结束以后，我的每一个工作都是偶然碰上的……如果我们活得足够长，大多数人都需要改换生涯。如果你的人生规划面对机会不能够保持开放，那还要这种规划做什么用呢?规划的唯一目的是帮助你分辨何种机会适合，何种不适合。我总是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我并不照规划按部就班地行事，而是规划自己该获取什么额外的技能以胜任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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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生学习，兼收并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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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知识渊博，博古通今，出生在维也纳，成长在奥地利、德国和英国，成名于美国，阅历丰富，见多识广。这主要来源于他独特的学习和研究方法，以及保持每隔三四年选择一个新的主题来研究的习惯，这被德鲁克称为“发展自己”的研究方法。德鲁克在《个人的管理》一书中写道：我迫使自己利用下午和晚上的时间学习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社会和法律制度、历史和金融等。我渐渐地养成了习惯，并且能持之以恒。每过三四年，我选择一个新的学科。例如，统计、中世纪史、日本艺术或经济学。要精通一门学科，3年时间的学习是绝对不够的。不过，要了解一门学科，3年的时间就足够了。所以，60多年来，我坚持一次选修一门学科。这种学习习惯不仅为我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而且迫使我接触新学科、新学说和新方法，因为我学的每一门学科都有不同的假说，并且采用不同的方法论。

[4]




或许花上三四年时间还无法成为该项主题的专家，但这已足够让德鲁克懂得其中的基本内容。这样做不但让他累积了相当可观的知识，也使他能督促自己保持开放的心态对待新知识，为此1997年（福布斯）称德鲁克“依然是最年轻的头脑”。这种坚持终身的学习方法让德鲁克视野广阔、触类旁通，他的文字富有历史纵深感，这也让他获得了超越管理学领域的盛名。



有效工作时间150年



德鲁克认为，时间管理就是“做正确的事”，并且“正确地做事”。“不能管理时间，便什么也不能管理”。“要说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与其他人有所不同的话，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对自己的时间十分爱惜。”“时间是最紧缺的资源，若不将时间管理好，要想管理好其他别的事情，那只是空谈。”

[8]




德鲁克在私下对现在年轻人的时间利用率低曾表示过“不满”，“他们每天只工作几个小时，而我在这个年龄的时候，要做两份全职工作和一个兼职工作”。德鲁克对时间的有效管理，使他的工作时间比长寿的生命更长。“德鲁克有超过60年在第一线做管理咨询顾问的经历，很少有人像他那么深入持久地实践在第一线，跟企业家、管理者打交道，细致地观察并总结他们，验证自己的理论是否有效。现在能下这种工夫的人很少。”据一位专家计算，“德鲁克从事管理学研究近60年，而实际工作的时间相当于别人的2.5倍，也就是150年，而更值得尊敬的是，他把这150年全部集中在了一个领域，成功是必然的。”

[8]


 他的天才所在就是他太会利用自己的时间了。2002年年初，英国《金融时报》公布了“2001年管理大师风云榜”，在评出的总共“十大管理名师”中位于榜首的仍然是彼得·德鲁克。



旁观者的思考优势



德鲁克把自己的回忆录命名为《旁观者》，在这本书的序言里，他讲述了在1923年11月的一个萧瑟冬日，未满14岁的德鲁克，惊觉自己将是一位“旁观者”。“我们这种人天生如此，而非后天刻意培养出来的”。

德鲁克自视为时代的“旁观者”，但这种旁观绝不是“袖手旁观”，而是在“历险”。他以“社会生态学家”自居，洞悉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化，并对这种变化赋予意义。他一辈子做他所教，教他所做，教做如一，称得上是“经营管理先生”。他宏观的思维与微观的坚持，加上成熟的心智，开阔的视野和他有目的、有条理以及系统的自我管理和贡献人类社会，足堪称之为“卓有成效的彼得·德鲁克”，实是《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书的活教材。

[10]




他持之以恒地告诫管理者要腾出时间来思考，决策时要谨慎，专注于为数不多的任务，并委托他人从事自己无法胜任的工作。这些也是德鲁克一直是“单干户”的原因，他一生研究大公司，但他自己的机构却只有一个打字机，一个书桌，他也从来没用过一名秘书。他可以很容易地创办起一家大型的咨询公司并变得富可敌国，但那样违反了他的本性。他最擅长的就是为人师--收集信息，培养洞察力，然后帮别人解惑。

[11]






效能管理成就凡人伟业



效能管理，在德鲁克著作中也被成为绩效管理。如果说在小学老师艾尔莎那儿德鲁克得到了绩效管理启蒙的话，那么在法兰克福从事新闻工作的上司唐姆劳斯基（以下简称唐）则是将他引入绩效管理圣殿的导师。当时，唐每年都要定期举办两次“亲近耶稣”的聚会，时间从周六下午一直持续到周日晚上。通过如此聚会，唐希望自己领导的团队能够利用这个机会检讨过去半年的工作绩效：哪些方面表现得不错？哪些方面曾投入精力去尝试改进？哪些方面还未能投入足够的精力？接下来，唐会针对团队成员表现最差的部分，进行一段“严厉批评”的过程。再下来，唐又会一一点名，要求每一个人明确说出未来半年的工作重点，准备朝哪些方向改进，及准备学会哪些新事物。唐与艾尔莎老师的方法不谋而合，受到启蒙的德鲁克将这套方法应用在自己身上，并将其转化为现代企业管理的经典工具。

一定是一个人的优点而不是他的缺点，能使他做好某件事。德鲁克认为，绩效管理中评估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探讨怎样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而不是去分析为什么没有做好。身为管理者，你必须和人共事，若你专注于别人的缺点，你不可能和他共事。被人欣赏是一件愉快的事，管理者要学会欣赏其部下，着眼于优点的绩效评估，能够充分发掘部下的可欣赏之处。“有效的管理者在用人所长的同时，必须容忍人之所短。有效的管理者用人是着眼于机会，而非着眼于问题。有效的管理者不做太多的决策。他们所做的，都是重大的决策。有效的管理者需要的是好的决策，而不是巧的决策。今天的组织需要的是由一群平凡的人，做出不平凡的事。”

[8]


 在组织中，只要每一个人都能做到卓有成效的管理自我，平凡人也能成就不平凡的事业。



反馈分析的益处



德鲁克指出，发现个人长处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反馈分析（feedback analysis）。这种方法能够揭示一个人的长处（一个人能够了解自我，这是最重要的事），并且指出哪些方面需要改进，需要哪种性质的改进，以及没有能力做的事和甚至不应尝试的事。一个人能了解自己的长处，知道如何发挥自己的长处和自己无法胜任的事，这可谓是继续学习的关键。

[4]




德鲁克回忆说，“10年后，那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我已经成为一个大系的资深教授，也已经开始我的咨询生涯并出版我的主要论著。我仍然记得法兰克福那位主编的倡导。自那以后，每年暑假我都要安排两个星期的时间，对自己上一学年的工作进行回顾、总结，先回顾做得好的但仍能够或应该做得更好的方面，然后是做得不好或应该做而没有完成的事，最后确定在咨询、著书和教学方面应该优先完成的工作。”[4]“我自己采用这种反馈分析方法至今已有50年了。每一次我这么做，都有意外收获，而且，每个这么做的人也都会有这种感觉。例如，反馈分析向我证明--并且使我觉得非常吃惊的是--我凭直觉就能理解专业人员，无论他们是工程师、会计师还是市场研究者。反馈分析也向我证明，我确实不能与通才发生共鸣。”

[12]






不朽的思想创新



德鲁克所提出的不朽的管理创新理念，主要来源于他的自我管理实践，即他对于人生目标和职业生涯归宿的执著追求，有效的时间管理和自我优势的利用，坚持不断的学习和研究新学科，长期从事管理咨询的第一线调查研究。

1946年出版的《公司的概念》，是德鲁克从1942年起受聘为当时全世界最大企业--通用汽车公司的顾问经历和对通用公司组织结构进行的18个月案例研究的结晶。这是他的第一本管理学巨著，书中对大企业的组织结构进行了详细而独到的分析。该书的重要贡献在于，德鲁克首次提出“组织”的概念，并且奠定了组织学的基础。福特汽车公司率先认识到了这本书的价值，这家在战时市场竞争中败给通用汽车的老牌公司将《公司的概念》当成拯救和重建公司的蓝本，在亨利·福特二世的领导下，10多年后，它迅速复兴，重新回到了对等竞争的主战场上。

[11]




1954年出版的《管理的实践》一书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概念--目标管理，这本书标志着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从而奠定了德鲁克的管理大师地位。1966年出版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告知读者：管理者的工作必须是卓有成效；在现代不是只有管理别人的人才称得上是管理者；在当今知识社会中，知识工作者也同样是管理者。这本书被列为全球管理者必读的经典，是领导学的奠基之作。这两部著作中的管理理念“目标管理和自我管理”是德鲁克的又一伟大创见。以社会生态学家自居的德鲁克主张：每个人都是管理者，管理的本质就是自我管理。

[13]


 1973年出版的巨著《管理：使命、责任、实务》，把管理诠释为：管理任务、承担责任、勇于实践。并指出：责任是管理的灵魂。该书是一本给企业经营者的系统化管理手册，为学习管理学的学生提供的系统化教科书，是管理学的“圣经”。1982年出版的《巨变时代的管理》探讨了管理者的角色、任务和使命，面临的问题和机遇，以及他们的发展趋势。1985出版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和1999年出版的《21世纪的管理挑战》被誉为是研究创新经济、企业家创新精神和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问题的经典之作。

[14]






结语



德鲁克的创新思想和巨著都来源于他一生的自我管理实践，浓缩了他自己几十年的知识、经验和思考，是他创新思想的体现，并成就了这位管理大师。国际权威媒体《经济学人》说，“假如世界上果真有所谓大师中的大师，那个人的名字，必定是彼得·德鲁克。”《哈佛商业评论》说，“只要一提到彼得·德鲁克的名字，在企业的丛林中就会有无数双耳朵竖起来倾听！”《商业周刊》相信“德鲁克是当代最经久不衰的管理思想家”。

德鲁克在人生目标、价值观、职业生涯、学习、时间、优势与效能、创新等方面的成功自我管理，以及他在国际上的享誉盛名和95岁的健康生命，说明了德鲁克不仅是自我管理思想的发起人和倡导者，而且也是杰出的实践者。德鲁克一生的自我管理思想和实践证明：实施自我管理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是完全可行的，只要我们持续坚持自我管理，不仅可以实现我们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而且可以变平凡为伟大。

德鲁克先生虽然走了，但他的著作和思想成为管理者与企业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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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作者：刘艳博，南京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

彼得·德鲁克以他建立于广泛实践基础之上的近40部著作，奠定了其现代管理学开创者的地位，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对世人有卓越贡献及深远影响。

1946年，德鲁克将心得写成《公司的概念》，首次提出“组织”的概念，本书讲述了拥有不同技能和知识的人在一个大型组织里怎样分工合作，它奠定了组织学的基础。1954年，德鲁克出版《管理的实践》一书，提出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概念--目标管理，从此将管理学开创成为一门学科，从而奠定管理大师的地位。1966年，《卓有成效的管理者》问世，德鲁克在书中告知读者：不是只有管理别人的人才称得上是管理者，在当今知识社会中，知识工作者即为管理者，管理者的工作必须卓有成效，本书成为高级管理者必读的经典之作。1973年，巨著《管理：使命、责任、实务》出版，这是一本给企业经营者的系统化管理手册，为学习管理学的学生提供的系统化教科书，告诉管理人员付诸实践的是管理学而不是经济学，不是计量方法，不是行为科学，该书被誉为管理学的“圣经”。1985年出版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被誉为《管理的实践》推出后德鲁克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全书强调目前的经济已由“管理的经济”转变为“创新的经济”。

德鲁克的一生著述颇丰，其无比智慧的管理思想传播到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甚至在前苏联、波兰、前南斯拉夫、捷克等国也极为畅销，其中最受推崇的是他的原则概念及发明，包括“将管理学开创成为一门学科，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是管理哲学，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和满足顾客，企业的基本功能是行销与创新，高层管理者在企业策略中的角色，成效比效率更重要，分权化、民营化，知识工作者的兴起，以知识和资讯为基础的社会。”

在德鲁克看来，未来的世界正在由一批完全独立自主的个人创造，明天的社会将要如何发展，取决于今天的决策者，尤其是公司里的职业经理人，取决于他们的知识、洞察力和管理素质，所以德鲁克尤其关注公司里的决策者或者称之为管理精英。长久以来，德鲁克将其微观的管理研究集中到组织、目标管理、领导力、人力资源、创新制度、公司责任，这些研究无不是对公司决策者的根本思考。

德鲁克认为：“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权威就是成就。”在《管理：使命、责任、实务》一书中，德鲁克反复强调，认真负责的员工确实会对经理人提出很高的要求，要求他们真正能胜任工作，要求他们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要求他们对自己的任务和成绩负起责任来。在企业中，管理者必须管理任务，承担责任，勇于实践。



有效的自我管理与企业管理



德鲁克认为在所有的知识组织中，每一位知识工作者其实都是管理者，即使他没有所谓的职权，只要他能为组织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样看来，在知识型组织中工作的人员实际上都是管理者，都在进行着管理自己或管理他人的工作，他的工作成果关键在于对组织贡献的大小。有效的知识工作者如能进行有效的自我管理，同样也能为组织做出极大的贡献，他未必需要去有效地管理他人。管理他人的工作的知识工作者，在实现有效地管理他人之前，有效的自我管理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有效性将有助于他养成高效完成工作的习惯，最终将有效变成自身的工作风格，进而形成有效而强有力的领导力，在管理实践中与他人一起有效地完成任务，并将勇于承担工作责任。



有效的自我管理与有效地完成任务



企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于其能够向社会提供大众所需的产品和服务，这也是它的任务所在。作为企业的管理人员，确保企业各项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是其最基本的目标，管理人员需要组织、领导员工有效地完成工作，但在管理人员做到有效地管理下属之前，他首先必须得是一个有效的自我管理者。

在德鲁克看来，管理者能否管理好别人从来就没有真正地被验证过，但管理者却完全可以管理好自己。他认为，一个不能有效地对自己进行管理的管理者是不可能管好其同事及下属的。而企业的任务是多种多样的，企业面临的环境也是复杂多变的，管理者所需要完成的管理任务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就增加了管理者有效完成任务的难度。能否顺利完成任务，个人能力与任务的匹配就成了关键。要想有效地完成任务，他必须既了解与任务有关的所有条件，也要了解自身的能力是否能确保任务的顺利完成。而一个有能力的管理者，首先必须是一个有效的自我管理者，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获得有效完成任务所需的各种能力，并熟练地运用其自身以及下属的能力来有效地完成任务。富有成效的领导者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考虑组织的使命，并且明白无误地确定和实施组织的使命。领导者必须制定目标，确定需要优先完成的任务，并且规定和遵守行为准则，当然还要进行妥协。有效的管理者必须将组织的目标或任务与个体的自我管理有效结合，做到既有效地自我管理，也有效地完成任务。



有效的自我管理与责任



德鲁克认为，每一家企业都拥有各种分别掌握不同技能和知识的员工，他们从事着各种互不相同的工作。这些不同的工作需要员工相互交流和各自承担责任才能得以完成。在他看来，管理当局并没有权力，而只有责任。它需要而且必须有职权来完成其责任--但除此之外，绝不能再多要一点。而作为一个有效的管理者个人来讲，有效的自我管理会使他培养成这样一种意识，当他在进行管理工作时，他有着进行决策的权力和职能，也必然要为决策结果负责。这种责任感与自我管理的有效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发展，有效的自我管理者必然增强管理者的责任感，而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管理者对于个体的自我管理也必定是有效的。

有效的管理者在做决策时，他需要知道，在下述内容没有确定之前，决策就不算达成：谁对决策的执行负责；最后期限；哪些人会受到决策的影响；这些人必须知道、理解和赞成（至少不会强烈反对）这项决策；必须把决策通报给哪些人，即使决策对他们并无直接影响。他还必须确保自己的行动计划和信息需求能够得到其他人的理解。具体来说，这意味着他们会与同事--包括上级、下级和同级--分享自己的计划，并且征询这些人的意见。同时，他们会让每一个人都知道，为了完成任务，自己需要哪些信息。从下级到上级的信息流通常是最受重视的，但是经理人也必须对同级和上级的信息需求给予同等的重视。总之，管理者在做决策时，需要对决策的所有相关者承担责任，责任感的产生与其人生观、社会意识及社会价值观都有着必然的联系，管理者个体的人生观、社会意识及社会价值观的形成与其自我管理是分不开的。有效的自我管理会促使管理者主动承担责任，无效的自我管理则很有可能使其推卸责任。



有效的自我管理与管理实践



在《管理的实践》一书中，德鲁克提出了三个问题:我们的事业是什么？我们的事业将是什么？我们的事业究竟应该是什么？由这三个问题开始，他就管理者的角色、职务、功能的认知及其未来面临的挑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掀开了管理的奥秘与实务。德鲁克认为，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权威就是成就。在一系列的管理实践中，管理者将对企业的活动以及自己的管理活动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这不仅有助于其发现企业管理活动中出现的众多问题，也将有助于其更清楚地了解自己、上司、同事、下属的能力和缺陷，从而为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及发展做好准备，在未来的管理实践中，一步一步提升自身的能力，确保个体的有效管理与发展。



有效的自我管理是可以学会的



在德鲁克之前，关于管理方面的著作通常都是谈如何管理别人的，实际上管理者能否管理好别人从来就没有被验证过，但管理者却完全可以管理好自己。他认为，管理必须是有效的，这种有效性是可以学会的。

有效性并不是人与生俱来的天赋，人的一生是成长的一生，随着个体的成长，社会环境同时在不断地变化，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实践学习，不管是在学校学习，还是在企业工作，他都会在实践中得到锻炼，不同的人在这样的锻炼中获得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有的个体最后变得有效，更多的表现却依然无效。个体只有在人生的历程中，注重自我管理，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来自我完善和发展，在实践中追求有效性，将有效性训练成个人的一种习惯，对自我进行有效的管理，那么他就学会了有效性。当他成为企业的管理者时，这种自我管理的有效性将使他自然而然地发展自身的管理能力，从而有效地管理下属，管理企业，有效地实现企业的目标。

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书中，德鲁克告诉我们要成为一个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必须在思想上养成以下习惯：①有效地控制和利用时间；②重视将要完成的工作所能给组织带来的贡献；③善于利用他人的长处，包括管理者本人的、同事的、下属的甚至于上司的长处；④专注精力于组织重要的领域，做到要事第一；⑤善于做有效的决策。这5个要素正是德鲁克认为一个管理者必须学会并拥有的成为有效的管理者的基本条件。由这5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我们不难看出，在企业中，要想做到有效地管理他人，其实先决条件就是管理者自身的有效管理。

事实上，管理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要身体力行的，管理者在对上司、同事和下属进行管理时，如果跳出管理者所属的组织作为一个旁观者来看，我们会发现，其实管理者所做的众多工作更多的是需要对自身的有效管理。比方说管理者与同事进行沟通，对下属进行激励，在这个过程中，他必须首先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并在交流中注意交流对象的情绪而后随时改变自身的态度，从而使交流变得更有效，最后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会发现在这个过程中，这项活动是否有效率和效果，很大程度上要看管理者的自我管理是否有效，如果他不能进行有效的自我管理如情绪管理，那么这样的交流沟通必定会失败。

作为管理者怎样才能做好自我管理？怎样养成好的管理习惯呢？通过学习德鲁克的管理思想，我们会发现，要想成为一个有效的自我管理者必须在思想上养成四个习惯。第一，有效的自我管理者必须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时间用在什么地方。他们所能控制的时间非常有限，他们会系统地工作，用最少的时间最有效地完成工作。时间管理非常重要，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因此合理的分配自己的时间是很重要的，在很大程度上，自我时间管理的成效决定了个人的成就大小。第二，有效的自我管理者重视对外界的贡献。他们并非为工作而工作，而是为成果而工作，他们不会一接到工作就一头钻进去，更不会一开头就探究工作的技术和手段。他们会首先自问“别人会期望我做出什么成果？”这一点要求个人把目标放在心里头，大到人生的目标，小到一件事的目标，并做到以始为终，不断地向下一个目标进发。第三，有效的自我管理者善于利用长处，包括自己的长处、上司的长处、同事的长处、下属的长处。还要善于抓住有利形势，做他们想做的事。这就要求个人要知己知彼，正如古人所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充分沟通，了解自己，了解他人，善于利用不同人的优点。第四，有效的自我管理者集中精力于少数重要的领域。在这少数重要的领域中，如果能有优秀的绩效就可以产生卓越的成果。按照工作的轻重缓急设定优先次序，而且坚守优先次序，把握要事第一的原则。重要的事情先做，不重要的事情放一放，否则反倒一事无成。

由此可见，有效的自我管理是可以学会的，这是一个实践的过程，是不断自我训练的过程。作为一个管理者，必须学会有效的自我管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有效的企业管理。



结语



众所周知，企业发展靠领头羊，而企业的管理者往往在某种意义上是企业的精神领袖，其一言一行均影响着企业的发展。企业管理者可以说是企业最大的财富与资源，其行为也是最大的成本。这个成本若想得到最大的产出，管理者有效的自我管理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关键因素。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发现，随着企业的发展，企业的管理者不仅要注重自身的自我管理，对于企业的所有员工来讲，有效的自我管理也都是必需的。企业的所有活动最终都是由人来完成的，管理者的领导作用必不可少，下属的亲力作为对结果更是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管理者在进行管理的时候，如何引导下属进行有效的自我管理，提高下属的工作效率，这对企业的成败也是至关重要的。

作为一个伟大的管理学家，德鲁克虽然已经故去，但他留给后人的众多管理著作及其意义非凡的管理思想值得所有的企业管理者及管理学者进行学习和探讨，尤其对于今天飞速发展中的中国企业的管理者来说，大师的管理思想也是适用的。借鉴大师的思想，我们会发现，很多管理问题将会得到解决。中国的管理者在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中，对中国的管理者而言，有效的自我管理是不可或缺的，而它也将带领中国的企业发展走上更高的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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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作者：郭威，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工商管理学院讲师；包政，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德鲁克作为管理理论的集大成者，更像是一位管理思想大师，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管理理论研究者。德鲁克的管理思想内容庞大，包含了个体、组织与社会多个层面的内容，他深具思辨特点的理论解读帮助人们更为深入地理解管理理论，他对新现象的敏锐性和提炼概念的能力使得其思想始终保持着鲜活状态。德鲁克管理思想的发展深受“人本主义”管理思潮的影响，理解德鲁克与人本主义管理理论的关系，有必要理清人本管理思想的发展脉络。

现代人本管理理论的根基得益于梅奥等人通过霍桑实验建立的人际关系学说。人际关系理论指出，人是有心理需求的“社会人”，而不是从事简单重复作业的工具，也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经济人”。组织中的个人具有心理和社会需求，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利于提高人们的工作士气，而较高的工作士气则是影响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因此领导方式、沟通方式和激励方式等成为重要的管理内容，管理必须以“人”为中心。虽然人际关系理论正如德鲁克所评价的，过于关注于人的因素了，但它毕竟打开了一扇大门，建立了人本管理的基础。

人本管理理论最终得以确立，要归功于两个人的历史贡献：一位是现代组织理论的奠基人切斯特·巴纳德，另一位是人本主义心理学之父亚伯拉罕·马斯洛。德鲁克的人本管理思想深受这两个人的影响。巴纳德建立了现代组织理论，首先将组织视为“人的组织”，将组织定义为人的活动关系系统。马斯洛从人的心理需求出发，提出自我实现的概念，认为要让工作本身满足人们自我实现的需要，进而激发人的创造力。



巴纳德组织理论的人本基础



巴纳德建立的现代组织理论推动了管理研究从古典管理进入现代阶段，关键是他为现代管理思想注入了“人本”的内涵。巴纳德首先提出，现代社会已经是一个“组织”的社会，社会的主要成就依托于组织，人们必须依附于一个组织才能获得发展，但当时有关组织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于是，巴纳德着手建立有关组织的一整套理论。

巴纳德给出了一个组织的本质定义。他认为，企业、政府、政党和大学等我们通常称之为组织的实体，只是现象形态的组织，这类实体是包含了物质、人和社会因素等资源要素的协作体系。而本质意义上的组织是一个有意识地对人的活动或力量进行协调的关系，是有意识地协调两个以上的人的活动或力量的一个系统，这是一种无形的非个人的现象，主要是一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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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纳德的定义超越了以往将组织简单定义为“人的集合体”或者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按照从现象到本质的层层解剖过程--人、人的活动、人的活动关系、人的活动关系组成的系统，组织的本质特征被区分出来。在这种组织观下，人既被视为具有自由意志的、独立的个人，又被看做与组织有联系的、在时空因素影响下的“组织人”。于是组织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清楚了，组织是一种抽象的存在，是一种关系，是独立于个人存在的一个看不见的系统，而人的贡献活动则是组成这一系统的元素。这一概念框架既抓住了组织的本质，又将组织视为一个“人的组织”，而不是充满机器和工具的技术体系。

巴纳德组织理论的人本基础不仅体现在对组织本质特征的描述上，他围绕着人的活动体系的特点，提出组织管理的三要素是共同的目标、贡献的意愿和信息的交流，这也是组织存在的充要条件。他提出的能率理论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效率概念，不是指生产作业的效率，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投入与产出比例的概念，而是强调激发组织成员的贡献意愿，为了激发成员的贡献意愿必须根据需求的不同而提供不同的诱因组合。他还提出了权威接受理论，认为权威能否被接受，不是根据权威发布者的意愿，而是根据权威接受者的能力和意愿。他指出权威是信息交流的一种性质，权威发挥作用的过程，本质上是沟通的过程，信息交流归根结底占据着组织理论的中心。他还极具洞察力地指出了组织与人的均衡问题，突出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并使之与组织的整体要求相互协调。巴纳德的理论体系完全突破了亚当·斯密等经济学家和早期科学管理研究者泰勒等人建立的“经济人”概念，并矫正了梅奥等学者过于重视人际关系的“社会人”概念，建立了基于社会系统视角的“组织人”概念，使得人本主义内涵落到了组织的载体之上。

巴纳德的组织理论开辟了管理研究的新时代，使人们认识到管理的对象是组织，组织是“人的组织”，不认识组织则无法进行管理，巴纳德的理论可以称为“组织层面的人本管理”。



马斯洛人本主义管理的心理学基础



马斯洛被誉为人本主义心理学之父，他与巴纳德的研究视角大不相同，不是从社会、组织、系统的角度来看待管理，而是从人出发，研究人的心理，从心理学的角度建立人本管理思想，马斯洛的研究与早期工业心理学、行为学派的视角类似。

马斯洛很早就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心理治疗适众群体太少，而且能起的作用值得怀疑，于是转向了教育领域，提出“优心”的概念，后来又受到德鲁克等人的启发，转向了工作者群体。他发现几乎所有人都需要工作，如果能够针对工作群体应用其心理学研究的成果，则是造福人类的伟大事业。但马斯洛清楚地表达了管理研究者对心理学的忽视，德鲁克等人的研究只是基于对实践的考察和总结，其自我控制、自我管理等概念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马斯洛希望利用其心理学研究成果提供这一基础。马斯洛从研究人的需求出发，提出了著名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分为生理的、安全的、社交的、尊重的和自我实现五种，而“自我实现”是其关注的重点。自我实现与工作相互联系，人们的成就感主要来源于能够承担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人们从事这样的工作会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价值，真正体验到自我实现的快乐。马斯洛在后来的研究中进一步将自我实现人分为了两种，一种是健康型（非超越者），另一种是超越型。这两种人都具有自我实现人的全部特点，但超越者相对于非超越者而言，对生活和工作抱有更积极的态度，身上包含着较多的“高峰”体验和存在性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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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超越者这类高层次的自我实现人特点，马斯洛提出了Z理论的概念，这弥补或者推进了麦格雷戈的Y理论，Y理论与马斯洛的健康型自我实现人（非超越者）类似，因此，德鲁克认为并非威廉·大内最早提出Z理论。

以人本心理学作为基础，马斯洛确立了人本管理思想的核心，管理的主体是人，管理的目标是激发人们的心灵、需要、想象力和创造力，管理的方法应该采取人本模式，而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事务。组织的工作安排要顺应人性，如果工作本身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能够帮助人们确立存在价值，实现自我超越，那么人们的创造性就会被激发出来，甚至发挥出超创能力，人人可以成为工作狂，这对人性的发展和组织目标的实现都有益处。人本主义管理技巧首先要根据人们不同的需要，根据人的差异性，采取因人而异的管理模式；还要注重沟通，注重倾听，不要随便使用权威和指令；要激发人们潜在的创造力，善于发现员工的长处，并让他们多做擅长的事情。发挥人们的创造性需要三种举措：①管理者需要了解每个员工的特殊才能；②管理者要在工作岗位安排上有利于发挥员工的创造性，打破不利生产的条条框框、官僚主义，给予员工灵活空间；③管理者需要创造适宜的工作环境，支持员工实践和冒险

[3]


 。

马斯洛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管理理论，突出重视人性、人的需求、人的存在价值和自我实现，可以称为“心理层面的人本管理”。



德鲁克人本管理思想的发展与历史贡献



德鲁克的人本管理思想深受巴纳德和马斯洛的影响，单纯从思想创造的角度讲，虽然德鲁克似乎没有独立可靠的创造，但按照历史的发展回顾德鲁克的思想历程，他无疑是一个充满创造性的解释者，他为这些思想和理论提供了更多的现实内容。而且更为关键的是，他调和了巴纳德与马斯洛巨大的视角差异，德鲁克融合社会、组织与人的巧妙构思使其不愧为人本管理思想的“集大成者”。

早期德鲁克的关注点并没有直接聚焦于管理问题，而是思考整个工业社会的宏大问题，揭示其内在矛盾并寻求解决办法，组织与管理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1939年出版的《经济人的终结》，1942年出版的《工业人的未来》，1946年出版的《公司的概念》，1950年出版的《新社会》，这四部力作体现了德鲁克早期的人本管理思想。之后德鲁克开始逐步聚焦于组织与管理研究，其人本主义的思想基础也就更加清晰，1954年出版的《管理的实践》，1957年出版的《明日的里程碑》，1966年出版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1973年出版的《管理：使命、责任、实务》以及1999年出版的《21世纪的管理挑战》，这几部著作系统地表达了其人本管理的理论体系。下面主要介绍德鲁克人本管理思想的发展历程及其历史贡献。



德鲁克早期的人本管理思想



德鲁克不满于当时按照纯粹经济学的框架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认为经济自由并没有带来社会公平，借助涂尔干的“异化”和“放逐”概念，德鲁克描述了广大劳工背井离乡带着美好的憧憬进入大工业企业，得到的却是被视为机器设备的延伸和为了经济利益贡献劳动的人手，劳工被流水线简单枯燥、重复作业的工作“异化”了，同时在企业组织中找不到自己的尊严和地位，成为被“放逐”的边缘人。德鲁克认为这种社会需要改变，“经济人”的时代必须终结

[4]


 。带着对劳工群体的“人本”关怀，德鲁克继续构筑未来工业社会的可能秩序，他认为建立一个能够正常运行的工业人社会，必须首先把人放在第一位，必须建立在人的基本诉求基础之上，这是建立一个新社会必须确立的核心观念和基本原则。因此，必须赋予工作者以社会地位、社会权力和社会功能

[5]


 。企业必须成为一个社会组织，企业是一个社区，要承担起满足社会成员基本需求的责任。借助对通用汽车进行考察的机会，德鲁克终于可以将其思想落实到一个具体的组织，并明确提出社会性组织的概念，即公司不仅是一个创造社会财富的经济功能组织，还是一个社会性组织，承载起美国社会的信仰，并给予中产阶级和工人以社会地位

[6]


 ，这些都是企业组织层面的人本管理问题。



德鲁克对知识劳动者的关注



德鲁克早期对知识工作者的关注与人本主义管理同样密不可分。按照人本管理思想，使工作本身作为激励因素，引发人们工作兴趣，从而主动创造、实现自我，这尤其适用于知识劳动。知识工作者阶层的崛起，从客观上改变了组织中的人员结构和力量对比，在此基础上，人本管理的重要性突出出来，换句话说，按照管理工人的一套方法进行管理已经力不从心。

德鲁克在早期的四部著作中并没有提及“知识劳动者”的概念，但他提到了企业组织中的一个中间阶层的诞生和壮大，也就是职业经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崛起，这其实构成了知识阶层的中坚力量。作为最早提出知识管理重要性的先驱之一，德鲁克于1957年在《明日的里程碑》中明确提及此问题，并在后来写到“让知识工作具有生产力，会是本世纪重大的管理课题，正如同让体力劳动者富有生产力一样，是上个世纪重大的管理课题。”

[7]


 之后，德鲁克从知识管理者的角度专门研究了如何使工作卓有成效的问题，从时间管理、贡献和决策等几个方面提出了实践策略

[8]


 。



德鲁克结合人与组织的人本管理思想



德鲁克人本管理思想的系统化和完善化主要体现在其1973年的集大成之著《管理：使命、责任、实务》一书中，这时其人本管理思想已经不再是一系列单独的概念，而是融入到了对组织与管理的整体理解之中。

德鲁克提出的管理的三项任务正是一种综合体现，他认为管理的三项任务是：企业的目的和使命；生产效率和员工成就；企业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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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鲁克认为管理的首要任务是管理一个企业，也就是管理一个组织，而一个组织最重要的是确立其存在的目的和使命，确立其存在价值，确立其存在于社会的贡献价值。企业必须具有存在价值，能够对社会做出贡献，才能够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理由，因此，企业的目的不是利润最大化或者股东权益最大化，利润只是承担使命的结果。而且企业目标的确立不是企业单方面的主观意愿，而是要受到环境的客观约束，企业的目标是客观的，尽管企业可以做出自己的主观解释。绩效目标的实现针对的是企业的目的和使命，企业要在市场营销、创新、人力资源、资本资源、物质资源、生产率、社会责任和利润要求这八个领域确立目标。企业在确立了目标体系之后，还必须注重生产过程的效率，这涉及对生产过程的管理，对工作任务的设计。通过对工作和工作者概念的区分，德鲁克把问题引导到人的问题上来，他认为不能单纯关注组织目标的实现和过程的高效率，还必须关注人员，关注人员的需求，使员工获得满足，获得成就感。之后，德鲁克继续扩展其企业是一个社区的概念，他认为，企业存在于社会之中，必然会对社会造成各种影响，要对企业对社会带来的各种影响进行管理，承担社会责任。从管理的三项任务可以清晰地看出，德鲁克继承了巴纳德和马斯洛的开创性思想，并使得二者调和起来，他既关注组织作为整体的重要性，同时又不把人视为抽象的要素，他关注活生生的人，关注人的多样化需求，希望使工作的客观要求与人的需求结合起来。德鲁克的深刻见解使得人本管理的概念获得了应有的均衡。另外一个集中体现德鲁克人本管理思想的概念是“自我管理”，他认为这是一种新的管理哲学，尤其是知识工作者本质上是自我管理。自我管理通过目标体系设定、工作设计和信息反馈系统的建立来实现，获得充分授权和创造空间的员工，可以根据反馈进行自我调整、自我改进以及自我激励

[10]


 。

从德鲁克的思想发展脉络来看，他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者“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学究式研究者。从早期关注工人阶层的实际问题，希望组织不要把工人视为机器的延伸，并赋予其身份和地位，这一时期德鲁克对经济学的猛烈抨击正是其人本管理思想的基础。后来关注企业中的知识劳动价值和知识劳动者的特性，并最终发展了巴纳德和马斯洛的人本思想，将人本管理思想渗透到组织的方方面面，提出管理的三项任务、自我管理等理论，从组织与人的均衡视角建立了完整的现代人本管理理论体系。德鲁克克服了狭隘的视野，而且持续努力将思想、理论变得可以进行实践。



德鲁克人本管理思想对我国人本管理研究的启示



2005年11月11日，集大成者德鲁克离开了我们，他毕生追求的事业似乎还没有完成，但他的人本管理思想已经并持续散发着影响力。作为连接现代管理与后现代管理的使命承载者，他在生前已经看到了涌现的希望。哈默的流程再造思想带来了工作方式的革命

[11]


 ，并引发了组织变革；卡普兰提出了平衡计分卡管理方法，成为战略落地和绩效管理的有力工具

[12]


 ；达文波特强调留住IT技术的人文精神，并将知识工作者研究推向深入。德鲁克对这些成就给予了认真的关注，他认为这些都是人本管理、知识经济时代的有效管理理论。

发生在西方世界的管理创新对中国同样产生了影响，德鲁克的著作在中国越来越深入人心，人本管理实践已经在很多中国企业落地生根，但不可忽视的现实是，我们的差距依然明显。从企业实践来看，或许我们很多地方刚刚摆脱血汗工厂的阶段，把人视为经济人的做法还普遍存在，工厂里的工人几乎等同于流水线的零部件，甚至在知识劳动者聚集的大学、科研机构，控制、约束、物质激励等“胡萝卜加大棒”的粗暴管理并不鲜见。从管理研究的现状来看，有关巴纳德、马斯洛和德鲁克等人经典论著的研习和讨论仍然是异常稀少，对人本管理的理解几乎停留在“以人为中心”的表层理解，方法和工具泛滥，缺少思想、核心概念、基础理论系统，同样缺少团队研究、扎根实践的深入研究。从实践和理论两个角度来看，我们未来的路还很长。

在德鲁克诞辰100周年之际，重新回顾德鲁克的人本管理思想将会带给我们很多启示，我们有必要重温经典理论，仔细回顾咀嚼这些深邃思想产生的原因和渐进过程，逻辑地再现历史；同时我们更有必要扎根中国企业的实践，结合中国社会的文化特征，去思考、应用和鉴别这些人本管理思想。或许，通过一个漫长反复的过程，我国的人本管理研究将能逐渐形成基本思想和关键概念，并最终形成贡献于世界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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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作者：裴宇晶，南京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

在博大精深的德鲁克管理思想体系中，有一条主线鲜明地贯穿始终，那就是对人的关注。德鲁克曾多次旗帜鲜明地指出他对人本身的关怀，在德鲁克看来，只有人才是管理学的主题和全部内容。德鲁克强调，“管理也是人”

[1]


 、“这是一项以人为主轴的事业”、“我更关心人的行为。”

[2]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德鲁克把对管理的研究视角的重心从物转移到了人上。然而，德鲁克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并非是很多人所理解的“以人为本”，而是有其深刻而独到的见解的。理解德鲁克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对于探求管理学视角下的人性，对于正确地贯彻以人为本，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纵观整个管理学的发展历史，无外乎两条路线，一条是关乎效率的，另一条是关乎人性的。以泰勒为代表的西方古典管理学派，通过科学管理方式开启了管理研究的效率路线，而后以梅奥为主要代表的人际关系学家通过霍桑实验论述了人际关系理论，从而开启了管理研究的人性路线，从此，管理学发展的车轮就在代表效率路线的科学主义和代表人性路线的人本主义这两条轴线上发展。然而，现代管理学主流学派将科学主义范式与人本主义范式视为完全对立的东西，而现代管理学奠基人德鲁克却证明两者是相通的，或者说是对立统一的：科学主义内在地包含人本主义，人本主义也体现了科学精神。德鲁克的研究揭示了组织及其管理系统除了广泛存在的科学主义精神之外，就连科学主义范式本身也普遍具有内在的人本主义精神。

[3]




可见，德鲁克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突破了主流学派的束缚，主张效率与人性不仅不应当对立，更应当统一起来，甚至本来就是互寓的。我认为，这是德鲁克人本主义管理思想的精髓，给人以震撼式的启发。真正科学的人本主义管理应当是这样的：组织所追求的人性应当是寓于效率的人性，组织所追求的效率则是寓于人性的效率。真正的以人为本应当是出现在人性与其表面的对立面--效率的融合中。本章从寓于人性的效率维度与寓于效率的人性维度这两个方面来讨论德鲁克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对当今管理实践的以人为本的启示。



寓于人性的效率维度



德鲁克认为，效率的追求是与人性的追求紧密结合起来的。德鲁克强调，管理是与人有关的活动。管理的任务是让人可以共同合作，要善尽人的长处，而且应该让人的短处不碍大局。这就是组织的目的，也是管理是关键、是决定性因素的原因。我们现在几乎都受雇于注重管理的组织--不管这些组织是大是小，是企业还是非企业。我们现在要靠管理来维持生计，而且我们对社会的贡献能力，除了取决于我们自己的能力、奉献和努力以外，也要依靠我们所服务的组织的管理。

[4]




从中不难发现，德鲁克认为组织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效率，还是为了人，个体在自己擅长的方面、自己认同的价值观、自己喜欢的工作方式的发光发热的程度依赖于组织管理的水平。组织像个拼图，将各个小块的凹凸不平的缺陷相互抵消、中和；组织又就像个透镜，把每个人的光芒汇聚成整体大于部分的巨大的光圈，最终造就效率的提高。效率提高的过程本身就是对个体自我实现的回报，而效率提高的结果又能够惠及每个个体员工，这些物质的和精神的回报在组织目标实现的同时又实现了个人的目标，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良性的模式：组织中的人们似乎是在为自己工作，自己管理自己，但同时客观上又是大家都在为组织工作，组织就成了一个自组织的系统，甚至可能达到无为而治，而这种状态正是经由效率与人性结合的结果，恰是管理的最高境界。

德鲁克指出，所谓的“全人”、“成熟的个性”都是不存在的，都忽视了人最特殊的天赋，即竭尽所能于一种活动、于一个专门领域、于一项成就的能力，忽略了人的卓越性。德鲁克把人作为有某种生理特性、能力和局限的资源来考虑，认识到人与其他资源的不同。德鲁克在职位设计上主张以任务为起点，同时应该适合于不同习性、不同习惯和不同行为方式的人，充分考虑到人性的特点，

[5]


 使职位设计适应更多人的要求，而不是制造“寡妇职位”。

当我们漠视人的情感、人的需要、人的价值观而去追求效率的时候，人们是不会发挥全部的激情的，也就是说，此时你雇佣的其实不是一个整人，而是这个人不得已而敷衍地应付工作的一部分人，当然，你可以挥起大棒，编奖惩制度之巨网，然“竹密岂防流水过，山高哪碍野云飞”？随着知识型员工逐渐取代了体力劳动者，使工作过程更为隐秘，无法过程监控，即使在每个员工身上装个摄像头也无济于事。于是，聪明的管理者发现，走另一条路会比较好，那就是文化。文化可以解决制度无法触及的层面，能够触及人性的层面。文化首先要解决价值观，这是人性最核心、最有深度的部分，通过文化的熏陶和引领，使员工变被动为主动，有了自我目标和自我管理的内驱力，从不得已而为之的敷衍到发自肺腑的期待，调动全身心的力量去发挥自己的才能，然后推动效率的提高。

德鲁克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与其他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类似，都强调了人性必须寓于效率，包含在效率之内，组织在追逐效率的同时不可忽视人性的一面，效率必须与人性结合，才可能实现更高的效率，两者其实是对立统一的。



寓于效率的人性维度



德鲁克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又与许多其他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不同，这种不同还在于其所阐述的人性是管理学层面的人性，是不能脱离效率视野的。德鲁克所关注的人性并不是要一个随心所欲、随性抒发的乡村俱乐部式的安逸闲散的庸俗人性，也不是试图从哲学层面精神关怀，追求终极自由的莫衷一是的抽象人性，而是在追求效率的框架下的人性。人性一旦脱离了效率轨道，组织就会倾向于一个游乐场、俱乐部、修道院或文学社式的非经济目标的组织，而忘记了自己的使命是追求效率从而为社会做出贡献，实现自身价值，从而走向整体堕落轨道，这恰是对人性的背叛。

德鲁克认为，个人价值是否实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他的有效性发挥与否。“人本管理”的核心就是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德鲁克认为，人本主义的本质，就是把组织及其管理的演进理解为不断的自我理解和自我实现的过程。不过，德鲁克真正关心的是人本主义的实践，更强调把人本主义维度与效率维度紧密结合在一起。按照德鲁克的观点，人不仅可能喜欢工作，甚至需要工作，正如法国大哲学家伏尔泰所言，“工作撵跑三个魔鬼：无聊、堕落和贫穷”。德鲁克也认为，“大多数人如果不工作就会在精神上和生理上崩溃”，他甚至认为人们在退休后为了避免陷入精神危机，应当培养新的兴趣，发展第二职业。赫茨伯格在双因素理论中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工作本身就是激励。”因此，工作不仅与人性不对立，甚至是符合人性，寓于人性之中的。

如果管理者假设员工是懒惰的、消极被动的、不愿意工作的，认为追求安逸懒散才是人性的话，人性与效率的对立则是必然的。管理者应当明白，人们是需要工作的，人们需要工作去实现自我价值，去满足各种各样的精神追求，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如何让员工去勤奋工作，而在于如何做到组织的工作与人的需要的契合，应当关注的是如何把人性的需要与组织的目标结合起来，通过科学的方法将合适的人匹配到合适的岗位中去，将不同个性的平凡人组成一个不平凡的团体，实现整体大于部分的效果，通过恰当的有针对性的培训丰富和发展员工的素质和才能……总之，是通过组织这个特别的器官把每个人的不同资本，包括知识、技能等人力资本，人脉、圈子等社会资本，个性、兴趣、动机、价值观等心理资本都能够淋漓尽致地转化为组织的成果，使人们在各尽所能、尽洒才情中推动组织的前进，让人们在各得其所、自我实现的同时自然地实现组织的发展。在这样的组织中的员工就能够充分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和存在意义，能够在组织发展的同时丰富和完善自己，在积极向上的奋斗中充满激荡身心的感觉……这些才是真正体现了管理学意义上的人性。

总之，管理学意义上的人性必然寓于效率之中，无法也不应当脱离效率这个轨道，企业管理者应当将人本维度与效率维度有效结合，让每个人在发挥自身的有效性的同时对组织做出贡献，这就是与效率相结合的以人为本。德鲁克所倡导的管理学意义上的人性，不仅是对人性的满足，也是对效率的满足。德鲁克思想中的人本主义管理模式本身就可以推动生产力，从某种意义上讲，效率就是人性，人性就是效率。



结语



德鲁克对于当下依然存在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思潮之间的对立态势，对于如何解决效率与人性意识层面的表面严重的分歧问题，提供了一种富有启示录般效果的观察立场与思考角度。可以这样说，德鲁克的人本主义范式是一种后现代范式。

[6]


 德鲁克的人本管理思想超越了效率和人性这一对管理学的根本矛盾，以其独到而深刻的思维，高屋建瓴地诠释了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之争，强调效率与人性并不是矛盾的，而是互寓的，可以而且应当结合，在效率与人性的平衡与融合中实现组织和组织中的人的共同发展，并由此推动社会的发展，这才是管理的最高价值和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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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企业经营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知识经济为主体的新经济特征逐步形成。知识经济作为一种新的增长方式和经济形态，强调了经济的增长已经越来越依赖于知识这种最重要的资源。正如彼得·德鲁克所言，“知识正代替昔日的土地等自然资源，知识成为最重要的资源”。

[1]


 而知识工作者作为拥有知识的人，日益受到企业的重视。德鲁克自20世纪50年代末期首次提出“知识工作者”的概念以来，一直关注知识工作者，并对如何提高知识工作者生产率和知识工作者的自我管理有着深刻的见解。本文就对德鲁克有关知识工作者的思想做一简单的评述。



知识工作者概念的提出



“知识工作者”一词最早是由彼得·德鲁克于1959年在《明日的里程碑》中明确提出的，他预言知识工作者将成为社会劳动力的主体，这一新兴的群体也日益得到学者和企业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德鲁克认为在知识经济环境下，知识工作者作为企业的资产，是企业获得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最初德鲁克将知识工作者定义为：“那些掌握并运用符号和概念，利用知识或信息工作的人。”

[2]


 需要指出的是，当德鲁克第一次使用这个术语时，他所指的知识工作者实际上是经理或者执行经理，今天这个术语已经被扩展到大多数白领或者职业工作者。

[3]


 德鲁克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从“知识工作者”所从事的工作内容的角度界定知识工作者，虽然从一定程度上能抓住知识工作者的本质，为人们认识这个群体提供了可行的方法，但是这个概念仍然比较宽泛。仅仅处理“符号”或简单“信息”的人无法被称为知识工作者，“符号”、“信息”等概念不能与知识等同，对信息的处理才能转化为知识。德鲁克（1999）认为知识工作者是有能力对信息进行界定、开发和传播的员工，这样的员工能够对他的专业领域内的工作进行有效的自我管理

[4]


 ，他认识到知识工作者具有自我管理的能力。由此可见，德鲁克对知识工作者内涵的界定也是不断深化的。



与体力劳动者相区别的知识工作者



虽然知识工作者的概念很早就被提出，但是真正对知识工作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知识经济浪潮和知识管理革命兴起之后。知识工作者所从事的知识工作改写了传统工作的许多假设和管理实践。德鲁克提出知识工作者的概念，也暗示着一个假设，即知识工作者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与传统的体力劳动者不一样的工作群体，具有不同的需要、价值观和激励因素。德鲁克认为知识工作者是区别于体力劳动者的特定群体，本文对德鲁克有关知识工作者的个人特征、工作特征及与组织的关系三个方面做一个简单的评述。



知识工作者的个人特征





知识工作者通过正规的教育来获得工作、职业和社会地位



知识是知识工作者在组织中发挥作用的基础，德鲁克认为知识工作者所需具备的专业知识是通过学校的正规教育获得的，虽然知识工作因职业的不同而有极大的差别，有的工作对知识的要求相当低，有些则需要具备非常专业的知识，但即使该知识本身是非常粗浅的、基本的，也只有正规的教育才能提供。

[4]


 对知识的重视使得各个国家将教育提升到重要的战略位置，德鲁克虽然强调教育对知识经济下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作用，但是他认为对教育的过度重视很容易产生“重文凭，轻能力”的现象。因此，他对“受过教育的人”进行了重新定义。他认为“受过教育的人”将越来越是已经学会如何学习的人，并终其一生不断学习。因此，教育并不仅仅增加他们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知识的能力。学校的正规教育使知识工作者获得进入某一专业领域的基础知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学校的教育比就业场所提供的在职培训更重要。实际上越来越多的知识，特别是更高层次的知识，是在正规学校教育以后的时期中获得的。

[4]


 随着信息网络的发展，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和使用，使得知识工作者必须不断地更新知识，培养终身学习的习惯，从而不断更新自身的知识结构和能力水平。但如果以是否受教育来定义知识工作者容易陷入文凭至上的误区，而使组织强调个人所取得的资格（如教育、经验、职业资格）而不是他们正在做的贡献。



知识工作者具有突出的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是企业获取竞争力的核心能力，也是知识工作者为组织创造价值的源泉。知识工作者从事的不是重复性的工作，而是需要在动态的、革新的环境中充分发挥自己的灵感和创造性，以使得组织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把握机遇，获得竞争优势。无论是从事何种职业的知识工作者，他们都必须不断利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创造出新的技术、制度或管理方式。德鲁克认为持续的创造不得不成为知识工作者的工作、任务和责任的一部分。

[5]


 这个观点突破了他之前从受教育程度对知识工作者的界定，更加强调知识工作者对组织的贡献。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知识工作者所从事的工作往往比体力劳动者更有机会发挥创新的能力。将创新性作为知识工作者的特征，可能造成组织将企业的员工分为具有创新能力的和没有创新能力的两类员工。重要的是，这种分类忽视了能力和机会的作用（Parker and Wall，1998）。

[6]


 知识工作者具有更强的创新能力可能是由于组织给予他们更多的机会。因此，员工对组织所做出的贡献的程度可能是个人的创造能力和组织给予的机会的共同结果。



知识工作者的工作特征





知识工作者的工作性质以脑力劳动为主



德鲁克认为知识工作者工作主要依赖于他们的脑力而不是体能。这虽然使我们认识到知识工作者的工作性质与传统的体力劳动者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但是我们并不能以此很好地区分知识工作者与体力工作者。因为大量的知识工作者不仅在做知识工作，而且也在做体力工作。德鲁克称之为“技术人员”，这群人是应用最高深知识的一群人，也可能是知识工作者中最大的群体，如神经外科医生进行一次脑瘤手术之前的诊断和手术过程中的分析都需要花费大量的脑力劳动，但同时手术本身是一种体力工作--强调速度、准确、一致的重复动作。

[7]


 德鲁克从这个角度来区分知识工作者和体力劳动者是植根于泰勒主义的将“想”与“做”分离的假设

[8]


 。“想”和“做”的分离不仅忽略了知识工作者，如技术人员需要大量的体力劳动，也忽略了体力劳动者所处的组织的变化，比如，组织越来越多地采取参与式管理战略，体力劳动者经常接受生产过程及质量控制相关的培训，参与创新的决策制定已成为他们工作的一部分。组织中的流程再造团队、质量控制团队、参与式制定决策及一些自治或半自治的工作团队，鼓励全员积极参与产品制造的全过程并解决组织中存在的具体问题等都是对知识工作者“想”与体力劳动者“做”分离假设的否定。



知识工作者工作时间要求较高



知识工作者工作时间一般不限于明文规定的工作时间，并较少地受到空间的限制。由于知识工作者以脑力劳动为主，而且网络技术、信息技术的运用使他们的工作往往并不限于一定的空间。德鲁克指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不管在知识工作者中有没有层级与权力隔阂，不管他们是不是把自己看得过分重要，知识工作者对其上司及同事所要求的时间，往往比体力劳动者多得多。因为知识工作者只能自己制定工作方向，所以他必须了解别人期望他做出的贡献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对必须使用其知识成果的人的工作情况，他也要有足够的了解。因此，知识工作者需要大量的信息资料、讨论以及他人的指导，这是极为浪费时间的。

[9]


 由于知识工作者对自己的工作任务有着一定的自主权，在任务的时间安排上不受管理者的严格控制，因此，知识工作者必须自己学会有效地管理时间，这也是德鲁克在时间管理的阐述中强调的问题。



知识工作者与组织的关系



知识工作者和组织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全新的现象，它们是互相依赖的，由于现代组织是由知识型专业人员所组成的，因此组织必须是一个由平等者、同事和合作伙伴构成的组织。德鲁克也认识到“知识世界开始扭转组织和个人之间的权力平衡。”

[10]


 现代组织不能是老板和下属的组织，而必须组织成一个团队。一方面，知识工作者依赖组织，由于知识工作者需要生产工具才能使知识发挥作用，大部分人仍然需要组织--不仅仅为了薪水，也是为了自己的专长于其他员工在技能、洞察力和关系网络上能够取长补短。他们需要努力完成影响客户乃至世界的使命，他们需要同事，他们也需要其工作效果能够得到公正的测评，这就是组织需要提供给知识员工的东西。

[4]


 如一位外科医生如果没有医疗器械将无法运用他的知识。另一方面，现代的组织越来越依赖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组织需要将他们个人的知识转化为组织的智力资本，从而提高组织的竞争力。然而，个人和组织之间的关系比以往具有更高的动态性，因为知识工作者拥有“生产资料”--知识，他们的流动性非常高，因此传统意义上的个人对组织的过度依赖已经转化为个人与组织之间的权力平衡。企业必须通过各种有利于知识工作者个人发展的管理政策和支持性的环境保留核心的知识工作者。



知识工作者作为“资产”而非“成本”



1994年，彼得·德鲁克凭借其对管理实践的深刻理解，指出“管理的本质不是技术和程序，管理的本质是使知识富有成效”。

[11]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核心能力在于对知识工作者进行有效的管理，在于学习和获取企业持续发展所需的知识。与过去不同的是，知识经济时代最具有战略性的资源--知识，是依附于人而存在的。

[12]




德鲁克认为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是21世纪管理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如前所述，知识工作者与传统的体力劳动者从个人特征、工作特征、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上都存在着重要的区别，尽管认识到这一点，关于如何最好地管理知识工作者的建议通常是建立信任和增加员工的自主性，这和激励传统的体力劳动者方式一样。因此，对知识工作者的管理需要采取新的方式，首先就需要管理者对待知识工作者的态度从根本上发生改变。德鲁克把知识工作者视为“资产”而非“成本”

[7]


 ，他虽然强调了“人”在组织中的重要性，但本文认为知识工作者的知识并不会自动转化为组织的智力资本。Ulrich（1998）

[13]


 认为一个组织的智力资本是能力与组织承诺乘积的函数，Barling et al.（1996）

[14]


 也认为企业的绩效取决于能力与动机。这就隐含着这样一个假设：知识是员工个人所拥有的资产，员工知识不会自动转化为组织的知识，这需要员工有动机为组织做出贡献。德鲁克（1999）认为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需要知识工作者想要为组织工作而优于其他机会”，这里“想要为组织工作”就是员工具有情感承诺（Meyer and Allen，1997）

[15]


 ，所以我们明确反对直接将员工的知识和组织智力资本连接起来。简单地说，一个组织没有也不能“拥有”员工的知识。本文赞同Kelloway等（2000）的观点，将知识工作者看做组织的投资者时，对组织有效管理知识工作者则更有指导意义。作为投资者，员工可以选择是否投资他们的技术，具体而言，作为投资者，知识工作者可以选择“何时”投资“多少”知识，更有甚者，当他们预期的收益低于他们可接受的水平时，就会以辞职的方式撤回投资。

[16]


 德鲁克对如何管理知识工作者虽然没有提出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但是他在论述知识工作者的特征和如何提高知识工作者生产率时已经涉及了很多方面，包括从团队的工作设计、提供培训学习的机会、给予自主权、指导与监督及工作和家庭的平衡等方面。



团队的工作设计



德鲁克认为知识工作者需要以团队的形式工作，由于知识工作者是越专业化越有效，所以团队成为真正的工作单位，而不是个人。

[4]


 德鲁克认为我们必须学会理解团队，理解不同类型的团队的运作能力，它们的长处，它们的局限性，以及不同类型团队的权衡得失。这正是目前人们很少关心，而管理层今后越来越需要考虑的主要事情。目前，各种各样的团队、跨部门的小组、项目小组已日益普遍，研究开发团队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施展个体才智，并使组织能够以有效的方式利用个体各种专业知识和经验。



提供培训学习的机会



知识工作者作为企业的资产，与传统意义上的资金及物质资本一样，要使其增值必须对其进行投入。知识工作者所拥有的知识和技能需要后天的教育、培训等方面不断地进行投资。知识工作者对知识增长和知识实现有强烈的需求，对专业领域的知识更替非常敏感。企业的培训不仅可以更新知识工作者的知识结构、培养团队合作精神，而且还激发了知识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但是企业对知识工作者的培训也具有一定的风险，这主要是因为，对知识工作者的投资很难保证获得预期的效果，知识工作者的劳动更加不易被观测，具有一定的私人信息。同时，因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败德行为的损失更大，再加上知识工作者的流动性比较高，他们的离开可能带来的是企业的商业机密和技术诀窍的泄露。因此，企业的领导者在对知识工作者进行培训时难免具有短期倾向，更多的培训是可以立刻应用到工作中的知识和能力，而对有利于组织和个人未来发展的能力培训的相对较少。



给予自主权



尤其对知识型员工来说，德鲁克强烈注重给予自主权而非加以严格的控制。解放知识型员工需要给予指导、绩效评估的标准、努力工作的方向以及要他们对结果承担起责任。能为组织带来巨大智力资本的员工需要相当程度的自主权，真正自由地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追求他们的使命。授予自主权，往往是需要授予决策权以及在确定任务时明确目标方向。



指导与监督



德鲁克进一步阐明对知识工作者的管理不能仅赋予自主权，管理层还必须确保知识型员工承担起工作责任，然后再进行指导和监督，这种督导是恰当必要的，并不是什么干涉行为。然而，德鲁克也认识到，知识工作者并不生产有形的产品，因此，对知识工作者绩效的衡量是非常有难度的。管理者只能期待知识工作者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控制。



工作家庭的平衡



知识工作者的工作和家庭的平衡已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注，德鲁克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组织需要采取何种家庭友好政策以利于知识工作者的工作－家庭平衡问题，但是在讨论个人与组织权力倾斜时描述到：“1993年在读了《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之后，惠普公司率先推出了工作分享计划。许多公司纷纷效仿，给需要带小孩的父母、退休人员和需要照顾年迈双亲的人员以及远程工作者和需要弹性工作时间的员工进行了特别的工作安排。”

[10]


 知识工作者由于其工作特征上对工作时间要求比较高，工作的压力比较大，因此可能面临着比较高的工作－家庭冲突问题。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认识到，由于知识工作者也会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更高的薪酬、更多的学习机会，因此，知识工作者也更容易实现工作对家庭的促进，即工作中获得的资源、收入、积极的情感有利于家庭生活质量的提高。虽然德鲁克没有深入探讨知识工作者的工作－家庭平衡的问题，但是他已经认识到知识工作者所肩负的多种角色所带来的压力。



由“管好别人”到“管好自己”



德鲁克在1999年定义知识工作者时已经表明了知识工作者的自我管理的思想。21世纪将由“管理别人”转向“管好自己”。“管好自己”不只是指领导者，也包括所有员工。德鲁克认为知识工作者的自我管理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充分了解自己



德鲁克认为知识工作者首先必须充分了解自己。首先，知识工作者需要清楚自己的长处。大多数人都以为清楚自己的长处何在，其实不然。一个人只能从自己的长处，而不能从自己的缺点去发挥。德鲁克以自身的丰富经验向我们提供了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回馈分析法，即每当做出重大决策或采取重要行动时，实现写下你所预期的结果。9～12个月后，再以实际成果与当初的预期相互比较。在认识到自身的长处之后，知识工作者需要专注于自身的长处，并增强能够展现这一长处所需的知识和技能[10]。其次，知识工作者需要充分了解自己做事的方式。事实上，这个问题也许更为重要。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做事方式，并有不同的绩效。这种方法也许并不是最正确的，但却是最适合自己的。一些人由于不了解自己的个性特质是属于“阅读者”还是“倾听者”而表现不佳；一些人由于不知道自己适合“团队学习”还是“单打独斗”而效率低下；也有一些人由于个人价值观与组织价值观的冲突而内心矛盾，这些都是由于不了解自己的做事方式而产生的结果。再次，知识工作者需要知道自身所做的贡献。德鲁克让知识工作者问自己“我的贡献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真谛不是“组织要我贡献什么”而是“我想贡献什么”以及“我应该贡献什么”。对这个问题的解答需要考虑工作情况、个人情况和具体实施之间如何取得平衡。在确定我所想做出的贡献之前需要对目前情况的要求有所了解，然后就是根据个人的长处、工作方式、价值观来完成这些必须完成的工作，最后就是对完成这项工作制定具体的实施计划。知识工作者只有对自己想做的贡献进行深入的思考，才能充分发挥出知识工作者的自主性，并做出对组织有贡献的行为。



合理安排时间



德鲁克非常强调知识工作者的时间管理。由于组织对知识工作者的时间要求比较高，一般会超出明示工作时间的限制。而时间是知识工作者开展任何一项工作的前提，任何工作都是在时间中进行的，都需要消耗时间。德鲁克在对“管理者如何做到卓有成效”所必备的技能的论述中的第一条就是管理自己的时间。时间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是租不到、借不到，也买不到的，更不能以其他手段来获得。时间的供给丝毫没有弹性，不管时间的需求有多大，供给绝不可能增加。关于知识工作者任务完成的讨论，一般都是从制定计划说起。计划为知识工作者任务的完成提供了明确的进度安排，但是计划通常只是纸上谈兵，很少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究其原因，德鲁克认为知识工作者常常不善于管理自己的时间，经常会由于种种压力，而被迫不得不花费一些时间在非生产性的事务及毫无贡献的工作上，而真正重要的事情却无暇顾及。而且他在组织中的地位越高，组织对他的时间要求往往越大。德鲁克认为知识工作者实现有效的时间管理有三个步骤。第一，记录时间。德鲁克在对企业中的知识工作者进行访谈时发现，绝大部分知识工作者并不知道自己的时间是如何耗用的。记录时间有助于他们更好地认清时间耗在什么地方，从而合理的分配时间。第二，管理时间。通过对时间记录的分析，知识工作者要将非生产性的和浪费时间的活动排除出去，非生产性的活动主要包括三种：根本不必做的事情；可由别人代为参加，即使不能做到更好，也不会影响其效果的事情以及浪费他人时间的事情。第三，统一安排时间。知识工作者应当学会集中自己的时间，因为知识工作者的绝大部分的任务都需要相当多的整块的时间，如果将时间分割开来零星使用，纵然时间总和相同，但其效果与整块运用时间的效果却大相径庭。德鲁克认为有效地时间管理不仅仅需要知识工作者自身的合理安排，同时还需要管理者的支持。组织一方面要改善管理流程和机构缺陷引起的浪费时间的因素，同时人员过多提高了知识工作者的人际协调成本，另外，组织还需要健全组织结构和信息功能，减少不必要的浪费时间的活动安排

[9]


 。



管理好自己的“下半生”



在体力劳动者（他们按照别人的要求做事，包括任务本身和老板的要求）向知识工作者（他们需要自己管理自己）转变的过程中，社会结构也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在目前的社会中，人们在潜意识里想当然地假定：组织机构的寿命比劳动者的职业生涯长以及大多数人都会在一个组织中工作。然而，自我管理则以完全相反的事实为基础：劳动者的职业生涯可能比组织机构的寿命长以及知识工作者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因为知识工作者的一生不会只有一个工作、一种任务或一种职业。这正如德鲁克所阐述的那样：“知识工作者既非老板也非普通工人，而是介于两者之间”。一方面，他们必须自我发展其重要的资源--脑力资源；另一方面，他们还需自我把握其职业生涯。[10]德鲁克为知识工作者的“下半生”提供了三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实际是开创新的事业；第二个选择是发展类似的事业；第三个选择是做“公益创业者”。

[7]


 德鲁克一生做过记者、证券分析师、作家、咨询顾问和教师，他的职业生涯跨越了75年，他正是以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教导知识工作者如何管理自己的“下半生”。知识工人要管理好自己的下半生必须提前做好准备，培养第二种兴趣变得越来越重要。



为关系负责任



德鲁克认为知识工作者必须为关系负责任，这是知识工作者自我管理的必要条件之一。为关系负责任包括两层含义：第一，知识工作者需要认识到与他们共事的人的长处、价值观和做事方式；第二，负起沟通的责任，与组织中共事的同事和上级沟通，让他们了解自己的长处、价值观及所做的贡献。

[7]


 德鲁克所提出的为关系负责的观点实质上就是鼓励知识工作者在团队工作中与其他成员共享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价值观等。德鲁克虽然没有明确使用“知识共享”的概念，但却表达了知识工作者之间需要沟通，在了解他人的知识和贡献的同时也让他人了解自我。通过员工之间的知识对话、共享，最终将个人知识转化为组织知识（如设计、方案、程序），从而被企业所利用来获取利润。人际间的信任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资源，可以促进人之间的合作与互动（Mayer，Davis&Schoorman，1995，Kotter，2003）。

[17,18]


 德鲁克也指出组织的基础已不再是权力，而是信任。

[7]






结语



通过对德鲁克关于知识工作者思想的回顾我们发现，德鲁克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预言将有一种新的类型的工作群体出现--知识工作者，他对知识工作者的内涵的界定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清晰。他不断地认识到知识工作者从个人特征（受教育水平、创新能力）、工作特征（脑力劳动为主、时间要求较高）及与组织的依赖关系（知识工作者与组织之间的权力平衡）三方面对知识工作者和以往的体力劳动者做了区分。正是由于知识工作者有着不一样的需求、价值观，组织才需要对知识工作者进行团队的工作设计、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给予充足的自主权、加强指导与监督及考虑知识工作者的工作家庭平衡问题。同时德鲁克认为知识工作者需要充分了解自己，对自己的时间和下半生进行合理的规划，并积极与他人沟通、分享自己的知识。德鲁克被誉为“管理大师中的大师”并非偶然，他广阔的思维视野、深邃的洞察力、对管理的本质和真谛的深刻领悟以及对人类价值的不懈追寻，使他的思想对当代的管理具有深远的影响。他的文章中没有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没有复杂的公式表达，大师平实、智慧的语言中却蕴藏着对管理和人生的真知灼见。他通过一个个经典的问题，引发知识工作者的思考。他预言性地提出知识经济的到来以及知识工作者成为独特的新兴力量。知识工作者有其独特的价值观、需要和激励因素，企业在对知识工作者管理时要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同时知识工作者自身需要进行有效的自我管理。这些思想的闪光为后来者指明了前进的道路，我们在相关管理领域的理论与实践中做出应有的贡献，是对逝去的德鲁克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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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7月19日，微软全球副总裁李开复正式向微软提出离职，转而加盟谷歌，担任谷歌全球副总裁及中国区总裁。也就是在同一天，微软将谷歌、李开复告上法庭，理由是二者违反了李开复在2000年加入微软时签署的竞业禁止协议及保密条约（李蕾，2005）

[1]


 。

李开复曾就读于卡内基梅隆大学，获计算机博士学位，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个“非特定人连续语音识别系统”，在语音识别、人工智能、三维图形及网络多媒体等领域享有很高的声誉。1998年加盟微软，并成功组建了微软亚洲研究院。2000年，李开复升任微软副总裁，调回总部负责自然界面部。

2005年7月29日，华盛顿州高等法院发布临时禁止令，禁止李开复为谷歌的任何产品、服务或与其在微软从事的类似领域工作，其中包括互联网和桌面搜索技术，同时也禁止为谷歌中国建立整体的研发路线，时间截至2006年1月。

2005年9月14日，美国华盛顿州法官史蒂夫作出一审裁决：李开复可以立即为谷歌工作，但工作范围受到一定限制。允许李开复在谷歌中国研究中心招募员工，但禁止李开复从事搜索或语音等方面的技术性工作，同时也不能参与制定谷歌在中国的预算、员工工资，以及有关谷歌在中国的研究方向的决策。

2005年12月22日，微软、李开复和谷歌之间的诉讼在当日通过保密协议的方式予以解决，至此，李开复跳槽事件告一段落（杨杰，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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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开复跳槽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微软公司在知识型员工管理上的问题和不足，同时从另一个侧面也折射出许多企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如何吸引、管理和挽留对企业未来发展有重要影响的知识型员工。知识型员工不同于普通员工，他们拥有专业技能，忠于职业，注重自我价值实现，稍有不满就可能离职或者跳槽，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面对有特殊管理需要的知识型员工，全面薪酬战略、心理契约、个人发展等传统管理手段部分甚至全部失灵，需要从新的研究视角思考并采用新的手段解决此类问题，这是知识经济时代所提出的迫切需要解决的新课题，也是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所提出的21世纪的企业管理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即如何管理好知识型员工这一新命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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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传统手段与思维失灵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另辟蹊径。知识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为我们研究与思考如何留住知识型员工这一新课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知识型员工管理研究评析





知识型员工特点及工作性质



知识型员工的概念是由德鲁克提出的，在1957年出版的著作《明日的里程碑》中将其定义为“那些掌握和运用符号和概念，利用知识或信息工作的人”，但当时所指的是一个经理或者执行经理。现在这个术语在实际使用中已经被扩展到大多数白领或者职业工作者（蒋春燕，赵曙明，2001；张望军，彭剑锋，2001；常保瑞，宋永丽；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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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在《21世纪的管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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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指出了知识型员工的三个特点：知识型员工通过正规教育而获得工作、职业和社会地位；知识型员工以团队的形式工作；知识型员工的工作是组织性的，只有组织才能将知识工作者的专业知识转化为工作绩效。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在经验和实践研究的基础上，很多学者也指出了知识型员工的其他特点：拥有较高的个人素质，具有突出的创新能力和学习能力；较强的成就动机和工作自主性；工作过程难以监督，工作绩效难以衡量；流动意愿强烈，忠诚职业胜于忠诚企业。传统员工与知识型员工的工作性质比较如表25-1所示。




资料来源：马国臣等（2007）。

从知识型员工的特点及工作性质可以看出，知识型员工的需求呈现出动态性、多样性复杂性等特征，这使得企业很难制定出有效策略来对其进行管理，同时也使得很难将其留在企业内部，传统人力资源管理的留人策略对于知识型员工已经表现出较大的局限性。知识型员工是利用自身所拥有的知识来为企业的价值创造做出贡献的，知识是他们的生产工具，这就需要企业转变管理视角和管理方法，在留人策略上拓展思路，分成留人与留住知识型员工个人所拥有的知识作为两项工作追求，鉴于整体环境人才高流动率这一现实，把尽量留住员工的知识放在第一位。知识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以及知识工程等技术手段使得留住知识成为可能。



知识型员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看，因为知识型员工在企业内部相对比较匮乏，稀缺程度高，获取的难度大，所以招聘成本、选拔成本、培训成本往往更高。而且知识型员工往往掌握着企业的核心技术，所以在离职前的生产损失成本、空缺成本、管理混乱带来的成本等都相对更高。另外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看，知识型员工的人力资本具有稀缺性、难以替代性和高价值性，由于知识型员工的流失以及未能对其所拥有知识加以收集、整合并积累，企业所遭受的损失也将更加严重。知识型员工的流失可能会造成如下影响：一是知识真空，当对组织或部门很重要的各类知识，如工作流程、核心技术、操作程序等仅被个别员工所掌握时，一旦他们离开企业，就会出现知识真空；二是知识困惑，当继任员工懂得了一些操作知识，但这些知识不完整、不能被理解或者组织性太差，而不能有效利用时，知识困惑就出现，主要是这些知识对于满足其工作需要还远未足够；三是知识幻想，由于缺乏操作方面的指导，继任者往往会以错误的假设来指导自己的决策和行为，知识幻想往往会导致错误发生，进程停滞（马国臣等，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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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了避免知识真空、知识困惑和知识幻想等现象出现，最重要的是在知识型员工离职之前，将其个人知识转化为团队或组织知识，整合、积累并内化于组织之中。企业应该制定积极有效的针对性策略，促进知识转化整合，而不应该停留在组织知识积累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应该将知识转化制度化，使得知识型员工的知识留在工作手册、工作流程或知识库等中，积累并沉淀下来，并促进企业创新。事实上，即便是知识型员工并未离开组织，当其所拥有的知识未被企业所积累和共享时，也对企业不利，例如，员工为应对环境变化时产生的紧急问题而采取的新手段、新方法和富有想象力的应对方式未被保存而付之东流，或者没有被拿出来共享；由于缺乏经验的分享，在面对相似问题时，不得不进行大量重复性的工作，造成知识资源的极大浪费、管理效率低下，最终的结果是企业无法继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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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型员工管理传统观点评析



传统人力资本理论和人力资源管理理论认为，员工所掌握的知识属于员工自身所有，二者合为一体，不可分割，知识依附于员工个体而存在，当员工流失时，其知识也随之流失。这些观点使得企业在对知识型员工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唯一的手段是千方百计采取各种措施将其留在企业内部，为此研究和运用了多种方法，但是许多企业收效甚微，主动权还是掌握在知识型员工手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传统理论还没有认知到，知识和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分离的，因此传统理论在对知识型员工的管理策略上，首先考虑的是留人策略，但是面对需求复杂、要求多样的知识型员工，往往在制定管理策略时感到束手无策、无从下手。

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以及信息技术的不断应用，知识管理理论得到了较大发展。知识管理理论认为，知识和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分离，知识具有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之分，而且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还可以相互转化，并贯穿于个体、群体、团队、组织以及跨组织之间（Nonaka and Takeuchi，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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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观点为研究知识型员工的管理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对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和人力资源管理理论是一个较好的补充，可以将其结合起来研究知识型员工的管理问题，研究的焦点不再是知识型员工个体，而是知识型员工所掌握的知识，将知识转化作为研究的主题。在此，知识转化具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化。对于隐性知识，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方式将其转化为显性知识，有利于知识在组织内部员工之间的共享和转移。另一方面是员工个体知识到组织知识的转化。通过制度规范、机制设计、技术支撑等手段，将知识型员工个体的知识转化为组织知识，并存储在企业知识库中，即使知识型员工离开，其知识也已经从个体知识转化为组织知识，可以让其他继任者迅速掌握，减少由于知识型员工的流失而造成的损失，将损失的程度降至最低。

因此，将知识管理理论和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相互结合，利用知识管理理论的相关观点来解决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问题，将研究焦点转移到员工所掌握的知识，对于新世纪知识型员工的管理研究将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企业知识型员工知识转化：一个整合架构



由于个体知识和组织知识存在较大不同，因此首先分析知识的性质及其特性，然后描绘出知识型员工的个体知识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从个体知识到组织知识的转化过程，并深入剖析其内在转化机制和途径，最后描述出组织知识模型。



知识的概念及特性



知识的由来在西方哲学领域里有两个学派，分别为理性主义学派和经验主义学派。理性主义认为，知识是来自人们心智成长过程的结果，是自身思维的产物，无需透过外界的感官经验获得，视为先验知识。经验主义强调，知识的获得是人们经由感官的知觉而来，说明知识是人们经过某种磨炼而获得的。Nonaka &Takeuchi（1995）对两个学派的观点做了总结：理性主义主张知识是由心智建构观念、定律或其他理论演绎而来；经验主义则称知识是由特殊的感官经验归纳而来。

对于知识的概念，不同的学科和学者有着不同的界定，但总体而言，都是依据Polanyi（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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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知识的论述，他将知识分为内隐知识和显性知识。显性知识是可以形式化、制度化和用语言传递的知识，具有规范化、系统化的特点，易于沟通、分享和转移；隐性知识则是指那些表现形式不是很清楚而且没有明确记录的知识，常以专业技能的形式存在于个人行为中，难以观察、表达和传播。内隐知识具有不同于显性知识的特性：非逻辑性、非公共性、非批判性、情景性、文化性和层次性和优先性。Polanyi还提出“我们能认知的比我们能表述的多”的认识论命题。Nonaka和Takeuchi（1995）指出了内隐知识和外显知识的区别，具体如表25-2所示。




资料来源： Nonaka and Takeuchi（1995）。



知识型员工的个体知识模型



知识型员工所拥有个体知识是由一些静态知识和动态流程所构成（Mostert and Snyman，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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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静态知识，主要是指知识本身，具有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之分。隐性知识（还包括内隐知识）主要是由员工个体的经验、记忆以及对外界环境的感知（体验和观测）所构成，对于员工个体的记忆可以是有意和无意的，可以是被表现或者不被表现的。而显性知识则是通过正式的系统语言编码或关联化，主要以口头表达、图形和图片等形式来表达。而动态流程是从知识流动过程来分析，这些过程包括知识获取、知识存储和检索、确立解决问题的方案，创建显性知识，通过个人技能来表达知识，知识协调过程等。根据知识型员工个体知识的特性，知识获取是指从外界环境到个体的知识流程，是基于先前经验和价值观的评价和挑选过程。知识存储和检索是指获取的知识被存储以及被检索的一系列流程。确立问题的解决方案则是知识循环的流入（获取并存储）和流出（应用）的趋势。在知识获取中，可以使得个体能够全面理解，并在自身知识的基础上，获取新的信息用于解决问题。在知识应用的过程中，利用个体的知识基础来采用有效的策略来实现任务的目标。而创建显性知识是指通过正式的系统语言来对知识进行编码，使其能够对组织中企业成员实现共享，有利于知识的转移。利用个人技能表达知识主要是指利用个人技能将知识应用到外界环境中，实现个体的基本目标。最后，知识的协调过程是指个体知识转化和共享过程的全面协调。知识型员工的个体知识模型如图25-1所示。从图中也可以看出，对于知识型员工的个体知识也存在着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转化。显性知识通过知识型员工个体对外界环境的感知，获取、感知的拓展，存储和检索等过程，转化为隐性知识，而对于知识型员工的隐性知识，分成两个层级转化：一是内隐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化，内隐知识通过存储和检索、感知的拓展和表达，形成隐性知识；二是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隐性知识通过员工个人行为的计划和协调以及被外部环境所影响的各种机制，转化为显性知识。




图25-1　知识型员工的个人知识模型



知识型员工个体知识到组织知识的转化过程



由于个体和组织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的原因在于所拥有的知识不同，其中个体是单一的具有感知的实体，而组织是由分布在组织内部的各种不同的实体组件（个体）所组成的，而个体之间的沟通渠道也是非常有限的。对于知识型员工而言，其所拥有的知识绝大部分还不能称之为组织知识，因为个体知识还没有转化为组织知识，还不能用于解决组织在外界环境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为了让知识型员工的个体知识能够转化为组织知识，需要用制度来予以规范，组织文化加以引领，同时还要用技术手段给予支持，因此，我们构建出知识型员工个体知识转化为组织知识的一个整合性的架构，如图25-2所示。




图25-2　知识型员工个体知识转化过程：一个整合性框架



知识型员工个体知识转化的制度规范



为了促使知识型员工在真正意愿上将其知识转化，必须先制定有关知识转化的制度，用制度来规范和保证知识型员工的转化行为，并从根本上保护其个人利益。制度规范主要包括：知识运行制度、知识明晰制度、知识稽核制度和知识奖惩制度（左美云，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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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知识运行制度。知识运行制度的主要作用在于促进知识型员工产生知识共享、应用和创新的行为，主要包括知识分类及标准化制度、创新失败宽容制度、企业文档积累与更新制度、知识宽松交流制度等。知识分类及标准化制度在于促使知识型员工在日常工作中将所感所想、经验和体会以及所遵守的规则等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分别以不同形式存储在知识库中。创新失败宽容制度在于容忍知识型员工创新失败的行为，即在一定范围内的失败可以被宽容，这样知识型员工进行创新的积极性就会得到很大的提高，创新意识增强，创新的成果就会增多。另外，还要求将失败的原因进行分析，整理成相应的资料，将创新失败纳入有效管理的范畴。企业文档积累与更新制度，主要在于要求知识型员工将技术诀窍、最佳实践经验、有效研究方法与技术等整理成文字材料，分类存档以供企业其他员工使用。同时还要求在一定的时期内消除冗余、失效、过时的知识文档，确保文档的有效性、精炼性和一致性。知识宽松交流制度在于建立一种宽松交流的机制和环境，如不定期举行圆桌会议、午餐会议、周末企业沙龙，咖啡会议等，促使员工不断交流知识，实现知识共享和转移。

（2）知识明晰制度。知识明晰制度是将知识型员工的知识成果明晰化，包括知识成果申报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知识成果申报制度的目的在于让知识型员工向其主管积极申报知识成果，作为考评依据之一，主要包括知识创新成果、知识共享成果和知识应用成果，以了解和其他员工交流的专有知识以及将多少知识应用于生产实践等，从而兴起一个知识创新、知识共享和知识应用的良好氛围。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主要是对知识型员工的创新成果积极申请专利，并对企业所做的贡献给予奖励。

（3）知识稽核制度。知识稽核制度的作用是对知识型员工的知识成果进行审查和评定，主要包括知识成果稽核制度以及知识审计制度等。知识成果稽核制度主要是指企业各级主管人员应定期对知识型员工所申报的知识成果予以核实，并评价其价值，将知识成果有效存储在企业知识库中。知识审计制度是将对企业的核心知识进行审查、评价和评估，了解知识型员工所申报的知识成果的合理性。

（4）知识奖惩制度。知识奖惩制度在于明确知识型员工的知识成果，核实知识成果并评价其价值，主要包括知识薪酬制度、知识股权期权制度、职务晋升制度以及知识署名制度等。对于知识薪酬制度，是对知识型员工能比较确定其收益的知识成果，通过增发薪金来进行激励。而知识股权期权制度是将知识成果奖励和远期收益结合起来，给予股权期权来进行激励。职务晋升制度是指对于取得较大知识成果，具有一定的管理能力的知识型员工采用晋级、晋职的方法来进行激励。知识署名制度是对知识型员工采用知识署名的方法来进行激励，促使取得更大的成果。



知识型员工个体知识转化的文化引领



在对知识型员工的管理过程中，除了应用制度规范来保证和保护知识型员工的行为和利益外，还应该积极建设具有特色的企业文化，用企业文化来留住知识型员工，并且建立起合作型文化、信任型文化、创新型文化和愿景型文化，鼓励知识型员工共享和转移知识的意愿和行为。

（1）合作型文化。建立合作型文化，是要培养知识型员工的团队合作意识和精神，鼓励知识型员工积极与他人合作和交流，促进团队协作行为。针对不同的项目，知识型员工需要组成不同的知识团队，在团队中每一个成员通过发挥自身在专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以保证任务完成和目标实现。由于团队成员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知识不对称”，如果没有良好的团队合作，充分的信息沟通和相互信任，势必会影响团队任务的最终完成，知识型员工的个人价值也将无法实现。

（2）信任型文化。在企业运营过程中，强调更多是团队协作，而在协作过程中，知识型员工之间需要保持一种坦诚和信任的态度，这样才能有利于团队的稳定和任务的完成。这种信任是对共事人员的信任，也是对团队的信任，更是对企业的一种信任。

（3）创新型文化。创新型文化形成于知识型员工的参与意识以及由此迸发出来的积极性、创造性。创新型文化尊重个人感情，强调知识型员工有充分表达意见、参与组织决策的机会，重视发挥知识型员工的智慧和才干，并形成一种亲密、友爱、信任的企业气氛；同时，使知识型员工认识自己在企业中的价值与作用，使之意识到自己受到尊重和信赖，并对企业产生一种强烈的向心力、凝聚力，增强企业意识。创新型文化会使知识型员工充分认识个人发展目标与企业发展目标的一致性、个人利益与企业整体利益的一致性、自我管理与企业制度管理的一致性。

（4）愿景型文化。追求自我价值、理想主义、人格完美、崇高的使命感是潜藏于知识型员工内心的强大内驱力，因此需要有意识地利用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企业理念、企业使命与宗旨加以整合，使知识型员工的这种文化内驱力指向企业目标，这是企业成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动力。



知识型员工个体知识转化的技术支撑



在知识型员工转化个体知识为组织知识时，信息技术的使用是必不可少的，信息技术是知识管理系统的重要支持手段，知识管理系统的核心是为了实现知识共享和转移。对于组织的知识管理系统而言，主要包括三个层级：知识资源层、知识生产层和知识应用层。知识资源层表明了知识的来源，由统一的知识库构成，负责响应检索请求、知识存储和安全管理等功能，知识资源主要有技术资源、WEB资源、文本资源、客户资源、数据库资源等。知识生产层主要是知识共享的处理逻辑，实现通用的知识管理的功能，包括知识地图、知识搜索系统、专家系统、内容管理系统、企业协作系统、实时交流系统、知识社区和论坛、专家黄页、Blog、Wiki、学习系统、协作软件和群件技术和知识订阅中心等模块。知识应用层则提供接口，负责响应用户操作，并显示处理结果，主要通过企业员工之间的交流、协作实现知识共享、应用以及创新。知识应用层的主要模块是知识门户系统，是用户访问知识管理系统的唯一入口。知识门户通过对企业的内部及外部知识进行整合，使组织员工可以从单一平台访问、获取、分析、存储所需的个性化知识，并做出有效的业务决策。

知识型员工一方面可以通过知识管理系统将自己所拥有的知识加以分类、整理，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转化，转化后的知识储存在系统中，供企业其他员工使用。



知识型员工个体知识具体转化过程



Nonaka &Takeuchi（1995）将知识转化视为一种螺旋的过程，在知识螺旋过程中，内隐知识和外显知识之间互动的规模，随着本体层次的上升而不断扩大，由个人的层次开始，逐渐上升并扩大互动范围，超越群体、部门和整个组织的界限。知识螺旋过程是由4种不同知识转化模式不停的循环所组成，此4种知识转化模式主要为：社会化（socialization），即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通过分享隐性经验创造隐性知识的过程；外部化（externalization），即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隐性知识通过概念、类比、隐喻、假设或模型来描述过程；综合化（combination），即从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通过不同系统创造显性知识的过程；内部化（internalization），即从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通过边做边学，使知识包含在手册和文件中的故事和文字里。知识创造过程主要包含5个阶段：分享内隐知识；创造观念；证明观念的适当性；建立原型；跨层次的知识拓展。因此，将知识转化前后加以连贯起来，就构成一系列不断自我超越的程序（self- transcending process），同时也随之显现了知识转化的螺旋式演进情况。

张昕光（2005）

[12]


 对知识转化的具体模式又进行了进一步细分，其基本架构如图25-3所示。并将社会化模式分为伙伴模式、感觉模式、学徒模式和权威模式；而外部化模式分为文件模式、惯例模式、总结模式和专家模式；内部化模式分为自发模式、同化模式、体会模式和愿景模式；综合化模式分为咨询模式、培训模式、辅导模式和教授模式，其具体描述如表25-3所示。通过这些具体的模式转化，知识型员工的知识，包括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都可以进行系列转化，而且是相互连续的、螺旋上升的，在这个逐渐扩大的过程中，组织可以不断创造出新的知识，显性知识不断积累，知识库的存量和流量也不断增加。




图25-3　知识型员工个人知识转化途径

资料来源：根据张昕光（2005）的观点综合整理。




资料来源：根据张昕光（2005）的观点综合整理。



组织知识的模型



基于组织行为的观点，组织知识和个体知识之间存在较大的相关性，但二者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组织知识绝大部分都是由个体知识转化而来的。该模型描绘出组织知识是以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为基础的，同时也拥有一些动态的知识流程。组织知识主要是由个体的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集合所构成的，对于显性知识主要包括政策、程序、报告、备忘录、战略和计划等。组织动态的知识流程主要是由个体知识流程和组织知识流程所构成的。这些过程主要包括知识获取、知识评价、知识存储和检索、知识利用和创建、知识应用等。组织知识模型具体如图25-4所示。




图25-4　组织知识的模型



结论与启示



本章在深入剖析知识型员工的特点和工作性质的基础上，对知识型员工管理研究进行评析，结合知识管理理论，从知识转化的视角来研究知识型员工的管理策略，并深入分析了知识型员工的个体知识结构和组织知识结构以及二者之间的转化过程，同时提出了促进二者有效转化的保障因素：制度规范、文化引领和技术支持等，以期能够为知识经济时代对知识型员工的管理策略提供一定的借鉴。

（1）对传统人力资本理论和人力资源管理理论进行了评析，为新时代知识型员工的管理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在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和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中，由于认为知识和人具有不可分离性，二者合为一体，不可分割，员工流失，知识即刻流失。因此，对知识型员工的管理主要依靠全面薪酬激励、心理契约，甚至是制度强制等手段，期望将其留在企业内部，这种留人策略往往收效甚微。但知识管理理论认为，知识和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可分离性，知识是知识型员工的生产工具，他们利用知识创造价值。因此，在关注留人策略的同时，更需要关注留住知识，关注知识转化问题。在此，知识转化具有两层含义：一是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化，二是知识型员工个人知识到组织知识的转化。通过对知识型员工的知识的转化、积累和沉淀，即使知识型员工离职或跳槽，其知识已经内化于组织之中，可以被继任者迅速掌握，减少企业所蒙受的损失。

（2）构建出知识型员工个体知识转化为组织知识的一个整合性架构。此架构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一是知识型员工的个体知识模型；二是知识型员工个体知识转化为组织知识的过程；三是组织的知识模型。在具体的知识转化过程中，利用SECI模型，分别对每个过程构建出4种具体的转化模式，其中社会化模式分为伙伴模式、感觉模式、学徒模式和权威模式；而外部化模式分为文件模式、惯例模式、总结模式和专家模式；内部化模式分为自发模式、同化模式、体会模式和愿景模式；而综合化模式分为咨询模式、培训模式、辅导模式和教授模式等，同时还需要利用制度规范、文化引领、技术支持等加以保障。就制度而言，主要包括知识运行制度、知识明晰制度、知识稽核制度和知识奖惩制度；就文化而言，主要包括合作型文化、信任型文化、创新型文化和愿景型文化；就信息技术而言，主要是利用知识管理系统，利用技术手段来支持知识的转化。

（3）对知识型员工的管理策略提出一些创新思路，对管理实践有所借鉴。德鲁克曾经指出，21世纪企业管理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知识型员工的管理问题。现代企业或组织在制定知识型员工的管理策略时，一是除了注重传统的留人策略外，还需注重留住知识的策略；二是需要采取各种策略促使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化，将各种经验、技术和诀窍等，收集、整合并加以积累，内化于组织的工作流程、规章制度和知识库等之中，促使企业创新；三是强调在个人知识的基础上，更需要重视个人知识和组织知识的转化，强调组织知识的重要性，只有组织知识得以增进，核心竞争力或竞争优势才能得以长久保持；四是在知识转化的过程中，需要注重制度规范、文化引领和技术支持等因素，以促使知识型员工知识转化的意愿和行为，促使知识转移和共享的有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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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知识已成为企业的重要财富，为了赢得竞争优势地位，企业需要对各种知识进行有效的管理和利用，由此催生了一种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知识管理。正如彼得·德鲁克所言，“知识已经成为关键的经济资源，而且是竞争优势的主导性来源，甚至可能是唯一的来源”。

[1]


 知识管理在组织中的重要地位已日益提升，人们纷纷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对组织和员工的知识加以系统性管理，通过一系列的知识创造、转移和共享策略，以期最大限度地挖掘知识的价值和潜能。在知识管理的诸多环节中，知识员工的激励问题是最为关键的议题，也是本章要探讨的主要问题。本章系统地回顾了德鲁克关于知识员工的特点描述，并且对知识员工的激励机制进行了探讨，最后用德鲁克管理思想提出一系列知识员工的激励措施。



德鲁克对知识工作者的定义和知识工作的描述





知识工作者的含义



知识工作者这个词最早是由彼得·德鲁克在1959年《明日的墓碑》一书中所发明的，具体是指“那些掌握和运用符号和概念，利用知识或信息工作的人”。

[2]


 通俗地讲，知识工作者就是指那些白领、技术性员工等脑力工作者，他们依靠知识，并且运用知识来进行日常工作。

德鲁克在他的著作《巨变时代的管理》中谈到，知识工人必须成为知识专业人员，他们需要接受大量正规的教育，并且具备获取和应用理论知识和分析知识的能力，他们需要采取不同的工作方式，并具有不同的观念，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养成不断学习的习惯。

[3]


 因此，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知识工作者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学习型的员工，他们拥有不断学习的内在动机和能力，他们较传统蓝领员工有更高的觉悟，他们更容易被自我激励，具有更高的自我效能和承担任务的责任感。

德鲁克认为，知识工作者不能由别人来激励，而只能自己激励自己；不能由别人来指挥，而只能自己指挥自己；更重要的是，他也不能由别人来监督，只能由自己来保证自己的标准、绩效和目标。只有当对自己的工作承担责任时，他才能具有高效率。

[4]






知识工作者的工作描述



知识工作者的工作显著区别于传统的体力工人，对知识工人进行管理是21世纪管理者面临的新的挑战，也是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

自亚当·斯密提出劳动分工理论以来，体力工人的工作任务和绩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劳动生产率借助于科学管理技术的推广得到了近50倍的提高。体力工人的工作内容简单易测量，管理者利用简单技能的规模学习效应很容易提高流水线上每个环节的生产效能。同时生产一线的体力工人往往也是谈判能力最弱、拥有最低报酬水平的被雇佣者。胡萝卜加大棒的管理思想根深蒂固于各工厂主的管理策略之中，对于雇员的人性假设也更多倾向于麦格雷戈的X理论--绝大多数人不能够自己承担责任，而必须由别人来照料。

然而，放眼21世纪以后的社会，一切都不再那么单一和简单了。单一、琐碎、乏味的劳动细分已赶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劳动者，人们不再愿意从事无聊乏味的重复性劳动；失业的威胁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恐怖和致命。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健全，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日益增强，人们对于失业、跳槽早已习以为常；传统管理的X理论的方法（即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对于新型社会背景下的知识型工作者已经不再起作用了，甚至对于那些传统的体力工作者的作用力也越来越小。

知识工作者的工作较体力工作者而言更为模糊和难以测量，回顾以往的研究也很难发现学者对此有明确的界定和分类。德鲁克在《21世纪的管理挑战》中开辟了一章专门讨论了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问题，为我们系统性地描述了知识工作的概貌，并且指导所有知识工作者以及潜在的知识员工有效地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

[5]




德鲁克指出，知识工作者必须首先明确自身的工作任务是什么，在树立了明确的工作目标之后，工作的重心在于知识员工如何有效地自我管理，在工作、任务和绩效中不断地进行自发性创新；同时还不能忽视对知识工作者的再教育和培训并鼓励团队成员相互学习；对于知识工作者的工作成果的衡量是组织管理中最为困难也是异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于大多数知识型工作，质量是产出的精髓，因此首要的目的是取得最佳质量，虽然数量常常也作为一个辅助性的考虑因素；最后，组织必须将知识工作者看做“资产”而不是“成本”，并给予相应的待遇，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



德鲁克关于知识员工激励的机制分析





德鲁克关于知识员工激励的思想



人性假设学说在德鲁克管理思想中并未得到很大程度上的赞同。相反，德鲁克在其著作中曾对马斯洛和麦格雷戈的人性假设理论做出过相应的驳斥。然而，从这一系列争论中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新时期员工身上的一系列行为特质，并且从实践角度加以利用和管理。

麦格雷戈通过归纳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著名的X理论和Y理论。X理论把人看成是懒惰的，不喜爱工作并想逃避工作，因而必须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来加以鞭笞；Y理论认为人对工作都有一种心理上的需求，并想要取得成就和承担责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美好，马斯洛认为Y理论对人性提出的要求过高，超出了一般人的能力，只有最坚强、最健康的人才能承担，Y理论要想成功施行，必须加以约束，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实现X理论中命令和惩罚所起的作用。事实上，这也证实了德鲁克关于“人性并不独立存在”的思想，同样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下可能做出完全不同的反应，人们的行为并非完全由人性引导，人们更多的是做出反应而不是主动行为，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组织、员工以及任务所处的现实环境对于管理更为重要。

[6]




在传统的管理方法中，大棒代表着饥饿和恐惧，泰勒时代的工人绝大多数身处维持生活的边缘。经济落后和生产力低下导致资源的极度匮乏，人们将维持生命作为工作的主要目的，因而惩罚能够带来明显的约束力。胡萝卜作为物质奖励，对员工的激励效用更是显著。然而，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环境下，物质资源相对充裕、社会保障制度日益完善，人们工作的目的早已不仅仅限于维持基本生活，这一系列变化导致了胡萝卜加大棒的管理效用大打折扣。大棒已经很难成为约束员工行为的工具，甚至会给知识员工的工作带来负面的影响，除非是“大恐惧”，才能够起到一定得抑制作用。

[4]


 而物质报酬虽然仍然被大家广泛使用，其激励效用也明显不如以前，但并不足以说明在物质文明需求提高的今天，人们变得不再追求物质报酬，所有这一切无疑给现代管理带来了巨大的难题。

德鲁克在他的著作《管理：使命、责任、实务》（使命篇）提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这对于管理者如何激励知识经济背景下的知识员工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他认为绝大多数知识员工正是通过工作，才取得成就、满足和同他人交往，因而首先必须让知识员工能够承担起工作上的责任。

[4]


 这就要求：富有效率地工作；信息反馈和持续学习。概括而言，就是要使知识员工主动对工作做出承诺，担当起职责，管理者协助员工有效率地完成工作，实时将工作成果反馈给他们并不断地提供培训和再教育，同时不能忽略物质报酬神奇的激励作用。

德鲁克借用IBM的案例分析阐明了，企业雇佣员工的时候，雇佣的是整个人，而不能只是雇佣“人手”，要把员工当成企业的资源。企业对员工一方面要求其积极主动的工作态度，另一方面员工必须愿意接受改变。此前有研究证实了，提升企业生产力水平的真正因素是管理者和员工的基本态度。

[7]


 而员工对企业的要求则不仅仅局限于“公平的报酬”，他们要求能够通过工作，在职位上发挥所长，建立自己的地位；要求企业履行社会对个人的承诺--通过公平的升迁机会，实现社会正义；还要求从事有意义的严肃的工作。最后，源自经济方面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

[8]






知识员工的激励方式和作用效果



实践是德鲁克管理思想的精髓。

[9]


 如何将管理的核心思想--激励化为有效的管理手段和方式，历来是众多学者和管理者共同关注的话题。回顾以往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关于员工激励的研究最早源自于泰勒发起的科学管理运动，从基于工时的报酬制度到基于工作量的报酬制度，再有后来的需求层次理论、ERG理论、双因素理论、期望理论、公平理论、强化理论和目标设置理论等一系列代表性的成果。这些理论成果增进了人们对员工人格、价值观和需求的认识，对于更好地指导实践工作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知识员工作为现代企业中的核心资产，其工作内容主要围绕着一系列专业性的知识展开。知识的传递、共享和创新是组织得以发展的关键，是组织学习的主要手段，也是知识员工工作的基本环节。对知识员工的激励，主要就是对上述几个关键行为的激励。据德鲁克关于知识员工激励的思想，加强知识员工的责任感要比提高知识员工满意度更能提高员工工作的积极性。管理者可以通过4种方式来造就负责任的知识员工：慎重安排员工职务、设定高绩效标准、提高员工自我控制所需的信息、提供知识员工参与的机会以培养管理者的愿景。企业让知识员工了解情况，帮助知识员工建立起同管理者一致的愿景，并且对知识员工给予一定的金钱报酬激励。

[8]




物质激励作为后现代的胡萝卜式的激励手段，在知识员工管理方面仍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即便是在人们普遍认同的高自我实现需求的今天，物质报酬对绝大多数人而言还是有保健式的激励作用的。金钱报酬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不再是重要的激励知识员工的手段，尽管对金钱报酬的不满将会降低工作绩效，但是经济报酬再高，都无法取代责任感或慎重的职务安排。然而非经济性的诱因也无法弥补知识员工对经济报酬的不满。张望军、彭剑锋在对150名研发人员和150名销售人员、服务人员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比较分析得出了中国知识工作者激励因素的排序。其中，工资报酬与奖励占了激励总效应的31.88%，相比非知识型员工的26.31%，这共同说明了工资报酬与奖励是影响当前中国企业知识员工激励状况的一项核心要素。

[10]




此外，上述研究还发现个人的成长与发展，对知识型员工有明显区别于非知识型员工的激励效用，其23.91%的权重说明了知识工作者对于自身发展有较高的要求，占到10.14%权重的有挑战性的工作也同样解释了知识员工需要更多的来自工作自身的激励。这也验证了德鲁克所说的知识专业人员不能由别人来激励，而只能自己激励自己。而德鲁克的目标管理正是顺应知识员工的自我激励思想而产生的，组织协同知识员工共同制定目标，目的就是为了使知识员工对工作任务建立起承诺，并承担起一定的责任，进而强化了知识员工的自我管理。

有效的绩效考核不但能够在物质薪酬的激励上给知识员工带来公平公正的报酬，更是一种对知识员工的工作努力程度和贡献的认同。后者作为一种非物质层面的组织对知识员工的承认，对知识员工往往有更为深远的影响意义。考核的关键在于公正客观的评价与实时的反馈，客观的评价是使知识员工了解自身任务完成情况的基础，实时的反馈则强化了来自工作任务自身的激励，因此，构建起有效的考核、反馈体系可以明显提高知识员工的工作效率和工作热情。

关培兰等人的研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知识员工的组织职业生涯管理对知识共享有显著影响作用，组织职业生涯管理在塑造知识员工对组织承诺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而组织承诺将显著影响知识员工共享知识的意愿和行为。

[11]


 德鲁克在其《21世纪的管理挑战》中也强调了，要提高知识工作者的工作效率，必须在知识工作者工作过程中，不断地进行再学习和再教育。

[5]


 而这种系统化的管理，通过协同知识员工一起制定中长期的职业生涯规划，不断地为知识员工提供培训和再教育的机会，帮助其成为卓有成效的雇员，最终知识员工通过其完成组织的工作任务来达成自我实现的目的，这就是德鲁克的知识员工激励思想的精髓。

此外，国内外关于组织文化、共享氛围的研究也颇为丰厚，大部分集中在探讨组织领导方式，构建共享社区，提供组织支持等方面。组织文化氛围不可能孤立于其他的组织实践而单独运行，文化是赋予在组织每一项实践活动之中的，因此必须构建知识共享氛围的主线内化在组织实践的每一个环节，也必须根深蒂固于管理者的心中，通过领导以身作则来影响雇员更加主动地承担工作和职责。



德鲁克关于知识员工激励的实践性指导措施





目标管理体系



德鲁克在其著作《管理的实践》中向人们重新诠释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目标管理体系。他的目标管理理论特别强调了在制定目标的过程中员工共同参与的重要性，此外他以目标为中心阐述了一系列实行目标管理的原则和方法。最后，他把目标管理的实施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即目标的制定、目标的实施和成果的检测。德鲁克认为，目标管理关键是成果管理，它是激励知识员工高效工作的手段之一。

[8,12]


 目标管理理论把组织目标的实现与个人成就感的满足结合在一起，通过知识员工对共同参与制定的目标的实现来满足个人的成就感。

在德鲁克所提出的目标管理体系中，目标是实现每个人责任的一种手段和途径，任务和责任依托于目标，知识员工在实现目标的同时即完成了自己的责任，而贯穿始终的便是在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这种基于协作基础上更为合作的工作态度是目标管理中最重要的理念。

[8]




对知识工作者的管理，目标管理是非常有效的方法。管理者同知识工作者共同分析组织目标，并将组织目标逐步细化为部门目标、个人目标，在这个分析讨论的过程中，强化了知识员工对工作任务的理解和认识，也提高了知识员工对工作的承诺和认同。而目标实施的过程则不需要管理者的参与，这种授权和信任是对知识工作者能力的赞同和认可，它可以给知识员工带来强大的精神激励。目标成果的检测和实时反馈是目标管理过程中比较重要的环节，管理者必须制定公正、客观、明晰的评价标准，要及时将结果反馈给知识员工，并且帮助其做出改变和调整。



薪酬激励



李卫东、刘洪等人在对研发工作人员的激励研究中指出，薪酬激励是企业激励研发人员的主要手段，而研发人员薪酬包括内在薪酬和外在薪酬两方面。内在薪酬是指知识员工从工作中获得的成就感、满足感等心理感受。外在薪酬包括基本工资、分红、绩效奖励及加班费等直接经济报酬和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良好的工作条件以及职位晋升等间接的非经济报酬。

[13]




德鲁克在其著作《管理：使命、责任、实务》（使命篇）中不断强调了“胡萝卜”在当今组织中依旧扮演着重要的激励角色，以及外在物质报酬对知识员工基本的保健作用。德鲁克并不看好传统的“保障年薪”，他对于分享利润和股权分享制的利弊也做了非常透彻的研究。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当管理者对维护知识员工的工作机会许下坚定的承诺，并设法在企业的成功和知识员工的工作保障之间建立直接而明显的联系的情况下，让知识员工分享企业的利润是最有效的。

[8]


 当知识员工与企业具有一致的利润目标时，知识员工才会有更高水平的责任心，并得到最大程度的激励。

此外，对于知识员工，良好的组织人际关系、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充分自主的职务设计以及舒适的工作条件、职位晋升空间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而这些都内化在了组织为员工提供的外在的非物质性报酬中。知识员工的经济报酬水平并非越多越好，当知识员工的收入达到一定高度以后，再增加其收入对其工作态度和努力程度的激励效应将递减，甚至会使知识员工产生理所应当获得高薪酬的心理，并且对工作态度产生负向的影响作用。

另一方面，内在薪酬激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独立于组织对知识员工周期性的经济奖励。内在激励体现于工作任务目标设置、任务的执行、自我评价以及修正，贯穿于知识员工执行组织任务的整个过程。组织和管理者为知识员工提供辅助性支持，包括物质上的、制度上的、技能和知识方面的，以及心理上的；为知识员工执行特定的工作任务提供所需的物质和制度便利，预先对他们进行培训和教育，让他们在工作中学习，并且鼓励他们有效率地完成工作任务；并最终审核绩效结果，及时将结果用适当的途径反馈给员工，对绩优的员工给予应允的奖励，帮助困难的改进工作取得优秀的绩效。



结语



20世纪管理最重要、独特的贡献就是将体力工作的生产力提高了50倍之多；21世纪管理所能做的贡献是提升知识工作和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

[14]


 德鲁克关于知识工作和知识工作者的思想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新时代管理的蓝图，本文通过深刻回顾了德鲁克的知识管理实践思想，厘清了激励知识工作者的主要因素--经济报酬和工作内在的自我满足，并对德鲁克思想中关于如何对知识员工进行管理和激励的实践性思想进行了整理和归纳，最后我们发现知识员工的激励并非单独的一项管理实践任务，而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它贯穿于组织目标实现的始终--从目标管理到培养卓有成效的知识员工，再到基于绩效结果的评价和反馈，以及组织内部持之以恒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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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员工逐渐成为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对象。绩效考核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职能，它为员工调配、职务晋升、工作改进和薪酬发放等提供决策依据。然而，由于知识员工劳动过程复杂、工作成果不易量化等特点，有效衡量知识员工的绩效，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是一个令管理者十分头疼的问题。正如德鲁克（1999）所言，如何衡量和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是21世纪管理最具挑战性的课题之一。

研究知识员工绩效考核的基础是了解其现状，那么在中国大陆，知识员工的绩效考核处于什么样的状况呢？例如，主要采用了哪些考核方法？哪些人是评价者？多长时间考核一次？考核效果怎么样？有没有申诉机制？知识员工是否认为绩效考核没有必要？等等。文献回顾表明，之前几乎没有研究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的回答，尤其缺少通过大范围调查而得到的论据。本章对126家组织中的1069名知识员工进行了调查，通过描述性分析为了解知识员工的绩效考核现状提供了基本的数据，进一步对调查结果的原因分析和提出的建议对改进知识员工的绩效考核有一定的现实指导价值。



调查样本及调查工具



尽管“知识员工”一词被广大学者所沿用，但其涵盖的对象长期以来却存在争议，概括而言，有两种较具代表性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除了蓝领之外，其他都是知识员工，即所谓的白领，包括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等，显得比较宽泛（Beckstead &Baldwin，2003）；另一种观点认为，只有从事知识密集型工作的人才能称为知识员工，白领中的销售人员、文书、艺术表演者、基层管理人员等应该被排除在外，可见，此种范围界定较为狭窄（Howitt，2002；杨杰，2006）。由于第二种观点所排除的人员并不是体力劳动者，对他们的绩效考核也存在不少难题，因此，本文将第一种观点所涵盖的人员作为本次的调查对象。

笔者于2006年6～12月近半年的时间里，对处于湖北、湖南、广东、河南、甘肃、山西等21个省，分属IT、科学研究、教育、水电、制造、金融等14个行业的126个组织中的1069名知识员工进行了调查，调查对象的分布情况如表27-1所示。




从表27-1可以看出，97%的被调查者接受过大学教育，这与不少研究中将大专以上学历者视为知识员工有很大的可比性(骆静，2007)。被调查者在不同规模、不同发展阶段的组织中基本呈正态分布，他们主要来自企业、事业单位和科研院所，比较具有代表性。在岗位类别上，75%的被调查者是中高层管理人员、技术开发人员、大学教师、研究人员和专业人员，这说明本次调查基本抓住了最为典型的知识员工主体。

由于之前对知识员工绩效考核状况的调查研究很少见，因此本章所采用的调查问卷是根据调查的目的自己编制的。本研究一方面想了解知识员工绩效考核的做法；另一方面想知道知识员工对绩效考核的感受，因为前者有助于总结经验，后者对于员工工作态度和行为有直接影响。基于此，问卷的内容分为三大部分，即考核现状、员工感知以及被调查者的背景信息。其中，现状调查主要包括绩效评价的4W问题（评价什么或者采用了什么评价方法（what）、谁来评价（who）、什么时间评价（when）以及评价谁（whom）。）、绩效沟通和评价结果运用，同时附带了考核的普遍性调查题项；员工感知包括对考核效果的看法以及对绩效考核的信念。



数据分析



本文的数据分析结果依据问卷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即知识员工绩效考核的做法（现状）和员工对绩效考核的感知。在做数据分析时，先分析总体情况，然后视需要分析不同类型的组织和不同类型的岗位，希望从不同类型组织和岗位的分析中发现一些有价值的规律。



知识员工绩效考核的现状





绩效考核的普遍程度



本次调查的126家组织中，97%的组织有正式的绩效考核制度，96%的组织一年至少进行一次考核，实行全员考核的组织占到61%。本项调查结果与国外有关调查结论没有明显的差异。例如，Locher等人(1988)在美国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93%的小公司、97%的大公司有正规的考核体系。



考核方法的运用（what）



本调查表明，目标管理方法和行为等级量表法是用得最多的两种考核方法，运用比例分别达到71%和53%；约有21%的被调查者称，组织对自己采用了强制分布法；而运用的最少的是能力测试法和考试法，比例分别是11%和7%。另外，仅仅用一种方法对一个员工进行考核是比较少见的，有82%的被调查者称，组织对他们采用了两种以上的考核方法，这可能是因为多种方法多个角度的考核结果更客观（Jaeger & Baliga,1985）。

本调查发现，对于不同类型的岗位，常见的考核方法是不同的，表27-2列出了主要类别知识员工最常用到的前两种考核方法。




从表27-2可以看出，中高层管理者最常用的是目标管理法，其次是书面鉴定法；而基层、普通管理人员主要采用行为等级量表法，其次是印象考核法。这可能是因为相对而言，中、高层管理人员的工作结果容易量化，完成工作任务没有标准的行为过程，同时由于其工作结果受外界影响比较大，这种工作特点决定了目标管理法与书面鉴定法相结合可能是一种较适宜的选择。相反，基层管理人员的工作少有量化指标，多是事务性工作，这种工作特点决定了行为考核法比较适用（Eisenhardt,1985）。

目标管理法尽管是理论研究人员和技术开发人员最常用的考核方法，但它们运用第二多的考核方法却不同，前者是书面鉴定法，后者却是行为等级量表法。二者出现上述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理论研究人员的工作具有更大的技术风险，而技术开发人员的工作方案相对较为成熟，据有关资料统计，纯基础研究的成功率一般为3%，应用基础研究的成功率为15%（陈劲等，2004）。

大学教师主要采用目标管理法，其次是书面鉴定法；中小学教师最常用的是行为等级量表法，其次才是目标管理法。二者出现上述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大学教师除了知识传授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使命是知识发现，而知识发现过程较为复杂，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这决定了目标管理法和书面鉴定相结合较为适宜；相反，中小学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教学，该过程是容易观察的，教学效果受外界影响小，在此情况下，行为等级量表法和目标管理法较为适宜。

管理咨询人员、传媒策划人员和市场销售人员最常用的是目标管理法，其次是行为等级量表法；但其他专业人员，如财务、培训专员等恰恰相反，采用行为等级量表法的比例一般超过70%，而采用目标管理法约为47%。出现上述差异的原因可能与工作的创造性有关，创造性工作较适用目标管理法，而事务性工作更适用行为等级量表法（Ouchi,1977）。



考核者是谁（who）



本调查表明，在实际工作中，直接上级仍然是最主要的考核者，其次是自己和同事，有90%的被调查者称，直接上级参与了对自己的评价；自己和同事参与考核的比例分别为53%和38%，而客户当成考核主体的比例还不到7%。调查显示，把直接上级作为唯一的评价者占到51%；除了直接上级，几乎没有把其他人作为唯一评价者的做法；另外，42%的被调查者称有两种（含）以上身份的考核者对自己进行评价。

实际工作中的考核者是否是知识员工期望的考核者呢？不尽然。本调查表明，员工心目中的考核主体依次是直接上级、同事、下属、自己和客户，比例分别是85%、65%、46%、36%、35%，这与现实中的顺序有些不同。现实中，自我是第二个主要的考核者，但在被调查者心目中却是第四个应该参与的考核者。这可能是因为，自我评价通常有过高的倾向，员工认为自我评价可能使评价结果失真。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直接上级和自己外，被调查者认为其他应该参与考核的比例比现实明显要高。对于直接上级作为唯一考核者的做法，被调查者的认可比例只有14%，这说明多个考核主体的考核结果可能更加准确(Latham&Wexley,1994)。

调查发现，不同岗位类型的知识员工对不同身份的人参加对自己考核的认可程度是不同的，见表27-3。




从表28-3可以看出，高层管理人员认为直接上级应该参加考核的比例最低；其次是理论研究人员、高校教师、中层管理人员和技术开发人员；而其他岗位对直接上级参与考核的认可比例相对较高，约为90%。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岗位对于自己是否应该参加考核的看法上，认可比例基本上是从高到低排序。这可能是因为工作越复杂，上级越不了解下属的工作，而自己在考核中的发言权却越大（萧鸣政，2002）。对于同事作为考核者，中层、基层管理人员，理论研究人员和技术开发人员的认可比例最高；高层管理人员认可的比例最低；其他人员的认可比例没有明显区别。这可能是因为，中、基层管理者横向协作较多，同事评价有利于提供更加优质的内部服务（李瑛，2001）；理论研究和技术开发人员的劳动成果含有较高的专业知识，“隔行如隔山”使得同事的评价显得较为必要（Barclay & Harland,1995)。调查表明，对于有下属的岗位，他们对下属参与考核的认可比例远远超过实际比例，且随着管理层级的降低有下降趋势，其中68%的高层管理人员希望下属考核自己，中层管理人员达到62%，基层管理人员达到53%。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广大管理者认识到了下属评价信息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属参与评价通常被认为是对上级领导权威的一种威胁，随着权力距离的降低，这种威胁变得越发明显（魏明英，李延锋，2007）。有趣的是，几乎所有类型的岗位，相对于实际实行自我考核的比例而言，他们对自我考核的认可程度都明显低出许多。



考核时间间隔及合理性（when）



在考核时间间隔上，常见的时间间隔依次是年（60%）、半年（37%）、月（21%）、季度（15%）。约有56%的被调查者称对自己一年考核一次或者两次，其余的一年内会考核多次。

对于不同类型的岗位而言，应该采用的考核时间间隔是不同的，笔者结合考核时间间隔的合适性调查题项，进行了列联表分析。在制作列联表时，将仅用年度考核的视为考核时间间隔较长，含月度或季度考核的视为考核时间间隔较短，各类岗位的分析结果见表27-4。

从表27-4可以看出，对于中高层管理岗位、理论研究岗位而言，考核时间间隔为年度更为合适；对于基层管理岗位、普通管理岗位、技术开发岗位和其他专业岗位，考核时间间隔为月度或季度更为合适；而对于大学教师和中小学教师岗位，考核时间间隔是年度，还是月度或者季度，其在合适与否




上没有显著差异，并且通常被认为是不合适的。出现上述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对于中高层管理者而言，其工作成效的显现一般需要较长的时间，而基层管理人员通常是事务性工作，工作绩效在短时间内就能体现出来。对于理论研究人员而言，一般需要较长时间的工作积累，而对于技术开发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员，其工作往往有明确的时间节点，而每一个节点又有比较明确的任务目标，从而使得短期考核成为可能，同时月度考核也有利于主管及时掌握专业人员的工作进展，在必要时加以指导。对于高校教师而言，其工作内容主要包括科研和教学，科研考核采用年度甚至跨年度考核较为合适，而对于教学考核，可能采用基于课程周期的考核较为合适（通常为半年期）；对于中小学教师来说，其主要工作任务是教学，且往往以半年为一个周期，故考核时间间隔为半年可能更为合适。



考核单元是个体还是团队（whom）



本调查表明，有89%的员工称对个人考核是必要的，而有63%的被调查者表示可以仅仅对个人进行考核。对于不同类型岗位而言，认为仅仅对个人考核是合适的比例有明显的差异，见表27-5。




从表27-5可以看出，对完全的个人考核的认可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中小学教师、高校教师、市场销售人员、理论研究人员、高层管理人员、普通管理人员、其他专业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基管管理人员以及技术开发人员。从任务结构来看，上述岗位的工作互依性基本是从低到高变化，因此对考核单元仅仅为个人的认可比例也就从高到低，这为Vegt Der Vegt等人（2000）提出的任务依赖性--成果依赖性匹配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持。



绩效沟通



本文从绩效指标制定过程中的协商、绩效结果反馈、向有关部门申诉三个方面分析知识员工绩效考核沟通现状，表27-6列出了总体情况和不同类型组织中员工认为没有绩效沟通的比例。




从表27-6可以看出，知识员工绩效考核沟通有较大的提高空间，超过50%的被调查者称组织的绩效沟通没有到位，尤其是考核指标制定时的协商、对考核结果的申诉需要在制度上和实际操作上进一步完善。通过对不同性质组织的分析可以看出，市场竞争压力较为充分的组织，如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其考核沟通工作明显比其他组织更加到位；从组织的发展阶段来看，处于衰退期的组织，其考核沟通工作明显落后于其他组织。



考核结果运用



本文从绩效结果与奖金发放、职务晋升、业务培训的挂钩情况以及绩效考核是否“走过场”4个角度分析知识员工绩效考核结果的运用，见表27-7。




表27-7显示，我国知识员工绩效考核结果运用于人事决策相对多于运用于员工开发；考核结果运用情况总体不是很乐观，相当一部分知识员工的绩效考核结果和奖金、晋升、培训没有密切的联系，这对于发挥绩效考核的功能、实现绩效考核的目的是极为不利的；这种情形在处于竞争压力不充分的组织中更为普遍，值得注意和改进；从组织的发展阶段来看，处于衰退期的组织，其绩效结果的运用明显不如其他组织。



知识员工对绩效考核的感知





对考核效果的感知



本文从绩效考核对工作改进、调动工作积极性、考核结果公平感、过程公平感、考核满意度以及考核是否利大于弊6个方面分析知识员工对绩效考核效果的感知，表27-8列出了被调查者的看法。




从表27-8可以看出，超过60%的知识员工认为绩效考核结果基本公平、绩效考核对于改进工作、调动工作积极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绩效考核利大于弊；但对考核过程感到公平以及对考核满意的比例明显有所降低。总体而言，绩效考核效果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离绝大多数（80%）员工满意还有一定的距离。通过对不同性质组织的分析可以看出，市场竞争压力较为充分的组织，例如民营企业、三资企业，其中有更多员工认同其考核效果。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组织而言，处于衰退期的组织，其员工对考核效果明显持更消极的态度。相对于其他类型的知识员工，中高层管理人员对绩效考核效果持更多的积极态度。

为了了解绩效沟通和绩效考核结果运用对考核效果的影响，本文分别以绩效反馈、绩效指标协商、考核结果申诉、绩效与奖励挂钩等问题的高低得分为分组变量，以工作改进，工程积极性，考核过程公平感为检验变量，T检验的结果如表27-9所示。




从表27-9可以看出，绩效反馈、针对性培训到位的员工，其工作改进更为明显；绩效与奖金、绩效与晋升挂钩更紧的员工，其工作积极性明显更高；绩效指标协商、绩效反馈、考核结果申诉高分组的员工，其绩效评价过程公平感明显高于低分组。



对绩效考核的信念



有学者认为知识员工工作自主性高、成就感强（Davenport,2003），绩效考核这种外在控制手段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多余的，那么究竟有无必要对知识员工进行考核呢？另外，知识员工绩效考核有较大难度，其绩效考核能够做好吗？本文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调查，结果见表27-10。

从表27-10可以看出，超过80%的知识员工认为绩效考核是必要的、对自己的绩效考核是可以做好的。联系上文关于考核效果的分析可以发现，对绩效考核的信念与感知到的考核效果有密切关系，往往是考核效果不错的员工，例如民营企业、三资企业中的知识员工，中高层管理人员，更容易对考核持积极看法并抱有信心；处于衰退期的组织，其知识员工更容易对绩效考核失去信心。






基本结论及建议



通过上述统计分析，对我国知识员工绩效考核的现状至少可以形成以下几点结论：

（1）绩效考核在我国较为普及，对知识员工而言也很有必要。衰退期或者市场压力相对较小的组织，其绩效沟通和考核结果运用远不如其他组织充分；这些组织中有更多员工对绩效考核效果、绩效考核的信念持消极看法。

（2）不同岗位类别的知识员工在考核方法、考核者、考核周期、考核对象的选择上存在明显差异，体现了知识员工绩效考核的复杂性和个性化特点。

从考核方法的使用来看，仅仅用一种方法对某个知识员工进行考核是比较少见的，超过80%的知识员工被同时采用了两种以上的考核方法。总体而言，目标管理法和行为等级量表法是对知识员工用得最多的前两种方法，但不同类型岗位对这两种方法的优先选择有明显差异，正所谓“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绩效考核方法”。

从绩效评价者的身份来看，尽管直接上级几乎是不可或缺的考核主体，但只有14%的知识员工接受将其作为唯一考核者的做法。实践中的考核者与知识员工期望的考核者在优先顺序上存在明显不同。值得注意的是，知识员工对直接上级和自己参加考核的认可比例比现实要低，而期望同事、下属和客户参与考核的比例比现实明显要高。本次调查也发现，不同类型岗位的知识员工对不同身份的考核者的认可程度是不一样的。

从考核周期来看，知识员工常见的考核时间间隔依次是年、半年、月、季度；但对于不同类型的岗位而言，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调查发现，中层、高层管理岗位，理论研究岗位，其考核时间间隔以年度较为合适；基层管理岗位、普通管理岗位、技术开发岗位和其他专业岗位，其考核时间间隔以月度或季度较为合适；大学教师的科研考核应以年度或以聘任期计，教学考核则应半年一次；中小学教师考核则应以半年为一个周期。

从考核对象（单元）来看，团队工作方式虽然较为盛行，但本调查表明，近90%的知识员工认为个体考核是必要的，甚至有63%的被调查者认可完全的个人考核。不过调查也显示，随着岗位工作互依性的增强，仅对个体进行考核的被认可比例是逐渐降低的。

（3）绩效考核结果运用不均衡、不充分，绩效沟通较为欠缺。调查表明，目前我国知识员工绩效考核结果运用最多的是为奖金发放提供依据，较少用于确定针对性的培训内容，可以认为，这种考核“秋后算账”的作用远远大于“以考促改”的作用。调查还显示，有27%的知识员工明确表示，组织的绩效考核只是“走走过场”，这种情形对于全面发挥绩效考核的功能是极为不利的。本次调查还发现，我国知识员工绩效沟通有较大的提高空间，被调查者中认为绩效沟通工作到位的几乎不到50%，尤其是考核指标制定时的协商、对考核结果的申诉需要在制度上和实际操作上着力改进。

（4）知识员工绩效考核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离理想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绩效沟通以及评价结果的合理运用对于提高考核效果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调查表明，大部分知识员工（60%～70%）认为绩效考核结果基本公平，绩效考核对于改进工作、调动工作积极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只有8%的被调查者认为绩效考核弊大于利。这个调查结果是令人鼓舞的，因为即使在发达国家和非常先进的跨国企业，员工对绩效考核的满意度也是比较低的，以至于人们认为“绩效考核像汽车上的安全带，很有用但没有人喜欢它”（Hodgetts，1997）。本研究表明，绩效反馈、针对性培训对员工的工作改进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绩效与奖金、绩效与晋升挂钩对员工工作积极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绩效指标沟通、考核申诉、绩效反馈充分的员工明显有更高的绩效考核过程公平感。

基于我国知识员工绩效考核的现状，我们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加以改进：

（1）根据不同的绩效特征选择相应的考核方法、考核者、考核时间和考核单元。权变理论告诉人们，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管理模式，绩效考核也不例外。Baird和Weiner等（1990）指出，当绩效评价技术和工作本质、类型相匹配时，评价结果将会更加准确。本文关于不同岗位类别知识员工绩效评价的调查结果，已经为4W问题提供了初步答案，具体而言：

某类岗位的知识员工是优先采用目标管理法，还是采用行为考核法，应主要考虑三个绩效属性：其一，绩效目标是否满足具体、可量化的原则；其二，工作行为与结果是否有线性关系；其三，绩效结果是否具有不确定性。当岗位的工作目标是具体的、可量化的，或者完成该岗位的工作任务没有通用的工作方式，或者外部因素对该岗位工作影响较小、已经有较为成熟的工作方案时，该岗位应采用目标考核法；反之，则应采用行为等级量表法或书面鉴定法（Keeley，1978）。

对于知识员工的绩效评价者，总体而言，要改变直接上级作为唯一考核主体的做法，应增加多源评价，尤其是增加同事、下属和客户参与考核的比例；对于自我评价，鉴于往往存在评价过高的倾向，应根据评价目的谨慎采用或者运用一些数据处理技巧加以控制，如取消最高分法、高于平均分一倍平均差无效法。具体到某类岗位的知识员工在确定评价者时，以下四个工作性质要素需要考虑：工作的复杂性、工作的专业性、工作的横向联系、上下级的权力距离。工作越复杂，直接上级参与考核的程度应该越低，而实行自我考核的比例应该越高；工作越专业、横向联系越多，同事越应该参与考核；上下级的权力距离越大，下属参与考核的比例应该越高。

不同岗位知识员工的考核时间间隔，应主要根据其绩效周期来决定而不应千篇一律。对于那些在较短时间内就能表现出工作好坏或者工作目标有明确时间节点的岗位，考核应该频繁一些，这样可以减少绩效信息的记忆偏差，同时实现绩效反馈的及时性；反之，考核时间间隔就应该相对较长，以避免这些知识员工在工作中产生过大的时间压力，被动追求短、平、快的任务项目，出现短期行为（张光进，廖建桥，2006）。

对于考核单元的确定，个体考核对知识员工而言仍然是必要的；但不同岗位应根据工作互依性的高低，在个体--团队考核这一连续体上找到相应的位置。有必要对知识员工个体进行考核，主要是因为组织的奖惩措施最终要落实到个人，同时，反馈个体绩效信息比反馈群体绩效信息对工作改进更有针对性（Longnecker &Gioia,1992）。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岗位工作互依性的增强，团队绩效在个人最终绩效评价结果中的权重应逐渐加大，Vegt Der Vegt等人（2000）提出的“工作依赖性--成果依赖性匹配理论”也认为，“工作依赖性--成果依赖性”的“低--低”、“高--高”组合比“低--高”、“高--低”组合的效果要好很多。

（2）在将绩效评价结果运用于人事决策的同时，加大其运用于员工开发的力度，通过绩效反馈和针对性培训促使员工改进工作。绩效评价的最终目的是改进工作中的不足，以便更有效地完成工作任务，从这个角度来讲，绩效评价结果用于员工开发对于实现考核的最终目的具有更直接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在西方发达国家，虽然绩效考核对涨工资、晋升也很重要，但发展性评价与决策性评价几乎形成了并驾齐驱的局面（Cleveland,Murphy,Willianms，1989）。我们要在继续保持绩效结果和奖金、绩效结果和晋升挂钩以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的同时，将绩效评价结果大范围地运用于员工开发，其主要途径有两种。第一，绩效反馈中个人优缺点的识别和工作改进方法的明确。绩效反馈是我们容易忽视的一个环节，在反馈中指出被评价者的缺点更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因此，在考核流程中必须设置被考核者签名认可考核结果这一关键控制点，在考核表格中必须设置反映工作优缺点和改进工作拟采取措施的栏目。此外，考核者熟练掌握反馈技巧也非常重要。第二，绩效评价结果运用于员工培训，这主要是要求根据绩效评价结果确定针对性的培训内容，然后通过受众对培训效果的评价或者对比培训前后工作绩效的改善情况来检验培训的有效性，并进入下一个PDCA培训循环。

（3）通过绩效沟通提高知识员工的绩效考核过程公平感。大量的研究表明，绩效考核公平感对于组织承诺、组织公民行为、工作积极性均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然而基于工作表现的公平评价结果并不容易获得，对于劳动过程复杂、工作成果不易量化的知识员工而言尤其如此（颜沛逸，2004）。骆静（2007）的实证研究表明，对我国的知识员工来说，绩效评估的过程公平感比结果公平感更重要。为了提高知识员工的绩效考核过程公平感，组织在绩效考核计划阶段，要让员工参与绩效标准的制定，并在确立标准后广泛告知；在绩效评价阶段，要全面收集绩效信息并运用先前的绩效标准做出一致性判断；在绩效反馈阶段，要对评价结果做细致解释，允许有不同意见的员工向有关部门申诉并快速处理。

（4）组织自身通过良性经营为解决诸多绩效考核问题夯实基础，组织外部通过增强行业竞争性为改进绩效考核提供外部推力。学者杜旌（2005）在研究中发现，如果组织的发展状况不理想，任何好的考核做法，其效果都要打折扣，因此，“发展是硬道理”在提高组织绩效考核效果方面也是适用的。对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这些市场压力相对较小的组织，通过加强公众评价、第三方公共服务等措施增强公共部门的外部压力；通过反垄断、国企改制等政策增强行业竞争性，可以为其绩效考核的改进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本文对我国知识员工的绩效考核现状做了较为详细的调查，并对如何改进绩效考核、提高考核效果进行了探讨。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认为知识员工绩效特征的系统提炼、绩效特征和绩效考核4W的匹配规律需要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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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德鲁克被誉为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人，他的经典著述让人领略到管理学内在的无穷魅力，并改变了人们对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基本认知。其中，德鲁克对下一个社会--“知识社会”的发展趋势，以及组织管理者角色所面临的形势与挑战、机会与要求所做的一系列预见性分析显示了其远见卓识和深邃的洞察力。对德鲁克关于21世纪管理者的相关理论进行深入剖析和总结，将对现代复杂环境下，组织管理者建立和形成有效的领导方式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启示。

当今世界是以变化为常态的世界。组织及其管理者能否成功，社会变化因素的作用比经济因素更重要

[1]


 。德鲁克在《21世纪的管理挑战》中曾指出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如人口老龄化、知识工作者队伍的崛起、信息技术的普及和电子商务的发展等

[2]


 。随着企业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变化，组织的基本要素也许并没有发生改变，但是管理这些要素的细节却要发生重要变化

[3]


 ，这些都将给企业管理实践和新经济时代的管理者带来重要挑战。德鲁克强调，在下一个社会中能够生存的公司必须拥有“领导改变的能力”，以及熊彼特所提出的“创造性破坏”的能力

[2，3]


 。在当前环境背景下，如何建立有效的管理、领导机制，如何开发管理者的领导力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所关心的重要课题。为此，本章将在总结、分析德鲁克关于管理者的内涵、定位、任务以及管理者领导力特性与能力属性等相关问题的基础上，探讨关于现代管理者领导力发展的基本策略途径，从而期望对复杂变化条件下领导力的发展研究有所推动。



组织管理者的定位与任务





管理与管理者定位



管理者是企业中最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因素，如果缺乏管理者的有效领导，资源将难以转化为产品，组织也难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4]


 。然而，目前许多管理者与现代企业的发展要求相比尚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探讨管理及管理者的定位是有效管理的前提。德鲁克认为，“管理”的目的就是“保证组织机构能够有效的运作并做出贡献”，为了达成这样的目的，它需要完成三种基本任务，即完成组织机构的特定目的和使命；使工作富有生产力，使员工有所成就；处理组织对社会的影响和承担其对社会的责任

[5]


 。无论企业从事何种业务领域，管理工作都需要从组织使命出发，履行几乎同样的职能。因此管理可被定义为：“界定企业的使命，并激励和组织人力资源来实现这个使命”，“界定使命是企业家的任务，而激励和组织人力资源则是领导力的范畴，二者的结合就是管理”

[4]


 。具体而言，管理具有5个方面的基本功能和要素：确定目标、进行组织、激励和沟通、进行衡量以及培养人才。德鲁克强调，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

[5]


 ，管理成效的检验重在结果和贡献。

那么谁是管理者呢？德鲁克指出

[4]>


 ，那些行为不能对组织造成影响的经理人员，称不上管理者，而有些人虽然没有下级，但可以进行决策，承担责任，为组织做出重要的贡献，他们是真正的组织管理者。因此，除了传统的经理人之外，在以知识和技能为基础的知识社会中，那些“对促进机构有效运转负有行动和决策责任的”知识工作者，能够做出对组织重要而深远的贡献

[6，7]


 ，他们也扮演着组织管理者的角色。依此类推，现代企业中的管理者一词，可以泛指那些由于其职位和知识，在可以做出影响组织经营成果或者组织绩效决策的，并承担相应管理责任的专业人员，其中包括知识工作者、经理人员等。在组织中，管理者的权利不是来自于上级授权，而是来自所承担的组织责任。由于管理者本身也是知识工作者

[2]


 ，所以管理者对知识工作者的管理，应是一种相互合作的过程。



管理者的核心任务





关注环境和趋势的变化



21世纪是个巨变的时代，人口结构变化、制造业的衰落、劳动力的裂变以及信息革命等

[3]


 ，都对社会、组织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同时也将带来管理手段和生产力的革命。在以变化为常态的社会时期，一个组织能否承受住突然打击，适应突然的变革，把握好稍纵即逝的机会，都需要管理者时刻关注外部环境和趋势的发展，未雨绸缪，及时制定应对方案。德鲁克指出，将来一段时期，也就是管理者将必须在其中工作和履行职责的时期，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动荡的时期

[8]


 ，组织雇用管理者的目的就是要执行和采取行之有效的行动，通过思考和利用变革来完成自身的使命

[3]


 。

在动荡时期，企业的生存发展不能仅仅靠权宜之计，必须形成符合时代要求的经营之道

[3]


 。对于复杂变化的外部环境，管理者必须首先分析对组织的生存产生重要影响的全新需求。未来企业的竞争战略需要基于瞬息万变的全球化背景，其中知识和信息将变得十分关键，它将催生未来领导者需要具备的全新素质和技能，如持续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等

[9]


 。此外，领导者需要根据环境因素的变化，着重考虑能够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和必须做什么

[9]


 ，以确保组织获得关键性资源，确保组织基础的坚实和稳固，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变革管理范式，保证组织使命、核心价值与外部环境的适应柔性。



制定战略、目标管理和自我管理



制定并推行总战略是企业领导者，尤其是高层领导者的重要责任。德鲁克指出

[5]


 ，管理是一种创造性而非适应性工作，当领导者创造经济条件而不是被动适应时，才会取得较好的管理成效。因此，领导者需要以长远的眼光来进行战略思维，做好战略规划和战略管理。在制定企业战略时，企业决策者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他们明天应该做什么，而是今天必须为不确定的未来做何种准备。因此，企业领导者需要回答“谁是我们的顾客”、“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做”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5]


 ，并据此提出企业的长远性、指导性、方向性目标，以及企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并通过环境扫描、信息收集、审时度势、策略提出、规划策划、变革创新等一整套步骤来制定企业战略，并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进行滚动、修正和完善。

管理的重要任务是获取组织绩效。但并非组织内的每位员工都向共同的方向努力，因此对员工的绩效要求必须派生于企业的绩效目标，并根据其对企业的贡献来考核他们工作的成效，因此管理企业就意味着根据企业目标进行管理

[10]


 。德鲁克认为，如果一个领域没有目标，这个领域的工作就会被忽视。通过目标管理，经理人的工作由控制员工及其工作行为，转变为对员工目标、标准的制定和基于目标的考核、评价和奖惩。这些得到共同认可的目标标准，将有利于调动组织员工个体的工作积极性和自主性，并保证对企业整体绩效和成果有所推动

[3,5,10]


 。目标管理的长处就在于它通过企业成员参与企业目标的制定过程，推动了以“自我控制”和“自我管理”的方式来代替传统的、受他人支配的管控方式，从而激发人们充分发挥其工作自主性和创造价值的潜力。德鲁克指出

[10]


 ，目标管理允许管理者对自己的绩效进行控制，这种自我控制会产生较强的激励作用，并意味着较高的绩效目标和更远大的愿景。“自我控制”是管理者自我管理的前提，同时也是管理者自我改善、自我更新及自我发展的工具。为了实现自我管理，管理者不仅要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衡量他业绩和成就的标准，也要知道衡量其绩效的其他所需信息，并且应尽快获得这些信息以便根据所需目标结果对其工作进行调整。信息是管理者自我管理的手段，而不应成为上级对下级控制的工具

[4]


 。



推动组织创新，与知识工作者建立伙伴关系



由于技术变革和市场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现代企业只有持续投入到创新活动中去才能应对挑战。德鲁克评判了传统经济学的观点，提出企业利润不是目的而是结果，企业的重要职能在于“市场营销”和“创新”

[5]


 ，“创新”是企业绩效和成果目标的重要领域之一

[4]


 。虽然创新具有不可预测性、难以组织性、难以系统化的特征，但成功的企业家总能够有意识的引导和推动创新。真正的创新几乎都是利用变化达成的，系统的创新存在于有目的、有组织的寻找变化，并深入分析变化所带来的创新机遇中

[4]


 。要实现创新，企业领导者必须有目的的寻找创新来源，发现预示创新机会的变化和征兆，同时知晓成功创新的机制，并在企业中进行推广和应用

[11]


 。德鲁克指出，成功的企业创新者并非风险偏好者

[11]


 ，他们都设法确定并尽量降低创新所必须承受的风险。创新作为企业家特有的工具，可以为企业开辟业务发展的新天地，并会决定企业未来竞争的命运。

在21世纪后的知识社会中，实现创新除了依靠企业领导者的有效管理，还要充分发挥知识工作者的核心作用。知识工作者的价值在于推动创新，在知识社会中，知识工作者迅速成长为社会的主力军，并成为商业或非商业机构的最宝贵的资产

[2]


 。但是，企业中的知识员工认为自己不是下属，而是专业人员，并期望在组织中得到相应的礼遇

[2]


 。如何促使知识员工的知识、技能和个人异质性经验发挥出最大价值，以推动组织各项目标的实现是现代管理者面临的关键挑战之一。德鲁克曾告诫管理者一定要注重知识工作者，并把他们的利益放在足够高的位置，并使他们的工作有效率

[2]


 。要实现对知识工作者的有效管理，就需要企业在维护价值创造体系时，将知识工作者作为关键的组织资源加以考虑，将其视为重要的组织协作者和合伙人角色，通过与其建立基于双向依赖的伙伴合作关系，来调动知识工作者的潜在智力资本价值是一种重要的策略选择。



有效管理者的要求



德鲁克指出，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后天的不断学习和不懈实践中形成的

[5]


 。传统的管理者往往由于时间是不属于自己，限于组织惯例和个人惯性等原因导致工作低效，机构运转不灵。为了提升管理者工作成效，他必须从自我变革和自我管理做起，不断追求有效的工作习惯，具体而言，有效的管理者需要做到以下五点

[5]


 ：



善于有效利用时间



有效的管理者首先应该进行时间管理。他们需要记录、诊断、了解自己的时间，清楚自己的时间“实际上是怎么耗用的”，找出导致时间浪费的主要因素，合理配置、安排自己的时间以减少非生产工作所占用的比例，并通过控制时间给一些活动定下必须完成的期限，集中零碎时间形成整块的时间段来有条不紊地开展重要工作。



重视对外界的贡献



有效的管理者重视外界对工作成果的需求，并会将自己的工作贡献与组织整体绩效和长远目标相结合。重视外界贡献，如直接工作成果、树立价值观和培养人才等会关系到管理者的工作内容、工作水准及工作影响，管理者周边的人际关系状况，以及管理者对会议、报告等管理手段的运用成效等。重视外部贡献的管理者，会做出管理承诺，以便更有效地把握工作关联性，分出轻重缓急，加强对外界需求的回应。



善于利用人的长处



管理者的任务不是去改变他人，而是在于协助他人充分发挥才干。有效的管理者知道如何发挥人的长处，他们善于利用自己、上司、同事和下属的优势。他们择人做事首先会问他们“能做些什么”而不是“不能做什么”，他们选择的依据是对象某一方面的专长，而不会对不相关的缺点苛责以求。



聚焦于重要工作领域



有效的管理者善于将精力集中于少数工作领域，安排好轻重缓急，一次重点做好一项重要事情。他们会定期对自己和下属的工作进行回顾审查，摆脱失去价值的繁冗记录，将陈旧的工作剔除，推迟那些不重要的任务，将主要精力放在重要工作上，不再兼办其他事项，通过专心投入、全力以赴来获取期望的工作绩效。



进行有效的决策



有效的管理者善于做有效的决策，知道做决策的正确次序与步骤，明白有效的决策总是在不同意见讨论的基础上做出来的，而非一致意见的产物。他们会辨明研究问题的性质，掌握决策问题的边界条件，研究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案，采取有效的决策行动，并且在决策执行中进行信息反馈，以了解其决策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管理者领导力的特质及行为特征





管理者领导力的特质及内涵



德鲁克指出，管理者是现代企业中最具活力，赋予企业生机的重要因素

[4]


 。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管理者所具备的领导力，因为它可以帮助企业塑造独特的竞争优势。国内学者赵曙明教授在德鲁克著作的前言中指出，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领导力研究认为有效的领导者是天生的，并试图从个体素质角度出发，寻找有效领导者异于常人的个性和特质

[6]


 。德鲁克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卓有成效的领导者，如罗斯福、麦克阿瑟与丘吉尔等，发现他们没有任何共同的人格特质。他对国际著名企业的卓越领导人的同样研究表明，这些研究对象有的喜欢独处，有些爱好社交；有的做事灵活，有的墨守成规；有的易于冲动，有的沉稳老练；有的对人热情，有的疏远冷漠；有的相当自负，有的谦虚谨慎；有的豪华奢侈，有些的非常简朴；有的愿意倾听，有的善于说教……研究结果显示，这些卓越有效的领导者也不存在所谓共同的“领导者个性”、“领导者风格”或者“领导者特征”等

[10,12,13]


 。

那有效领导者的本质是什么？德鲁克提出了以下内涵

[9,10,13]


 ：有效的领导者不一定受人喜爱或令人敬佩，但他一定拥有追随者，并且是可以使追随者做正确的事情的人；在组织中，也许思想家和预言者更受欢迎，但是没有追随者就称不上领导者；对员工而言，组织中的领导者是高度可见的，他们往往充当表率，但这并不意味者等级、特权、头衔或金钱，而往往意味着担负责任；有效的领导者具有特定性，在某一组织、某一时机、某一形势下表现出的领导力，在另一种情景下不一定同时有效，领导的有效性不是永远的，组织不应寄希望于英雄或天才。与此对应，领导力也没有好坏之分，领导力既不是独特魅力，也不是特殊素质，它是一种手段，一种工作

[9]


 ，在特定的组织中，领导力要服务于什么目标最为关键。



有效领导力的行为特征



虽然表现出较强领导力的管理者在人格、作风、技能和兴趣方面表现显著的差异性，但有效的领导者在其行为方式上却有共同的规律可循，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9,10,13,14]


 。



组织使命驱动



有效领导的基础是对组织使命的全面思考，并且清晰地界定和提出组织使命。富有成效的领导者会不断提问“组织的使命和目标是什么？”他们常常考虑“我需要怎样”，而不是“我想要怎样”。他们会以组织基本使命为基础，制定各级组织目标，确定工作任务的优先排序，规定和维护相应的行为准则，并进行适当的妥协。具备领导力的管理者区别于误导者的特征之一，就在于他们会根据组织工作是否偏离了组织使命，以及完成目标的现实约束进行适当的妥协；而领导者是否能够坚持其基本原则和标准，则是决定领导者是否拥有追随者，或者趋炎附势者的关键因素。



注重工作绩效



许多管理者善于执行，但是却不善于抓住问题的关键，虽然他们在小事方面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却难以取得重要的工作绩效，所以不具备领导力。成功的领导者会不断检查其工作绩效表现，他们会时常问“什么构成了绩效和成果”，“做什么和怎么做才能有所作为”，他们是实干家，而不是说教者。对于阶段性工作目标，有效的领导者会在里程碑处及时审核目标绩效，总结分析教训经验，并回顾是否抓住了问题的关键。高效的领导者关注目标和任务完成的效率，他们会了解、加强自己的优势，选择与组织使命、任务相互匹配的工作方式，而不会纠缠于不擅长和琐碎的工作。



勇于承担责任



成功的领导者把领导职务看成是一种责任，而不是特权和地位，他们会努力成为承担组织责任的楷模。由于成功的领导者都将自己视为企业责任的最终承担者，所以他们并不惧怕同事和下属的能力和力量，而是善用别人的长处，希望与强者共事。懂得领导艺术的管理者，善于帮助同事和下属建立愿景，明确使命，振奋精神，并与他们一起投入到共同的事业奋斗中去。他们会将别人的成功视为自己的成功，而不是对自己的威胁，他们将会鼓励、提携那些真正有能力的员工，并为他们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



赢得尊重信任



领导者的最佳定义是拥有追随者的人，赢得尊重和信任是成为领导者的前提。尊重和信任不是来自于魅力，不一定来自于喜欢，而是来自于深信领导能够言行一致、说到做到。有效的领导者非常宽容，他们不会在意“我喜欢不喜欢这个人”，但在涉及绩效、标准、规则和价值等方面的事情时绝不会容忍和妥协。有效的领导者会时常进行“镜子测试”，通过每天反观镜子里的自己，审视自己是否是一个值得尊敬、信任的人，是否是一个其追随者期望成为的人。真正的领导者会远离肮脏、自私和小气，不断提升抵制权力负面作用的能力，坚持扮演光明正大的领导者角色。



管理者领导力的有效发展途径



具备领导力的管理者能够开阔人的视野，提高人的能力，同时制定严格的行为和责任标准，提升组织整体绩效

[4，5]


 。在现代企业中，真正的领导力难以替代，在领导力发展的方面也具有其特定规律。德鲁克认为，组织中领导力的发展有以下三点特征

[4，6，10]


 ：领导并不一定要有迷人的个性，但领导力的发展需要具备一定的天资和基本态度，因为其中有些东西难以解释和改变；领导力的发展涉及管理技巧和管理实践，因此应该强调领导者的自我训练或自我修炼；管理层不能创造领导力本身，只能创造领导潜质得以发挥或被扼杀的环境和条件。德鲁克启示我们，领导力主要是基于领导行为特征的描述，因此领导力的发展应该以领导结果为指向，而不是以领导者的个人特质为指向

[15]


 。有学者曾质疑近年来有关领导胜任力模型的研究风潮，指出这是向领导“伟人”理论的倒退

[16]


 。领导行为并非完全由个人特质所决定，而是基于一定的个人基础，通过管理者在特定组织情景中的工作实践逐步塑造形成。德鲁克在其著作《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中曾从教育和训练的角度详细探讨了有效管理者应该具备的管理技巧，并指出：管理者的工作必须有效，并且管理者的有效性是可以学会的，但是“有效性虽然人人可学，但却无人可教”，实践是有效管理者的必经之路

[6]


 。发展管理者领导力的重要路径在于发掘、认识和运用管理层中存在的任何领导潜能

[4]


 ，并通过实践--创新--再实践的“自我发展”循环，获取广泛、专业的知识背景，建立有效的问题识别、分析和领导行为策略，将其潜在领导潜质转变成为对组织的价值反映和贡献。

管理者领导力表现在个体心理、行为、认知和知识技能等要素的整合应用能力上。其中涉及强烈的成就动机，积极的工作态度，对模糊情境的高容忍性，对解决复杂问题的兴趣和偏好，任务过程中的自我引导和直觉判断，较强的自我约束和控制能力以及坚定的自信心等。这部分能力可被视为一种反映深层次的个体特质多种因素的整合体，难以通过培训过程简单获取

[17]


 。对应于不同的任务及能力需求需要选择不同的能力发展途径。珀皮顿（2004）曾指出，随着任务复杂性和能力多元化需求的提升，能力发展模式应从重视知识和技能导向向基于“结构主义”的行为塑造过程转变

[18]


 。问题解决是管理实践活动的重要方面

[19]


 ，通过立足于组织内外环境，围绕工作场所的实际问题解决活动，将推动管理者不同知识模块的情景联结产生洞察力，并塑造个体可辨别的专业直觉、创造灵感、认知风格和行为模式，从而提高管理者的情景判断能力，及其能力、行为要素的整合应用水平。

尤克尔曾总结了领导力发展方面的相关研究

[20]


 ，他指出，重要的领导开发活动经常包含在日常任务的执行中或与工作过程密切相关，如多渠道反馈、发展性指派、工作轮换、行动学习、试错学习、执行官教导、寻求挑战性任务，对既定的答案进行质疑，学习以多种视野观察事件等。马丁等的研究表明

[21]


 ，企业高层领导的能力发展往往是嵌入工作流程中的，其中反映（思考）、观察、试验、履行岗位职责、核查信息、讨论、对话、反馈、询问特定问题、发展个人愿景、行为复制等是典型的能力开发方法。本尼斯和托马斯则提出一种领导力发展的“熔炉”（crucible）方法

[22]


 。“熔炉”代表着个人一生中的某些“特别考验”，往这个熔炉中“投入的原材料”是个人特点和情景特征，“产出的金子”则是个人最终发展出的领导能力。其中的“特别考验”包括一些艰难的过程、难忘的经历以及刻骨铭心的事件等，这些特别经历对个体的信念、耐心、恒心、意志以及能力都具有重要的塑造作用。如果能从中体会出积极的、不同寻常的意义，就会获得自我超越以及能力的显著提升。将领导者个体置于真实的问题情境中，推动其基于任务参与的观察、揣摩和实践，通过经历描述、定义和分析问题，产生、获得和执行解决方案来提高领导力是尤克尔、马丁和本尼斯等领导力发展研究的重要结论。在基于实际问题解决的组织开发情景中，管理者成为多样化知识、技能和行为的存储和协调器，通过获取个人体验和经验，形成双环学习，将有助于其个体领导能力的有效发展。



总结



变革时期的企业领导者必须面对现代企业生存和发展产生的全新需求，在这种背景下，培养和开发有效的管理和领导方式吸引了多方面人士的注意和探讨。对德鲁克关于21世纪管理者和领导者相关理论的吸收和借鉴，对在当前复杂变化环境下，如何形成现代管理者有效的领导方式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示。本文在总结、归纳德鲁克关于管理者的内涵、工作定位、领导素质与能力特征属性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探讨现代企业管理者的领导力特征及领导力发展途径，希望对推动现代组织复杂变化环境下领导力的相关研究有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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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作者：刘燕，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赵曙明，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转型经济下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若干问题研究（70732002）”的资助。）

进入21世纪后，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组织间竞争态势的剧变向CEO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面对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许多昨天的经验和模式，已不再适应今天以及未来的需要，CEO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的压力。彼得·德鲁克在他作为一位“旁观者”的最后岁月里，敏锐地察觉到CEO的角色正变得越来越重要，组织的领导者几乎不能犯任何错误

[1]


 。因为，对组织的生存发展而言，做正确的事是正确做事的前提，而能否选择正确的事去做，取决于组织的领导者尤其是CEO们的正确决策。

德鲁克说：“一直以来，我与几十个甚至几百个企业的领导者们讨论过他们的角色、他们的目标以及他们的绩效，其中既有来自于大公司的经理，也有小公司的领导，有的组织机构遍布全球。”

[2]


 事实上，德鲁克的管理咨询生涯中所服务的也大都是公司的总裁阶层，其中不乏人们所称道的CEO的楷模，早期的如通用汽车的斯隆，后来的如通用电气的韦尔奇等。尽管德鲁克自己曾不无揶揄地说，如果谁从他那里得到了问题的方案，那他肯定是讲错了什么。但事实上却有许多CEO即便只是与德鲁克进行过短暂的交谈，都能体会到一种顿悟的满足，以至于有人说只要德鲁克一开口，管理的丛林中就会竖起无数的耳朵在倾听。而全球企业的CEO中，声称读过德鲁克著作并受其思想影响和启发者，更是不计其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鲁克生前就被尊称为“CEO的导师”。

虽然德鲁克先生并没有关于CEO管理的专门著作，但与CEO有关的管理思想却在其多部著作和文章中有所涉及，比如关于CEO的角色、任务、选拨标准、绩效评价、薪酬、激励和控制机制，以及如何开发CEO的领导力等。宝洁公司CEO雷富礼是德鲁克管理思想忠实的追随者和实践者，他告诉人们，在德鲁克生命的后期，集中关注的主题就是CEO的角色问题，并称之为“德鲁克没有完成的篇章”。德鲁克先生曾经对CEO们的忠告及其相关的管理思想，如今在管理实践的检验下，正在释放出更加耀眼的理论之光。在他言简意赅、通俗晓畅的陈述中，蕴含了深邃而精辟的思想，正如他所特有的“德鲁克式问题”一样，看似与问题相距甚远，却总能够激发人们去深入思考其中的含义，领悟其中的精髓并进而指导管理的实践。

德鲁克曾经预言：CEO的角色问题将是下一个管理研究的重要领域。本章在对德鲁克先生生前大量著述中有关CEO管理思想进行文献回顾的基础上，结合Elizabeth Haas Edersheim（2007）在《没有完成的章节-CEO的角色》一文中关于德鲁克的CEO角色理论的论述，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视角，对德鲁克先生关于CEO的管理思想进行系统的归纳、解读和评析，以期引起人们对CEO管理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更多关注。



从时间管理到自我管理



德鲁克（2004）在《CEO的角色》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提醒人们：“CEO们对于机构中其他人的工作负有最后的责任，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工作-然而管理研究却没有过多地注意到这一点，不管组织是企业、非营利机构、教堂、学校或政府机关；也不管机构是大是小，是全球性的还是地方性的，这种工作都是相同的，只有CEO可以做，而且CEO必须去做。”

[3]


 CEO的工作既关乎到外部，也关系到内部，同时还必须成为外部与内部联系的桥梁和中枢。对组织内部要关注成本，对于组织外部要关注结果。现实中的组织存在诸多的利益相关方-从内部员工、管理团队、工会、董事会、投资者，到外部的顾客、供方、合作伙伴、政府以及立法机构、非政府组织、媒体等，所有相关方对组织的利益诉求几乎均聚焦于该组织的CEO身上，CEO的任何决策甚或一言一行都在影响着相关方的利益，由此而赋予CEO的工作如此繁重，使任何一个恪尽职守的CEO每时每刻都感受到深深的工作压力。

德鲁克早在1954年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在《管理的实践》一书中，用专门的章节讨论了CEO和董事会。他指出CEO的工作需要细致地、系统地予以安排。因为他们的一天像任何其他人的一天一样，也只有24小时。只有对工作进行了彻底的研究才能防止组织整体的混乱。只有系统地安排应优先考虑的事项，才能防止CEO将他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而忽视至关重要的事情，

[4]


 因为时间是个限制因素。任何流程的输出量都会受到最紧缺资源的制约

[5]


 。而时间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每个工作者最紧缺的资源，对CEO们来说，这种资源尤其稀缺。如果时间资源不能得到最佳的配置，不能得到最大化的利用，不仅影响到CEO的工作效率和效果，还会进而影响到整个组织的绩效。但现实中，并非每个CEO都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或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案例1】在中国无锡一家产值近20亿元人民币的民营企业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该企业的CEO计划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而变革原有的管理模式，将公司的职能部门整合为管理和经营两大系统，在经营系统内按产品划分为薄板、彩板和基板三个业务单位，每个业务单位具有各自独立的营销、生产、研发、技术、设备维护、质量和采购等功能。公司根据年度的经营目标分别对每个业务单位采用承包经营的方式。这个CEO的工作方法是：坐在公司办公室主任的座位旁，分别向其口述三个协议的条款和内容。由于没有与当事人进行充分的沟通和讨论，该协议受到了三个业务单位承包人的一致反对。后该协议虽经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起草，但最终没有达成。半年以后，承包经营协议仍在起草中。在这期间，由于管理模式的改变已经导致企业的管理人员出现思想波动，大家都在等这个协议的出台而无心处理客户订单和生产运营的问题，有两个车间甚至干脆停产。

【案例2】通用电气现任CEO伊梅尔特说：“一般我在一个月里或一个星期里，差不多30%～40%的时间都在跟人打交道，跟人交流、沟通。在克劳顿村-我们的领导力发展中心里传播我们的企业文化，这是CEO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然后用差不多20%的时间访问我们的客户……这样加起来，差不多就是60%的时间了。”

[6]




以上两个案例都是关于CEO如何进行时间管理的问题。前者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结果是吃力不讨好；后者则懂得如何按照事情的轻重顺序合理分配自己的时间。因此，如何对工作进行有效的时间管理，是许多CEO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德鲁克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中对如何进行时间管理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是这样指导那些日理万机的管理者的，他说：并不一定一开始就着手工作。管理者要记录时间、管理时间和统一安排时间，他们应将自己可以支配的断断续续的时间汇合成大块的可以持续的时间单元。德鲁克赞赏杰出的法国实业家和管理学者罗尔夫·诺德林提出的运用科学管理的原理采用“秒表记录总经理的工作日”。他提出，解决时间问题的基础在于计划，CEO要按照计划实施自己的工作，只有计划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然而，我们需要补充的是，计划是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由于组织外部的不可控性，落实计划常常非常困难。相对可行的选择是CEO应该首先认清并定位自己的工作角色，并在自己的角色范围内有效分配工作时间。不过在现实的管理实践中，并不是每个CEO都非常清楚地对工作角色有清晰准确的认知，有效的时间管理也就往往无从说起了。例如，董事长做总经理的事情、总经理做部门经理的事情、部门经理做普通员工的事情等现象在许多企业中比比皆是，这种现象正是角色错位的必然结果。在德鲁克看来，一个CEO至少要扮演三种角色，一种是“思考的人”，一种是“行动的人”，一种是“出头露面的人”，

[7]


 这三种角色同样重要，都必须完成，而且未来CEO还要成为一流的分析家和综合家。正是由于CEO角色的多样化，加之时间资源的稀缺性，CEO的管理工作效能还需要更细致地加以研究。

CEO们应当从“认识你的时间”到“认识你自己”并“管理好自己”。德鲁克（2003年）说：“管理好自己是管好别人的前提。”“我们每个人都要管理好自己”，“伟大的成就者始终管理他们自己，而这也正是他们成功的原因”

[8]


 。在这里，德鲁克的思想触角渗入到了哲学的领域。通常，由于“只缘身在此山中”而缺乏参照，人们往往失去自省能力，从而使“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成为一种常态。而那些“只缘身在最高层”的人们，更是容易被“浮云遮望眼”。德鲁克认为那些失败的CEO们本来都有被证明了的能力及成功管理的经验，但从个人角度来说，他们是失去了自我管理的能力。对这个论断，我们无论从美国还是中国，都不难找到因CEO缺乏自我管理而将企业毁灭或带往毁灭边缘的典型案例。

德鲁克本人的职业生涯超过了75年，他也见证了无数个成功和失败的职业经理人的案例，因此，他对于未来可能要工作超过50年的管理者提出忠告，要人们思考什么时候和怎样去改变自己的工作。“事实上管好自己就需要你像个CEO那样去思考和行动”。

[9]


 他也承认，不可能每个人都成功，哪儿有成功，哪里就必然会有失败。但这并不能成为一个人放纵自己的理由，对于更多人的人生福祉具有重大影响的CEO来说，更是如此。德鲁克认为，有效的自我管理要求人们首先认识自己的长处，然后问自己怎样去更好地表现自己；要明确自己的价值观，并且了解是否与组织的价值观共容；知道自己属于哪里，可以使人抓住机会并有突出的表现；自己必须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对于关系是否负有责任，下一步自己该做些什么；只有那些把自己的工作生涯看成是自己和社会的机会的人才会成为真正的领导者。德鲁克先生堪称成功进行自我管理的榜样，赵曙明教授如此评价他的恩师德鲁克先生：“先生的多产、智慧、洞察很容易让人产生天生英才的感慨，殊不知先生付出的努力远远超过了常人。正是由于先生超乎常人的对事业的无比热情，特别是对于完美的不懈追求才造就了先生的很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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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实践中，我们同样很容易从一些优秀的CEO身上发现这些共同的特质。



从个人魅力到领导力



德鲁克一直反对人们关于领导者的个人魅力的提法，这与我们传统的思维习惯不太一致。在一般人的意识里，关系到企业家或领导者，言必称个人魅力，把领导者的成功归结为其个性及魅力得到下属的认可和追随是重要原因之一。在传媒尤其是影视影响力日益强大的今天，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人们更容易把成功的CEO“明星化”、“超人化”，把无数“高、大、全”的光环套在他们的头上。如果没有事实的披露，人们很难把口吃与韦尔奇、邋遢与巴菲特、大学肄业与盖茨、干瘦与王永庆等联想到一起。

【案例3】江阴一家上市公司的总裁五短身材、其貌不扬、穿着随意、神情萎靡，而他的集团公司办公室主任则是部队转业、气宇轩昂、西装革履、热情外向。不仅在国内多次发生过来宾把总裁和办公室主任身份倒置的事，到日本参访时，也发生过日方陪同人员盯着主任殷勤介绍，而将总裁冷落到一边的故事。

【案例4】常熟一家日资企业的社长是一位性格暴躁的70岁的日本老人，对员工尤其是管理人员态度极其粗暴，动辄痛骂呵斥。有一次，在巡视生产线时，发现一名员工没有按设备安全操作规程作业，他冲上去拉开员工，关闭机器，并回手甩了员工一记耳光。然而有趣的是，在老社长回国退休时，公司的很多员工依依不舍，洒泪惜别，包括那些挨过他骂的人和那名挨过他打的员工。据该公司员工介绍，老社长虽然性情暴躁，但从来没有冤枉过部下，当部下改正错误或业绩突出后，总能得到他的器重、提拔或嘉奖；而挨过他打的那名员工如果不是老社长及时发现并关闭设备，已超过安全临界值的设备很可能发生爆炸。

德鲁克认为，领导力与魅力无缘。领导是世俗的、平淡无奇的和枯燥乏味的，它的本质是绩效。领导是一种手段，领导所要达到的目的是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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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德鲁克用希特勒作为反面的例子，说明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却使人类遭受到有史以来最多的灾难和痛苦。相反，有力的领导并不依赖于超凡魅力。“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乔治·马歇尔和哈利·杜鲁门都是卓有成效的领导人，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具有比死马鲛鱼有更多的魅力”。这一点可以用德鲁克的效率与效能理论进行解释和验证，他强调经理人就是要追求效能和效率。延续了上面的观点，他还指出所谓的领导个性、领导风格和领导特征也是不存在的。在半个世纪里，德鲁克所遇到的有效的领导者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人。一些人非常自负，但是丝毫没有影响他的绩效；一些人非常谦虚，结果同样如此。但是德鲁克在回忆起他所合作的CEO当中，最有效的人是那些“寂寞的只是听从自己内心声音的人”。他们全部都不一样，唯一共同的特征就是没有“个人魅力”，他们从来不用这个术语或者它所指代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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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顶级的美国企业中，没有什么人能够像斯隆那样获得广泛的尊重，人们对他充满了敬仰之情，但是他总是离群独处，落落寡欢。他解释说：“作为一名CEO，为人处世必须客观公正，不可厚此薄彼，拉帮结派。”斯隆对德鲁克说：“领导者必须具备脱俗的气质，他的任务就是把握大局。所以不能根据自己的好恶行事，甚至对工作上的一些具体做法也不应过问，在公司中如果结交了朋友的话，与他们聊些与工作无关的事对其他人来说有失公允。至少有人会产生那样的感觉。生活在孤独之中，这样的日子并不好过，我的生活恰是如此，对于一名最高领导者来说，孤独就是他的宿命。”斯隆的这段话饱含深意，既是一个成功的CEO对自己实践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是一个明智的管理者对于后来者的告诫。

领导者的个人魅力往往可以带来组织的和谐。但在德鲁克（1966）看来，管理追求效率，而非关注和谐。他说：“在以工作或任务为主的环境下，如果我们不能有所成就，那就算我们能够与人和谐相处，愉快交谈，又有什么意义呢？”不过，以中国式的管理观点来看，有效率的和谐也许是管理的终极目标，效率是手段，和谐才是目的。

个人魅力既然不能等同于领导力，那么CEO的领导力从何而来呢？作为CEO导师的德鲁克先生，以他敏锐的洞察力加之大量咨询案例的积累，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归纳和诠释。1947年，德鲁克就有如此定义：管理就是领导。在那之后，在管理学领域，没有任何一个话题像“领导”一样得到更多的关注。领导与领导学会（Leader to Leader Institute）主席费朗西斯·赫塞尔宾说：“我总是引用德鲁克的观点，这是我的点睛之笔，因此人们总是记住他而不是我。”

CEO是组织的最高领导。德鲁克（1996）认为领导者是实干家，领导是一种工作，领导力表现为绩效。可能有天生的领导者，但是肯定很少，领导力必须被学习，也可以去学习。德鲁克以他的切身体会告诉人们，有效的领导者都知道以下四件简单的事：①领导的唯一定义是有跟随的人，所以他们要赢得下属的信任，而信任是建立在领导者言行一致的基础上；②有效的领导不是被爱和受钦佩的人，他是使他们的跟随者做正确的事的人，受欢迎不是领导力，结果（绩效）才是；③领导是可见的，因此领导者要树立榜样；④领导不是地位、头衔、权力和金钱，而是责任。因为领导者最终要为组织承担责任，所以他们不应嫉贤妒能，而是要开发下属的能量，充分地利用他们并给予鼓励和监督。有效的领导几乎始终进行如下的思考：我们需要做些什么？什么是我们能做和必须做的事？组织的任务和目标是什么？是什么构成了组织的绩效和结果？这几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可谓是德鲁克的经典问题，任何一个组织如何能够明确而肯定地回答这几个问题，就说明他们理解了自己的使命、目标并且可以据此确立达成目标的途径和方法。

作为组织的CEO，处于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中枢地位，必须面对政治、经济、文化、市场、顾客、投资者等多方面不断变化的要求，也必须不断地审视组织内部资源和能力的变化，应该用心对这几个问题进行不断地思考，给出答案，制定新的战略并且引领组织向前迈进。突破过去、创造未来，这正是德鲁克（1985年）所强调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他认为，衡量领导力的最重要的标准是预见和投资于明天机会的能力，CEO对于德鲁克经典问题的再思考正是创新得以进行的基础。他的“创新就要懂得放弃”的原理得到了CEO们普遍的认同，直到现在也是管理者频繁引用的观点之一。通用电气公司CEO杰克·韦尔奇就是运用德鲁克创新方法于管理实践的最好例证。



从反对天价薪酬到关注领导素质



一段时间以来，媒体沸沸扬扬地讨论着上市公司CEO天价薪酬的公平性。在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中，华尔街的金融家们几乎成为众矢之的，其天价高薪更是备受人们的谴责。当华尔街的几个CEO坐着私人飞机到华盛顿向政府求救时，在美国国会遭到了议员们的痛斥和拒绝；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也对华尔街的高薪提出指责，并在批准的援助法案中附加了对高管薪酬封顶的条例。

【案例5】美国独立撰稿人沃德称，在2008年4月百年投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后的周日，雷曼CEO富尔德来到雷曼大楼的健身房健身，首先被雷曼老员工暴打一顿。沃德看到那人出手后，自己也忍不住走过去揍了富尔德。有趣的是，美国这样一个法治国家，记者和雷曼员工打了人后，警察竟然没有逮捕这两个打人者，美国主流媒体中也没有同情富尔德的。

【案例6】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的CEO马明哲，2007年的薪酬为6600多万元人民币，但在中国汶川地震后，尤其是美国金融风暴中传出平安保险投资富通失败血本无归的亏损消息以及平安股价暴跌后，马明哲因中国最高年薪酬陷入“高薪门”而饱受公众和媒体的追问和指责。2009年3月，尽管马明哲宣布其2008年的薪酬为“0”，但似乎仍然没有得到人们的尊重或谅解。

【案例7】为避免美国最大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在金融危机中崩溃，美国政府先后向其提供援助资金1700亿美元，但巨亏中的AIG却在2009年3月13日向危机制造者金融产品部门发放1.65亿美元的巨额奖金，最高者达650万美元，理由是依据合同办事，而且考虑留住人才。消息一出，美国上下一片哗然。3月1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怒斥AIG的困境源于自身的“不计后果和贪婪”，并指示财政部长盖特纳通过杠杆工具和一切合法手段，阻止AIG发放这笔奖金。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表示，“在谈论AIG问题时，我曾多次摔了电话，我理解为什么美国人感到愤怒，纳税人的钱最后流到了做出这些可怕赌博的人手里，这是绝对不公正的”。据英国《泰晤士报》网站2009年3月18日报道，美国国际集团3月13日管理人员领取1.65亿美元奖金所激起的民愤，有可能“淹没”这家保险公司，并对奥巴马新政府造成严重损害。在康涅狄格州的AIG金融产品公司办公楼外有武装警卫站岗，近来这里不断收到死亡威胁，一些雇员已经辞职或者拒绝来上班。另据英国《卫报》网站2009年3月17日报道，美国一向性情平和的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斯利拒绝为建议AIG高管切腹自杀而道歉，AIG在美国国会引起的愤怒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每当屡禁不止的连续出现公司为追求盈利而祸害投资者或百姓的败德行为时，企业领导人的形象就会饱受质疑，而那些天价薪酬的CEO们更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对于这种现象，“管理大师中的大师”德鲁克早就提出过警告。1954年，德鲁克在他的《管理的实践》一书中，通过《哈泼斯》杂志（1954年4月）的报告向读者表达了他对CEO天价薪酬强烈反对的意见。报告中写道：“在一家公司内，如果最高行政主管得到的薪水高达几倍于支付给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人物的薪水，你可以确信，这家公司的管理十分糟糕。”这个意见得到股神巴菲特的投资实践的验证，巴菲特对那些天价薪酬或期权的CEO所在的公司一向是避而远之。

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说，企业的薪酬制度应建立在完善经理人的约束机制基础上，既要产生激励，也要体现公平，对CEO也不例外。德鲁克关于CEO薪酬管理的思想，首先是出于他对CEO工作任务的思考。他认为企业的CEO担负着太多的工作和责任，不应该是一个人来运作而应是一个团队。因为CEO是“孤独的”，他们必须交流信息和学习知识；CEO的时间和精力资源是有限的，必须有人分别扮演各种角色，各司其职；还因为CEO的团队是一种培养机制，可以有效解决CEO的继任问题。基于以上逻辑，德鲁克认为“CEO班子”的薪酬差距不应那么明显。他引用摩根（JP Morgan）1906年所说的话，“如果一个公司CEO的薪酬高于员工平均薪酬的20倍的话，我不会对它进行投资”，他认为这个原则仍然适用。不过，德鲁克话锋一转，以自己的职业经验告诉大家，在他所认识的相当多的CEO中，没有人把自己当成超人，他们创建团队并成为团队的领导。其次，德鲁克带着强烈的情感谴责CEO的“天价高薪是严重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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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破坏了组织的和谐，割裂了社会的整体，影响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对于德鲁克的立场，企业界一直存有争议。Wartzman和Rick（2008）如此解释道：“因为德鲁克相信最好的领导是理解伴随他们权威的是沉重的责任而不是特殊的待遇”。德鲁克无法接受CEO一方面获得巨额进账，另一方面却在解雇成千上万的员工的举动，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精神伤害，“在道义和社会公正方面是不可饶恕的”。德鲁克先生作为“经营哲学家”和“公司社会的缔造者”，他强调的是经济生活中的价值、责任、自我控制、社会完整、社区、目的、尊严、意义……他认为管理技术不是去实施等级和特权，也不仅仅是“做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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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要寻找到具有一定胜任力的CEO，同时又能以适当而不是天价的薪酬来留住他们，这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难题之一。由于人才资源的匮乏所导致的企业之间的竞争，德鲁克自己也承认他的薪酬准则很难付诸于实践并获得发展，那些坚守他的准则的人可能招不到好的CEO。不过他是一个信念坚定的人，他说“也许我是最后一个声称科学公正的CEO薪酬计划可以被制定的人”。他没有放弃所订正的标准，认为那是对组织和整个社会的健康都有益处的事情。德鲁克胸怀博大，高瞻远瞩，他自始自终都把组织置于社会与时代的大背景下加以思考，“企业首先要有经济业绩，其次要承担社会责任”是他的管理思想的着眼点。也许，在德鲁克看来，围绕“领导力是一种绩效”这条贯穿于其CEO管理理论的思想脉络，只有放弃天价薪酬的CEO，才堪称高素质的领导；只有高素质的CEO，才会执著于工作绩效而非天价薪酬。

德鲁克在他的最后岁月里，对CEO的素质问题倾注了更加关注的目光。经过Elizabeth Haas Edersheim（2007）与德鲁克的交谈与整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于CEO的深切期望。德鲁克以他多年的经验和领悟，确定了CEO所应具备的三种素质：

首先，CEO应有广阔的视野，思考并提出具体措施的能力。德鲁克的意思是说，CEO处于组织中的唯一位置，他们是联系内外的中枢，因此他们必须树立起全局观，他们不是专家而应该是统领，CEO必须回答德鲁克的那几个“经典问题”。CEO的视野决定了企业的经营业务，也确定了公司的发展进程。德鲁克的CEO视野理论的重点是识别组织外部环境中存在的机会。他指出，优秀的CEO要果断地摒弃那些不合时宜的假设，勇敢地引领组织进行放弃与创新，而这一切都需要借助于CEO敏锐的感知力来加以实现。

其次，CEO要具备影响组织特色和个性的能力。Elizabeth Haas Edersheim（2007）说：CEO要创造品牌，要关注他们为组织创建和留下文化遗产。“一个组织的领导者，也就是最高管理者，其最大的使命就是确立组织所特有的风格”。德鲁克在《下一个社会的管理》中写道：迄今为止，企业在其经济层面，即创造价值和工作岗位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在今后的社会中，企业及其他组织所面临的最大课题则是确立社会的正统性，也就是确立价值观、使命和理想。当德鲁克注意到一个个欺诈、违法行为的丑闻发生时，他坚定地认为，CEO对此声称并不知情的说法是十分无耻的，因为对自己的组织所发生的事情负责，是CEO的基本职责。

最后，CEO对个人与团体要有好的影响力。他告诫CEO首先要做人，包括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培养相互信任感、员工的认同感、创建和谐的社区。德鲁克的这一观点包含了深刻的人本主义思想。他强调人的重要性，并且鼓励企业建立一系列组织机制去贯彻员工是重要资产的理念，只有这样，组织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合作氛围。

对于如何开发CEO的以上三种素质，Elizabeth Haas Edersheim对德鲁克的管理思想总结出三个基本途径，并说CEO如果能够做到，就可以消除组织的大部分风险。

一是CEO要注意倾听和观察来开阔视野，经常对事物进行分析研究并花大量时间进行回顾和反馈。在管理实践中，我们经常发现许多企业的CEO因为往日的成功，走到哪里都有人垂首聆听教诲，久而久之骄气日升使自己逐渐丧失了初始的倾听能力、观察能力、研究分析能力和自我反省能力。在外部环境顺利时还显现不出后果，一旦外部突变或发生意外事件，往往措手不及悔之晚矣。毛泽东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孔子要求“君子应一日三省吾身”。在这里，古今先哲的思想与德鲁克的思想实现了中西合璧。而以丰田公司为代表的日本企业，极力倡导管理中的“三现主义”，即管理者应在“现场、现物、现实”中解决问题的工作方法，现代管理中MBW方法（Management By Walking）更从实践的角度验证了德鲁克管理思想中这条路径的正确性。

二是CEO需要审视自己的形象在组织中是如何传播的，要认识到自己是整个组织成员的榜样。CEO应当成为公司要求的第一恪守人，对公司倡导的信条必须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在管理实践中我们经常会发现，导致公司管理执行力差的原因之一就是公司CEO本身的执行力不强，因为在普遍存在的上行下效的组织行为机制下，CEO的任何言行都会在组织内被复制、放大和蔓延。

三是CEO在影响力方面要尊重员工，把组织当成一个需要关心和培育的有机体。“以人为本”是德鲁克管理思想的基调。经验学派的德鲁克的管理思想直接来自对现实的洞察，并经提炼后指导现实中的管理实践。这种治学方法与毛泽东“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思想异曲同工。企业的CEO们只有学会视员工为人而非机器或工具，视组织是由人组成的生命有机体，才会成为“有追随者”的真正意义上的领导，才会真正拥有对他人的影响力和领导力，才会得到员工积极主动的才智贡献，最终实现组织绩效的提升。

通过以上归纳和述评，我们不难看出，尽管德鲁克没有以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体系的框架对CEO的管理理论与思想进行阐述，但其洞见的方方面面却回答了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学科内的一些主要问题。“出离雕饰返天真”，这也许正是德鲁克这位“管理大师中的大师”魅力之所在。

德鲁克不是一位预言家，但他总能从已发生的变化中对未来做出准确的预测；德鲁克不是一位企业家，但他关于CEO的管理思想却使全球众多的CEO得到醍醐灌顶的启迪；德鲁克不是一位哲学家，但其管理哲学却能够跨越东西方的文化边界，在世界各地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并在管理实践中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而历久弥新；

[15]


 德鲁克不是天才圣人--他对自己的期许是“旁观者”，而人们却奉其所言为圭臬；德鲁克也不是一位宗教家，但在其著作中我们能感受到他一以贯之的对整个人类的终极关怀。斯人已逝，思想常青，我们从德鲁克的管理思想中，始终可以为企业的CEO们找到信心和智慧，也包括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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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全球的失业率不断增加，中国也不例外。尽管政府出台了各项政策帮助大学毕业生、农民工以及其他待业人员就业，但是效果不显著。鉴于此，如何提高就业率，保证人们的基本生活是政府关心的首要问题，与就业密切相关的问题--个人的可雇佣能力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可雇佣能力的提出以及德鲁克的贡献



可雇佣能力(employability)这个概念由英国著名社会福利改革家Beveridge(1909)最先于20世纪初提出。这个概念最初是指具有工作的能力，主要指体力方面

[1]


 ，后来美国学者对这一概念进行不断地填充和完善。到了20世纪50年代，为了引起社会对残疾人就业问题的普遍关注，可雇佣能力的主要研究重点放在了对残疾人就业的问题上，这里的残疾人不仅包括身体残疾人群，还包括那些有心理疾病的人群

[2]


 。

可雇佣能力原本的含义是指员工对于组织的态度，这种态度源自于组织为了提高弹性而开发员工的被雇佣的能力。可雇佣能力通常暗含着员工可能要更换目前的工作，具体来说，为了增加其受雇主青睐的程度，雇主帮助员工改变工作内容、更换部门或者对其进行培训

[3]


 。工作内容的转换是提高可雇佣能力的途径之一，因为它可以为员工提供新的工作经验和新的工作机会，以及新的工作目标。虽然员工可雇佣能力的开发是为了提高组织的弹性，但是员工在这一过程中也受益匪浅，如学者们经过研究发现员工的工作效率得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增多、员工满意度增加等

[4]


 。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开始逐渐衰退，受其影响，日本的企业也开始走下坡路。鉴于此，日本企业开始重新思考雇佣制度，最终日本企业放弃了德鲁克当年所支持的终身雇佣制（the system of all lifetime employment）（Beatty,1999）。（Jack Beatty.The world according to Peter Drucker.New York:Free Press,1999.）德鲁克（Drucker,1998）（Peter F.Drucker.Peter F.Drucker on the profession of management（Harvard BusinessReview Book Series）.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98.）通过对日本的研究发现，在技术日新月异、市场竞争风云变幻的当今世界，企业的商业生命恐怕经常要短于个人的就业生涯。以日本为例，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长达十多年的景气低迷。然而，日本企业战后最推崇的终身雇佣制，已经有结构性的改变。许多企业因为竞争的关系，难以给员工终身雇佣的保障，甚至就业人口中有1/4左右，是以短期派遣的方式雇佣，明显地反映出就业市场的改变。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德鲁克提出了终身可雇佣能力（lifetime employability）这个概念：既然终身就业无从谈起，那么通过扩大教育来提高个人就业能力，就应是一项营造新生产力的基础性工作

[5]


 。德鲁克强调，终身可雇佣能力是知识工作者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竞争优势。对个人来说，如果他的知识能力只能适用在一个特定的企业，他的受雇能力最狭窄。如果知识能力可以适用于一个产业，受雇机会就会扩大。当然，如果一个人的知识与能力可以适用于不同的行业，那这个人的受雇能力最广。所以，能够不断更新充实知识，对于一个人的受雇能力有直接的帮助。由于经济产业不断的变化，能够持续学习的人，自然就会有更好的就业能力，建立终身受雇的能力。终身可雇佣能力的建立要求一个人在知识与技能上的扩张，而缺乏学习的动机或诱因则是知识成长最大的障碍。当知识技能停滞时，结构性的失业随之增加。因此，社会需要提供诱因让个人愿意不断的学习。只要一个人愿意不断学习，增加就业能力，政府一方面可以透过税收，分享个人因为就业所带来的所得；另一方面，个人持续就业，政府社会福利的负担也可以降低。

我们认为，德鲁克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考察可雇佣能力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供给方”--劳动力提供者。该视角旨在强调，一方面个人通过不断学习从而提高可雇佣能力的意愿；另一方面社会通过提供各种机会吸引个人提高自身的技能水平以及个人在不同行业之间的弹性，最终的结果是个人通过学习获得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而社会也因此解决更多人的就业，从而达到双赢的目的。



可雇佣能力概念的内容及演变





概念的内容



Ronald W.McQuaid和Colin Lindsay（2005）将可雇佣能力的概念从字典解释和官方定义做出论述。在英文字典中，对可雇佣能力的解释是为了就业所具备的一系列特征。英国工业联合会将可雇佣能力定义为，可雇佣能力是个人为了满足雇主和顾客的需要而具备的素质，并且这种素质能够帮助个人实现抱负。英国政府也十分重视可雇佣能力，并将其定义为个人技能的提高过程，在工作的过程中，员工能够提高技能、学习知识并增强适应能力，从而不断提高员工的就业能力而不会被解雇。加拿大的劳动力开发委员会认为可雇佣能力是指个人的所有能力的集合，这些能力帮助个体在个人情况与劳动力市场情况相互作用中实现就业。北爱尔兰的研究学者认为，可雇佣能力的内容应该更加宽泛，他们认为可雇佣能力是个体的能力集合，这些能力使得个人能够自由进出劳动力市场，并通过稳定的工作挖掘自身的潜力，实现自己的愿望，对于个人来说，可雇佣能力取决于个体所具有的知识技能、工作态度、个人对劳动力市场的贡献、社会环境以及经济环境

[6]


 。Hillage和Pollard（1998）认为可雇佣能力的概念应该更加宽泛，它可以使得个体获得工作、持续工作、晋升、跳槽并发挥潜力，因此，他们将可雇佣能力定义为在劳动力市场中通过工作来发挥个人潜力的能力，对于个体来说，可雇佣能力包括知识技能、工作态度以及在找工作时将个人的资本向雇主展示的能力

[7]


 。

我们认为，可雇佣能力是指员工获得并保持一份有薪工作的能力。在不同时期人们对可雇佣能力的定义并不相同。在Beveridge（1909）提出这个概念的初期，人们把可雇佣能力看成是一个简单的二分体，一个人是否具备可雇佣能力，可以通过在劳动力市场中是否找到相应职位来说明，一个人被雇佣就表明这个人具备可雇佣能力。而今天，人们往往把这个概念定义为个体能力的集合，强调的是员工个人技能的提高、潜力的发挥以及心理满足感增加的过程。



概念的演变过程



可雇佣能力这个概念首次出现于20世纪初期的英国，Beveridge（1909）最先于1909年引入可雇佣性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最初的定义是指具有工作的能力，主要指体力方面

[1]


 。20世纪50年代，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十分缺乏技术工作者，因此，可雇佣能力的研究对象转向那些残疾人或者有心理疾病的人群

[8]


 。

Ronald W.McQuaid和Colin Lindsay（2005）将可雇佣能力的概念演变过程分为七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分支可雇佣能力，具体来说，这个阶段的可雇佣能力分为两个极端，就业和失业，因此可雇佣能力的研究对象应分为两类，即就业者和未就业者，就业者是指有工作能力的那些人，未就业者是指不能工作的、需要帮助的那些人。第二个阶段关注于可雇佣能力的社会医疗方面，这一阶段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英国和德国。在这个时期，可雇佣能力指的是残疾人的社交能力、心理承受能力以及身体状况与工作时所需要的能力之间的差距。第三个阶段关注于政府的政策，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再次将重点放在残疾人的能力与工作所需要的能力之间的差距上，并制定一系列政策用于提高残疾人的可雇佣能力。纵观20世纪60年代的关于可雇佣能力的相关文献，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可雇佣能力是新一阶段的可雇佣能力，称为流动的可雇佣能力。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可雇佣能力研究关注于劳动力需求方面以及从地区和国家层面上来讲如何提高就业水平，在这一时期，可雇佣能力的定义是一种客观的期待，希望那些渴望就业的人能够找到工作。第五个阶段的可雇佣能力研究开始关注劳动力市场，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可雇佣能力的研究重点主要在劳动力市场方面，它关注政府干预后劳动力市场的改善情况、临时工的工资情况以及劳动者参加一系列提高可雇佣能力的培训后所产生的效果。第六个阶段是可雇佣能力的初步探索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人力资源开发的相关文献中形成了初步的可雇佣能力这一概念，具体来说，可雇佣能力要求能够反映出成功的职业生涯所需要的技能以及员工转行的灵活性，研究重点在个体身上，对于个人来说，应在工作中不断提高技能并形成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从而为跳槽做出必要的准备。这一概念与德鲁克提出的终身可雇佣能力是一脉相承的。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可雇佣能力的研究偏重于个人行为方面，这一时期的研究认为一个人的可雇佣能力与其他人的可雇佣能力是相关联的，并且和劳动力市场中的机会和规章制度都是有关系的。目前，针对可雇佣能力的研究比较多，研究的重点主要在工作时间与非工作时间之间的平衡、通过不断学习而形成的个人发展，以及个体对组织目标的关注程度

[6]


 。

本章认为可雇佣能力的演变过程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全面的过程。早期的可雇佣能力关注的仅仅是就业和失业问题以及残疾人和非残疾人的就业能力问题，并以此作为鉴别可雇佣能力的标准。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研究的步步深入，研究人员发现仅以此作为标准似乎并不可靠，应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比如政府、劳动力市场、企业以及个人行为。演变过程如图30-1所示。




图30-1 可雇佣能力演变过程



研究的目的



可雇佣能力的研究目标是双重的。从现实的角度来说，研究可雇佣能力是要帮助实现充分就业，提高工作质量和生产率，并提高劳动力市场的聚合力和包容性；从发展的角度来说，提高可雇佣能力是一项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帮助个体形成终身学习的习惯

[6]


 。在知识经济时代，竞争愈加激烈，可雇佣能力开始逐渐转向政府政策制定方面

[9]


 。本章认为，可雇佣能力的研究目的是三重的，不仅可以为政府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还能够为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提供意见，而且还为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提供新的思路。

20世纪50年代，可雇佣能力的研究对象是残疾人和有心理疾病的人群，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可雇佣能力的研究对象在不断的扩展和变化。目前，可雇佣能力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渴望就业的人群和已经就业但渴望更高就业层次的人群

[10]


 。由于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失业人员不断增加，研究者将研究对象设定为那些失业人群。我们认为，在以往的研究对象中，今后应更加关注渴望就业却长时间未就业人群以及多次失业的人群，这些人群对可雇佣能力的提高更具研究价值。



研究视角的演变





由单边向双边转变



可雇佣能力的内涵包括了供给方（个人）和需求方（雇主）这两个方面，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大多数的研究虽然在概念上认为可雇佣能力的两个方面，在研究设计时却仅仅关注于供给方，也就是仅仅关注于如何提高个人的技能和知识去适应雇主的需要，而忽视了从雇主的角度来探讨如何提高员工的可雇佣能力。这也体现在政府制定政策的方面，以往的文献显示，政府制定的有关劳动力市场的相关政策偏重于个人方面。Peck和Theodore（2000）指出，劳动力市场中偏向个人的单边政策并不能解决目前的失业问题和不公平问题

[11]


 。比如，关注供给方的研究主要涉及个人的转换技能水平、工作动机、个体的灵活性、获得信息的能力以及其他与个人相关的就业壁垒。同样，以往的研究有些也仅仅关注于需求方的作用，而忽视了供给方的作用。比如，雇主对失业的态度、培训和教育的水平、对残疾人就业提供的帮助的多少、税收制度能否消除利益陷阱以及该地区能够提供的工作岗位数量。

Ronald和Lindsay（2005）指出，可雇佣能力应该包含个人因素以及影响个人因素的环境因素，通过这两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帮助人们就业。一个人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从可雇佣能力的角度来说，一般有以下原因：首先是个人素质原因，比如缺乏合适的技能；其次是缺乏硬件设施，比如工作地附近的交通不方便，或者幼儿园等设施不齐全；最后是劳动力市场的因素，这其中包括了雇主的个人偏好等。Ronald和Lindsay认为这些因素都可以当成是个人因素，而外部因素主要指的是歧视，具体来说，某位应聘者具有雇主要求的一切素质，但是却没有被聘用，其原因是由于雇主对这位应聘者存在某些方面的歧视

[6]


 。Ronald和Lindsay（2005）认为这些因素都可以当成是外部因素，也可以称为外部就业壁垒。Ronald和Lindsay（2005）认为单方面探讨可雇佣能力的供给方是不正确的，这并不能解决目前的失业问题，而应该考虑个人因素和外部因素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相互作用，从而不断提高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这两方面的相互作用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讲：第一是能力，它包括基本能力（比如基本的技能）、中间能力（比如沟通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以及高层能力（比如团队工作能力和商业意识）；第二是表现能力，比如应聘时的表达能力、简历中体现出的表现能力等；第三是发展能力，指个人的职业管理能力，比如能否意识到自身的不足，能否判断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机会、制定决策的能力以及转换能力；第四是环境因素，主要指外部的社会经济因素、个人因素以及两者的综合因素

[6]


 。

Tony Gore（2005）认为可雇佣能力的研究不应只关注劳动力供给方，也就是个人方面，还应该关注劳动力需求方，也就是社会经济因素，比如劳动力需求量、雇主的行为等。他认为可雇佣能力是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不是单指个人技能，因此他建议雇主应给予员工更多的培训项目，这样做不仅对现有员工有益，同时可以形成雇主品牌，不断吸引求职者

[12]


 。

单边的可雇佣能力的研究是从狭义上理解可雇佣能力，而双边的可雇佣能力是从广义上理解可雇佣能力，Ronald W.McQuaid等人认为（2005）这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关注于劳动者是否做好就业的准备，后者关注于可雇佣能力是否与影响就业的相关因素有关联。两种研究都有其优点，关注于供给方（个人）的可雇佣能力研究能够提出一系列与就业相关的技能和政策，然而广义的可雇佣能力会考虑到那些影响可雇佣能力的其他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帮助那些在特定时间和情境下需要就业的人群和想要跳槽的人群

[10]


 。

研究视角的转变意味着研究人员关注的方面开始转变，以往的研究者关注的是劳动力供给方的技能如何依靠自身的学习来提高，并不断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变化和满足雇主的需要，从这一视角出发，可雇佣能力的决定因素在个人本身，包括自身所拥有的技能、知识以及学习能力。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人员将视角扩宽并加入了政府、企业以及劳动力市场等因素。政府作为劳动力政府的制定者，对可雇佣能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引导性作用；企业作为可雇佣能力提高的利益分享者，对员工可雇佣能力的提高负有重要的责任；劳动力市场是不断变化的，市场的走向决定着可雇佣能力的发展方向。从这个角度来看，可雇佣能力开始逐步融合政府、企业和劳动力市场，从单边向多边方向发展。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也不难发现，研究人员往往更加强调雇主在员工可雇佣能力提高方面所负有的责任，并为企业提出一系列意见和建议用于提高员工的可雇佣能力，从这一角度来说，研究的视角也可以是从单边转向双边。



由微观向宏观转变



早期的可雇佣能力的研究都是偏重于微观水平如研究个体能力等，如何提高个体的技能从而获得就业的机会。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影响可雇佣能力的提高不单单在于个人，还在于劳动力市场、政府政策等这些综合因素。因此，后来研究的重点开始从微观转向宏观，并不断加入了情景因素。

纵观早期的可雇佣能力的相关文献，不难发现，研究的内容都在个人的技能提高方面，比如，Hillage和Pollard（1998）认为可雇佣能力取决于个人的知识储备、技能、天赋以及他们如何将自身的优点展示给雇主

[7]


 。Yorke（2004）认为可雇佣能力是一个个体概念，是个人能力的集合，包括技能、理解能力和贡献能力，他认为毕业生的该方面能力比较强，因此更容易受到雇主的青睐，雇主雇佣这些毕业生不仅能够为企业做出贡献，还能为社会做出贡献并不断促进经济的发展

[13]


 。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人员发现，不同的雇主需要雇员拥有不同的能力，因此，可雇佣能力中的技能需要依据情景而定。也就是说，雇主对应聘者的技能要求是根据企业的性质、工作的性质以及工作内容来决定的，雇员的某些技能虽然很重要，但是对于不需要这种技能的企业来说依然是无用的。因此，后来，研究的重点开始转向可雇佣能力与情景因素的匹配

[9]


 。

另外，研究的对象也开始发生变化。过去的研究都是关注于就业问题，而忽视了失业问题，逐渐地，研究人员发现，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失业问题已经成为了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Marie-Pierre Moreau和Carole Leathwood（2006）认为失业问题应该看做是因为个人的技能跟不上时代变化的需要而造成的，解决之道就是终身学习，不断进步，跟上时代的变化，满足时代变化的需要

[9]


 。实际上，研究人员不仅关注目前失业的人群，更加关注那些长期失业的人群，他们的研究价值更大

[14]


 。

目前的研究重点开始转向政府的政策制定方面，也就是说，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研究可雇佣能力。Marie-Pierre Moreau和Carole Leathwood（2006）认为目前的政府政策建构了可雇佣能力的主要技能和知识，但是针对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机会以及个人受教育机会并没有做出相关的规定。还有学者认为，可雇佣能力应该是与劳动力市场相关的宏观概念，而不应是与个人能力相关的微观概念

[9]


 。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社会的进步使得可雇佣能力的概念变得越来越宽泛，需要考虑的因素也越来越多。第一，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信息技术在管理中的应用越来越普遍，由于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数字鸿沟也在不断地影响着人们的可雇佣能力。Colin Lindsay（2005）认为高水平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与网络和求职有着一定的相关关系。这里的经济资本主要指收入水平，文化资本主要指技术水平。同时，他建议对失业人群提供计算机技术培训可以帮助他们就业

[15]


 。第二，随着经济的进步，可雇佣能力所包含的技能也需要不断深化，Christina Hartshorn和Leigh Sear（2005）认为可雇佣能力不仅要包含旧的技能还应加入新的技能，这里旧的技能是指传统的与特定工作相关的基本技能，而新的技能主要指的是工作丰富化之后所需要的技能以及员工的竞争力

[14]


 。

我们认为，可雇佣能力的研究内容、研究对象以及研究重点发生了从微观到宏观的变化。第一，早期的可雇佣能力的研究内容关注于个体所具备的能力，而忽视这种能力是否为企业所需要，后来的研究开始加入企业的因素，主要考察员工的可雇佣能力如何、这些能力是否满足企业的需求，并且企业如何弥补员工能力与需求能力之间的差距。第二，以往的研究对象是那些已就业的人群，研究人员关注的是如何帮助这些人提高可雇佣能力从而使他们找到更好的工作，然而由于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失业率也逐渐增加，研究人员开始关注失业人群以及如何帮助这些人提高可雇佣能力并再次就业。第三，研究重点发生了变化，以往的研究重点在于个人，这种强调个人自身所具有的能力，而后来的研究发现个人受到所处的环境的深刻影响，并且随着信息化和数字化的普及，个人的可雇佣能力越来越受到多重外界因素的影响，比如信息技术和受教育机会等。



研究与实践展望



自2008年10月经济危机出现以来，随着失业人员的不断增加，可雇佣能力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在纪念德鲁克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本章在回顾可雇佣能力研究演变的基础上，对未来的研究与实践提出以下几点展望与建议：

第一，我国新劳动法的颁布使得雇佣关系变得更加透明化、合理化、人性化，劳动法有利于促进劳资双方的和谐劳动关系，有利于调节劳资双方的矛盾，有利于新型劳动关系的建立和发展。鉴于此，企业应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不断规范用人方式，做到企业与员工的双赢。

第二，企业应转变传统的职业生涯规划方式，转向无边界职业生涯管理。无边界职业生涯（The boundaryless career）概念由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教授Michael B.Arthur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指的是“超越单个就业环境边界的一系列的就业机会”。（Michael B.Arthur and Denise M Rousseau.“The boundaryless career:a newemployment principle for new organizational era”,in Denise M Rousseau,Michael B.Arthur,（eds）The boundaryless career:A new employment principle for neworganizational er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256-267.）与传统的职业生涯不同，无边界职业生涯强调以可雇佣能力的提升替代长期雇佣保证，使员工能够跨越不同组织实现持续就业。因此，企业应转变传统的理念和思想，使职业生涯管理工作更加透明化、合理化、公平化，并不断加强企业知识管理，帮助员工提升自身能力。

第三，德鲁克先生认为发展员工的终身可雇佣能力是未来的方向。企业应抛弃传统的长期雇用关系，提升员工的终身可雇佣能力。企业应使终身可雇佣能力的理念深入员工的思想中，加强员工培训，建立学习型组织，通过不断地学习提高员工的各方面能力，从而使得员工能够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为企业带来更强的竞争力。

纵观可雇佣能力定义的发展，可雇佣能力的含义越来越宽泛，研究目的也变得更加多元化。可雇佣能力的研究视角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发生了一些变化。正如本章提到的，研究视角从单边向双边转变，从微观向宏观转变。以往的研究关注于供给方（个人）能力的提高，而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逐渐开始关注需求方（雇主）对员工的培训和挖掘，从而双方共同努力致力于提高个人的可雇佣能力。另外，研究视角从单个企业开始逐步转向整个劳动力市场甚至整个社会环境，考虑的因素越来越复杂，这也符合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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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作者：陈万思，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费晴，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学生。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BSH039）、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06JD630002）、上海市社科规划系列研究课题（2009XAA003）的资助。）

劳资关系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五大理论学派，按照从政治趋向上的“右翼”（保守）到“左翼”（激进）的顺序排列：新保守派、管理主义学派、正统多元论学派、自由改革主义学派、激进派，分别代表5个典型国家的劳资关系模式。①新保守派。新古典经济学角度，美国模式，强调劳动力市场调节劳资关系，忽视劳资双方经济地位不平等的事实，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穆斯、吉尔德等。②管理主义学派。管理学角度，日本模式，对工会采取中立态度，强调改进管理模式，减少甚至化解劳资冲突，代表人物巴贝奇、泰罗、梅奥、德鲁克、西蒙等。③正统多元论学派。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德国模式，强调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平衡，重点研究劳动法、工会、集体谈判制度等，代表人物康芒斯、加尔布雷思、诺思等。④自由改革主义学派。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角度，瑞典模式，经济结构不公平导致劳资关系不均衡，应加大政府干预，代表人物希克斯、萨缪尔森、奥肯等。⑤激进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角度，西班牙模式（蒙作根体系），以建立雇员所有制为目标，代表人物巴兰、谢尔曼、霍奇森等。

其中，管理主义学派多由组织行为学者和人力资源管理专家组成。该学派更关注劳资关系中的员工，从员工的角度，主要研究企业对员工的管理策略与实践，强调劳资双方的相互信任和合作。德鲁克是管理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认为组织是社会一员，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劳资和谐是其重要任务之一；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员工成为一种新资本，合作型劳资关系在知识密集产业日益普遍；基于劳资合作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更强调以人为本，挑选、培养和激励知识员工是其核心工作。



作为社会成员的组织



德鲁克对于管理学的贡献，尤其对于组织管理方面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哈佛商业评论》编辑纳恩·斯通曾经在《德鲁克精髓》一书的导论中评论道，德鲁克的理论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是因为他注意到了组织管理方面重要的、持久的东西以及它们在一起发挥作用的机理。组织管理不仅仅是对组织内部的管理，还包含组织作为社会成员所应承担的责任。

德鲁克认为组织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与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是社会的组织。“没有任何组织机构可以独立于社会，并以自己为目的。”

[1]


 组织存在于社会环境之中，是为了社会而存在的，“只有在社会承认企业不是形同虚设的，而是有必要存在的、对社会有用的以及具有生产效率的时候，企业才能得以存活。”

[1]


 通过为社会服务，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组织才得以生存下去，所以组织离不开社会。同样，社会也离不开组织。组织的生存对于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公司作为经济的组织，公司作为人的组织，以及公司作为日益重要的社会组织，是过去半个世纪里发展出来的三种公司模式。”

[2]




组织管理建立在社会运作基础上，组织管理的目的是通过满足社会需求实现组织的盈利。正如德鲁克所说“通过某种解决方案，使社会问题转化为商业机会，并以此在满足社会某种需要的同时为社会机构服务，这本身就是企业的职责。”

[1]


 组织应该“把社会的需求视做能够给企业带来利润的机会。”

[1]


 而“目标决定着企业的机构，决定着企业必须进行的关键活动，并且最为主要的是，目标决定着对人员工作的安排。”

[1]


 “企业目标必须具有可操作性。它们必须能够转化为各种特定的工作目标和特定的工作安排。它们必须能够成为促进工作、获取成就的基础和动力。”

[1]


 作为典型的经济组织，企业明确盈利目标，将有助于工作的安排、管理，有助于组织以及社会的运作。

“在以大公司为代表性社会机构的工业社会里，同样重要和同样基本的是，公司的组织方式使它作为一个机构而能够运作和生存，使社会实现其基本承诺和信仰，使社会能够运作和生存。”

[3]


 不仅仅是工业社会，现代社会更是如此。随着社会的发展，组织的社会化也在不断延伸。“现代的组织生存的前提是为了向社会提供特定的服务。”

[1]


 组织要想生存，“必须置身于社会中，必须置身于社会团体中，必须与周围的'左邻右舍'和睦相处，必须根据它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行事。”

[1]


 一个脱离了社会的组织是很难生存下去的。员工既是组织成员，也是社会公民。为了使社会更好地运作，组织的管理方式必须以劳资和谐作为基础，建立符合社会期望的组织文化，使组织实现社会的价值。

组织管理除了确立目标和价值观之外，还必须承担组织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组织的社会责任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体现社会成员的价值。人通过实践，从而实现自己的目标、价值、成就感，而组织正是提供给社会成员的一个这样的载体，正如德鲁克所说：“大型企业必须实现社会的基本承诺和信仰--让社会成员的价值得到体现。”

[4]


 其次，承担与组织相关联的人和事的全部责任。组织并不是独立的，它有着许多社会关系，组织如果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承担社会责任。正如德鲁克所说：“无论涉及什么人和什么事，每个组织都必须承担起影响雇员、环境、顾客的全部责任。这就是组织的社会责任。”

[5]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满足社会的需要。“只有当企业做出了有利于社会的事时，才可以认为它的行为是正当的。”

[1]


 正如德鲁克所说：“组织机构实际上是社会的一个部分，它们必须在社会环境中才能生存，所以社会问题会影响到组织机构。”

[1]


 组织为了更长远的生存，必须关心社会问题，想办法解决社会问题，承担其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而劳资关系是与公司关联最为密切的社会问题之一，既关系着公司与员工利益，也关系着社会福利。



面向知识员工的合作型劳资关系



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资源的构成发生了变化。1968年，彼德·德鲁克在其著作《断层时代》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德鲁克认为：“知识是个人和整个经济的基础资源。土地、劳动和资本--经济学家所说的传统的生产要素--其作用并没有消失，但已经退居次要地位。”

[5]


 这导致组织人员构成也发生了变化，组织已不再仅仅以体力劳动者为主要人力资源了。“在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中，机器操作工、泥瓦工和农民等直接生产劳动者所占的比重正持续下降。会计、工程师、社会工作者、护士、各类计算机专家等，教师和研究人员等'知识员工'的比重上升最快；其中，管理人员尤甚。”

[6]


 全球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知识密集型产业飞速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占经济总量的比例降低，正如德鲁克的描述：“今天的情况就不同了，到处都是从事脑力工作的机构，而且都颇有规模。”

[7]


 知识员工的出现，人力资源结构的改变，使得劳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

知识员工不同于体力劳动者。首先，知识员工的工作绩效取决于其掌握的知识。“要想用体力劳动的尺码来衡量脑力劳动是绝对行不通的。”

[7]


 知识员工是专业人员，掌握某一（几）类专业知识的程度大大影响他们的工作绩效。因为“知识员工并不生产'实物'，他们创造的是想法、信息和概念。”

[7]


 “实际上，只有当知识员工学会了如何做好一件事时，即掌握了某种专门知识后，工作才能卓有成效。”

[7]


 其次，工作上的成就能促使知识员工更乐于工作，增强工作热情。德鲁克认为：“知识员工的工作动力取决于他的工作效益，取决于他在工作中是否能有所成就。如果一个人的工作缺乏效益，那么他对做好工作和做出贡献的热情很快就会消退。”

[7]


 所以，要提升知识员工的效率，必须丰富其工作责任，提高其成就感。再次，知识员工具有很大的流动性。“越来越多的专职雇员，对于他们必须采用适合志愿者的方法来进行管理。当然，他们是领取报酬的雇员。但是，知识员工具有很大的流动性，他们可以离开组织，因为他们拥有属于自己的'生产手段'--即他们的知识。”

[1]


 而“一个组织越是成为知识员工的组织，其成员脱离该组织并参加其他组织就越是容易。”

[5]


 因此，如何吸引和留住知识员工是组织需要考虑的棘手问题。德鲁克认为：“知识是一种高品位的资源，知识员工是宝贵的财富。”

[6]


 因为知识员工是知识的载体，是知识经济社会的最重要人力资源；而随着知识社会的发展，知识员工在组织中特别是知识密集型企业中越来越重要。

代表脑力劳动的知识员工与资本之间的关系，显然不同于体力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面向知识员工的劳资关系不再是紧张的直接对立的冲突关系，而应该是一种和谐的互为依存的合作关系。德鲁克认为“知识员工及其组织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崭新形象。”

[5]


 即新型劳资关系将会以一种“合伙人”的模式发展。所谓“合伙人”，是指资方与劳方保持着一种合作的工作模式，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劳方即知识员工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资方工作，尽自己的职责，出色完成工作以获得资方的认可，工作的成就满足感；资方通过“营销”手段留住和吸引劳方为其工作，更好地经营组织。而建立合作型劳资关系模式，需要劳资双方共同为这一目标付出努力。

就知识员工而言，他们的目标就是实现自己的最大工作绩效。因为“发挥效能是知识员工的职责。”

[5]


 知识员工改善绩效，主要可以通过两方面努力来发挥效能，满足资方的要求。首先，通过自我管理提高工作成效。德鲁克认为“越来越多的普通劳动者和知识员工必须进行自我管理。他们必须把自己定位在他们能够做出最大贡献的位置上，必须学会自我发展，必须学会在50年的工作生涯中保持心理上的青春和活力，必须知道如何和何时调换自己的工作、工作方法和工作时间。”

[5]


 这样才能在没有资方的监督下，在“合伙人”的劳资关系下，始终保持对工作的热情，保证工作的顺利完成以及组织的正常运营。而个人能否有所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贡献的重视程度。如果我们能自问：“我能为组织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什么？”那就等于是说：“我需要什么样的自我提高？为了做出想要做的贡献，我必须学习哪些知识与技能？我在工作上有哪些优势可以加以利用？我应为自己的提高制订什么样的标准？”

[7]


 组织的绩效取决于员工的态度，取决于他是否能管理好自己，是否有明确的目标，是否立志于为组织做出贡献。知识员工只有正确认识到自己在工作方面的优势弱势等，发挥优势，并且积极参加培训改善弱点，才能实现真正的卓有成效。其次，学会时间管理。德鲁克说：“时间也是一种独特的资源。任何人不能借贷、买卖时间，或采用其他方式来获得时间。”

[5]


 的确，时间是有限的，而工作是无限的。知识员工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无穷的工作，是不可能的。因此，“为了提高工作效益，每个知识工作者，特别是管理者需要学会如何才能省出大块时间来。”

[7]


 知识员工需要学会对所从事的工作进行分析，从最重要、最紧急的工作开始着手，实现自己的最大绩效。

对于资方而言，不能把知识员工看成是下级，仅靠命令使其完成组织的业绩，甚至有些是其力所不能及的工作。德鲁克认为：“全才专家是没有的，而我们需要学会的恰恰就是如何充分发挥在某个方面有专长的人员的积极性，这就等于提高了工作效益。既然不能增加资源的供应量，那就只得设法增加资源的产出量。提高工作效益就是让能力和知识资源产生出更多更好结果的一种方法。”

[7]


 提高知识员工的工作效益，首先，为知识员工提供可以运用专业知识的工作机会。因为“组织的任务不是培养通才，而是使每个专才及其专业产生效能。”

[5]


 同时，“组织只能通过向自己雇用的知识员工证明为他们提供了运用他们知识的特别机会来赢得他们的忠诚。”

[5]


 在知识员工的知识贡献中，提高知识员工对组织及其工作的忠诚度，积极主动地为组织效力，提高工作效能，进而提高组织绩效。其次，为知识员工营造宽松的工作氛围。“对知识员工不能进行严密或琐碎的监管，而只能为他们提供帮助。”

[5]


 否则会造成员工的负面情绪，导致工作绩效大大下降。另外，平时应该多与他们沟通交流。因为“在大机构里，凡是知识员工工作颇有成效的地方，往往是因为高级管理人员肯拿出时间来，定期与他们进行交流。”

[7]


 而“如果没有这样的交流，知识员工就容易丧失工作热情，成为得过且过的人；或者就是只注重自己的专业领域，看不到整个机构的需要和机会。”

[7]






劳资合作基础上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



德鲁克认为，人们通过工作来获得情感方面的满足。“失业带来的心理创伤与社会负效应都已确凿表明，无所事事只会起到破坏作用，远非人生乐趣；而工作也并不是什么苦差事，它是人类赖以生存并获得自尊的必然需要，而且工作本身就是萌生自豪感与满足感的情感源泉。”

[3]


 基于“实践人”假设，基于人是组织的主要资源，实现组织的目标的首要条件就是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发挥人的才能，使其绩效最大化地完成自己的工作。而劳资双方的矛盾会导致一系列员工问题，不利于组织的发展，所以劳资关系的管理主义学派更强调劳资合作基础上的人力资源管理，强调“效率、公平和人本的和谐统一。”

[8]




首先是效率。“生存是公司的第一法则；而且生产具有最大经济回报的产品，实现它自己目标的能力就是评价公司业绩的首要标准。”

[3]


 而且“公司的目标是谋取经济利益。”

[3]


 所以，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应以提升效率为目标，通过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实现效率最大化，最终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

其次是公平性。公平性是影响知识员工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因素。知识员工流动性强，受制于组织的程度较普通劳动者低，其工作动力来自工作带来的成就感。如果组织有失公平，很可能会大大降低知识员工的工作热情，可能因不满意提高流动率。因此，组织应“做出公平的承诺，就是我们常说的保证人人享有公平的机会。”

[3]


 劳资关系的管理主义学派更关注劳资双方利益的一致性和动态发展，强调通过劳资合作带来双方利益增值，而不是静态的对存量利益的争夺。另外，“大型公司必须保证每一个员工都享有均等的升职机会。”

[3]


 “机会均等意味着升职不能基于世袭，也不能凭借运气之类的外部因素。机会均等意味着公司对员工的提升必须遵循一个合理的标准。”

[3]


 这个标准就是知识员工掌握的知识的价值。

最后是以人为本。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同时也要从员工角度考虑问题。德鲁克认为：“不能只雇用人的'手'，雇员要来的话，是全身一块来的。”

[7]


 知识员工热爱工作，通过工作获得成就满足感，所以“组织必须吸引和留住人才，激励自己的成员，为自己的成员服务，并且满足人员的要求。”

[5]


 即从知识员工的角度思考问题，根据其需求进行管理，提高其工作能力，使其获得更高的工作满意度。

基于劳资合作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特别强调知识员工的挑选、激励与培养。首先，知识与工作的匹配。德鲁克认为：“为了系统地提高一个机构的生产力，必须对生产的每一个要素都制定相应的战略。人总是第一要素，但这并不是指如何更加努力地工作--这一点我们早就知道了，而是指如何更机智地工作，即把人放到合适的岗位上使其确实可以充分发挥潜能。”

[9]


 因此，管理者应该通过观察、与知识员工沟通等方式，客观了解每一个应聘者以及在职者的个性、思想、价值观、知识等方面的胜任力，并对其进行分析，发现其长处，找到适合的工作，使其胜任工作，实现人-工作匹配。其次，激励知识员工。德鲁克认为：“组织的职能就是在工作中把人的优势有效地发挥出来，同时要避免人的弱点所造成的影响。”

[9]


 而“管理者的任务不是去改变人。正如《圣经》中的'塔兰特寓言'所说的那样，管理者的任务就是要让各人的聪明才智、健康体魄以及业务灵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使机构的总体效益能得到成倍的增长。”

[7]


 知识员工的激励，更强调内在激励，即工作本身带来的激励，管理者应根据知识员工的工作成效，对其进行正面激励：对于工作表现优秀的知识员工，给予更多的责任，提高其从工作中获得的成就感，从而提升工作动力。对于绩效比较差的知识员工，与其沟通，分析原因，并以委婉的方式指出不足，鼓励其通过努力提高绩效。核心是充分发挥知识员工的优势，提高工作绩效，提升组织效能。最后，培养知识员工，目的是“提高组织成员的素质以及对他们提出新的要求。”

[9]


 知识经济时代，科技迅速发展，知识更新速度加快，工作难度越来越大，知识员工面临新知识的挑战。如果组织不对知识员工进行持续培训，那么知识员工很可能由于缺乏某些新知识而无法胜任工作，工作效率降低，工作热情减少。因此，组织应在维持公平的原则下，从知识员工的发展需要出发，客观衡量哪些领域的知识员工更需要哪些方面的培训，对其进行针对性的培训，使其更好地胜任工作，完成组织的任务，与组织共同成长。



案例研究：HR公司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一个新概念，其兴起是服务业和知识经济崛起共同作用的产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1年第99号调查研究报告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界定为：运用互联网、电子商务等信息化手段的现代知识服务产业，其产品价值体现在信息服务的输送和知识产权上，包括金融、保险、教育、咨询、信息电信、物流配送、计算机软件与信息加工服务、研究开发与测试服务、市场服务、商务组织服务（管理咨询、员工招聘服务）和人力资源开发服务等知识含量较高，需要一定专业技术水平和科研水平的服务行业。国内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关注知识密集型企业劳资关系，认同德鲁克的管理主义思想。如赵曙明、赵薇（2006）认为，银行的利益相关人除了股东、客户等之外还有员工，员工是银行最大的财富，只有在拥有较高满意度的员工的前提下，银行才能顺利实现其改革的目标，实现银行经营效益持续的提高，从而增强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力。

[10]




HR公司是上海一家主要为企业提供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服务的企业，是一家典型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企业。公司总经理创业前是高校人力资源教授，非常认同德鲁克的管理思想，并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实践之。事实上，该公司员工30余位，以人力资源管理咨询顾问为主，公司对之依存度非常高。绝大多数员工具备知识员工的典型特征，在为客户提供管理咨询服务的过程中，客户行业不尽相同；而且即使是同行业企业，每家客户的性质、规模、人员结构、地域等基本情况也不尽相同，面临的竞争环境、用户类型、商业模式及发展瓶颈等也不尽相同。因此在不同的项目中，客户的需求以及所要达到的目标均有所不同，HR公司员工在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的过程中，必须拥有较扎实的相关理论知识基础、较强的实践技能与足够的创新能力，这需要较长时间的专业理论知识积累和职业实践经验积累。特别地，HR公司承接的每个项目都有其不同之处，必须根据客户需求和项目需要个性化定制，形成一份客户满意的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报告。

HR公司知识员工大多从应届大学生中校园招聘而来，更倾向于招募那些认同组织价值观“自强不息，终身学习”且拥有明确个人目标的自我驱动型知识员工。员工新进公司，请总经理、人力资源经理和高级咨询顾问等为其提供入门培训，主要包括企业的管理制度、基本工作技能等显性知识；并为新员工指定“师傅”带教，帮助新员工结合企业的工作实践掌握隐性知识，逐步培养起符合企业工作需求的知识员工。而成熟的知识员工--咨询师是咨询公司最核心的人力资源，可雇佣性很高，极易被竞争对手挖走。管理咨询是典型的知识更新速度非常快的工作，员工必须不断学习、持续交流。HR公司以构建学习型组织为目的，以浓郁的学习气氛为导向，鼓励员工清楚了解公司整体发展方向和经营战略，鼓励员工参加各种有益工作的培训、学习活动；特别是鼓励员工“好为人师”，在内部培训中与大家分享工作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并根据培训效果在个人考核的平衡计分卡中给予培训师相应的“工分”奖励；鼓励员工在完成人力资源管理咨询项目中按照哈佛商学院案例格式撰写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案例，并在项目完成后持续跟踪，不断修订，形成公司自有的案例库，既是员工培训素材，又是公司核心竞争力载体；鼓励员工根据自身特点和兴趣爱好制订适合自己的职业发展规划；针对每位员工的职业需求，结合企业发展战略，为每位员工制定职业发展规划，并切实将之融入到日常工作中；构建公平、公开、公正的激励与晋升机制，选择适当的人在适当的时候，给予升迁机会，授予相应的权力，促进员工从一名普通的项目参与者，逐步成长为项目管理者，特别是能够独立承担一个或若干个项目的管理型知识员工。根据项目需要及时在项目内部召开讨论会，定期在相似项目（如同行业客户）之间举办项目交流研讨会，将头脑风暴的结果应用于实践。最终形成知识员工与HR公司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人力资源管理服务于公司整体战略规划的合作型和谐劳资关系。



结束语



如果我们真要给这个“德鲁克坐标”定位的话，那么可以将其称为“自由企业社会的启蒙哲学”，

[11]


 德鲁克始终坚持个人责任、机会均等和社会和谐等基本价值观，是其管理主义劳资关系思想的基石；所涉及的管理基本问题相对集中于组织管理、知识员工管理等方面，是其管理主义劳资关系思想的主要内容，始终强调组织是社会的组织，必须承担社会责任；针对知识经济社会知识员工日益增多的现实，提出合作型劳资关系；认为基于劳资合作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更要强调以人为本，挑选、培养和激励知识员工。作为劳资关系管理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德鲁克管理主义劳资关系思想对企业劳资关系和人力资源管理影响深远，尤其是在知识员工密集的知识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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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作者：何庆丽，南京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刘洪，南京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世界经济迅速转型，知识经济迅速崛起。1997年美国政府、1998年世界银行分别接受了“知识经济”这一概念，并用它来描述知识和信息起主导作用的“新经济”，且明确宣称世界正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经济在发达国家得到了迅猛发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6）在其发表的一份题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中指出，经合组织主要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50%来自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在企业管理领域，企业知识观继资源观和能力观之后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出现，为知识资源可以增加企业持续竞争优势提供了理论基础

[1,2,3]


 。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全方位的，不仅表现在国民经济中知识产业比重和知识型员工比重的增长，而且表现在农业、工业和传统服务业的知识含量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

[4]


 。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所说“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知识经济已经向我们走来，这是我们不可回避的选择。”因此在这种知识经济高度发展的情况下，企业要想发展，就应该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即日益走向知识化，从而知识型企业应运而生。

知识型企业作为一个新兴的企业形式，应该需要怎样的管理模式与之匹配呢？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知识型企业的管理模式。比如，陈京民通过对国外知识型企业的知识管理、人才资源管理、组织结构管理等的探讨，了解国外知识型企业的管理模式,他的分析结果表明，国外知识型企业的管理是一种高度和谐、亲善、融洽的管理。管理对象是知识，管理重点是人才，管理基础是组织结构。在管理中强调企业和员工的自我组织、自我调节功能。注意使企业成为一个密切合作的团体，能够在知识经济时代协调一致地、有序地、高效地运转

[5]


 。曾永超和付用兰认为对于知识型企业的管理存在于以往不同的五个方面的创新：强化知识资源的管理模式、强调创新型企业文化建设的管理模式、便于“沟通-协调”的管理模式、技术创新与知创新战略并重的管理模式、基于人才战略的管理模式

[6]


 。邝宁华、胡奇英、杜荣通过比较知识型企业与非知识型企业的区别，认为知识型企业应该采用“引导-服务-激励型”管理模式

[7]


 。魏婧认为未来知识型企业将向以流程化、知识智能化与网络虚拟化为特征的复合型管理模式方向转变

[8]


 。陈强认为知识型企业的管理模式是将企业打造成为敏捷企业，所谓敏捷企业就是指该企业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以不同的批量提供满足市场多变需求的低成本、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

[9]


 。

尽管国内外学者对知识型企业管理模式的探讨很多，但是我们分析表明，知识型企业其原形--新型组织，这一思想首先是由德鲁克先生提出的，然而目前很少有学者利用德鲁克关于新型组织的思想来探讨知识型企业的管理，将知识型企业作为一个生产系统，从其投入、生产、产出的角度来讲述知识型企业的特点。本章从德鲁克先生的“新型组织的出现”这篇文章出发，指出“新型组织”即是知识型企业的原形，再结合知识型企业的特点，利用德鲁克先生关于新型组织的管理的建议总结出知识型企业的管理模式。



新型组织与知识型企业的关系





新型组织



2002年的《福布斯》封面文章中对德鲁克的评价指出，德鲁克一直保持着“最年轻的头脑”。确实，德鲁克先生作为第一个提出“管理学”概念的学者，他的思想总是与时俱进，超越了时代界限，引领了时代发展。如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指出计算机终将彻底改变全世界的商业模式；1961年，他提醒美国应该关注日本工业的崛起；20年后，又是他首先警告这个东亚国家可能陷入经济滞胀；80年代末期，他率先对“知识经济”进行了阐释，并于1988年提出了新型组织的概念。

1988年，德鲁克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了“新型组织的出现”这篇文章，他预言：20年后，由于人口统计学上的原因、经济方面的原因以及信息技术方面的原因，企业为了保持竞争力或者仅仅是为了维持生存，必须将自己尽快改造为信息型组织，弃旧图新，继而出现一种新型的组织形式即信息型组织，它以知识为基础，由各种各样的专家组成，这些专家根据来自同事、客户和上级的大量信息，自主决策、自我管理。而医院和交响乐队是这种新型组织的典型形态

[10]


 。



知识型企业



人们对于“知识经济时代新型企业的出现成为必然”这一观点也已经达成共识，那么这一新型企业究竟是什么呢？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野中郁次郎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创造型企业”的论文，他提出的知识创造型企业的概念，其他学者比如，张曙光所提出的后现代企业的概念、张维迎所指的高科技企业、张良提出的创新型企业等，这些都可以称得上是新型企业。后来人们广泛接受了一个较为统一的新概念，即“知识型企业”（方统法等，1998）。国内很多学者从不同方面给知识型企业做了定义，如方统法、杨文学等人对知识型企业的不同界定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的知识型企业，一类是以知识为对象，对知识进行直接生产、加工和分配的狭义的知识型企业，另一类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对信息和知识进行生产、存储、使用和传播的广义的知识型企业

[11]


 。而牛德生认为知识型企业是以知识经济为前提,从事知识和信息型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组织

[12]


 。李东认为知识型企业是以知识为第一资源，从事知识产品生产以及为知识创新提供良好组织框架的企业形态

[13]


 。杨运杰定义知识型企业为以知识为基础的企业，即以知识为主要投入要素，围绕知识创新为目的，对知识或信息进行生产、存储、使用或传播的经济组织[14]。霍国庆认为知识型企业就是以知识或知识型员工的智力资本为输入，以知识加工、知识创新和知识传播为主要活动，通过提供知识产品或知识服务来满足顾客的需求，进而实现知识价值最大化和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有机体

[15]


 。归纳而言，知识型企业就是以知识的创造、存储、传播和应用作为主要活动内容的企业。



两者关系



从上面各学者对于知识型企业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被学者广泛接受的知识型企业的概念其实就是德鲁克先生所说的“新型组织”。首先，它们都是为适应知识经济而产生的，认为企业的基础是知识；其次，企业的员工是各种各样的专家组成即知识型员工组成；再次，企业有一个信息网络，使得员工可以便捷地获得来自于同事、客户和上级的信息；最后，员工进行自主决策、自我管理。这些特征正是德鲁克先生所讲的“新型组织”所具有的，所以我们认为，“新型组织”就是今天人们广为谈论的知识型企业的原形。



新型组织的管理思想对于知识型企业管理的启示





新型组织的管理思想



德鲁克在“新型组织的出现”这篇文章中，不仅告诉我们什么是新型组织，还向我们简要地介绍了新型组织在管理方面所应具有的一些特点。现总结如下：

工作方式：企业需要更多的专家，更少的参谋人员，且这些专家主要在一线参与工作，即企业员工主要由知识型员工组成，且工作方式是员工以团队的形式完成工作。

组织目标：信息型组织需要明确、简单的共同目标，以指导个人的行动，同时信息型组织需要使命单一，致力于一个目标--最多几个。

组织结构：由于没有了中间管理层，组织结构更加“扁平”，设计便于工作小组生存发展的组织结构。

组织文化：树立共同的组织信念，把专家们团结在一起。

决策方式：分权和自治将更加重要。

管理方式：管理者要清楚地阐述对企业、部门、专家的期望，且要建立一个比较目标与效果的反馈机制，以使每个人都能自我管理。

管理信息系统：每个人都需要承担信息责任，即要了解谁需要从我这里获得信息；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信息；我又依靠谁才能获得所需要的信息，等等。

激励方式：由于专业人员不再有晋升到中层管理层的机会，因此他们的动力只能来自于自豪感和专业精神，企业需要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报酬，肯定他们，并增加他们升迁（专业内升迁）的机会。



知识型企业的特点



我们通过将知识型企业与传统企业如一些制造型企业相比，可以看出知识型企业在投入、生产及产出方面所具有的一些特点。



投入



我们知道传统的多数企业，其投入的主要生产要素是土地、自然资源，通过对自然资源的直接开发或间接利用进行生产而获得利润，但是由于这些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及稀缺性，因此最终这些企业将面临资源枯竭的问题。而从知识型企业的生产体系我们知道，企业的投入要素虽然包括传统企业中的人、财、物，但是其投入的主要生产要素已经实现了重心的转移，由传统企业的土地、资本转变为知识和智力资本，这种知识包括：先进的生产经验、技术上的创新、产品的专利权、企业良好的信誉与形象等

[16]


 。正如彼得·德鲁克所认为的那样：“在这种社会里，知识就是个人的乃至整个经济的首要资源。土地、劳动和资本--经济学家列出的传统生产要素--并没有消失，但它们是次要的。”

[17]


 由于知识本身的特点，如不会被消耗掉，能产生更多的知识，且具有复制性和反复消费性，我们认为这样的企业不会面临传统企业的资源枯竭的问题，其主要问题就是知识更新方面的问题，因此与传统企业相比，知识型企业将更具有可持续发展性。

人作为知识的载体，企业员工的结构与传统企业相比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传统企业中的员工主体是一般的工作者，他们大多从事的是重复性的工作以及一般的技术性工作；而知识型企业的显著特点是企业的主要员工由知识型员工所构成的。在这方面，学者李东认为知识型企业有点类似于高科技企业，按照我国1991年3月由国家科委颁布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办法》，认为高科技人员在高科技企业中，其比例至少是60%以上。因此他认为在知识型企业中，知识员工的比例也不应低于60%的比例。



生产



首先在生产活动的主要内容方面。传统型企业主要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于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加工和销售方面的活动；而知识型企业的主要生产活动是知识提取、知识加工、知识创新和知识传播。企业通过以知识资本为原材料，经过知识型员工的智力资本的加工，从而为满足社会的需要进行知识的传播或者创新。

其次在生产的特点方面。由于大多传统型企业依靠于自然资源，当企业的生产规模达到最佳均衡点状态时，增加要素的投入，尽管也能增加产量，但其边际报酬(单位增量所产生的报酬)是递减的（葛万锋,徐晟，2006）；而知识型企业中由于知识具有复制性和反复消费性，也就是说当你在传播知识的时候，你的知识不会消失，反而还有可能会产生增值，因此知识型企业其报酬规律的变化表现出不同于以往传统企业那样先是递增进而递减，而是一直呈现出递增的状态（葛万锋,徐晟，2006）。

再次在外部环境方面。传统的企业强调或者说希望拥有一个稳定、简单的环境，而知识经济时代的一个标志性特点就是知识更新速度快，强调变革，正如英特尔前CEO葛洛夫老先生所说的那样，唯一不变的是变革。因此知识型企业要想在这种快速变革的市场中生存，提高适应外界环境变化的能力，就必须要根据外界环境的变化迅速做出调整，不断地进行变革。



产出



产品的特点。传统型企业的产品大多是有形产品，该产品具有以下特点：成本高、需求弹性低、产品附加值低。由于传统企业大多依赖于自然资源，而对这些资源的开采和利用，则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工、设备等，消耗巨大的财力、物力，成本高。另外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会出现许多替代性的产品，再加上人们需求层次的提高，对传统企业的产品的需求量势必会逐渐减少，产品的需求弹性低。我们知道产品的附加价值是由蕴含其间的社会劳动的投入量所决定的，传统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大多是对自然资源的开发所形成的，因此其产品的属性、形态、层次变动不大，技术、管理的投入量相对较少，资本投入量有时也较低，创新的成分和贡献较小或者很小，因而，其附加价值比率必然是较低的

[18]


 。知识型企业作为知识经济条件下的主导企业，所经营的产品不仅包括有形产品，更重要的是在有形产品的基础上，拓展无形的知识产品的范围，包含大量的知识资本和智力资本，从而加大了产品的知识含量，因此产品的附加值高。根据卡尔·爱瑞克·斯威比对知识型企业的分类我们知道，知识型企业从知识与资本在知识型企业中的作用和地位来看，可分为以下4种类型：①“工业化”知识公司，即将企业隐性的知识通过“工业化”的生产方式转变为显性知识，如员工手册、操作系统、顾客关系维护准则等，从而以后公司就可以雇佣一些专业知识相对较弱的员工，让他们从事一些程式化的工作，这样的公司就是“工业化”知识公司；②高科技制造业公司，它是“工业化”知识公司与资本结合演变而成的；③咨询公司，为其他企业提供咨询、策划等；④资本运作公司，它是咨询公司与资本相结合演变而成的。从上面这4种知识型企业，我们可以看出知识型企业的产品主要是知识产品或知识服务。见图32-1。




图32-1　知识型企业的分类

[19]




产品对环境的影响。传统的企业如制造类企业很多都会产生环境污染的问题，即使企业采取治理方式，不仅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治理成本，而且也不可能使得环境恢复到未污染之前的状态；而知识型企业很少或基本不存在环境污染的问题，保护了环境。

产出所产生的收益的用途。传统的企业由于规模报酬是先递增后递减的，因此存在一个最佳的规模状态，而很多企业对本企业的最佳规模到底应该是多大，还是未知的，处于摸索中，因此企业在获取收益后，首先会做的就是扩大规模、更新设备。而由于知识型企业的主要生产要素是知识，因此为了企业的持续性发展，其收益主要是用于知识的更新和积累方面的投入，如增加员工的培训、提升其学习的能力等，其余的部分收益再用于扩大规模或更新设备等硬件设施方面。



新型组织的管理思想对知识型企业管理的启示



从上面所说的知识型企业的特点，我们知道知识型企业的投入主要是知识和智力资本，员工主要是知识型员工；其生产过程中面对的环境是快速变革的，主要的生产就是对知识的加工、创新和传播，且生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其产品主要包括知识含量高的有形和无形产品，产品的附加值高。综上我们知道，知识型企业是一个知识化的生产系统，包括投入的知识化，生产过程的知识化，产品的知识化。那么根据知识型企业这些特点，再借鉴德鲁克先生关于新型组织的管理思想，本章认为知识型企业的管理需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工作方式



知识型企业中的员工也主要是由知识型员工组成的，因此其工作方式（是）也可以以团队的形式完成，这样不仅有助于企业内部的团结，更可能帮助企业实现稳定而持续的成功。



组织目标



德鲁克的新型组织告诉我们企业要有一个明确、简单的目标，以指导个人的行为，而作为知识型企业，其目标应该是：不断创造新知识、满足顾客的需求。这一目标促使知识型企业逐步树立知识管理的理念，以知识为中心，以知识的重复利用和不断创新为基础，建立起企业的知识管理体系和信息技术平台。只有有了这样的目标，企业才会有不断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再通过目标的逐层分解，落实到每一位员工的身上，让每位知识型员工都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参与到企业目标的实现中来。



组织结构



新型组织的结构是扁平化的，知识型企业为了有利于知识的创造，也将出现扁平化、网络化、虚拟化的组织结构，没有以往的具体的职能部门，且组织的边界也更加不确定。这样的组织结构可以使得知识型企业更加灵活，能够敏捷地应对快速变革的环境，做出相应的调整。另外由于没有了传统的部门及组织边界的限制，可以使得知识型员工之间的交流更加容易，交流范围也更加扩大，从而会提高知识型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灵活性。



组织文化



德鲁克认为“企业能否生存完全取决于企业能否满足顾客的需要,从而使得顾客愿意把手中的资源给你投入”。而在现代社会中，在现代顾客要求多样化和以顾客为中心的市场中，知识型企业的组织目标就是不断创造新的知识，以满足顾客的需求。为了创造出新知识，知识型企业首先要创造一种有利于知识创造的文化氛围，如持续学习、以人为本、持续发展、合作、创新、共享型的企业文化，这样的文化氛围不仅有利于企业个体知识的创造，还可以使员工树立共同的组织信念，从而也有利于集体知识的共享。



决策方式



知识型企业的决策方式正如新型组织中的分权和自治一样，应该强调分散决策。在知识型企业中，由于企业的权威已经从职位权威转向知识权威，谁拥有知识谁就拥有权威，因此每一位拥有知识的知识型员工都有权力进行决策。



管理方式



新型组织中的自我管理的管理方式也同样适用于知识型企业，但是我们应该将其更加具体化，采取“服务--引导”式的自我管理方式，即管理人员的任务就是服务和引导，而不是以前的命令、支配、控制，这样将更加突出对知识型员工的重视，有利于其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开放式的信息系统



由于组织主体是知识型员工，需要持续学习，且都承担着信息责任，再加上外部环境变革速度快，因此知识型企业有必要在其内部建立开放式的信息系统，以随时获得企业内部、外部信息，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



激励方式



新型组织启示我们，对知识型企业中的员工激励不同于传统员工的激励，由于知识型员工不同于以往的一般员工，知识型员工的动力更可能来自于自豪感和专业精神，因此企业采取的激励方式。正如邝宁华（2004）等人所说的那样，应该更多地从其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出发,在制度安排上激励知识员工。

总之，我们在对知识型企业进行管理的时候可以运用德鲁克关于新型组织管理理念，再结合知识型企业本身的特征进行管理，最终在新型企业中形成一条以知识为对象，以人才和信息化为基础，以创新为纽带，创造出以一种和谐、关联、互动的组织环境，从而达到对知识的管理、知识创新的管理以及知识型员工的管理。



结语



德鲁克先生作为“大师中的大师”、“现代管理学之父”，他对知识型企业的开拓性贡献和对当今管理学界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他的思想不仅对管理者具有启发性，更能指导他们的实践，深受彼得·德鲁克影响的著名企业领袖不胜枚举。当问起比尔·盖茨，哪些管理书籍对他影响最深，他的回答是：“当然是彼得·德鲁克的书。”杰克·韦尔奇说：“1981年，我整合通用电气公司的第一个核心思想就来自彼得·德鲁克。”所以我相信，德鲁克先生关于新型企业出现的必然性的思想会指导很多企业向知识型企业的转型，同时其管理理念也会对已经转型的企业产生指导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Alavi Maryam and Leidner Dorothy E．Review：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conceptual foundations and research issues[J]．MIS Quarterly，2001，25(1)：107-136.

[2]Spender，J.C.Making knowledge the basis of a dynamic theory of the firm[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6，17，Special Issues：45-62.

[3]Nonaka I.and Takeuchi H.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995.

[4]陈琪，崔安荣．知识经济时代对知识型员工的管理创新[J]．商场现代化，2007(10S)：170-171.

[5]陈京民．国外知识型企业的管理模式探讨[J]．外国经济与管理，1998(11)：3-7，24.

[6]曾永超，付用兰．论知识型企业知识管理模式的五大创新[J]．企业活力，2007(1)：94-96.

[7]邝宁华,胡奇英,杜荣．知识型企业的“引导－服务－激励型”管理模式[J]．管理科学学报，2004(5)：91-99.

[8]魏婧．知识型企业管理模式变革的实践及发展趋势展望[J]．广东经济，2006(8)：51-55.

[9]陈强．知识型企业管理初探[J]．辽宁财专学报，2000(5)：13-15.

[10]彼得·德鲁克．新型组织的出现[J]．哈佛商业评论，1988.

[11]方统法，杨文学，沈利发，李悠诚．知识型企业初探[J]．经济问题，1998(8)：10-13.

[12]牛德生．知识型企业：一个更为特别的合约[J]．经济学家，2001(3)：62-69.

[13]李东．论知识型企业及其特征[J]．上海企业，2001(4)：13-14．

[14]杨运杰．论知识型企业的性质[J]．财经问题研究．2007(8)：84-89.

[15]霍国庆．知识型企业的概念与模式研究[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168-176.

[16]郁义鸿．知识管理与组织创新[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6-17.

[17]彼得·德鲁克．后资本主义社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18]张复明．资源的优势陷阱和资源型经济转型的途径[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2(4)：8-13.

[19]卡尔·爱瑞克·斯威比．知识型企业的分析与评价[M]．海洋出版社，2002.






 


（本章作者：刁玉柱，东北财经大学研究生院企业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

作为一种生产原理，模块化已经具有很长时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制针分工过程，在制造业中的技术应用也已长达一个多世纪（鲍德温与克拉克，2000；池田信夫，2003）。

[1,2]


 但组织领域模块化创新的成功实践，却是始于1964年IBM360电脑的制造。[1]此后，除在电子产业发展演进、制造出叹为观止的“硅谷模式”以外，模块化创新还在汽车制造、信息服务等行业得到了广泛应用（约瑟夫·派恩二世（1992）的研究表明，组织构件的模块化在重型设备、手表、自行车、快餐以及法律和信息服务等行业已得到广泛应用。近年来，模块化组织创新在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保险业的应用也取得一定成效（郭国庆等，2005；杨枝煌，2005；徐宏玲，2006）。就企业情况来看，国外企业如IBM、宝洁、通用汽车、摩托罗拉，国内企业如海尔、TCL、长虹等也都在积极进行模块化创新实践（罗珉，2005）。）。模块化作为新的组织模式及新产业结构的本质（青木昌彦，2003），

[2]


 已经引起各界广泛关注。

对组织模块化创新的动因进行分析，是模块化组织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在模块化理论较早研究者Baldwin &Clark（1997）的眼里，模块化首先是一种生成制造技术，是为应对“愈加复杂系统的分解方法”而存在的。他们从制造技术角度出发，认为计算机产业之所以将产品拆分为可以独立设计的并且能够发挥整体作用的更小的子系统，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应对复杂环境的能力、驾驭日趋复杂的技术。

[3]


 青木昌彦（2001）研究了信息处理效率与组织结构安排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认为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传统组织沟通带来巨大影响，由此认为模块化创新是组织为适应信息属性差异、提高沟通效率而对组织结构及相关制度做出人为设计、安排的结果。

[4]


 但归根到底，模块组织的出现是分工经济演进的结果（罗珉，2005；胡晓鹏，2004；范爱军与杨丽，2006），因为它不仅可以大幅度降低复杂产品生产和经营的交易费用，而且体现了分工与合作的融合，因此能够获取规模经济与专业化经济的双重优势（杨小凯与黄有光，1999）。此外，鲍德温和克拉克（2000）、青木昌彦（2001）、安藤晴彦（2003）、徐宏玲（2006）还从组织运行机制的视角研究了期权、风险投资对组织模块化创新的推动作用。

应该说，上述研究认识到市场环境、技术革新等因素对组织模块化创新的影响，进而将模块化创新的本质看成分工经济演进的逻辑，这对于把握模块化组织的本质内涵及其创新机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一个显然的事实是，组织的价值创造不仅是组织内部要素与外部环境系统互动的产物，更重要的是这一互动无一例外都要通过人的活动来实现。因此忽视“人化”要素而过于强调“物化”要素的研究，难以解释组织运作的内在机理，显然不能为组织模块化创新的动因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

组织创新是德鲁克管理思想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德鲁克极为重视人化要素在组织创新中的影响，他指出创新不是一种技术用语，而是一种经济用语或社会用语……是消费者、生产者、公民、学生或教师等人的行为中的一种变革。[5]在撰写于1990年的“新的生产理论”一文中，德鲁克明确提出模组（module）概念（该文收入德鲁克《管理未来》一书。），从复杂系统角度来研究组织的模块化运作过程。此外，德鲁克提出的“信息社会”、“知识工作者”、“知识型组织”等，也为组织模块化创新指明了独特而恰当的研究视角。



市场需求变化使层级组织弊端凸显



满足市场需求是企业经营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正如德鲁克所指出的，工商企业中的创新，必须始终以市场为中心……以消费者或顾客的需要作为一项重大变革的出发点，常常是界定新科学、新知识和新技术的最直接方式，是对有目的、有系统的基础探索工作进行组织的最直接方式。

[5]






速度经济对层级组织模式提出挑战



当今时代，由于生活节奏的加快和收入水平的提高，顾客需求的个性化、多变性特征越来越明显，产品的复杂性程度也越来越高。这就要求企业具有及时把握市场信息，并迅速开发复杂产品的能力。“但是，传统的生产线架构并未重视这个问题……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和产品生命周期的不断缩短……这种小型联合舰队一样的模块化组织就应运而生了。”

[6]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对德鲁克的这种判断予以解释。一方面，传统的大型层级组织由于机构臃肿、管理僵化等“大企业病”，对市场需求变化反应迟缓，面临令人棘手的“斯密--泰勒--法约尔瓶颈”；而另一方面，小企业单单依靠自己的力量，却又很难低成本、迅速地开发出复杂程度较高的产品。因此，改变现有信息沟通模式及管理体制，探索更加柔性的生产方式，通过模块化创新将“战舰”变为“小型联合舰队”，“企业就可以进行快速的设计调整和产品调整，对市场需求做出快速响应，并且以低成本实现小批次的'配置客户自选'或'客户指定要求'生产”。

[6]




由此可看出，德鲁克考虑市场环境差异、快速响应市场需求使得层级组织变革迫在眉睫，而模块化是其最为可能的创新取向。日本学者安藤晴彦（2003）从生产技术、产业组织角度研究了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所得结论佐证了德鲁克的观点。安藤晴彦将20世纪60～90年代日本经济起飞的原因归结为日本企业擅长按照学习曲线，通过彻底地利用并改进技术，即“模仿创新”来推动经济迅速增长。同样，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日本经济之所以萎靡不振，出现所谓“失去的十年”，其根源正在于建立在层级组织上的“模仿创新”。在顾客需求迅速变化、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环境下，单个企业“已经没有这种时间”来消化技术了，而模块化组织模式有利于“速度经济”优势的发挥，这是重振日本经济的必然选择。

[2]






“创造顾客”需要自我创造的自组织机制



顾客需求的个性化、多变性使得企业组织仅仅被动、僵化地适应现有需求还远远不够。德鲁克曾深刻地指出，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创造顾客。企业的基本功能只能有两项：创新和市场营销。

[7]


 因此，超越现有市场需求，适时引导顾客消费，追求顾客主导性与需求引导性的统一，跳出现有市场限制，着力拓展水平营销便显得尤为重要。而要做到水平营销、创造顾客，则必须改变现有层级组织模式的“他组织”特征，不仅要适应外界环境变化，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自我创造的自组织机制来引导外界需求，从而达成“创造顾客”的目的。



化解经营风险需要模块化运作



顾客需求变化还引起市场动荡性和不确定性程度加速增长，使企业面临日益加剧的经营风险。德鲁克指出，在这个要求创新的时代中，一家不能创新的现有企业注定要衰落和灭亡。

[5]


 而模块化组织正以其特有的生产柔性和管理柔性，成为有效化解组织风险的不二选择。这是因为，模块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半自律性的特点，不同模块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很弱。当某一个别模块遭受猛烈冲击时，产生的不利影响向整个系统蔓延的速度也比较慢，不至于对整个系统产生强烈的威胁（胡晓鹏，2004）。

[8]






提高顾客参与度要求组织结构做出调整



随着体验经济的兴起，价值创造的环节开始渗透到产品制造、设计环节中，这也要求企业采取更加网络化、智能化的信息沟通模式，从而对组织的模块化创新提出要求。这与德鲁克所言“创新在于为客户创造出新的价值”是相吻合的。国内企业如海尔、联想已经注意到顾客参与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它们借助互联网络邀请顾客参与产品设计，提高了层级组织的反应速度。



信息技术发展为组织创新提供技术前提



德鲁克在《21世纪的管理挑战》中大量论述了信息技术发展对组织结构演变的深远影响。他指出，50多年来，信息技术一直以数据为中心，包括数据的收集、存储、传输和显示。在信息技术中，重点始终是技术。然而，新兴的信息革命的重点是信息……信息技术（正日益）从技术向信息转变。

[9]


 信息技术的这种发展转变打破了经济运行中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为组织变革奠定了技术基础，从而使模块化创新成为可能。这可以在以下三方面得到具体解释。



信息技术发展使组织价值链形态发展改变



信息技术发展使组织自身数据处理效率大幅提高，推动组织内部集合型价值链逐步解体，重整为“松散耦合”的价值模块。德鲁克强调，数据不是信息，只有对组织有用的数据才是信息。公司必须确定它的运营需要什么信息，否则就会被淹没在数据海洋中。

[6]


 Porter与Millar（1985）的实证研究也表明，由于现代经济的复杂性，产品价值链中所包含的信息量迅速增加，信息强度越来越高。

[10]


 但与此同时，信息技术自身的发展降低了企业内部的信息沟通成本，也为缓解日益增强的信息强度找到了出路。通过对美国企业的案例研究，德鲁克甚至估算了基于信息技术对组织进行模块化改造的具体效果。他指出，对于企业而言，如果围绕信息构建组织，其管理层将迅速减少，至少减少一半，通常会减少60%。（需要指出的是，信息技术应用引起组织形态变革，存在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如德鲁克所说，围绕信息构建组织要求对职能部门进行相应调整，导致管理层次迅速减少，即组织内部形态与外部形态均发生改变。二是组织的外部形态保持稳定，但内部形态发生改变，即组织职能部门设置并未发生改动，但信息技术介入后职能部门的权力分配、信息流向、决策方式等发生改变。三是组织外部形态发生改变而内部形态保持不变，即组织结构发生变化，但信息沟通仍然遵循以往惯例。与前两种相比，该种变化是无效率的。）我们可以进一步用系统思想描述德鲁克的发现。一方面，从图33-1左边的系统环路来看，信息技术发展与应用提高了组织内部价值模块之间的耦合程度与沟通效率，电子产业组织模式的改变、沟通效率的提高能够继续推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但另一方面，如图33-1右边系统环路所示，沟通效率的提高使组织面临更多的经营机会，企业规模扩大，最终将会导致信息强度进一步提高，反而降低了企业的沟通效率。这样一来，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组织模块之间的耦合程度，但同时又造成沟通效率与信息强度、组织规模之间的逻辑矛盾，组织面临彼得·圣吉意义上的“成长上限”问题。换言之，在传统组织体系下，信息技术的发展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组织的运作效率，但若从根本上解决该问题，模块化创新势在必行。




图33-1　信息技术发展推动组织模块化创新的系统动力描述



信息技术、互联网络发展奠定了模块化创新的技术基础



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降低了组织之间的市场交易成本，并且使跨组织管理、治理成为可能，从而为组织外部模块化创新奠定了技术基础。德鲁克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企业获取外部信息的方式与手段，但他显然意识到了外部信息的重要性。“这（企业外部的信息）是一个新的领域，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领域，我们至今还没有利用系统化的和有效的方法获取这些方面的信息”，“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外部信息可能是管理人员开展工作所需的最重要的信息……管理人员需要了解哪些信息是他们开展工作所需要的，需要知道他们应该向其他人提供什么样的信息，需要系统化地提出有效的方法，从而将存在于缤纷世界中的杂乱无章的数据转换成便于他们开展工作的、条例清晰和有的放矢的信息。”

[11]


 模块化创新不仅要求组织内部各模块之间加强联系，而且要求其具备较强的利用外部资源的能力，将外部资源优势转化为内部能力优势。而正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使外部信息的内部化成为可能，解决了德鲁克提出但却没能解决的难题。



现代通信及交通技术使企业跨时空经营成为可能



现代通信及交通技术的发展，使企业物流运输成本大为降低，突破了企业经营的时间与空间限制。这就使企业不仅能够获取基于地域接近的集聚价值，而且通过模块化创新还可以实现基于组织接近、制度嵌入的价值。波音飞机之所以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选择其零部件供应商，而与一般的基于本地网络的产业集聚形式有所区别，原因正在于此。



知识经济兴起要求组织结构及管理方式做出相应调整





知识成为主导资源对产业组织结构变迁影响深远



德鲁克（1988）指出，知识是今天唯一意义深远的资源，传统的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并没有消失，但是它们已经变成第二位的。20世纪，企业最有价值的资产是生产设备；21世纪，组织最有价值的资产将是知识工作者及其生产率。

[6]


 德鲁克的上述观点指出了知识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除此之外，该观点还暗含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假设，那就是主导资源转换与组织结构演进、经济系统创新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理论界的研究验证与解释了德鲁克的这一假设。经济增长并非完全是财富数量的扩张问题，它内在地包含着以产业组织结构变动为基础的系统性升级的特征（胡晓鹏，2004），

[8]


 这种变动和升级是沿着“单一结构→分工结构→模块化结构”路径进行的，而推动这一结构转换的动力正是主导资源的转换（按照胡晓鹏（2004）的定义，主导资源是指决定经济系统竞争力高低的资源。根据主导资源转换的时间顺序，可以将其定义为初级资源、中级资源、高级资源和共生性资源。其中，资本、土地、区位、自然资源等是初级资源，知识、技术、才能、制度等是中级资源，组织、网络、信誉、社会资本等是高级资源。需要强调的是，胡晓鹏所指的知识实际上是作为制造技术的“一般性知识”，即与本文所述生产制造领域的技术是同义的。而本文此处提到的知识则与德鲁克对知识的界定相同，指的是包括知识型员工、组织能力、客户关系、市场信誉等在内的智力资本，而这正是胡晓鹏界定的高级资源。）（昝廷全，2003；胡晓鹏，2004）。实际上，德鲁克本人也对知识与创新的关系做过简要描述，他指出，财富的来源是人类某种独有的东西，也就是知识。假如将知识应用到我们已熟知的工作上，则成为生产率；假如将知识应用在新的工作上，则称之为创新。

[6]


 主导资源转换与产业组织结构演进如表33-1所示。






知识工作者的出现要求企业结构进行相应变革



知识工作者的出现要求知识型组织与之匹配，组织模块化创新正是其必由之路。德鲁克指出，我们必须研究和采用混合型组织结构，不能只重视纯粹的、一个恰当的组织形式……生物有机体的结构千变万化，而社会有机体（即现代结构，德鲁克注）也有各种各样的组织。与其探寻恰当的组织形式，管理学界不如学会寻找、发展和检验适合有关任务的组织形式。

[9]


 正是从这种意义出发，德鲁克认为在知识型组织里，各项职务，直到最基层的管理职务或专业职务，都必须把重点放在公司的目标上。同时，必须按照任务来进行组织，必须按照各个职位的信息流程（来自于各个职位或流向各个职位）来认真进行思考和组织，并放在决策结构之中进行综合分析。

[12]


 在沟通的过程中，应侧重于共同的任务，共同的挑战，总之是要做的工作。

[9]


 毫无疑问，德鲁克提出的目标管理方法显然对模块化组织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德鲁克所说的“要做的工作”理解成鲍德温和克拉克所描述的“看得见的信息”，也即青木昌彦意义上的“系统信息”。在“要做的工作”的统一协调下，“信息逐渐将他们的同事、组织和'网络'联结在一起”

[9]


 ，企业内部各职能部门、单个的企业组织逐渐形成一个个半自律性的子系统，最终推动模块化组织的生成。

组织创新涉及生产经营活动的组织方式和相应的生产关系的变动（罗伟，1996）。德鲁克还就组织不同层次间的职能差异对传统组织和知识型组织做出比较研究，认为决策权力下移是知识型组织的显著特点。德鲁克在《管理：使命、责任、实务》（实务篇）一书中指出，高级管理阶层再也不能认为作业人员只是按照吩咐行事。相应地，作业阶层也必须认识到再也不能同高层管理隔绝开来完成自己的工作了……中层管理人员实际上必须承担起“教育”高层管理的责任。高层管理人员必须了解知识型组织试图做什么，弄清楚知识型组织有能力做什么，识别出知识型组织的主要机会、主要需求和主要挑战是什么……高层管理当局的一项职责是动员、组织、安排和指导知识工作……管理人员的大量增加已经使得中层管理人员转化成为专业的知识工作阶层，他们对于整个企业的绩效潜能、成果和未来的发展方向都有着重要影响。

[12]




在这里，德鲁克对知识型组织基、中、高层管理职能安排的建议，与模块化创新过程具有内在一致性。首先，就高层来说，德鲁克强调组织高层不能仅仅是“吩咐”，而要起到“动员、组织、安排和指导”的作用；这表明，知识型组织的高层与模块化组织中显性规则提供商的地位、作用是一致的。其次，中层管理人员不仅要发挥其专业技术能力，而且还要承担起“教育”高层管理者的责任；德鲁克非常强调中层在知识型组织中的作用，实际上就是承认隐性模块提供商的组织创新的价值，以及其在模块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再次，作业层也不能与管理者隔绝开来单独完成自己的工作。这意味着在模块化组织中，他们必须接受来自高层、中层的“设计规则”的指导，尽管这种指导可能相当一部分是间接的。



知识工作者的特性使得管理方式更加人性化



知识经济兴起成为推动组织创新的战略资源，还表现为知识工作者的出现为组织创新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智力资本，给传统管理方式带来了挑战。德鲁克指出，现在的社会中心转向了知识工作者。

[6]


 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会成为管理的核心问题，就像100年前（泰勒之后）提高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是当时管理的中心任务一样。因此，我们需要一整套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关于组织中的人及其工作的假设：目的不是要控制人，而是要引导人，最终让每一个人的优势和知识发挥作用。

[9]




一方面，从数量角度看，即便是成为组织的全职雇员，作为下属的人也越来越少，即使他们从事相当底层的工作，他们逐渐成为知识工作者。

[6]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下属数量的减少使组织的层级指挥不再适用，从而传统管理方式的合法性、有效性均受到质疑。

另一方面，德鲁克强调，知识工作者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是下属，而是合作者。他们比老板更了解他们的工作，可以抬腿就走……因为他们拥有生产资料--知识。

[9]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工作者更具流动性。显然，德鲁克强调的知识工作者拥有的生产资料，属于不可分离的信息资产，实际上是一种固化在人身上的信息加工技能，不可能将其和个人分开（Brynjolfsson，1994）。

[4]


 从公司治理模式来看，对于这类资产，设计一套合适的制度安排，激励知识工作者最大限度地使发挥其使用，要远比产权明晰更为重要。德鲁克也强调，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很可能成为对人的管理的中心……管理不是管理人，不是领导人，而是充分发挥和利用每个人的优势和知识。

[9]


 这更要求“企业需要采用管理志愿者的方式来管理越来越多的专职雇员”

[9]


 。

因此，作为下属的知识工作者数量的减少，以及知识工作者信息资产的不可分离属性决定了组织必须采取更加人性化的方式来管理，这也导致组织结构、管理模式发生相应变革。



实现网络价值协同是模块化创新的根本动力



由于一般资源的稀缺性以及组织拥有资源的异质性，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成为大而全的万能组织。正如德鲁克强调的，人们不可能同时又创造新事物，又关心现有事物……维持现有企业的任务已经相当艰巨，不可能再有更多时间去面向未来创造新的、不同的事业。

[5]


 这就要求组织内部不同部门、组织与组织之间打破现有边界，在共同的界面标准下交叉连接，做到资源共用、互补，同步进行运作，以期实现网络价值协同。



“商业驱动”与网络价值协同



组织创新是企业技术创新的现实载体，同时也是市场创新的基础（邱国栋，2005）。

[12]


 通过组织创新推动基础创新与市场创新的做法，可以解释德鲁克所说的“大企业也可以创新”的观点。德鲁克主张，组织借助市场力量进行技术创新，最好由“商业驱动”，通过“在现有结构之外创建一个作为'自主单位'的团队”实现创新，并且强调这个团队“不是传统意义上分权化的事业部，它必须是自主性的，并独立于现有的经济组织之外”。要“按照合同受许多企业的委托进行研发（组织外部创新）……把新事物放到专门从事创造新事物的独立的组织部门中去……研发实验室将会逐步变为独立的商业机构（组织内部创新）。[13]因此，与大企业创新相比，构成”联合舰队"的小企业，由于可以利用外部网络资源，反而更容易产生创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安藤晴彦（2003）指出，在模块化组织内部，企业借助A&D（并购创新）而不是R&D（研发创新），正成为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形式。

[2]






组织结构设计与网络价值协同



德鲁克曾用“小型联合舰队”（需要说明的是，德鲁克的“小型联合舰队”指的是一个企业的不同部门。而模块化创新往往是超越企业边界的，即相当部分的“模块”实际上是相互独立的产权实体。尽管如此，若着眼于分析各模块之间运作意义上的联系及特征，则模块是否超越企业边界并不影响我们的讨论结果。）的形成与运作来描述组织部门协同推动内部组织模块化创新的内在机理。他指出，“小型联合舰队”以生产流程中的某个阶段为中心，或者围绕一系列密切相关的经营活动组成。尽管总体的指挥和控制依然存在，但是每一个模块都有自身的指挥和控制系统。并且就像小型联合舰队中的船只一样，每个模块都是机动灵活的，可以自主决定自己在整个流程中的位置，并自主处理同其他模块的关系。这种组织形式既可以让每个模块都享受到标准化的好处，同时也可以使整个生产流程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6]


 由此可见，尽管组织模块化创新的具体形式有所不同（青木昌彦根据组织结构设计及信息处理方式的不同，将模块化创新分为三种基本形式，分别是金字塔分割型、信息同化型与信息异化型。金字塔分割型模式以IBM360电脑为代表，信息同化型以日本丰田企业系列体制为代表，信息异化型以美国“硅 谷模式”为代表。），但核心企业与成员企业的“松散耦合”却是模块化组织能够实现网络价值协同的基本逻辑。



组织运作过程与网络价值协同



德鲁克非常强调建立“自我管理组织”、“有机组织”来推动企业创新。这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解释。一方面，德鲁克认为半自律性的子系统--隐性模块的运作在模块化创新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指出，在这个（模组）系统中，每一个组织部分都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开展工作，而且从它自己的逻辑和自己公认的行为规范角度来看是有效的。否则，它就根本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14]


 德鲁克意义上的逻辑和行为规范正是在强调模块化组织运作的核心规则：各隐性模块按照“看不见的规则”开展工作，没有必要与该模块以外的人商量。这样做的结果显而易见，那就是生产流程中的小团队或模组系统将标准化与灵活性的优势结合起来。我们用系统方法将生产产品的实体流程融入公司的商业流程，而这种商业流程是能够创造价值的。

[6]


 另一方面，除了隐性模块以外，“看得见的设计规则”（包括系统的总体结构、界面关系和各模块的性能标准）、系统信息也非常重要，而且“最好在开始设计的时候就能确定，并且向参与设计者广泛宣读”（Baldwin&Clark，1997）。作为目标管理的开创者，德鲁克同样高屋建瓴地指出，所有的组成部分都必须为共同的目标而工作，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必须接受、理解并担任自己的角色。



结束语



作为管理大师中的大师，德鲁克对组织创新领域的研究无疑是广阔而深入的。本章对散见于德鲁克著作中的模块创新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在此基础上结合相关理论着重对组织模块化创新的动因进行了深入剖析。从企业外部来看，市场需求变化、信息技术发展以及知识经济兴起构成企业组织变革的外部环境因素。具体地，市场需求变化使僵化的层级组织面临严峻挑战；信息技术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组织规模扩张带来的信息压力，但却无法从根本上使之解决；知识经济的日益兴起也在不断推动产业机构及组织结构的演进。从企业内部来看，模块化创新既是对外部环境的回应，同时也是基于各种信息（从技术到信息）、知识（知识工作者及其生产率）等资源与能力内生演进的结果，其本质是通过分工与合作融合来获取网络协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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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作者：王雎，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本文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0902018）的资助。）

1988年，彼得·德鲁克在《新型组织的到来》中指出：“20年后的典型大企业，其管理层将不及今天的一半，管理人员也不及今天的1/3。在组织结构、管理对象和控制范围上，这些企业将和（20世纪）50年代以后崛起的、今天仍被教科书奉为经典的大制造业公司没有丝毫相似之处，而更接近于那些被现在的经理人员和管理学家所忽略的组织。在我脑海里，未来的典型企业应该被称为信息型组织。”

[1]


 德鲁克认为，这些以知识为基础的企业组织，虽然也在生产和制造产品，但其组织形态和整个商业模式都将发生巨大变革。企业组织将更倾向于采用专家型的结构，“它（组织）以知识为基础，由各种各样的专家组成。这些专家根据来自同事、客户和上级的大量信息，自主决策、自我管理，其组织类型更像是医院或者交响乐队，而非典型的制造企业。”德鲁克认为，这种以信息为基础的大型组织，将会“拥有更加扁平的、等级更少的结构”。

[1]


 这些信息型组织最为突出的特征就在于知识创造知识，其生存与发展之道正是知识创新。

在过去的20多年中，随着专家内涵的不断拓展，德鲁克对信息型组织的预言不仅体现在全员知识创新下的扁平化企业组织、企业合作创新的知识联盟，还体现在由企业、供应商、顾客、专家以及竞争者进行大规模协作所对应的知识共同体上面。这种开放的、自组织的、民主化的新兴组织模式较传统的企业组织有了巨大而深刻的转变。本章基于知识共同体中成员的特征，从任务设计、权力分布以及信息处理三个方面对知识共同体的组织结构进行分析。



专家内涵的拓展



德鲁克在其文章中强调了知识专家是信息型组织的主体，“它（信息型组织）以知识为基础，由各种各样的专家组成”。“这些专家根据来自同事、客户和上级的大量信息，自主决策、自我管理”；“这些专家主要在一线参与运作，而非在总部出谋划策”；“在信息组织的高级管理层中，将不再需要什么专家”；“在信息型的组织中，知识却主要体现在基层，体现在专家的脑海里；这些专家在基层从事不同的工作”；“信息型组织里的'乐手'都是专家，你不必告诉他们如何去做自己的事情”……

[1]


 总之，信息型组织中的专家拥有重要的信息与知识，通过自我决策与自我管理，相对独立地运用知识创造知识。

而在过去的20多年中，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使专家概念在不断地充实，内涵也越来越丰富。信息技术的发展降低了参与的成本与参与的壁垒，从而扩大参与的规模（von Hipple，2005）。

[2]


 一是计算机模拟技术的运用大大提高了解决方案的可行性；二是物理工具的成本也大大降低。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个人只要拥有一台上网的计算机，就能够进行知识创造与信息产品的生产，并将结果与世界各地的人分享。由此，信息技术推动着专家的民众化并且超越了企业的边界。如普拉哈拉德和拉马斯瓦密深刻的指出（2004），“这是产业领域的民主化。我们亲眼目睹了平民经济的崛起，它从民众中来并服务于民众”。

[3]


 由此导致了创新层面的大规模协作（Mass Collaboration）的涌现。

[4]




一方面，专家囊括了组织内部更多的员工，全员知识创新越来越普遍。如丰田等日本企业在“kaizen”（持续改善之意）管理模式基础上的“员工建议系统”；通用电气等高科技技术企业的“创造性解决问题会议”，在惠普、雅虎、法国电信集团等IT公司得到大量使用的企业内部期货市场，联想的“人人都是发动机”，海尔的“每个人是一个战略业务单元”，等等。另一方面，专家突破了企业现有的边界，拓展到位于全球各个角落的各种组织与个人，不仅包括了企业通常的联盟对象如供应商、零售商以及竞争对手等，还包括了大量的顾客、领先用户、各行专家甚至退休专家。他们拥有知识创新最为重要的资源投入--创新能力。而宝洁、eBay、宝马、波音、IBM、默克制药等公司以及Wikipeida、Linux Kernel等社群正是得益于这些全球性分散的创新资源，才实现了技术与产品的不断创新。

但是，专家内涵的拓展无疑给传统企业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专家作为知识创新的核心不再仅仅存在于单一的企业、单一的集群，甚至不再单一存在于主要的产业中。正如高新技术产业中著名的Joy定律所说的那样：无论你是谁，绝大多数聪慧的人总是为其他的人工作。专家在构成与动机上的多元化完全打破了传统企业对其创新人员的假设，即专家囊括了企业边界之外，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消费者、领先用户、各行专家以及创业型中小企业的管理者，其创新动机也由报酬性期望拓展到联系性期望与自我功效性期望，导致其知识背景差异与潜在利益冲突不容忽视。更为重要的是，专家之间彼此互动却各自独立，相互合作却彼此平等，其创新行为具有很大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主要体现在对其创新能力的自我识别与对创新任务的自我选择上面。

如德鲁克所强调的那样，基于知识的，本质上是自我传导的组织实质上是一种“自组织”范式而不是传统的“他组织”范式。“自组织”范式（一个自组织系统无须外部指令而自行组织、自行创生、自行演化、自行创新、自行发展，它是一个不断地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协同论创始人赫尔曼·哈肯（Haken，1983）用了一个通俗的例子解释了自组织和被组织的区别，“如果每一个工人都是在工头发出的外部命令下按完全确定的方式行动，我们称之为组织，或更严格一点，称它为有组织的行为”；“如果没有外部命令，而是靠某种默契，工人们协同工作，各尽其责来生产产品，我们就把这种过程称为自组织”。参见Haken，H.Information and Self-Organization:A Macroscopic Approach to ComplexSystem[M].Springer-Verlag，1988，11.）包含了自主性、知识工人、授权和扁平型组织结构、自我控制、任务导向等概念；也包括了通过原则中心领导、共同愿景、宗旨、使命、目标和政策来影响组织自组织活动方式的思想。这些因素决定了组织结构与组织管理上的深刻变革。由此，专家内涵的拓展，导致了新组织模式的兴起。



知识共同体的兴起



现代组织理论认为组织就像一架运转良好的机器，其结构和功能是组织自己设定的，组织的边界是明晰的、线性的，从而可以在一个规则的、可预测的环境中实施组织的经营活动。在工业经济时代，规模、角色明晰、专业化和控制是企业组织成功的关键因素。但是专家内涵的拓展促使早期的熊彼特创新模型被不同成员汇聚在一起共同创新的模式所代替，新的创新过程变得更加开放、分散与民主（Chesbrough，2003;von Hippel，2005）。

[2,5]


 创新者由此倾向于联合在一起，基于一种快速信任而组建团队与联合，套嵌在实践社群或密集的互动网络中（Brown and Duguid，2000）。

[6]


 传统的组织设计已经不能满足这些变化。网络、社群以及联接已经成为创新绩效提升的关键，促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视野拓展到企业、市场以及两者混合形式之外，以寻求新的组织模式来实现与推进大规模的、民主化的协作创新。

耶鲁法学院教授约沙伊·本克勒（Benkler，2002）指出新经济的发展以及民众的崛起刺激着一种新的生产模式--基于共有物的同侪生产（Common Based Peer Production）的诞生，而且它所对应的组织模式将超越经济学赖以生存的两大基石--企业和市场。

[7]


 李与科尔（Lee and Cole，2003）根据对开放式资源软件开发的研究，明确提出了组织模式应该从企业向共同体转变。

[8]


 知识共同体由此而兴起。

知识共同体体现在宝洁“联发”模式下的全球创新网络、波音为推出787梦幻飞机而与全球若干供应商打造的全球制造网络，也体现在InnoCentive问题解决者社群、Threadless在线设计社群、BIG创意社群以及Linux Kernel自由开发社群，等等（本文所涉及知识共同体例子见本章章末背景介绍。）。尽管它们来自于不同的产业，如制造业或者IT产业；具有不同的性质，如营利性或非营利性，但是从本质上而言，这种新型的信息型组织都是以某个组织或个人为发起人与领导者，吸纳与聚合若干创新参与者，通过其特有的组织规则与组织结构，实现基于大规模协作的知识创新。知识共同体的使命在于通过不同于市场与企业的协调之手，充分利用分散的创新资源，从社会这个更为广阔的层面推进知识创新。

综合现有基于不同视角对知识共同体的研究（Lynn，Reddy and Aram，1996;Swahney and Prandelli，2000;Lee and Cole，2003;罗珉，2004;von Hipple，2005;王雎，罗珉，2007），

[2,8~12]


 我们认为知识共同体是建立在实践社群基础之上的，是较实践社群更加广泛的概念，见表34-1。一方面，知识共同体与实践社群都蕴含着知识的社会实践观，即个体与群体行为都是一种为实现创新的努力，而非一种严格计划的产物。知识不是被个体所有的，而是分散于社会经济系统中的个体之间。实践社群及其成员就处于组织与网络的交汇处，由此可见实践社群在知识分享与创造活动中的重要地位（Brown and Duguid，1991）。

[13]


 布朗和杜奎德（Brown and Duguid，1998）由此强调，以个人与组织为中心理解协调实质上给知识的协调造成更大的困难，由此战略性协调应该是个体所组成的社群及其实践。

[14]


 另一方面，知识共同体中成员具有更加多元化的知识背景与行为动机，其关系比社群中成员的关系更加松散。知识共同体是由不同社群所构成的网络，是一种跨组织的实践社群（Lee and Cole，2003）。

[8]







知识共同体作为信息型组织在新经济时代下的体现，同样面临着德鲁克提出的的四个难题：①如何有效的激励知识共同体中的成员？②如何树立共同的组织信念，将若干成员团结在一起？③如何设计便于共同体生存与发展的组织结构？④如何保证高层管理人的补充、培养与测试？

[1]


 组织中专家内涵的拓展导致这些问题更加有趣、更具有挑战性。本文旨在对知识共同体的组织结构进行探索性研究。具体而言，我们将结合专家的特征即知识共同体成员的行为、成员之间关系，从任务设计、权力分配以及信息处理的三个重要方面展开探讨。



知识共同体的任务设计



在传统的组织设计中，组织为了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劳动分工越精细，专业化程度越高，工作任务的专门化使员工个人角色和自主权在企业中的定位就越明确。这种事前的任务设计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管理者能够有效地配置组织内的人力资源，而组织成员被动接受这些配置。这对于常规性任务与活动是有效的，但是对于大规模协作创新却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知识创新的主要资源投入--创新才能是高度多元化的，比传统企业内部的创造能力更加丰富。专家即创新者自身基于某一时刻给定的生产任务，比其他人拥有关于其才能适当性、动机水平等方面更好的信息。更重要的是，信息技术大大降低了知识分享与生产的物质资本，让广大创新者通过广泛交流与反馈来收集信息，代替了像价格或管理指令等信息压缩机制（information-compression mechanisms）。这样就能更好识别参与者的能力与可获得性，识别谁是生产项目中某一个特定部件的最佳人选，从而在特定的时间约束下实现知识创新以及价值的创造。这样就实现了比市场或科层更低的知识机会成本，即克服由于价格或管理机制缺失而产生的信息成本，以及由产权或契约缺失而产生的额外成本（Benkler，2002）。

[7]




因此在知识共同体中，针对多元化的专家，任务设计不应对成员努力做出契约性的专门界定，而是应通过对创新任务的有效设计，为其成员提供一个充分发挥自身创造能力的创新空间，激发成员的创新积极性。就本质而言，适当的创新任务是基于知识划分（Takeishi，2002）而设计的[15]，通过达到最小效率规模，让不同创新者的自身能力与创新任务匹配，从而吸引多元化的创新者参与。鲍德温与克拉克（2006）指出分布式创新系统参与的构架（architecture of participation）取决于给定条件下任务的粒度与多样性（granularity and diversity）。

[16]


 基于知识创新主体的多样性，分散性的创新资源在不同时间的可获得性是不一样的。如果知识创新任务能够基于产品的模块化或者基于所需解决的问题而得到有效的分解，知识创新者就能够彼此独立地选择时间与内容，实现不同步（asynchrotic）的知识创造，由此让参与者在知识活动的性质、程度以及时间等方面都体现出最大的自主性与灵活性，促进了自组织的知识创新。由此，知识创新任务的设计就体现了知识专业化程度，从根本上决定了知识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

进一步而言，这种任务设计就像英国管理大师查尔斯·汉迪提出的外空内实的“甜甜圈”：其核心是详细界定的必须完成的任务或者是一种必须遵从的任务指引，而外围仅有一定的界限，中间的空白则是成员自由发挥的空间。

[17]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空白甚至没有界限。因此，相对于传统企业中的任务设计是核心较大、外围较小的“小号甜甜圈”，知识共同体中往往是核心较小、外围较大的“大号甜甜圈”，留给了成员充分的创新空间来发挥自身的创造才能。例如波音对其供应商关于部件的要求说明书从原来的2500页减少到25页，InnoCentive问题解决者社群中所发布的问题给问题解决者留出了充分的创新空间。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甜甜圈”没有边界，即“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如Threadless在线设计社群、Linux Kernel自由开发社群就是通过无限的空间将参与者的创造才能的激发推向了极致。

有了这种充满柔性的创新空间，创新主体能够对创新任务更好地进行自我选择。总之，通过创新任务的设计，知识创新活动能够有效分配给若干个人独立完成，并通过整合实现一种集体性的协作，从而获得更大的产出（Lakhani and Panetta，2007）

[18]


 。如德鲁克所比喻的那样，“乐手”们根据“乐谱”共同演奏出美妙和谐的乐章。

[1]






知识共同体的权力分布



在传统的组织设计中，尽管不同组织的分权程度不同，但是其根本思想在于分权是从上到下层层授权的结果。但是在知识共同体中，知识与权力合一，知识与权力不可分的原则彻底颠覆了原来的分权原则，而更多地体现了联邦制精神，即成员之间地位平等，成员向中央进行“逆向授权”，体现在众多的创新参与者将知识整合与商业化的权力交给了“创新资本家”这样的专业人士。

从基于知识互动的角度对组织间关系的考察中可以看到，知识互动的不同方式即单向输出、双向交换以及共同创造所对应的组织间关系是不同的（罗珉，王雎，2008）。

[19]


 知识共同体中创新参与者之间是一种同侪关系，这种关系主要有两个最为显著的特征。一是共同体的成员之间具有独特性，体现在成员针对创新任务的自我识别、自我选择以及对创新结果的自我评价等方面。成员之间不存在依附关系，在共同体中具有独立而平等的地位。根据知识与权力匹配的原则，共同体中具有多个权力节点，并且促进了知识的创造（Sparrowe，Liden，Wayne and Kraimer，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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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响应性，表现为成员的组织公民行为，或组织间公民行为，即单个组织乐意协助其他成员和认同组织间合作网络、遵从组织间界面规则的一种自发性的社会行为（Bock and Kim，2002）。

[21]


 由此，知识共同体中若干个权力节点之间是相互联系的。

与此同时，一般创新参与者与创新整合者的关系体现在前者对后者的逆向授权，因为他们相信这些专家能够比自己更好地对创新成果进行整合以及商业化。如坎贝尔（Campbell，1960）指出的那样，知识的创造过程包含着演化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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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者的行为不免存在盲目性，需要在知识创造的多样化基础之上对其进行选择保留。对创新结果的评价、完善与整合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这一任务主要由具有特定产业专家能力的整合者即创新资本家来完成。他们完成多样性的引入、一致性的选择以及保护与复制选择结果（Campbell，1960）的任务，对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知识进行有效的组合与利用，在降低总体不确定性的同时，实现知识创造的价值最大化（Nambisan and Sawhney，2007）。

[23]


 创新资本家的运作主要有三步。第一步是搜寻与评价。创新资本家会通过与创新者群体的良好关系而识别与评价产品概念以及其他具有商业潜力的创意。第二步是开发与完善，投资对创意进行开发，使其得到转化。第三步是营销，创新资本家向客户提供充分开发的产品创意。如BIG创意社群中的整合者通过自身专业知识对创意打磨，成为家居或者玩具公司立即可用的方案。宝洁公司通过其外部业务发展团队（external business develop，EBD）从若干提交的创新方案中挑选出最具商业价值的方案。这个200人的团队往往每年要消化2500项创新，其运作的关键在于把握好“运用于何处”，即决定能够实现这些创意的领域。

由此，在多元权力中心的基础上，知识共同体依然存在着一个中央，但是这个中央的权力来自于各个权力节点对其的“权力补贴”，肩负着权力节点自身无法完成的任务。这使得知识共同体更像是知识创新领域的联邦制。德鲁克在《公司的概念》中首次将分权制作为一种普遍的组织原则，尤其强调了联邦分权制的重要性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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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工业社会的背景下，德鲁克更多从实践的角度将联邦制的思想与企业自上而下的分权有机结合起来。而在信息社会的背景下，知识共同体这种典型的信息型组织将联邦制的精髓演绎得更加充分。通过逆向授权，权力不是从中央向外扩散，而是由多个权力节点向中央聚合。知识共同体中的成员之间彼此独立，但是又能达成共识、产生一定的向心凝聚力，在成就自己的同时也成就了整个组织。



知识共同体的信息处理



知识共同体作为信息型组织，信息处理也是其组织结构设计的重点之一。（组织结构的信息处理观认为，应该将组织设计成能提供实现组织总目标所必需的所有纵向和横向信息流的一种结构形态。如果结构不能满足组织对信息的需要，组织中的成员不是无法得到足够的信息，就是花费过多时间处理其工作中并不怎么需要的信息，这些都会影响组织的效果（Nadler and Tushman，1988）。理查德达夫特在《组织理论与设计》（第9版）第2章“组织结构基础”中重点介绍了结构的信息处理观。因此，信息处理在组织结构设计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成为我们探讨知识共同体组织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参见：Nadler，D.and Tushman，M.Strategic OrganizationDesign[M]. Glenview Ill.:Scott Foresman，1988.理查德·达夫特（美）组织理论与设计（第9版）[M].王凤彬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1。）相对于传统的企业组织，知识共同体中专家的全球性分布使其之间的信息交换与流动跨越了时空，其组织结构需要满足“接近性”的要求：一方面保证了知识互动中反应的敏捷和柔性的低成本，即资源动态集成时的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促进了知识再生产，保证了专业知识在群体内的高密度集聚和积累，促进了知识的溢出、传递和学习，从而提升了知识创造的效率。这种“接近性”主要依托于互联网而实现。基于互联网的信息交流技术是连接成员的基础构架，就像地球的经纬一样覆盖着球体中所有的创新成员，使其能够跨越时空阻隔而实现知识分享与合作创新。信息技术的运用实现了成员之间跨越时空的直接沟通，大大降低了反馈时间。整合者与参与者之间是一对多的沟通，使创新成果在最快的时间内得到选择与保留，从而更快地发挥其价值；参与者之间则是多对多的沟通，使创新成果在最快的时间内得到扩散与分享，从而促进新一轮的知识创造。如在787全球性制造系统中，波音和戴索特系统公司（Dassault Systems）打造了“全球合作环境”的实时合作系统，将分散于全球的设计者和制造商团队整合到高度复杂和组织严密的研发项目之中。

尤其是Web2.0，作为一种低成本的合作基础性平台提高了知识互动与创造的效率，同时还提供一个创新的氛围激活更多的知识创造。Web 2.0通过社交网络、Web服务、远程呈现、虚拟功能和统一通信等手段将定制化从对单一消费者本身特殊需求的满足，发展到让全球消费者参与其中，从而实现了产品创新的全球化。Web2.0互动平台的意义不是在生产的尾端为消费者提供选择产品的多种机会，而是在生产的前端--研发阶段让生产者和消费者进行广泛的互动。这种互动平台打破了机构或部门的界限，鼓励信息的自由交换，是协作的创新者相互学习、共同创造的场所。相对于Web1.0关注点击率与吸引眼球，Web2.0则关注于社群、参与以及同侪生产，由此成为了宝洁公司、Threadless.com、InnoCentive等公司打造知识共同体的重要支撑。

亨利·明茨伯格和路德·范德海登（Mintzberg and Van Der Heyden，1999）认为，不要用集合（set）和链条（chain）这两种传统的组织形式来描述组织，最好用枢纽（hubs）和网络（webs）概念来描述组织。枢纽的作用是协调中心，它是人员、物资或信息流动的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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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知识共同体更像一个不规则的球体，分为核心（core）与外围（periphery）两个部分。创新参与者不规则地分散在外围，而创新整合者作为枢纽处于球体的核心。一般参与者在外围的不连续分布，使这种球状的立体结构没有严格边界的限制，离散多孔的边界使其能够根据创新主题灵活改变共同体的规模大小。当知识共同体的规模达到关键的大数目（critical mass）时，就会产生网络效应而提高多样性的引入，促进知识的创新与分享。

一般而言，规模与反应时间在科层制中被认为是正相关的，规模越大，反应时间越长。但是在知识共同体中，规模增加与反应时间延长之间的关系是随着人们任务的不同而变化的。在边缘的层面，规模与时间的关系就不一定是正的。因为球状结构与信息技术使成员之间建立多变的联系（ties）来降低搜寻成本，提高知识转移以及获取的速度与容易程度。外围人数的增加会提高多样性，却不会增加反应的时间。而核心层面人数的增加，尽管可以提高选择的速度，但随之增加的复杂性降低了收益。于是，知识共同体的核心是非常紧凑的，整合者的相对数量很小。例如，Linux的核心由项目领导与成千上万的维护者组成；而维基百科中处于核心的500多名编辑仅占共同体整个人数的0.7%，实际上已经远远的小于德鲁克所说的1/3。



结语



当时代进入21世纪，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德鲁克所预言的信息型组织基于专家内涵的拓展演化为知识共同体，旨在实现更加开放性的、全球化的大规模协作创新。本文结合共同体成员即专家的行为及其关系，从任务设计、权力分布、信息处理三个角度对其组织结构进行了探讨：从任务设计的角度而言，知识共同体由具有不同柔性的创新空间构成；从权力分布的角度，知识共同体基于多元权力节点与逆向授权的联邦制组织；从信息处理的角度，知识共同体则是以web2.等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外围扩展、核心紧缩的不规则球体（见表34-2）。这些组织结构特征使知识共同体从根本上更加彻底地区别于传统企业组织，充分体现着“自组织”范式的内涵，从而印证了德鲁克20年前关于信息型组织的预言。




20年前，德鲁克用《新型组织的到来》揭开了组织理论的新范式。20年后，在这个开放性、分享性、同侪化以及全球化为特征的时代，在这个变革如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希腊的民主政治的时代，在这个知识、权力以及生产能力比历史上任何时代更为分散的时代，在这个价值创造更加快速、充满破坏性力量的时代，在这个只有通过联结才能生存的时代，德鲁克的思想依然熠熠生辉。他深远的眼光与睿智的洞察日久弥新，将继续引导着我们对新型组织的不断思考与探索。

本章所涉及知识共同体例子的背景介绍

Threadless在线设计社群。Threadless.com是一家在线T恤公司，其运营模式体现了服装企业的发展趋势，即利用消费者进行巨群知识创新。这是因为服装时尚界的企业面临着两个重要的挑战：一是吸引正确的设计者在正确的时间推出时尚服饰；二是对销售的预测，使生产周期与需求周期能够有效地匹配在一起。对此，Threadless公司通过建立起顾客的国际性社群来完成设计、新产品开发、销售预测以及营销等功能，成为将商业与社群有效结合的成功典范。

BIG创意社群（Big Idea Group）。成立于2000年6月，其创始人迈克·柯林斯（Michal Collins）是玩具行业的发明者，对于玩具业发展的停滞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玩具、家居这样的产业在创新上很少有规模经济。个人发明者与小公司蕴藏着许多潜在的发明，却没有直接通往市场的道路。同时，许多大型的玩具公司又难以对来自民间的创意做出回应，需要有专门的人手来对其进行处理。这项使命由此造就了BIG。公司采用了开放式创新流程，体现在见解创意的发现、创新的产生以及创新的积极执行等方面。

Linux Kernel自由软件开发社群。1991年，即互联网时代的早期，22岁的林纳斯·托瓦尔德（Linus Torvalds）发出一系列关于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寻助帖子。这些帖子宣告了一种松散的、非正式协作的产生，即基于Linux Kernel（计算机操作系统的核心）的全球性互动框架的建立。正如托瓦尔德发布的信息所说的那样，参与的初始动力就在于用户的需求与其中的乐趣。Linux的吸引力在于它是一种强大的操作系统，用户能够下载这些源代码到自己的计算机上面，修正这些源代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并通过反馈使修正能够保留在下一个发布的版本中。这个逐渐成长的群体建立了自身的互联网论坛，通过协作来解决与Kernel 相关的技术问题。过去16年中，对Linux感兴趣的参与者不断增加，而基于用户的需求、好奇心以及追求乐趣的参与模式却没有改变。

波音787全球制造网络。面对“9·11”后商用飞机产业增长不稳定和市场销售份额急剧下降的双重阴影，波音被迫调整其经营方式。经历了一个长期和极度痛苦的过程，波音建立起一个广泛的水平型合作网络，网络成员实时合作、分担风险、共享知识，以达到更高的绩效水平。通过大规模合作--交给大供应商去控制成千上万零部件的研发与生产，波音得以控制飞机成本，加快创新与新机型的上市。波音利用最先进的合作技术将传统供应商的集合转变为一个全球性紧密合作的系统。最终研制出具有开创性的“787梦幻飞机”（787 Dreamline），其低成本、高效率和初期的订单数量，给一度苦苦挣扎的波音带来了光明。

宝洁C+D创新网络。宝洁采用了“联系与开发”（Connect and Develop，C+D）的创新模式，打破了“不在此处发明”（Not Invent Here）的偏见与束缚，而以“在别处的发现而自豪”。通过这种创新网络，宝洁能够有效利用世界各地的智力与才能，从而获得更大的创新成果。宝洁通过网络寻求各行专家、政府与私人实验室、学院以及研究机构中的创意，广泛联系供应商、零售商、竞争者、开发与贸易伙伴、VC、个人创业者，甚至竞争对手。宝洁坚信“你想要不断创新，但首先要加强与外界的联系。将个人的力量与外界大众的力量相结合，才能真正为客户及消费者创造更多价值”。

InnoCentive问题解决者社群。InnoCentive公司是由世界著名制药公司礼来公司（Eli Lilly）的内部研发部门剥离而成立的，其业务对象主要是生化行业需要开发新产品的大公司，而问题解决者是生化领域中的专家，分布于全球各地。InnoCentive将大公司的需求与各行专家的智慧有效地匹配起来，实现创新的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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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作者：奚红华，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管理理论在20世纪蓬勃发展。从世纪初的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韦伯和巴纳德的组织理论、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到20世纪40年代，德鲁克通过他对企业这种社会组织形式的考察与思索，写出了《管理的实践》、《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管理：使命、责任、实务》，构造了管理学的框架体系。

20世纪50年代，德鲁克继续他的研究，发现了“组织的社会”。1954年写了填补管理学空白的《管理的实践》，书中提出管理的第一功能是管理业务，第二功能是管理经理，第三功能是管理工人及工作。这本书标志着管理学理论的诞生。

传统管理科学总是把管理看成是企业内部的管理，而德鲁克的管理理论范围极广，不仅涉及企业机构的组织管理，还涉及政府部门、工会、福利机构等社会部门和非企业机构的管理。20世纪90年代，德鲁克出版了《非营利组织的管理》（1990）、《21世纪的管理挑战》（1999），开始面向非营利组织的管理。



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德鲁克指出，在20世纪中，发达国家中成长最快的组织是专业团体、医疗照顾和教育机构等非营利组织。在21世纪，这个趋势会更明显。

组织一词源于希腊文Organon，说明生物的组合状态。1873年，被斯宾塞引进社会科学。指人类为了达到某些目标而特意构建的社会单元，如企业、学校、教会。

非营利组织（not-for-profit organization/nonprofit organizations，NPO）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从事公益和慈善类活动的一类组织。

美国人大多用NPO一词，而包括联合国的各种文件在内，许多国家的官方文件里使用得最多的是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一词。

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满足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需要而长期存在。在17世纪的西方，非营利组织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发展。从俱乐部等一些组织发展到以政治团体为主，如慈善救济机构、工人协会等。在资本主义成熟期，出现了很多工人组织从事社会主义运动，也有一批基金会致力于慈善事业。从事救护的组织如红十字会相继成立，在科学、教育、卫生领域从事社会公益事业的非营利组织蓬勃发展。

从20世纪起，非营利组织席卷全球，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民众热衷于成立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基金会，旨在为人类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防止环境退化，保障公民权利以及许多由政府无法承担的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福利国家政策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主流模式，损害了私人投资。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政府的地位开始下降，政府作为发展的推动力是有限的，而非营利组织有其优越性。社群组织，如妇女、儿童、农民、产业工人各种组织纷纷成立，参与社会重建和社会变革。致力于人权、环境、和平事业的非营利组织相继成立并发挥重要的作用。在20世纪70年代后，全球经济进入一个衰退时期，其中以美国最为典型。出于对政府和市场同样的不信任，人们加速了自己组建组织，进行自我帮助的进程。

非营利组织在美国一般包括教会、学校、大学、医院、基金会、慈善机构、艺术及文化组织和社会运动团体。以美国为例（Nonprofit management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Management is not managementJohn Palmer Smith，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New York:Jan 1，2000.），2000年有超过1500万家非营利机构，是25年前的2倍。有超过1000万的支薪员工在这些非营利组织中工作，占了美国所有支薪员工人数的7%，另外，还有600万全职志愿者，两者相加占了美国所有劳动力的11%。非营利组织每年产生大约1万亿美元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其中一半来自劳动收入，即提供服务的费用、会员费、投资所得和其他商业所得；1/3来自联邦、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实体；最后20%来自基金会赠与：个人、公司和私人基金。美国的非营利部门现在是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在不断扩大。这些组织的规模、经费、人员和动作对美国人民的生活有重大影响，有对企业的补充作用和对政府功能的某些替代作用，也和企业、政府之间存在竞争关系。直到20世纪80年代，非营利组织的研究才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



德鲁克与非营利组织的管理



组织管理理论的正式研究始自19世纪20年代的古典管理理论时期，1930年以前，少数几位从事管理研究的人，包括泰勒和巴纳德都认为，企业管理不过是一般管理的一个分支，基本上与管理其他组织没有什么不同。德鲁克在《21世纪的管理挑战》一书中指出：管理最初并不是应用在企业，而是应用在非营利组织和政府机构里。1912年泰勒在美国国会上作证时谈到“科学管理”，美国因此初次注意到“管理”一事。当时泰勒并没有提及任何企业，却引用非营利的美友诊所（Mayo Clinic）为例。而泰勒的科学管理最广为人知的实例也不在企业，而是应用在美国陆军的毕特城兵工厂--虽然最后因工会的压力而放弃。“管理不仅是'企业管理'，而且是所有现代社会机构的管理，尽管管理一开始就将注意力放在企业上。”

德鲁克指出了管理学真正的新领域--非营利组织，“系统化、原则性和基于理论的管理能迅速地使非营利组织产生最大的绩效。”

他写了一系列与非营利组织有关的文章。“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工作”（1978）提出：“非营利组织还仅仅是一个新近出现的现象，但我们确实认为，非营利组织需要管理。”“非营利组织的深远革命”（1988）指出非营利组织人数众多，影响深远；“非营利组织治理：成功教程”（1990）认为建立有效的理事会、经理层，由理事会介入管理代替靠善心治理是达成非营利组织绩效的途径；“非营利组织带给企业界的启示”（1989）总结了非营利组织的管理的成功之处是从组织使命和要求开始，建立有效的理事会，进行绩效评估。

德鲁克（1991）认为，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各类组织是它的不同器官，只有这些器官有效地发挥各自的功能，一个社会才能健康长寿。知识社会需要发挥不同功能并能协调配合的三种器官或称三大部门：第一个部门是公共部门，即政府；第二个部门是私营部门，即企业；第三个部门就是非营利组织，或称为社会部门。知识社会需要培育非营利组织这样一种新型器官，并且必须以不同于政府和企业的角色发挥社会功能：政府制定并执行规则，要求社会各部门服从；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并期望获得回报；非营利组织作为社会部门，它的宗旨在于改造人，为社会培养合格的公民。它关心个人的精神需要，特别是知识工作者的精神需要，并给予其成员获得精神力量来缓减各种新问题带来的压力。

德鲁克研究了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变革：非营利组织最初拒绝承认“非营利组织也需要管理”，后来实践中认识到管理的重要性，开始积极向企业学习管理经验，现在许多非营利组织在某些方面甚至走在企业前面，成为企业的学习对象。

他认为，①非营利组织也需要管理和管理者。非营利组织不仅需要管理，而且必须以最好的方式来管理，以吸引到高素质的志愿者。②非营利组织的职业化管理。非营利组织在规模和复杂性方面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在单靠兼职志愿者不能解决日常管理的情况下，管理层就会转向职业化。非营利组织的职业化管理，极大地拓展了管理学的视野，使管理的研究和应用领域由传统的“企业管理”扩展为“组织管理”。③非营利组织的目标管理。非营利组织必须有明确的使命，这是有效管理的基础。非营利组织应该考虑经济上的合理性，而且其使命或目标已逐渐扩展到谋求和维护行业利益方面。

非营利组织所取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良好的管理。成功的非营利组织都建立了有效的管理机构。尽管美国非营利组织在使命和规模上存在几乎无限的多样性，但是其中绝大多数都采用相似的管理结构。非营利组织管理结构的核心是董事会和总裁。实际的负责人一般是总裁。非营利组织对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十分严格。

非营利组织的实践表明，管理是各种组织普遍存在的需要，是改善所有组织工作效率的基本工具。非营利组织管理从学习企业管理起步，到今天，它们在某些方面己经走到企业的前面，一般企业可以从非营利性组织学三件事：第一是使命感，即以使命为导向；第二是董事会运作机制；第三是管理知识员工的能力。

1992年德鲁克出版了《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一书，对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做了全面总结。他说，非营利组织是以点化人类为目的的事业，由于缺乏传统的商业底线，他们更需要借重管理来让自己专心于使命。非营利组织管理者要学习如何利用管理之道，以免被管理技术吓倒。非营利组织管理任务是：吸引志愿者，开发、管理他们；与拥护群体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

德鲁克认为：管理和企业管理划上等号，是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恐慌开始的，由于那时人们对企业和企业主管产生敌意和蔑视，公共部门为了划清和企业的界限，开始把他们的管理称为公共行政。

但实际上，管理不只是企业管理。企业管理是管理的一部分。福列特从来没有区分过企业或非企业的管理。福列特讨论组织管理的原则，可以引用到所有不同形式的组织。

德鲁克认为管理者的效率往往是决定组织工作效率的最关键因素。随着行业发展的成熟，其组织的管理者或经营者必须实行职业化，具备管理者的素质、能力与职业道德，才能提高自身组织的工作效率，赢得行业的竞争。

非营利组织如此快速地增长，光靠善良的愿望并不能管理好。完全依靠志愿者是难以管理好日益发展壮大的非营利组织的。非营利组织领悟到，正因为志愿者不领工资，所以他们的工作必须更有意义，要求也应该更加严格，才能吸引和激励高素质的志愿者。既然非营利组织在依赖管理这一点上与商业组织并无区别，那么和商业组织一样聘用职业管理者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改进非营利组织管理的重要途径就是职业化管理。职业化管理意味着管理人员来自职业经理市场，并且其薪资水平由市场决定。一些庞大的非营利组织之所以能够保持高效运转，原因在于它们有高素质的职业化管理层。各个非营利组织的职业化程度不同，非营利组织的规模越大，志愿者越多，管理层的职业化程度就越高。规模较大的非营利机构的高层管理人员基本上都是职业经理。事实上，在美国今天的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者岗位上，职业化的管理者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美国培养的工商管理硕士大约有半数并没有进入工商企业工作，而是去了非营利组织。

在20世纪70年代，虽然非营利组织中大部分工作者仍是志愿者，但管理层已经职业化和市场化了。一般来说，职业人员在非营利组织中所占的比例相当有限。

德鲁克认为：管理在不同的组织里会有一些差异。因为使命决定远景，远景决定结构。管理沃尔玛和管理罗马天主教堂当然有所不同，其差异在于，各组织所使用的名词（语言）有所不同。其他的差异主要是在应用上而不是在原则上。所有组织的管理者，都要面对决策，要做人事决策，而人的问题几乎是一样的。所有组织的管理者都面对沟通问题，管理者要花大量的时间与上司和下属进行沟通。在所有组织中，90%左右的问题是共同的，不同的只有10%。只有这10%需要适应这个组织特定的使命、特定的文化和特定语言。换言之，一个成功的企业领导人同样能领导好一家非营利机构，反之亦然。

非营利组织绝大部分工作人员是志愿者，他们不是为了钱才来工作的。德鲁克认为，如果因此不对他们的工作提出严格的要求，实施严格的管理，是将志愿者与企业雇员混为一谈，从根本上误解了志愿者的工作动机。志愿者自己也越来越不愿把他们的工作看成是慈善性的。他们认为，志愿工作是和他们拿工资的职业同等重要的另一种“职业”生涯。因此，除了不给每个人支付工资之外，非营利组织对其“职员”的管理和其他组织并没有什么不同。在志愿者的选择、培训、工作分配、考核、升迁奖惩、淘汰等方面，许多非营利机构比营利企业还要严格。这种做法不但吸引了各类专业人士为非营利组织服务，而且志愿者在工作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同事们为了共同的责任在一起工作，不再为金钱斤斤计较。

德鲁克认为非营利组织以使命为先导，身为非营利组织的主管，其职责就是将使命转化成更精确的目标。设置明确的目标，通过目标吸引资金和人才；并且为有效实现目标而建立组织机构。组织的吸引人就在于其要求高，可以激励人们的自尊和荣誉心，因为大多数人都想要奉献自己。

德鲁克提出了非营利组织行销、革新和基金发展的有效策略。要了解你的顾客群，实行有效营销；学会界定市场，行销最重要的任务是研究市场、区隔市场，锁定目标市场。要懂得从顾客的观点来看需求。能够回馈捐赠者，以声明为主，以提升他们的意愿。在过程中建立共识、拥戴之心和心灵上的满足感，这些是基础，同时社区和参与者也因此受惠。

如何界定和评估非营利组织的经营绩效呢？非营利组织的成果来自机构之外，而不是里面。当然，非营利组织也应当考虑经济上的合理性，规定工作绩效及衡量标准。非营利组织的使命或目标已经不止局限于解决社会问题，而是逐渐扩展到谋求和维护行业利益方面。杰出的机构要懂得去创造需求。兼顾道德和经济目标，综合拥护群的想法，不断提升大目标。绩效是任何机构的终极试金石。行动上要以短期成果发展长期任务。

在开发员工方面，看人不要建立在其弱点上；看表现而不是成功的可能性。非营利组织管理结构的核心是董事会和总裁。董事会成员由类似企业独立董事的外部人员组成。董事会成员大多是兼职人员，职责主要是关注组织使命，确定运作绩效的考核标准，并为组织筹集资金，确定募款体系。董事会聚集了赞助者、管理者、亲善大使和顾问4种角色。总裁（首席执行官）则一般是拿工资的专职人员，负责日常管理。总裁或执行长的中心任务就是与董事会建立好关系。

非营利组织要重视志愿者和员工的自我开发，他们通过工作莫大的意义来平衡不支薪。对领导者来说，得到成就的关键要素在于负起责任--自己勇于挺身而出，其他都是过眼云烟。多考虑“你对世人的馈赠是什么”这个问题引发你去更新自己，因为它敦促你把自己看成另一个人--你可以变成的这个人。

在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与发展理论之外，德鲁克还积极地投入到非营利组织的实践中。他一直和各种非营利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是美国牧师大教堂的“知识教父”，为该教堂提供管理指导，还为美国女童子军推荐主席人选，这使他对现实管理问题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性。1990年，在其校友的倡导下成立了“德鲁克基金会”，这是一个为非营利组织提供服务的知识库，德鲁克将《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一书约25万美元的收入全部捐给了基金会。基金会每年召开两次研讨会，“提供给社会部门最后的思想、实务与经验”。并发行书籍、录影带，还创立了季刊FROM LEADER TO LEADER。每年都会颁一个“德鲁克非营利创新奖”（Drucker Award for Nonprofit Innovation）。

德鲁克提供的管理咨询是大家梦寐以求的。他的咨询价格颇高，但对非营利组织，他会在咨询完后让你开出支票，然后又寄还给这些客户。

德鲁克早年的研究集中在大企业，但后来，他对大企业的自我中心与迷恋高薪政策颇为绝望，转向企业家和创新研究。在社会的贫富分化越演越烈之际，他极力主张设立强大的非经济部门来缓和不平等问题。他相信，非营利机构等社会部门更能处理竞争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

读德鲁克的书和他的访谈、传记，有一种淡淡的忧伤。他的思考超越了现实，认为人类不一定能在社会中寻找到真正的意义，而应在超越社会的范畴中寻找。他虽然自认是个旁观者，却仍然努力于尘世，想要能建立一个“人类还能忍受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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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作者：吴爱胤，南京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王翔，南京大学商学院副教授。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关系公平性、关系质量与企业间合作绩效：基于中国企业的研究（70872042/G0201）”的资助。）

虽然没有人怀疑彼得·德鲁克是20世纪最伟大的管理思想家，但是必须认识到，他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社会思想家，他敏锐的洞察力不仅表现在管理的方方面面，他在商业、经济乃至社会的趋势方面也表现出了非凡的预见性：20世纪50年代初，他指出计算机终将彻底改变商业；1961年，他提醒美国应关注日本工业的崛起；20年后，又是他首先警告这个东亚国家可能陷入经济滞胀；20世纪90年代，他率先对“知识经济”进行了阐释

[1]


 。

正如每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一样，他穿越学科领域的非凡理解力和洞察力并不是什么特异功能或天才能力，而是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对任何现象都不留于表面，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自然就可以跨越人为的学科分割，穿越时空。这一点，无论在古圣先贤还是当今著名的思想家身上都是共同拥有的品质。例如，对1987年的美国股市大崩盘，德鲁克说：“不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而是基于审美和道德的原因。”

[2]


 彼得·德鲁克将当时的华尔街股票经纪人称为“完全不具有生产力的一群，但又能很轻易地大把捞钱。”当道德这个根没有被解决的时候，今天再一次、更为强烈的美国金融危机的到来自然不足为怪了。德鲁克作为伟大的社会观察家之一，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根源，只是这个追逐利益的社会不愿意正视而已。

德鲁克先生的著作广泛涉猎社会、企业组织、非营利组织等诸多形态的组织形式，剖析了从宏观经济到微观决策的各个层面的本质问题。他的金石之言至今对各个领域的工作者和研究者依旧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本文作者选取了服务视角来回顾德鲁克先生的相关观点，追溯德鲁克先生对服务管理的重大思想贡献，并试图从中汲取对当今服务管理者与服务科学（服务科学是通过基础科学、模型、理论和应用研究驱动服务创新、服务竞争以提升生活质量的一门新兴学科。）（Bitner et. Al，2006)研究者们具有指导意义的，需要当今服务领域工作者加以关注或警惕的几个重要问题。在服务经济迅速兴起的现代，在服务正成为企业竞争重要手段的现代，在随着人们对于物质与精神的追求水平越来越高，差异化需求日益提升，服务成为全球经济主导要素的现代，不时回顾像德鲁克思想这样能照破迷雾的“航标”无疑是必要且重要的。



服务机构与企业内部服务管理





合并同类项



早在1973年，在《管理：使命、责任、实务》第一部第二篇中谈到服务机构的时候，德鲁克就已经把政府、学校、医院等服务机构和企业内的参谋人员、研究部门、计划部门、协调员、管理信息系统等服务部门看做是本质一样的对象来研究。

德鲁克之所以把这两者视为一统的，理由是：所有的服务机构的费用都是由经济活动所提供的经济盈余来支付的。这些费用都是间接费用（或者是社会的间接费用，或者是企业的间接费用）。企业中的服务部门也是一样，它们同企业的经济成就和经济成果并没有直接联系。它们虽然在一个经济机构中工作，但没有一个直接提供经济成果或独自取得经济成就。

这与后来的服务科学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虽然在1985年以前，大部分服务研究者对服务的讨论还停留于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不同上。但是随着制造与服务的越来越难以分离（具体表现如下），服务科学研究者已经不再把这两者严格区分开了。



对制造业而言，服务增加商品的价值



事实是，在制造业工作的相当一部分员工也正在从事服务工作，如研发、维修、设计等。另外，制造业的增长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都会遇到能源原材料以及环境资源供给的限制。而制造业的这一瓶颈可能被包含金融、信息和物流等在内的服务业所打破（洪银兴，2005）。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发展，可以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并可大大提高其质量。近几年来，国外许多原有的制造型企业通过大规模的进入或兼并工业生产性服务业来整合业务，这些公司通过掌控研发、市场营销等核心环节和强大的供应链管理体系，在产业链、价值链和利润分配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制造过程中的服务如图36-1所示。




图36-1　制造过程中的服务

资料来源：复旦大学范秀成“服务创造价值-兼谈服务科学的兴起”课件。



服务不仅有时是隐含在产品之中的，有时还是与产品一起出售的



詹姆斯·菲茨西蒙斯和莫娜·菲茨西蒙斯在他们的《服务管理：运营、战略和信息技术》一书中提出了服务包（Service Package）的概念：在某种环境下提供的一系列产品和服务的组合。从惠普到海尔、从通用电气到IBM，这些以产品销售为主的企业正迅速转变为服务提供商，服务成为其主要利润来源。制造企业提供的服务种类也越来越多，如延期付款和租赁系统、培训、服务合同、咨询服务等。



向制造企业管理学习



德鲁克认为：服务机构同被其称为“工商企业”的制造企业（在德鲁克1973年撰写的著作中，使用了“工商企业”或“企业”一词与“服务机构”对立。当时的“工商企业”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制造企业。当时的服务机构，后来演变为服务企业、非营利组织以及政府机构等不同形式。）有根本差别的只是“业务”方面--在其宗旨和价值方面的差别，在其目标和对社会所做的贡献方面的差别，在成绩和成果表现方面的差别。进行管理而使之取得成绩是服务机构同制造企业有重大差别的唯一一个领域。

除了其特殊使命以外，服务机构在其他任何领域同制造企业很少有什么差别。它面临着类似的挑战，即使工作富有活力并使工作人员取得成绩。它在社会责任方面也很少同制造企业有什么差别。

因此，虽然服务机构的成绩一直低下，但是德鲁克认为服务机构是可以管理得有成绩的。他还预见到：管理各种服务机构使之取得成绩将日益成为一个发展社会的中心管理的挑战和最大的管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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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德鲁克几十年来的许多著作和文章，都在进行关于提升服务机构绩效的思考。服务铁三角中的三个方面都可以在他那里找到启发。如图36-2所示。




图36-2　服务铁三角

资料来源：改编自Karl Albrecht and Ron Zemke，Service America.（Homewood，IL，DowJones-Irwin，1985），pp.31-47。



服务策略





事业理论与企业理论





效果无形不是效率低下的理由



德鲁克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1966）一书中提出的“以正确的方式做事”和“做正确的事”（效果和效率）的观点是他终生撒播到管理界的一粒种子。无论做人、做企业、做服务、做事业、做家庭，德鲁克先生一直谆谆教诲我们首先要想清楚做什么，然后再想怎么做。他说：“一个具有清晰、一致和目标集中的特点的有效理论能够产生巨大的能量。”德鲁克自己也说“这一切听起来简单到了可疑的程度”。然而越是真理就越简单。中国的《周易》把世界万物都可以通过阴阳解释。无论是剃刀理论还是高深的佛学思想都在告诉我们：一切复杂都是人自己搞出来的。

德鲁克认为有效工作的出发点是规定一个机构的宗旨和使命，而宗旨和使命总是无形的。“我们的企业是什么”这个问题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是模糊而容易引起争论的。在这方面，无论是提供无形服务的服务机构还是提供有形产品的制造企业，都是这样。所以德鲁克毫不留情地批判那些宣称因为服务机构的目标和成果是无形的，所以导致服务机构表现低下的说法，认为那只是借口而不是解释。



表现低下需要用事业理论而不是企业理论来解决



在效果和效率思想的指导下，德鲁克解释了为什么企业在拥有了那些新式管理技术：外购、TQM、EVA、基准法、再造等以后还是会危机重重。他提出了重要的公司“事业理论”--每一个组织，无论其是否为商业性的，都会形成自己的事业理论。

德鲁克的事业理论由三个部分组成（有关组织外部环境、组织特殊使命、为完成企业使命所必需的核心竞争力的假设），需要符合四个条件（符合现实、相互协调、为组织内的成员所知晓和理解、必须不断经受检验）。他指出：在事业理论过时的情况下，鸵鸟做法或者修修补补都是无济于事的。早期诊断和学会主动放弃是相当重要的总裁任务。所以需要了解：哪些变化应当视为新业务和我们所期望的经济成果的前提。其中包括经济、市场和人类知识所发生的变化。虽然德鲁克不赞成把企业家变成社会改革家或哲学家，但是这些跨领域的了解和思考一直是他身体力行的。

德鲁克的事业理论批判了把服务机构企业化的解决思路。因为有人说服务机构之所以难于取得成绩，正因为它不是企业。如果将一个服务机构进行企业式经营就可以控制成本。但是，服务机构所缺少的是效果而不是效率。效果不能通过企业经营（提高效率）而获得。在《管理：使命、责任、实务》一书中，德鲁克提出了一个企业式经营的公共服务机构的最坏的例子--纽约港务局。

[4]




当然，在撇除了资产的所有权问题之后，德鲁克提出，无论哪里，只有市场考验真正能实现成绩和成果--这并不是由于自由企业或自治经理更有“美德”，而是由于按成绩和成果来获得收入能指引人们为取得成绩和成果而努力。重要的是经营管理上的自主权和责任。重要的是资源是否被分配用于产生成果，是否集中精力把稀缺的资源集中于少数的优先项目以及是否在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分配。在这点上，他说“实质上已用不着讨论”。

所以，企业化不是完美的解决方案，虽然它可以提高服务企业的效率，但不能完全解决方向问题。必须要用事业理论加以规范，也就是说，服务企业必须要有符合事业理论条件的服务策略。



向非营利组织学习还是转向非营利组织：反思服务的“泛产业化”



德鲁克认为，对20世纪的所有社会组织来说，管理都是必不可少的，不仅对企业至关重要，对医院、工会和慈善组织同样如此。

德鲁克撰文“向非营利组织学习什么”提出：虽然非营利机构在金钱方面会比企业更拮据，但是它们的战略没有建立在金钱之上，它们的战略是真正从使命出发的，并且做为此所必须做的。这很可能是企业应该向非营利机构学习的第一个方面，这样才能专注于有生产力的业务活动。此外，德鲁克提出，在非营利组织中，不受薪的志愿者追求的是什么？是什么使得他们留下来？--第一位和最重要的追求就是组织的清楚完整的使命。第二才是要接受培训，了解如何做。德鲁克的“做正确的事”和“正确的做事”的理论在这里得到了更有力的证明。从另一个角度似乎也说明，在服务性组织里，这一点更为重要。

随着年龄的增加，后来德鲁克对被他称为“社会部门”的非营利组织越来越感兴趣。德鲁克为“女童子军”这样的非营利组织免费担任顾问、在纽约成立了“彼得F.德鲁克基金会”。他对非营利组织的热情似乎远远超越了写作的动机需要。“德鲁克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竞争压力使得一般的公司根本无法实现他一直以来提倡的许多东西，例如最低工资保障和终身雇佣制。”从他的个人实践看来，虽然他一直提倡经济业绩是企业的首要责任但不是唯一责任，经济业绩是承担所有其他责任的基础。但是很明显，他自己还是比较偏爱“纯粹”的社会责任承担者--非营利组织。既然非企业化的服务机构更能提出富有社会责任的服务策略，服务经济并不应该是非营利组织的终结。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机构的产业化运作实践也证明了“效果不能通过企业经营(提高效率)而获得”。甚至有社会和平主义人士提出教育产业化是对人类文明的摧残，对后代的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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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系统和流程



在《管理：使命、责任、实务》一书中，德鲁克还批判了服务机构需要更好的人来提高成绩的观点。他说：“没有理由认为我们的服务机构中的各种管理职位或专业职位上所配备的人员在品质、能力、正直或勤劳方面较管理企业的人员为差。另一方面，也没有理由认为企业经理在管理服务机构时会比'官僚'干得更好。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些经理自己很快就成了'官僚'。”为了说明这一点，德鲁克认为最好的例子是法国政府机构。法国政府机构肯定不缺少好的人才。德鲁克论断：“即使有了更好的人，也不大会发生任何更好的事情”。“问题在于制度而不在于人。”“要使服务机构取得成绩，并不一定要有伟大人物，而是要有一套制度。这套制度的基本要点同制造企业中取得成绩的基本要点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但其应用却大为不同。”因为对服务机构与制造企业而言，成绩意味着不同的东西。

在管理制度方面，德鲁克先生可以算得上是著作等身了，本文不再详述。他自己根据事业理论的思想，把服务企业的管理制度具体化为六个步骤，其中特别强调了对目标和成果进行审核。“他们必须确定有哪些目标已不起作用或不能实现，哪些成绩不能令人满意，有哪些活动已陈旧或没有活力，或者既陈旧又没有活力。而且，他们必须有一套措施可以摆脱这些陈旧或没有活力的活动，而不是把金钱和精力浪费在后果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因为：“服务机构由于没有市场的考验，使得它缺乏一种东西迫使它必然要抛弃陈旧的东西-否则就会破产。在公共服务机构和企业的服务机构中，对成绩低下的活动进行评价并抛弃它们，是最痛苦的但也是最值得赞扬的一种创新。”



管理服务员工



早在1969年，德鲁克就预言将有一种新的类型的劳动者出现--知识员工。他们的职业将由自己所学的知识来决定，不再依靠出卖体力来养家糊口。德鲁克对这方面一直关注，在1999年的“知识工人生产率”一文中，他指出20世纪管理最大的贡献是将手工劳动的生产率提高了50倍。21世纪管理的挑战在于要让知识工人的生产率提高同样大的幅度。当然所使用的方法将会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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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服务管理与服务营销专家也在解答服务与产品的区别时，推论出：服务的价值由服务企业的员工来实现。新兴服务业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更加依赖于大量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在这一点上，无论是服务管理的北欧学派还是法国学派抑或美国学派都是没有争议的。

德鲁克在“生产力的新挑战”一文中提出：“知识和服务性工作的范围相当广泛，知识和服务性工作者在两个关键方面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资本再也不能取代劳动力。新技术本身不会产生更高的生产力。工具发挥着提高生产力还是破坏生产力的作用，取决于人们用它来做什么，取决于设计工具的目的和使用者的技能。在这里，提高生产力的唯一方法是'更聪明地工作'”。

于是，提高知识和服务工作的第一个问题又回到了“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我们试图达成何种目标”“究竟为什么要做出这项工作”，最容易并且很可能是最成功的提高生产力的途径是把工作的任务定义好，特别要注意清除那些不需要做的工作。

首先专注于工作的任务，然后对业绩进行定义（质量、数量、或者数量兼顾质量），最后在教和学的过程（组织内学习）中不断找到“更聪明的做法”带来生产力的提高。这就是德鲁克教给我们的提高服务生产力的基本思路。

此外，无论在服务企业还是制造企业，德鲁克强调的管理都意味着将同一个企业中的员工结合为一个整体，因此管理也深深地植根于企业文化之中。同时，他也提醒人们认识到，组织要想达到一个高标准的表现水平，它的成员无论如何都必须相信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是有益于所有人所依赖的社团和社会的。因此，在它的文化中，组织永远都是凌驾于社团之上的。如果组织的成员或其社团的价值发生冲突，组织必须占据上风，否则它就无法实现自己的社会贡献。这无疑也指引了后来的一些学者在价值观、企业文化对提高服务企业员工生产率方面的研究方向。



结语：入世的出世者



德鲁克自称“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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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的著作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他是一个富有社会责任的学者。在90岁生日时，德鲁克曾说过：“我的工作很简单，我关注的是人，而不是机器和厂房。”在“管理和世界工作”一文中，德鲁克也写道：“管理事关人类自身。它的任务在于让人们在协同工作中取得成就，令他们的力量得到有效发挥，而他们的弱点则相互分散。”在我们这个“组织化了的社会”里，“事实上，我们为社会做贡献的全部能力通常不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技术、献身精神和努力，同样还要取决于企业的管理水平”。通过研究“管理”，德鲁克对人类社会的进步贡献了卓越智慧。

不仅如此，正如德鲁克反复倡导人们思考的。他不仅像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关心社会进步问题，还很关心社会安全。这就是重效果优于效率的他为什么在晚年反而重点写作了关于知识生产力的文章：“新生产力的挑战”（1991）和“知识工人的生产力”（1999）。因为他认为提高知识工人的生产力不仅可以加速经济发展，同时也可以减少社会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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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今天，我们都知道，生产力是竞争优势的真正源泉，但我们还应当认识到，生产力也是社会稳定的关键要素。”因为德鲁克相信经济学中万世不易的法则：真实收入的增加不可能超过生产力提高的水平。纵观全球，以美、日、英等为首的发达国家均已率先进入“两个70%”（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在70%以上，服务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70%以上）的行列，服务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所以，他提出：对大多数发达国家而言，最优先的经济课题必然是提高知识和服务工作的生产力。

德鲁克还在一生中始终以不同的形式帮助非营利组织，也是因为他坚信非营利组织的使命在于改变人类的生活。

这位“老师和作家”的人生路径，向我们揭示了其“事业目标”。在我们服务机构（以及企业的服务部门）定义自己的工作任务、定义以经济业绩（或者不以经济业绩）为基础的其他社会责任时，这无言的人生巨作或许比他的许多出版著作能提供更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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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德鲁克对“领导者”和“管理者”角色的分析最初出现在《管理的实践》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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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为，管理者是任何商业组织中最能动并可以赋予生命的要素，是一种新的领导群体；就其本质而言，管理是一种独特的、具有领导性的机制。此处，他没有刻意区别领导者和管理者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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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此后50多年间，这两个概念的差异性被学术界讨论得越来越多，逐渐出现了很多新的观点。例如：领导者是高层的管理者（Kotter,1999）；管理者负责管理而领导者只负责领导（Zaleznik,1977）；差的管理者称为管理者，而好的管理者称为领导者（Nirenberg,2001）。明茨伯格批评以上讨论其实在误导管理者的实践，“我们一边在唱着高调，一边却已深深陷入狭隘主义的沼泽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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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国内领导学研究取得了很多重要的进展，特别是在魅力型领导、家长型领导、变革型/交易型领导、基于价值观的领导、领导-成员交换模型等理论的验证和应用方面。借鉴于德鲁克对领导学理论的思想和观点，我们应该认识到：领导者并不总是作为独立个体而行动，他们是社会主体，必须接受共同建构的诠释系统，受到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约束。因此，本章将回顾和总结德鲁克先生对领导者角色的界定，分析其中的责任、权力和信任感等关键特征，从而总结出对于国内领导学理论研究的启示和建议。



德鲁克对领导学理论的评述



领导学研究是一个迷人的领域，其迷人之处体现在自从人类文明以后，就有众多的哲学家、作家、学者及普通人在此领域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努力。正是由于这些研究的广泛性与悠远性，也使得领导者角色的桂冠出现了一些奇特的光环，使得领导学的概念和理论出现了某些神话，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Yukl（1989）将领导学理论划分为特质论、权力论、行为论等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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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魅力型领导理论（Conger and Kanungo,1998）、变革型/交易型领导理论（Bass and Avolio, 1993）、基于价值观的领导理论（House,Javidan,Hanges and Dorfman,2002）、领导-成员交换（LMX）模型（Liden,Sparrowe and Wayne,1997）等是近期研究的关注热点。Brass和Burkhardt（1993）则将领导学理论划分为宏观和微观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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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社会学派采用宏观视角关注组织情境（称为“结构”观点），研究领导者的权力基础及其影响过程；组织心理学派采用微观视角关注个体行为（称为“行为”观点），研究领导者克服障碍、实现目标的能力及其谈判技能和政治策略。这两类理论有很多比较，例如“行为”观点的权力被称为现实权力或使用权力，而“结构”观点的权力被称为潜在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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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由于学派和观点太多，领导学理论很难形成一致的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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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用汽车公司总裁斯隆认为领导力对组织而言是第一位的，他曾经建议德鲁克在此领域进行研究。但德鲁克并不同意，他认为管理者的使命和责任才是第一位的。他甚至认为，现今许多关于领导者的讨论，其实没有什么感觉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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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著作甚丰，德鲁克却没有写作一本关于领导者的专著。他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书强调了怎样为组织、为社会培养管理者，却很少讲到怎样提高领导者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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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将从德鲁克的著作里，总结出他对于领导学理论的一些评价和认识。

首先，德鲁克并不认同领导学的特质论。特质论强调领导者的品格、个性特征、价值观系统和生活习惯。这些研究的典型方法是评鉴在任领导者的特性，包括精力、事业心、热诚、友好、正直、道德、技术、果断、知识、智慧、想象力、决心、毅力、耐心、仪表、勇气等。然而，德鲁克认为，“一般而言，管理者都具有很好的智力、很好的想象力和很好的知识水平。但是管理者的有效性与他的智力、想象力或知识之间，几乎没有太大的关联性。有才能的人往往最为无效，因为他们没有贪图到不择手段。才能本身并不是成就。一个人的才能唯有通过有条理、有系统的工作，才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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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通过自身的访谈事例说明，管理者的个性差异很大，例如“有性格外向的，有令人敬而远之的；有的固执独断，有的因循附和；有的生性爽朗，有的心怀忧虑；有人能够运用逻辑分析，有人却主要是靠本身的经验和直觉……”他总结认为，有效管理者之间的差别，就像医师、教师和音乐家一样，各有不同类型；无效的管理者也同样各有差异。有效与无效之间在性格和才智等方面，是难以区别的。这些观点是对“特质论”的怀疑和否定。

其次，德鲁克对行为论的观点也有质疑。20世纪50年代起，领导学理论从特质研究转向行为研究，提出连续统一体理论、管理方格理论、管理四系统理论，等等。例如，Max Weber将“魅力”（charisma）一词引入领导学，认为领导者具有一种魅力，即某种精神力量和个体特征，能够对许多人施加个人影响。Robert House（1977）指出魅力型领导者拥有对下属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魅力是下属对领导者特殊的超凡能力的看法。Jay Alden Conger和Rabindra Nath Kanungo（1987）对魅力型领导进行了深入研究，归纳出其基本特征：拥有理想化的目标；为此目标全身心投入和奉献；抵制传统；固执而且自信；激进变革的代言人，等等。德鲁克反对以上观点。他对魅力和魅力型领导毫无兴趣，甚至认为领导者身上太多的魅力会导致领导力衰败，魅力越多领导者往往越固执，不愿也不敢调整和改变一个组织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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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日的领导者绝不可能因为魅力而领导，反而从根本上进行思考，以便于追随者更有效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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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坚持认为，“我曾经跟政府部门许多领袖一起共事过，也跟企业界、非政府、非营利组织例如大学、医院或是教会的领导者有过许多相处的经验。我可以说，没有任何两位领导者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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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副总裁曾向德鲁克求教，“我的董事长要求我想办法提高个人魅力，我该怎么办？”德鲁克回答：“你最好参加一个演艺学习班，去学学当模特得了。”这就是德鲁克对于行为理论的认识和嘲讽。

最后，德鲁克反对片面强调权力的领导学理论。French和Raven（1959）将领导者的权力分为职位权力和个人权力，其中职位权力包括法定权、奖赏权和强制权，个人权力包括专家权、参照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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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续研究对以上分类进行了一些完善。例如：Kotter（1977）认为领导对下属责任感的运用是权力的重要来源；Raven（1999）认为信息权（包括直接信息和间接信息）可以作为第六类权力基础，但也有学者认为该类权力已内含在专家权里；Bell，Walker和Willer（2000）认为劝服、建议、吸引力等是新的权力来源。但德鲁克认为，以权力为中心的领导者将给组织带来灾难，会成为组织的误导者而非领导者。误导者更感兴趣自己的权力，而不太关心组织的使命和责任；他们对组织目标不关心，但对权势很在意，往往会利用组织手段来满足自己对权力的欲望

[10]


 。以权力为中心的领导者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欲望，就像公关经理那样到处炫耀自己。真实的领导者是平凡的，不浪漫甚至有些枯燥，其有效性体现在善于设定组织目标、善于设定优先次序、善于设定并维持标准

[8]


 。



德鲁克的领导学视角和认识



德鲁克并没有提出过系统的领导学理论。根据他的管理著述，我们认为，责任、权力和信任感是德鲁克对于领导者界定的关键特征。

德鲁克的著作普遍强调管理者（包括领导者）的使命和责任，认为这是第一位的，甚至包括非营利组织的情景下[10,11]。他所定义的领导者的目的在于“建立、改进并且不断服务于一个组织的使命和责任，最终要追求的是结果”

[10]


 ，就像杜鲁门总统对于总统岗位的描述，“责任止于此，责无旁贷”。德鲁克认为，领导并不是头衔或者特权，而是艰巨的责任。在任期间的领导者的责任既来自于组织使命、来自于追随者，也来自于所承担的任务。当一位卓有成效的领导者退休或离职时，他会觉得终于可以一身轻松，特别是当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以后。进一步，德鲁克认为，成功的领导者具有两点共同特征：拥有很多的追随者，并且得到这些追随者的信任。

领导者如何赢得追随者？首先，德鲁克否认等级制度将在未来社会逐渐消亡的观点；相反，伴随着公司制度的日益复杂化，组织更需要知道谁是拥有最终权力的领导者

[7]


 。John P.Howell和Dan L.Costley认为，领导是领导者通过外显行为作用于追随者的心理反应，从而影响其行为选择，建立在正式和非正式基础上的权力是影响过程的核心。最初，影响和权力被学术界视为相同的概念，但逐渐地，两者的区别被揭示出来。例如，影响是说服他人接纳其建议、命令和指示的过程，此过程依赖于权力（Keys and Case,1990）；权力是资源或力量的积蓄，其使用过程被称为影响（Hardy,1995），此观点目前越来越被学界接受。中国科学院“科技领导力研究”课题组（2006）认为：“追随者的需求决定其动机，动机决定行为，行为产生绩效，而领导者所确定的目标就是通过追随者的绩效来体现的。”

信任感是领导者获得追随者信任的基础，这源于追随者对领导者的长期信任，相信他们言行一致、正直无私，不会采用哗众取宠的游戏。领导力的本质就是一种工作业绩，是平淡而且枯燥的。这是与明茨伯格（1975）的研究结论相一致的

[12]


 。明茨伯格在对加拿大企业家的工作调查中发现，有效的领导者是低调、身体力行，并与成员互动的，他们与日常工作融为一体。以往研究把管理者与领导者的角色分开，这会让人觉得领导者是置身于组织之外的。真正的领导者不是凌驾于组织之上的，而是来自于组织，并且不可能脱离组织。领导者应是企业的一个内在器官，其工作就像歌剧演出，因为他必须确信所有不同群体都在关注于达到某种目的的工作状态

[7]


 。而信任感正是在这样的长期共处中逐渐形成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德鲁克的领导学观点是对组织和追随者两方面视角的结合，如图37-1所示。这刚好对应于前述的领导学研究的宏观和微观两类视角

[5]


 。




图37-1　组织和追随者两类视角下的领导者

如图37-1所示，宏观层面上的“责任”和“权力”与组织结构紧密依存。随着时间调整的组织结构是对权力的不断形成和重新分配，逐渐专业化的组织内部的技术专家会对战略实现愈来愈重要，其权力基础会随之提升（Mintzberg,1983）。领导者是在组织和社会环境里不断形成的，表现为稳定的行动、交互及理解模式，成为组织成员可以预测、被社会认可，并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行为规则（Barley,1990）。领导者的专家权和参照权赋予他们微观层面上的权力来源。Thompson和Luthans（1983）认为，就像语法规则与语言表达的关系，领导者就是在组织规则的指导下行动，并受到个体心理和能力的影响，微观层面的行为表现会进一步改进或强化宏观层面上的结构权力。信任与信任感则是领导者与追随者在行为互动中形成的主观感受。组织成员必须向其领导和同事汇报情况，更重要的是，必须让他们理解实际情况。这是组织成员之间建立信任的有效途径。组织的成功运作取决于信任，这意味着领导者与成员之间明白彼此期待的是什么，并且相互理解

[11]


 。



对国内领导学研究的启示



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推行的30年历程，我国企业的组织环境在不断演进，并与社会层面的制度环境相互影响。处于该环境下的领导者，其行为既受到个体心理和能力的影响，也受到环境的制约和导向，其权力基础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所根植的制度环境和文化观念。当前，以变革型领导和家长型领导为代表的领导学理论在国内受到更多的关注。例如，李超平和时勘（2003）验证了变革型领导在我国情境下的构想效度，并将其划分为魅力领导、感召力、智力激励和个性化关怀等四个维度

[13]


 。陈永霞等学者（2006）发现变革型领导对员工组织承诺具有正面的积极影响，而心理授权是其间的中介变量。家长型领导是强调在人治氛围下兼具纪律与权威、家长般仁慈及道德廉洁的领导行为，并开发出相应的量表

[14]


 。以上行为视角的领导风格或领导力研究，其理论基础来自西方。

德鲁克认为，“管理者不同于技术和资本，不可能依赖进口。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要培养一批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他们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管理者，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并深深根植于中国的文化、社会和环境中。只有中国人才能建设中国”。那么，那些“根植于中国的文化、社会和环境中”的中国企业领导者应该是怎样的呢？

我们知道，领导者的权力基础是其行为表现的内在驱动因素。例如，Conger和Kanungo（1998）提出魅力型领导的阶段模型，指出魅力型领导的权力基础是参照权和专家权。进一步，资源依赖理论认为，权力形成与依赖性有关。我国企业呈现出“弱组织，强关系”的制度特征，不稳定的组织信任导致领导者对于私人关系非常重视，“高权力距离”和“低个体主义”是员工理解和接受领导权威的文化观念基础

[15]


 。同时，只有拥有合法性的权力才具有权威，才能指望并要求社会自律，使得组织化、制度化的社会生活成为可能

[16]


 。国有企业的制度特征被喻为由政府、管理者和员工组成的“庇护-被庇护”结构，员工对企业依赖性很强，雇佣关系成为其社会身份象征，领导行为的合法性依赖并受制于这样的制度环境

[17]


 。近年来，随着国企改制和下岗分流政策的推行，员工以往建立在顺从和忠诚基础上的心理契约被改变，这反过来影响着我国企业领导者社会权力的基础。

近年来，建立具有中国情景的管理学理论是国内学者共同的目标，也是实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学部提出的“顶天立地”科学研究目标的关键。要实现以上目标，必须将微观的“行为”视角与宏观的“组织”视角相结合，体现出“组织”与“行为”的关联性，通过强调“情境嵌入”的本土化研究进而实现对全球普遍管理知识和理论体系的贡献[15]。

权力总是同时存在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Krackhardt and Porter,1985），但同时对这两方面进行研究的成果很少

[5]


 。依据图37-1的研究思路，我们认为在未来研究中，应探索和归纳微观层面领导行为背后的权力基础，将外显的行为表现与内在的权力基础联系起来，采用制度理论和文化理论从更长的时间维度上分析领导者权力基础的动态性，进而解释各国/地区领导行为的差异性。例如，House（2002）等通过调查和比较全球62个国家/地区的领导行为，将其差异性归因于文化价值观并提出基于价值观的领导理论，该理论在我国具有很好的适用性

[18]


 。当然，仅仅进行跨文化研究是不够的，因为这些结论往往缺乏理论解释框架，导致原创性和引用率不高（Li and Tsui,2002）。正在兴起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为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Bonacich,1987;Knoke and Burt,1983）。这里，制度是具有高度弹性的社会结构，由文化认知因素、规范因素和调节因素构成，与相关活动和资源一起提供社会生活的稳定性和意义

[19]


 。新制度主义理论依据认知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发展中的经验，特别注重文化认知力量的作用，基于共享的信念和概念框架、规范性控制和调节系统等方面进行制度分析和解释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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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作者：董伊人，南京大学商学院中国直销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高华超，南京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王永贵，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转型经济下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若干问题研究（7073200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两阶段购物过程的消费者渠道选择行为实证研究（70772035）”的资助。）

彼得·德鲁克作为最伟大的管理学家，被管理学界尊称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管理学大师中的大师”

[1,2]


 ；在营销学领域，德鲁克同样地位非凡。德鲁克所提出的一些思想，如“营销的目的就是使推销成为多余”

[3]


 、“企业的目的就是为了创造顾客……企业唯一的盈利中心就是顾客……企业只有两项最基本的职能：市场营销和创新。市场营销和创新导致了所有的产出，其余的活动都是成本的支出”

[3]


 等，对市场营销理论与实践的产生了划时代的贡献。哈佛大学教授、著名营销作家西奥多·列维特（Theodore Levitt）说：“彼得·德鲁克创造并推广了营销的概念”；纽约大学前营销学教授阿诺德·科尔宾（Arnold Corbin）认为，尽管从本质上讲德鲁克是管理学作家，但“他对营销学的发展和理解所做的贡献比任何一位营销专业人士都要多”；菲利普·科特勒甚至称德鲁克为“市场营销学之祖父”（Edersheim，2008）。

营销的成功经历可以说是一种美国式的成功史。世界上恐怕再难找到另一个国家能够像美国这样成功地运用市场营销。最新公布的全球十大最有价值的知名品牌中就有7个来自美国，这其中又有6个占据了前6名的位置，大大超乎了先前的市场预期。在美国的企业中，由营销员晋升至CEO的人数比例要远远高于在欧洲企业中的这一数字。市场营销在美国能够大行其道也要归功于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的大力宣传（Quelch，2009）。

本章从市场营销学的视角回顾大师的一些成果，并从市场营销观念、市场营销管理实践、新的市场营销学概念和市场营销学学术研究4个方面论述德鲁克思想对市场营销的贡献和启示。



德鲁克思想与市场营销观念



德鲁克可以说是营销观念的创始人（Levitt，1983；Webster，2003），德鲁克曾反复强调企业应该将重点从制造活动转向市场营销活动，强调市场营销活动在企业中的重要作用，“营销太重要了，以至企业光有强大的销售部门，并将营销划归其下还不够。营销的范畴不仅远广于销售，也绝不是一种特定范围的活动。事实上，营销涉及整个企业，可说是从企业最终结果的角度来看整个企业，也就是从顾客观点所见的企业。”（Drucker，1950）

德鲁克认为正确的营销观念是将营销视为组织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必须将市场营销的重点从生产者转移到顾客的身上，焦点放在顾客需要、顾客的偏好和满足顾客需要等内容上，“营销的目的在于深刻认识和了解顾客，使产品或服务完全适合顾客的需要，从而形成产品的自我销售。理想的营销会产生一个已经准备来购买的顾客，剩下的事就是如何便于顾客得到产品或服务。”“进行市场营销的目的就是使推销活动成为多余”

[3]


 。这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营销这个话题。

德鲁克的这些思想为之后市场营销学，尤其是营销观念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无论是科特勒还是其他学者，在论述市场营销观念及其演进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德鲁克有关营销观念论述的影响

[4]


 。可以说，正是德鲁克对营销观念最初的努力，才使企业很好地从生产观念、产品观念、推销观念，逐渐演变到现代营销观念。

在德鲁克的营销思想中，顾客总是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顾客应该成为整个商业活动的核心

[5]


 ，“企业的目的就是为了创造顾客……企业唯一的盈利中心就是顾客”

[3]


 。因此，企业的一切活动都应该围绕着顾客展开，并致力于服务顾客

[3]


 ；营销活动的起点是要清晰地了解顾客的需求信息

[5]


 ，而企业商业活动的最终成果都应该由企业为顾客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来进行衡量

[6]


 。

这一方面与当代顾客导向的市场营销思想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德鲁克最初的营销思想对市场营销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科特勒认为，以顾客为中心的思想是现代市场营销学的基石。无论是企业的利润还是员工的工资都毫无疑问地来源于顾客，因此，在每个版本的《营销管理》中，科特勒都非常强调以顾客为中心或以市场为导向的重要性。

值得一提的是，德鲁克强调企业进行商业活动的目的是创造顾客，而不是仅仅简单地服务于顾客

[7]


 。德鲁克有关顾客中心的思想，其实质就是市场导向。

市场导向的概念在营销理论和实践中被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Levitt，1960；Kotler，1977；Webster，1988；Day，1990；Kohli和Jaworski，1990；Han，Kim和Srivastava，1998）。关于市场导向，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定义，但无论怎样定义，学者们都认同“顾客导向”是市场导向的核心概念（Kohli和Jaworski，1990；Narver和Slater，1990；Deshpand帲現arley和Webster，1993）。市场导向使企业能够始终关注顾客的需要。一般而言，顾客的需要以两种不同的状态存在，即显性状态和隐性状态。与此相对应，旨在发现满足顾客需求的市场导向实际上也包括两类基本的活动：一类是反应型市场导向，另一类是预应型市场导向。其中，反应型市场导向指的是“由顾客所引导”

[8]


 或“由顾客所驱动”（Day，1999），即企业试图去发现、理解和满足顾客的显性需要。与此相对，预应型市场导向则往往指的是“驱动顾客”，即企业去发掘、理解和满足顾客的隐性需要或者通过与领先用户紧密合作来发现新的市场机会以及通过市场测试来发现未来的需要

[9]


 （Jaworski，Kohli和Sahay，2000；Narver，Slater和MacLachlan，2000；Slater和Narver，1998；Atuahene-Gima，Slater和Olson等，2005）。许多营销学领域的专家和学者

[9,10]


 都指出，反应型市场导向由于过于关注现有顾客的表述，并以此作为企业进行新产品开发和市场营销活动的指导，会使企业陷入极其被动的境地，很难抓住市场的真正趋势，并会导致企业丧失很多市场机会。

德鲁克在其著作中十分敏锐地观察到了反应型市场导向的不足，指出“市场环境的改变，尤其是那些基础性的改变，会显著地受到非顾客群体的影响”（Drucker，1999）。因此，企业要完成其唯一的目的--创造顾客，就必须超越对现有市场和现有顾客的关注，将更多的精力关注于社会公众，尤其是潜在顾客的需求，以预测未来市场的需要

[11]


 。也就是说，市场导向应该由传统的反应型，转变为预应型，以更好地把握市场的趋势和顾客的潜在需要

[9]


 ，为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市场机遇（Drucker，1999）。



德鲁克思想及其对市场营销管理实践的指导意义



德鲁克是无可争辩的思想先驱者，他的思想和观点对企业管理者、政府部门以及学术界的研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无论是德鲁克本人，还是德鲁克的追随者，都不认为他是一个纯粹的学者[4]。德鲁克自己也表示，他更多的是一个实践家，他对那些复杂的统计数据和分析并不感兴趣，甚至怀疑这些统计分析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作为管理实践的先驱，他从实践中所总结出来的经验和理论，对管理和市场营销的实践有着重大的影响。下文将着重从市场营销的实践来分析德鲁克思想巨大的辐射力。



营销管理



在德鲁克之前，市场营销无论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作为一种企业的实践活动都存在着极大的争议。起初，市场营销曾一度被视为是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而在企业商业活动中，市场营销也被简单地等同于推销产品，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德鲁克在其著作中则明确提出，市场营销是企业商业活动中最为科学的职能（Drucker，1958），是企业进行商业活动最为基本的职能

[3]


 。在德鲁克之后，市场营销才被真正的定义为企业、政府和社会的一项关键的管理活动

[4]


 。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学者（Faulkner，2007；Kelley，2007；Uslay，Morgan和Sheth，2009等）都坚持认为是德鲁克的贡献才开启了现代市场营销，即营销管理的新纪元。市场营销学大师菲利普·科特勒在一次访问中，也认为德鲁克理所当然的是“营销学之祖父”，他对市场营销和营销管理的一些论述，不仅帮助了营销学者更好地理解了市场营销的本质，为营销学的发展，尤其是营销管理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使企业管理者明确了市场营销在企业经营和管理中所扮演的角色，为企业明确以顾客为中心的使命和战略，帮助众多企业获得了成功

[12]


 。



整体营销



德鲁克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市场营销在企业中的角色以及市场营销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

[3]


 。尽管德鲁克在所有的场合，都非常强调市场营销与创新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德鲁克就忽视了企业其他职能部门的价值和贡献

[7]


 ，恰好相反，德鲁克真正的意思是市场营销应该在企业的各个职能部门之间起到一个边界搭建的作用（Goolsby，1992）。事实上，德鲁克认为市场营销只有与企业其他的职能实现整合才能发挥更大的效用

[7]


 。在《管理的实践》一书中，德鲁克就明确指出“市场营销是如此的基础和重要，以至于不能简单地将它置于销售部门来处理”，德鲁克还认为“市场营销不仅在范畴上要远大于销售，而且它本身也不应该被视为一种单一的活动”，因此，他认为“企业需要从顾客的视角来看待整个商业活动”，市场营销的思想应该贯穿于整个企业的各个部门。基于德鲁克的这些思想，Uslay，Morgan和Sheth（2009）认为，正如精明的市场营销会使推销成为多余一样，精明的管理应该使单独的营销部门成为多余

[4]


 。

德鲁克认为市场营销之所以很难被管理者落到实处以帮助企业获得成功，其原因就在于这些企业没有很好地在整个企业范围内扩展市场营销的职能，并将营销真正作为整个企业的驱动器。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德鲁克有关市场营销在企业中所扮演角色的认识远远超出了他所在的时代，他的这些思想对后来超出职能范围，进行企业整体营销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此外，德鲁克还在其著作中前瞻性地提出“在市场营销贯穿于整个组织的情况下，市场营销部门应该承担怎样的角色”的问题[3]。他认为，此时市场营销部门应该更类似一个跨职能的部门，在组织中承担更为重要的角色，而且营销部门应该直接向企业CEO汇报。



非营利组织营销



尽管市场营销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非营利组织的系统理论首先由Kotler和Levy（1969）提出和发展，但是德鲁克有关非营利组织的一些思想和观点还是对之后非营利组织营销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科特勒也曾表示过，德鲁克有关非营利组织管理的思想以及他们之间有关非营利组织营销的沟通对科特勒产生了极大的启发

[12]


 。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德鲁克就在为非营利组织提供免费的咨询服务商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1]


 。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第一手资料使得德鲁克对非营利组织的经营管理和发展，产生了独特的见解。一方面，德鲁克认为，美国社会上非营利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意味着非营利组织将在未来的美国社会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Drucker，1988；1993）

[13]


 ；另一方面，他则开始关注这些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和发展，以及它们与盈利组织之间的关系。

首先，德鲁克认识到，非营利组织的健康发展需要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他敏锐地观察到了营利组织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共性，指出市场营销不仅是商业企业最为基本的职能，它对非营利组织同样具有必不可少的重要作用，并认为市场营销应该成为非营利组织进行活动的主要工具（Drucker，1990）。这些思想的产生不仅极大地促进了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和壮大，同时也对市场营销领域的学者有关非营利组织营销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2]。

此外，德鲁克还认为在一个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共同生存和发展的社会里，两者之间应该保持一种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良性关系

[13]


 。一方面，非营利组织从营利组织那里学习成熟的管理和市场营销技术及理论，以促进非营利组织获得更多的社会关注、解决更多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营利组织也要向非营利组织学习其独特的管理方式和营销技巧，以弥补商业企业在传统利润引导下所形成的经营管理和市场营销中所存在的不足。



国际市场营销



德鲁克很早就认识到了国际市场和跨国企业的存在及其重要性

[5,6]


 。他甚至提出了世界将是一个“全球购物中心”的概念

[6]


 ，并指出跨国企业的产生和发展壮大既是国际市场形成的标志，也是其发展的结果

[5]


 。德鲁克的先见之明就体现在他率先指出了发展国际市场理论的必要性

[5]


 ，这直接导致了后来的学者在国际市场营销领域进行的广泛研究，以及Malhotra等（2003）提出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型

[4]


 。

此外，德鲁克还认为贸易保护主义会损害贸易双方的利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Drucker，1958），也将不利于跨国企业进行国际市场营销。然而，德鲁克也并不赞同完全的贸易自由

[14]


 。德鲁克主张的是，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在两者之间做出权衡以达到一种理想的平衡状态。



市场调研



德鲁克认为商业企业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创造顾客，而创造顾客的前提就是更清晰、更准确地了解顾客的真实需求状况。德鲁克在其早期的著作中就曾指出“推销和营销从本质上是根本对立的……（因为）市场营销是通过更为清晰地了解顾客的需求，以生产和提供符合其实际需要和便于销售的产品。理想情况下的营销应该是达到顾客的主动购买”

[5]


 。德鲁克甚至还认为，顾客产生不满意以及抵制企业的根本原因都在于企业没有通过市场调研了解顾客的真正需求。德鲁克在其论述中指出“社会上的消费主义运动是由于企业生产与顾客实际需求脱节所导致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企业没有很好地研究顾客以及市场，从而做出了错误的决策”

[14]


 。

此外，德鲁克在为企业提供实际的咨询服务时也非常注重进行营销调研，并根据营销调研所得出的结果来指导企业的管理和营销实践。例如，在与美国著名的证券企业爱德华·琼斯（Edward Jones）共同工作的时候，德鲁克就通过市场调研的方法收集该企业目标市场的人口统计特征资料，并通过他精明的分析和解读，制定了正确的营销战略，帮助该企业成功地把握了新的市场机遇，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营销创新



德鲁克在其不同的论著中反复地强调了“企业只有两项最为基本的职能：市场营销和创新”

[3]


 ，那么企业的市场营销是否需要创新呢？德鲁克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在德鲁克看来，随着外部市场环境和顾客需求的变化，企业有必要对市场营销的思维和实践做出创新（Maciariello，2009）。德鲁克认为，现有的商业理论之所以能很好地指导企业活动，是由于这些理论赖以存在的前提假设还是成立的，而一旦由于商业环境的变化导致这些前提假设不再成立，企业就会面临极大的困境和威胁（Drucker，1994）。德鲁克这些有关创新的思想也同样适用于市场营销的理论和实践。他的思想指引我们应该用更为宽广的视野来看待营销，突破企业营销现有假设和思维模式的局限性，以便为企业赢得更多的市场机遇

[15]


 。

从理论的视角来看，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和顾客需求需要市场营销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们在分析这些变化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营销理论和方法，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近年来，包括科特勒，J. Walker Smith，Johny K.Johansson，Frederick Webster和Glen Urban等在内的诸多市场营销学者开始关注营销中的道德问题、不断变化的顾客态度、信息超载以及市场营销在组织中角色的变化等现象

[16]


 ，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市场营销方法、工具和理论。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德鲁克的思想要求企业管理者对市场环境的变化保持应有的警觉，并针对所发生的各种变化，主动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关注市场营销理论的最新变化，并以此来指导企业的市场营销活动。无论是星巴克、谷歌、苹果的iPod、维珍航空，还是英特尔、沃尔玛，这些企业的巨大成功都得益于其管理者能够很好地洞悉环境的变化和市场的趋势

[15]


 ，使企业在营销创新中始终居于行业的领先地位。



营销中的社会责任问题



作为德鲁克这样的大师，他对任何领域做出的巨大贡献都不会让我们感到惊讶，但是在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这个问题上，他前瞻性的思想着实令人钦佩不已。与早期盛行的观点（Friedman，1962；1970）不同的是，德鲁克认为企业既是一个经济的组织，又是一个社会的组织。从经济的方面来看，企业应该注重创造顾客，获得满意的盈利水平；但更为重要的是，企业生存在社会当中，即便是最私有化的企业也是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企业和企业家应该承担相应的CSR（Drucker，1955）。但是，在企业应该承担CSR的前提下，德鲁克却发现，传统的公共关系并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寻求市场营销的帮助

[5]


 。

德鲁克将CSR划分为两类，即企业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和社会问题

[5]


 。其中，企业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指的是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德鲁克在此认为，任何人都应该为自己行为所产生的影响负责，无论其有意与否，企业也同样如此。因此，企业必须为其营销活动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负责，最大化其对社会有利的一面，最小化其对社会不利的一面；而社会问题在这里指的是社会公众所普遍关注的问题，如环境恶化、全球粮食问题、贫困等，这些问题可能并不是由于企业的经营活动所导致的。对于这类社会责任，德鲁克认为企业应该有选择地承担，主要关注那些能为企业创造更多顾客的社会问题。因此，企业在承担CSR时，应该选择那些与企业形象最为匹配、能对顾客的购买行为产生最大影响的社会问题。

此外，德鲁克在CSR这个问题上还指出，企业作为有限资源的集合，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因此，他提出了“有限善良”的原则

[5]


 ，并认为企业承担CSR不应危及企业的绩效能力

[5]


 ，企业应该具备将社会问题转化为企业盈利机会的能力（Drucker，1984）。



营销绩效



对营销绩效的评价是营销管理的重要环节，也是营销管理研究的前沿课题。国外营销领域的学者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关注企业营销活动中的绩效问题（如Kotler，1977；Gregor和Robert，1965等），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为指导市场营销活动的开展，评价和提高市场营销活动的绩效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德鲁克对市场营销活动的绩效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后来有关营销绩效的研究。在对待营销绩效的态度上，德鲁克认为，商业企业首先是作为一个经济组织而存在的，所以必须考虑企业经营管理和市场营销活动所导致的成本支出和绩效水平

[5]


 。在有关企业营销绩效衡量的问题上，德鲁克批判了利润最大化和最大化市场份额

[5]


 的传统观点，指出了理性决策理论的局限性（Drucker 1977），他认为企业应该寻求满意的利润水平和市场份额（Drucker，1973；1980），主张采取财务的（主要是一些财务指标和市场占有率等）和非财务的（包括企业创新、企业营销能力、企业的社会影响等）指标来衡量企业营销活动的绩效。最后，在企业营销绩效的实施上，德鲁克强调企业管理人员不应该过多地考虑成本问题，而要关注企业的哪些活动能为企业创造更多的顾客和获得更多地盈利机会

[5]


 ，而且德鲁克还认为，保持企业的创新氛围和持续的创新才能使企业获得持续的营销绩效

[13]


 。



德鲁克思想与营销学中一些新的概念



作为管理学“大师中的大师”、“营销学之祖父”，德鲁克的思想不但对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由于其理论强大的辐射力和深远的影响，对市场营销学的发展具有很强的预见性。今天的一些广为流行的营销概念，其实都可以在德鲁克的思想中找到其理论根源。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对德鲁克思想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市场营销学领域概念的进一步创新。下文仅列举与德鲁克思想密切相关的几个营销概念。



市场定位



市场定位的概念最早是由Al Ries和Jack Trout（1969）提出的，并在之后的40多年里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成为市场营销的重要概念之一。事实上，德鲁克在其有关顾客价值主张的论述

[6]


 中就已经包含了定位思想的萌芽。德鲁克认为，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组织需要设计属于自己的顾客价值主张

[6]


 ，而且他还认为，为了获得在市场中的领先地位，组织应该将其顾客价值主张与竞争对手明显地区别开来（Drucker，1992）。此外，德鲁克在其论著中还将顾客价值主张与市场营销直接联系起来，认为发展顾客价值主张应该是市场营销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应有之意

[6]


 。基于德鲁克的这些思想，一些营销学者（Day，1994；Slater和Narver，1994；Wallman，2009等）进一步指出营销战略的关键就是组织发展出一个独特的顾客价值主张的能力，好的顾客价值主张可以有效地帮助企业在市场上获得领先的地位

[11,17,18]


 。Wallman（2009）在其对德鲁克的评述中甚至指出，德鲁克对市场营销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强调了组织发展顾客价值主张的重要性及其影响，这些思想与后来的市场定位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

[18]


 。事实上，德鲁克所主张的“独特顾客价值主张”与市场定位中所强调的“在顾客心目中占领独特的地位”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说市场定位概念的产生和发展都受到德鲁克思想的深刻影响。

另外，德鲁克的思想还认为，组织应该通过不断地调整其顾客价值主张以达到创造顾客的目的[18]，而且德鲁克有关创新与营销创新的主张，也指导着其在管理咨询的实践中，根据环境的变化情况来调整企业的目标市场定位

[15]


 。因此，在德鲁克的思想中，还包含着重新定位（repositioning）的思想。



内部营销



内部营销的概念最早由Christian Gronroos（1981）在其论文中提出，他认为，比为顾客开发满意的产品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更好地培养企业员工以顾客为导向的观念。内部营销的基本假设是：组织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被视为组织的内部顾客；只有满意的员工才能创造满意的顾客。事实上，内部营销的思想很早就出现在了德鲁克的著作之中。在1973发表的《管理：使命、责任、实务》一书中，德鲁克就认为，企业需要善待内部员工，并通过市场营销的方法提升企业的声誉和对员工的吸引力，以达到吸引更多高素质、有能力和雄心壮志的员工的目的

[5]


 。另外，正如本文前面所指出的那样，德鲁克主张包括企业在内的营利组织向那些非营利组织学习经营管理和市场营销的理论和方法。其中，德鲁克认为营利组织最需要向非营利组织学习的就是如何对待企业的内部员工（Drucker，1989）。德鲁克对非营利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他认为非营利组织吸引并留住大批人才并使他们心甘情愿地为这些非营利组织工作的事实非常值得营利组织学习

[13]


 。

此外，在非营利组织的概念出现以后，德鲁克更是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他曾经明确地指出，在新的市场条件下，“人力资源管理应该成为市场营销的工作”（Drucker，1999），即更好地开展内部营销。通过内部营销来提升商业组织的市场营销声誉，以吸引那些知识型的员工（Drucker，2001）；而且德鲁克还认为在经济利益刺激无法很好地激励企业员工的情况下，企业需要像对待志愿者那样对待企业员工（Drucker，2001），以提升员工的满意度和士气，从而为企业创造更多的顾客。



关系营销



关系营销的概念最早由Barbara B.Jackson（1985）提出，关系营销认为营销活动是一个企业与顾客、供应商、分销商、竞争者、政府机构和其他公众发生互动作用的过程，其核心是建立和发展与这些公众的良好关系，以达到创造顾客的目的。虽然关系营销只是在其概念提出之后才获得了市场营销领域的认可，并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但事实上，德鲁克很早就曾提出过一些反映关系营销的思想。例如，德鲁克认为交易的过程就是交易双方的互动和沟通，市场就是通过这种交易双方互动的过程产生的，因此企业创造顾客和市场的有效途径就是构建一个“关系网络”

[5]


 。另外，德鲁克也较早认识到了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沟通日渐方便的时代里，行业内部的竞争会逐渐演变为供应链之间的竞争

[15]


 ，这就要求企业打破原有的与供应商、分销商、竞争对手以及顾客之间的明确的界限，以一种更为宽广的视角来看待市场和营销活动，从而更好地应对新的挑战

[5]


 。最后，德鲁克从制度学派的视角对管理和市场营销的论述

[5,6,13]


 更是从非正式营销制度的角度对关系导向型市场营销的产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Wathne和Heide，2001）。



水平营销



水平营销的概念最早由科特勒和Fernando Trias de Bes（2003）在Lateral Marketing一书中进行了系统的介绍。两位作者认为，水平营销是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和顾客需求的产物，它要求企业摒弃传统的垂直思考模式，进行水平式的思考，以开发出更多令市场振奋且满意的新产品和新服务。水平营销作为一个较新的营销概念，实际上是上面所介绍的营销创新的结果和具体表现。水平营销属于一种创新性的产品开发策略，它与德鲁克所强调的创新与营销的思想完全一致。一方面，德鲁克非常强调思维模式的转变（Drucker，1994）；另一方面，他也认为产品创新不仅能为企业带来更多的经济利润，还能为企业创造更多的顾客和市场

[5]


 ，帮助企业获得持续的发展

[6]


 ；最后，德鲁克还指出大多数企业由于受到既有的成功和思维模式的困扰，阻碍了创新的产生，他认为解决这种现象的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维持组织内部的创新氛围

[7,13]


 。通过上面的分析，本文认为，水平营销的思想实际上是对德鲁克市场营销和创新思想的整合和延伸，是对德鲁克提出的产品创新困境的一种最佳的解决方法。



价值营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顾客价值已成为西方营销学者和企业家共同关注的焦点领域，被视为竞争优势的新来源（Woodroff，1997），企业为顾客提供优异顾客价值的能力被认为是90年代最成功的战略之一

[10,11]


 。近30多年来，具有重大影响和主导地位的理论与实践包括价值链管理、质量管理、组织与过程再造、企业文化、基于资源与能力的管理以及顾客满意、蓝海战略等。然而这些有益的管理思想和方法要想在获得竞争优势上最终有效，必须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前提之上：能够为顾客提供优异价值。

在营销领域，Peter Doyle（2000）提出了价值营销概念。价值营销，又被称为基于价值的营销，它是对市场营销概念的发展和深化，通过向顾客提供最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创造新的竞争优势。价值营销的核心就是通过价值管理的过程（包括价值选择、价值定位、价值沟通和价值实现）更好地了解顾客的需求，从而实现为企业创造顾客的目的（Webster，1997，Piercy，2002）。然而，德鲁克很早就开始关注顾客价值的问题，“能够决定企业内涵的，非顾客莫属。因为只有顾客能够决定要购买的商品或劳务，并将经济资源转化为财富，及将物品变成商品。企业想要生产什么，其实并非首要，特别是对企业的未来、企业成功与否，更非决定性因素。顾客想买什么、对价值的考量是什么，才是关键所在。”

[3]




德鲁克认为市场营销必须关注如何创造顾客，如何为顾客创造价值，以及如何适应不同的顾客需求和不断变化的顾客需求

[15]


 。在价值选择的问题上，德鲁克就劝诫企业，必须清晰地了解顾客关注的价值，即便这种价值超出了组织原本界定的界限或会给组织带来成本上的支出（Drucker，1980）。此外，德鲁克还认为，在许多情况下，企业的大部分产出是通过与一小部分的顾客交易实现的

[6]


 ，也就是说德鲁克较早地认识到了顾客在价值上存在的差异。因此，市场营销的活动应该主要聚焦于那些能为企业带来大部分产出的小部分顾客身上。在价值的定位上，德鲁克认为商业企业的目的不应是最大化股东利益或者是利润最大化，而是“最大化企业价值创造的能力”（Drucker，1991），为了达到创造顾客的目的，管理者需要明晰其顾客价值的定位，并寻求与竞争对手区别开来

[6]


 。而德鲁克有关价值传播的论述，主要体现在其有关价值主张

[6]


 的表述上。德鲁克认为企业需要通过在顾客分析的基础上提炼自身的价值主张

[5,6,13]


 ，而且这种好的价值主张应该能够为企业达到市场营销的最终目的--实现产品或服务的自我销售，为企业创造更多的顾客和顾客价值。



德鲁克思想对市场营销学术研究的指导意义



正如本文第二部分中所指出的那样，德鲁克更多的是一位思想家、一个实践者，而不是一位学者。对统计分析和学术期刊的态度使得德鲁克一生都没有在纯学术型的期刊上发表过自己的著作

[4]


 。然而，即便如此，德鲁克的思想还是对包括市场营销在内的管理科学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下文将仅仅关注市场营销领域，分析德鲁克的思想对市场营销学术研究的指导意义。

Uslay，Morgan和Sheth（2009）通过文献目录计量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从1970年至2006年间发表于市场营销学顶级期刊上的文章，发现德鲁克的著作主要被引用于五个方面的研究：市场营销观念、社会中的营销角色、营销战略、营销创新和全球化未来

[4]


 。虽然最初分析的结果显示德鲁克文献的h指标得分并不是非常高，但进一步的研究却发现德鲁克著作被引用的次数有逐年攀升的迹象。另外，作者们还通过社会网络图的方法来分析德鲁克著作被引用的情况，结果发现那些在文章中引用德鲁克文献的作者大都是营销学不同研究领域中的佼佼者，这些作者的引用和对德鲁克营销思想的再诠释，使得德鲁克的思想对市场营销的学术发展和市场营销领域的学者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4]


 。本文从相关的文献资料出发，认为德鲁克对市场营销的学术研究至少有以下三点指导意义。



跨学科的研究思路



德鲁克先生学识渊博，很好地掌握了许多领域的相关知识，这使得他可以从跨学科的角度，对管理和营销实践中的一些现象产生独特的见解，这是他的著作众多且影响深远的重要原因之一

[12]


 。对于市场营销领域的学术研究者而言，尽管我们无法像大师那样在广泛的学科领域中都有所建树，但我们还是应该学习德鲁克的这种思维方式，习惯于从企业营销活动的实践出发提出研究问题，并在多个学科内寻找可以更好地解释这种营销现象的原因，使我们有关市场营销学的研究突破市场营销的学科范围，进行更多的跨学科研究。这一方面能够提升学术研究的质量和解释力，扩大研究成果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能够为市场营销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新的方向。



验证德鲁克的营销思想



德鲁克的一生完成了很多著作，提出的有关市场营销的思想和理论更是不计其数，由于德鲁克先生对统计分析的反感，这些思想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得到实证的检验，这为市场营销学术研究者的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契机。研究者可以通过研读大师生前的著作，发现一些对市场营销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思想，并通过合理的研究设计，利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来验证德鲁克思想的正确性。例如，在德鲁克提出消费主义运动是由于企业营销的失败而导致的，管理者可以通过一些措施将这种消费主义运动转化为企业的营销机遇后，Gaski和Etzel（1986，2005）、Sheth和Sisodia（2006）等学者就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验证了德鲁克的这一思想，一方面为企业应对不断增加的消费主义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另一方面也使人们更好地了解了德鲁克的营销思想

[16]


 。



正确地看待市场营销领域的实证研究



德鲁克的著作几乎全部是文字的描述和思维的演绎，他对利用复杂统计分析方法所得到的研究结论也始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而且，他不愿意将自己的著作发表于那些学术性期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期刊上的文章大都过度关注统计方法的重要性，而忽视了理论构建才是研究的最终目的

[4]


 。德鲁克的这些观点，对市场营销学领域的研究，尤其是国内市场营销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国内的营销学者应该认识到理论研究应该来源于企业营销活动的实践，并能够更好地指导企业的营销实践，将更多的研究精力关注于理论的构建及理论的实际指导意义，而不应过多地关注于复杂的数据和统计分析。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更好地反映营销实践的需要，为市场营销学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结论



作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管理学家之一，德鲁克不但著作丰硕，而且其思想具有很强的辐射力。他有关管理和营销的论述对市场营销学的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市场营销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本文在回顾德鲁克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认为德鲁克对市场营销的观念、市场营销管理的实践、市场营销领域新概念的产生以及市场营销的学术研究都产生了重大的启示。而且，本文的论述还认为，尽管德鲁克没有对市场营销进行过专门的论述，但是他写作的每一本著作中都会包含其对市场营销的观点和看法，这些零星的理论构成了德鲁克的市场营销思想。正是这些思想对包括列维特、科特勒等在内的众多营销学大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市场营销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然，作为像德鲁克这样伟大的管理学家，我们很难在短短的一篇文章中精确地把握住他全部的营销思想和对市场营销的贡献。但本文还是希望，通过简单的论述使市场营销领域的学者、专家和实践工作者认识到德鲁克在市场营销学中应有的地位，以及他曾对市场营销思想做出的宏伟贡献。因为，我们有理由相信，德鲁克先生的著作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将继续发出耀眼的光芒，指导着市场营销的理论和实践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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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作者：Geneva B.Johnson，美国德鲁克非营利管理基金会财务长、哈佛商学院社会企业倡议顾问委员会顾问。本章译者：陈志红，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彼得·德鲁克是我的老师、我的导师和我的朋友。1991年，我成为刚刚成立的彼得·德鲁克基金会下彼得·德鲁克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并在那时与他相识。一年后，我又成了彼得·德鲁克治理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本章将讨论四个方面的问题：①我对彼得·德鲁克的个人思考；②社会企业组织中的有效领导；③社会企业组织中的有效管理；④社会部门及其能力。

首先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下多丽丝·德鲁克给我的一封来信中的一段话。她说她将会为这次大会制作一个录像。她在信中写道：“多年前彼得和我曾去过韩国，当时首尔还只是个中等规模的城市。一条河穿城而过，岸边有一座公园，公园里妇女身着五彩斑斓的服装，与她们的孩子嬉戏，有时还跳起民族舞蹈。而当我3年前重返韩国，往昔不再，这条河被钢筋水泥所包围。11月，我将去越南参加彼得的百年诞辰庆祝活动暨纪念会。”多丽丝·德鲁克一生精彩。我希望你们能读一读她的论文集“发明镭否则我打烂你的屁股”。在她后半生，她获得了物理学硕士学位。在她80多岁的时候，她成了一名企业家，从家开始创业，创建了RSQ。这家公司的主打产品是名叫VISVOX的声音监控器，这个产品也是她和一位合作者共同发明的，主要是由专业演讲者和语言障碍纠正医师使用。我知道与大家分享多丽丝的点滴，彼得会很高兴。



我对彼得·德鲁克的个人思考



彼得·德鲁克的治理委员会成员每年会面3～4次，每次一天半到两天的时间。委员会由9位成员组成。德鲁克博士从未缺席，并仔细聆听，时不时地提出一些深刻的观察和综述，或是一个显然的见解，总能让我们更加富有战略地来考虑某项问题。会议结束时，他会提一两个问题：“他没听到什么，他学到了什么，或是我们星期一早晨首要该做的是什么。”德鲁克博士有能将想法归结到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实质层面的能力。众人皆知，他在把时间花在帮助别人规划事业、振兴企业以及磨练别人的战略性思维方面非常慷慨。我想和大家分享我与他的几个特别时刻，一些能体现他智慧的睿智评论和至理名言，和他能用一两句话进行一场讲演的能力。

在德鲁克基金会的一次会议上，我有幸将他介绍给大家。我告诉他，他所有的书我都有，而且绝大部分都已拜读。他说：“你收的不全，因为有一本还没印刷，那就是我的自传'旁观者的历险'。他说”我会送你一本“。两个月后，他送了我一本作为圣诞节的礼物。大约4年后，他的自传的第2版出版了，其中前言是新的。当时我正手拿新版的书排在队伍里等他签字。他看到我说：”你干吗浪费钱呢？我已经送过你一本了。“我说：”但是新版里有你写的新前言。“他回答道：”前言里没有新东西，都是已经说过的话。"

又有一次我告诉他，《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是我读的第一本他写的书，而这本书成了我的参考指南。他眼睛闪闪发光，说道：“Geneva，你知道我一生只当过一次管理者，我什么都没做，是我的员工工作卓越。”在他后来的岁月里，他对“管理者”一词感到不安，因为他说它暗示有下属。他开始更多地使用“执行者”，因为它暗示了某个领域的责任，而不必是凌驾于人之上的支配。他相信过去的100年中传统的组织内部结构框架只是等级与权利的结合体。他认为在新兴组织中有着彼此的理解和责任。

责任是他的著作和对话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我记得在德鲁克的一次会议上，我们被分成小组，每个小组被分配一个具体的问题进行讨论。其中一个就是“你如何履行组织的使命”。

我是小组的协调员，小组成员都在绞尽脑汁，我报告说我们小组认为你必须向员工授权来履行组织的使命。德鲁克说：“你们小组错了。你无人授权。你给予员工为某些行为应负起的责任，然后他们就能肩负使命，担起责任。”授权不是彼得·德鲁克最喜欢的词语。

他善于从历史的角度来睿智地看待各种问题。例如，他指出：“在我们历史上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那时家庭是唯一的社会组织，并不总是最佳。家庭会”将未婚妈妈剔除在外"。

德鲁克认为，“我们的年代是一个急速变革的时代。与过去的变革不同的是，这次变革并不局限于西方社会或西方历史。其中一个根本的变化就是再也没有一个西方历史或西方文明，只有世界历史和世界文明。”“我们赞成社会部门，不是因为它好，而是因为必要。政府不能提供怜悯。”“社会部门是一个变化主体，政府部门和商业部门都不是变化主体。”

在德鲁克所写的文章中，我的最爱是“作为知识工作者的我的一生”。我们都知道德鲁克博士创造了知识工作者这个术语。在文章中，他描述了几次个人经历，这些经历教会他如何成长，如何改变，以及如何变老而不成为过去的囚犯。我最喜欢的是他的第一次经历。

第一次经历是1927年由Verdi给予的。当时他入学成了汉堡大学的学生。他写道他每周去看一次歌剧。他对由Giuseppe Verdi创作的歌剧“福斯塔夫”印象深刻，甚至研究起了这部歌剧欢乐的精神，对生命的热情及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活力。他了解到Verdi创作这部歌剧时已经年过八旬。有人曾问Verdi为什么80岁了才进行这样费神的工作。他回答说：“作为音乐家，我一辈子都在努力追求完美，而完美总是躲避着我。我确定有责任再试一次。”彼得·德鲁克说，“Verdi的话成了我的北极星。我下决心如果哪一天我老了，我不会放弃，会继续坚持。同时，我会努力追求完美，即使我很清楚完美总是躲着我。”在我们委员会一次用餐时间，有人问他，他认为哪本书他写得最好。他回答说：“下一本。”

第二次经历是由一位希腊古代的雕塑家Phidias给予的。Phidias教会了他完美意味着什么。公元前440年，这位雕塑家被派去创作雕像，而这些雕像至今仍站立在雅典帕台农神庙的屋顶上。会计很担心会要求为雕像的前后两面都付费，而每人都只能看到背面。“你错了。”Phidas说，“上帝能看到。”对德鲁克莱来说，这也成了一生的经历，他说：“我做了很多我希望老天没注意的事情，但是我知道我们应该努力追求完美，哪怕只有上帝看在眼里。”

第三次经历是由新闻业教会的。20岁生日那天，他被法兰克福最大的报纸雇佣。他认为一名合格的新闻记者应该能写各类体裁的文章。每天一下班，他就开始强迫自己学习各种领域的知识：法律、金融、各种机构的历史等。他说他建立了一个体系，这样能提醒他一辈子，每三年学习一门新学科，可以是日本艺术或经济。关键不是为了掌握这门学科，而是为了理解它。用他自己的话说，这种锻炼也使他能够“开启新的学科、新的途径和方法”。

第四个经历是由一位总编教会的。这位总编每个星期都会与每个员工讨论他们已经完成的工作。每年两次，他会讨论接下来6个月的工作。这位编辑总会先说他们做得好的，然后问些问题，比如他们应该集中于什么，他们应该学习什么，以及他们应该在哪些方面做得更好。德鲁克博士说自从那以后，他总会在每个夏天留出两个星期来回顾一下一年来的工作，问自己同样的问题。尽管他说他从来没有真正按照计划的要求在某一年的8月进行，但的确“迫使自己实践了Verdi的追求完美的要求，尽管完美总是躲避着我”。

第五个经历是由一位高级合作伙伴教会的。多年前，当他受雇在一家私人银行当经济学家，这位高级合作伙伴给他打电话询问他的业绩说：“现在你该如何在新工作中卓有成效呢？”德鲁克说：“我很生气，尽管我意识到这个老家伙说得对。我彻底改变了我的行为。”



社会企业组织中的有效领导



我想起美国内战即将爆发的时候，亚伯拉罕·林肯曾经说过的话。他说：“沉寂的过去的教条对现在和将来的暴风雨来说毫无用处，因为我们的情况变了，我们也必须改变我们的思维和行动。”如果领导们想要改变思维和行动，他们必须从内心开始，然后是他们自己所有的潜能，那是我们可以称为一生的改变，是需要有系统地进行追求或至少让我们在岁月的尽头仍然热情似火的东西。我们应该期盼一场潜能与生命诉求之间没有终结无法预测的对话，不仅包括我们遭遇的生命诉求，也包括我们自创的生命诉求。而潜能并不仅仅指技能，用John Gardner的话说是指：“我们对感觉、学习、理解、爱和抱负的满腔热忱。”这意味着寻找那些启迪的瞬间，那些特别的经历，就如德鲁克博士的“七个经历”一样，教会了他“如何成长、如何改变以及如何变老而不成为过去的囚徒”。德鲁克博士进一步指出：“通向卓有成效领导的路是一个个人意识、自我反省和不断学习的艰难旅程，有效的领导者能理解这个旅程的重要意义。”

自我的发展永不会结束。如果一个人能够倾听他人，那就有必要也能够倾听自己的心声。

卓有成效的领导力是责任。彼得·德鲁克说：“领导力不是等级、头衔或特权，它是责任。一位领导必须视领导力为责任。头衔是给予的，但是真正赢得尊敬的是行为。希望别人如何行为，有效的领导者应先进行示范。领导者还必须清楚他们的指导原则。Lindsey Lewing曾说过：”你必须打开心扉，让别人知道你的真实想法，并相信这意味着谈论你的价值观。"

卓有成效的领导者在事情出错时（事情总会出错）不会纵容。一位领导不会怪罪他人。杜鲁门总统在他的办公桌上有一块金属板面朝大家。金属板上写着：“扯皮止于此。”一位有效的领导者知道是他自己而不是他人要最终负责。一位领导并不害怕与其共事者的力量，它需要强势的同事，他激发他们内心真正的荣誉感。卓有成效的领导要对同事的错误负起责任。

卓有成效的领导力是合乎道德的领导力。领导力的一个最严格的需求就是正直和诚实。领导必须首先成为一位真理的追寻者。在我们个人的思维和行动中，我们不可以违背作为他人领导者这一角色所赋予的理念。正直的行为与正直的个人和言语是分不开的。彼得·德鲁克写道：“最终你留下的就是你的诚实和正直。”我说领导者必须寻求真理。我们必须寻求自我的真理，而最朴素的事实就是我们必须接受我们自己。我们必须为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反应负责。在当今瞬息万变的世界里，领导者必须观察自己的个人价值观和特性，看它们是否顺应变化。这里，德鲁克博士又用一句话给我们上了一堂课。在一次会议上，他说：“人们并不是真正地阻止变化。他们不愿改变自己。”


卓有成效的领导力意味着：卓有成效的领导者受使命驱使。


有效的领导力的基础是全盘考虑组织的使命，为其定义，用清晰和可视的方式进行确定，并确保使命简洁扼要，可以“印在T恤衫上”。他还在他的《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一书中强调了使命的重要性：“组织中的执行官必须相信他的使命和任务是社会最重要的使命和任务，就像是一切其他事物的基础。如果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他们的组织就会很快丧失对自身的信念、自信、自尊和工作的能力。”

有效的管理者必须痛苦地意识到他们不能控制宇宙，并对外部力量有清醒的认识：变化中的经济、政治格局、社会变革的动力以及技术的爆炸都应该进行研究，并成为对使命进行修正的一部分。有了如此重要的信息，有效的管理者必须将整个组织置于一个更新的程序中，并将变化的观念植入组织的DNA中。

在接受妥协之前，有效的管理者会将正确的和需要的考虑清楚。管理者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当使命的号角”。


卓有成效的领导力也意味着：卓有成效的领导者们通过他人推动改变。


在一个不确定、变化和焦虑的时代，似乎一切都变化不定。然而，成功的组织都有两条线贯穿其中。一是，人们想成为能为别人生活带来变化的一部分，化平庸为神奇，他们希望能有“一个星星指引方向”。二是，能阐述组织的价值观并将价值观赋予组织自身的领导者非常关键。Max Depree说领导者的首要责任就是“定义事实”。领导者真正能起到的杠杆作用大多是在帮助大家获得越来越多的见识和对现实的观点。德鲁克博士还会说领导者们应关注于外部，这就是帮助组织中的每个人获得对现实更深思熟虑的观点。当领导者们将注意力放在受他们影响的事件和行为模式上，那么他们的组织也会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组织都是反应型的，或者说是响应得多而创造得少。只有当领导者关注于顾客所在的“外部世界”时，组织才能具有创造性。德鲁克博士还指出关注于那些非顾客的人群也是至关重要的。


卓有成效的领导力还意味着：有效的领导者关注发展他人。


现在如果你不爱他人，不能分享领导力，你就不能成为有效的领导者。昨天的领导者告诉你“做什么”和“怎么做”（照我的路走）。今天的领导“问”可以做什么，真诚地寻找投入，然后赋予执行者以责任。有效的领导把同事的胜利当成自己的胜利，而不是威胁。一位领导者最大的指控就是，当他离开或去世时组织会轰然崩溃。一位有效的领导者指导领导力的最终任务是创造能量和远见。有效的领导力的最后要求是获得信任，否则不会有追随者。据德鲁克博士的定义，领导者是“有人追随的谦卑的人”。

有效的领导者遵循彼得·德鲁克的警句箴言来发展他人：“当你能将个体的力量最大化，个体的弱点就无关紧要了。”如果员工和年轻的领导者没有受到鼓舞而解放自己的创造潜力，或是释放自己智力能量，他们就会成为现实的“仆人”，而不是未知的“塑造者”。只有当他们为了执行他们帮助说明和创作的项目而赋予了责任时，才会成为未知的“塑造者”。



社会企业组织的有效管理



我的报告中的一部分是关于有效的领导力。我发现很难将领导力和管理区分开来。我想起曾读过的一个访谈，其中采访者请德鲁克博士为领导力下个定义。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而领导”，在经历了关于领导力的漫长的对话后，采访者说：“你似乎也同时定义了管理”，对此德鲁克博士的回答是：“是吗？”

有效的领导和有效的管理似乎紧密结合，你不可能将两者分开，但是请允许我谈谈以下三点：①有效性可以习得，而且必须通过学习获得，我们现在将使用执行官这个词来代替领导者；②对付出和结果的一些想法；③对创新的需要的一些想法，到时会用一个案例来说明。

《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是我珍藏的一本德鲁克的书。他强调“有效性可以而且必须通过学习获得。执行官必须是有效的，因为他因此而获得报酬。他为了他所工作的组织奉献出效率。有效的执行官身负期盼，让正确的事情完成。他们必须了解，一件事只能通过艰苦的系统性工作、智力、想象和知识才能真正起到效果，而后者是必要的资源，但是只有有效性才能将它们转化为成果。”

执行官们是主要的粘合器，将资源整合起来，并有能力“嗅别”机遇和时机。现在，感知比分析更为重要。在组织的新社会中，我们要能够认可了解事实的方式，而不是去了解我们希望看到的东西。我们需要这位无价的领导者告诉我们：“我听说我们大家都在为保护旧服务而尽力地消灭新服务。”

有效的管理者为了实现目标，关注于他人的优点。他们允许个体承担起设计自我贡献的责任。彼得·德鲁克说："我们必须有需求，而需求就是这个关键的词。一切无须经过允许。人们自己考虑清楚他们在未来的18或20年内能给组织带来的最大贡献是什么。然后他们必须确保他们的贡献能为同事或上司所接受和理解。着眼于贡献是有效性的关键。许多管理者倾向于自上而下的关注。他们忙于工作，而不是被成果所包围。

在一次委员会会议上，他平静地说：“不要将工作和成果混为一谈。”通常，管理者和职员都担心组织和上司亏欠他们什么，组织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他们最关心的是他们应该拥有什么职权，结果他们使自己一事无成。有效的管理者不管理人，或是改变人，而是如同圣经用寓言告诉我们什么是才能。具体的任务就是为了达到创造每个个体特定的优点和知识以及贡献的目的，利用个体中存在的所有优点，所有精力和所有的渴望来聚集所有人的能力急速地提高整体绩效。Lucas数码公司的Alan Kieth说过：“有效的领导说到底就是为大家创造出有助于奇迹发生的途径。”我认为有效的领导者有必要使我们团结起来，点亮我们、激励我们。

有效的管理者知道为了获得优点需要容忍弱点。但是，根据德鲁克的观点，“使优点转化为生产力是有效性的重中之重，这是道德命令，是职权和地位的责任。在乎缺点不仅是愚蠢的，也是不负责任的。”

有效的管理者精力集中于优异的绩效能产生显著结果的几个重要领域。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重要的事情先做，其他事情一概不管。这里彼得的哲学思想与我父亲的哲学思想正相反。我父亲说：“如果一开始没有成功，再试一试。”而德鲁克曾说过：“如果一开始没有成功，那就试试其他途径。”

有效的管理者必须注重结果。组织需要学会为机遇创造一切条件，并对问题进行冷藏。它们需要集中精力排定轻重缓急，而不是试图满把抓。有效的管理者能识别两种不同战略的需求：一是不断进步，二是创新。

德鲁克博士在他的《下一个社会的管理》一书中写道：“我们需要组织能拥有具备创新思维的变革型领导。创新必须有一个系统性的方法。大家普遍认为创新会带来变革，但是几乎很少是这样。成功的创新会开发出已经发生的变革。”

他进一步将创新定义为“能创造绩效新维度的变化”。他开发出了创新的五大原则：①开始于对机会的分析；②分析机会以便看大家对使用创新是否有兴趣；③创新要有效，必须简单明了，并集中于某个特定的需求；④有效的创新总是从小事开始，为了满足一个小而有限的市场，生产成本低廉，人工费用少的产品或服务，并进行销售，随着这个市场的成长，公司或组织有时间调整程序，并在不断涌现的竞争中保持领先；⑤致力于市场领导力，如果某个创新一开始不是以市场的领导力为目标，是不可能具有足够的创新性并能成功地自我确立的。领导力可以表示，在小的市场立基的统治地位。

德鲁克博士在他的《动荡时代的管理》一书中，曾用我以前的组织-美国家庭服务公司-作为一个创新性服务的例子。

家庭服务公司创立于1911年，当时作为一家国际组织，其使命就是帮助家庭。到了1982年，该组织在美国和加拿大的1000多个社区拥有300多个本地成员代理处。经独立的授权团体授权公认，所有的成员都是当地无宗派主义的家庭服务机构、犹太家庭服务机构或天主教家庭服务机构。所有的机构都配备了合格专业的咨询和治疗人员，他们可以进行婚姻咨询、个体咨询以及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咨询工作。所有的治疗人员必须至少拥有硕士学位。所有机构还必须保有一名精神病医师。总部的收入来源来自成员机构的应付款、研究津贴、杂志和书籍的出版收入，以及个人和集体的捐赠。成员机构的收入来源来自服务费、统一的分配、研究津贴、政府合同，以及个人和集体捐赠。我构思了一个想法，就是向公司提供一项相同的服务作为绩效的新维度，那是一项雇员援助计划，可以从公司的健康福利项目中购买。我们很容易地就说服了公司，使他们相信我们的本地机构就能提供所需的服务。早期的公司包括施乐、飞利浦和保德信保险公司。然而，我们在成员机构方面却出现了困难，他们视自己的使命为帮助那些无法购买私人服务的家庭。我记得彼得·德鲁克在一次会议上说：“不要等到所有人都到齐，就从你拥有的开始吧。”我们就从组织中的30%的机构开始了这项服务。渐渐地，我们增加了合同数量。我们获得了通用电气公司的合同，为它的各种瘾君子雇员提供可控制的照顾服务。机构“看到了光亮”，这项创新性项目不仅为组织带来了更多的收入，而且也为各地的成员机构带来了更多的收入。这刺激了成员机构与当地和地区的企业取得联系。这项创新还带来一些其他的变化，例如在我们机构文化中的变化：理解公司文化、向公司确保服务为结果驱动、对定价的新理解以及在语言上的一个简单变化，即从“客户”转变为“顾客”。

在我们的结构中也出现了变化。我们必须形成一个控股公司，并创立一个营利性质的子公司，名为家庭企业。当时我们是美国为数不多的几家拥有营利性质子公司的非营利组织中的一个。

这项创新性服务催生了公司的其他创造性项目，例如银行抢劫、工伤、飞机失事以及学校灾难等造成的外伤压力咨询等。这项服务必须与各种营利性的雇员协助项目竞争。在美国，我们的这个项目排名第四。

当我从美国家庭服务机构中退休时，我们在美国拥有50多个合同，还有一个英国的合同。组织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应该作为获得成果的一种方式”。你不能只是因为它是新的就进行创新，你创新是因为它能带给你一个崭新的绩效维度。

创新有两个关键：一是“有组织地放弃”，不要坚持尝试过去失败的方法，应尝试新的能带来成果的方法，并“取得成功”；二是不要试图太绚丽，简单就好。“创新不在于拿出些复杂的新路径，而在于发现比手头已经有的还要简单的路线，并遵循这条路线去实现真正的成果。”



社会部门：无边的能力



前不久，我看到了一篇两页纸的文章，这是从那些曾为彼得·德鲁克基金会撰写文章的领导者的角度来谈社会部门能力的文章。这篇文章大约写于1997年，但是这些领导者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很中肯。这些言语清楚地表明社会部门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存续是至关重要的、实际的并且是必要的。

让我们先来看看彼得·德鲁克基金会创始人，现任治理委员会主席的话：

Frances Hesselbein：“全球有2000万个非营利组织，通常被称为非政府组织或是民间社团组织。它们每年产生1000亿美元的收入；它们改变生活，创立社区并维持民主。它们代表了一个拥有无穷能力的强势力量。”

Vaclav Havel：“对人类世界的挽救不在其他，而在于人心，在于人的反省的力量，在于人的谦恭以及人的责任。我们仍然不能理解所有行为背后真正的支柱-如果它们符合道德的话-是责任。那些高于我的家庭、我的国家、我的公司和我的成功之上的责任。”

Marian Wright Edelman：“绝不要认为生命毫无价值，或是你无关紧要。绝不要放弃。我不在乎有多困难。我知道经过了那么多年，尽力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但是却只能帮上几个，只有微乎其微的金钱和社区支持是多么令人沮丧。不要认为你必须成为一个人物，做出一番惊天伟业。你只需要成为一只坚持不懈的跳蚤。”

Max De Pree：也许在所有的美德中，希望是最脆弱的、最易逝的也是最不牢靠的。不要忘记那些希腊诸神在潘多拉的疾病和麻烦的盒子的最底层摆放着希望，是希望让我们来应对所剩的生命。在我们的世界里，是非营利组织而非其他组织建立希望、重建希望并证明希望。非营利组织一开始为世界建立希望，并因此也为它们自己建立了希望。我们如何才能数清楚由和平组织或红十字会或救世军所创造的希望？最终花了钱、交了费、给了帮助并分发了药品，难道不是希望得到了保留和成长吗？

Father Rafael Braun：“在社会瓦解50年之后（在阿根廷），至少我们有机会建立一个社会部门。因为没有它，我们无法维持民主。”

Peter Goldmark：“我相信比起以前任何时候，将来我们需要更多依赖在非营利部门所开始的创新来帮助我们改变，这是向相互依赖的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模式转变必须做到的。”

彼得·德鲁克，“知识社会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社会：一个公共部分，即政府；一个私人部分，即商业；以及一个社会部门。我认为，在社会部门内以及通过社会部门，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能再一次创造出负责任的有成就的公民，能再一次给予个体--尤其是知识工作者--一个能在社会中有所作为的领域，一个他们再造社会的领域。这一点也越来越明确。”

我想将我们都能从彼得·德鲁克的经历中学到的希望留给你们，就是这个希望：“教会他成长，改变，成熟，而不沦为过去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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